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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



清代钱仪吉排比贯串《晋书》里关于兵制的材料，作《补晋兵志》。也许因为体裁的关系，有些材料只是笼统地抄下来，不曾仔细考察，所以读后印象依然模糊不清。又有些问题势必追溯到曹魏时代的情形，来龙去脉才能清楚，而钱氏也未能做到。这篇文章就是想讨论钱氏征引了材料而未加分析的曹魏西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

日本滨口重国氏有《后汉末曹操时代之兵民分离》
 

【1】



 和《两晋南朝的兵户及其身分》
 

【2】



 两文，讨论曹魏时代自成户籍不属郡县的兵户，以及两晋南朝沿袭此制的状况。何兹全先生在他的《魏晋南朝的兵制》
 

【3】



 文中，有“世兵制”一节，所论尤为详赡。日本越智重明氏《魏晋南朝之政治与社会》页三二解释“人役”为以出而服役为主之户口，居户乃居家从业为本分之户口，前者括民屯耕作者及兵户，后者指州郡民，其说不可通。但在兵制的运用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晋书》四六《刘颂传》：






颂在〔淮南〕郡上疏曰：……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当即羊祜传所言徐扬青兖荆豫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今得长王以临其国〔谓江东〕，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乂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户居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百姓虽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诚以三方未悉荡并，知时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归，视险若夷。至于吴平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此宜大见处分，以副人望。魏氏错役亦应改旧。此二者各尽其理，然后黔首感恩怀德，讴吟乐生，必十倍于今也。……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诚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实在可为。纵复不得悉然，为之苟尽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






温公《通鉴》八二系此事于太康十年，撮要叙述刘颂奏疏之后，结以“帝皆不能用”。不过上文所引一段奏疏，《通鉴》却只字未提。这段主旨实是攻击曹魏时代的一种弊政，西晋沿而未革者。它的原则就是“人役户居各在一方”，而其施行则见于兵役和力役制度。换言之，就是服兵役和力役的人都不在他自己室家所在，而是到别的地方去服役。所以刘颂主张改革，应该“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

力役之遵照这种原则者，似乎就是所谓“错役”。“错”是“交错”“间错”之意。《三国志》一一《胡昭传》：






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当给汉中。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






建安二十三年夏刘备屯阳平关，打算进攻汉中。七月曹操自将击备。调陆浑丁夫即是此时。言“丁夫”当是指供军中劳役，而非去充斗兵。董卓死后李傕郭氾相争，《魏志》六《董卓传》说三辅地方因为“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4】



 再经韩遂马超等诸将之乱，关中更加残破。《魏志》一五《张既传》说建安十六年曹操平定关中，“以既为京兆尹，招怀流民，兴复县邑”。又载“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所以不从关中调丁夫是可以了解的。但不就汉中一带本地征调，却还从陆浑调人服役，也许就是所谓“错役”制么？这种“错役”如果地方相距不远，或者不至于出问题。陆浑和汉中相去太远，于是百姓就“恶惮远役，并怀扰扰”了！

《三国志》一一《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






〔王〕裒门人为本县所役……乃步担干饭，儿负盐豉，门徒从者千余人。安丘令以为见己，整衣出迎之于门。裒乃下道，至土牛，磐折而立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执手涕泣而去。
 

【5】










王裒营陵（今山东昌乐县）人，县境和安邱毗连，所以安邱门生可以到营陵去受业。王裒到安邱县，而言“送别”，可见门生将离开两县县境去服役，故用“送”字也。

军人原不能限制服役于自己的乡土，是要看攻战和防守的需要而定他们驻屯的地方。两汉时代地方有兵，同时也要到中央番上。建安以后曹操执政，有一种现象，就是兵士须和他的室家所在的地方隔开。据刘颂上奏，这并非偶然的现象，竟是曹操有意的措施了。

《吴志》七《诸葛瑾传》载孙权对瑾说：






〔曹〕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






三国时代相互交兵，本是诈伪假谲不择手段的，离间之计更不足为奇。但看曹操一生，只有对韩遂马超是用了反间计，他们并非骨肉。袁谭袁尚兄弟阋墙，虽因此而为曹操利用，但曹操并未离间他们，当然谈不到酷字。我认为这里的“离间”不是抽象字样，而是指空间的距离，也就是说兵士和室家的隔离。孙权泛论曹操的为人与政策，这样解释才和上下文“杀伐”“御将”相应。

新降附于曹魏的敌军往往被调遣到他们原据地区之外，如《魏志》一七《徐晃传》注引《魏书》：






〔建安九年〕太祖既平冀州，遣〔朱〕灵将新兵五千人，骑千匹，守许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数乘宽缓，暂见齐整，意尚怏怏。”






《魏志》二三《赵俨传》：






〔建安十六年〕太祖徙出故韩遂马超等兵五千余人。……以俨为关中护军。……俨密白宜遣将诣大营，请旧兵镇守关中。……遂宣言当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镇守关中，其余悉遣东。……东兵寻至，乃复胁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东。凡所全致二万余口。






平诸葛诞后，吴兵降者万余。议者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
 

【6】



 司马昭“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用意相同。

如果不徙兵士，就把他们的家口遣送到自己势力范围之内，如《魏志》一五《梁习传》：






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建安十一年）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跱。……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






这时曹操新平袁尚，得了冀州作根据地，而以邺为中心，所以把并州兵士家口徙于邺。曹丕做皇帝后，五都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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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特重洛阳，他自己大部分时间在那里，所以《魏志》二五《辛毗传》说：“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所谓“冀州士家”，一定是以邺为中心居住在冀州的各地兵士的家口，也就是梁习所徙并州吏兵的家口之类。正元二年镇东将军
 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于淮南，《魏志》一三《王肃传》载他对司马师说：“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魏志》二八俭本传也说：






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






所谓农民是典农都尉属下之民。《魏志》二八《邓艾传》：“徙汝南为农民养犊。”意同。家属都在淮南，所以随他作乱了。《魏志》同卷《诸葛诞传》载他谋反后“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也是这种人。又有兵士在京都或其他地方，而“兵家”还留在原住州郡。如《魏志》二七《王基传》：






基以为……若〔
 
 丘俭等〕或虏略民人，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






便是怕中央方面兵士因家属被
 丘俭所得而可能叛变。《魏志》二四《高柔传》：






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






护军营士自然是驻屯在京城，而窦盈连至州府称冤。都不受理，才告到廷尉。可见窦礼定是家属留居地方，而自己服役京师了。

但是，“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原则在曹魏时也并非所有兵士都如此办理。《魏志》一九《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






是后大发士息及取诸国士。植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几，而复被取。乃上书曰：“……臣初受封……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逾矩。虎贲官骑及亲事凡二百余人。正复不老，皆使年壮，备有不虞，检校乘城，顾不足以自救，况皆复耄耋罢曳乎？……就之诸国，国有士子，合不过五百人。……又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以上十六七已还三十余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麋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聩者二十三人。惟正须此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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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王国的兵士是和家属都驻在国境内的。《魏志》二七《胡质传》：






黄初中……迁任东莞〔太守〕。士卢显为人所杀。质曰：“此士无仇，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见其比居年少。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遂穷诘情状，若即自首，罪人斯得。






东莞郡境的兵士一定也是全家住在境内。而《魏志》一《魏武帝纪》：“建安十四年七月辛未令曰：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更显然是说兵士和家室当不“征行”的时候是在一起的了。我以为“人役户居各在一方”原则上用在两种地方。一是新征服地域，如冀州、并州、关中等地。曹魏对新附之区不但军人如此，百姓也特别防范。如《魏志》一六《郑浑传》记浑为京兆尹，“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用意相同。第二是边要区域如淮南等强兵所在地方。犹之“滨近外虏数有寇害”的涿郡列为“外剧”，太守就得送任子诣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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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东莞非边要。诸王国更是朝廷所疑忌，本未配以强兵，曹植上书说得非常清楚。《魏志》二○《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也说：“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大概曹魏时除重要军事据点之外，地方兵力很弱，强兵都集于中央。所以《晋书》三七《安平献王孚传》说：






〔魏明帝时〕孚以为擒敌制胜宜有备预。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






青龙中吴军围合肥，征东将军满宠也表请中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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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露元年吴人北攻，诸葛诞“请十万众守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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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也是请求从中央派兵。《魏志》一五《司马朗传》：






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议虽未施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






地方虽有兵而实力薄弱，所以司马朗才有置兵之议。

孙吴不但屯田的兵是带家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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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的兵也如此。《魏志》九《曹休传》：






又别遣兵渡江，烧贼芜湖营数千家。


《吴志》三《孙皓传》建衡三年注引《吴录》：






〔孟仁〕初为骠骑将军朱据军吏，将母在营。






又五《孙和何姬传》：






父遂，本骑士。孙权尝游幸诸营，而姬观于道中。






又一一《朱桓传》：






〔曹〕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须城，分遣将军常雕督诸葛虔王双等乘油船，别袭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桓〕与人一面数十年不忘。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






皆是其证。《蜀志》六《关羽传》：






〔孙〕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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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蜀汉方面也是如此。

三国时代群雄角逐，以谲诈欺骗为能事。魏蜀吴三国之间固互相不信任，各国之主对自己的部下也都怀有戒心。表现于积极的施设者，如校事之制和质任之制都是其例，无待赘述。“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原则，实在也是出于这种防闲猜忌的心理。但曹魏孙吴都有校事质任之制，可见两国对部曲同样地猜嫌防禁。何以“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办法只行于曹氏，江东的士兵却能带家属呢？我以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曹魏境内所包括大部分地方，如徐州一部分、冀州、并州、荆州、关中、汉中等，都被别人蟠据已久，魏武讨平吕布、袁氏父子、高干、刘表、马超、韩遂、张鲁等，才归入他的势力范围。对这些区域不得不用一种严密的防闲政策，来维持统一的局面。东吴方面，则领土远比中原为狭。虽然许多深险地区是得自山越，但山越只是地方少数民族，没有在政治上和孙吴政权对抗的意图，所以讨平后容易相安无事，不像曹氏对冀州关中等地要设法维系，慢慢合流。第二个原因是和人口多少有关。《魏志》八《张绣传》：






是时（建安十年）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






《吴志》一一《朱治传》注引《江表传》：






治说〔孙〕贲曰：……今曹公阻兵，倾覆汉室，幼帝流离。百姓元元未知所归。而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






《晋书》四三《山简传》：






自初平之元讫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






终曹操之世中原人口不曾恢复汉末旧观。文帝篡汉以后，也未见增加。如《魏志》二五《辛毗传》：






〔文〕帝欲大兴军征吴，毗谏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


《魏志》二○《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






魏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






所谓“天下”或“中国”，皆指中原而言。至于江东则本来受祸甚少，加以北方流民南下，孙氏政权建立之后，颇称富庶。《吴志》九《鲁肃传》注引《吴书》：






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






又《吴志》二《孙权传》注引《吴书》：






〔冯〕熙对曰：“……〔吴国〕带甲百万，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






还有更具体的比较。魏常道乡公景元四年（263）平蜀，得户二十八万，通计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除去平蜀所得，当时曹氏领域内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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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孙吴人口多少不得而知，但在距此二十年前，即孙权赤乌五年（242），有户五十二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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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三国到西晋人口是走着增加的路线，所以景元四年孙吴的人口可能已加到太康元年（280）平吴时图籍上的五十二万三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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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不会比五十二万户少。那么，曹魏地域倍于孙吴，而户口反而不相上下，这就说明中原比江东人口稀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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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魏因为人少，故而常有徙民之举。同时对于新加入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人民和兵士，尽量施行其“离间”的政策，使得他们和室家相离。于是互相牵掣，而不易逃亡变叛。孙吴人口众多，这种顾虑自然就少。加以东汉末年离乱，豪强之家拥有部曲和他们的家属，与之同进退。这对于全家营居的现象，多少一定也有关系。至于蜀汉本对部曲很少防闲，加之“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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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更无需这种防禁之计了。

照刘颂上疏所说，西晋初对于新征服的地方还沿袭曹氏“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办法。“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便是他举的例，是说平吴以后洛阳东南方六州的兵士家在江北，偏要戍守江表。反过来，江东将士屯戍之家，平吴后立刻被杜预因兵威而北徙。“以实江北南郡故地，各树之长吏，荆土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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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对付新附边要之地。《晋书》三六《刘卞传》载他是东平须昌人，本兵家子。他哥哥“为太子长兵”，死了之后兵例须代，功曹就请以卞代兄役。又《晋书》四九《王尼传》载他是城阳人，一说河内人，也是兵家子，在洛阳作护军府军士。也是地方的兵家到中央服役。《魏志》二六《牵招传》注引荀绰《冀州记》：






〔牵〕秀……于太康中为卫瓘崔洪石崇等所提携。……与帝舅黄门侍郎王恺素相轻侮。恺讽司隶荀恺，令都官诬奏秀夜在道中载高平国守士田兴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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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士”当是一种兵士。高平国的守士之妻却在洛阳，或者也是“各在一方”之例么？

到了东晋，由于永嘉末年大乱，坞主保聚宗族，部曲和他们的家属在一起，成为风习。又因地理关系，沿袭孙吴之制，军人家属随之驻屯。如《晋书》二九《五行志》下：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卫将军营督过望所领兵陈渎女台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炙之愈明。京都喧哗，有司收系以闻，俄自建康县狱亡去。






又同书《五行志》下：






是年（太元十六年）春发江州兵营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护军及东宫，后寻散亡殆尽。






都是兵营带家口之证。《宋书》九《后废帝纪》说他“与右卫翼辇营女子私通”。《宋书》六四《何承天传》说如果有人犯罪“制应补谪，妻子营居，固其宜也”。可见宋承东晋之制。免军户而立郡县的事史不绝书，一定是军户家族在一起，所以能由军籍一变而成民籍，若是“各在一方”，就不可能了。《文苑英华》七五四何之元《梁典》论梁代事说：“梁氏之有国少汉之一郡。太半之人并为部曲，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将帅。携带妻累，随逐东西。”可见到梁朝还是如此。

东晋渡江后仍承西晋正统，衣冠礼乐取则中朝。但因为“地”与“人”的关系，有些制度并未沿袭洛都之旧，却采用东吴的办法，相承至南朝未改。这里所举“妻子营居”就是一例。




乞　活　考






——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





（上）乞活始末



西晋永嘉之乱二京倾覆，幽冀沦陷。中原士庶避难者约有两途，或入辽东，或徙江左。渡辽者慕容氏招怀抚御之，史称其立郡以统流人，推举贤才，委以庶政，路有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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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江暨迁于淮汉流域者为数尤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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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侨立郡县，安土定居，生息休养，遂创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年偏安之局。此皆流民之脱离乡里，卜居一方，而形成当地政治社会或文化势力者也。其不克迁徙者，则鸠合宗党，保聚险固，自治自卫，以图苟免于胡人或寇贼之难，如郗鉴苏峻庾衮皆是其例。中外时贤论述已详，无待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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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又有一种流人，其背弃乡贯，转徙他方，与前者相似；而凭坚乘险，保守坞聚，又与后者仿佛。然既未能构成当地文化上或社会上之势力；复非暂求安全，以自治自卫为主。故与上述两种集团皆似同而实异，此则兹篇之所欲讨论者也。

《晋书》六三《李矩传》：






平阳人也。……属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及〔荀〕藩承制建行台，假矩荥阳太守。






同卷《郭默传》：






河内怀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渐众。抚循将士，甚得其欢心。






同卷《魏浚传》：






东郡东阿人也。寓居关中。……永嘉末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时京邑荒俭，浚劫掠得谷麦献之怀帝。……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其附贼者皆先解喻，说大晋运数灵长，行已建立。归之者甚众。






附《浚族子该传》：






及刘曜攻洛阳……时杜预子尹为弘农太守，屯宜阳界一泉坞。……〔该将马瞻〕夜袭尹杀之，迎该据坞。坞人震惧，并服从之。乃与李矩郭默相结以距贼。荀藩即以该为武威将军，统城西雍凉人。






《晋书》八一《刘遐传》：






直天下大乱，遐为坞主。……遂壁于河济之间，贼不敢逼。






《晋书》六○《阎鼎传》：






天水人也。……行豫州刺史事，屯许昌。……乃于密县间鸠聚西州流人数千。……司徒左长史刘畴在密为坞主。……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强兵，劝〔荀〕藩假鼎冠军将军豫州刺史。






《晋书》六二《祖逖传》：






流人坞主张平樊雅等在谯，〔刘〕演署平为豫州刺史，雅为谯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众各数百，皆统属平。






《晋书》八一《桓宣传》：






时坞主张平自称豫州刺史，樊雅自号谯郡太守。各据一城，众数千人。……平雅遣军主簿随宣诣丞相府受节度。〔元〕帝皆加四品将军，即其所部，使扞御北方。






由上引资料，可见此种坞主及所统流人之社会地位盖不高，而作战能力则甚强。至诸坞主事迹，具见史文，无烦详引。概括言之，是种流民夹处胡人与晋朝汉人两势力之间，形成缓冲地带。其政治倾向虽以司马氏为归趋，然亦往往依违取利，妥协胡羯。祖士稚之“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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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是对此种夙已存在之现象加以公然承认耳。流民之最后目标实在保存本身军事势力，以利寇抄，初非尽忠于晋室，亦不为旧居人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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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东晋初年亦端赖此辈流民蔽障江淮，阻遏胡羯，使司马氏统治者得从容喘息，奠偏安之基。故论两晋间史事，流民之活动固未可忽视也。

流民之中团结最坚，活动地域最广，历时最久者，厥为晋史零星记载而语焉不详之乞活。今试掇拾仅有之史料，钩稽推绎，以阐明其事迹与夫重要性焉，《晋书》五九《东海王越传》：






〔永嘉二年（308）〕移屯濮阳，又迁于荥阳。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监军刘望讨甄。初东赢公腾之镇邺也，携并州将田甄、甄弟兰、任祉、祁济、李浑〔当作恽〕薄盛等，部众万余人至邺。遣就谷冀州，号为乞活。及腾败，甄等邀破汲桑于赤桥。越以甄为汲郡，兰为钜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许。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浑（恽）薄盛斩田兰，率其众降。甄祉济弃军奔上党。






同书三七《新蔡武哀王腾传》不载此事。六二《刘琨传》亦称“东赢公腾自晋阳镇邺。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一○一《刘元海载记》言腾“率并州二万余户下山东”。腾之自并州镇邺在惠帝光熙元年（306），此乞活自并入冀之始，而其最早之活动即为军事者也。永嘉元年（307）五月马牧帅汲桑聚众叛，进军攻邺，石勒为前锋都督，遂害新蔡王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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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勒又攻乐陵，杀前幽州刺史石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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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乞活田禋帅众五万救尠，勒逆战败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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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勒载记》称：“冀州刺史丁绍要之（汲桑）于赤桥，又大败之。桑奔马牧，勒奔乐平。王师斩桑于平原。”上引《东海王越传》乃称乞活田甄等破汲桑于赤桥。《惠帝本纪》又称永嘉元年十二月“并州人田兰薄盛等斩汲桑于乐陵”。合而观之，盖乞活感司马腾恩义，必诛汲桑而后快。《载记》“王师”之言翻不若《本纪》之称“并州人”为翔实可信。温公《通鉴》八六永嘉元年十二月戊寅条径书“乞活田甄田兰薄盛等起兵，为新蔡王腾报仇，斩汲桑于乐陵”，良有以也。

是后乞活盖为东海王越所羁縻，稽之上引越传可见。永嘉二年十一月石勒寇魏郡汲郡顿丘。《载记》称其“攻乞活赦〔？〕亭田禋于中丘，皆杀之”。《晋书》六一《苟晞传》载晞檄文有“即日得荥阳太守丁嶷白事，李恽陈午等救怀诸军与羯大战，皆见破散”。永嘉三年（309）刘聪王弥寇洛阳，《刘元海载记》言“越遣薄盛等追击弥”。而《本纪》则称十一月“乞活帅李恽薄盛等帅众救京师，聪退走。恽等又破王弥于新汲”。乞活对东海王越之统属关系虽不密切，然其本身为当时汉人组成之一较强军事势力，则可断言也。乞活一面为东海王越所倚赖，其一部分复为越之政敌苟晞所驱使。永嘉五年（311）二月晞讨越，本传载其表文云：“部分诸军，遣王赞率陈午等将兵诣项，龚行天罚。”陈午固亦乞活帅也。三月司马越薨于项。李恽等奉其世子毗出洛阳，所经暴掠，又为石勒所败。恽杀妻子奔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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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年六月京师不守，当时大河南岸仍有乞活结集，未俱随李恽入冀州。《晋书》六七《郗鉴传》称洛都陷后“寇难锋起，鉴遂陷于陈午贼中”。又云：“午以鉴有名于世，将逼为主，鉴逃而获免。午寻溃散，鉴得归乡里。”陈午曾隶王赞，而王赞者永嘉四年十月任陈留内史。五年八月为石勒擒于阳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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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郗鉴自洛阳归高平，沿河而东，陈留恰是必经之路。再照以下引《石勒载记》相攻于蓬关之文，知陈午所部乞活永嘉五年六月洛阳陷后仍壁于陈留一带也。郗鉴还乡里后，率乡曲千余家保聚峄山，随宜抗贼，岂亦有鉴于乞活坞壁之策而仿效之耶？《晋书》三五《裴
 传》称其二子嵩该“并为乞活贼陈午所害”。盖亦与郗鉴之陷乞活中为同时事也。

永嘉五年七月幽州刺史王浚称受中诏承制封拜，以田徽为兖州，李恽为青州。建兴元年（313）四月石勒攻恽于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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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恽败死，浚以薄盛代之。五月石勒使孔苌击定陵，杀田徽。薄盛降于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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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乞活当是东海王越死后北走广宗者，王浚乃因而利用之。其拜青州兖州云者，只是假之虚号，以图藉乞活兵力获取诸地耳。当时荀藩用李述为兖州刺史，刘琨用兄子演，琅玡王用郗鉴。三人各屯一郡，兖州吏民莫知所适。乞活田徽又乌从而得实土哉？《石勒载记》云：






攻乞活李恽于上白，斩之。将坑其降卒。见郭敬而识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头曰：“是也！”勒下马执其手泣曰：“今日相遇岂非天耶？”赐衣服车马，署敬上将军。悉免降者以配之。






郭敬并州邬人，勒少时尝受恩于敬。盖乞活部众自公元三零六年从并州就食冀州后，虽流离转徙，始终保持其纯粹性，为并州人之集团，郭敬即足为代表之一例。史家之称“乞活”而绝不用流民之类泛指称谓者，亦以其部众团结组织之坚整与一般流民之近于乌合者异也。

洛都陷后，河南之乞活盖皆统于陈午。《石勒载记》记永嘉五年七月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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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时与陈午相攻于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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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弥亦与刘瑞相持甚急。弥请救于勒，勒未之许。张宾进曰：“……陈午小竖，何能为寇？……”勒引师攻陈午于肥泽。午司马上党李头说勒曰：“……有与公争天下者，公不早图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乡党，终当奉戴，何遽见逼乎？”勒心然之，诘朝引退。






李头对勒自称我曹乡党，亦足以证乞活之多属并人。《载记》称建兴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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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将陈午以浚仪叛于勒”。又记建兴四年（316）“使石季龙奔袭乞活王平于梁城，败绩而归”。是乞活之于石氏乃虚与委蛇，叛服无常也。陈午事迹兹后不复见于唐修《晋书》暨清儒所辑诸家《晋史》，然罗振玉氏《鸣沙石室佚书》所收伯希和二五八六号写本《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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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晋元帝太兴二年（319）事，适有关于乞活之极可贵之资料。其文云：






四月……戊寅振武将军陈留内史陈午卒。午临卒戒其众勿事胡。午者乞活帅也。永嘉大乱，中夏残荒。保壁大帅数不盈
 
 。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午时据浚仪，众可五千余人，率劲悍善战。午既死，子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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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幼。大帅冯龙李头等共推午从父川辅相赤特。川遂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内史。川本大陵县吏，以法绳下，众心不附。讨樊雅之役，祖逖征兵诸村保。川使李头将兵助之，逖遇之厚。雅既灭，以其名马遗之。头深德逖，称美之甚。川怒煞头，乃袭其支党，余人奔于逖。川使魏硕帅众掠豫州诸郡。逖遣卫策邀击灭之。川大惧，以浚仪叛。……五月……平西将军伐陈川。闻石虎等济河将救之。逖人左伏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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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驰，逖设伏射煞之。虎乃退。遂掠豫州诸郡。徙川襄国。留桃豹屯于川台。






陈午蟠据于浚仪一带几近十年，实为司马氏之外围。虽曾降石氏，卒受晋官号。其临殁勿事胡之戒尤值注意。陈川之归石勒乃出于个人意气，固非乞活一贯主旨也。《晋书》六二《祖逖传》亦载陈川事云：






蓬陂坞主陈川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太守。逖〔为流人坞主樊雅所攻〕，遣使求救于川，川遣将李头率众援之，逖遂克谯城。……李头之讨樊雅也，力战有勋。逖时获雅骏马，头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与之。头感逖恩遇，每叹曰：“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川闻而怒，遂杀头。头亲党冯宠率其属四百人归于逖。……川大惧，遂以众附石勒。逖率众伐川，石季龙领兵五万救川。逖设奇以击之，季龙大败，收兵掠豫州。徙陈川还襄国，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台。逖遣将韩潜等镇东台。同一大城，贼从南门出入放牧，逖军开东门，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余人运上台。……〔贼退，逖将〕冯铁据二台。






《通鉴》九一亦作徙川部众于襄国，而《石勒载记》上作“徙陈川部众五千余户于广宗”。广宗襄国相去不远，然广宗原是河北乞活根据地，襄国乃石氏军事政治中心。揆之于理，以徙于襄国较为近实矣。

祖逖爱人下士，善于招抚，利用河上堡固，于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逖卒，祖约代之。无绥驭之才，不为士卒所附。加以王敦举兵，苏峻作乱，内政扰攘，自无暇从事中原之恢复。桓温刘裕兵力虽皆北抵大河，唯其本意不在规复，乃求藉兵威以行篡夺。晋室既不能振作有为，维系人心，河上坞壁自亦渐为强虏所吞并，此事理之必然者也。虽然，乞活之众犹能保持其集团，出现于历史上。《晋书》八穆帝永和十年（354）纪称“五月，江西乞活郭敬等执陈留内史刘仕而叛，京师震骇”。《晋书》一一六《姚襄载记》作“流人郭斁等千余人执晋堂邑内史刘仕，降于襄”。东晋堂邑今之六合，是乞活南移至江淮之间矣。《通鉴》九九从《载记》作“江西流民”，不知“乞活”“流民”两词未能完全相等。乞活自公元三零六年自并入冀，展转迁徙，繁殖生息。至此几五十载，犹沿乞活称号，岂非团结坚牢组织整密与其他流民迥异之故哉！咸安元年（371）桓温破袁瑾于寿春，《晋书》九八《温传》言“瑾所侍养乞活数百人悉坑之，以妻子为赏”。似江淮间乞活又有为职业兵者焉。苻丕死后（386）丁零翟辽侵洛阳。《晋书》七四《桓石民传》载“乞活黄淮自称并州刺史，与辽共攻长社，众数千人”。是犹以并州地望为号召。下逮东晋末年，“并州乞活”犹存在于河南。《宋书》四五《王镇恶传附弟康传》记晋恭帝元熙元年（419）事云：






寻值关陕不守，康与长安徙民张旴丑刘云等唱集义徒，得百许人。驱率邑郭侨户七百余家，共保金墉城，为守战之备。时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余户，屯城南，迎亡命司马文荣为主。






所谓“长安徙民”“邑郭侨户”暨“并州乞活”三者性质大致相同，皆非河南土著。屯于金墉城南之乞活盖是陈午部众之余，犹保持其尚武精神。《通鉴》一一八记载此事，省去“并州”二字。胡身之注先引并州民随东燕王腾东下号乞活事，继又云：“是后流徙逐粮者亦曰乞活”，以乞活为公名，似因温公略去并州二字而致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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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孝昌元年分散北镇人于冀定瀛三州就食。广阳王深曰：“此辈复为乞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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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以乞活为专名而非公名。比北人于乞活岂亦由于劲悍善战二者有近似处耶？元熙元年上溯至惠帝光熙元年（306）凡一百十三年，以三十年为一世计，亦几及四世。此吾所以谓流民之中团结最坚，活动地域最广，历时最久者为乞活也。

乞活活动之遗址后世犹有可考。《水经·潩水篇》又东至浚仪县条“迳梁王吹台东”，注云：






《陈留风俗传》曰：县有仓颉师旷城，上有列仙之吹台。……梁王增筑以为吹台。城隍夷灭，略存故迹。今层台孤立于牧泽之右矣。其台方百许步。……晋世丧乱，乞活凭居。削堕故基，遂成二层。上基犹方四五十步，高一丈余，世谓之乞活台。






当时战争亦犹今日喜凭高处为据点，所以易防守而便瞭望。张宾之劝石勒据邺，即以其有铜雀金虎冰井等三台之固。谏石勒攻刘演又曰，三台险固，攻守未可卒下。石虎之攻邺，亦先下三台而邺遂溃。勒居襄国，署虎为魏郡太守，镇邺三台。其他台名之见于郦书及元和志者不一而足。浚仪之乞活台盖即陈午陈川相继据守，桃豹韩潜所分镇者与？《宋书》五○《垣护之传》载护之随张永攻碻磝，萧思话将引还，令渡河戍乞活堡以防众军。其地盖在今山东省境内黄河以南。《晋书》一二七《南燕慕容德载记》记苻登为姚兴所灭，登弟广率部落降于德，处之乞活堡，亦即其地。《太平寰宇记》六六河北道一五瀛州河间县下云：






乞活城，《郡国志》云：太安中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掠羯胡万户于山东，卖为生口。值险难售，恐其有叛，不听入州郡。筑此城以居之，任自乞活。《晋书》云：乞活帅陈仵归晋，即此地也。






河间在广宗之北，其地或尝为乞活所居，故有此城。至《寰宇记》所载，年代固不合，司马腾执卖诸胡于山东及率并州人南下就食实两事，混二者为一，更属讹误。是以此城虽为乞活所据，是否即陈午归晋之地殊未可必矣！

永嘉乱后北人南渡，侨立郡县，别著白籍，唤订一无所预。如南徐州侨民至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始课租。世之论者因之每每过重其经济意义，以为侨民之不喜土断纯求避免赋役而已，实不尽然也。沈休文《宋书》一一《志》总序谓“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三五《州郡志》言“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而《晋书》六七《郗鉴传》载其逊位疏云：“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徐兖二州流人独多。据“或逼迁徙”之语，似当时并非全出自愿。然无论如何，南渡初期怀本之念不下于避役之心，盖可断言。即范宁所谓“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也。观夫乞活之迁徙去来，而始终保存并州地望，自成集团，历久不渝，亦足以窥当时地域乡里观念之深且固矣！

郗鉴建武元年（317）为兖州刺史，永昌元年（322）徵拜领军将军。太宁三年（325）复为兖州，以迄咸康五年（339）卒于位，先后几二十载。其逊位疏云：“臣亡兄息晋陵内史迈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又是臣门户子弟，堪任兖州刺史。”侨置兖州之户口大多数自旧兖州徙来，郗氏乃兖州高平郡望族，自为“流亡所宗”。故郗道徽刺兖州几二十年，逊位时犹推举其“门户子弟”为继任。《晋书》八一《刘遐传》载遐为坞主，壁于河济之间。后为监淮北军中郎将徐州刺史，镇淮阴。咸和元年卒。“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鉴。以郭默为北中郎将，领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将史迭卞咸李龙等不乐他属，共立肇，袭遐故位以叛。”陈午卒后其大帅推午从父辅相其子。郗鉴之刺兖州镇抚流民，亦犹刘遐之领其坞中部曲，陈午之为乞活帅，皆有世袭之倾向。三人统率之流民所从来之地域不同，社会阶级与文化背景亦异，其迁徙以后之行动，所发挥之功能及统率之方式更互不相侔。然有两事可以等量齐观者，其一为上文所论，统领流民必以与流民同乡里者任之。其二则流民之于统领者不唯隶属其个人，抑且要求其子姓之承继，如郗鉴之推举‘门户子弟’，刘遐部众之立其子肇，陈午大帅之因午子赤特年幼而推午从父辅相之是也。东吴武将所领部曲往往父死子继，视同遗产。然晋中朝不闻承袭此制，江左以后亦所未有，则刘遐陈午之事与孙吴兵制无关，乃独立之现象，实基于当时之门户观念而发生者。明乎乡里门户两种观念，然后知东晋之侨立州郡县与门阀政治皆各有其背景，应时势之需要。而东晋南朝之政治社会等方面，亦莫不可以从乡里门户两种关系观察剖析之矣！此流民史以外乞活始末之昭示吾人者也。



（下）乞活与后赵石氏之灭亡



论南北朝史者，于东晋南朝往往谈侨旧问题，于北朝则研讨其胡汉关系。至十六国中异族所建诸政权，则以割据一方，世数短促，资料复鲜。大抵目为胡族统治，情形单简，无足注意。其实五胡诸国境内种姓复杂，胡汉关系之矛盾冲突固有可论，即胡族与胡族间之关系亦颇有值得探索者。今试拈出匈奴刘氏羯胡石氏氐苻氏为例，并阐明乞活对石氏灭亡之影响焉。

五胡之中匈奴刘氏汉化最深。《晋书》一○一《刘元海载记》称“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晋阳汾涧之滨”，是虽为部帅，而久已不营部落生活。史称元海幼好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且能长啸，声调亮然。长啸乃文人逸士如嵇阮辈所优为，而元海能之，其濡染于汉文化者深矣。元海子和亦好学，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凶悖如刘聪刘曜，史犹称聪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亦善属文，工草隶。史家虽有溢词，要非全无根据。元海宗人刘宣师事孙炎，好《毛诗》《左传》。刘元海并自称“王恽李熹以乡曲见知”，是纯以并州人自居矣。然其种族意识固亦未尝少泯。元海有“大禹出西戎文王生东夷”之语，刘宣言：“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以其兼具胡汉两种背景，故一面据汉土，臣汉人，一面复善能统御境内胡族，得其力用。调和胡汉之冲突而利用之，使各得其所也。其统御境内胡族之方略为何？曰立大单于制是已。

《晋书》一○一《刘元海载记》：






元海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永嘉四年〕元海寝疾，将为顾托之计，以……聪为大司马大单于……置单于台于平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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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一○二《刘聪载记》：






于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乂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建兴二年〕置……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乂死〕……立粲为皇太子……以粲领相国大单于。






又《刘曜载记》：






〔咸和元年〕署〔太子〕刘胤为大司马……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






同书一○四及一○五《石勒载记》：






〔太兴二年〕石季龙……等上疏曰：……请〔为赵王〕……以大单于镇抚百蛮。……署石季龙为单于元辅。……〔咸和五年〕僭号赵天王……署其子弘为……大单于。






又《石弘载记》：






〔咸和七年〕拜季龙为丞相魏王大单于。






同书一○六《石季龙载记》：






〔咸康五年〕以其太子宣为大单于。






刘氏倡此制，石氏因之。以弟或子领大单于，专总六夷。其下所属官亦用杂种，自成系统，与皇帝系统下之汉官不相杂厕。以五胡豪杰统领，故能慑服诸部，获其拥戴。不与汉人杂厕，故得保持其劲悍之风，以供征战，此刘氏石氏之所以成功也。后世秃发利鹿孤之臣
 勿仑谓宜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邻国弱则乘之，强则避之。高欢谓鲜卑汉民是汝奴，为汝耕织，输汝粟帛。语华人鲜卑是汝作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其调和胡汉控制抚御之术，亦莫非师刘元海以来之故伎矣！苻秦初年盖亦沿袭此制。苻健于永和七年僭称天王大单于。八年僭即皇帝位，乃以大单于授其子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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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苻氏势力日以发展，至苻坚而几于统一中原，境内种族之繁盛复杂亦达其极。然大单于统领杂类之制遂无所闻。止设四帅，领氐人子弟，为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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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攒聚如林，无统御控制之机构。太元五年苻坚以其族类支流弥繁，欲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分四帅子弟三千户以镇邺，益违强干弱枝之义。淝水一败，白虏小羌乘机而起，遂致颠覆。是不善处理胡族与胡族间之关系而致败也。

石氏采用大单于制以统率杂类，其控制宜得法矣，而卒不免于败亡者，何耶？应之曰：石氏之弊在于胡汉矛盾之未得统一也。羯胡之出自月支昭武九姓，学界略成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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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勒一支及其部曲为从西域移来，抑系湟中小月氏之苗裔，兹无可考。然其长于武艺而短于文采，了无文化背景，远不逮匈奴刘氏氐苻氏汉化之深，则可无疑。职是之故，羯胡之于汉人殊少同情，每下城邑，坑降卒及男女事史不绝书。数目虽不免于浮夸，事实当非全属捏造。石勒讳胡尤峻，诸胡物皆改名。
 

【45】



 石宣以胡状目深而自疑见讥。石氏并设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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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翥樊坦等汉官于胡人之不法皆无如之何。此皆前赵前秦所未尝有，亦即说明刘元海苻永固境内胡汉关系融洽，无此类种族间问题发生也。

羯胡之与乞活仇忾尤深，而渊源于司马腾。腾以并州饥，乃执卖诸胡于山东，以充军实。两胡一枷，备受殴辱。石勒亦在其中，被卖与茌平人师懽为奴。魏晋以来每喜用异族为奴婢。《魏志·倭人传》载贡献生口，当即充使役。陈泰为并州刺史，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匈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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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诸部往往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至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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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咸姑家有鲜卑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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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国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骄，轻弄鲜卑奴，为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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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甫谧祖逖皆有胡奴。
 

【51】



 徒河段就六眷之伯祖因乱卖为库辱官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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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崇奴券称元康之际荥阳有人买得羝（当即氐字）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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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生涯具见王褒《僮约》，其苦可知，此羯胡之所以怨恨于司马腾也。《太平寰宇记》所引《郡国志》述乞活事虽有讹误，其记腾“掠羯胡万户于山东，卖为生口”，指明羯胡，或有所受，岂被掠卖者大部为羯人耶？石勒破邺害腾，后又杀腾子确，虽称为成都王颖复仇，实则颖于羯胡初无恩惠，盖藉此以泄其种姓之忿耳。司马腾结怨于诸胡，然并州乞活实赖腾全济，故特感其恩义，为之报仇。是后乞活之活动大都党于汉人而抗诸胡。石勒破李恽于上白后将坑其降卒，因郭敬而获免。陈午先与勒相攻，大约力屈而降。嗣又以浚仪叛，临卒犹戒其众勿事胡，可见其对胡人之痛心疾首，亦足以窥石氏于胡汉之间之不善调处矣！

昔尝致疑冉闵之乱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高鼻多
 至有滥死者半，何其酷也？依据上述，乃知石赵之世汉人久已痛恨诸胡，而冉闵者更有其诛灭羯胡之理由焉。《晋书》一○七《冉闵载记》：






父瞻……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汉黎阳骑都督，累世牙门。勒破陈午，获瞻。时年十二，命季龙子之。






是冉氏虽非来自并州，实曾隶陈午麾下。冉闵之废石鉴自立，与其谋而辅佐之者李农。载记称闵起兵之前永和五年（349）张豺谋诛农，农率骑百余奔广宗，率乞活数万家保于上白。石鉴立后，闵与农并录尚书事，石氏一族及羯士三千皆欲诛闵等。盖闵农皆石氏统治下之汉族，复直接间接与乞活有关，一旦得势，遂有复仇之举。《晋书》九一《韦
 传》：






时闵拜其子胤为大单于，而以降胡一千处之麾下。
 
 谏曰：今降胡数千，接之如旧，诚是招诱之恩。然胡羯本仇敌，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愿诛屏降胡，去单于之号，深思圣王苞桑之诫也。闵志在绥抚，锐于澄定，闻其言大怒。






盖闵篡位之后，志在绥抚，遂忘胡羯本己之仇雠，其子卒为降胡栗（疑当作粟）特康等所卖。冉闵汉人而仿胡制，设大单于以领降胡，卒不能得其益，此又当时胡汉关系之另一面也。






（《燕京学报》第37期）





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






政府对待之政策





第一节　南朝境内各种人之分布



自晋元南渡至隋文平陈，二百七十余年间南朝疆域屡有伸缩。北向扩张最甚时，如宋武之平南燕，取关中。疆域最蹙时，则如陈之西南失梁益宁三州，北画江而守。然通二百七十年而观之，梁益宁三州大抵在南朝统治之下，北周据之未久而陈遂亡于隋；至于关中不旋踵而失，淮北河南之地亦未能长守；荆襄虽有北朝卵翼下之后梁，然究系南人树立之政权，为期不过三十年，二州固仍宜视为南境。故今兹所谓南朝疆境者，指淮汉以南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之全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省之南部，暨四川、云南两省之一部分而言也。在此疆域，亘二百七十年间约略有三种人之分布：（1）北方迁来之侨人，亦称北人，晚来者则目为荒伧；（2）南地之土著，曰南人，亦称吴人，专指三吴地方土著而言；（3）蛮、俚、溪、僚等文化低下之土著。欲知此三种成分之关系与南朝政府对待之政策，必先知此三种人之地域的分布。



甲　侨人之分布



述侨人分布状况前，当先知历次迁徙之大概及其所由来。永嘉乱后为迁徙之始，《宋书·州郡志》南徐州下：






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徐兖二州或沿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






《晋书·地理志》司州下：






元帝渡江，亦侨置司州于徐。






晋成帝初，淮南人及北人之侨在淮南者更南徙而过江，《宋志》扬州淮南郡下：






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渡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






同南徐州下：






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郡界。






中叶以后，又有晋代第三次之大批迁徙，《宋志》雍州下：






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






同益州安固郡下：






晋哀帝时流民入蜀侨立。






又秦州西京兆西扶风两郡下俱云：






晋末三辅流民出汉中侨立。






又益州怀宁郡下：






秦雍流民晋安帝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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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征引，在证明东晋百年间有数度之大迁徙，其余少数流转无时无之。其踪迹则遍淮水以南暨江汉流域，并及福建。唐林谞《闽中记》：






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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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姓纂》二十一侵林姓下：






晋安，林放之后，晋永嘉渡江居泉州。






迨东晋末叶，东南而波及交广。《宋书》五十《刘康祖传》：






义熙末为始兴相，东海人徐道期流寓广州，无士行，为侨旧所陵侮。






又九二《杜慧度传》：






交址朱
 
 人也。〔义熙〕初为州主簿流民督护。






似交州亦有流徙人，惟不审碻是由中原往否耳。安帝时魏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大部分，人民不复如前此之日受刀兵困厄，且历经异族统治，至百年之久，加以石勒、苻坚辈颇能礼接中原士大夫，曩日之仇忾渐减，于是自宋至陈百七十年间，北人不复如昔之南渡惟恐弗及，大批移民乃罕见矣。

东晋之世先有侨民而后立侨州郡县，故可由侨州郡县之名称推断其地之有侨民。宋时移民既鲜，而为炫耀计，初不必有侨民辄立侨州郡县。如沈约《宋志》载少帝景平初司州没魏，文帝元嘉末侨立于汝南；明帝世淮北没魏，侨立徐州治钟离，兖州治淮阴，青州、冀州治郁洲，下至郡县如此之比甚伙。皆未尝言司、徐、兖、青、冀之人相携流转入南，惟《南齐书》二《高帝纪》建元元年有诏称：“若四州士庶本乡沦陷，簿籍不存，寻校无所，可听州郡保押。”四州即指宋明帝时陷魏四州，其士庶固有留于淮南者。然非户户尽室而行，四州之侨治亦非应北人南徙之需而设，徒以职方不可不备，遂画地立名耳。故《南齐书·州郡志》青州下云：






流荒之民郡县虚置，至于土著盖无几焉。






冀州下云：






二州共一刺史，郡县十无八九，但有名存。






然有时确有多数北人南迁，翻未尝为立郡县，《宋书》五《文帝纪》：






元嘉二十八年，是冬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西流民于姑孰，合万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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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魏师临江以后事，是年二月癸酉诏：“凡遭寇贼郡县，令还复居业。……其流寓江淮者并听即属。”则所徙民更无还返故居之理，然未尝为此万许家别立郡县也。宋代迁徙既少，今刺取纪传志所载一一著之，以窥宋代北人南徙之大要。






永初三年三月，时秦雍流户悉南入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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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绚……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汉时〕因留〔河西〕为黔首……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宋永初中〔父〕穆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于襄阳。
 

【58】







元嘉二年秋八月甲申以关中流民出汉川，置京兆、扶风、冯翊等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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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产元嘉三年督梁南秦二州诸军事……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有惠化，关中流民前后出汉川归之者甚多。六年道产表置陇西宋康二郡以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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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丘令，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流民归顺，孝武孝建二年立。临邑令……孝武孝建二年与顿丘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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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扶风太守，孝武孝建二年以秦雍流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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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上所举，宋代北人南迁者不惟次数与人数远少于东晋，其地域亦偏于自西北而向西南，江淮流域不与焉，何也？

宋武帝平定关中后，将南还，三秦父老诣门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舍此欲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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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围慕容超于广固也，“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而至者日以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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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东晋之末北土遗黎犹不无南向之心，惟南朝诸帝无以餍其望，虽文帝之贤能，犹未知慎边将之选。《宋书》五一《长沙王义欣传》：






时（元嘉中）淮西江北长吏悉叙劳人武夫，多无政术。义欣陈之曰：江淮左右土瘠民疏，顷年以来荐饥相袭，百城凋弊，于今为甚。绥牧之宜必俟良吏。劳人武夫不经政术，统内官长多非才授。东南殷实，犹或简能，况宾接荒垂，而可辑粲顿缺？愿敕选部必使任得其人。






又六五《杜骥传》：






元嘉十七年出督青、冀二州，徐州之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宁远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于齐土。自义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骥为吏民所称咏。






南朝既不足以招徕，北方又相继有魏道武帝太武帝等英主，自非边民迫于战祸，北人自动南徙者终无曩日之踊跃。即在边民，亦复不甚可信赖。元嘉十九年（魏太武太平真君三年）何承天上安边论曰：






今遗黎习乱，志在偷安。非皆耻为左衽，远慕冠冕。徒以残害剥辱，视息无寄，故襁负归国，先后相寻。……今青兖旧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万家，此寇之资也。今悉河内徙，青州民移东莱平昌北海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今新被抄掠，余惧未息，若晓示安危，居以乐土，宜其歌抃就路，视迁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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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界上之民不愿南迁，必乘其新被抄掠始能徙之。泰始中刘勔上书云：






臣窃寻元嘉以来，伧荒远人多干国议。负儋归国，皆劝讨虏。……从来信纳，皆贻后悔。界上之人惟视强弱，王师至境，必壶浆候涂，裁见退军，便抄截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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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淮北、徐、兖、青、冀及豫州之淮西陷于魏，淮北民有谋起义南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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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亦有如刘僧副之“将部曲二千人东依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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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南奔者。

至元嘉二、三年以后关中大批流民南入汉中襄沔者，关中乱故也。据《魏书》四上《太武纪》九五《赫连氏传》，始光二年（元嘉二年）赫连屈孑死，子昌立，诸子相攻，关中大乱。三年太武济河西伐，分军四出略居民，杀获数万，徙万余家而还。四年正月赫连昌遣其弟定率众二万向长安，太武再西讨，入统万城，擒秦雍人士数千人，以昌宫人及生口等班赉将士。神
 元年（元嘉五年）擒赫连昌。三年赫连定侵统万大溃，死者万余人。定从兄乙升弃安定奔长安，劫掠数千家西奔上邽，关中始定。拓跋赫连相争，遂为刘氏驱民矣。

南齐始政颇抚恤边民，为招徕之计。高帝建元元年二月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边民大贫遘难者刺史二千石量加赈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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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淮北之地曾属南朝者，一时谋举义自拔：






淮北四州闻太祖受命，咸欲南归。至是徐州人桓标之兖州人徐猛子等合义众数万，砦险求援。太祖诏曰：“青、徐、泗州义举云集，〔李〕安民可长辔遐驭，指授群帅。”安民赴救留迟，虏急兵攻标之等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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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二年淮北四州起义，上使〔周〕山图自淮入清，倍道应赴。……会义众已为虏所没，山图拔三百家还淮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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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三年淮北义民桓磊磈于抱犊固与虏战，大破之。〔崔〕仲文驰启，上敕曰：“北间起义者众，深恐良会不再至，卿善奖沛中人，若能一时攘袂，当遣一佳将直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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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俱无所成，此后遂阒然不闻。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有诏：“其缘淮及青、冀新附侨民复除已讫，更申五年。”是齐世北人不无流移于淮南者。大抵东晋时之侨民半因不屑服属于胡族，半因于避兵祸及北人之酷虐。故由淮北而淮南，由淮南而江南，当其相率而来也，固未必虑及南渡后之生计。其时南方土旷民稀，亦无庸虑者。迨宋齐之世，北方政治既安定，昔日之民族意识亦日益消磨，苟非被迫，必不肯离乡里而远徙，何承天安边论言之审矣。且宋以后南北交兵，淮南江北之地沦为荒土，北人自不欲南徙江淮间，更不容有超过此区域而深入江南膏腴地带之想，此移民所以益少之又一因也。

萧梁五十余年中，史无移民之记载。所置州郡尤纷乱不可究诘，非因侨民而设，亦不足据以探索。惟境内之民殊多流移，见大通元年正月、大同十年九月、中大同元年三月、太清元年正月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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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陈书》一《武帝纪》：“大宝三年七月，徐州江北人随军而南者万余口。”时割江北于齐人，故多渡江，非由北境来也。然梁世北人之南来亦有可得而言者，太清时侯景以魏河南十三州内附，为慕容绍宗所破，退入涡阳，尚有甲卒数万人。景军食尽，士卒并北人，不乐南渡，其将暴显等各率所部降于绍宗。景军溃散，乃与腹心数骑自峡石济淮，稍收散卒，得马步八百人，奔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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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景将与俱南者有北人八百。惟其数不多，故朱异轻之谓“何能为役”。及其南侵也，“属城居民悉召募为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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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采石时马数百匹，兵千人，其中北人成分自不能出八百之外。自后景之军众悉由于萧正德等之附逆，与景在建康之搜括，“百姓不敢藏隐，并出从之，旬日之间众至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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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从其南来马步八百人必已多伤亡，惟景随身兵士犹皆羌胡杂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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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简文帝即位之始，景即“矫诏赦北人为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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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八百变相之移民影响于梁室兴亡虽大，其在南境内之分布则不足注意。

《陈书》五宣帝太建十一年三月有诏：






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即隶近州，赋给田宅。






陈朝北土民人来南可考者止此而已。陈疆土迫蹙，江以北峡以西为齐周所有，自无接受大批移民之理。

据上文所述，可得一概念：北人南迁以东晋为最盛，宋时已微，齐梁陈则大批之移民绝迹矣。吾人推求南朝境内北人之分布，自不能以一时代代表此二百余年，然第一步必先知移民将达最后阶段，初呈静止状态时之分布，斯无疑义。考人口分布，舍地理志无由。考侨人分布，亦惟有据地志所载侨州郡县及其户口数。《晋书·地理志》撰自唐人，讹误最多，且晋时北人南徙犹未已也。《南齐书·州郡志》简洁可据，而无户口数目。梁陈史皆无志，《隋志》亦不能供此用。惟沈约《宋书·州郡志》较详赡可信，且兼载户数口数。休文自称以大明八年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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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之数未言何时，今姑以为大明编户之数。依上文所阐明，宋代大批移民尽在大明八年前，此后皆不重要，则谓南朝侨人之迁徙于大明八年时已达静止状态，固无不可，吾人先据《宋志》以窥侨人分布，自最为合理。然大明八年下距侯景乱梁南朝失江北凡八十余年，距陈之亡凡一百二十余年，此两时期不惟侨人分布莫可知，即州郡户口数目亦不能考，是诚无如之何。但此文置重于侨人等在南朝历史上之地位与南朝之政策，此节则在阐明侨人与南境土著人之比例，非专论移民或户口。侨人分布既大致定于宋世，其后百余年间之生息消长自与本地人相同，比例谅亦不至与宋世过于悬殊。虽未能知其详，亦无伤于立论之大体。惜侨州郡县所领不尽侨民，而侨民亦不尽著籍于侨州郡县，今姑认《宋志》侨州郡县之户口为侨人户口，而侨人隶实州郡县者不复计算，庶可以截长补短，要是大约之数目，未可固执以求。复次，《宋志》只在州郡之下记户口数，虽侨郡所领大多为侨县，然亦有属县四五，只一二侨县者。今以郡下所系户口数平均分配于各县，记其大约之数。各县所领户口本多寡悬殊，平均分配不尽得当，如江州寻阳郡下注：“户二千七百二十。”所领三县为柴桑、松滋、安丰也，松滋、安丰为侨县，三分户数，则每县得九百六十余户。然《宋书》三《武帝纪》永初元年降庐陵公封柴桑县男食邑千户，同书八十松滋侯子房传贬为松滋县侯，食邑千户。汉时封国不必尽食一邑见户，钱竹汀已详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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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元帝太兴元年定制诸侯并九分食一，宋齐以降皆因晋制，故南朝封国虽皆赘以食邑若干户，亦非实食户数，然不问实食若干，柴桑、松滋两县见户至少亦不能少于一千。今平均分配之数柴桑、松滋少得，而安丰多得矣。又如会稽郡下记“户五万二千二百二十八”，领山阴等十县，平均分配县得五千余户耳，然据《宋书》八一《顾觊之传》“东迁山阴令，山阴民户三万，海内剧邑”之文，则相去乃至六倍。山阴非侨县，此处止援以例证平均分配之不尽可信，观者只注意其数目大约之比例可耳。

徐、兖、青、冀、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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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州在淮北，不属本文所谓南朝疆境之内，《宋志》记其户口，遂并列之。冀豫最在北，故侨人最多，徐、兖、青次之。然泰始以后未能长有其地，其分布固与南朝无关。至南境诸州则南徐最多，南豫、雍、南兖次之，益、郢又次之，荆江较少，扬州最少。司、秦两州缺疑，故侨人约数对南境全人口之比数不可求。此九州侨人口对九州全人口之比数则为百分之十七强。湘、广、交诸州无侨郡县者亦不乏中原侨人踪迹，晋末已然（见前），宋齐以来当复如之。如梁时伏曼容平昌安丘人，而与母兄客居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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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例也。



乙　土著及蛮俚等之分布




（一）土　著


侨人虽握南朝政权，境内闾里细民固仍是南方土著，侨人对全境人口之比数自远在百分之十七以下。关于土著之分布无须考究，而南方土著之所以异于中原人士者，不外文化之高下，风俗习惯之不同，亦人所习知，无庸
 缕。自三国以来南地日益开发，骎骎与北国争雄长，然亦自有其程序，殊不如一般所想象，东晋渡江后南方遂成另一天地也。于此有一事当申述者，南人之体质似亦与北人较然有别。当时记载鲜有及此，惟《南史》六二《顾协传》：“张率尝荐之于〔梁武〕帝，问协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衰，如协便为已老。”顾协吴人，知六朝时固已公认南北人之体质不相同矣。



南朝境内侨人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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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蛮


读《宋书》九七《南齐书》五八《魏书》一○一《周书》四九之《蛮传》，知蛮人虽出没无恒，盛衰时异，其分布地域则亘南朝二百余年间无大变动。《宋书·州郡志》所有蛮左郡县，大抵重见于南齐志中，故今亦通宋、齐、梁、陈四代言之。当时蛮人实跨在南北疆界上，《魏书·蛮传》：“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诸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宋书·蛮传》：“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南齐书·蛮传》称“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盖就南齐疆域而言，其实豫州淮北没魏之境内固多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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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淮南所立南豫境内亦有之也。《宋书》谓“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但其聚落当不能无疏密之别。宋齐两志中所谓左郡左县即因蛮左而置，此种设置上焉者或仅而收羁縻之效，下焉者则徒负空名，县自县蛮自蛮也。在地方行政机构上固无足轻重，今地亦十九不可考，然亦足以知其州之偏多蛮人。今刺取纪传记事可以反映蛮人分布户口之大略者，及宋齐志之左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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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东南而西北，依州分别条列，兼注今日约当何地，无考者阙之。

南豫州






晋熙郡（怀宁西北）“升明初晋熙蛮梅式生亦起义，斩晋熙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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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志郡领太湖左县（太湖），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蛮民立。



庐江郡（舒城）齐志有吕亭左县。






边城左郡（固始南）宋志领四县，元嘉二十五年初以豫部蛮民立，户四百十七，口二千四百七十九。（此数未必即蛮人之数，下同，姑著之。）齐志不领县，脱左字。

弋阳郡（光县西）“泰始二年弋阳西山蛮田益之起义攻郭确于弋阳。……益之率蛮众万余人攻庞定光于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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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城左郡（光山）宋志领三县。

南陈左郡齐志为县，属南汝阴郡（合肥北）。

郢州

西阳郡（黄冈）“西阳有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谓五水蛮。所在并深阻，种落炽盛。”
 

【88】



 “元嘉二十九年亡命司马黑石庐江叛吏夏侯方进在西阳五水，诳动群蛮，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大明〕四年西阳五水蛮复为寇，庆之……讨之。攻战经年皆悉平定，获生口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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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志》西阳郡有蕲水左县（蕲县北）、东安左县、建宁左县、希水左县（蕲水）、阳城左县，俱元嘉二十五年初以豫部蛮民立，其后屡有省并。南齐志无建宁阳城左县，有义安左县。

巴陵郡（岳阳）“先是巴陵马营蛮为缘江寇害。……安成王秀遣防阁文炽率众讨之，燔其林木，绝其蹊径，蛮失其崄，期岁而江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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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郡（常德）“居武陵者有雄谿、樠谿、辰谿、酉谿、舞谿，谓之五谿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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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陵郡（钟祥南）“南郡王义宣封竟陵王。……元嘉九年时竟陵群蛮充斥，役刻民散，改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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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伯符为竟陵太守……竟陵蛮屡为寇，庆之为设规略，每击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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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书》三九《元树传》：“普通六年迁郢州刺史，讨南蛮贼平之。”汎指诸郡蛮言。南齐志郢州有方城左郡领县二；义安左郡领县一；南新阳左郡领县五；新平左郡领县三；建安左郡领县一；北遂安左郡领县五，今地俱无考。

湘州

永明三年湘州蛮陈双李答寇掠郡县，刺史吕安国讨之，不克。四年刺史柳世隆督众征讨，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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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陵郡（今县）衡阳郡（湘潭）“张缵大同九年迁湘州刺史。……湘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因此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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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安郡（桂林）齐志有建陵左县。

荆州

宜都郡（宜都）、天门郡（石门）、巴东郡（巫山西）、建平郡（巫山）《宋书·蛮传》：“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蛮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宜都天门在江南，传盖谓此四郡以及江北诸郡乃群蛮所居也。又《蛮传》：“元嘉十八年蛮田向求等为寇，破〔天门郡〕溇中。……讨破之，获生口五百余人。……大明中，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四郡蛮为寇，诸郡民户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顺帝世尤甚。虽遣攻伐，终不能禁，荆州为之虚敝。”《陈书》九《欧阳
 传》：“仍除天门太守，伐蛮左有功。”《魏书·蛮传》：“大者万家，小者千户。……顿据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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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过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

武宁郡（荆门北）“臧严历监义阳、武宁郡，累任皆蛮左。前郡守常选武人，以兵镇之。严独以数门生单车入境，群蛮悦服，遂绝寇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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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元起迁武宁太守，永元末……蛮帅田孔明附于魏……寇掠三关，规袭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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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阳郡（远安西）“北上黄蛮文勉德寇汶阳，太守戴元孙弃戍归江陵。……汶阳本临沮西界……西北接梁州新城，东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边并山蛮凶盛，据险为寇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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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景乱，西沮蛮反，世祖令僧祐讨之，使尽诛其渠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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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州

司州处两豫、郢、雍之间，亦蛮左萃聚之地也。桓玄子天生勾结司州蛮，于永明五年为乱，凡三年始克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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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齐志有宋安左郡（应山东北）领县三；安蛮左郡（黄安南）领县六；永宁左郡领县四；东义阳左郡领县四；东新安左郡领县九；新城左郡领县四；围山左郡领县六；建宁左郡（麻城西南）领县二；北淮安左郡领县一；南淮安左郡领县二；北随安左郡（随县东北）领县二；东随安左郡领县三。

雍州

沔水两岸雍州蛮最多，而沔水东北尤甚。“元嘉十九年庆之专军进讨，大破缘沔诸蛮，禽生口七千人。进征湖阳，又获万余口。……世祖以本号为雍州，〔庆之〕随府西上，时蛮寇大甚，水陆梗碍，世祖停大隄不得进，分军遣庆之掩讨，大破之，降者二万口。世祖至镇，而驿道蛮反杀深式遣庆之又讨之。……平定诸山，获七万余口。郧山蛮最强盛……庆之剪定之，擒三万余口还京师。……既至襄阳……大破诸山，斩首三千级，虏生蛮二万八千余口，降蛮二万五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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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王诞又遣军讨沔北诸蛮……大破之，斩首二百级，获生蛮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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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齐书》一《太祖纪》：“元嘉二十三年戍沔北，讨樊邓诸山蛮，破其聚落。”又二五《张敬儿传》：“伐襄阳诸山蛮，深入险阻。……又击湖阳蛮……蛮贼追者数千人。”汉南阳郡有湖阳县，当今河南唐河县南之湖阳镇，晋省。宋齐及洪氏补梁臧氏补陈志俱无此县，《梁书》一八《冯道根传》：“乡人蔡道班为湖阳蛮主，攻蛮锡城反为蛮所困。”盖置戍属新野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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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书》四六《张邵传》：“元嘉五年转雍州刺史。丹淅二州蛮屡为寇，邵诱其帅，因大会诛之。……群蛮所在并起，水陆断绝。”案丹水自陕西商县东南流至河南淅川县会淅水，更南至湖北均县入沔，邵传“州”当是“川”字之误，谓两水沿岸蛮人，犹言“南江酋帅”、“南川酋豪”也。《陈书》一一《淳于量传》：“荆雍之界蛮左数反……斩其酋长，俘虏万计。”则雍州南境亦不乏蛮人。

新野郡（今县）《梁书》九《曹景宗传》：“〔父〕欣之于新野遣出州……于中路卒逢蛮贼数百围之，景宗带百余箭，乃驰骑四射，每箭杀一蛮，蛮遂散走。”

南阳郡（今县）《宋书》一○○《自序》：“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为雍州刺史，天子甚留心。以旧宛北接三关，咫尺崤陕，盖襄阳之北扞，且表里强蛮，盘带疆埸，以亮为南阳太守。”又八四《邓琬传》：“刘胡，南阳涅阳人也。出身郡将。……讨伐诸蛮，往无不捷，蛮甚畏惮之。太祖元嘉二十八年……率步骑三千讨上如南山就溪蛮，大破之。”《南齐书》二五《张敬儿传》：“泰始三年徙为顺阳太守，南阳蛮动，复以敬儿为南阳太守。”《齐志》雍州宁蛮府领郡二十四县六十六，俱无考。

江州南新蔡郡有阳唐左县，益州有齐间齐通二左郡，俱见《齐志》。


（三）俚


湘广诸州又有所谓俚人者，散布其间，有时亦通称之曰蛮，然与荆、雍、司、郢诸州之蛮非一族也。《后汉书·南蛮传》载九真、日南、合浦有里人。张华《博物志》交州夷名俚子，盖魏晋以后始称俚。《宋书·夷蛮传》称“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苦之。”其居湘广二州当远在宋以前。《宋书》五四《羊希传》：“刘师道行晋康（广东德庆）太守，领军伐俚。”《陈书》九《欧阳
 传》：“〔梁武〕时湘衡之界五十余洞不宾，敕命衡州刺史韦粲讨之，粲委
 为都督，悉皆平殄。”（梁湘州治今长沙，衡州治今广东英德之西，陈同。）又一二《沈恪传》：“〔梁世〕常领兵讨伐〔广州〕俚洞。”又《胡颖传》：“梁世出番禺征讨俚洞。”又一一《淳于量传》：“天嘉五年世祖使湘州刺史华皎征衡州界黄洞。”又二五《孙阳传》：“迁衡州平南府司马，破黄洞蛮贼有功。”又二一《萧引传》：“太建时广州刺史马靖……每年深入俚洞，又数有战功。”

始兴郡（曲江）尤称蛮俚所聚，《宋书》九二《徐豁传》：“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三年〔表陈百姓避赋役事曰〕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既遏接蛮俚，去就益易。”《梁书》三十二《兰钦传》：“都督衡州三郡兵讨桂阳（郴县）阳山（英德西）始兴（曲江）叛蛮，至即平破之。”《陈书》十二《徐度传》：“梁始兴内史萧介之郡，度从之，将领士卒征诸山洞。”《宋书》三《武帝纪》：“永初二年正月丙子，南康（今赣县）揭阳蛮反，郡县讨破之。”疑亦是俚人也。


（四）溪


又有所谓溪人者，多以渔钓为业，如唐代蛮蜑渔蜑之比。散在南境诸州，其来源不可晓。《酉阳杂俎·境异篇》解释溪人伧人祖先，肆加毁诋。虽不若蛮俚等之视侨人吴人截然有别，要非同一族类。《晋书》六六《陶侃传》称侃本鄱阳人，徙家寻阳。早孤贫，至洛阳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杨晫与同乘，温雅斥为与小人共载。刘敬叔《异苑》云：“钓
 
 

【105】



 山者，陶侃尝钓于此山下水中，得一织梭，还挂壁上。有顷雷雨，梭变成赤龙，从空而去。其山石上犹有侃迹存焉。”《晋书》本传亦载此事。《世说新语·贤媛》篇又云：“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
 饷母。母封
 付使，反书责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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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孝标注引《幽明录》云：“陶公在寻阳西南一塞取鱼，自谓其池曰鹤门。”是陶公出身微贱，少时以渔钓为事。案《世说·容止篇》云：“温〔峤〕劝庾〔亮〕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
 

【107】



 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盖陶公正是渔贱户之溪人，故贵显之后犹不能逃太真之轻诋。陶渊明《桃花源记》“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亦是指武陵之溪人而言，然出诸渊明之口，则似数典而忘其祖矣！

江州溪人之可考者，又见《南史》四七《胡谐之传》：“上（齐武帝）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帝大笑。……就梁州刺史范柏年求佳马，柏年……接使人薄，使人致恨，归谓谐之曰：柏年云胡谐是何傒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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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厌之求！谐之切齿致忿。”胡氏豫章南昌人，为郡著姓，以仕宦显。齐武帝至欲奖以贵族盛姻，待遇不亚于三吴之朱、张、顾、陆。胡谐之官江州中正，史称其“风形德润，善自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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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溪人远较蛮俚易于被化，故渊明数世以后已忘其祖尝蒙“溪狗”之诮，而胡氏且巍为江州大姓也。

南史变溪从人，又或省作奚。《初学记》一九《人部》下奴婢门载宋《乔道元与天公笺》：“小婢从成，南方之奚，形如惊麞，言语嵝厉。声音骇人，唯堪驱鸡。”当即指溪人，而“傒音不正”、“言语嵝厉”似是溪人特征之一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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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人不独寻阳、南昌、武陵有之也。《世说新语·雅量篇》：王僧弥谢车骑共王小奴许集，僧弥举酒劝谢云：“奉使君一觞。谢曰：可尔。僧弥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吴兴溪中钓碣（宋本同）耳，何敢诪张！”注云：“玄叔父安曾为吴兴，玄少时从之游，故珉云然。”陈寅恪先生谓碣字义不可通，当是狗字，形近致讹，“吴兴溪中钓狗”犹言吴兴以渔钓为业之溪狗耳，与《容止篇》及《胡谐之传》同。案六朝人每喜以狗字为骂詈之词，如《晋书》五七《陶谨传》“吴狗何等为贼”，一○三《刘曜载记》有“氐狗”，《北史》九二《韩凤传》“恨不得剉汉狗头饲马”及“狗汉大不可耐”，皆是溪狗钓狗之比。谢玄中州望族，自非溪人，但玄确有渔钓之癖，《太平御览》八三四《资产部》一四引玄与兄书曰：“居家大都无所为，正以垂纶为事，足以永日。此固下大有鲈鱼一出手钓得四十七枚。”又云：“昨日疏成钓出手所获鱼，以为二坩鲊，今奉送。”又八三七《百谷部》一引玄书云：“奉白粮谷十斛，是钓池上之所种。”又八六二《饮食部》二○引玄与妇书云：“昨出钓获鱼，作一坩鲊，今奉送。”陈寅恪先生以为溪人之称当起源于五溪，吴兴溪中亦有渔钓贱民，谢玄少居其地，染渔钓之习，王珉因以为讥耳。《通鉴》一一五义熙六年何无忌自寻阳引兵拒卢循，参军殷阐说之曰：“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胡注：“始兴溪子谓徐道覆所统始兴兵也。”未识温公此节何所本，然胡注于“溪子”二字之诠释似未得真谛，溪子即上文之溪人也。种族名下缀以子字盖轻蔑之通称，犹《晋书》一百《谯纵传》、《魏书》七九《董绍传》之“蜀子”，《博物志》之“僚子”以及楚子汉子等之比。《梁书》一○《杨公则传》：“公则所领多湘溪人，性怯懦，城内轻之。”《南史》五五《公则传》作“多是湘人，溪性懦怯”。二文虽不同，若解为布于湘州之溪人皆可通。《通鉴》一四四作“公则所领皆湘州人，素号怯懦”。然《通鉴》载殷阐言始兴溪人善斗，公则攻建康在齐东昏世，始兴犹隶湘州。公则所部乃以怯懦称，与阐语相矛盾何邪？岂公则部下湘州溪人非来自始兴，而是分布于湘州始兴以北，东与江州毗连地带者乎？《魏书》九六《司马睿传》记南方种族云：“巴蜀蛮僚谿俚楚越。”亦以之与蛮僚等并列，唯字作谿耳。

直接记述溪人之资料虽鲜，而有能间接推断得之者。唐李绰《尚书故实》：“有黄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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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擢进士第。人问与颇同房否，对曰：‘别洞。’黄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对。人虽咍之，亦赏其直实也。”是唐时溪人宗族犹以“洞”为称，必相沿已久，由此吾人可推测余氏为江州之溪人，而试用以解释下列之记载。《陈书》九《侯瑱传》：“瑱为……江州刺史。……是时（太平元年）瑱据中流，兵甚强盛，又以本事王僧辩，虽外示臣节，未有入朝意。初余孝顷为豫章太守，及瑱镇豫章，乃于新吴（江西奉新县西地，南昌西北。）别立城栅，与瑱相拒。瑱……悉以众攻孝顷，自夏及冬弗能克，乃长围守之，尽收其禾稼。”又八《周文育传》：“〔太平二年二月，是年十月禅陈，为永定元年〕广州刺史萧勃举兵逾岭，诏文育督众军讨之，时新吴洞主余孝顷举兵应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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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据于石头。……以拒官军。官军船少，孝顷有舴艋三百艘，船百余乘。……文育攻之……孝顷退走新吴。”又三五《周迪传》：“〔永定二年〕王琳东下。……至湓城，新吴洞主余孝顷举兵应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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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遣其将李孝钦、樊猛等南征粮饷，猛等与孝顷相合，众且二万。……〔周〕迪生擒……余孝顷，送于京师。收其军实，器械山积。”又八《周文育传》：“及周迪破余孝顷，孝顷子公飏弟孝勱犹据旧栅，扇动南土……文育囚之，送于京师。以其部曲分隶众军。”余孝顷事始末具见于此，其最触目而不可解者，当为“新吴洞主”之称。新吴在南昌之西宜春东北，自地域言，其地有溪人土著自极可能；更照以《尚书故实》黄生事，知溪人亦如俚之称洞；溪人文化甚高，故能有舟船兵甲，乘乱世据乡土为寇害，而“舴艋三百艘舰百余乘”之文又适足见其可能为渔户。自此三事观之，余孝顷一族疑即新吴之溪人也。且据《陈书》侯瑱、周文育、周迪前后败孝顷皆以智取而非力争。瑱兵甚强盛，其围新吴城栅，自夏及冬弗能克，长围守之，卒溃而归，则“拳捷善斗”之称不仅始兴之溪人为然矣。《陈书》二《高祖纪》：“永定二年以安成（安福）所部广兴六洞置安乐郡。”安福在宜春东南，所谓广兴六洞者岂亦溪洞乎？唐宋以后溪洞往往作溪峒，用以通称山陬水曲之各族。如《宋史》西南溪峒诸蛮，实指湘鄂黔桂之苗徭诸族，非复南朝之溪人矣。


（五）僚与山越


《魏书》一○一《僚传》：“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既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此外关于僚人之记载有：“〔宋明帝时〕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僚蛮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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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部山险多不宾服，大度村僚前后刺史不能制。显达……夜往袭之，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自此山夷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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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齐志益州有东宕渠、越巂、沈黎、始平等僚郡。知僚人东起荆州西界，而蔓延于益州。侯景乱后梁益入于西魏，今更以《周书》考之，略可见僚人在梁益二州分布之广。《周书》二八《陆腾传》：“魏恭帝三年（梁敬帝太平元年）陵州（宋益州犍为郡地，今仁寿县北。）木笼僚恃险粗犷，每行抄劫。诏腾讨之。……斩首一万级，俘获五千人。……保定二年（陈天嘉三年）资州（宋犍为郡资中县地，今资阳县。）……蛮僚兵及所在蜂起，山路险阻，难得掩袭。腾遂量山川形势，随便开道，蛮僚畏威，承风请服。是年铁山僚钞断内江路，使驿不通。腾乃进军讨之……俘获三千人，招纳降附者三万户。”又《僚传》：“天和三年（陈光大二年）梁州（宋梁州，治今南郑。）恒稜僚叛，总管长史赵文表讨之。……遂相率来降。……后除文表为蓬州（治安固，盖宋梁州南宕渠郡地，今四川营山东北。）刺史，又大得僚和。”此外宁州、交州、广州皆有僚人，如《梁书》四六《徐文盛传》称其大同末为宁州刺史，“夷僚感之”；《南齐书》四一《张融传》“广越嶂崄，僚贼执融将杀食之”；《南齐书·州郡志》称“广州俚僚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又称“越州夷僚从居，隐伏岩障”，皆其例也。

述南朝境内各种人之分布竟，有一事当附著者，扬州境内之山越是。自孙吴立国江南，致力于山越之征剿，盖犹未能尽歼绝之，惟为数既少，在宋以后之活动殊不重要。《陈书》三《世祖纪》：“以功授……会稽太守，山越深险，皆不宾附，世祖分命讨击，悉平之。”系梁末事。《宋书》六七《谢灵运传》：“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迳，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诱惊骇，谓为山贼。”《梁书》三《武帝纪》：“中大通二年山贼聚结，寇会稽郡所部县，九月假昭武将军湛海珍节以讨之。”所谓山贼，疑皆指山越。《南史》二四《王猛传》：“仍讨平山越，驰驿奏闻。”事在隋初，山越犹未尽与汉人融合也。

此外尚有延族，始见于《华阳国志·巴志》。《南齐书·州郡志》载荆州境域“含带蛮延”。《隋书·地理志》梁州有延人，荆州长沙郡载“杂有夷延”。此种人大抵南朝时在荆湘梁益一带，唐宋以后入闽广，惟南朝各史纪传俱未之及耳。



第二节　南朝政府之政策






——对特殊分子



今从对特殊分子与一般分子两方面观察南朝政府对待各种人之政策，特殊分子中复分政治社会两项推论之。孙吴以来，江南文化所被稍广，三吴人士之政事文学俱有可观，而中原人犹以化外视之。晋武虽成统一之功，于南士罕加擢引。晋元渡江立国，中原仕族十九随之俱南，托身其地自不得不倚重其人，此王导所以政从宽简，以悦吴人为务，虽非心愿，亦不得不援“南土之秀”于庙堂，共执国政，以消弭异同。王茂弘之为“江左夷吾”，端在于此（陈寅恪先生说）。陶侃亦南人，而东晋初拥重兵，居大镇，有举足轻重之势，故王敦等于侃尤加意诱纳。其后敦忌侃功，而卒不敢加害者，以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虑侃死激南人致变耳。迨南渡将近百年，侨人势力渐巩固，桓温刘裕又相继立功，威声大振，于是侨人乃不复以南人为意。刘裕之敢于篡晋者，不惟以北伐功绩能满足侨人心理，当时侨人实已不甚有返中原之意，裕用武力树政权，南人震慑而无能为也。宋齐梁三朝皇室俱侨人，宋齐有一贯之政策：侨人握政权，摒南人于政治势力以外。当时南人重用者绝少，侨人大臣之成见牢不可破，虽帝王于南人偶有偏爱，亦无以屈之。然渡江已百余年，侨人虽高自标置，不自觉中亦受南人影响。同为北来，晚渡则被目荒伧，亦在摒斥之列。梁武帝时南北区别渐泯，不惟南人日以兴起，荒伧亦复进用。陈霸先以吴兴人久镇南服，立功交广，故陈世吴人势力取侨人而代之，三吴以外之南方土著亦崭然露头角矣！然此只就政治上活跃而言，无与社会上地位。侨姓甲族始终得保持其优崇之位置，南方文化低下之土著固无论，即朱、张、顾、陆，亦终不能与争。斯亘四代而不易之现象，亦侨人政策之成功者也。此其大略，请更申论之。



甲　政治方面




（一）宋　齐


今先就中央官吏之重要者及诸州刺史统计历代之任人，以见南北之消长。凡一人同时兼任两职或三职者，以两或三人计，前后再任一职者以一人计。宋、齐、梁、陈设官大抵皆沿东晋，三省长官权限区分不如后世之严，其轻重亦每因人而异。然大较最握重权，名实咸在者，尚书令及左右仆射也。中书监令之官晋中朝承曹魏之旧，并筦机密为要职，南渡而后其权渐替。梁陈时中书舍人用事，监令则自宋以来往往只为重臣加官而已。《宋书·礼志》五引傅
 故事，“尚书令轺车黑耳后户，仆射但后户无耳，中书监令如仆射”。似晋制中书监令原在尚书令下，《宋志》同为第三品。然晋末袁湛以吴兴太守入补中书令，出为吴国内史，又转尚书右仆射。宋世傅亮何尚之皆自中书监令转尚书令，王延之自中书令迁仆射，王球自中书令迁吏部尚书。临川王义庆本加尚书左仆射，其后固求解，乃许之，加中书令。张绪已为中书令，齐高帝欲用为仆射，而王俭不可。齐世安成王嵩以中书令迁散骑常侍，又为令，再迁祠部尚书。江祏自中书令迁仆射。梁世如王骞蔡撙皆以中书令出为太守，自中书监令为令仆者比比，皆足见其选之轻矣。侍中掌殿内门下众事，直事左右，应对献替，无实权而有清望，与中书监令皆以名高为贵者。六尚书中吏部最为机要，有“大尚书”之称。宋孝武嫌其权重，且置两人以分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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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护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管天下兵要，足与选部相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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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中央官就尚书令（附录尚书事）、仆射（或置左右，或止一人，今并为一项。）、中书监（附令）、侍中、吏部尚书、领护（并为一项）等统计之，籍贯不详者缺焉。宗室诸王仕官固不问南北，故于人数后更注明其中有诸王若干人，并录东晋之统计，以备参考。


1．尚书令（括号内为宗室诸王数目，下同）







2．仆射







①《宋书·文帝纪》十八年十一月以孟
 
 为尚书仆射，廿二年七月改左，廿三年正月去职。
 
 《宋书》无传，六六《何尚之传》：“孟
 
 字彦重，本昌安人，兄昶贵盛。”钱大昕据《武帝纪》平昌孟昶，昶族弟怀玉传平昌安邱人及《南史·谢灵运传》附见
 
 事，亦云平昌安邱人之文，谓尚之传“本”为“平”之误，安下又脱邱字，是也。故今列
 
 于北人。




3．中书监令







②贺循一人，未就。




4．侍中







③永初末元嘉初有侍中程道惠，《宋书》《南史》俱无传，据《南齐书》三七《胡谐之》传知是江州人。




5．吏部尚书








6．领护







④大宝承圣之际尹悦陆法和相继以湘东王命为护军将军，尹悦未详，法和《北齐书》三二有传，亦称不知何许人。






汉之初置刺史以六条察郡守，本非地方行政长官。其后刺史已成一州长吏，兼绾军民。东晋南朝非要州则单为刺史，不置军府，无都督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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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根本，畿甸所在，最为重任。荆州居上游，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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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州边虏，军事上之重要与荆州等，元嘉末文帝欲大举北讨，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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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诸州军府罢置不常，然国家财政端赖地方赋税，不立军府之州，经济上之重要固不少减。沈约谓：“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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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竟陵王子良上书称“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宋本作度，殿本误而。）所资，罕不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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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书》二三《沈君理传》亦言：“是时（陈初）兵革未宁，百姓荒弊，军国之用咸资东境。”扬州之富盛亘四代未变，不烦
 缕。然约又云：“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斯有未谛，如江、湘、广诸州亦未尝不关系国家财富也。《宋书》七四《臧质传》言质不咨禀朝廷，“盆口钩圻米辄散用之，台符屡加检诘”。《水经·赣水注》：“赣水又历钓圻邸阁下。”子注：“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旧夏月邸阁前洲没去浦远。景平元年校尉豫章（疑有误）因运出（全氏疑米字）之力于渚次聚石为洲，长六十余丈，洲里可容数十舫。”《通鉴》一二八胡注：“湓口米荆、湘、郢三州之运所积也；钩圻米南江之运所积也。”盖诸州产米以盆口钩圻为屯集之地，不属当州仓储，故臧质擅用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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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书》二十《陈伯之传》伯之为江州，谋叛梁朝，谓府州佐吏曰：“奉齐建安王教，率江北义勇十万，已次六合。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又谓：“今先平豫章，开通南路。多发丁力，益运资粮。然后席卷北向，以扑饥疲之众。”《陈书》二十《华皎传》皎为湘州，“湘川地多所出，所得并入朝廷，粮运竹木委输甚众。”宋后废帝元徽元年诏亦称：“往属戎难，务先军实，征课之宜，或乖昔准。湘江二州粮运偏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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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东土地狭民稠，仰给上流之粮食。《宋书》八四《孔觊传》觊弟道存为江夏内史，值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李慈铭谓升字之讹）将百钱。道存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觊令载还，吏曰：“自古以来无有载米上水者！”足与江湘二州粮运相埒者，广州商舶所入也。《南齐书》三二《王琨传》称：“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琨无所取纳，表献禄俸之半。”《南史》五一《萧励传》称：“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励至，纤毫不犯，岁十余至。……前后刺史皆营私蓄，方物之贡少登天府。自励在州，岁中数献，军国所需相继不绝。武帝叹曰：朝廷便是更有广州！”

万斯同《历代史表》吴廷燮《历代方镇年表》皆表东晋宋齐方伯，吴书于万书颇有增补，然亦不免夺漏。今参考二书；统计东晋宋齐州刺史中之北人与南人。东晋安帝时有州十六，宋元嘉三十年有州十七，齐明帝时有州廿四。梁陈置州猥多，梁武帝时有州八十六，陈宣帝时有州六十四。地或不敌前代一郡，刺史权限自不能与宋齐同日语，拜罢史书亦多不载。故万氏未表，吴氏止择梁大州十九陈大州十四为之表，今亦只就吴书统计之。梁陈之际又有所谓以刺史资为某官者，如黄法
 梁元帝授交州刺史资领新淦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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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世谱除衡州刺史资镇（当从《南史》六七作领）河东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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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拟绍泰二年除雍州刺史资监南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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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详以青州刺史资为广梁太守，
 

【128】



 华皎天嘉三年除新州刺史资监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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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昙朗绍泰二年桂州刺史资领丰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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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氏虽未之及，然本系虚号，非真除，故不计。梁陈地方区画既与宋齐相差甚多，刺史之任免又多不可考，不能州别为表，有当分别说明者，下文详之。



7．刺史






本文所称南朝疆境，大抵以淮沔为界，而未可拘泥。雍州北界诸郡如南阳、新野、顺阳等、宋、齐、梁虽或入北，而属南朝版图为久。诸郡人虽皆土著，侨人固视为同气，如南阳之宗氏，新野之庾氏，顺阳之范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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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地位俱不亚于侨姓之在王谢以下者，淮水南之义阳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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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沔北诸郡人不能目为境外之荒伧，淮南之义阳亦不能与三吴人士齐观，视为南方土著。表中不称侨人，而用北人之名，庶能兼包此数郡也。

东晋尚书令与仆射尚有南人。宋尚书令十五人、仆射三十一人、中书监令二十四人中，无一南人。齐尚书令十一人中亦无南人，仆射十六人中南得其一，中书监令二十二人中南得其一。皆北人占绝大优势。齐高重张绪，欲以为右仆射，王俭谓南士由来少居此职，江左之用顾和陆玩为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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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书》二一《张充传》作俭言：“东士比无所执，绪诸子又多薄行。”或传建元中朝臣尝以张岱拟右仆射，褚渊谓为过优，遂不拜（同上）。吴兴之沈文季为仆射，吴郡之张绪为中书令，文季以武功，绪以文采，皆仅有者，然绪终不得仆射，文季为仆射亦不免于王晏之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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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中吏部诸职南人稍多，江南人为之者亦伙，宋侍中南人十五，吴郡张氏五，吴兴沈氏四；齐侍中南人五，张沈各得二。此外诸官南人中之分配亦大抵张、沈两姓为多。《南齐书》三七《胡谐之传》：“上（齐武帝）欲迁谐之，尝从容谓谐之曰：‘江州有几侍中邪？’谐之答曰：‘近世惟有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当令有二。’后以语尚书令王俭，俭意更异，乃以为太子中庶子领左卫率。”他州更等而下之矣。

宋刺史中南人约当北人百分之一点一五，齐则南人约当北人百分之一点四五。然宋齐方镇往往用宗室为之，庶姓作扬州者目为特例，宋扬州刺史十七人中宗室十二人，齐八人中宗室占其七，皆无南人。宋高祖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诏诸子次第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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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川王义庆以宗室令美，故特据荆州。
 

【136】



 宋荆州刺史北人十六，宗室得十三，南人惟沈攸之一人；齐十四人中宗室得十三，无南人。宋高祖又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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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宋南徐州刺史十七人中，宗室占十三人，亦无南士。惟湘、郢、交、广南服诸州南人较多。

南渡之初，吴人目北来者为荒伧，如陆玩言几为伧鬼，周
 称杀我者诸伧。迄齐时吴人犹习用此称，如丘灵鞠称“顾荣忽引诸伧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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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晋宋之际以后，在南之侨人渐同化于江南土著，亦随而目宋以后南渡北人为荒伧焉。《南史》九《陈高祖纪》：“自晋宋以后经
 在魏江淮以北，南人皆谓为虏众。”《宋书》六五《杜骥传》：“曾祖耽避难河西……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还关中。兄坦……高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伧燕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坦以此慨然，尝与太祖言及。……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叶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伧赐隔。……上嘿然。”知坦言得实情，文帝亦无以革除此种习惯。王玄谟太原祁人，宋武帝临徐州时南归，孝武目为老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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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明帝时淮西人贾元友上书，刘勔亦谓为荒伧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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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地位并吴人之不若。王玄谟、柳元景、垣护之苟非立军功，皆无由致高位，《南史》五十《明山宾传》：“明氏南渡虽晚，并有名位，自宋至梁为刺史者六人。”盖言其例外，然为刺史则可，以上所举中朝六官，晚渡北人不过一二见而已。

宋齐时侨人政府根基已固，无所惧于吴人，而三吴人才亦复不少。政事之美者如宋之孔季恭、孔琳之、沈演之、顾觊之、陆徽、齐之虞玩之、虞愿、沈宪、孔琇之等固无论，博学有文采如陆澄、张融之比亦往往有焉。当时侨姓甲族所贵尚者，风范仪态趋走应对也，南土高门亦不下于王谢，如张绪者袁粲称其有正始遗风，王俭且谓“过江所未有，北土可求之耳，不知陈仲弓、黄叔度能过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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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言张敷风韵甚高，好读玄书，兼属文论，少有盛名。善持音仪，尽详缓之致，张氏后进至今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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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延之闻张镜与客语，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复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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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张畅声名远闻魏国，不唯“音韵详雅，风仪华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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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危处变亦有才干。元凶弑文帝，南谯王义宣举兵，“畅为元佐，居僚首。哀容俯仰，荫映当时。举哀毕，改服著黄韦袴褶，出射堂简人，音姿容止莫不瞩目，见之者皆愿为尽命”（同上）。然终不能居权要，以王俭之赞扬张绪如彼，卒谓南士由来少居仆射，靳而不与。沈昭略为齐高帝所赏，谓俭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职处之？”俭曰：“臣已有拟，奏转前军将军。”帝不欲违，一可其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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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其故何邪？狃于传统之政策与心理，以为吴人要不足与侨人并立也。大抵当时对侨人所求者宽，于南士则责望甚严。梁袁昂《古今书评》称：“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爽爽有一种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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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是喻言，颇足代表侨人自视之态度。

侨人自尊心理之所以养成，与吴人之甘于卑下者，其故亦可得而言，请以语音一事明之。语言音声因地而异，本无优劣之别，然侨人必谓中原语音为上，通儒如颜之推，犹谓：“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
 

【147】



 之推生南朝末年，长养于吴越之乡（侨临沂县在丹阳郡江乘县），自颜含随晋元过江，已下七叶葬在建业幕府山西。《家训·终制篇》犹谆谆以其父母旅葬江陵，未还建业旧山，遭梁室丧乱，绝于还望为念。是如之推者固与江南之关系深且巨，与中原关系浅，然对吴越语音犹有偏恶，则之推以前宋齐侨人士大夫之自尊与鄙视吴人心理从可知也。南渡之北人十九系高门，江南土著虽有朱、张、顾、陆，迥不逮侨姓甲族之多。同为高门，侨姓复在吴姓之上，如《南史》八○《侯景传》：“又请娶于王谢，〔梁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是梁世犹然。以少数之吴姓士大夫周旋于多数之侨姓士大夫之间，政治上与社会上地位俱在其下，势不得不草上之风，随侨人为转移。《宋书》八一《顾琛传》：“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南齐书》二六《王敬则传》：“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知宋齐南士贵达者多弃其吴语，易言之，即求贵达必先与侨人士大夫同流一气，虽语音末节，亦相模仿。此风自东晋已然，《晋书》七九《谢安传》及《世说·雅量篇》皆言安能为洛下书生咏，而《世说·轻诋篇》“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足见南人靡然向风，恺之不作洛生咏乃为例外。由是益促长侨人自高之心，而吴人在政治上终不获逞。南方土著扬南徐二州以外，他州人贵盛者更少，自宋齐两史所载计之，《宋书》惟有胡藩，邓琬，雷次宗（皆豫章南昌人），杜慧度（交址朱
 人），龚颖（益州遂宁郡人）。《南齐书》有胡谐之（豫章南昌人），李珪之（江夏钟武人）。未必诸州人才之少，在朝者拒人于千里外，不加援引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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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梁


梁武帝时政策一变，吴人与伧荒咸得进用，由前所列表略可见中央官南人比例之增加。然刺史南人仅得北人百分之零点六强，反不逮宋齐者，原因有二：梁世州多而刺史拜罢可考者少，此其一；其可知者又每不详籍贯，此其二。惟自姓氏推测，不详籍贯者十九非北人，可以断言，疑皆南方寒门，故未可据表谓梁代刺史南不逮北。中央官之用南士表亦未足以尽之，梁武进用南人乃在所列六官以外之中书舍人也。《梁书·武帝纪》载齐末上表陈：“选曹宜精隐括，依旧立簿，使冠履无爽，名实不违。”是非反对门阀制度下之政治者，然表中又云：“设官分职惟才是务。若八元立年居皂隶而见抑，四凶弱冠处鼎族而宜甄，是则世禄之家无意为善，布衣之士肆心为恶，岂所以弘奖风流，希向后进。”其意已与前代全凭门第用人之政策异。即位之后，又屡有求材之诏，天监七年二月庚午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其职似与中正相重复，实则以中正所举“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仕族”，故更立官遍搜求也。八年五月又诏：“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其时大臣亦能承顺风旨，如张缵大同二年为吏部尚书，后门寒素有一介皆见引拔，不为贵要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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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以来中书通事舍人已颇任寒门，宋文帝时之秋当、周纠，孝武帝时之戴法兴、戴明宝、蔡闲，明帝时之李道儿、王道隆，后废帝时之杨运长、阮佃夫，齐武帝时之刘系宗、茹法亮、吕文显，莫非南土寒士。齐明帝尝谓：“学士不堪治国，惟大读书耳，一刘系宗足持此辈五百人。”其取寒门者以此。《梁书》二六《傅昭传》：“齐明帝即位，引为中书通事舍人，时居此职者皆势倾天下，昭独廉静无所干与。”《南史》七七《恩幸传》：“四方守宰饷遗，一年咸数百万，舍人茹法亮于众中语人曰，何须觅外禄，此一户内年办百万，盖约言之也。”则宋齐世中书舍人已有擅权货殖者，然皆值昏主乱世耳。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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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纠诣张敷，敷即移床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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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兴宗传又载当诣王昙首不敢坐。《南史》二三《王球传》：“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齐武帝尝叹人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常贵人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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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僧真告帝即时无复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乃答以由江
 谢
 ，我不得措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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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此辈虽任中书舍人，犹不能与士大夫之令仆比，人主遇之亦不稍假借。

梁武时则不然。《隋书·百官志》：“中书省通事舍人旧入直
 内，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其后除通事，直曰中书舍人。”《颜氏家训·涉务篇》：“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籤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所举理由可与齐明帝之言并观，当否姑不论，然梁武喜用寒门之练达者，固确乎不易之事实。《梁书》三七《何敬容传》：“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盖梁世高门士大夫之不涉世务远甚于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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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仆虽甲族素望而权小，梁武用寒人为中书舍人，位卑而权大，有若真宰相，与前代中书舍人之专伺帝王喜怒，以货利为先者大相径庭矣。帝王欲引进寒人为亲信自难求之于畿甸以外，扬州侨人本不多（1.5％），南徐州几占其半（53.63％）数不为少，然侨人中高门甲族本多于凡庶，建康附近之侨民尤尔。如扬州之淮南郡、南徐州之南东海、南琅玡、南兰陵、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鲁诸郡，无一非活跃于南朝史上之侨姓大族麕集之地，于是土著寒门得进之机缘自较侨姓寒人为多，如《宋书·恩幸传》《南齐书·幸臣传》所载十六人中，除宋于天宝先世胡人外，十五人皆出于丹阳、会稽、吴兴诸郡，其明证也。故梁武非有所好于吴人，其拔擢寒门之政策自然招致此结果而已。梁武世吴人威权最重者莫若朱异，历官至侍中，皆兼中书舍人。史言其自周舍卒后代掌机谋，居权要三十余年。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咨询详断填委于前，异属词落纸，览事下议，从横敏赡，不暂停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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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傲朝贤，不避贵戚。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是以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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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异位止于侍中，殁后或启异平生愿得仆射，梁武乃破例为赠。《南史》六一《陈庆之传》：“梁世寒门达者唯庆之与俞药。”所谓达盖指名位而言，庆之与药皆至方镇，于外官为极，然中朝固有位不显而握重权如异者在。中书舍人而外，南土高门亦有登显位者，如《梁书》三三《张率传》：“迁秘书丞，高祖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其恩遇如此。”《刘孝绰传》高祖谓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故以孝绰居秘书丞，是梁时此职至贵也。魏正光孝昌以后六镇叛乱，分为东西，北方极不安定。《北齐书》二四《杜弼传》：“高祖曰：……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加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当时北人慕梁室承平，南渡者多，武帝亦随才叙用，无所歧视。梁世大臣中宋以后其家始南渡者如夏侯详官至右仆射兼侍中，二子亶夔皆有名位。详谯郡人，齐明帝时入南，故武帝犹戏亶为伧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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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睿京兆杜陵人，祖玄避吏隐于长安南山，宋武帝入关征之不应。伯父祖征宋末为光禄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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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韦氏宋末始南渡，然睿历官丹扬尹中护军侍中，与子放、正、稜、黯，孙粲及族弟忧，皆梁室重臣，不仅以战功显。明山宾平原鬲人，父僧绍隐长广郡崂山，淮北没虏，始南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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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膺其选，为昭明太子所重。阴子春武威姑臧人，晋义熙末曾祖袭随宋高祖南迁，家于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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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官刺史，入朝为侍中。刘峻平原平原人，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入桑乾，齐永明中得还。齐世求为竟陵王子良国职，吏部尚书徐孝嗣不许，梁世乃得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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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在梁时南来者，武臣如元法僧、元树、元愿达、王神念、杨华、羊鸦仁、胡僧祐、徐文盛、周铁虎，文士有崔灵恩、卢广、孙详、蒋显、宋怀方，皆天监普通间南渡，而神念子僧辩与羊侃尤伧人中之最见重用，关系梁室兴亡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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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陈


据前表所列，陈朝南人比例大增，中央官如侍中领护皆胜北人，刺史则北人不过当南人百分之零点六强，尤为显著，然其余诸官仍北多于南者，囿于二百年来之门阀制度，不得不取高门任令仆之职，以伴食作点缀。侍中十九人中，宗室诸王占其十五，尚不足示南人向用之盛。领护十七人除诸王犹存十一人，诚至可注意。试窥此十一人之地域的分布，则孙玚吴郡吴人，杜稜吴郡钱唐人，章昭达、章大宝、沈钦、沈恪皆吴兴武康人，程灵洗新安海宁人，吴明彻秦郡人，任忠汝阴人，徐度安陆人，徐世谱巴东鱼复人。分布之广与前代迥异，其中旧族亦唯吴兴沈氏钱唐杜氏而已。此特陈氏用人普遍之一斑耳，今更从表以外推阐之。

陈霸先称太丘后裔疑不可信，可能原是侨人寒门，咸和土断为长城人，遂与南土寒素无别。《梁书》四六《杜龛传》谓龛以霸先既非贵素，兵又猥杂，都不以之经心。且观其出身曾任里司油库吏传教等，可以想见其门户。以南土卑微，一旦为帝王，于侨姓高门固难骤除去之。且自梁以来政权久入南人手，王谢仅成傀儡，无待摧拉，惟吸引乡里以为羽翼则陈高祖先务之急也。陈朝所用以三吴一带人为多，此读《陈书》自见，无待罗列，兹止举数事足以窥陈高之用心者。《陈书》一二《沈恪传》：“吴兴武康人也。……高祖与同郡，情好甚暱。”又《胡颍传》：“吴兴东迁人也。……出番禺，仍自结高祖，高祖与其同郡，接遇甚隆。”又十八《沈众传》：“吴兴武康人也。……高祖受命，迁中书令中正如故。高祖以众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赏赐优渥，超于时辈。”又三三《沈文阿传》：“吴兴武康人也。……高祖以文阿州里，表为原乡令监江阴郡。”大抵未即位前所擢引也。世祖所信用之韩子高（会嵇山阴人）、华皎（晋陵暨阳人），皆南土寒人，此外如韦昭达、沈君理、骆牙亦莫非高祖叔侄之乡里故旧。高宗时仆射徐陵抗表让位于张种曰：“东南贵秀，朝廷亲贤。克壮共猷，宜居左执。”
 

【163】



 二六《徐陵传》亦载陵让种事谓“张种帝乡贤戚”。陵东海郯人，侨姓高胄，种亦吴中甲族，与王俭张绪事比观，则侨人吴人政治上地位之进退可知矣！

陈高祖初年北逼强齐，以江为堑；西有北周后梁；南则萧勃据岭表，豫章之熊氏，临川之周氏，晋安之陈氏所在蟠据；东道自侯景乱梁讫未恢复，王僧辩诛后，杜龛、韦载以吴兴、义兴叛，任约、徐嗣徽复数引齐人渡江袭建康。而拥强兵不应命如王琳、留异、余孝顷者又比比也。版图小于孙吴，而危难远过孙氏。宋、齐、梁作家门时虽有司马休之袁粲辈起兵，皆顷刻即定，陈虽受禅于梁，敬帝所得而让者一空名耳，陈高祖固犹汉高光武之灭群雄而得天下，与宋、齐、梁之唾手移人家国者迥不侔也。故陈高祖于将帅之才最所措意，叛而复降穷蹙来归者无不收抚而善用之，其中又以三吴以外之南方土著为多，请申论其故。

吴人不善战自南朝初年已然，宋高祖讨孙恩，海盐令鲍陋请以吴兵一千为前驱，高祖曰：“吴人不习战。”
 

【164】



 袁淑谓：“南人怯懦，岂办作贼？”
 

【165】



 《梁书》二一《蔡撙传》载贼寇吴兴，“东道不习兵革，吏民恇扰奔散，并请撙避之”。刘宋时中央军队已多吴人，见《宋书》八四《孔觊传》及八六《殷孝祖传》。大抵吴人不能战之原因有二：东晋以来士大夫惟以谈义为事，不习武备。
 

【166】



 “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
 

【167】



 在下者亦靡然向风，如《宋书》七六《宗悫传》称：“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悫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重。”加以扬州最为南土膏腴之地，文化愈高，财富愈盛，其人亦愈怠于武事，此其一。刘敬宣讨孙恩，以骑趣其后，“吴贼畏马”，遂大败。敬宣又将鲜卑虎班突骑征卢循，循众见而畏之。
 

【168】



 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将北讨，沈庆之谏曰：“马步不敌为日已久。”
 

【169】



 盖无论南北，马皆战争所不可少，而江南不产马。元嘉二十八年魏人归后求互市，颜峻谓互市之利在得马，然裁不十百，莫偿所失。
 

【170】



 孝武帝初周朗上言教励民间养马，
 

【171】



 孝建三年遂制荆徐等七州统内家有马一疋者蠲复一丁。
 

【172】



 齐梁以后此制不闻，梁世士大夫乘马者视为放达，畏之如虎。侯景之乱梁百官不能乘马。
 

【173】



 马少故不易争胜，因马少而又不服习，至于畏惧，此吴人不善战之第二因也。惟蔡兴宗说沈庆之起兵曰：“公门徒义附并三吴勇士。”
 

【174】



 乃故为悚动之词，未易可信。

宋、齐、梁南人立功名者有沈庆之、陈显达、陈庆之等，然皆偶出之人才，国家所恃将帅之臣每在雍州。雍州边胡，且多蛮左，虽属南朝版图，其风习实与北方为近。《南齐书》二五《张敬儿传》：“南阳新野风俗出骑射。”《梁书》九《曹景宗传》：“我昔乡里（新野）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麞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宋、齐、梁将帅如宗悫、宗越、蔡那、刘胡、张敬儿、宗夬、刘坦、乐蔼，南阳人；曹欣之、武念、曹景宗，新野人；佼长生、冯道根，广平人；张惠绍，义阳人；马仙琕，扶风人；张齐，冯翊人；康绚，华山人，莫不出于雍州。《宋书》七六《王玄谟传》：称玄谟“元嘉中补长沙王义欣中兵将
 

【175】



 军领汝阴太守。时胡攻陷滑台，执朱修之以归。玄谟上疏曰：……臣请以西阳之鲁阳，襄阳之南乡发甲卒分为两道，
 

【176】



 直趣淆渑。征士无远徭之思，吏士有屡休之歌。若欲以东国之众经营牢洛，道途既远，独克实难”。盖亦有鉴于“东国之众”不足恃。梁武帝起兵时，谓诸将曰：“荆州本畏襄阳人。”
 

【177】



 同时席阐文亦说萧颖胄曰：“江陵素畏襄阳人。”
 

【178】



 荆、雍相去不远，犹所畏惧，江南可知。南朝起兵抗朝廷者，十九皆据雍州，良有以也。王玄谟、柳元景、垣护之、谭金、裴叔业，宋、齐世荒伧之仅而见用者，皆由于武功。
 

【179】





此就将帅言，至于士卒，则雍州以外，江北淮南间人江南目为楚子者，亦为南朝之斗兵。《晋书》九二《伏滔传》载所作《正淮论》，已称：“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宋书》八六《殷孝祖传》：“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朝廷唯保丹阳一郡，而永世县寻又反叛，义兴贼垂至延陵。内外忧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众力不少，并伧楚壮士，人情于是大安。”又八三《黄回传》：“回拳捷果劲，勇力兼人。在江西（犹江北）与诸楚子相结，屡为劫盗。会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戴〕明宝启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又八七《殷琰传》：“〔黄〕回所领并淮南楚子，天下精兵。……于阵杀〔杨〕仲怀，仲怀所领五百人死尽。”《南齐书》四七《王融传》：“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又五一《崔慧景传》：“慧景子觉及崔恭祖领前锋，皆伧楚善战。”《梁书》三二《陈庆之传》：“会有妖贼沙门僧强自称为帝，土豪蔡伯龙起兵应之。……众至三万，攻陷北徐州。（梁北徐州治钟离。）济阴太守杨起文弃城走，钟离太守单希宝见害，使庆之讨焉。车驾幸白下临饯，谓庆之曰：‘江淮兵劲，其锋难当，卿可以策制之，不宜决战。’”江淮犹言江淮间。总括以上所述：宋齐以来将帅多用雍州人，间有晚渡荒伧。
 

【180】



 梁时则雍州人与荒伧并用。士卒除雍州外，江北淮南兵最为劲旅，三吴之人无与焉。隋末王世充所将多楚人，史称其为江淮剽勇。陈时荆、雍入于北周、后梁，江北为齐所有，欲求南阳、新野骑射之士江北淮南善战之楚子何从可得，此陈高祖之所以必广为招抚，而尤留心诱致江、湘、交、广之人也。高祖作相时，徐陵代作《与北齐广陵城主书》有云：“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识于干戈，时无闻于桴鼓。故得凶人侯景，济我横江，天步中危，实由忘战。自乱离已久，人解用兵，女子无愧于韩彭，童儿不殊于卫霍，吴
 甚利，蜀甲殊轻，槊动风霜，弩穿金石。”
 

【181】



 夸诞已甚，百世之下亦知其不然矣！

晋宋以来，江、湘、交、广诸州人不惟在朝者绝少，州郡僚佐土著亦鲜厕迹。梁杨公则为湘州刺史，“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
 

【182】



 魏邢峦于梁天监四年上书宣武帝，论梁朝梁州事曰：“彼土民望严、蒲、杨、何，非唯五三族落，
 

【183】



 虽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亦为不少。但以去州既远，不能仕进，至于州纲，无由厕迹。巴境民豪便是无梁州之分，是以郁怏，多生动静。”此出觇国者之口，理当可信，虽就梁州而言，江湘诸州可以推知。《梁书》三九《羊侃传》：“中大通六年为晋安太守，闽越俗好反乱，前后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讨击，斩其渠帅陈称吴满等，于是郡内肃清。”交广土豪之叛乱尤莫可胜数，不具征引。非诚好乱也，长吏不善诱接而已。《梁书》一三《范云传》：“出为始兴内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谋共杀害，不则逐去之。”《陈书》三五《留异传》：“东阳郡丞与异有隙，引兵诛之，及其妻子。”州郡官与土著豪强之不相能如此。
 

【184】



 惟交州偏远，长吏常用土著，如宋时杜氏之世制其地，
 

【185】



 然亦不数觏。建康朝廷强盛时，不过偶有变叛，侯景之乱梁室崩溃，州郡皆各自为计，于是豪强竞起以求一逞。拥强兵，据乡土，建康、江陵之陷，士大夫逃窜避地者又往往入南依附之。
 

【186】



 甚且如始兴王萧毅以临川让周续，沈巡以东阳让留异，宾化侯萧云以晋安让陈羽。
 

【187】



 曩者畛域之见破除无余，益足以增其声势。陈高祖之勤加抚纳不惟取其力用，亦以成统一之业必先消灭此辈之割据也。徐陵代高祖作《相时与岭南酋豪书》云：“昔缘王事，游践贵乡，日想山川，依然旧识。吾既恭荷朝私，位逾台衮，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图。故乡如此，诚为衣绣；故人不见，还同宵锦。天涯邈邈，地角悠悠，言而无由，但以情企。……君之材具信美登朝。如恋本乡，不能游宦，门中子弟望遣来仪。当为申闻，各处荣禄。”
 

【188】



 高祖曾仕其地，遂称广州为故乡，往复致其拳拳之意。又如即位后以晋安陈氏入属籍，皆曲求媚悦。大抵梁末因豪强所据之地而命之官，实与割据无异。故讨周迪符称“擅敛征赋，罕归九府”，讨留异诏亦谓“缙邦膏腴，稽南殷旷，永割王赋，长壅国民，竹箭良才，绝望京辇”。
 

【189】



 永定初使萧乾宣谕诸豪强，谓“建晋恃险，好为奸宄。方今天下初定，难便出兵”。
 

【190】



 高祖之政策先求褫其根本，故或征入朝，或移官他郡，俱不应命，乃加之兵，终高祖世未尽平殄。《周敷传》称：天嘉元年“时南江酋帅并顾恋巢窟，私署令长，不受诏。朝廷未遑致讨，但羁縻之”。周敷独先入朝，故给鼓吹女伎，超致显贵，以激励其余。周迪以敷素出己下，遂举兵反。地方酋豪叛服不常卒见诛翦者，有豫章南昌之熊昙朗，临川南城之周迪，东阳长山之留异，晋安侯官之陈宝应，以及上文所述新吴之余孝顷。孝顷灭后即以安成所部广兴六洞置安乐郡，亦所以求便于控制。此外诸州人见用于陈朝者，有侯安都、
 

【191】



 侯瑱、
 

【192】



 欧阳
 、
 

【193】



 黄法
 、
 

【194】



 徐世谱、
 

【195】



 周敷、
 

【196】



 皆州里豪族，侯景乱时起兵，为高祖所收接者。综上所论，南朝用人之政策宋至陈凡三变，虽各种人之向用有盛衰，其趋势则由偏倚而渐进于平均也。



乙　社会方面




（一）侨人一贯之政策及其成功


六朝门阀制度之下，最为人所重视者为“婚”与“宦”。《晋书》八四《杨佺期传》：“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后也。……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南齐书》三三《王僧虔传》载檀
 书有“身虽孤微，百世国士。姻媾位宦，亦不后物”之语。《魏书》三三《公孙邃传》：“公孙邃睿为从父兄弟，而睿才器小优，又封氏之生崔氏之婿。邃母雁门李氏，地望悬隔。钜鹿太守祖季真多识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虽就北朝言，实是南北共有之现象。故论南朝对待特殊分子之政策时，政治方面从“宦”字着眼，社会方面则以“婚”为中心推论之。《晋书》七七《陆玩传》载：“王导初至江左，思结人情，请婚于玩。玩对曰：培
 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导乃止。”侨人本不欲与吴人为婚，导用人既兼及南士，更思交相婚姻，泯侨旧之别。然吴人亦自有其族类之意识，导之计遂不行。迨宋齐时摒吴人于政治势力以外，于是侨人甲族在政治上社会上皆高出吴人，可以自婚姻关系窥之。宋、齐、梁、陈皇后中之南北人如下表：








刘裕本侨姓寒门，兰陵萧氏亦非高门之首。
 

【197】



 然为帝之后遂与王谢比肩。王峻虽有“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之言，
 

【198】



 如孔熙先即以门胄虽华朝廷不与姻娶诮范晔，足见高门以结姻帝室为荣。陈朝姑俟下文论之，宋、齐、梁皇后皆北胜于南。齐之三南人中，其二为微时配偶。至于妃嫔，则列传中籍贯可知者，宋南人五，齐南人一，其余不识何许人者，自其姓氏推测，南人为多，而十九非高门。《宋书》五二《褚叔度传》称“诸尚公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今观宋、齐、梁之尚公主及与诸王为姻戚者，有琅玡王氏、陈郡谢氏、殷氏、袁氏、河南褚氏、东海徐氏、济阳蔡氏、江氏、太原王氏、汝南周氏、高平郗氏、檀氏、河东柳氏、平昌孟氏、兰陵萧氏（宋世）、彭城刘氏、庐江何氏（齐世）、范阳张氏，皆是侨姓，而三吴高门无与焉。盖帝室固不愿以吴人母仪天下，而吴之高门亦不能破除“非类”之成见，屈为帝室妃嫔也。梁时南士进用，而皇后中无南人，亦无尚主及与诸王婚者，是以知用人政策因帝王意旨与时势所趋，南北渐平等，社会上地位因限于盛行之门阀观念，朱张终亚于王谢。易言之，即吴人社会上之地位影响其政治上地位，而政治上地位虽高，不能增进其社会上地位。《南史》八○《侯景传》载景请娶于王谢，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梁袁昂《古今书评》谓：“徐淮南书如南江士大夫，徒好尚风轨，终不免寒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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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江士大夫”指湘广诸州人而言，于时文化较低落，社会地位更不如吴人，故虽仕宦而被“寒乞”之讥。若与昂谢家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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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复不端正爽爽有风气之言相比较（见前引），知南人在社会上地位终难与侨人竞争。《南史》四九《庾荜传》：“为荆州别驾。……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名地卑琐，愿挂名士流。时〔梁〕始兴忠武王憺为州将，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则不为乡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从事。憺命荜用之，荜不从。憺大怒，召荜责之曰：元起已经我府，卿何为苟惜从事？荜曰：府是尊府，州是荜州，官须品藻。憺不能折，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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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门阀制之下，门地卑寒者虽已臻贵显而不能列于士流，亦犹南人虽握政权，其甲族尚不能比肩王谢，联姻皇室也。

今更考帝室以外之婚姻关系，惜当时人所撰《中表录》等早已亡佚，殊难尽晓，然除史传明记者外，如言某某为甥舅、外兄弟（姑之子）、内兄弟（舅之子）等，亦足据以知两家之关系。姑本正史中可考者，排比重要大族相为婚姻者如下。殊未能穷尽，然亦足窥其大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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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此侨姓大族之相为婚姻者也。此外有求娶而未果者，如高平檀氏之于济阳江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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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徐氏之于济阳江氏琅玡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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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嫁而未遂者，如济阴卞氏之于陈郡谢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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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人自为婚姻之可考者如表二。侨人与吴人相婚可考者綦少，如表三。



表　二







①《梁书》一三《沈约传》约与张稷为婚家。




表　三







②《宋书》七四《沈攸之传》子文和尚齐高帝女，时在宋世。



③《南齐书》四四《沈文季传》妻王锡女。



④《宋书》九三《戴颙传》张邵与颙姻通。



⑤《梁书》二八《韦放传》子娶张率女，女适率子。



⑥《梁书》四三《江子一传》朱异为其姑夫。






吾人不能以可考者少遽断侨人高门与土著高门相婚者鲜，然表一、表二其间两族婚姻关系大抵数重已上，表三皆只一见，宋、齐、梁百三十余年止得此数事，其比例视侨人吴人自相婚姻者若是其少，不大可注意耶？窃疑朝廷虽未尝禁侨旧相婚，高门实多保持其偏见。民间亦偶有固执者，如《陈书》三三《王元规传》：“太原晋阳人也。……元规八岁而孤，随母依舅氏往临海郡，时年十二。郡土豪刘瑱者资财巨万，以女妻之。元规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结强援，元规泣请曰：‘因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
 婚非类？’母感其言而止。”（此梁初事。）“非类”之云当是用左传“神不歆非类”“非我族类”之语，前引《晋书·杨佺期传》称“婚宦失类”，类皆指种族言，非谓门户高下，元规盖以侨人鄙刘氏土著耳。

陈室微时婚娶多南人，高祖章后、世祖沈后及高宗初娶钱氏皆出吴兴。高祖从妹妻吴兴钱道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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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女适钱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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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亦吴兴人，皆梁世事。受禅后公主下嫁北人者有彭城到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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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阳蔡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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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传称太建中以名公子选尚信义公主，知侨姓甲族之社会地位崇高如故。陈氏南土寒门，故公主亦不尽择三吴甲族，如留异（东阳人）子贞臣尚世祖长女丰安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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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瑱（巴西人）子净藏尚世祖第二女富阳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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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凝传》：“高宗尝谓凝曰：‘我欲用义兴主婿钱肃为黄门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对曰：‘帝乡旧戚，恩由圣旨，则无所复问。若格以佥议，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默然而止。”从“帝乡旧戚”之语观察，钱肃当是钱道戢等一族。陈氏南人，又出寒素，故虽是皇室，不能如刘萧之跻而与王谢为伍。帝王之尊不能自增进其社会上地位，钱肃虽尚公主，亦无益于钱氏之门荫，则侨姓犹在吴姓之上可知。此宋以来社会方面抑制南人政策之结果，积重难返，南人贵为帝王而不能移社会之习俗，谓为侨人政策之成功固无不可也。


（二）从语音推测侨旧之同化


复次，无论侨人吴人若何努力于保存其固有风习及观念，终难免于相互影响同化，请再以语音一事证之。《宋书》五一《长沙王道怜传》：“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又五二《庾悦等传论》：“史臣曰，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南人指江淮间曰楚已见前，彭城项羽所都，故亦称楚。两传于楚言咸若不慊。《梁书》四八《卢广传》：“范阳涿人。……天监中归国。……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词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灵恩传云：“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经析理，甚有精致，京师旧儒咸称重之。”梁世伧人来者既多，民间对学问之士亦颇礼敬，不复隔阂，惟终歧视其语音。《陈书》一○《周铁虎传》亦称铁虎“梁世南渡，语音伧重”。袁昂《古今书评》：“施吴兴书如新亭伧父，一往见似扬州人，共语音态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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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南人（包括侨人与土著）对于伧楚语音之不满，百余年间如出一辙。然有不可解者，所谓“楚言”即北方语音，而宋高祖兄弟累叶江南未变之楚言，又明系东晋初渡江时侨人之语音，未受胡语影响者。《世说新语·豪爽篇》：“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之（据唐写本补之字）事，人人（据唐写本补下人字）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此西晋初年事，从洛阳言，王敦之楚音自是田舍鄙俚。然渡江以后，侨人既以中原为尚，一切皆北胜于南。保存达百年未变之楚音，自当为侨人所贵，何以仍如西晋时之对楚音表示轻鄙？此其一。侨人语音即来自中原，虽晋宋以后中原语音渐杂胡语，亦不至相悬已甚，何以梁时对伧人语音如是之憎恶？此其二。窃谓一言以蔽，侨人同化于吴人耳。大凡异族因杂居与杂婚关系，最易同化。况侨人南人本非异族，士大夫中通婚虽少，然非绝无；民间固有如王元规者，似属少数，侨旧终不免于相为婚姻。自东晋至梁末，杂居二百余年，无论侨人吴人如何保守，无形间之影响同化乃意中事。南境诸州中，扬州人口最多，而侨人最少，占全州人口一百四十五万余人之百分之一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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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扬州虽为侨人之政治中心，而此州之少数侨人实最易为绝大多数之吴人所同化。颜之推已言“南杂吴越”，吴越即南朝扬州之境。盖扬州之侨人不自觉中受吴人熏染，于中原与吴人语音以外，渐型成一种混合之语音。同时扬州土著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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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与侨人沆瀣一气，竞弃吴语，而效侨人之中原语音。然未必能得其似，中原语音反因吴人之模拟施用，益糅入南方成分。此种特殊语音视扬州闾里之纯粹吴语固异，视百年未变之楚言亦自不同。宋高祖世居京口，南徐州侨人最多，占全州人口四十二万余人之百分之五三点六三，与扬州迥不相侔，此高祖所以能累叶保存其楚言也。此种特殊之混合语音初形成时，盖在东晋末年，故当时始以宋高祖兄弟之楚言为异。逮混合达百余年后，北方语言又杂胡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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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世南人遂不论侨旧俱目伧楚语音为鄙拙矣。袁昂书评所以独引扬州人为喻者，固以扬州都城所在，人物最为冠冕，以喻伧父之外貌。窃疑亦惟在扬州此种侨吴混合之语音最盛行，然文献难征，姑著愚见以待宏达之教正。要之，此种相互同化作用范围甚广，语音特其劣可得言之一例耳。

梁世伧人南渡者多，政府复以含弘为策，民族上之混淆同化作用亦益甚。及梁朝末年，不惟南境内百姓中侨旧之别渐消灭，即客观地北人吴人之区别亦远不如昔者之严。如羊侃，太山梁父人，父祖皆仕魏，大通三年归梁。《梁书》三九《羊侃传》：“侃曰：……北人虽谓臣为吴，南人已呼臣为虏。今与〔元〕法僧同行，还是群类相逐。”又胡僧祐南阳冠军人，少仕魏，大通三年归梁，复陷于北，中大通二年又得归。自南人视之，固荒伧无疑，然僧祐与侯景将任约战，约呼之曰：“吴儿何为不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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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足证其时在南即为吴，在北即为虏，吴虏之别为相对而非绝对矣。



第三节　南朝政府之政策






——对一般分子



上文以政治与社会为中心，论南朝如何对待境内各种人中之特殊分子，此节拟探讨其统治一般分子之政策。然举凡有关地方之制度莫非对一般分子者，其间无特殊用意之可言，故不复论，只论对于侨人及蛮人之政策。政府与人民之关系不外乎政府之统治的设置与人民对政府之负担，今就此两点分述之。



甲　土断侨人政策之失败



东晋立侨州郡县以处北来流民，居南境而不著籍。自后逐渐画实土为侨郡县境，散在各地之侨人未有实土者，土断为当地编民。又有所谓双头郡县者，侨人既无实土，又不土断，仍存其郡县旧名，寄治于实郡县，即以实郡太守兼领寄治之侨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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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之征租税必以户口册籍为根据，而册籍之制造又以人民安土定居为前提。东晋初年侨民既以匡复中原为念，不愿著籍南土，而散居四境，无簿籍可稽。孝武帝时范宁上疏称：“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栢，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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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渡江以后政府为劳徕计，既无簿籍，遂不加租课于不著籍无实土之侨民。《陈书》五《高宗纪》：“太建十一年三月丁未，诏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即隶近州。赋给田宅，唤订一无所预。”东晋之初疑即如此。然不著籍之侨民日渐繁殖，逮东晋末叶其数目虽不可知，大有影响于国家财政则无疑。此桓温所以行土断之法也。晋哀帝兴宁二年三月之庚戌土断未能尽断境内侨人，五十年后，安帝义熙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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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武帝复请土断，表云：“及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讫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既财阜国丰为庚戌土断之结果，足见宋武请行土断之最大目的亦在充实国家财政，王化未纯民瘼犹在特其托词而已。观《谢晦传》称“义熙八年土断侨流郡县，使晦分判扬豫民户，以平允见称”。知诸州咸愿人民断入己境也。义熙土断固未能尽，而义熙九年以后，北地犹陆续有流民入南。宋孝武帝即位之初，周朗上书请土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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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书》七六《王玄谟传》亦称：“〔孝武时〕雍土多侨寓，玄谟请土断流民。当时百姓不愿属籍，罢之。”
 

【221】



 今考《州郡志》，雍州所领新野、顺阳、京兆、扶风、河南、广平诸郡皆有大明土断所立之县，《南齐书》三五《张敬儿传》：“初王玄谟为雍州，土断敬儿家属舞阴，敬儿至郡，复还冠军。”是玄谟传罢之云者当系暂罢，终复行之。冠军、舞阳同属南阳郡，犹被土断，则侨民可知，当以《南史》为是。后废帝元徽元年八月又诏申土断之制。齐高初年土断郢、司、豫、南兖诸州流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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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籍可考之最后之土断在陈世祖时，《陈书》三《世祖纪》：“天嘉元年七月乙卯诏曰：自顷丧乱，编户播迁，言念余黎，良可哀惕。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上距兴宁二年凡一百九十六年。晋宋之际犹视土断为暂时之计，故宋武上表称：“请准庚戌土断之科。……然后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州而复旧土。则恋本之志乃速申于当年，在始暂勤，要终所以能易。”宋末对土断之态度已不然，元徽元年诏称：“宜式遵洪轨，以为永宪，庶阜俗昌民，反风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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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土断之区域不可尽知。《宋书》二《武帝纪》：“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盖刘裕北来而寓晋陵，京口起义及佐命诸臣亦十九隶籍徐、兖、青三州。宗室诸刘而外，如刘康祖刘毅皆彭城人，刘穆之、童厚之、臧熹兄弟皆东莞人，刘蔚兄弟临淮人，刘粹沛郡人，皆徐州也。檀韶兄弟叔侄高平人，魏咏之兄弟任城人，皆兖州也。孟昶兄弟孟怀玉兄弟平昌人，则青州也。外戚如孝穆赵后下邳人，孝懿萧后兰陵人，武敬臧后东莞人，皆属徐州。刘康祖、刘穆之、刘粹、檀氏兄弟孟怀玉兄弟史皆言其世居京口，《世说新语·企羡篇》言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徐羡之东海郯人，《晋书·地理志》穆帝时移南东海七县出居京口，是羡之亦隶籍京口。此外刘裕从龙诸臣大约亦多居晋陵郡地。故晋陵独异于他郡，以示优异。《通鉴》一一六文同《宋书》，胡身之注：“徐、青、兖三州都督率治晋陵，故难以土断。”都督本非官名，若谓刺史，亦无治晋陵之事。疑胡氏误以《晋书·地理志》“郗鉴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加领徐州刺史镇广陵”之广陵为晋陵，遂强为之说耳。南徐州侨郡县最多，居晋陵、义兴诸郡未土断不著籍者盖亦不少，故梁天监元年又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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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熙九年以后南徐州未土断之侨民当亦“唤订一无所预”，然《宋书》六孝武帝孝建元年纪有“是年始课南徐州侨民租”之文，则宋孝武以后梁天监以前南徐州不著籍之侨人虽未土断，已与旧民同输租课，梁武特土断之使名实相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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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书》七八《张普惠传》：“〔正光末，梁武帝普通中〕出除左将军东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犹因萧衍前弊，别郡异县之民错杂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减郡县。上表陈状，诏许之。宰守因此绾摄有方，奸盗不起。民以为便。”可证梁世虽别郡异县人相杂居，对国家之负担似无轩轾。惟难绾摄，易生奸盗，故普惠并省后民以为便，与前世畏纳租税而不欲土断者异矣。

南朝土断终未彻底，不如北朝之整齐画一者，其原因在户籍制度之疏密，而户籍制度又视乡党制度为转移。北魏初惟有宗主督护，民多隐冒。孝文初李冲请立三长，始“混天下为一法”。北齐北周皆师其意，虽单位组织互有不同，其制度之绵密整齐无异。魏孝文延兴三年已诏使者巡行州郡，检括户口，其有仍隐不出者，州郡县户主并论如律。太和五年班户籍之制五条。十年立三长，因定民户籍。十一年又诏精检户籍，勿令遗漏。十四年诏依准丘井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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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既有定制，复时加督促，魏氏盛时户籍盖少隐漏。北齐遂不然。《隋书》五五《乞伏慧传》：“高祖受禅，拜曹州刺史。曹土旧俗民多奸隐，户口簿帐恒不以实。慧下车按察，得户数万。”又五六《令狐熙传》：“〔开皇初〕拜沧州刺史，时山东承齐之弊，户口簿籍类不以实。熙晓谕之，令自归首，至者一万户。”盖高齐虽承袭北魏制度，而政治窳败，不能推行督促，以致此也。南朝乡党闾里本无绵密之规制。《宋书·百官志》县令下云：“汉制……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伍为什，什长主之；十什为里，里魁主之；十里为亭，亭长主之；十亭为乡。乡有乡佐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其余（丞尉以外）众职或此县有而彼县无，各有旧俗，无定制也。”据休文所记，似宋时犹保存汉代之乡党制度者。《通典》《通考》俱沿袭此文，颜曰“宋制”。而谓宋诸乡官“所职与秦汉同”。顾炎武《日知录》八乡亭之职条正文引《汉书·百官表》，而自注中引《宋书·百官志》为注脚，亦认汉代百家为一里，宋又沿汉制。其实《宋志》中所载汉制根本不存在，更无遗留或施行于宋代之理，杜、马、顾诸家皆为休文所误耳，昔评冈崎文夫著《魏晋南北朝通史》（1936年4月23日见《大公报·图书副刊》）已略有论列，明《宋志》所载决非宋制。宋代制度十九沿晋之旧，如于乡党闾里有规定组织，亦当用晋制，无越司马氏而上法秦汉之理。若然、斯为刘氏创举，制置始末不容无闻。休文误信司马彪汉代百户为里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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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遂排比组成一系统，于《百官志》中备一格。然下文又言“其余众职或此县有而彼县无，各有旧俗，无定制也”。是休文亦明知宋代未尽沿用其所谓汉制者。乡官众职即或有或无无定制，则宋代未尝普遍地系统地施行乡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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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无疑义。自杜君卿迳认《宋志》“汉制”二字下所排列之系统为“宋制”，后人遂习焉不察耳。《南齐书·百官志》及《隋书·百官志》所纪梁陈制度，皆无乡官。休文齐梁时人，其时果施行汉代乡党制度者，即使非尽汉人之旧，休文亦不应毫未省察，至漫合《百官表》与司马彪之说，构成极不合事理之系统也。晋时乡党制度本不严密，渡江后当已破坏无余。朝廷为侨人计，不加整顿，以求恢复。其后虽屡行土断，而不先从建立基本之乡党制度入手，欲土断之普遍彻底，庸可得乎？

复次，南朝于乡党闾里虽未尝推行严密之制度，地方犹间存前代组织之面目。惟既不普遍，复无统系，不能收身使臂臂使指之效，更无补于整理户籍耳。《宋志》所谓各有旧俗，或有或无者，即此类也。如《宋书》四一《孝穆赵后传》于兴宁元年葬“晋陵丹徒县东乡练璧里雩山”。一○○《自序》称七世祖延始居武康县东乡之博陆里余乌村，乡里之称犹仍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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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下又有村，有伍。《宋书》九一《郭世道传》：“仁厚之风行于乡党，邻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又五三《谢方明传》：“转会稽太守，江东民户殷盛。……罪及比伍，动相连坐。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又九一《蒋恭传》：“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县遣之，还复民伍。”又一○○《自序》：“民有盗发冢者，罪所近村民，与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劫罚之科虽有同符伍之限，而无远近之断。夫冢无村界，当以比近坐之。”又五四《羊玄保传》：“先是刘式之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又六四《何承天传》：“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即当纠言。”南朝乡官之可考者，如《南齐书》五《明帝纪》载建武元年诏：“诸县使村长路都防城直县，为剧尤深，亦宜禁断。”《梁书》二《武帝纪》载天监十七年诏书：“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告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又二二《安成王秀传》：“及至〔江〕州，闻州刺史取征士陶潜曾孙为里司。”此类最下层之乡官所以抑制奸非。宋孝武时周朗上书称“欲为教者宜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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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师古者乡党制度之遗意，惟朗乃求教化之普及，亦非从整理户籍着眼。齐高梁武时，虞玩之沈约皆尝上书论版籍，归纳其言，当日弊端有二：漏籍与改籍是。漏籍者逃免赋役，改籍者冒入仕流。沈约为矫改籍之弊，请严断货贿，取明谙流品者用晋籍及诸姓杂谱相雠校，以绝诈伪。虞玩之谓漏籍由于“凡受籍县不加检合，但封送州。州检得实，方却归县。吏贪其赂，民肆其奸，奸弥深而却弥多，赂愈厚而答愈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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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请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别置校籍官。限一日得数巧，至永明八年卒以繁碎而罢。皆不知正本清源当首立严密之乡党制，层层检核，然后户籍之编制为易，而弊端可绝也。



乙　对蛮俚等之漠视



宋齐于多蛮之地立左郡左县已见前，复有校尉护军都护等专司镇慑讨伐，通四代废置不恒。校尉大抵用所治地之刺史兼领，惟南蛮校尉晋及宋多别以重人居之，至齐始以荆州刺史兼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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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书》六四《何承天传》载“赵惔为宁蛮校尉寻（当作襄）阳太守”，乃义熙中事，宋以后无以太守领校尉者。南蛮校尉治江陵，宁蛮校尉治襄阳，安蛮校尉治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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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巴校尉治白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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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蛮校尉治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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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皆置佐史，与州府同，亦有出州府之外者，如南蛮府有定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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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蛮府资费之多至岁三百万，布万疋，绵千斤，绢三百疋，米千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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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蛮府所领兵别有兵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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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数不可考。然《通鉴》一二八载宋孝建元年罢南蛮校尉后，“迁其营于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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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经·江水注》：“自此（公安县油口）渊潭相接，悉是南蛮府屯。”为数必不少。镇蛮安远等护军，加于庐江、晋熙、西阳、武陵诸郡太守。广州西南二江川源深远，别置都护，以镇遏蛮俚，专征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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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志》越州下称宋泰始中陈伯绍为西江都护，则宋时已有此官，惟梁末以后南服多事始渐要重。陈高祖于梁太清元年除西江都护高要太守，是都护在校尉之下，与护军之称处略等也。

《宋书》九七《蛮传》称：“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又谓：“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盖蛮俚供输未有定制，大体以米谷为主。《宋书》九三《徐豁传》：“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寻此县自不出银，又俚民皆巢居鸟语，不闲货易之宜。……今若听计丁课米，公私兼利。”又一○○《自序》沈亮元嘉末为南阳太守，“边蛮畏服，皆纳赋调”。《南齐书·豫章王嶷传》：“沈攸之责赕千万，头拟输五百万。”《梁书》十七《张齐传》：“于益州西置南梁州……齐上夷僚义租，得米二十万斛。”蛮人颇以田作为业，故能出米，如《宋书》七七《沈庆之传》称“蛮田大稔，积谷重岩。……自冬至春，因粮蛮谷。……〔获〕米粟九万余斛”。《梁书》三《武帝纪》：“大同八年二月，于江州新蔡高埭立颂平屯，垦作蛮田。”皆其证也。《南齐书》二五《张敬儿传》载建康民汤天护商行入蛮，四○《鱼复侯子响传》载令内人作锦袍绛袄，欲饷蛮以交易器仗。是蛮人且知商贾之事。

对于降附蛮俚之处置，惟有就其地设左郡左县。亘宋、齐、梁、陈四朝，移徙蛮民之记载止一见而已。《宋书》五《文帝纪》：“元嘉二十二年七月，雍州刺史武陵王讳（即孝武帝骏）讨缘沔蛮，移一万四千余口于京师。”七七《沈庆之传》亦载此事云：“前后所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然纪传中从不见以蛮兵供战阵，惟《宋书》四一《文帝袁后传》：“大明五年世祖……又诏……外戚尊属不宜作坟茔芜秽，可各给蛮户三，以供洒扫。”刘敬叔《异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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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南平国蛮兵在姑熟，便有鬼附之。”南平国在荆州江陵江南岸。敬叔宋初时人，似取蛮人为兵不自元嘉始。疑其数极少，而政府又不以之任征讨也。盖侨人自谓衣冠上国，三吴犹所鄙夷，遑论蛮俚？加以戎狄乱华之后，中原人避地江南者于外族远之惟恐不及。《宋书》三一《五行志》：“晋元帝永昌元年宁州刺史王逊遣子澄入质，将渝濮杂夷数百入京邑。民忽讹言宁州人大食人家小儿，亲有见其蒸煮满釜甑中者。……王澄大惧，检测之，事了无形，民家亦未尝有失小儿者，然后知其讹言也。”盖南人畏惧蛮夷，不愿其徙居内地。且以宋朝论，多蛮俚之雍、郢、湘、广等皆土旷人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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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南徐、南豫则地狭民稠，扬州尤甚，如会稽郡山阴一县即三万户，故孔灵符表请徙无资之家于余姚、鄞、
 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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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强侵占，亦在扬州。《宋书》五四《羊玄保传》载大明初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鶹
 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孔灵符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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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会稽全实，民物殷阜，故豪右及幸臣于山湖多所封略。
 

【245】



 即朝廷有意徙蛮俚于扬州，亦势所不行矣。

朝廷既不徙蛮俚于文化较高之地域，而对南方诸州亦毫无开发教化之政策，可以自地方长吏之任用证成此说。当时京朝官品位虽高，而禄力远不及地方官之优厚。《宋书》四六《赵伦之传》：“久居方伯，颇觉富盛，入为护军，资力不称，以为见贬。”伦之尝为雍州刺史，《百官志》刺史领兵者四品，护军则三品也。《宋书》七五《王僧达传》：“以为尚书右仆射，寻出为使持节南蛮校尉。……及为护军，不得志……以为吴郡太守。”仆射护军皆第三品，南蛮第四品，太守第五品。护军不得志而出为太守，其间优劣固不以官品为准，梁武帝亦尝言：“荆州长史南郡太守皆是仆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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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州郡官于俸禄以外受纳甚多，皆视陋规为当然，《南齐书》二二《豫章王嶷传》：“宋氏以来州郡秩俸及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嶷上表曰：……伏寻郡县长尉俸禄之制虽有定科，而其余资给复由风俗。东北异源，西南各绪，习以为常，因而弗变。臣谓宜使……事在可通随宜开许，捐公侵民一皆止却。”《南史》五七《范云传》称云齐世为零陵内史，初零陵旧政公田俸米之外别杂调四千石，云至郡止其半，百姓悦之。又七二《何思澄传》，父敬叔齐长城令，在县清廉，不受礼遗。夏节至，急牓门受饷，数日中得米二千余斛，他物称是。又五二《梁始兴王憺传》天监中为益州刺史。旧守宰丞尉岁时乞丐，躬历村里，百姓苦之，习以为常。憺至州停断严切，百姓以苏。守宰资力富盛，于是家贫者竞求为郡县，朝廷亦以是为恩泽，而江、湘、交、广诸州长吏此类尤多。如宋萧惠开妹与女将适诸王，发遣之资须二千万，乃以为豫章内史，听其肆意聚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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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明帝以王晏须禄养，出为江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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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檀珪求禄，王僧虔以为安城（当作成）郡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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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彬家贫，出为南康郡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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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僧虔为王缜乞郡启称：“家贫仰希江郢所统小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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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僧达上书称：“东郡奉轻，西郏（当即陕字）禄重。……乞置江湘远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粮药有寄。”
 

【252】



 何昌寓母老求禄，出为湘东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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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祐家贫，文帝以祐子为始安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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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武帝谓萧介甚贫，可处以一郡，乃出为始兴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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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勔家贫，出为广州增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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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孝武谓张融殊贫，当序以嘉禄，出为封溪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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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康之以母老家贫，求为岭南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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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官坐事左迁，亦往往谪为诸州守宰。如宋王钊忤建安王休仁，出为始兴相。
 

【259】



 蔡兴宗以事除交州新昌太守。
 

【260】



 何长瑜忤临川王义庆，出为南海增城令。
 

【261】



 徐爰既贬交州，又诏特除广州统内郡。
 

【262】



 江淹忤建平王景素，黜为建安吴兴令。
 

【263】



 可见朝廷对江、湘、交、广等南境诸州百姓全无子恤之心，遑论教化。抑尤有甚者，《南齐书》四○《竟陵王子良传》永明初上疏称：“宋运告终，戎车屡驾，寄名军牒，动窃数等。故非分充朝，资奉殷积。广越邦宰梁益郡邑，参差调补，实允事机。且此徒冗杂，罕遵王宪，严加廉视，随违弹斥。一二年间，可减太半。”子良南齐之贤王，乃为省中朝资奉，不惜调补勋人为广越诸州守宰，又利用其不遵王宪而弹斥减削之，其视诸州人民诚草芥之不若矣！《南史》七○《郭祖深传》祖深述梁时弊政：“朝廷擢用勋旧，为三陲州郡。不顾御人之道，唯以贪残为务。迫胁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受其弊。”前后如出一辙。自非求禄养与被黜迁宦者，皆不愿南行。《宋书》九二《阮长之传》元嘉九年迁临川内史，“以南土卑湿，母年老非所宜，辞不就。”《南齐书》五二《丘巨源传》称巨源除武昌太守，拜竟，不乐江外行。世祖问之，巨源曰：“古人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臣年已老，宁死于建业。”《梁书》一六《王亮传》出为衡阳太守，“以南土卑湿，辞不之官”。皆其例也。唐初马周上疏曾谓“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是南朝之弊至唐初犹未革矣。






（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





《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






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



《南齐书》五二《丘灵鞠传》：






世祖即位，转通直常侍，寻领东观祭酒。灵鞠曰：“人居官愿数迁，使我终身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领骁骑将军。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死有余罪！”改正员常侍。
 

【264】










说者或谓江左五朝侨人当政，南士恒被排抑，故灵鞠作此愤慨之语。或谓骁骑将军初非寒贱之职，特以灵鞠不乐武位，故而愤激。实则自晋元渡江，侨姓门户已成。丘氏虽为吴兴著姓，而位望终不得与侨姓比，遂出怨词。犹是门第之争，非尔时南北人士有互相排斥之事也。
 

【265】



 一良之意窃以为此段传文可论者盖有三事。第一问题为丘灵鞠出此愤词之原因，第二问题为南朝国子祭酒与东观祭酒之用人，第三问题则“不乐武位”究是灵鞠个人好尚，抑当时文武官位果有重轻也。兹依次述之。

陈寅恪先生尝谓丘灵鞠明言顾荣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一若确有人阻其宦途者。一良细绎南齐史书，灵鞠之改官虽未必由于南北人之相争，当时江南“士子风流”之途辙实为北人所妨害，而灵鞠意中之人与事或竟能指实，试引申论证之。《南齐书》一六《百官志》：






国子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国学，祭酒准诸曹尚书……若其人难备，给事中以还明经者以本位领。……其夏国讳废学，有司奏省助教以下。永明三年立学，尚书令王俭领祭酒。
 

【266】










又云：






总明观祭酒一人。右太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正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建元中掌治五礼。永明三年国学建，省。






《宋书》八《明帝纪》：






泰始六年九月戊寅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
 

【267】










《南齐书》二三《王俭传》：






永明元年进号卫军将军，参掌选事。二年，领国子祭酒，丹阳尹，本官如故。给鼓吹一部。三年，领国子祭酒。……是岁省总明观（据《武帝纪》省于五月），于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又诏俭以家为府。
 

【268】










总明观之设原以代替国学，赓续学术工作，而规模较小。其性质以研究编纂为主，而非教育国子之地。故无博士助教，而置学士书令史等。永明三年一旦复立国学，即废总明观，而学士馆者，又为总明后身也。观废于永明三年，灵鞠之由祭酒领骁骑在二年。二年以后废观以前何人为祭酒史文不载。窃疑当时已定废观之计，遂预除灵鞠他官，实无人夺其祭酒也。

然则丘灵鞠愤慨之词乃为无的放矢乎？曰：否。灵鞠确有所指，盖怒王俭之代张绪拜国子祭酒也。《南齐书》三三《张绪传》：






〔建元〕四年初立国学，以绪为太常卿领国子祭酒。……世祖即位，转吏部尚书祭酒如故。永明元年迁金紫光禄大夫，领太常。明年领南郡王师，加给事中，太常如故。三年转太子詹事，师给事如故。
 

【269】










不言何年罢国子祭酒。更考《南齐书·王俭传》言二年领国子祭酒后，三年又言领国子祭酒。似嫌重复，甚不可解。《南史·王俭传》言“永明二年领丹阳尹，三年领国子祭酒”。省去二年领祭酒之文。《通鉴》永明三年省总明观条称“时王俭领国子祭酒”，不著俭拜官年月。《册府元龟》三三一《宰辅部》退让二载俭永明二年领国子祭酒。案《文选》四六任昉《王文宪集序》云：






〔永明〕二年以本官领丹阳尹。……国学初兴，华夷慕义。经师人表，允兹望实。复以本官领国子祭酒。三年解丹阳尹。
 

【270】










知俭之拜国子祭酒确在永明二年。唯国学之复建《南齐书》三《武帝纪》九《礼志》上皆系于三年五月，《通鉴》一三六同。任彦昇于二年下言国学初兴，是当时已有复兴之议。王俭二年拜国子祭酒，犹未复国学。三年国学建，俭仍总其事，故《南齐书》再书之。《南史》省去二年一节，便为疏失。张绪王俭之间，不见他人拜祭酒之记载，盖俭即代张绪。绪东南胄望，早有令名。袁粲称其正始遗风。宋末王俭尚为东宫舍人时，绪已为侍中吏部郎，参掌大选。俭卒于永明七年，年三十八。《南齐书·绪本传》记永明七年事后即称“卒时年六十八”，疑亦卒于是年。是绪之年辈远在俭上，俭乃取而代之。丘灵鞠适于是年由总明观祭酒改领骁骑将军，武职非其所乐。复睹南士张绪为诸伧王俭所抑，兔死而狐悲，遂有此愤悒之语矣！《艺文类聚》四六《职官》二祭酒条有王融为王俭《让国子祭酒表》。当时习俗拜官高者必上表让，
 

【271】



 固未可据此论仲宝之意向也。

王俭之好抑南士又有数事足资证明。俭目张绪为“北士中觅”，然太祖欲用绪为仆射时，俭犹谓“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而称陆玩顾和之任仆射为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
 

【272】



 《南齐书》三七《胡谐之传》云：






上〔武帝〕欲迁谐之，尝从容谓谐之曰：“江州有几侍中耶？”谐之答曰：“近世唯有程道惠一人而已。”
 

【273】



 上曰：“当令有二。”后以语尚书令王俭，俭意更异。乃以为太子中庶子领左卫率。
 

【274】










胡氏虽为溪人，乃豫章望族，胡藩立功宋室，与谐之父翼之皆曾为州府征辟。观史文武帝询以江州有几侍中之言，知俭所以意更异者固非狃于门第高下之见，而系南北畛域之别矣！四四《沈文季传》云：






兄子昭略有刚气，升明末为相国西曹。太祖赏之，及即位，谓王俭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职处之？”俭曰：“臣已有拟奏，转前军将军。”上不欲违，可其奏。寻迁为中书郎。






据《宋书·百官志》，前军将军第四品，中书侍郎第五品。然中书郎特为美职，
 

【275】



 非前军之比，不必进班秩始为升。此亦王俭抑压南士之又一例也。至于世所习闻之老子与韩非同传一语，则兼地域门第两事而言。王敬则临淮射阳人，侨居晋陵，遂土断为晋陵南沙人。加之出身县吏。南朝士庶之别甚严，自非俭所屑与比拟。敬则自称“南沙小吏”，明言渠与王卫军不唯有南北之异，且有士庶之别也。

王俭年二十八即为齐台右仆射领吏部，又尝学问，故不可一世，以谢安石自况。不独以人地兼美骄南士，且以学问自豪。如陆澄为太祖诵《孝经》，自仲尼居起。俭讥其博而寡要（俭本传）。《南齐书》三九《陆澄传》又云：






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曰：“仆年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其卷轴未必多仆。”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






《丘灵鞠传》云：






在沈渊座见王俭诗。渊曰：“王令文章大进！”灵鞠曰“何如我未进时？”此言达俭。






皆足以见当时南土文人之不喜王俭。“妨我辈途辙”一语确凿言之或为张绪事而发。泛而论之，亦未始不由于俭之以学问骄人，致招反感也。

王俭永明二年拜国子祭酒，七年终于此职。《南齐书·张绪传》云：






七年竟陵王子良领国子祭酒。世祖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辞祭酒，以授张绪，物议以为云何？”子良竟不拜。以绪领国子祭酒，光禄师中正如故。
 

【276】










盖世祖始终属意张思曼，故王俭一死，吏部拟授子良，而世祖欲用张绪情见乎词。张绪“素望甚重”，永明初已曾为祭酒，此时复畏物议者，正是王俭一流抑压南士之侨姓高门所造成也。萧氏淮南楚子，原非中原甲族如王谢之比。故齐武帝对南士与寒门初无成见。唯侨姓高门专握政权，社会上复有牢不可破之势力，虽帝王亦无如之何。《南齐书》五六《纪僧真传》：






丹阳建康人也。……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风。世祖尝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常贵人所不及。






《南史》三六《江
 传》：






先是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
 
 谢
 
 ，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
 
 ，登榻坐定，
 
 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277】










又如徐爰有宠于宋文帝，文帝命王球与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以为“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帝改容谢之。
 

【278】



 梁世王峻谓始兴王憺：“臣太祖是谢仁祖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
 

【279】



 齐世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名地卑琐，愿挂名士流。乞上籍出身州从事，庾荜不用。
 

【280】



 皆足以见侨姓高门在政治上社会上之势力，帝王虽为统治阶级，反无能措意。正可与齐武欲用张绪而畏物议之事比观。侨姓之中门第复有高下，其门阀低者反易为帝王所吸引。如王俭与王晏同是琅玡王氏，而高下迥殊。晏祖弘之少孤贫。
 

【281】



 齐明帝诛晏，下诏称其“闾阎凡伍，少无特操”。晏初得班剑，谢
 谓之曰：“身家太傅才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惮之。
 

【282】



 晏尝戏沈文季为吴兴仆射，文季答以“琅玡执法似不出卿门”。
 

【283】



 皆是晏门第低下之证，盖犹不逮乌衣诸郎。而《南齐书》四二《晏本传》称：“时王俭虽贵而疏。晏既领选，权行台阁，与俭颇不平。”
 

【284】



 其中消息不难窥见。要之，侨姓高门之势力固不假帝王而存在。明乎此，而后知南朝虽数更王室，高门甲族仕宦无替，初不以易姓为耻者，固自有其理由矣。王西庄《十七史商榷》六○王俭首创逆谋条谓王氏世以君国输人，又言俭谄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似皆未达一间也。

晋元渡江依人国土，于南士不得不抚慰登庸，收通力合作之效，以巩固北来之政权。逮宋齐两代侨人势力已成，无待取悦南人。于是南士在政治上遂失其地位，反不若江左初年。王俭张绪丘灵鞠正是此期之代表。降至梁陈则侨人南渡已久，与南人沆瀣一气，侨旧之别渐泯。陈朝皇室复是北来寒门，土断为南人者，南士在政治上军事上遂大露头角焉。一良昔撰《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已申其说。并就中央及地方之高官，论南北仕之途之大略，窥其消长。兹再就国子祭酒一官之用人，阐明此旨。于以知丘灵鞠愤慨之词近则激于王俭之代张绪，远则实为东晋渡江以来南土儒学之士作不平鸣也。《晋书》九一《杜夷传》：






庐江灊人也。……〔元帝时〕又除国子祭酒。
 

【285】










同书三七《彭城穆王权附孙
 传》：






〔元帝即位〕拜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






同书七八《孔愉传》：






会稽山阴人也。……复徙领军将军，加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






同书八三《袁瓌传》：






陈郡阳夏人。……徙大司农，寻除国子祭酒，顷之加散骑常侍。






同书四四《华恒传》：






〔平原高唐人〕成帝即位，加散骑常侍，领国子祭酒。






同书八八《颜含传》：






琅玡莘人也。……复为侍中，寻除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加光禄勋。






同书七八《丁潭传》：






会稽山阴人也。……累迁左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本国大中正，加散骑常侍。






同书八三《顾和传》：






〔吴郡吴人也〕……转吏部尚书，频徙领军将军太常卿国子祭酒。康帝即位……迁尚书仆射……更拜银青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






同书四九《阮裕传》：






〔陈留尉氏人也〕复征散骑常侍领国子祭酒。……并无所就。






同书五六《江虨传》：






〔陈留圉人也〕转护军将军领国子祭酒。






同书九四《戴逵传》：






谯国人也。……孝武帝时……征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征之复不至。






《宋书》一四《礼志》一孝武帝太元初有国子祭酒殷茂。据《晋书》八四《殷仲堪传》，茂为仲堪叔父，是亦陈郡人。东晋国子祭酒可考者十二人之中，北人凡九，未必皆侨姓高门。南人占其三，且皆在成康以前，即晋元渡江三十年之内也。元帝太兴元年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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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导劝元帝优礼顾荣贺循纪瞻周
 以招徕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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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愉顾和等之见用盖亦由于此矣。

刘宋一代国子祭酒之可考者，《宋书》五九《殷淳传》：






〔陈郡长平人〕父穆……及〔宋高祖〕受禅，转散骑常侍国子祭酒。






同书六○《范泰传》：






〔顺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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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明年议建国学，以泰领国子祭酒。……时学竟不立。景平初加位特进，明年致仕，解国子祭酒。……〔元嘉〕三年……进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






同书六六《何尚之传》：






庐江灊人也。……刘湛欲领丹阳尹，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湛诛，迁吏部尚书。……国子学建，领国子祭酒。






同书六一《江夏王义恭传》：






元嘉二十年领国子祭酒。






同书六三《沈演之传》：






〔吴兴武康人〕〔范〕晔寻事发，伏诛。迁领国子祭酒本州大中正。






同书七三《颜延之传》：






琅玡临沂人也。……〔元嘉中〕奏迁国子祭酒司徒左长史。






同书五四《羊玄保传》：






太山南城人也。……元凶弑立，为吏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寻加光禄大夫。






同书七九《庐江王祎传》：






大明二年……又出为南豫州刺史，常侍将军如故。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领国子祭酒常侍如故。……七年进司空，常侍祭酒如故。






东观祭酒可考者得二人，《南齐书》三四《王谌传》：






东海郯人也。……还为尚书左丞。寻以本官领东观祭酒，即明帝所置总明观也。






同书五三《虞愿传》：






会稽余姚人。……〔宋末〕迁中书郎，领东观祭酒。……除骁骑将军，迁廷尉祭酒如故。建元元年卒。






十人之中南人止占其二。羊玄保与羊耽羊衜昭穆不可考，盖系远属。故羊氏西晋之世联姻帝室，惠帝羊后自称高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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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子又有名德。而泰始中诏书称羊玄保兄子希“卑门寒士，累世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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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祖诸子祎尤凡劣，诸兄弟蚩鄙之”（本传语）。亦得领祭酒，丘灵鞠之愤慨不亦宜乎？

萧齐国子祭酒可考者张绪王俭竟陵王子良外，犹得四人。《梁书》五一《何胤传》：






庐江灊人也。……永明十年迁侍中领步兵校尉，转为国子祭酒。
 

【291】










《南齐书》三九《陆澄传》：






吴郡吴人也。……寻领国子祭酒。……隆昌元年以老疾转光禄大夫。






同书四三《江
 传》：






济阳考城人也。……隆昌元年为侍中领国子祭酒。






《梁书》一三《沈约传》：






吴兴武康人也。……〔齐〕明帝即位……征为五兵尚书，迁国子祭酒。






东观祭酒可考者，丘灵鞠外有刘
 。《南齐书》三九本传：






沛国相人。……拜彭城郡丞。……上〔太〕祖又以
 
 兼总明观祭酒。






九人之中南士得其四，比例较之各朝为胜。然张绪为王俭所抑，陆澄沈约之拜皆在俭卒后也。

梁代国子祭酒可考者独多，得十三人。《梁书》一六《张稷传》：






吴郡人也。……高祖受禅……为侍中国子祭酒，领骁骑将军。






同书三一《袁昂传》：






〔陈郡阳夏人〕天监七年除国子祭酒，兼仆射如故。……普通三年复为尚书令……未拜，又领国子祭酒。






同书二一《张充传》：






吴郡人。……〔天监中〕征拜散骑常侍国子祭酒。……转左卫将军祭酒如故。






同卷《蔡撙传》：






济阳考城人。……〔天监中〕还除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祭酒，迁吏部尚书。






同书二七《明山宾传》：






平原鬲人也。……普通四年迁散骑常侍，领青冀二州大中正。……俄以本官兼国子祭酒。






同书二一《王暕传》：






琅玡临沂人。……征为吏部尚书，俄领国子祭酒。……还为侍中尚书左仆射领国子祭酒。






同书三五《萧子显传》：






〔兰陵人〕中大通三年以本官领国子博士。……其年迁国子祭酒，又加侍中。






同书二七《殷钧传》：






〔陈郡长平人〕昭明太子薨，官属罢。又领右游击，除国子祭酒。常侍如故。






同书四一《王承传》：






〔琅玡临沂人〕中大通五年迁长兼侍中，俄转国子祭酒。






同书三五《萧子云传》：






〔兰陵人〕大同二年迁员外郎散骑常侍国子祭酒，领南徐州大中正。顷之，复为侍中，祭酒中正如故。






同书四○《到溉传》：






彭城武原人。……俄授散骑常侍侍中国子祭酒。
 

【292】










同书四一《刘瑴传》：






〔沛国人〕承圣二年迁吏部尚书国子祭酒。






陈书二四《周弘正传》：






汝南安成人。……太平元年授侍中，领国子祭酒。






除张稷张充而外，皆北士也。

陈代可考者，《陈书》二四《周弘正传》：






天嘉元年迁侍中国子祭酒。……高宗即位迁特进，重领国子祭酒。






《陈书》二一《王固传》：






〔琅玡临沂人〕天嘉二年至都，拜国子祭酒。






同书三三《王元规传》：






〔太原晋阳人〕〔天嘉中〕迁国子祭酒。






同书二一《孔奂传》：






会稽山阴人也。……废帝即位除散骑常侍国子祭酒。






同书二六《徐孝克传》：






〔东海郯人〕太建六年除国子博士，迁通直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寻为真。






同卷《徐陵传》：






东海郯人也。……太建七年领国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






同书三○《萧济传》：






东海兰陵人也。……〔太建中〕迁国子祭酒，领羽林如故。






同书二八《庐陵王伯仁传》：






祯明元年加侍中国子祭酒，领太子中庶子。






同卷《新蔡王叔齐传》：






祯明元年除国子祭酒。侍中将军佐史如故。






九人中南人得其三，而二为宗室。综观上引史文，知国子祭酒虽非权势所在，实为清望所归。江左五朝多用北士，但不限于高门甲族。南士高门虽不乏文采风流儒术学艺可观者，而居是职者綦少。丘灵鞠之愤悒固不止于门第之争矣！

南朝三百年间职官典制大致因袭魏晋，然每一官之选望则颇有升降。如《太平御览》二一五引《山公启事》“旧尚书郎极清望，号称大臣之副，州取尤者以应”。而南渡以后高门竟不居台郎（详下）。《御览》同卷引何法盛《中兴书·太原王录》“王坦之选曹将拟为尚书郎，坦之闻曰：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见拟？”其例一也。《宋书》八四《孔觊传》谓：“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选，诏曰：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惟亲要。而顷选常侍陵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寘清辙。……既而常侍之选复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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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例二也。晋元帝初即位，琅玡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贤为其国上卿。贺循谓郎中令职望清重，实宜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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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宋文帝时沈璞除南平王左常侍，文帝遂谓璞“勿以国官乖清途为罔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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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百年以后国官已由“清重”之职论为“非清途”矣，其例三也。然而有一现象为通三百年间所未变者，即官有清浊之分是也。《隋书》二六《百官志》上记梁陈之制“官有清浊”。又谓：“凡选官无定期，随缺即补。多更改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则微清，则胜于转。”《通典》一四《选举》二作“官有清浊以为升降。从浊得清则胜于迁”。即本《隋书》而文义较胜。此虽指梁陈而言，实为南朝共有现象。《宋书》五七《蔡兴宗传》：“上谓兴宗曰，卿详练清浊，今以选事相付。”疑亦兼指门户官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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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五《杜骥传》谓晚渡北人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梁书》四九《钟嵘传》亦有“清贯”“清级”之语。所谓清浊系于位望而不在实权。如桓玄年廿三始拜太子洗马。时议谓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为素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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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洗马清望官而无权无势也。清浊与任职者之门阀高下亦互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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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区别史无明文，然大略亦可考而知。

《宋书》五三《张茂度传附陆仲元传》：






晋太尉玩曾孙也。以事用见知。历清资吏部郎右卫将军侍中吴郡太守。自玩洎仲元四世为侍中，时人方之金张二族。






“选曹要重”，吏部尚书有“大尚书”之称。“中兴膏腴之族唯作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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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尚之为吏部郎，告休定省，倾朝送别。其父以为送吏部郎，非关何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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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吏部郎之职既要且清也。吴郡名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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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中之为清职无待博引。《晋书》七七《蔡谟传》上表辞侍中，有“苟进以秽清途”之语。《南齐书》四九《王奂传附殷恒传》载诏书，明言侍中为“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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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右卫虽为武职高官，终不逮吏部郎与侍中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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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史》三一《张绪传》：






王延之代绪为中书令。何点叹曰：“晋以子敬季琰为此职，今以王延之张绪为之，可谓清官，后接之者实为未易。”






《宋书》四二《王弘传》：






子锡……历清职中书郎。……弘从父弟练……子钊，世祖大明中亦经清职黄门郎。






《陈书》三四《蔡凝传》谓“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梁书》四九《庾于陵传》：






拜太子洗马，舍人如故。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於陵与周舍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






知中书散骑与东宫官属皆属清望。至于秘书著作，为甲族起家之选，其为清职又不待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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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推原所以，大抵上述诸官其先专用高门，习之既久，世遂目为高门专利。门阀之显与官位之清遂互相呼应，连为一事。其起源实肇于晋中朝。《晋书》四八《阎缵传》：






〔元康初〕国子祭酒邹湛以缵才堪佐著，荐于秘书监华峤。峤曰：“此职闲廪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






是贵势垄断秘著之职始于西晋。然其初仅缘于“职闲廪重”耳，无关清浊也。缵传又云：






缵舆棺诣阙上书理〔愍怀〕太子之冤曰：“……每见选师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如卫绾周文石奋疏广。洗马舍人亦无汲黯郑庄之比。……非但东宫，历观诸王师友文学，皆豪族立能得者。率非龚遂王阳能以道训。友无亮直三益之节，官以文学为名，实不读书。……置游谈文学，〔今宜〕皆选寒门孤宦，以学行自立者。……绝贵戚子弟轻薄宾客。……臣素寒门无力，仕宦不经东宫。”






东宫诸王官属之列于清贯，亦由于中朝以来唯用膏粱子弟。梁武帝所以有“岂限以甲族”之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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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官位之不与清级者，亦有数事可考。《南齐书》三三《王僧虔传》：






迁御史中丞领骁骑将军。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王氏居乌衣者官位微减。僧虔为此官，乃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耳。”






王淮之四世为御史中丞，范泰嘲之为“唯解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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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史》一九《谢几卿传》：






梁天监中自尚书三公郎为治书侍御史。旧郎官转为此职者世谓之南奔。






《宋书》五九《江智渊传》：






元嘉末除尚书库部郎。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智渊门孤援寡，独有此选。






《梁书》三三《王筠传》：






除尚书殿中郎。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






可知台郎非清选，而宪台方之尤为浊矣！

唐代文官试吏部，武官试兵部，始分两途。魏晋以来选举司之吏部与中正，似文武无别。然起家仍自有异，泾渭固分也。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兵户”“将家”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以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以更互为之。文人任武职者史不绝书，无烦征引。出身武官而尝得文职者，如宋之柳元景沈庆之，齐之沈文季吕安国周盘龙等皆是。文官之中分清浊，若与武官较，则武官虽高位，亦逊文职也。《南齐书》二九《吕安国传》：






广陵广陵人也。宋大明末安国以将领见任。……永明二年徙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仍为都督湘州刺史。四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






齐世张欣泰竟陵人，兴世之子。兴世少时家贫，竟陵旧置军府，曾补参军督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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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泰不以武业自居。齐世祖时为直阁步兵校尉领羽林监。《南齐书》五一本传言：






欣泰通涉雅俗，交结多是名素。下直辄游园池，著鹿皮冠，衲衣锡杖，挟素琴。有以启世祖者，世祖曰：“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后从车驾出新林，敕欣泰甲杖廉察，欣泰停杖于松树下，饮酒赋诗。制局监吕文度过见，启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数日意稍释，召还，谓之曰：“卿不乐为武职驱使，当处卿以清贯。”除正员郎。






正员郎谓正员散骑侍郎，与通直员外相对而言。据上文所述，黄散皆清职也。《宋书·百官志》五校尉第四品，散骑侍郎第五品。而世祖以除欣泰正员郎为殊恩，此即所谓“未必即进班秩”，“从浊得清则胜于迁”矣！《宋书》八四《邓琬传》载琬起兵后，使刘胡东下。“时胡等兵众强盛，远近疑惑。太宗欲绥慰人情，遣吏部尚书褚渊至虎槛，选用将帅以下。申谦之杜幼文因此求黄门郎，沈怀明刘亮求中书郎。”据琬传刘亮等皆军主，其品秩不可知，当在五品之黄门郎中书郎下，然其求固意在位望，不在班秩。至杜幼文琬传载其为步兵校尉，而犹求黄门。是亦以四品武职而求五品清望官也。幼文即杜骥之子，附见《宋书》六五骥传。骥兄坦称“南渡不早便以荒伧赐隔”，幼文之步兵校尉自非清途，因有黄门之请。梁初钟嵘所谓“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正指如谦之幼文辈所为也。《晋书》八四《杨佺期传》称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加排抑。桓玄且以寒士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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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史言“佺期少仕军府”。是亦杜骥父子之比，清途见隔，遂不得不仕于军府矣。

《南齐书》四二《王晏传附弟诩传》：






永明中为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锢十年。






一良案，宋齐诸卿皆无卿名，梁天监七年始加卿字。萧子显盖以梁制记齐事。据《宋书·百官志》少府三品，五校四品，而黄门则五品也。《隋书·百官志》记梁制少府卿十一班，五校七班，黄门郎十班。梁以班多为贵，此三官品秩高下与宋代不同。南齐官品不可知，然《百官志》谓：“齐受宋禅，事遵常典。既有司存，无所偏废。”疑齐制实沿宋旧，不与梁同。少府五校品秩皆在黄门郎之上，而王诩阴玄智乃坐罪，是亦五校不逮黄门之证也。曹道刚既为骁骑将军，齐郁林王即位，迁为黄门郎，明帝犹固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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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世薛安都自散骑常侍（三品）太子左率（五品）迁左卫将军（四品）常侍如故。江夏王义恭嫌多，欲使单为左卫。蔡兴宗曰：“率卫相去唯阿之间。且已失征虏，非乃超越。复夺常侍，顿为降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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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文重于武。南朝官文书结衔品秩相同者亦多以文职居前。如《宋书》四三《徐羡之传》载高祖践阼诏书，“散骑常侍护军将军作唐男檀道济”，“侍中中领军谢晦”，皆同为三品而先书文职也。刘穆之王华皆追赠散骑常侍卫将军，皆见《宋书》本传，是文职三品书于武职二品之前也。《宋书》一○○《自序》记沈伯玉为卫尉丞，车驾出行，伯玉直门戎服。张永谓伯玉“此职乖卿志”，宋孝武帝乃特听伯玉直门服玄衣。急装与缓服之别亦即文武清浊高下之别矣。

钱竹汀《廿二史考异》二○《晋书·职官志》晋以领护左右卫骁骑游击为六军条云：






上文所列伏波将军镇军龙骧典军上军辅国诸将军虽有名号，而无职司。此领护等六军及四军五校皆典军之官，故别为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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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二五《南齐书·百官志》领军将军条云：






晋宋以来将军有二等。自骠骑至龙骧将军皆虚号，非持节出镇不得领兵。此领护左右卫骁游前后左右军将军则皆主兵之官也。






一良案，钱氏之说是也。抑犹有未尽者，江左五朝第二类之武职中，性质又有不同。可分为二，即领兵与不领兵之别也。《晋书》二四《职官志》：






护军将军……元帝永昌元年省护军，并领军。明帝太宁二年复置。领护各领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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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左以来领军不复别领营，总统二卫骁骑材官诸营。护军犹别有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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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






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是为五校，并汉官也。魏晋逮于江左犹领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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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四○《百官志》下。






二卫将军掌宿卫营兵。……骁骑将军……有营兵。……先有司马功曹主簿，后省。






又云：






自游击至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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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逮于江左初犹领营兵，并置司马功曹主簿，后省。二中郎将本不领营也。






盖江左五朝领护左右卫与骁骑皆领营兵者，而游击以下至五校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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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明中萧谌除步兵校尉，世祖斋内兵仗悉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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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兵而总兵仗是为例外，然亦非自领营兵也。领兵之武位较不领者为重。如齐乐蔼自步兵校尉求助戌归荆州，史称其“仕不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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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骁骑将军之职“旧领营兵，兼统宿卫。自梁氏以来其任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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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以前骁骑虽非重任，比五校为高可以推知也。

南朝官制大抵视本官以及其人资之轻重而兼领他职，谓之带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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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书》八五《谢庄传》载宋孝武帝嫉吏部权重，欲分其势，乃分置二人。其与江夏王义恭诏云：






本职（谓吏部尚书）非复重官，可得不须带帖。






《南齐书》三二《何戢传》：






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渊。……以戢资重，欲加常侍。渊曰：“……选职方昔小轻，不容顿加常侍。若帖以骁游，亦为不少。”乃以戢为吏部尚书加骁骑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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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三九《刘
 传》：






又上下年尊，益不愿居官次废晨昏也。先朝为此曲申从许，故得连年不拜荣授，而带帖薄禄。






其意即谓不拜高官，仅任高官所带帖之职，以供禄养而已。《南史》
 传“故得连年不拜”之下省去“荣授”及“而带帖薄禄”等七字。不知不拜者总明观祭酒等荣授耳。史明言其以母老缺养为彭城郡丞会稽郡丞，省去数字便不可通矣。

武位虽非高门所乐，然以文职清望官帖领之，则互相配合，最为美授。《宋书》六三《沈演之传》：






元嘉十七年……以演之为右卫将军。……乃以后军长史范晔为左卫将军，与演之对掌禁旅，同参机密。二十年迁侍中右卫将军如故。太祖谓之曰：“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南齐书》四三《江
 传》：






永明七年徙为侍中，领骁骑将军。……王晏启世祖曰：“……愚谓以侍中领骁骑，望实清显。”






骁骑将军与步兵校尉尤为清望官常所带帖。以侍中领骁骑者宋有王华王昙首刘韫徐湛之何偃，齐有江夏王锋西阳王子明安陆王缅萧昭胄江
 何昌寓萧惠基王奂，梁有王瞻张稷，陈有孔奂王玚江总。以散骑常侍领者，齐有南平王锐王缋，梁有王泰夏侯亶。以通直散骑常侍领者，宋有张瓌，齐有蔡约王逡之，梁有陈伯之。以员外散骑常侍领者，齐有王敬则。以中庶子领者齐有江
 谢
 王缋王暕殷钧。以黄门郎领者宋有王韶之，齐有王谌。他官领骁骑者亦数见。如宋世建平王宏庐江王袆齐世张绪以中书令领。齐世安成王暠梁世范岫陈世江总以祠部尚书领。宋世颜竣王延之齐世何戢以吏部尚书领。齐世刘悛何胤以左民尚书领。梁世萧琛以度支尚书领。齐世垣崇祖以五兵尚书领，江
 以都官尚书领。宋世王僧虔以御史中丞领，齐世陆澄以廷尉领。盖骁骑领营兵，清望官再领骁骑，兼带文武，益增其重要，所谓望实清显。以上所列诸人除王敬则陈伯之孔奂等三数人外，亦莫非膏腴之族也。

以侍中领步兵校尉者宋有王奂，齐有安成王暠张瓌褚炫王晏王慈萧惠休何胤，梁有周舍谢举，陈有张种。以黄门侍郎领者宋有颜师白孔宁子，梁有顾宪之，陈有谢哲。以中庶子领者宋有建平王景素颜延之，梁有王筠王规，陈有陆缮陆琼江德藻。以散骑常侍领者梁有萧子恪，陈有孔奂。以国子博士领者梁有沈文阿卢广。步兵不领营兵，纯为虚号，故有以国子博士领者。方之骁骑自属稍差。然文官仍以领武位而重。如蔡兴宗选中庶子殷常为黄门领校，江夏王义恭谓“便应侍中，那得为黄门而已！”兴宗答以“殷常中庶百日，今又领校，不为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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骁骑将军为清望带帖之职，然骁骑本身终非清选。试考诸史，单任骁骑将军（梁又分左右）者，其门第人身皆非帖领骁骑者之比也。如宋之杜幼文晚渡荒伧。宗越河南人，土断属叶，出于次门。吴喜南土寒门，出身小吏，充郡府杂役。任农夫全景文亦以武用见知。齐之张敬儿崔慧景周盘龙曹道刚薛渊戴僧静桓康曹虎头，梁之张惠绍冯道根康绚昌义之，莫非出身武将者也。儒林文学之士亦有单任骁骑将军者，如东晋之徐邈徐广，宋之虞玩之江智渊，齐之孔稚珪张冲檀超傅琰虞愿孔琇之何佟之，梁之江淹乐蔼。皆非高门之首。宗室单任此职者，唯齐世有河东王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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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书》卷二《高祖纪》永定二年诏云：“骁骑宜通文武。文官则用腹心，武官则用功臣。”功臣者武将之谓。梁陈之世帝王腹心多出单寒之家，亦适足说明文官任骁骑者之性质也。

综观以上所论，知南朝武位不逮文职，故骁骑不若国子祭酒。然丘灵鞠以通直散骑常侍领骁骑，犹不失清显，非单任骁骑将军之比。其不乐此职实由于个人好尚，固与南人之常被排抑无关矣。






（载《清华学报》第四卷第二期）





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





（上）统治阶级内部胡族与汉族之矛盾




（一）北　魏


北朝的统治阶级入主中原之后，当时除去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的矛盾与斗争之外，如同后代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一样，统治阶级内部还有胡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北魏崔浩之被杀，据《魏书》三五本传，只是因为他撰鲜卑国史“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北史》二一本传说“石铭显在衢路，北人咸悉怨毒，相与构浩于帝”。是否仅仅因为国史修得不典的缘故，便罪大恶极，弄得“清河崔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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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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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怀疑。有的学者根据《宋书》七七《柳元景传》，以为崔浩“密有异图”，要响应南朝，谋泄被诛。这是南奔的柳光世的报告。如果属实，《魏书》本传不应有什么避忌而不记载。《通鉴》一二六考异中注出此说，但仍从《魏书》。又有的学者根据《释老志》与《高僧传》一二《玄高传》，以为当时佛道相争，太子晃奉佛而崔浩事道。道教先得胜，太子晃所师事的玄高被杀。但后来崔浩也因此而受祸。这个说法未免把佛道之争看得太重。崔浩诛前并没有魏太武帝由信道又转而信佛的记载。而且范阳卢氏固有奉道可能，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便很难推定。决不至仅因宗教之争而如此牵连的。

崔浩之死是统治阶级内部胡汉矛盾和斗争的结果，国史不过是一个近因。《魏书》四七《卢玄传》：






司徒崔浩玄之外兄。……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






“齐整人伦，分明姓族”正是南北朝门阀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所应有事，主要目的不外乎区别士庶，保持贵族阶级的特权，不许被压迫的庶民来分享自己的特殊利益。《宋书》四二《王弘传》说“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南史》二三《王球传》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南齐书》三四《虞玩之传》说“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南史》五九《王僧儒传》引沈约的话“伪状巧籍岁月滋广。……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梁书》一载齐末梁武帝上表也有“谱牒讹误，诈伪多绪。……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一类的话。对于当前是要整理户籍，对于过去是要研究谱牒，然后士人庶人的区别才能百世不易。北朝贵族的情形大致也是如此。崔浩本人便曾为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数十人”为郡守，而和太子晃起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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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玄自不应认为崔浩分明姓族的办法不合时宜。南齐时虽因严格整理户籍而引起唐寓之的起义，是庶民阶级对统治者的反抗。北朝不曾有过类似的运动。高门如卢玄自然不会顾虑到庶民。“乐为此者讵几人也”既不指平民，更不是指他和崔浩等士人阶级。那么，卢玄的话如何解释呢？大概他是指当时的鲜卑统治者而言。崔浩之“分明姓族”不但要厘定汉人士庶之别，主要还有提高汉人高门的地位，抑制鲜卑人的作用在内。从政治上看，中原旧族留在北方的虽然降身屈节于侵入的外族统治者；从社会地位上看，他们的自尊心并未消除，对于鲜卑统治者决不会以高门相许的。《魏书》四○《陆睿传》有这样一段故事：






睿……袭爵……平原王。娶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鉴谓所亲云：“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时高祖未改其姓。






陆氏原系代北步六孤氏。所谓“姓名重复”，言外之意即是瞧不起北人。《北齐书》二三《崔
 传》载他“每以籍地自矜，谓卢元明曰：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魏书》二一上《高阳王雍传》也说博陵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崔鉴正是博陵崔氏，从清河崔氏看来远非盛门，对于鲜卑人尚且意含轻蔑。清河崔氏的崔浩又当何如呢？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崔浩的态度来。《魏书》三八《王慧龙传》：






初，崔浩弟恬闻慧龙〔太原〕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见慧龙曰：“信王家儿也！”王氏世齇鼻，江东谓之齇王。慧龙鼻大，浩曰：“真贵种矣！”数向诸公称其美。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言于世祖。以其叹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世祖怒，招浩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






长孙嵩说崔浩“讪鄙国化”，当非无因。《北史》本传也说“北人咸悉怨毒，相与构浩于帝”。《史通·杂说》中《后魏书》条：






又崔浩谄事狄君，曲为邪说。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当时众议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沈约撰《宋书·索虏传》，仍传伯渊所述。






刘子玄的话当有所根据。崔浩的“邪说”并非为了“谄事狄君”，实在也是想借此提高汉族地位，抑制以拓跋氏为首的鲜卑统治者。由沈约《宋书》采用此说看来，也可知这是有利于汉族统治阶级的说法。所谓众议抵斥，当然是鲜卑人反对。于是崔浩便因修史而获罪。综合起来，可以想见崔浩定系高自标置，要分明姓族，摈北人于社会最高的贵族阶级之外。连皇室拓跋氏都被派为汉人之后裔。南朝的高门确能保持其社会地位，如江
 曾逼得纪僧真告齐武帝说“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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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浩大约也是这种态度，但鲜卑统治者不为所屈，不像南朝统治者多多少少还尊重社会的传统，于是崔浩以及其他高门集团就不得不获罪了。这是北朝早期胡人汉人斗争的一个好例子。至于《魏书》本传何以关于崔浩之死不肯明白道出原因，止提出修国史一事，并且闪烁其词，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是北魏旧史可能不愿暴露鲜卑统治者与汉族高门间之冲突，于是魏收沿袭旧文，而在《卢玄传》里微见其意。第二是魏收修史正当北齐“鲜卑车马客”掌握政权的时期，他不愿详述崔浩事件经过，怕刺激当局，引起胡汉间的误会。《史通·杂说》中说“彦鸾伯起务存隐讳”。也许这就是隐讳之一例么？

崔浩死了，但统治阶级中胡汉的矛盾依然存在。魏孝文帝是第一个想要解决这问题的鲜卑君主，而且成功了。孝文帝迁洛与汉化有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意义，而解除社会方面胡汉冲突实为重要作用之一。《魏书》一一三《官氏志》载太和十九年（495）诏书说：






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来，直拟姓族以呈闻。朕当决姓之首末。……于是升降区别矣。






所谓“一同四姓”，就是说和崔卢王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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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应班士流”，就是说与汉族统治阶级同样享受特权。用帝王的力量，制定了胡人姓族的高下，明确地规定了他们在门阀封建社会中的地位。胡人汉人的高门打成一片，在胡人统治者之下享受同等权利，压迫庶民。于是统治阶级中的胡汉矛盾消灭，再也不会有崔浩事件之类发生了。魏孝文为六弟娶妃，除一人娶代郡穆氏之外，五人都是娶自中原旧族的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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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文曾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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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冲问他“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孝文回答说：“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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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条件地主张门阀政策，其原因不外乎维护汉族高门即是维护鲜卑高门也。

魏孝文时有一部分鲜卑人不太明了他的政策用意，加以汉化与代北习惯不同，于是起而反对。如穆泰陆睿以及太子恂等之叛乱，都是由于反对汉化，误认孝文亲信汉人疏远鲜卑而酿成的。但这种运动并未发生什么作用。到了魏孝明帝时，又发生一系列的胡人反抗运动。表面上看来，这些运动好像是孝文时鲜卑人反汉化运动的延长或复活，实际上却不然。这时孝文帝的门阀政策完全成功，胡汉的统治者打成一片，压迫被统治阶级。被压迫的汉人庶民无可奈何，虽然也有借宗教为号召而起义的，如大乘运动，但无甚结果。鲜卑人的被统治阶级方面因为武力较强，所以揭竿而起，实行反抗，终于颠覆北魏政权。他们的运动是从阶级立场出发的，民族意识起初并不浓厚，所以和穆泰陆睿等人的反汉化运动迥乎不同。《魏书》六四《张彝传》：






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
 
 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彝殊无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龟二年（519）二月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遂便持火，虏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彝遂卒，时年五十九。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不能穷诛群竖，即为大赦，以安众心。有识者知国纪之将坠矣。






张彝父子之被祸，就是因为“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所以羽林虎贲起来反抗。这一班羽林虎贲是什么人呢？《魏书》七下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八月本纪“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二十年（496）十月本纪又说：“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似乎羽林虎贲大部分是鲜卑人。同时也还有其他种族。如《魏书》四四《宇文福传》记太和二十二年（489）南讨，至邓城，孝文指麾将士，令宇文福“领高车羽林五百骑”断南军归路。一九上《汝阴王天赐传》载孝文帝初年“简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为殿中武士”。《地形志》说恒朔云蔚显廓武西夏宁灵十州“永安（528—529）已后禁旅所出”。这十州原是鲜卑和高车麕集所在，可见直到魏末，禁卫军士是胡人担任。张仲瑀要排抑他们，因为他们是武人，是庶民，故而不使预在清品，并非因为他们是鲜卑而抑之也。

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说明孝文帝汉化以后的北魏社会是只问阶级，不问种族的。《魏书》八一《山伟传》：






〔肃宗〕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及六镇陇西二方起逆，领军元义欲用代来寒人为传诏，以慰悦之。而牧守子孙投状求者百余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勋附队，令各依资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






寒人进仕路狭，南北朝情形相同。南朝寒人或以武用见知，或因恩幸得进。代北之人，除了以武功见长外，无法升进。所以天下无事便不能“沾预”恩泽。传诏掌宣传诏命，本是很卑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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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他们，牧守子孙尚且来争夺，可见寒人之被压制，毫无保障了。

六镇之起兵是北魏灭亡的致命伤。六镇兵人之起而反抗，主要原因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北齐书》二三《魏兰根传》说：






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






《魏书》一八《广阳王深传》载他上书也说北魏初年是“高门子弟”去镇守北边。“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士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可见六镇的起兵和神龟中的羽林虎贲一样，也因为被摈于清流以外，才起而反抗。广阳王深把北镇兵士地位之低落归罪于李冲，理由含混，颇不可解。但太和年间为其转捩之点，大致可信。李冲是建议立三长的人。《魏书》五三本传说以前只有宗主督护，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所以李冲建议立三长。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说他“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实难行”。“混天下一法”一语颇可注意。所谓“宗主督护”之制，大概是鲜卑部落制之遗迹，不编户贯，所以有苞荫。“混天下一法”当是废除这种制度，一律编户，统属于三长。《晋书》一一一《慕容
 载记》称
 仆射悦绾上书说：“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果然“出户二十余万”。前燕的“军封”疑即“宗主督护”一类性质的制度。一方面是承袭鲜卑部落旧制，一方面和曹魏以来军民分籍的办法也有关系。悦绾的建议与李冲的建议目的也相同。三长之立在孝文汉化之前，但其基本精神很相似。孝文帝是要糅合胡汉高门统治阶级，便于对庶民的压制。李冲是要糅合胡汉寒门，一律用三长制，没有人能再逃避赋役。“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利益归于政府，不入私门。这完全是从统治者榨取剥削的立场来施行的政策。或者因为李冲建议立三长，所以广阳王深把北镇府户之受剥削也归罪于他么？


（二）北　齐


北齐时代的情形又和北魏不同。六镇起兵以后，尔朱荣入洛。把朝士们骗到河阴，“列骑围绕，责天下丧乱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缘此等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纵兵乱害王公卿士，皆敛手就戮，死者千三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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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朱荣所以这样作，因为费穆劝告他说：“今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虚实，必有轻侮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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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这次大屠杀，“人物歼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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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文帝以来所树立的胡汉混合的门阀受了一个极大的打击。《魏书》九八《岛夷萧衍传》记载侯景入梁以后说：“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加以饥馑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矣。”《北齐书》四五《颜之推传》《观我生赋》自注也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陈霸先建立政权，局面与东晋宋齐梁完全不同，荆湘交广南土寒门当政。一方面是由于陈霸先的氏族和他起兵的地域，另一方面也因为世胄子弟流亡掠卖，高门大受摧残覆灭略尽。尔朱荣河阴之役的作用与此极为相似，旧日北魏门阀从此一蹶不振。北齐高氏父子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树立政权的。

高氏虽号称渤海蓨人，史书所载世系很不可靠。齐文宣曾说他的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杜弼说“鲜卑车马客”，显祖就认为讽刺他。高欢曾作领民酋长，是专任命胡人的官位。高家的女系亦多鲜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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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齐统治者的皇室若非出自鲜卑，也是完全胡化了的汉人。因为统治者如此，而可以和他们对抗的汉族高门又摧毁殆尽，无能为力。于是朝野弥漫一种大鲜卑主义的气氛，汉族统治阶级甘拜下风，俯首帖耳。这和北魏孝文以后胡汉混一的现象固不相同，和孝文以前胡汉对峙的局面亦不一样。《北齐书》二一《高昂传》：






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






杜弼说治国须用中国人，高德政也“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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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足证明当时鲜卑人气焰之大和汉族高门之不平。汉人之向往南朝文化者，尤为北齐统治者所不喜。文宣帝以王昕“疏诞非济世所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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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爵为民。诏书说他“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楚，曲尽风制。推此为长，余何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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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伽蓝记》城东孝义里条记杨元慎嘲吴人“口嚼槟榔”。《南齐书》二二《豫章王嶷传》记他临终命子以俭约为主，祭祀只设“干饭酒脯槟榔而已”。可见槟榔为南人日常习用之品。王昕模仿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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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为“曲尽风制”。不但咏“轻薄之篇”，而且“口嚼槟榔”，无怪乎齐文宣对他不满了。祖珽“汉儿”，便不能作领军。但他最初之被推荐则因为“解鲜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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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搴能通鲜卑语而大见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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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氏家训·教子篇》说“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省事篇》又称近世有“朗悟士”二人，经史文章书法都不足道，鲜卑语略得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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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都说明鲜卑统治者的势力。士大夫阶级虽然投降了鲜卑，汉族人民对鲜卑的反抗心理并未少减，矛盾仍然存在。高欢告诉汉人说：“鲜卑是汝作客，为汝击贼！”告诉鲜卑人又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
 

【344】



 正是用甜言蜜语欺骗汉族人民，为要消灭这种矛盾，减除这种冲突。

再看北齐统治者对于旧来的汉人统治阶级怎样呢？这先要考察高齐皇室的本身。北魏末年的北镇军人有几个不同的来源。第一是魏初中原强宗和鲜卑贵胄的后裔，因为父祖守边，遂家于北方，有的便逐渐变成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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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徙来边镇的少数民族。第三是征服敌国后，徙到边镇的敌国人民，尤其豪族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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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是北魏中叶以后因为犯罪或死刑被赦，配徙北边和西北镇戍，世代为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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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高欢的祖先是胡族或汉族，《北齐书·神武纪》说他家是“坐法徙居怀朔镇”，大致可信。这四种人民族与来源虽不一样，当时同是被压迫阶层。不但“官婚班齿致失清流”或“为清途所隔”，并且经常被中央与地方官僚剥削。如《魏书》一八《广阳王深传》载深上书称迁洛之后“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过弄官府。”又四一《源怀传》载他的表文云：“景明（500—503）以来北蕃连年灾旱，高原陆野不任营殖，唯有水田少可菑亩，然主将参僚事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沃野一镇自将以下八百余人。黎庶怨嗟，佥曰烦猥。”九四《刘胜传》记其贪“舟车之利”“山泽之饶”以外，还要“剥削六镇”。北镇最先起兵的破六韩拔陵、胡琛、杜洛周、鲜于修礼等是来自上述阶层。高欢以及他的佐命功臣侯景、司马子如、窦泰、潘乐等也来自这个阶层。《北史》八九《皇甫玉传》：“初魏正始前有沙门学相，游怀朔。举目见人皆有富贵之表。以为必无此理，燔其书，而后皆如言，乃知相法之不虚也。”相法的话自不可信，但这传说也反映出六镇军人在北魏末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北齐初年的将相大多是北边地方武人或部落小帅。社会地位可能比高欢等稍高，但从崔卢郑王看来，依然是卑不足道的。高欢是倚赖这帮人成功的，又加以上面所述魏末以来高门地主集团之受摧残，不能再构成一种势力，自然高欢对于旧来的汉族高门不屑一顾了。

《北齐书》一三《高睿传》载他“及壮将为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谓之曰：我为尔娶郑述祖女，门阀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乐？”又三一《王昕传》载显祖骂昕“好门户，恶人身”。樊逊因为门族寒陋，而先后坚辞襄城王参军和杨愔左仆射府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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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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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彦深因门地寒微，由尚书曹郎被出为沧州别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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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太后为博陵王纳崔
 妹为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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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些事例看来，可以更进一步明了。北齐政权树立以后，在社会上高门多少还有些旧日遗留下来的声光。但在政治上只是府佐、御史、曹郎等较小官职沿袭旧例，要求高门充任，而真正掌握政权者，很少是北魏以来的衣冠旧族，《北齐书》二一《封孝琰传》载“尝谓祖珽云：公是衣冠宰相，异于余人。近习闻之大以为恨。”可见“宰相”而为“衣冠”者之稀罕。不但汉族“衣冠”，胡族“衣冠”也照样没落。《通典》三《食货典》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说：“时宋世良献书，以为魏世十姓八氏三十六姓皆非齐代腹心，请令散配郡国无士族之处，给地与人。一则令其就彼仕宦，全其门户。二则分其气势，使无异图。文宣不纳。数年之后乃滥戮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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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元魏鲜卑高门之不见于北齐政治舞台，因为他们非“齐代腹心”。又如源师本出鲜卑秃发，是汉化了的胡族高门。而为雩祭事，被“才伎庸劣不涉文史”的高阿那肱骂为“汉儿强知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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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卷《韩凤传》：“凤于权要之中尤嫉人士。……每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若见武职，虽厮养末品，亦容下之。”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也说“时武职疾文人”。韩凤昌黎人，想来是跟冯跋一样，“既家昌黎，遂同夷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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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齐时胡人武人掌握政权者多半是过去被压迫者，而汉人和汉化胡人文士官位较低者，多半是衣冠士流。很显然，衣冠士流是要屈服在“厮养末品”的面前了。

复次，高齐对于重名德讲礼法的高门如崔卢郑王者不重视，但高欢对于另一种门阀并不高的汉族地主豪强，则联络惟恐不及。其动机并非尊重他们的门阀，乃是利用他们在乡里的经济地位和武力。他们与旧日高门不同之点第一是能构成不弱于胡人的军事势力，第二是豪迈不羁，蔑视传统高门的条件即名德与礼法。这二者原亦互为因果。试举几个人为例。如渤海高氏弟兄都为高欢所亲信，高昂尤为欢所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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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乡人部曲”三千人，战斗不减鲜卑。高季式“自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疋，戈甲器仗皆备。故凡追督贼盗，多致克捷”。同时，高氏兄弟的父亲高翼便“豪侠有风神，为州里所宗敬”。葛荣之乱朝廷因为他是山东豪右，就地拜渤海太守。高乾“少时轻侠，数犯公法”。“轻财重义，多所交接”。尔朱荣乱后，曾率河北流人反于河济之间。高昂也“与兄乾数为劫掠，州县莫能穷治。招聚剑客，家资倾尽，乡闾畏之”。只有高慎“颇涉文史，与兄弟志尚不同”。渤海封氏的情形与高氏很相似。封隆之为高欢所信任，“素得乡里人情。频为本州，留心抚字。”东魏末高慎将叛，“阴通消息于冀州豪望，使为内应。轻薄之徒颇相扇动。诏隆之驰驿慰抚，遂得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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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澄高洋高湛等所委任的毕义云也是一个好例。《北齐书》四七本传说他“家在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又说他“累世本州刺史，家富于财，士之匮乏者多有拯济。及贵，恣情骄侈。……闺门秽杂，声遍朝野”。《北齐书》四三《羊烈传》载“烈天统中与尚书毕义云争兖州大中正。义云盛称门阀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为我家故吏。烈答云：卿自毕轨被诛以还，寂无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场之上彼此而得，何足为言？岂若我汉之河南尹，晋之太傅，名德学行百代传美。且男清女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称也。盖讥义云之帷薄焉。”《魏书》六一《毕众敬传》所附义云从兄弟义显义
 等传说他们“性并豪率”。又称“诸毕当朝不乏荣贵。但帏薄不修，为时所鄙”。《通典》三《食货典》引《关东风俗传》“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应之”。所谓羊毕诸豪当即太山之羊氏东平之毕氏。“蝟起应之”正是高欢所要求。这是北齐胡汉间关系之另一面，也就是异族统治者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以达到他统治目的之一例。


（三）北　周


北周的统治者宇文氏也是胡族。自来有出于鲜卑和匈奴两种说法，大致出于匈奴的主张较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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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志·魏志》三○《鲜卑传》注引《魏书》：






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






宇文氏之以匈奴而变为鲜卑别部，或者就是这部分匈奴余种？不论种族来源如何，宇文氏要非汉族。宇文泰的社会阶层则和高欢一样，都是北镇军人。宇文泰的祖先宇文陵在魏道武帝打败慕容宝后归魏，“天兴（398—403）初徙豪杰于代都，陵随例迁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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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宇文氏属于上节所述第二个来源。但因为客观环境的不同，北周胡族统治阶级对于汉族的办法又与北齐不一样。

一方面因为要与北齐作战，而关中胡族斗兵不够，于是宇文泰不得不胡化汉人，模仿部落的编制，这就是西魏北周府兵制的主要精神。其说详见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兹不赘论。在这种制度之下，不但“夏人半为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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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
 

【360】



 就是说，胡汉打成一片，而以鲜卑部落制度为归依。与魏孝文帝混合胡汉高门，而以汉人门阀制度为归依，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魏孝文是对付汉族高门，宇文泰是吸收一般的“夏人”，为不同耳。

另一方面，再看宇文周与地主阶级的汉族高门之间关系如何。关中地方自从西晋颠覆以后，屡经丧乱，高门颇受摧残。第一次是石虎之攻刘曜。《晋书》一○三《刘曜载记》云：






〔三二八年〕关中扰乱。将军蒋英辛恕拥众数十万据长安，遣使招勒。……〔石〕季龙执其……将相诸王等及其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余人，皆杀之，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人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






这些大族东徙以后，曾被石氏降与庶民为伍，甚至编入兵贯。《晋书》一○六《石季龙载记》说：






〔三三八年〕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






经过十年这种乡里和门阀双方的沦陷生涯，即使有机会回到关中，他们旧日的经济基础——土地——早已丧失净尽。即是“衣冠华胄”，恐怕也不能和旧日相比。何况乎石虎死后“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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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地大族很难恢复旧日势力了。

苻坚据有关中时，黄门侍郎程宪曾建言，以为“商贩丑竖市郭小人车马衣服僭同王者。官齐君子，为藩国列卿。……宜肃明典法，使清浊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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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苻坚下制实行。《载记》又说“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这“士籍”当是指士庶之“士”，不指兵士。恢复士籍大约即是对士族的优免。都可见他有保护特权阶级维持士庶区别的趋向。但我们只知道苻坚“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不知道他联合地主阶级的高门甲族具体办法如何，记载里也看不见援用秦雍汉族高门的例子。这种默证也许适足说明他们政治上地位的不重要？苻坚末年（385）慕容冲来攻，“毒暴关中，人皆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慕容冲入据长安，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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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关中第二次遭涂炭，高门自然也未能幸免。刘裕平定姚泓（417），留子义真镇守长安，王镇恶沈田子两人相攻，赫连氏乘隙而来。刘义真仓皇撤退，关中又大乱一次。赫连夏的统治，恐怕对于式微的汉族高门毫无好处。《晋书》一三○《赫连勃勃载记》：






勃勃归于长安，征隐士京兆韦祖思。既至而恭惧过礼。勃勃怒曰：“吾以国士征汝，奈何以非类处吾！汝若不拜姚兴，何独拜我？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吾死之后，汝辈弄笔，当置吾何地？”遂杀之。






从他对待韦祖思看来，也可以推想他对其他关中高门大族的态度了。

魏太武帝神
 元年（428）擒赫连昌，平定关中。直到孝昌三年（527）萧宝夤之叛，关中一百年间相当安谧。但从现存史籍记载中，找不出这期间秦雍地主大族如皇甫等十七姓在当地有什么活动。我们知道，北魏平沮渠氏（439）后，迁徙大批河西高门和文人入代都。此外如平中山后一年之内（398）第一次“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第二次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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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定关中自亦不能例外。《魏书》四上《太武纪》始光四年（427）“擒〔赫连〕昌尚书王买薛超等，及司马德宗将毛修之，秦雍人士数千人”。考之《魏书》，如韦阆杜铨辛绍先等，都是先仕于慕容氏或沮渠氏，再展转入魏。赫连氏灭后由长安入魏的秦雍高门见于魏史者，有胡方回胡叟二人。都以个人学艺见知，不能在东方树立门阀势力。再从学术方面来看，也可以窥见关中门阀之没落。南北朝时代的学术大致为统治阶级所专有，因之与高门有密切关系。一地方学术的盛衰，多少可以反映出当地高门是兴盛或者衰落。《晋书》一一七《姚兴载记》：






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






可见当时关中学风尚盛。但到北魏末年情形便很不同。《魏书》八四《徐遵明传》：






华阴人也。……年十七，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至上党，乃师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聪诣燕赵，师事〔中山〕张吾贵。吾贵门徒甚盛。遵明伏膺数月。……遂与平原田猛略就范阳孙买德受业。






徐遵明要诣山东求学，足见关西学术不如山东。同卷《李业兴传》说他“晚乃师事徐遵明于赵魏之间”。遵明声誉未高，渔阳鲜于灵馥以为“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北朝末期“博士”之称犹如今日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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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遵明成就斐然，《北齐书》四四《儒林传序》称凡是经学诸生多出遵明门下。然早年终因隶籍西方，而落得带有轻视意味的“羌博士”头衔。西方学者之不受重视，亦足为关西学术不逮山东的一个旁证。间接也就证明关西高门地主不像山东门阀之能维持他们的文化水准，社会地位以及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势力了。北魏除雍州刺史外，还有镇将镇守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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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外乎因为“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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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关中除羌人外，还有曹操前后徙于京兆扶风天水的氐民。江统徙戎论已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再加上苻坚平前燕后又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陆俟说“长安一都险绝之土，民多刚强，类乃非一。清平之时仍多叛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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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谢灵运也说“关西杂居，种类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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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对秦雍人士除去始光四年一次迁徙以外，别无其他措施可以考见。知道当时胡族统治关中问题大致在于“戎夷混并”，“民多刚强，类乃非一”，不在于对付汉族地主阶级之高门甲族也。

宇文泰的胡族政权建立在这样的关中，所以除去模拟鲜卑部落之制，编汉人为兵之外，对于汉族高门地主集团无须特别注意联络或防范。秦雍大族仕于周室者，如韦孝宽、梁士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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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瑱、梁昕、皇甫璠、辛庆之、杜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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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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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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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绰、苏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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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世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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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都树立功名。以武用见知者尤多。如韦孝宽坚守玉壁，抗拒齐兵，为北周东边重镇。梁士彦任侠好读兵书，守边为齐人所惮。韦瑱善骑射，有武略。梁昕、皇甫璠皆有战功。辛庆之为盐池都将，抗拒强敌，时论称其仁勇。辛威复弘农，战沙苑，并先锋陷敌，勇冠一时。韦祐少好游侠。与敌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单马陷阵。是以战必被伤，卒亡于行阵。韦瑱，苏椿并曾以当州望族统领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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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实说明宇文周曾经利用秦雍地主集团的高门。但除去统领乡兵用当州首望以外，这些人之进用并不由于他们的门阀和门阀所代表的经济基础，还是由于他们的本身。不是由于本身的学艺文采，而是由于武功。这是关西大族和山东高门不同的地方。换言之，北周时关西大族的性质是介乎山东的崔卢郑王与高封羊毕之间的。高门的文士有宇文泰所最信任的苏绰。但他的进用也由于个人才学，与门第无关。苏绰本身对于门阀政治颇不赞成，所以六条诏书的第四擢贤良就说：“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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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思礼在东魏作尚书郎中，以地寒被出。而在关西作到黄门侍郎都官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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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太祖甚重之，常置诸座右”的六条诏书精神的表现。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推论，恐怕北周官制也与这种漠视高门的精神有关系。南朝因为社会上门阀士庶区别森严，所以官有清浊之分。北魏也有这种区别。如《魏书》一九中《元顺传》“徐而谓〔高阳王〕雍曰：高祖迁宅中土，创定九流。官方清浊轨仪万古。而朱晖小人，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又二四《崔僧渊传》载僧渊给他留居南方的族兄复信称孝文帝“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魏书》八八《明亮传》自员外常侍授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辛雄上疏也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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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种分别是孝文帝模拟南朝而设。《隋书》七二《陆彦师传》说“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论者美之”。北周之所以官无清浊，或者由于宇文泰苏绰等人之反门阀政策么？总而言之，关中地主阶级的汉族高门势力微弱，不能和胡人统治者斗争。宇文氏也用不着特别联络他们，这是与北魏统治者内部胡汉关系相异之点。另一方面，宇文泰要采用周官典制以为文饰，好与高齐萧梁相抗。于是也就不像北齐之大鲜卑主义，专以欺凌汉人为事。这是与北齐统治者内部胡汉关系相异之点。



（下）北朝之少数民族问题




（一）丁零与敕勒






中国自来汉族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在大汉族主义下，从未有以平等原则争取和团结他们的。对于他们的文化语言风习等，更是茫然。因为觉得少数民族应该汉化，便不屑于去记载或研究这些。反过来当国内少数民族掌握政权的时候，往往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盛行。不唯视被统治的汉人如寇仇，如土芥，就是其他少数民族也同样地受到歧视，受到压迫。这便是北朝时代少数民族的情形。

关于北朝胡人统治阶级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方针，具体的资料很少。有关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的阶段，以及语言信仰风习等方面的记载，更是寥若晨星，不易考见。只有分布的大概还可以钩稽一二。现在䌷绎贯串，依次先说明北魏北齐北周三朝各少数民族分布的概况。再就仅有之史料，讨论三朝统治者的政策以及其他有关的问题。

北魏和北齐境内少数民族对统治者反抗得最勤，并且对北魏政权之覆亡有很大关系的，要算是丁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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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匈奴列传》载冒顿北服丁零。《索隐》引《魏略》记“丁零在康居北”。《汉书·匈奴列传》载丁零攻匈奴之北，又称郅支北降丁零。《魏志》三○《鲜卑传》注引《魏书》载檀石槐北拒丁零。《魏书》一○三（此卷后人所补）《高车传》：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






汉代康居北乌孙西的丁零大约是匈奴北之丁零的别种。
 

【381】



 从北朝史籍的用例看来，似乎区别漠北的敕勒称为高车或敕勒
 

【382】



 ，在内地的则称为丁零。南朝史书便都用丁零字样。但北魏的丁零并非北边高车移来，却是远在拓跋氏统一北方之前就定居于中原的。《通鉴》九四晋成帝咸和五年（330）：






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至是入朝于赵，赵以斌为句町王。
 

【383】










句町是西南夷国名，两汉牂牁郡皆有此县，西晋属宁州兴古郡。用来作丁零封号，颇不可解。丁零翟氏这一支不详究竟何时迁来，但可以知道后赵时中原已有丁零。中山丁零翟鼠曾叛石勒，冉闵乱后又率所部降于前燕慕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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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苻坚灭前燕，徙关东杂夷于关中，翟斌被徙到新安。后来慕容垂起兵叛苻氏，也曾借重翟斌部众。垂称燕王，翟斌“潜讽丁零及西人请斌为尚书令”。安东将军封衡厉色曰：“斌戎狄小人，遭时际会，兄弟封王。自
 兜以来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复有斯求。魂爽错乱，必死不出年也！”结果翟斌为垂所诛，斌兄子真率所部北走，先后保聚邯郸行唐，终为慕容垂所灭。翟真子辽南奔黎阳，又降于垂，后侵逼洛阳，被桓石民部将击败，又回河北。辽死子钊代立，攻逼邺城，败走长子。“钊所统七郡户三万八千皆安堵如故”
 

【385】



 。从封衡的话看来，丁零的社会地位极低。但翟真之叛，慕容垂曾说“丁零叛扰乃我心腹之患”！慕容麟曾招集丁零抗拒魏军。又可见他们势力之强。翟钊所统三万八千户疑皆丁零族类。虽居郡县之名，原属部落之实。这些丁零一直留在后燕境内，北魏道武帝平中山克邺以后，便属于北魏了。

天兴二年（399）丁零帅翟同内附，五年（402）魏讨丁零翟都于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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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常（416—423）初丁零翟猛雀保聚白涧山（今山西阳城县），魏军讨击，斩猛雀于林虑山。遗种窜逃行唐襄国，周几追讨尽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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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丁零翟氏谅皆翟斌翟辽一支。丁零最多的地方是定州与相州，《魏书》二《道武帝纪》：






天兴五年（402）二月丁零鲜于次保聚党常山之行唐。夏四月太守楼伏连讨斩之。






《魏书》三《明元帝纪》：






泰常二年（417）夏四月丁未榆山丁零翟蜀率营部遣使通刘裕。……十有一月……诏〔长孙〕嵩遣娥清周几等与叔孙建讨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悉灭余党而还。






《通鉴》一一八义熙十三年胡注：“西山魏安州之西山”。案《魏书》四上《太武帝纪》：






神
 
 元年（428）闰十月定州丁零鲜于台阳翟乔等二千余家叛入西山，劫掠郡县。州军讨之失利，诏镇南将军寿光侯叔孙建击之。






可见西山丁零是在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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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州原名安州，但在天兴三年（400）便已改名。胡注安字当是定字之误。《魏书》四下《太武帝纪》：






太平真君八年（447）三月徙定
 

【389】



 州丁零三千家于京师。






《魏书》五《文成帝纪》：






太安二年（456）二月丁零数千家亡匿井陉山，聚为寇盗。诏定州刺史许宗之并州刺史乞佛成龙讨平之。
 

【390】










《魏书》五三《李孝伯传》载他父亲李曾为赵郡太守，“并州丁零数为山东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惮不入境。”可知定州丁零由井陉入并州，而并州也有丁零来“为害”山东。此外则密云也有丁零，为数似乎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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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书所载丁零氏族翟氏之外鲜于氏最多。《魏书》一九中《元顺传》有“陵户鲜于康奴”，疑即丁零降附沦为贱民者。《古今姓氏书辨证》九二仙韵鲜于氏外又有鲜虞氏，“出自春秋时鲜虞小国，其地今中山是也。晋伐鲜虞灭之，子孙以国为氏。”而北朝丁零麕集的地方又恰是古代中山的定州。或者丁零之鲜于氏和以国为氏的鲜虞本是一家么？

翟氏虽是丁零酋豪，但在北魏政治上社会上始终未能占地位。原因便是封衡所说，既为“戎狄”又是“小人”。
 

【392】





丁零不唯不被平等待遇，并且特别受压迫和剥削。《魏书》三三《公孙轨传》：






会上党丁零叛，轨讨平之。……轨既死，世祖谓崔浩曰：吾行过上党，父老皆曰：公孙轨为受货纵贼，使至今余奸不除，轨之咎也！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两，载物而南。丁零渠帅乘山骂轨。轨怒，取骂者之母，以矛刺其阴而杀之曰，何以生此逆子！从下到掰，分磔四支于山树上，以肆其忿。






这不过是许多例中幸而保存下来的一个，可见北魏统治者对丁零压迫剥削办法之一斑。虽然史文不完，历次丁零叛乱的原因由此推测，也可以思过半矣。北魏对于丁零的另一种对策是征发他们从军。太武帝征冯文通，曾发密云丁零运攻具。《宋书》七四《臧质传》：






焘与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






拓跋焘的话虽是故意对臧质表示不在乎，却告诉了我们北魏统治者利用少数民族从军的事实，并且充分地说明了对少数民族的态度。

漠北高车经魏道武帝数次击破，不能再为边患。分散诸部时因为高车“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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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五部高车、东部西部北部敕勒都是。另有部分入居边境或被徙到内地，变成境内的少数民族。《魏书》七上《孝文帝纪》：






延兴元年（471）冬十月丁亥，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太尉陇西王源贺追击至枹罕灭之，斩首三万余级。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






又同卷：






二年三月，连川敕勒谋叛，徙配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






营户当即三国以来世代为兵的军户兵家，可知北魏统治者镇压敕勒的办法之一也是让他们当兵。一方面当然也因为敕勒劲悍善战，并未谋叛的部分也往往征为军队。《魏书》二八《古弼传》：






从征赫连定。……世祖使高车敕勒驰击定，斩首数千级。






太平真君六年（454）伐盖吴，“诏发高平敕勒骑赴长安”。
 

【394】



 孝文帝也“召高车之众随车驾南讨”。敕勒作羽林和殿中武士，已见上文。《魏书》七九《鹿悆传》载悆到萧梁军中，梁豫章王综的军主竞问北朝士马多少。鹿悆回答“今有高车白眼羌蜀五十万。”
 

【395】



 虽是故为耸动之词，也可以看出高车的确是北朝兵士主要来源之一。敕勒的地位似在丁零之上。所以道武帝时斛律倍侯利率户内附，赐爵赠谥。
 

【396】



 献文帝时高车部人乞伏居为散骑常待。子乞伏保孝文帝时官至善无镇将。
 

【397】



 怂恿西魏武帝入关的斛斯椿《魏书》八○本传说是“广牧富昌人”。《北史》四九本传说“其先世为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
 

【398】



 莫弗是高车酋长称号，所以斛斯椿大约也是高车部人。倍侯利之后世代做官，北齐时斛律金斛律光父子更因元勋佐命，结婚帝室。“一门一皇后二太子三公主，尊宠之盛当时莫比”。更非丁零所能望其项背了！《北齐书》二○《斛律羌举传》“太安人也，世为部落酋长。父谨，魏龙骧将军武川镇将”。当亦高车部人。

敕勒地位虽比丁零为高，但其受压迫剥削并不少减。《魏书》二八《刘洁传》载太武帝时“敕勒新民以将吏侵夺，咸出怨言。期牛马饱草，当赴漠北。……既而新民数千骑北走，洁追讨之。走者粮绝，相枕而死”。正是敕勒不耐剥削而反抗的一个例子。北魏在北边设镇，表面上是为“控摄长远”“规遏北疆”。但我们如果考察一下，就知道若干镇都设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换言之，镇的制度除去边防的意义外，还有镇压境内少数民族的作用。现在单就有敕勒的镇来讲，《魏书》四○《陆俟传》：






〔太武帝时〕出为平东将军怀荒镇大将。未期，诸高车莫弗讫（宋本无讫字）讼俟严急，待下无恩，还请前镇将郎孤。世祖诏许之。征俟还京。既至朝见，言于世祖曰：“陛下今以郎孤复镇，以臣愚量，不过周年孤身必败，高车必叛。”高祖疑谓不实，切责之。以公归第。明年诸莫弗果杀郎孤而叛。世祖闻之大惊，即召俟问其知败之意。俟曰：“夫高车上下无礼，无礼之人难为其上。臣所以莅之以威严，节之以宪网。欲渐加训导，使知分限。而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故讼臣无恩，称孤之美。孤获还镇，欣其名誉，必加恩于百姓。讥臣为失，专欲以宽惠治之，仁恕待之。无礼之人易生陵傲。不过期年，无复上下。然后收之以威，则人怀怨怼。怨怼既多，败乱彰矣！”






同书七上《孝文纪》：






延兴元年（471）冬十月丁亥，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太尉陇西王源贺追击至枹罕，灭之，斩首三万余级。……三年（473）十二月壬子，蠕蠕犯边，柔玄镇二部敕勒叛应之。






同书四一《源贺传》：






是岁河西敕勒叛，遣贺率众讨之，降二千余落。……复追统万高平上邽三镇叛敕勒，至于金城。






西北的高平镇（甘肃固原县）似乎尤为敕勒聚居的中心。太平真君时曾发高平敕勒骑，已见上引。太和中抚纳敕勒降人，置之高平镇，因为简选西部敕勒为殿中武士不公平，诸部敕勒悉叛，杀高平假镇将奚陵。
 

【399】



 《魏书》四四《孟威传》：






尤晓北土风俗，历东宫斋帅羽林监。时四镇高车叛投蠕蠕。高祖诏威晓喻祸福，追还逃散，分配为民。后以明解北人之语，敕在著作，以备推访。






羽林多是鲜卑和敕勒，孟威大约兼通鲜卑语与敕勒语，所以任羽林监，并能晓喻高车。所谓“北人”恐怕不专指北镇鲜卑，也包括高车在内。四镇何指史文不详。案《魏书》三八《刁雍传》载雍任薄骨律镇将，上表云：“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或者孟威传的四镇高车就是这四镇么？

西边的统万、高平、上邽以及六镇
 

【400】



 之中从西第一镇的沃野都有敕勒，而六镇最东端的怀荒镇也有高车。那么，是否六镇都有敕勒人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六镇不仅捍御边境，拱卫京畿，而且有镇压少数民族的敕勒的任务。所以不立州郡，而采用这种军管的制度。这里是我们的证据。《魏书》一六《江阳王继传》：






高祖时除使持节安北将军抚冥镇都大将，转都督柔玄、抚冥、怀荒三镇诸军事镇北将军柔玄镇大将。……寻除持节平北将军，镇摄旧都。高车酋帅树者拥部民反叛。诏继都督北讨诸军事。自怀朔以东悉禀继节度。继表：“高车顽党，不识威宪。轻相合集，背役逃归。计其凶戾，事合穷极。若悉追戮，恐遂扰乱。请遣使镇别推检，斩諐首一人，自余加以慰喻，若悔悟从役者即令赴军。”诏从之。于是叛徒往往归顺。






从“怀朔以东悉禀节度”跟“镇别推检”这一类话看来，可知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诸镇皆有高车叛乱。孝文帝之所以派江阳王继，自然也因为他曾经都督柔玄等三镇军事。又《魏书》二一上《广陵王羽传》载“高祖将南讨，遣羽持节安抚六镇。发其突骑，夷人宁悦”。六镇的突骑疑即高车。崔浩曾说“高车号为名骑，非不可臣而畜也”。《魏书》五一《皮豹子传》“诏高平镇将苟莫干率突骑二千以赴之”。当是高平镇的高车，亦即讨盖吴时所发“高平敕勒骑”。《广陵王羽传》的话似乎和江阳王继传冲突，而实不然。大约孝文帝初召高车南讨，他们不乐而逃归。经过江阳王继的慰喻，往往归顺。于是羽得发其突骑，宇文福能领高车羽林断南军归路。而孝文称赞江阳王，说他“足大任也”，当然也是因为他不但平定高车，还发动他们参加南讨了。

北魏六镇的起兵自来以为是鲜卑人对于汉化的一种反动。据上篇第一节所推论，我们知道六镇之起兵主要原因不在反对汉化，乃在于反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现在更进一步，讨论构成所谓“北镇之乱”的分子如何。一般认为北镇起兵的主要分子是未曾汉化的鲜卑人，但从上篇第二节的分析，我们知道北镇军人有四种不同来源。除去鲜卑种人的府户之外，徙居边镇的少数民族也同样地重要。少数民族之中，尤以敕勒为不可忽视。散居北镇的敕勒人数今不可晓，但其势力甚大。据《魏书》一八《广阳王深传》，六镇乱起，东西部敕勒也叛，可知其与鲜卑府户相呼应。上引《孟威传》所谓“明解北人之语”，以及《魏书》六八《甄楷传》五八《杨津传》里的“北人”，我疑心都不仅指鲜卑，而是兼指鲜卑和以敕勒为主的所有聚居北镇的少数民族。《广阳王深》的表文说：“及阿那瓌背恩，纵掠窃奔。命师追之。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便自意轻中国。”所言“边人”如果解作北边的少数民族，不比仅解作鲜卑更为恰当吗？我们再看正光五年（524）以后数年内北镇起兵的人，仔细考察一下他们的种族，更足以证明六镇之乱不只是北镇鲜卑和汉族军人所发动的阶级斗争，并且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与被压迫的鲜卑府户的联合阵线。《魏书》九孝明帝正光五年纪：






三月，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聚众反，杀镇将，号真王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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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北齐书》二七《破六韩常传》：






匈奴单于之裔也。……世领部落，其父孔雀世袭酋长。孔雀少骁勇。时宗人拔陵为乱，以孔雀为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一万人降于尔朱荣。






可知发动六镇的大乱，第一个揭竿而起的北人并非鲜卑，乃是少数民族中的匈奴。从“世领部落”“部下一万人”等话看起来，他们在北边也有相当实力，不过别无可考耳。正光五年《纪》又载：






夏四月高平酋长胡琛反，自称高平王。攻镇以应拔陵。别将卢祖迁击破之，琛北遁。






《北史》四八《尔朱天光传》：






初高平镇城人赫连贵恩等为逆，共推敕勒酋长胡琛为主，号高平王。






再参照上文所说高平镇为敕勒聚居中心，《北史》胡琛为敕勒酋长的话当有根据。《魏书》九《孝明纪》孝昌三年及《北齐书》二三《魏兰根传》皆有“高平虏贼逼岐州”之文，称胡琛为虏贼，也是一证。这样，北镇第二个起兵的首领又是鲜卑以外的少数民族了。高欢利用北人达到他的目的，所谓“三州六镇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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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州流民”、以及地形志所载永安（528—529）以后恒、朔、云、蔚、显、廓、武、西夏、宁、灵等十州所出的“禁旅”，都是包括鲜卑和以敕勒为主的若干少数民族。《北齐书》二四《孙搴传》载东魏兴和（539—542）初高澄入邺辅政，孙搴建议“大括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为军士”，所获甚众。这里所说括出的军士，从地望看来，当然也是鲜卑敕勒等。《北齐书》二《神武纪》下记高欢临死嘱咐高澄的话，说“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库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终不负汝”。首先举出一个鲜卑大将一个敕勒大将，莫非象征着高氏政权所倚赖的武力主要就是鲜卑和敕勒么？

《魏书》七三《崔延伯传》：






于时（525）万俟丑奴宿勤明达等寇掠泾州。……延伯军遂大败，死伤者将有二万。






又七五《尔朱天光传》：






建义元年（528）夏万俟丑奴僭大号，朝廷忧之。






又五九《萧宝夤传》：






仍进讨高平贼帅万俟丑奴于安定。……永安三年（530）都督尔朱天光遣贺拔岳等破丑奴于安定。追擒丑奴、宝夤，并送京师。






万俟丑奴是胡琛的部将，也是当时西北边镇重要起义者之一。他的民族来源我们可以从《北齐书》二七《万俟普拨传》看出来：






万俟普字普拨，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别种也。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韩拔陵构逆，授普太尉，率部下降魏。……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来奔。






可知万俟丑奴一定也是匈奴别种，领有部落，与敕勒族的胡琛同是少数民族。《魏书》九孝明帝正光五年纪又载：






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太提据城反，自称秦王。杀刺史李彦，诏雍州刺史元志讨之。南秦州城人孙掩、张长命、韩祖香据城反，杀刺史崔游以应太提。太提遣城人卜朝袭克高平，杀镇将赫连略行台高元荣。太提寻死，子念生代立，僭称天子。号年天建，置立百官。……八月甲午，元志大败于陇东，退守岐州。……十有一月戊申，莫折天生攻陷岐州。执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十二月〕莫折念生遣兵攻凉州。城人赵天安复执刺史以应之。






秦州与南秦州原是氐人聚居之处，而莫折父子则是羌人。《梁书》三九《羊侃传》：“时秦州羌有莫遮念生者，据州反称帝。”《元和姓纂》十九铎莫折条云：“本羌姓，代居渭州襄城县”，可以为证。莫折莫遮之外又可作莫者。《姓纂》有莫者氏，引西秦莫者羖羝莫者幼春莫者阿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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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羌人也曾参加北魏末年的反抗运动。《魏书》九《孝明帝纪》：






孝昌元年（525）秋八月柔玄镇人杜洛周率众反于上谷，号年真王。攻没郡县，南围燕州。……二年（526）正月都督元谭次于军都，为洛周所败。……四月丁未都督李琚次于蓟城之北，又为洛周所败。琚战殁。……十有一月戊戌，杜洛周攻陷幽州，执刺史王延年及行台常景。……武泰元年（528）正月乙丑定州为杜洛周所陷，执刺史杨津。瀛州刺史元宁以城降于洛周。……二月，杜洛周为葛荣所并。






杜洛周之起兵，高欢、蔡
 、尉景、段荣、彭乐等都依附他。北镇反抗的这些支军队中，以他最为向南深入，对北魏统治者的威胁也最大。这一部分人由杜洛周展转隶属葛荣和尔朱氏，最后服属于高欢，帮助他取得了政权。杜洛周的种姓来源北朝史籍不详。但《梁书》五六《侯景传》云：






魏孝昌元年有怀朔镇兵鲜于修礼于定州作乱，攻没郡县。又有柔玄镇兵吐斤洛周率其党与复寇幽冀，与修礼相合，众十余万。后修礼见杀，部下溃散，怀朔镇将葛荣因收集之，攻杀吐斤洛周，尽有其众，谓之葛贼。






吐斤氏官氏志所不载。洛周并非汉名，想也是北镇少数民族。《魏书》三八《王慧龙传附子宝兴传》：






卢遐后妻宝兴从母也。缘坐〔崔浩之狱〕没官。……卢遐妻时官赐度河镇高车滑骨。宝兴尽卖货产，自出塞赎之以归。






案度河镇未详。北史作度斤，与吐斤音近。也许是塞外高车所在的地方，吐斤洛周即是度斤地方的高车人，以地名为氏么？

总括上文所论，知道正光孝昌间北镇起兵的原因，一方面是府户的不满，一方面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之起而反抗。破六韩拔陵、胡琛、万俟丑奴、莫折太提、吐斤洛周等便是他们的代表。当时辛雄上疏已经看出来：“夷夏之民相将为乱，岂有余憾哉？盖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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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欢以“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之类的话，很容易地加强并扩大四种不同来源的北镇人的联合，利用他们的战斗力，完成自己夺取统治权的目的了。


（二）四种胡


北朝境内有四种称为胡的少数民族，就是山胡（即稽胡）、卢水胡、契胡、焉耆胡。现在把他们综括在一节里来讨论。山胡也简称为胡，就是魏太武帝给臧质信中所谓“并州贼”的胡人。他们主要根据地一直是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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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以西河、离石、吐京、五城、正平、平阳诸地为多。《周书》四九《稽胡传》说：“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三一《韦孝宽传》说：“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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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北魏初期到北齐北周末年，二百年中山胡的军事活动史不绝书。最早的如天兴元年（398）“离石胡帅呼延铁西河胡帅张崇等聚党数千人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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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较大的如永兴五年（413）“西河胡曹龙张大头等各领部拥众二万人来入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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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常元年（416）“饥胡刘虎等聚党反叛。……〔叔孙建〕督〔公孙〕表等以讨虎，斩首万余级。余众奔走，投沁而死，水为不流。虏其众十万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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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严重的一次要算刘蠡升。《周书》四九《稽胡传》：






魏孝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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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刘蠡升者居云阳谷，自称天子。立年号，署百官。属魏氏政乱，力不能讨。蠡升遂分遣部众，抄掠居民。汾晋之间略无宁岁。






当时并有“胡荒”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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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东魏天平二年（535）才被高欢击破。《魏书》一二《孝静纪》说获得“逋逃之人二万余户”。《北齐书·神武纪》说“胡魏五万户”。到武定二年（544）高欢高澄父子又“讨山胡，俘获一万余户，分配诸州”。
 

【412】



 北齐天保五年（554）高洋讨山胡，“大破之，斩首数万，获杂畜十余万，遂平石楼。石楼绝险，自魏世所不能至。于是远近山胡莫不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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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远近山胡者，大约远到并州北部刘蠡升根据地的云阳谷（今山西左云县），近则离石石楼一带。《周书》一九《杨忠传》“银夏之间生胡扰动”，《稽胡传》也载丹州绥州银州诸胡事。可知更往西北在现在陕西横山米脂一带也有山胡了。

北魏统治者对于山胡的办法，有一方面与对敕勒大致相同，就是征发为兵。除上引太武帝的信以外，还有几段资料。《魏书》二八《刘洁传》：






〔太武时〕于三城胡部中简兵六千，将以戍姑臧。胡不从命，千余人叛走。洁与〔建宁王〕崇击诛之，虏男女数千人。






又五○《尉元传》：






〔孝文时〕元表曰：……今计彼（彭城）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镇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将呼延笼达因于负罪，便尔叛乱。鸠引胡类，一时扇动。……又团城子都将胡人王敕勤负衅南叛，每惧奸图，狡诱同党。






另外一方面，又有和敕勒不同的地方。敕勒得别为部落，而山胡则“分统郡县，列于编户”。只是“轻其徭赋，有异齐民”。而“山谷深险者又未尽役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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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们大部分列于编户，有山胡的地方也曾设镇。现在所知道为镇压山胡而设的镇有三处。据《魏书·地形志》和二七《穆罴传》，延和三年（434）立吐京镇，太和十二年（488）置州，治蒲子城。吐京山胡甚多，史文具在，不烦细引。离石是山胡聚集所在。《元和郡县志》一四石州条：“石勒时改为永石郡。后魏明〔元〕帝改为离石镇。”《水经·文水注》：“径六壁城（今山西孝义县）南。魏朝旧置六壁〔镇〕于其下，防离石诸胡，因为大镇。太和中罢镇。”统治阶级对于山胡的压迫剥削不甚可考。虽说“轻其徭赋”，但从对丁零敕勒等例子看来，未尽可信。《北史》七《齐文宣纪》载天保五年之平石楼，山胡“男子十二以上皆斩，女子及幼弱以赏军士”。《隋书》五五《侯莫陈颖传》载北周时诏稽胡“敢有压匿良人者诛，籍没其妻子”。亦足以见北朝统治者态度之一斑了。

关于山胡种姓来源，《周书·稽胡传》说：






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后。






《通典》一九七《边防典》一三稽胡条全用此文，只在匈奴上加了“晋时”二字。山戎赤狄之说自不可信。《魏书》一《序纪》称“匈奴别种刘渊”，但《魏书》九五《匈奴刘聪传》和《晋书》一○一《刘元海载记》都明说刘氏是“冒顿之后”，《序纪》“别种”之说本不妥当。杜君卿加了“晋时”二字，便把“匈奴别种刘元海”连成一气了。《周书》原是“匈奴别种”为一句，“刘元海”云云另是一句。把两种冲突的说法混为一谈，以求妥协。而两个说法之中，我觉得“匈奴别种”比“刘元海五部之苗裔”较为近于事实。山胡聚集的西河离石地方虽是刘渊最初建都所在，细看《周书·稽胡传》所载生活风习，与刘渊等情形颇不相符。据《晋书·载记》，不但五部帅的刘氏汉化甚深，文化水平甚高，就连部民如陈元达乔智明等也与汉人文化程度相去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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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五部苗裔的山胡反而“蹲踞无礼，贪而忍害，俗好淫秽”。似不甚可信。《稽胡传》又说：“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蜃贝非西河离石一带地方的产物，自是这种民族未迁到并州以前的习俗的遗留。但漠北匈奴也没有以蜃贝为饰这种风习的可能。所以《周书》“五部苗裔”之说恐怕不确。

别种犹言别部，大都是指有隶属关系而种族不相同的部落。我疑心山胡或稽胡原是服属于匈奴的西域胡人。前汉匈奴盛时西方役属大宛康居等西域诸国。后汉顺帝时左部句龙王车纽立为单于，曾东引乌桓，西收羌戎及诸胡等数万人寇掠幽并凉冀等州。可见匈奴中定有不少附属的西域胡人部落。《晋书·匈奴传》载太康五年（284）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七年（286）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所谓“匈奴胡”，当指原来服属于匈奴的西域胡人。本非匈奴，所以下面赘以胡字。《魏志》三○注引《魏略》：






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抄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其种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颇有羌杂处。由本匈奴亡奴婢故也。






《晋书》一○三《刘曜载记》中曜称石勒大胡，当即匈奴所奴役的大胡，是种族名。《魏书》一《序纪》：






穆帝〔猗卢〕七年（314）会石勒擒王浚。国有匈奴杂胡万余家，多勒种类。闻勒破幽州，乃谋为乱，欲以应勒，发觉伏诛。






羯胡石氏种姓为西域胡人，（参看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谭其骧先生《羯考》，载杭州《东南日报》历史与传记副刊第一期。）匈奴杂胡正是匈奴胡的具称。换言之，亦即匈奴别种。《梁书》五四《滑国传》称：“白题国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盖匈奴之别种胡也。”也是这一类。这时猗卢刚刚城盛乐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这些杂胡可能是在并州，也可能更在北边。因为《序纪》记昭帝禄官元年（295）事说：“是岁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这里的杂胡就是上文的匈奴杂胡。知道二九五年前后他们曾居留并州。《晋书·匈奴传》载郭钦上疏，《通鉴》系于太康元年（280），有“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诸语，也是指此种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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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勒是上党武乡人，地望恰合。并州刺史司马腾执卖诸胡，和猗卢还并州杂胡的话也相符会。并州杂胡未必全部北徙，山胡便是留下而又繁殖起来的。北徙的部分直到六世纪初叶也还存在。《魏书》四下《太武纪》：






太平真君八年（447）春正月吐京胡阻险为盗。诏征东将军武昌王提、征南将军淮南王他讨之，不下。山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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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仆浑等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诸胡。提等引军讨仆浑。二月己卯高凉王那等自安定讨平朔方胡。因与提等合军共攻仆浑斩之，其众赴险死者以万数。






又四一《源子雍传》：






迁夏州刺史。时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首为反乱，所在蜂起。统万逆胡与相应接。……遂自率羸弱向东夏运粮。……为朔方胡帅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见执。






因为并州的山胡和朔方的杂胡同出一源，种姓不异，所以吐京山胡招引朔方诸胡了。

再从山胡的姓氏来看，也可以窥见其中消息一二。西河胡酋有曹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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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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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城胡酋有曹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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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汾州胡有曹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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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仆浑曹阿各拔已见上引。西河胡有白亚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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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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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州稽胡有白郁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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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高宗时绥州有步落稽白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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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国是昭武九姓国家之一，白是龟兹国姓。胡酋之中这两姓特多，岂非告诉我们可能是来自西域吗？《魏书》二七《穆罴传》载：“山胡刘什婆寇掠郡县。”什婆当是Jiva，疑从西域语言中之梵字来。《魏书·源子雍传》有贼帅康维摩，或亦与西域康国有关。并州山胡颇有信奉佛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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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与羯胡石氏之虽然凶暴而笃信三宝互相比观。

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即山胡如非匈奴五部之后，何以姓刘的特别多？刘蠡升之外有刘虎、刘平伏、刘遮、刘退孤、刘云等。离石胡帅又有呼延铁，银州绥州稽胡帅有数人姓乔，也都是匈奴著姓，如何解释呢？我以为山胡酋帅之姓刘跟刘渊之冒姓刘氏理由相同。匈奴杂胡在匈奴中地位大约和赀虏相差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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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居并州后，又有被掠卖为奴的事情，也足证明汉族统治者对他们的看法。这些山胡曾役属于五部，又袭居五部故地。所以在五部灭亡以后，还想冒五部酋帅的刘姓，来提高自己的地位。相沿成风，于是山胡酋长多称刘氏。其称呼延氏或乔氏，当亦出于同样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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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胡虽非五部苗裔，但与五部不无关系，还可以从下面的材料看出来。《晋书》一○一《刘元海载记》：






惠帝失驭，寇盗蜂起。元海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窃议曰：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于是密共推元海为大单于。……〔元海〕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






《通鉴》八五晋惠帝永兴元年（304）纪载此事，“降同编户”以下有这样一段：“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首就役，奄过百年。”这几句话不见于《载记》和汤辑《十六国春秋》。我猜想是崔鸿的原文，唐修《晋书》省略，而司马温公时还未亡佚，所以录入《通鉴》。《晋书》五六《江统传》载他的《徙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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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五部之众户至数万”。时代相去不远，而估计数目比刘宣自己所说为高，或是江统夸张之词。如果五部之众不过二万左右，再加以刘曜亡时石虎“执将相诸王卿校公侯已下三千余人皆杀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当作部）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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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免者自然有限，所以山胡为刘渊五部苗裔之说实难相信。《载记》“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通鉴》作“招集五部及杂胡”。改“宜阳诸胡”为“杂胡”，自必有据。可见刘渊之起兵单靠匈奴不够，还得联结杂胡。宜阳当今河南西北邻近山西的宜阳县，与并州山胡地望相去亦不远。或者山胡即宜阳杂胡之类的苗裔，因与刘渊有此一段关系，遂被误认为五部苗裔么？

第二种被称为胡的是卢水胡。后汉初年已经见于记载。《后汉书》五三《窦固传》：






明年（73）固与〔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又太仆祭彤、度辽将军吴棠将河东、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单于兵万一千骑出高阙塞。






所谓“西河羌胡”的胡当即后来西河离石的山胡之类。关于卢水胡，章怀注云：






按湟水东经临羌县故城北。又东，卢溪水注之。水出西南卢川，即其地也。






实本于《水经注·河水篇》湟水条。董祐诚以为卢溪水“当在今西宁县西边外接青海”。卢溪水所出的卢川大致在现在青海东南西宁西南地方，这就是现在能考见的卢水胡最早的所在地。从卢水胡的根据地看来，他们大约也和西域月氏胡有关系。《水经注》在湟水过卑禾羌海（即青海）之后，经临羌县故城以前，记“湟水东流，径湟中城北”。注云：“故小月氏之地也。《十三州志》曰：西平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通鉴》六七建安十九年纪胡注：“夹湟两岸之地通谓之湟中。”《后汉书》一一七《西羌传》记湟中月氏胡云：






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






湟水南北岸的湟中是月氏来居之地，而卢川则在湟水稍南，地域相去甚近。所谓卢水胡者，莫非也是月氏胡的支派么？后汉时张掖酒泉一带有卢水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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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书》一二九《沮渠氏载记》称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临松山在张掖。正是大月氏旧居之地，不也暗示二者间的关系么？

北魏境内的卢水胡似皆集中杏城（今陕西中部县）。《魏书》二《道武纪》载天兴元年（398）“杏城卢水匈奴”率种内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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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书》三○《尉拨传》：“〔文成帝时〕出为杏城镇将，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卢水胡八百余落尽附为民。”又肆下《太武纪》：






太平真君六年（445）三月酒泉公郝温反于杏城，杀守将王幡。县吏盖鲜率宗族讨温，温弃城走，自杀。家属伏诛。……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冬十月戊子长安镇副将元纥率众讨之。为吴所杀，吴党遂盛。……盖吴遣其部落帅白广平西掠新平安定，诸夷酋皆聚众应之。……吴又遣兵西掠至长安。……七年二月北道诸军乙拔等大破盖吴于杏城，吴弃马遁走。……五月盖吴复聚杏城。自号秦地王，假署山民，众旅复振。……八月盖吴为其下人所杀，传首京师。






又四三《唐玄达传》：






显祖时……杏城民盖平定聚众为逆。……诏玄达讨平之。






大约杏城的郝氏盖氏都是卢水胡。据《魏书》四五郝温为杏城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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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少数民族的酋帅来统治他的种人。《南齐书》五七《魏虏传》：“佛狸讨羯胡于长安。”径称盖吴为羯，可见南朝人以为卢水胡即与羯胡同族。盖吴部落帅又有白广平，为龟兹国姓。这两点也帮助我们对卢水胡种姓的解释。

第三是契胡，主要事迹见《魏书》七四、七五《尔朱氏列传》。尔朱氏的变乱在北魏末政治上社会上军事上都有很大影响，世所习知，不必细说。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契胡地位最高，世为领民酋长。迁洛以后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待遇与鲜卑人相差不远，高欢并以“国人”称契胡。
 

【434】



 契胡的人数似乎不多。《魏书》四四《费穆传》载穆说尔朱荣曰“公士马不出万人”，可以推测出他部落人数的大略。除去尔朱氏一家之外，北朝史书里不见有其他契胡踪迹。《北齐书》一《神武纪》载高欢攻尔朱氏党羽相州刺史刘诞。《北史》二二《李元忠传》载元忠跟高祖说：“刘诞黠胡，或当乖拒。”疑是契胡类种。

关于契胡的所在地，《魏书》七四《尔朱荣传》载：






北秀容人也。其先居于尔朱川，因为氏焉。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定中山。论功拜散骑常侍。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国，给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刬内，差近京师。岂以沃瘠更迁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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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一永宁寺条说尔朱荣：






北地秀容人也。世为第一领民酋长博陵郡公。






《伽蓝记》两句之中便有两个错误。据本传博陵郡公是尔朱荣破斛律洛阳和费也头牧子后所进之爵，并非荣以前世封。秦汉的北地郡都在今甘肃和宁夏境内，北魏根本没有北地郡。据《地形志》肆州有秀容郡，所属有秀容县。所以“北地秀容人”的地字当是衍文，《伽蓝记》又载徐纥说“尔朱马邑小胡”，恐是泛指。至于尔朱氏所居秀容川，《太平寰宇记》五一河东道朔州鄯阳县条云：






故武郡城。《冀州图》云，梁郡城在鄯阳北二十里，即尔朱荣故居。秀容川，按川东北接恒州，南接泗州，西限大河，北接朔州。东西六百里，南北四百余里。






梁郡城当今山西朔县西北。而秀容郡秀容县则相当于山西忻县，在朔县之南。把尔朱氏所居地和秀容郡的秀容县分开，顾氏《读史方舆纪要》四○亦从其说。验之当时记载，似不相合。《地形志》秀容县下注云：“有秀容城。”《魏书》二四《燕凤传》：






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






案云中水在忻县北七十里。《寰宇记》四二河东道忻州秀容县条称：“县有四芦川水，今名云中水。”四芦当即肆芦。秀容郡有肆卢县，秀容县又有肆卢城。地望相当。宜于马牧也和《魏书》荣传“畜牧蕃息，自是之后日觉滋盛。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云云相合。《北齐书》四○《白建传》：






除大丞相骑兵参军。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细马，合数万疋。在五台山北栢谷中避贼。






也是忻县养马之证。可见尔朱氏所居秀容当在今忻县，不在朔县。朔县北魏时大约属于朔州的神武郡或太平郡，不属肆州。而尔朱荣祖父代勤跟尔朱文畅、尔朱智虎、尔朱天光都曾为肆州刺史。尔朱荣将讨葛荣留天光在肆州，“镇其根本”。都足见尔朱氏与肆州之关系。尔朱世隆曾任肆州大中正，尤足证其郡望所在为今忻县之肆州，非今朔县之朔州也。《水经注》汾水条“又南迳秀容城东”，子注云：






《魏土地记》曰：秀容胡人徙居之，立秀容护军治。东去汾水六十里。






据《元和郡县志》一四，秀容故城在岚州宜芳县南，当今之岚县。护军之制是不立郡县，实行军管，与镇戍制度相近。西晋以来已有此制，北魏早期也曾实行。秀容之立护军当是为镇压胡人，而《魏土地记》“秀容胡人”连文，似乎秀容即是胡人之名。岚县在忻县之西，秀容胡人想也是契胡之类了。《元和志》在宜芳县秀容故城之下载刘元海感神而生，姿容秀美，因以为名云云，望文生义，自不可信。

关于契胡种族，陈寅恪先生以为即是羯胡。《高僧传》里所谓“瑞应四十二契”“梵呗三契”的“契”都是偈字的另一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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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可以对偈，当然也可以对羯。时人称魏收替尔朱氏作家传，不用羯而用契字，也许即其一例。《洛阳伽蓝记》永宁寺条载北海王显与魏庄帝书有“共叙哀辛同讨凶羯”语，“凶羯”指尔朱荣。《北齐书》二一《封隆之传》记高欢的话，也有“与诸君剪除凶羯”语，指尔朱兆。羯字通常既非泛指胡人，当是指羯种而言了。《晋书》一二二《吕光载记》：“光攻城既急，〔龟兹王〕帛纯乃倾国财宝请救狯胡。狯胡弟呐龙侯将馗率骑二十余万，并引温宿尉须等国王，合七十余万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矟。”又九七《焉耆传》记其王龙安“夫人狯胡之女”。晋宋之间属于广韵去声泰废等韵字与入声月黠屑薛一类韵尚未划然分用，泰韵的狯和月韵的羯又双声，狯胡可能也是羯胡的另一写法，犹之赫连屈孑（薛韵）亦作屈正（泰韵）也。（此点承周祖谟先生指示，合志感谢。）

第四是焉耆胡。魏书三○《车伊洛传》：






焉耆胡也。世为东（疑当作西）境部落帅。……延和中授伊洛平西将军，封前部王。……伊洛又率部众二千余人伐高昌，讨破焉耆东关七城。……〔为沮渠安周所破〕收集遗散一千余家，归焉耆镇。……正平元年（451）伊洛令〔子〕歇将弟波利等十余人赴都。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师。






车氏也是北魏境内的西域胡人。《魏书》一○一《高昌传》：






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汉之前部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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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前部胡人悉为高车所徙，入于焉耆。






车伊洛大约即是徙于焉耆的车师前部人。所以虽名焉耆胡，而封为前部王。四种胡中，焉耆胡的人数大概最少。但除车伊洛以外，焉耆胡的聚落也不无可考。《八琼室金石补正》一六收西魏王慎宗等造四面象记云：






大魏大统元年（535）岁在乙卯四月丁丑……佛弟子（以下人名上皆有佛弟子字样，今皆略去。）王慎宗……车枕洛……车永……车虎仁……车杴柟……车天寿……车元兴……车太平……车洛。……






车姓诸人名中两个都带洛字，疑即车伊洛之类。可知六世纪初，西魏境内尚有焉耆胡人的聚落存在了。《魏书》七七《羊深传》有北地人车金雀，疑亦焉耆胡的车氏。

综括本节所推论，北朝境内以胡称的四种少数民族——即山胡卢水胡契胡焉耆胡，除最后一种明见史文以外，其他三种也都与中亚胡人有关。他们在当时的地位，则依照他们武力强弱或文化高下，而各不相同。大致北朝统治者对后二者比较优待，对前二者采取更高压的手段。


（三）羌


其他少数民族有羌氐蛮巴僚等，现在依次讨论。羌人为后汉时西方最大势力，西晋以后入居中国，南安赤亭羌之姚氏并且在长安建国。四一七年后秦为刘裕所灭后，姚泓部下很多投奔北魏。而其他非姚氏直系的羌人部落，如冯翊羌酋党道子，河西羌酋不蒙娥，杏城羌酋狄温子等，都在泰常四五年间（419—420）降附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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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境内羌人聚集最多的有几个地方。一是秦州，州治在上封城（今甘肃天水）。莫折太提是秦州人。孝文时秦州羌吕苟儿聚众反，见《魏书》五八《杨椿传》。又《魏书》八《宣武纪》：






永平三年（510）二月癸亥秦州陇西西羌杀镇将赵
 
 ，阻兵反叛。州军讨平之。






案《元和郡县志》三九秦州上邽县条：






后魏以避道武讳，改曰上邽（当作封）。废县为镇。






所谓镇即上封镇。《魏书》四一《源贺传》明言“统万高平上邽（亦当作封）三镇”。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一以为“各书无立镇之说，恐《元和志》之说未足为据”。实未详考。上邽之立镇自然与镇压羌人有关了。另一是泾州。《魏书》四七《卢渊传》：






是时（太和十七年前后）泾州羌叛，残破城邑。渊以步骑六千众号三万，徐行而进。未经三旬贼众逃散。降者数万口。






《地形志》泾州治临泾城，属安定郡，今甘肃泾川县。《魏书》四上《太武纪》：






神
 
 三年（430）遂取安定。……留巴东公延普等镇安定。……延和二年（433）二月征西将军金崖与安定镇将延普及泾州刺史狄子玉争权构隙，举兵攻普，不克。……诏散骑常侍平西将军安定镇将陆俟讨获之。






又四○《陆俟传》：






平凉、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复转为使持节散骑平西将军安定镇大将。






安定镇之设立当然是为镇压泾州的羌人。第三是河州。《地形志》河州下云：“有伏乾（阙二字）真君六年置镇，后改治抱至。”抱至当作枹罕。《元和郡县志》三九河州条称：“后魏平定秦陇西〔？〕，改置枹罕镇。孝文太和十六年改镇复为河州”（当今甘肃临夏县）。《魏书》七上太和四年（480）《纪》载：“洮阳羌叛，枹罕镇将讨平之。”这就是枹罕设镇的功用了。《魏书》七○《刘藻传》：






时北地诸羌数万家，恃险作乱，前后牧守不能制。奸暴之徒并无名实，朝廷患之。以藻为北地太守。藻推诚布信，诸羌咸来归附。






又七一《裴叔业传附柳僧习传》也载“迁北地太守，氐羌爱悦”。知道北地郡也是羌人群居所在。还有一个羌人的中心是华州的李润镇（陕西大荔县）。《魏书》一九下《安定王燮传》：






世宗初……除征虏将军华州刺史。燮表曰：谨惟州治李润堡虽是少梁旧地，晋芮锡壤。然胡夷内附，遂为戎落。城非旧邑先代之名，爰自国初护羌小戍。及改镇立郡，依岳立州。因藉仓府，未刊名实。






又九四《王遇传》：






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后改氏钳耳，世宗时复改为王焉。自晋世以来，恒为渠长。






上述秦州、泾州、河州等地，后汉时已是羌人出没之处，苻氏姚氏以来更是羌人的地盘。羌人所树立的政权虽然倒了，这几州的人口恐怕羌族仍占多数。李润镇虽是小地方，在羌人姚氏立国的时期，却是军事重镇之一。《晋书》一一六《姚苌载记》：






雷恶地……攻镇东姚汉得于李润。……苌曰：……恶地多智，非常人也。……若得杏城李润，恶地据之，控制远近，相为羽翼，长安东北非复吾有。






又云：






苌大败〔苻〕登于安定东。……苌寝疾，遣姚硕德镇李润，尹纬守长安，召其太子兴诣行营。






又一一九《姚泓载记》：






初〔姚〕兴徙李闺羌三千家于安定。寻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还。






可见姚苌时代李润之重要不下于长安，居留的羌人也很多。魏安定王燮表文中说华州州治所在“居冈饮涧，井谷秽杂。升降劬劳，往还数里”。很显然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军事要塞。足与姚苌的话相印证。羌人屯聚之多，到魏初犹尔。太平真君七年（446）魏太武征盖吴回来，“分军诛李闺叛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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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立镇者，也为的是“护羌”。后来羌人势力逐渐消灭，不再需要军队来镇压，于是改为华州。既失去军事意义，自然感觉作州治不相宜，因而安定王燮要求改治“井浅池平，樵牧饶广”的冯翊了。

北魏军队中有羌人氐人，见《魏太武与臧质书》。王遇原姓钳耳，羌中强族，世为渠长。但在北魏政治上并未占什么地位。只是以阉人身份受宠于文明太后而已。这几个羌中豪族，在北朝进仕的情形，从姓氏书里约略能窥见一二。《元和姓纂》五箝耳氏下云：






西羌人。……《姓氏英贤谱》：本胡姓。天监初有箝耳期凌自河南归化。父同，祖光，并仕魏为三品也。冯翊后魏冯翊太守箝耳静。孙康买，周御伯大夫，聘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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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文举，周宁州刺史。……文举弟文固，生愉，驾部员外。后魏伏波将军箝耳进，进生通，同，周南兖州刺史。……后魏又有华山太守箝耳德。曾孙文衡，河州刺史。






《古今姓氏书辨证》二○又云：






隋恒山郡九门县令箝耳君清德之颂云：君名文彻，华阴朝邑人。……世为君长，因以地为姓。曾祖静，仕魏为冯翊太守。祖郎，成集二州刺史。父康，周荆安宁邓四州总管别驾，安陆龙门二郡守。






关于党氏，《元和姓纂》七云：






本出西羌。……又〔姚秦〕吴平男党娥，子孙居同州。冯翊后魏宁州刺史北地公党弘。……并同州人。华阴姚秦羽林监党成，后徙华阴。






西魏北周因为地域关系，统治者似乎颇用羌人为将帅。如《周书》四四《任果传》：






南安人也。世为方隅豪族。……魏废帝元年（552）率所部来附。太祖嘉其远至，待以优礼。……太祖以益州未下，复令果乘传归南安，率乡兵二千人从〔尉迟〕迥征蜀。……以其方隅首望，早立忠节，乃进爵安乐郡公，赐以铁券，听世相传袭。






南安（今甘肃陇西县）原是羌人所住的地方，任果当即羌中豪族。后秦有任谦任兰，疑亦一族。再从其他方面的材料，也能指出若干痕迹。《八琼室金石补正》二三收北周强独乐文帝庙造像碑云：






大周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军都县开国伯强独乐为文王建立佛道二尊像。……乐等与大都督夫蒙
 
 ……等出自布素，蒙王采拔。解褐入朝，位登三司。






上引《王遇传》说不蒙为羌中强族，《元和姓纂》一○不蒙氏条也称“西羌人”。《姓纂》二又有夫蒙氏，岑氏《四校记》页二三○据《通鉴》二一五胡注补为“本西羌姓。后秦有建威将军夫蒙羌。今蒲同二州多此姓”。夫不两字照高本汉所构拟之切韵音甚相近，当即一姓。唐有夫蒙灵詧，亦是不蒙。宇文泰擢用羌人夫蒙
 之为大都督亦其一例。

《金石萃编》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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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周保定四年（564）立圣母寺四面像碑，所载立碑者一百二十一人中，姓钳耳者二人，姓弥姐者二人，姓姚者二人，姓荔非者三人，姓同
 者三人，姓罕
 者六人，姓党者七人，姓屈男者九人，姓昨和者十九人，姓雷者二十七人。钳耳氏和党氏是羌人毫无问题。上引《魏书·王遇传》说雷氏是羌中豪族。《晋书》一一二《苻生载记》称雷弱儿为南安羌酋。姓姚者可能是后秦姚氏之苗裔。其他诸姓也大都可以证明其为羌族。《晋书》一一七《姚兴载记》称辅国弥姐高地“诸部之豪”。一二五《乞伏炽槃载记》有南羌弥姐康薄。姚苌部下有弥姐婆触。皆足证其为羌姓。《元和姓纂》八荔菲氏下称“西羌种类也”。《姓纂》三有遆氏，下云：“音蹄。今同州澄城县多此姓。”岑氏《四校记》页二六一疑此条原是同遆（蹄）氏之文，其说甚是。《古今姓氏书辨证》二有同蹄氏，称“本西羌人”，并引《唐书·孝友传》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寿事。同蹄当即同
 。罕
 氏《萃编》作南井，《补正》辨王氏错误，以为当作罕井，其实还未达一间。南北朝石刻书体随意，王陆两家认为井字的，原是
 字。《汉书·地理志》天水郡有罕
 县。注：“应劭云音羌肩反。师古曰，本破罕并之羌，处其人于此，因以名云。”《水经·河水篇》漓水条：“水出罕
 西，东南流径罕并南，注之。”子注：“《十三州志》曰，广大阪在枹
 西北，罕
 在焉。”足证字当作
 。罕
 羌人部落之名，因以为氏。《后汉书·西羌传》载罕种羌千余寇北地，或者便是罕
 羌的省称么？《姓氏书辨证》二五罕幵氏下注云“虏姓”，似欠正确。广韵入声八物屈字下云：“又羌复姓有屈男氏。”《姓纂》一○有屋南，云“代北复姓”。又有屈南，云：“屈原裔孙仕后魏。魏重复姓，以自南来，乃加南字。或作屈男。”文有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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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氏书辨证》三七只引《姓纂》。两书解释屈南二字皆甚牵强，似不如广韵之明确。昨和氏见于宋代邵思《姓解》一，注云出《后魏书》。《通志》二九《氏族略》五关西复姓有昨和氏。而郑樵所举关西复姓皆属羌姓。再从他们与这许多羌人共同立碑看来，如推断昨和氏也是羌人，大约不中亦不远吧。一百二十一人中，有七十九个羌族人，即羌人占三分之二，足以见北周境内若干地方羌人人口之多。碑中羌人历官可考者，有“罕
 明孙肆安县令”，“旷野将军殿中司马屈男神□”，“横野将军员外司马同
 永”，“威烈将军荔非道庆”，“蒲城县法曹府昨和畅”，“旷野将军殿中司马雷荣显”，“白水郡五官雷洪达，辅国将军中散别将同
 永孙”等八人，都是武职或卑官。但从立像的关系来看，羌人为“南面中堪像主”者一人，“檀越主”二人，“大像主”一人，“左葙斋主”一人，“右葙化主”一人，“右葙香大主”一人，“弥勒像主”一人，“弥勒开明主”一人，“无量寿像主”一人。檀越即施主。其他各主也都指捐款造像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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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推知羌种人的经济状况了。

《金石萃编》三六又有周保定四年（564）同
 氏造像记。残泐甚多，但可辨认者有姓同
 的八十余人。《金石补正》二三有周天和元年（566）昨和拔祖等一百廿八人造像记。记文称一百廿八人，实数所载姓名，只八十七人，盖未全载。计姓昨和者五十八人，姓罕
 者六人，姓荔非者五人，姓雷者二人，姓屈男者一人。从造像关系看来，有“左相侍幢昨和伏子”，“南面化主昨和洪智”，“南面光明主昨和丁亮”，“右相侍幢昨和伯龙”，“南面香火主荔棐子和”，“南面斋主虎贲给事中散大夫昨和富进”，“当阳像主昨和丑奴”，“都化主□□将军□右员外□中侍都督罕
 举”，“仏堂主昨和真庆”。官位可考的只有昨和富进和罕
 举二人，也是武职或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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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氐蛮巴僚蜀


《魏书》一○一（后人所补）《氐传》称氐人汉以来“自
 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但在北朝大抵集中于南秦州（治仇池，今甘肃成县）和东益州（治武兴，今陕西略阳县）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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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氐种部落的历次起兵详见《魏书·氐传》与《周书》四九《氐传》，兹不备论。北朝统治阶级对待氐人也是采取用军镇来镇压的办法。《地形志》南秦州下注云：






真君七年（446）置仇池镇，太和十二年（488）为渠州。






《魏书》五一《皮喜传》称：“仇池国之要藩，防守事宜尤须完实。从前以来骆谷置镇。是以奸贼息
 
 之心，边城无危败之祸。”可以参看。据《魏书》一○一《傅竖眼传》《周书·氐传》，宣武帝时破灭氐杨氏，立武兴镇，后改为东益州。《元和郡县志》三九武州下云：






后（此下当补魏字）平仇池，于仙陵山东置武都镇。宣武帝于镇城复置武都郡（今甘肃武都县）。






又二凤翔府下云：






后魏太武于今州理东五里筑雍城镇，〔孝〕文帝改镇为岐州。






《魏书》七○《刘藻传》：






迁龙骧将军雍城镇将。先是氐豪徐成杨黑等驱逐镇将，故以藻代之。至镇，擒获成黑等，斩之以徇，群氐震慴。






又三○《陆真传》：






是时（文成帝时）初置长蛇镇（今陕西陇县）。真率众筑城未讫，而氐豪仇傉檀等反叛。氐民咸应，其众甚盛。真击平之，杀四千余人，卒城长蛇而还。






《八琼室金石补正》一四收皇甫
 墓志：






太和廿年（496）中仇池不静，扇逼泾陇。君望著西陲，勤能□服。……即驰驿慰劳。……复除为清水（今甘肃清水县）太守领带军镇。






仇池、武兴、雍城、长蛇、清水等镇都是为压制氐人而设的镇，由上引各条可以看出。

《魏书》七八《张普惠传》：






别遣……员外常侍杨公熙宣劳东益氐民。于时南秦氐豪吴富聚合凶类，所在邀劫。公熙既至，东益州刺史魏子建密与普惠书，言公熙旧是蕃国之胤。而诸氐与相见者，必有阴私言，宜加图防。






武都氐人杨氏仕于北魏者还有杨大眼，见《魏书》七三本传。又有略阳氐人苻承祖，以阉人事文明太后，官至吏部尚书，见九四本传。上文所引北周强独乐文帝庙造像碑载独乐官至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元和姓纂》五强氏下云：“苻秦录强永、强帛，姚秦强起斌，西阳侯强景，并略阳人也。”略阳是氐人根据地，除《姓纂》所举之外，苻坚部下还有些强姓。由此推测，强独乐也可能是氐人了。

《魏书》一○一《蛮传》：






蛮之种类……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类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






沔水流域的蛮族因在边界，往往忽而属南朝，忽而隶北朝，前后事迹具见《魏书》《周书》《蛮传》，在此不赘论。对于北魏最大的威胁还是“陆浑以南满于山谷”的蛮人。《魏书》八《宣武纪》：






永平二年（509）二月甲子诏曰：……河洛民庶徙旧未安。代来新宅尚不能就。伊阙西南群蛮填聚。沔阳贼城，连邑作戍。蠢尔愚巴，心未纯款。……今京师天固，与昔不同。……保险诸蛮，罔不归附。商洛民情，诚倍往日。






又六六《李神轨传》：






武泰（528）初，蛮帅李洪扇动诸落。伊阙以东至于巩县，多被烧劫。






统治者对付蛮人征伐以后，更采取移徙他们的办法。如景明三年（502）李崇徙蛮人万余家于河内诸州及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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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书》四六《窦瑾传》载“降蛮酋仇天尔等三千家于五将山”。五将山在今陕西岐山县，这儿的蛮人一定也是南境移来的。《魏书》七四《尔朱荣传》载他自言其志，要“出鲁阳，历三荆，悉拥生蛮，北填六镇”。又八○《樊子鹄传》：“代郡平城人。其先荆州蛮酋被迁于代。”蛮人仕于北朝者，樊子鹄之外，还有光城蛮帅田益光，传见《魏书》六一。白兽（当即虎）蛮渠帅扶猛，传见《周书》四四。其他拥众内附，因而命官的，详见《蛮传》，不再赘述。

北朝境内的巴人大都在洛州（今陕西商县）。《魏书》四上《太武纪》：






神
 
 元年（428）九月上洛巴渠泉午触等万余家内附。……太延四年（438）十二月上洛巴泉蕇等相率内附。






关于他们的来源，《隋书》三○《地理志》豫州条云：






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帅七姓居于商洛之地。……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






又《魏书》七九《董绍传》：






出除右将军洛州刺史。……萧宝夤反于长安也，绍上书求击之，云：“臣当出瞎巴三千，生啖蜀子。”肃宗谓黄门徐纥曰：“此巴真瞎也？”纥曰：“此是绍之壮词。云巴人劲勇，见敌无所畏惧，非实瞎也！”






《周书》四四《泉企传》：






泉企字思道，上洛丰阳人也。世雄商洛。曾祖景言，魏建节将军假宜阳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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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袭本县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复为建节将军宜阳郡守领本县令。……企……年十二乡人皇平、陈合等三百余人诣州，请企为县令。……孝昌初，又加龙骧将军假节防洛州别将，寻除上洛郡守。及萧宝夤反，遣其党郭子恢袭据潼关。企率乡兵三千人拒之。……宝夤又遣兵万人趣青泥，诱动巴人，图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应之。企与刺史董绍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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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兵掩袭，二姓散走。……〔魏孝武西迁，高欢率众至潼关〕。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与顺阳人杜宝等谋翻洛州，以应东军。企知之，杀岳及猛略等。……及洛州陷，〔子元礼〕与企俱被执而东，元礼于路逃归。时杜宝虽为刺史，然巴人素轻杜而重泉。及元礼至……遂率乡人袭州城。斩宝，传首长安。朝廷嘉之，拜卫将军车骑大将军，世袭洛州刺史。……及元礼于沙苑战没，复以仲遵为洛州刺史。






由上引史文，可以看出巴人在北周活动的大概。他们的酋长并被统治者利用，一面管理部落，一面世袭刺史或县令。这是与北朝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的办法不大相同的。《周书》本传和《北齐书》二一《高昂传》都作泉企，《北史》本传作仚。巴
 人信奉道教，成李氏时已然。《北史》传中并说“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
 虽童幼，而好学悟静”。再和
 字思道相印证，或者《北史》名作
 为正确吧？《古今姓氏书辨证》九泉氏下云：“巴人泉企为洛州刺史上洛侯，故望出上洛。”明言泉氏是巴人。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一七引《元和姓纂》泉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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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巴人字样，把泉企和吴全琮之后所改泉氏混为一谈。疑非林宝原文，或是章氏引时误加删略。《周书》四四又有李迁哲，“安康人也，世为山南豪族”。杨乾运“傥城兴势人也。为方隅豪族”。阳雄“上洛邑阳人也。世为豪族。……商洛首望”。疑皆巴氐之类的酋豪。宇文氏莫不加以联络，特别优待。事实具见本传。其原因不外乎藉此在少数民族所依据的地方获得政治上的安定，并利用他们的武力，和山东及江南作战。这和上文所说宇文泰擢用羌人为将帅是一个道理。

《魏书》一○一《僚传》：






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正始（504—507）中夏侯道迁举汉中内附。世宗遣尚书邢峦为梁益二州刺史以镇之。……其后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摄险远，乃立巴州以统诸僚。后以巴酋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所绾僚二十万户。






《周书》四九《僚传》：






太祖平梁益之后，令所在抚慰。其与华民杂居者，亦颇从赋役，然天性暴乱，旋至扰动。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口以充贱隶，谓之为压僚焉。后有商旅往来者，亦资以为货。公卿逮于民庶之家，有僚口者多矣。






除去设镇镇以兵威之外，还以大批俘虏僚口充奴婢，甚至掠卖，比征发为兵又不如了。大抵少数民族中的酋豪易为统治阶级所利用。给以官爵，通过他们来统治他们自己的部落。因此少数民族的酋豪比较易于汉化，也就是说，少数民族的汉化与否恰指示出他属于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酋豪以外，少数民族中的富室也往往先汉化，先和统治者连成一气。《隋书》二九《地理志》梁州条：






傍南山杂有僚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






这便是一个例子。

北朝境内的蜀人集中在河东，即今山西省西南部。《魏书》四二《薛辩传》记其来源云：






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因家焉。祖陶，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故世号三薛。父强复代领部落，而祖、落子孙微劣。遂总摄三营。……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刘裕平姚泓，辩举营降裕。……及裕失长安，辩来归国，仍立功于河际。……子谨。……始光（424—427）中……讨赫连昌，敕谨领偏师前锋乡导。既克蒲坂，世祖以新旧之民并为一郡，谨仍为太守。……长子初古拔……真君中盖吴扰动关右，薛永宗屯据河侧。世祖亲讨之。乃诏拔纠合宗乡，壁于河际，断二寇往来之路。






蜀人这一支很早就和北魏统治者合作，成为北魏的外围。拓跋氏之优待薛氏，用意正和优待巴氏酋豪相同。令其世袭地方官，好藉以治他们的部落，并利用其部落的武力。但薛辩一支以外的蜀人时有起而反抗者。关于北魏北周时蜀人的活动，可以参看陈寅恪先生《〈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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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所辑资料，兹不备引。蜀种人数不多，但《宋书》八四《孔觊传》载：“阮佃夫募得蜀人数百，多壮勇便战。皆著犀皮铠，执短兵。……及战每先登，东人并畏惮。又怪其形饰殊异，旧传狐僚食人，每见之辄奔。”可见其作为兵士是很得用的。魏人大约也曾用过蜀兵，前论丁零与敕勒节所引鹿悆回答梁人的话可以为证。蜀种人所据地域虽不广，但他们的地位往往能给北魏统治者军事上的优势或财富来源以相当威胁。《魏书》二五《长孙稚传》：






时薛传贤反于正平，薛修义屯聚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夤。……稚上表曰：盐池天资贿货，密迩京畿。唯须宝而护之，均赡以理。……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三十万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蒲坂一陷，没失盐池。三军口命赡济理绝。






长孙稚上表《通鉴》一五二系梁大通二年（528）。萧宝夤反于关中，蜀薛在河东响应他，正与以前薛永宗之响应盖吴相同。这时葛荣杜洛周的兵已乱冀定，所以长孙稚表中说“冀定二州且亡且乱，常调之绢不复可收”，必须傍靠河东盐税。因此也就必须争取蜀薛合作了。


（五）附　论


上文所论四种胡是月支或昭武九姓胡人西迁前后已入居中国者之后裔。北朝境内还有九姓在中亚建国以后才入中国的胡人，主要是商胡。如《魏书》一○二《粟特传》载：“其国商人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又三五《崔浩传》载太武帝征蠕蠕，未曾穷追。“后闻凉州贾胡言，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这些商胡大都并不定居中国，乃是往来流动的。所以沮渠蒙逊上表说：“商胡后至，奉公卿书。”当是北魏乘商胡西归之便，托他们带信。北魏加给沮渠牧犍的罪名之一是“切税商胡，以断行旅”，亦足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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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胡不但入魏，并且到高车吐谷浑等部落中作生意。《魏书》一○三《高车传》载：“阿伏至罗遣商胡越者至京师，以二箭奉贡。”《周书》五○《吐谷浑传》：“魏废帝二年（553）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观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然而商胡也有在中国落户的，如《北齐书》五○《和士开传》说：“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迁中书舍人。”《北史》九二《恩幸传》：






武平（570—575）时有胡小儿，俱是康阿驮穆叔儿等富家子弟。简选黠慧者数十人，以为左右。恩盼出处，殆与阉官相埒。亦有至开府仪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开府封王，尤为亲要。洪珍侮弄权势，粥爵卖官。其何朱弱、史丑多之徒十数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乐者，亦至仪同开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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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康穆曹何史姓的胡人，大约都是商胡子弟。《北齐书》一○《襄城王淯传》称：“齐氏诸王选国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鹰犬少年。”所谓“富商群小”，疑心也是胡小儿之流。《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七有殷朋先题记云：“殷朋先为康胡七人（阙）恶捺佛愿造像一（阙）。”康胡当即康国胡人。这些商胡和他们的家属人数不多，大都集中在邺都。虽然在齐末朝廷颇有势力，实际上并不能算是境内少数民族，也不发生上文所述各少数民族的问题。所以不列于第二节，而附论于此。

综上所论，北魏崔浩之死是汉族高门对鲜卑人斗争的失败。鲜卑统治者为统一胡汉间的矛盾，把胡人和汉人高门打成一片；糅合成一个统治阶级，来压迫剥削胡汉两方面的庶民。汉化的目标在巩固胡人的地位，基本精神是只问阶级，不问种族的。北齐的统治者是北镇胡人或胡化汉人。团结边镇上各种被压迫者，形成联合战线，取得政权。北齐是大鲜卑主义的时代，统治者对于地主阶级的汉族高门一贯地采取压制手段。北周的统治者也是出身北镇的胡族。对于汉族庶民施行胡化办法，编入部落式的军队。关中汉族高门从刘曜败亡以来屡受摧毁，至此经济基础已大大削弱，不能构成政治上或社会上的势力。加以宇文氏反对门阀政策，所以在政治上无须顾虑到胡汉统治者内部的冲突。至于北朝统治者对于境内少数民族的政策，约有数端。或是设镇来压制，或是迁移他们去戍边。许多种少数民族都被编入军队，有的甚至经常地被掠卖为奴隶。大致少数民族里的酋豪每被统治者所利用，通过他们来控制他们的部落。北魏政权的覆亡，致命伤是北镇之起兵。但北镇人之起兵并非对汉化的反动，乃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如匈奴敕勒羌人等和被摒于清流以外的鲜卑和汉人的府户联合起来，对于统治者压迫者的反抗。






（载《燕京学报》第39期）





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



魏收《官氏志》于北魏初年典制记述甚简，官名之散见于纪传而志中无可稽考者比比也。盖自昭成帝时命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即于鲜卑旧制以外杂采魏晋官号。其后因时制宜，屡有增损。而胡汉糅杂，无复系统，宜伯起之不克详纪，吾侪今日更难辨其统属及职掌。高祖汉化，尽汰旧俗，太和中诏群寮议定百官著于令，始收整齐划一之功。太和二三年复次职令，世宗初颁行，以为永制，《官氏志》兼收两令，谓“勋品流外位卑而不载”，然有非勋品亦非流外，自魏初讫其亡于高氏百七十余年间未尝废罢之领民酋长。《官氏志》亦付缺如，斯伯起无所逃其疏漏之咎矣。《官氏志》又云：






凡此四方诸部，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






似魏之境内唯有志所记“诸部”，而诸部又俱经太祖散为编民者。《魏书》八三上《贺讷传》亦云：






代人，……其先世为君长。四方附国者数十部。……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而《北史》九八《高车传》：






道武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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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太祖之分散诸部固有例外，且粗犷难驯不列为编民者又不止于边徼之高车而已。如并肆汾晋冀定安诸州之山胡、蜀、丁零莫不皆尔，其变叛史不绝书。《魏书》一九上《元遥传》：






〔肃宗时〕迁冀州刺史。遥以诸胡先无籍贯，奸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诸胡设籍，当欲税之，以充军用。胡人不愿，乃共构遥云取纳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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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籍贯，知亦别为部落矣。此就“粗犷不任使役”之异族言，尚有与魏同出之鲜卑及服属于鲜卑之部落，散处魏境，未同编户。出《官氏志》所记诸氏之外。领民酋长者实为此类部落之酋帅也。

魏刘玉墓志：






弘农胡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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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祖司徒宽之苗，其中易世举一足明。值汉中讥（？）匈奴之患，李陵出计（讨？），军
 
 （势？）不利。遂没虏廷，先人祖宗便习其俗。婚姻官带与之错杂。大魏开建，托（拓）定恒代。以曾祖初万头大族之胄，宜履名宦，从驾之众理须督率。依地置官为何浑地汗。尔时此班例亚州牧。






案刘宽弘农华阴人，见《后汉书》五五本传。志称宽后自是攀附。且依志文似宽翻在李陵之前者，尤其牵合之证。大抵魏晋以来北边外族入中国多喜冒称汉人后裔，从李陵没于匈奴。后世李太白之以西域人自称凉武昭王后裔窜逐条支者，即此故技。刘初万头之为胡人可以无疑。以玉定居弘农胡城，遂牵合弘农之刘宽为远祖耳。初万头率其部落从驾，遂因其地立何浑地汗之官号以命之。汗乃王侯贵人之尊称，当时此类当复不少。领民酋长之称虽是汉名，实亦给与此种部落酋帅之称号，犹何浑地汗之类也。《魏书》七四《尔朱荣传》：






北秀容人也。其先居于尔朱川，因为氏焉。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羽健世祖时卒，曾祖郁德祖代勤继为领民酋长。……父新兴太和中继为酋长。






尔朱羽健以领民酋长领其部落从驾，犹刘初万头以可浑地汗之称号率其部落从驾。《北史》六一《叱列伏龟传》：






代郡西部人也。其先为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为第一领人
 

【456】



 酋长，至龟五世。
 

【457】



 ……嗣父业复为领人酋长。……沙苑之败随例来降。周文帝以其豪门，解缚礼之。






《北齐书》二○《叱列平传》：






代郡西部人也，世为酋帅。平……袭第一领民酋长临江伯。孝昌末拔陵反叛，茹茹余众入寇马邑。平以统军属有战功，补别将。






《北齐书》二七《破六韩常传》：






附化人，匈奴单于之裔也。……世领部落，其父孔雀世袭酋长。……时宗人拔陵为乱，……孔雀率部下一万人降于尔朱荣。诏加平北将军第一领民酋长。……高祖起义，常为附化守，与万俟受洛干东归。……卒赐尚书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领民酋长假王。






《地形志》附化郡属朔州，即怀朔镇所改。《周书》二九《高琳传》：






其先高句丽人也。……五世祖宗率众归魏，拜第一领民酋长，赐姓羽真氏。
 

【458】










高琳北魏末年人，以三十年为一世计，上溯五世适当魏太祖时，与尔朱荣叱列伏龟传所记时代相同。皆世袭以领部落，与代北习俗无异。《尔朱荣传》称：






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
 

【459】



 ……父新兴太和中继为酋长。……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食粮，助裨军用，高祖嘉之。除右将军光禄大夫。及迁洛后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






《洛阳伽蓝记》称尔朱氏：






部落八千余家，马有数万匹。……部落之民控弦一万。
 

【460】










割其地长为世业，与开国五等之封迥不同矣。

魏收汉人，北魏部落习俗盖非所悉，亦犹清朝汉人之不谙满洲制度。故《魏书》于高祖迁洛之前记述多所遗落，迁洛以后，凡涉及北族之事亦不完备。太祖虽分散诸部，如尔朱氏之比者决不止一二。其有领民酋长之号者固无论，并有不蒙此称而实别为部落者。如《北史》五四《库狄干传》：






善无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污山地方百里以处之。后率部落北迁，因家朔方。干……〔正光初〕除扫逆党，授将军，宿卫于内。以家在寒乡，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师，夏归乡里。
 

【461】










善无当今西山代县西北，北秀容当今朔县西北，相去不远。听其冬朝夏返，待遇亦同于尔朱。是库狄之先亦未编户之部落酋帅。
 

【462】



 《北齐书》二五《王
 传》：






太安狄那人也。为小部酋师。父基颇读书，有智略，初从葛荣反。……
 
 年十五，随父在北豫州。行台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
 
 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
 
 进曰：“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






据《地形志》太安狄那属怀朔镇所改之朔州，更从
 之论左袵观之，其为鲜卑部落无疑。《北齐书》二○《斛律羌举传》：






太安人也。世为部落酋长。父仅魏龙骧将军武川镇将。






《北史》五三《綦连猛传》：






〔尔朱〕兆败，猛与斛律羌举、乞伏贵和逃亡。及见获，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贵和配娄昭。羌举以故酋长子，故无所配。






羌举之父以酋长而为武川镇将，犹尔朱羽健之拜散骑常侍，尔朱代勤之为肆州刺史，破六韩常之为附化守，尔朱新兴之官右将军光禄大夫，叱列平、叱列伏龟之以别将从征，库狄干之以将军宿卫京师。大抵此类部落原蕃息于北边，经太祖之分散部落，高祖之革除旧制，而讫不动摇者，国家正赖之以捍御边境也。魏兰根所谓“国之肺腑，寄以爪牙”
 

【463】



 ，肃宗正光五年诏书所谓“选良家酋帅，增戍朔陲”
 

【464】



 ，莫非指此辈而言。《魏书》八《世宗纪》：






正始三年四月甲辰，诏遣使者巡慰北边酋庶。






元鸷墓志：






延昌中奉敕使诣六州一镇，慰劳酋长而还。






《魏书》九《肃宗纪》：






延昌四年九月己巳，皇太后亲览万机，诏曰：“……缘边州镇固捍之劳，朔方酋庶北面所委。亦令劳徕，以副其心。”






《魏书》一二《孝静帝纪》：






天平三年二月丁酉，诏加齐文襄王使持节尚书令大行台大都督，以鲜卑、高车酋庶皆隶之。






《官氏志》：






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






北齐有领民酋长领民庶长之别（详下），《隋书·百官志》言“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则诸诏书所谓酋庶者岂指领民酋长庶长而言耶？《尔朱荣传》又言高祖以来为领民酋长，其父新兴转秀容第一领民酋长。盖北魏初年领民酋长之制已如北齐之有等级矣。

逮魏之末年，领民酋长见于史者渐多。然此辈固非自太祖以来世袭此职，十九系六镇乱后之北边雄豪。新立战功，朝廷欲以此传统之美称羁縻之，冀得其用。昔者部落性质固定，酋长之入朝从征及领方镇皆属暂时。今则酋长征讨出守而部落随之迁徙，甚者徒有酋长虚号，而无部民，与昔之拥部落而定居，世有其地者迥异。魏齐间领民酋长之可考者：






尔朱天光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长。
 

【465】







叱列延庆代西部人也。世为酋帅。……仍从〔尔朱〕荣讨葛荣于相州。……葛荣既擒，除使节抚军光禄大夫假镇东将军都督西部第一领民酋长。
 

【466】







斛律金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俟利以壮勇有名塞表，道武时率户内附。赐爵孟都公。……父那瓌光禄大夫第一领民酋长。……正光末破六韩拔陵构逆，金拥众属焉。……金度陵终败灭，乃统所部万户诣云州请降。即授第二领民酋长。
 

【467】



 ……为杜洛周所破，部众分散。金与兄平二人脱身归尔朱荣。……武定初……转第一领民酋长。……天统三年薨……赐……酋长王如故。
 

【468】







斛律光父丧去官。……〔天统三年〕秋除太保，袭爵咸阳王，并袭第一领民酋长。
 

【469】







斛律平为杜洛周所破，部落分散。及归尔朱荣，待之甚厚。以平袭父爵第一领民尊长。
 

【470】







高市贵善无人也。……迁卫将军光禄大夫秀容大都督第一领民酋长。
 

【471】







薛孤延代人也。……从追尔朱兆于赤谼岭，除第一领民酋长。
 

【472】







侯莫陈胡代人也，祖伏颓魏第一领民酋长。
 

【473】







王怀不知何许人也。……值北边丧乱，早从戎旅。……〔魏〕拜征虏将军第一领民酋长武周县侯。高祖东出，怀率其部人三千余家随高祖于冀州。
 

【474】







念贤……永熙中拜第一领民酋长。
 

【475】







梁御其先安定人也。后因官北边，遂家于武川，改姓为纥豆陵氏。高祖俟力提从魏太祖征讨。……〔从尔朱天光西讨〕除第一领民酋长。
 

【476】







刘亮中山人也。……父特真镇远将军领民酋长。
 

【477】







乞伏慧马邑鲜卑人也。祖周魏银青光禄大夫，父纂金紫光禄大夫，并为第一领民酋长。
 

【478】







刘懿宏农华阴人也。……起家□大将军府骑兵参军第一酋长（墓志）。



张景略燕州上谷人，汉司徒华之后也。……祖骠骑大将军第一领民酋长文城公。
 

【479】







万俟普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别种也。……正光中破六韩拔陵构逆，……率部下降。魏授从将军第二领人酋长。……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来奔。
 

【480】







齐高祖……与元天穆破邢杲于济南，累迁第三镇人
 

【481】



 酋长，尝（当从《北齐书》作常）在〔尔朱〕荣帐内。……普泰元年四月癸巳，又加授东道大行台第一镇人酋长。
 

【482】







步大汗萨太安狄那人也。……正光末六镇反乱，萨乃将家避难南下，奔尔朱荣于秀容。兆败，萨以所部降高祖，以为第三领民酋长。
 

【483】







独孤信云中人也。……魏氏之初有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为部落大人，与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云中镇武川，因家焉。父库者为领民酋长。
 

【484】










《金石萃编》三二载焦延昌造像碑有：






祖父故曹乌（？）勾雷平莫将军第一领□酋长。






所缺当是民字。王兰泉据铭文比丘人名，定为与大统五年之曹续生造像记
 

【485】



 同时同地所立，则所谓官第一领民酋长之祖父亦当在北魏末年未分东西以前也。刘师培《左厂集》六《北齐道能造像记拓本跋》谓武平元年比丘道能造像记有






使持节督定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定州刺史本州大都督第一镇（当作领）民酋长广平郡开国仪同三司太宰库狄干






之文，《北齐书》一五《北史》五四《库狄干传》俱不载其曾任此职，疑亦在魏世也。

综观以上所列，领民酋长皆鲜卑或服属于鲜卑之敕勒、匈奴、契胡族，昭然可晓。唯王怀、念贤、梁御、刘亮、刘懿、张景略、齐神武、焦延昌之祖父八人为例外。然详细考之，此八人者或亦非汉族，或系胡化甚深之汉人也。《北齐书》一九《北史》五三王怀本传皆不言何许人。然从“率其部人三千余家”之语观之，恐非汉族。《周书·念贤传》不言其籍贯。《北史》四九以为金城枹罕人。然《元和姓纂》九去声五六
 念姓下云：“西魏太傅安定公念贤，代人也。”《古今姓氏书辨证》同。
 

【486】



 则念贤固亦出自代北。梁御传言其先世官于武川，遂改姓纥豆陵，可见系完全胡化之汉族，疑亦统有部落，刘懿墓志称其“字贵珍”。其言“第一酋长”显系第一领民酋长之省。瞿中溶据志所叙先世及历官，考定刘懿即刘贵，《北齐书》一九有传，见《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卷一，其说甚确。
 

【487】



 唯志称宏农华阴人，传谓秀容阳曲人，两者不同，而皆不言其胡人。瞿氏斛释之曰：






又考唐《宰相世系表》刘氏临淮一望出自汉光武，后有名彦者，宋给事中通直散骑常侍，疑即志所云祖给事也。又有河南刘氏，本出匈奴之后。汉高祖以宗女妻冒顿；其俗贵者皆从母姓，因改为刘氏。左贤王卑裔孙库仁后魏南部大人凌江将军，弟眷生罗，定州永安敬公，五世孙环隽北齐中书侍郎秀容懿公。以《魏书·地形志》证之，永安即阳曲所属之郡，秀容即敷城所属之郡，皆郡公也。疑刘懿实出左贤王卑裔之后
 

【488】



 ，作墓志者欲讳其裔出匈奴，故举旧望云宏农华阴人，且攀附临淮之给事为祖也。盖在魏其族实散居永安之阳曲及秀容之敷城，故史传误以阳曲隶秀容也。永安秀容二郡皆隶肆州，故高欢为除懿肆州刺史，后长子为肆州中正贬刺史，而第三子徽彦亦为肆州主簿也。且证以起家为大将军府骑兵参军第一酋长之文，其为出于匈奴左贤王之裔南部大人之族无疑矣。






一良案瞿氏之说是也。《北史》三一《高昂传》：






刘贵与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贵曰：头钱价汉随之死。昂怒，拔刀斫贵。
 

【489】










亦足证刘贵实以胡人而任领民酋长。刘亮先世不可考，或亦刘玉刘懿之比耶？

张景略墓志见《金石萃编》三八。张华晋人，未尝官司徒，且其郡望是范阳方城而非上谷，足见附会。志又称景略“起家为魏帝内侍左右”。考《官氏志》称“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是内侍之职多用代北豪族。今考《魏书》所载任内侍左右者，如长孙肥、穆观、奚和观、奚拔、叔孙俊、屈观、谷浑、陆俟、皮豹子，任内侍长者如庾和辰、王树、安颉，皆非汉人。张景略疑亦出于鲜卑也。《魏书》《北齐书》《北史》俱谓高氏渤海蓨人，纪其世系，以为高欢祖谧徙居怀朔镇，累世北边，故习其俗，案诸史籍，高氏固以鲜卑自居，敌视汉族，其例至伙。如文宣言“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
 

【490】



 杜弼言鲜卑车马客，治国须用中国人。显祖以为讥我。
 

【491】



 显祖又谓群臣：“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
 

【492】



 高欢尝谓六镇兵人不得欺汉儿。
 

【493】



 文宣皇后李氏赵郡人，高隆之高德政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
 

【494】



 此外高氏及其亲近之北人诋毁汉人之例不一而足，兹不赘述。
 

【495】



 高欢祖母叔孙氏当是鲜卑。其母韩氏或是步大汗氏所改之韩氏。高欢娄后亦代北人。《元和姓纂》十九侯娄姓有河南一望云：“《官氏志》匹娄氏改为娄氏，后魏平远将军娄内干女为北齐神武皇后。”
 

【496】



 《周书》一《文帝纪》三六《段永传》皆称娄昭为匹娄昭。侯景谓高澄为鲜卑小儿。
 

【497】



 《隋书·五行志》上亦言“齐氏出自阴山”。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六八高允与神武为近属条谓允既是欢五世内从祖，而欢贵之后无所追崇，疑史有亡佚。案今本《北齐书·神武纪》出于《北史》，李延寿叙魏周隋俱详其先世，於齐则自六世祖隐晋玄菟太守叙起，盖示缺疑之旨。魏收《魏书》修于齐世，故涂附高氏祖先世系。考《北齐书》二一《高乾兄弟传》称其渤海蓨人，山东豪右，为州里所宗教。而齐神武与乾兄弟间乃全不见宗室戚属之关系。《北史》三一《高乾传》，载神武呼乾为叔父，昂传载神武使子澄以子孙礼见敖曹，与宇文黑獭自称王氏甥，目王褒王克为舅氏事绝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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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高欢之任领民酋长或以其本非汉人与？焦氏系中华固有之姓，然焦延昌造像碑有“父拔拔……祖母呼延……母呼延……”之文，似亦不可必其为汉族。魏显祖嫔侯骨氏墓志称“祖俟万斤第一品大酋长”，疑亦第一领民酋长也。

魏齐时又有所谓领民都将，领民都督者：






司马子如屈迹云中主簿，大行台尔朱梁郡王……假中坚将军领民都将（墓志）。



步大汗萨父居，龙骧将军领民别将。……兆败，萨以所部降高祖。……元象中……累迁临川领民大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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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牒舍乐少从尔朱荣为军主，统军，后西河领民都督。〔永熙二年〕尔朱兆败，率众归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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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信乐陵厌次人也。……又除使持节……秦州刺史领民都督。转除三泉领民都督……俄除马邑总管领民都督（墓志）。



傅伏太安人也。以战功稍至开府永桥领民大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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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民酋长之“民”本指各酋长所统部落，言其领于酋长，不同编民也。魏正光以后北镇扰乱，北人或随破六韩拔陵杜洛周辈侵掠，或避难流徙，展转南出。稽胡刘蠡升之称天子于云阳，亦驱恒代之人入南。然其中固不尽未同编民之部落，颇有鲜卑及中原豪族之久戍边鄙者。于是酋长之号不尽适用，而有领民大都督暨都督之称，犹领民酋长有第一二三之别。都将别将云者，疑又在都督之次，若酋长之下有庶长与？

《北齐书》一七《斛律金传》：






〔普泰二年十一月〕高祖南攻邺，留金守信都，领恒云燕朔显六州大都督，委以后事。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三一《北齐书·斛律金传》条：






此六州即神武所领六镇兵，……但六州之名尚少其一，史有脱文，盖脱蔚州也。






据《北齐书》一八《孙腾传》：






〔普泰二年十月〕遂立中兴主，除侍中，寻加使持节六州流民大都督北道大行台。高祖进军于邺，初留段荣守信都，寻遣荣镇中山，仍令腾居守。






知斛律金所领六州大都督即是孙腾之六州流民大都督，与领民都督同其性质。当时高祖之根据地为信都，初与此六州之地无涉。六州大都督乃领流民，非如都督几州诸军事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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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考《北齐书》二四《孙搴传》：






〔兴和初齐世宗入邺辅政〕，时又大括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为军士。逃隐者身及主人三长守令罪以大群，没入其家。于是所获甚众。






钱氏谓斛律金传脱蔚州者信不诬。传云罪及“主人”，知其指北边诸州流亡南下，寄居东魏境内之人而言。盖北镇兵人自葛荣败后一部分入于尔朱氏，又由尔朱兆割配于高欢。但葛荣败后散居南境，而未编军籍者甚多，故兴和时高澄复搜招之也。所谓六州非尽六镇后身，亦不颛指此六州之人而言。六州流民大都督者，总领北人流民，自有六镇人在内，而以六州两字统括之耳。钱氏谓六州即神武所领六镇兵，未免失之于固。滨口重国氏《东魏之兵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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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高氏得力于六镇兵人，其说自是，而释六州亦未得真谛也。其后或全举言六州领民都督，或止言六州，于是此二字遂成熟语。如《北史》七《齐显祖纪》：






天保元年夏五月改元，百官进两大阶，六州缘边职人三大阶。






谓六州人之戍边者，非谓缘边六州也。《北史》五五《唐邕传》：






〔河清中〕又奏河阳晋州与周连境，请于河阳怀州永桥义宁乌籍各徙六州军人并家，立军府安置，以备机急之用，〔武成〕帝从之。






据前引之《北齐书》四一《傅伏传》：






以战功稍至开府永桥领民大都督。周（当据《北史》五三补武字）帝前攻河阴，伏自桥夜渡，入守中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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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即河阳三城之一。周武攻河阴在建德四年，当齐后主武平六年，在唐邕建议之后。则傅伏之领民大都督，即领于永桥之六州军人。六州指北人，而领民云者即领北人。龙藏寺碑有“六州领民都督”则全举之也。

上文所列领民酋长之官大抵在北魏东魏之世，北齐只斛律氏父子一二人耳。然六州领民都督（每简称六州都督）则东魏北齐皆数见不鲜。






赵郡王琛永熙二年除使持节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高祖将谋内讨，以晋阳根本，召琛留掌后事，以为并肆汾州大行台仆射六州九酋长大都督，其相府事琛悉决之。
 

【505】










清河王岳天平二年除使持节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俱诣京畿。时高祖统务晋阳，岳与侍中孙腾等在京师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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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孤永业〔武定中〕被简擢补定州六州都督，宿卫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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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道德世宗嗣业……加中军将军行定州六州，又加镇东将军。……寻授持节南营州诸军事南营州刺史，……加英雄城六州大都督。大宁初除仪同三司，又授定州六州都督定州中军都督（墓志）。



赵郡王睿天保二年出为定州刺史，加抚军将军六州大都督。……六年诏睿领山东兵数万监筑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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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韶天保三年为冀州刺史六州大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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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常山义七级碑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仪同三司綦连公以天保九年造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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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翊王润〔为〕定州刺史。……开府王回洛与六州大都督独孤枝侵窃官田，受纳贿赂，润按举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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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起天统二年除沧州刺史，加六州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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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常山六州领民都督内邱县散伯叱李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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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上所引史文，定冀沧州南营州（治英雄城）刺史常山太守皆可兼六州都督。其专任此职者，如独孤永业赵道德，皆曰“定州六州”，是亦驻于定州。冯翊王润为定州刺史按举六州大都督独孤枝，以在其管内也。盖山东河北之冀定沧瀛诸州本较并肆一带为肥腴，魏太宗时京师民饥，分民诣山东三州就食，出仓谷以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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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晖上书论政要，一则曰：“河北数州国之基本。”再则曰：“国之资储唯藉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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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孙稚亦谓“冀定二州日亡且乱，常调之绢不复可收。仰惟府库有出无入，必须经纶，出入相补。……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三十万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于畿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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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光五年破六韩拔陵反，孝昌元年大为蠕蠕主阿那瓌所破。《北史》一六《广阳王深传》：






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别将李叔仁以拔陵来逼，请求迎援，深赴之。前后降附廿万人。深与行台元纂表求恒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赈赉，息其乱心。不从，诏遣黄门侍郎杨置（当作昱）分散之于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谓纂曰：此辈复为乞活矣。谓乱当由此作。既而鲜于修礼叛于定州，杜洛周反于幽州。






《魏书》五八《杨昱传》：






孝昌初……时北镇饥民廿余万，诏昱为使，分散于冀定瀛三州就食。






又六八《甄楷传》：






肃宗末定州刺史广阳王渊被征还朝，时楷丁忧在乡，渊临发召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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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长史，委以州任。寻值鲜于修礼毛普贤等率北镇流民反于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内先有燕恒云三州避难之户，皆依傍市
 
 ，草庐攒住。修礼等声云欲收此辈，共为举动。……楷见人情不安，虑有变起，乃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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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中粗豪者皆杀之。以威外贼，固城民之心。……后修礼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






又五八《杨津传》：






时贼帅薛修礼（当即鲜于修礼）杜洛周残掠〔定〕州境，〔州城〕孤城独立，在两寇之间。……津与贼帅元洪业……等书晓谕之。……复书云：……又贼欲围城，正为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须尽杀。公若置之，必纵敌为患矣。愿公察之。津以城内北人虽是恶党，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杀，但收纳子城防禁而已。






盖其初朝廷徙降户就食于肥沃之地，而后杜洛周等为侵掠计，亦自北渐南入冀定，故山东河北北人最多。
 

【519】



 此六州都督所以尽在冀定一带乎？唐邕奏徙六州军人于西境，亦足见其原在东方也。

北人之西入并肆大抵在葛荣为尔朱荣所破以后，更隶齐高祖而东出。《北史》八七《邸珍传》。






孝昌中六镇兵起，珍遂从杜洛周贼。洛周为葛荣所吞，珍入荣军。荣为尔朱荣所破，珍与其余党俱徙并州，从齐神武出山东。






其行踪可为一般北人之代表。《北史·齐高祖纪》言葛荣之众流入并肆者廿余万，大小廿六反，诛夷者半。似山东北人尽已西行，其实不然。《魏书》七四《尔朱荣传》：






于是擒〔葛〕荣，余众悉降。荣以贼徒既众，若即分割，恐其疑惧，或更结聚。乃普告勒，各从所乐。亲属所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喜悦，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帅，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






虽或伯起有为尔朱作佳传之嫌，此文所述似非溢美。则廿万众入并肆之言未尽可信。《魏书》七五《尔朱兆传》止言“分三州六镇之人”于高欢。《北齐书》二○《慕容绍宗传》亦只言“遂割鲜卑隶高祖”，不言人数，《北史·高祖纪》记韩陵之战“马不满二千，步兵不至三万”。《北史》三六《薛孝通传》孝通说贺拔岳亦云“高王以数千鲜卑破尔朱百万之众，其锋诚亦难敌。”又较《高祖纪》所记为少。若果有廿万众，则虽诛夷者半，兆割于欢者亦不应止于此数。滨口重国狃于此文，遂谓北人多在并肆汾三州，非也。

领民酋长由部落酋长衍为不领部落之虚号，更由领民酋长之虚号蜕变而为领民都督，专领北人。逮“六州”两字成北人之代表，于是六州领民都督更省为六州都督，此上文所推论之大要也。《魏书·官氏志》：






永安已后远近多事，置京畿大都督。复立州都督，俱总军人。天平四年夏罢六州都督，悉隶京畿。其京畿大都督仍不改焉。立府置佐。






前引《北齐书·清河王岳传》“六州事俱诣京畿”之言，当即指此，是天平四年夏以后京畿大都督又为六州都督之后身，统领北人宿卫京畿。《地形志》上恒朔云蔚显廓武西夏宁灵等州后云：






前自恒州已下十州永安以后禁旅所出，户口之数并不得知。






“禁旅所出”之语正足说明京畿大都督所统宿卫军兵之性质。此诸州皆朔陲边防重地“良家酋帅”夙所驻屯，亦即六镇之所在也。《隋书》二四《食货志》：






寻而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于齐晋之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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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神武因之以成大业。魏武西迁，连年战争，河洛之间又并空竭。天平元年迁都于邺，出粟一百三十万石以振贫人。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余皆北徙。……及文宣受禅，多所创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夫，以备边要。






“六坊之众”自是北人，亦即所谓“六州”。陈寅恪先生云，疑六州军人及家属群居其地，遂曰六坊。犹吴人所居遂名吴人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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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党人居晋阳者号上党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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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比欤。《隋书·百官志》中纪齐制有：






流内比视官十三等：第一领人（唐人讳民而改，下同）酋长视从第三品，等一不领人酋长视第四品；第二领人酋长，第一领人庶长视从第四品；诸州大中正，第二不领人酋长，第一不领人庶长视第五品；诸州中正，畿郡邑中正，第三领人酋长，第二领人庶长视从第五品；第三不领人酋长，第二不领人庶长视第六品；第三领人庶长视从第六品；第三不领人庶长视第七品。






领民与不领民之别不见诸史，未敢妄说。诏书有酋庶之称，纪传中则无授领民庶长之号者，亦不能与志文相印证也。《通典》一九《历代官制要略》官品条：






隋……又置视正二品至九品，品各有从。自行台尚书令始焉，谓之视流内。视流内自此始。






一良案《隋志》既言齐制有流内比视官十三等，则君卿始于隋之说非是。实乃肇于北魏，北齐又因魏制耳。九品之分自魏始，《官氏志》只言“勋品流外位卑而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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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及视品。《魏书·刑法志》：






旧制直
 
 直后直斋武官队主队副等以比视官，至于犯谴不得除罪。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先朝以来皆得当刑。直
 
 等禁直上下，有宿卫之勤，理不应异。灵太后令准中正。






是魏有比视官之证。澄所谓品令当即太和末所定，世宗时颁行者。检《官氏志》此令中果不列中正。《隋志》齐制中正在比视官十三等中，亦与澄言相应。然澄止言“中正亦非品令所载”，未言直
 等与中正同为比视官。且直
 等以比视官不得除罪，中正独得当刑，适足见其与直
 等不同。或者魏世中正原非比视官，至齐始与其列。《隋志》虽言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刑法志》之文未足证齐制比视官十三等之沿袭后魏。魏世领民酋长之或为比视官，亦只能如中正之想其或然，不敢断言也。唐代亦有视品官，其待遇大致与正官同，唯视六品以下荫亲及选授之法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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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元废视品，唯存萨宝府萨宝袄正等数职，见《旧唐书》四二《职官志》及《通典》四○所载开元廿五年制定之大唐官品。萨宝二字为梵语Sārthavāha之译音，义为队商首领，伯希和等已考定之。《隋书·百官志》中记齐鸿胪寺属官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记隋制又言“雍州萨保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以上萨保视正九品”。皆萨宝之异译。此官实以绾理居留境内之商胡为主，故取商主之梵名萨宝二字为官名，不仅司袄庙之祭祀而已。唐宋时代萨宝府官皆以胡人充，而列于视品，与领民酋长之为视品可相比照也。

李莼客跋刘懿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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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当时有领兵酋长治民酋长”，不知何所据。其《桃花圣解庵日记》癸集第二集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三日记辨《金石萃编》之疏漏亦云：“如北朝有领民酋长、领兵酋长，屡见魏齐周隋之书而不能记。”实则北朝史书绝未见所谓领兵酋长之名。刘师培《跋北齐道能造像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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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谓：“其曰第一镇民酋长者，镇即六镇之一。……元魏六镇因处漠南降民而设，故〔库狄〕干为领民酋长。”案造像记似无误领为镇之理，或其字漫漶，刘氏误释。或者当事领民酋长亦称镇民酋长。而镇字不指六镇，则可断言也。《北齐书·神武纪》言：“累迁第三镇人酋长，……〔普泰元年〕三月〔尔朱度律〕乃白节闵帝封神武为渤海王。……又加授东道大行台第一镇人酋长。庞苍鹰自太原来奔，神武以为行台郎，寻以为安州刺史。”案《北齐书》出自《北史》，镇乃领之误，人则避唐讳也。或谓神武世居怀朔，即纪中之第三镇，庞苍鹰则为第一镇人，故为第一镇人酋长。其实《北史》《北齐书》《神武纪》之“第一领人酋长”六字当属上读，乃节闵帝加于齐神武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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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书》一一《前废帝广陵王纪》及《通鉴》一五五梁中大通三年记普泰元年神武拜官，俱不及第一领民酋长，后人遂以为疑耳。《北齐书》一九《蔡
 传》记苍鹰事云：“高祖之牧晋州，引为兼治中从事，行义宁郡事，及义旗建，苍鹰乃弃家间行归高祖，高祖以为兼行台仓部郎中。”是苍鹰时官甚卑微，魏帝无授以第一酋长之理。且苍鹰亦非六镇人也。《北史》六《齐神武纪》：“复从〔尔朱〕荣徙据并州，抵扬州，邑人庞苍鹰止团焦中。……及得志，以宅为第。”魏置扬州于寿春，《梁书·武帝纪》普通七年十一月克寿阳城，以寿春置豫州，太清元年以为南豫州。普通七年当孝昌二年，即《地形志》所谓孝昌中陷，此时扬州已不属魏矣。且使尚属魏，准之地望，尔朱荣自秀容南徙并州，决无抵扬州之理。于是钱竹汀为之说曰：






此扬州县名，在并州界中。高孝绪封扬州县开国公，即此。（自注：神武从祖兄子永乐太昌初封阳州县伯，进爵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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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良案：钱说非也。魏有阳周县，属豳州赵兴郡，见《地形志》。当今甘肃宁县东。阳周可通作阳州。《周书》二八《权景宣附郭贤传》“赵兴阳州人也”。犹《魏书》武周郦道元之作武州。高孝绪高永乐所封皆是此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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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太昌初封，从兄子孝绪袭爵。东魏已不能有豳州之地，然当时东西分立，封爵只取其号，固不必有实土。周保定二年三月诏言：“寇难犹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效者虽锡以茅土，而未及租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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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北周北齐皆有此种现象，东魏虽不有其地，亦无害于永乐父子之封於阳周。钱氏在并之说实为无稽，至于《神武纪》之扬州原系误字，并与此阳周无干。《北齐书》一九《蔡
 传》明言“太原庞苍鹰有先知之鉴”。又言：“苍鹰交游豪侠，厚待宾旅，居于州城。高祖客其舍，初居处于蜗牛庐中。”取此传与《神武纪》相比较，知《神武纪》之扬州两字盖是晋阳之误。邑人者谓太原县，居州城乃晋阳城也。《神武纪》史文易滋误解，故为辨析之。团焦一语王西庄有说，见《十七史商榷》六六，兹不赘。

隋王善耒志：“祖居伏，仪同三司，魏道武皇帝以其有雄幹勇□，补任回荒镇将，御捍北蕃，
 狁见之无不胆碎……父盖任……齐献武皇帝补任前锋直荡第一领民酋长……以大隋大业元年八月四日忽从物化。”盖作“故仪同孙王君墓志。”《集释》八谓光绪十三年出定州，今盖佚志存。藏至德周氏许，《居次草堂石影》未收，或以时代较晚，或在石影编印后入藏也。

隋□堕暨妻越氏志：“君讳堕，字信正，河南人……曾祖魏征东将军领民酋长文成侯；祖魏扬麾将军北营州长史北平侯，时〔开皇十三年卒〕。”






（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





北魏镇戍制度考及续考





北魏镇戍制度考



设镇于边要形胜之地盖非魏所独有之制，《魏书·太宗纪》：“泰常二年九月，姚泓匈奴镇将姚成都与弟和都举镇来降。”《常爽传》：“居凉州，父坦，乞伏世镇远将军大夏镇将。”制度虽不可考，然自“匈奴”“大夏”之命名观之，则在边地无疑。

北魏置镇始于何年，史无明文。《地形志》肆州下注云：“天赐二年为镇。”此史书所见建置最早之镇。《太武五王传》载广阳王深上书谓“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是镇之设立始自皇始。

镇虽与州并称，然非如州之统辖郡县。镇之种类约有二别：或设于全不立州郡之地；或设于州郡治所，易言之，即州郡与镇并立于一地。前者镇将兼理军民政务；后者则镇将绾军而刺史治民，然多以镇将兼刺史之任。

镇之置于州治者，如《地形志》营州注云：“治和龙城。太延二年为镇，真君五年改置。”考《乐陵王思誉传》：“高祖初……出为使持节镇东大将军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安丰王猛传》：“太和五年封，……出为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戎夷畏之，薨于州。”以营州刺史兼和龙镇将，正与《志》营州治和龙城之云符合。猛传言薨于州，尤足见州治与镇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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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志》云太延二年为镇，真君五年改置，一若州镇不并立，真君五年以后始罢镇为州者，非是（详后）。此其一。《地形志》朔州注云：“延和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郦道元传》亦云：“肃宗以……怀朔……诸镇并改为州。”然纪传中孝昌以前时见朔州，自非指怀朔镇所改之朔州言。《地形志》云州下云：“旧朔州，后陷。永熙中改。”孝昌以前之朔州当即云州之旧名。《灵征志》：“太和三年七月，雍朔二州……并大霜。”又：“九年，南豫朔二州各大水。”《高祖纪》：“太和十八年秋七月壬辰，车驾北巡。戊辰，谒金陵。辛丑，幸朔州。”《阳平王颐传》：“〔高祖时〕累迁怀朔镇大将，……后除朔州刺史。”《楼禀传》：“〔高祖时〕迁朔州刺史。”《慕容契传》：“正始初……转都督朔州沃野怀朔武川三镇三道诸军事后将军朔州刺史。”《杨椿传》：“永平初，……除都督朔州抚冥武川怀朔三镇三道诸军事平北将军朔州刺史。”《源怀传》：“〔世宗时〕又诏……巡行北边六镇恒燕朔三州。”《南安王熙传》：“〔正光元年〕熙乃起兵。……子……与母于氏徙朔州。”此诸朔州皆后之云州。《地形志》云州有云中郡而未言州治所在。《司马楚之传》：“世祖……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其子《金龙传》：“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弟《跃传》：“代兄为云中镇将朔州刺史。……楚之父子相继镇云中，朔土服其威德。”朔州刺史兼云中镇将，知云中镇必设于朔州州治，此其二。《地形志》光州注云：“治掖城。皇兴四年分青州置，延兴五年改为镇，景明元年复。”考之纪传，延兴五年以后景明元年以前光州及东莱镇并见，如《任城王云传附元瞻传》：“高祖时……稍迁……光州刺史。”《高句丽传》：“至高祖时，……光州于海中得琏所遣诣萧道成使。”《高祖纪》：“太和七年正月丁卯，诏青齐光徐四州……。”又：“十九年冬十月，诏徐兖光……六州……。”《灵征志》：“太和十九年二月己未，光州地震，东莱之牟平虞丘山陷。”又：“太和六年八月……光……州……大水。”《高祖纪》：“太和十三年正月乙丑，兖州民王伯恭聚众劳山，……东莱镇将孔伯孙讨斩之。”知高祖时兼有光州及东莱镇。更考《吕豹子传》：“东莱镇将；后改镇为州，行光州事。”是东莱镇即光州治所，延兴五年立东莱镇于掖城，固非悉废光州及所辖郡县，而为州镇并立。《地形志》云改为镇，非是。《豹子传》改镇为州云者，罢东莱镇，仍止以掖城为州治也。此其三。《地形志》南秦州注云：“真君七年置仇池镇，太和十二年为渠州。正始初置（谓南秦州），治洛谷城。”考《皮喜传》记高祖时平氐杨文度之乱，“诏喜等曰：‘……然仇池国之要藩，防守事宜尤须完实。从前以来，骆谷置镇，是以奸贼息窥
 之心，边城无危败之祸。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今夏给军粮一月，速于骆谷筑城，使四月尽必令成就。’”《喜传》又云：“杨文度遣弟鼠窃据仇池，喜率众四万讨鼠；军到建安，鼠弃城南走。”仇池当在建安之南，骆谷更在仇池之南。以前骆谷置镇以卫仇池，后徙镇于建安，氐人遂得径据仇池矣。高祖诏皮喜等更于骆谷置镇，至世宗正始初立南秦州，即治洛（当即骆）谷，是亦镇与州治为一也。此其四。《地形志》夏州注云：“赫连屈孑所都，始光四年平为统万镇。太和十一年改置，治大夏。”是太和十一年以后不应统万镇与夏州并存矣。而《章武王彬传》：“出为使持节都督东秦豳夏三州诸军事……统万镇都大将，朔州刺史，以贪惏削封。”《高祖本纪》系于太和十三年，谓：“夏州刺史章武王彬以贪赇削封。”传误，当从《本纪》作夏州刺史。彬墓志亦云：“为使持节征西大将军都督东秦邠（脱夏字）三州诸军事领护西戎校尉统万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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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都大将夏州刺史。”元湛志谓彬为“统万突镇都大将
 （荆？）汾夏三州刺史”，元举志谓：“统万突镇都大将邠州刺史”，乃兼举彬一生历官言，而或完或不完，非彬为统万突镇都大将时兼邠州刺史也。《穆罴传》亦云：“〔高祖时〕迁都督夏州高平镇诸军事……夏州刺史，镇统万。”《水经·河水注》：“统万城，……今夏州治也。”是统万镇即在夏州州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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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其五。《地形志》凉州注云：“神
 中为镇，太和中复。”考《高祖纪》：“延兴元年冬十月庚寅，以……南安王桢……都督凉州及西戎诸军事……镇凉州。”《桢传》云：“高祖即位，除凉州镇都大将。寻……加都督西戎诸军事……凉州刺史。”是太和以前凉州与凉州镇并立，镇在州治，遂以州名名镇。太和中始罢镇只存凉州；非本无凉州，太和中始立：志文欠明。以上皆《地形志》州名下言其曾立镇者也。

有立镇于州治，而《地形志》未言立镇者。《志》雍州注云：“治长安。”《乐安王范传》：“世祖以长安形胜之地，非范莫可任者，乃拜范都督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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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军事……长安镇都大将。”元仙墓志记范官爵为：“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泾梁益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雍州刺史内都大官开府仪同三司长安镇都大将”，是以雍州刺史兼长安镇将也。《魏书》此传后人所补，故有脱漏。其后范长子良亦拜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阳平王他、南安王桢皆尝为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是于雍州州治之长安立镇也。《地形志》北豫州注云：“太常中复，治虎牢。太和九年罢置东中府。”《王建传附王度传》、《奚眷传》（太宗时）、《阳平王熙传》、《于栗
 传》、《王慧龙传》、《陆俟传》（世祖时）、《汝阴王天赐传》（高宗时）皆有虎牢镇，盖即在北豫州治。《地形志》兖州注云：“刘义隆治瑕丘，魏因之。”《游明根传》：“显祖初……迁……都督兖州诸军事瑕丘镇将。”则瑕丘镇在兖州州治。《地形志》恒州注云：“天兴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孝文迁洛后改司州曰恒州，而州治平城未改。《慕容契传》：“正始初……转……平城镇将。”是平城既为州治，又立镇也。《地形志》青州注云：“司马德宗治东阳，魏因之。”《屈车渠传》：“高祖初，出为东阳镇将。”乃于青州州治立东阳镇。《地形志》豫州注：“刘义隆置司州，治悬瓠城。皇兴中改。”谓魏获其地，改司州名为豫州，而州治固仍其旧。《尉拨传》：“显祖即位，……南攻悬瓠，……拜悬瓠镇将。”《薛胤传》亦谓除悬瓠镇将。此亦设镇于州治。《地形志》徐州注云：“魏晋治彭城。”魏当亦因其旧。显祖皇兴四年纪及《长孙浑传》、《薛虎子传》皆有彭城镇，《宋书·索虏传》谓薛安都在北为徐州刺史彭城镇主，知彭城亦以州治而立镇；《宋书》不言镇将而称主，乃比之于戍，所以轻之耳。《地形志》北华州注云：“太和十五年置东秦州，后改，治杏城。”《安国传》、《尉拨传》皆言为杏城镇将，俱以州治立镇也。

其镇之置于郡治者，如《房士隆传》：“兴和中，东清河太守带盘阳镇将。”崔勔亦以清河太守带槃（通盘）阳镇将。《地形志》齐州有东清河郡，注云：“治盘阳城。”于清河郡治之盘阳城立镇，故太守兼镇将。《杜洪太传》：“太和中，除绛城镇将，带新昌阳平二郡太守。”《地形志》晋州北绛郡治绛。晋州下注云：“孝昌中置唐州，建义元年改。”北绛郡下注云：“孝昌三年置。”此皆在太和之后。然绛城既于孝昌时为北绛郡治，太和时虽不审何属，要亦有为郡治之可能，或即属新昌阳平二郡之一，惜不可考也。《鹿生传》：“征东安南二府长史带淮阳太守郯城镇将（世宗时）。”《地形志》东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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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郯郡，注云：“治郯城。”盖孝昌以前之淮阳郡治于郯城，因设镇。《元和郡县志》武州：“后平仇池，于仙陵山东置武都镇；宣武帝于镇城复置武都郡；废帝改置武州。”曰于镇城复置武都郡，则镇未尝废，郡镇同置于一地也。

镇之设于不立州郡之地者，如北边之六镇及高平、薄骨律、焉耆、鄯善等。盖其地当要冲，而中国人与胡人错居，不能以郡县统治，故设为镇，以防御镇慑。亦有既非边防所重，亦非华夷相羼之处，而设镇者，如《韩均传》：“广阿泽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广民稀，多有寇盗，乃置镇以静之。以均……除……广阿镇大将，加都督三州诸军事。”是又为平寇盗，因军事之利便而置镇矣。

南境诸镇大抵与州郡并置，罢镇之后，其地仍为州郡治所，无须别立州郡。北边及西北多初无州郡，止立镇而已。镇废之后，更置州郡，往往即以镇之所在为州郡治。如《地形志》汾州注云：“延和三年为镇，太和十二年置州，治蒲子城。”《穆罴传》谓罴，高祖时为吐京镇将，后改吐京镇为汾州，仍以罴为刺史。则吐京镇之地即后汾州治所。河州注云：“真君六年置镇，后改，治枹至。”杨守敬据《元和郡县志》“太和十六年改枹罕镇为凉州”之文，谓后魏河州治枹罕城，枹至为枹罕之误，又脱城字。《地形志》岐州注云：“太和十一年置，治雍城镇。”考《刘藻传》：“迁龙骧将军雍城镇将。……在任八年，迁离城镇将。太和中，改镇为岐州，以藻为岐州刺史。”雍离字形相近，“迁离城镇将”五字盖涉上雍城镇将而误复。雍城镇改为岐州，仍以雍城镇所在为州治也。《地形志》原州注云：“太延二年置镇，正光五年改置，并置郡县。治高平城。”盖平赫连氏后置高平镇，世祖太延二年纪有“赫连定之西也，杨难当窃据上邽；秋七月庚戌，诏……乐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诸军讨之”之文。正光时立原州，乃以高平镇所在为州治。《志》注云：“并置州县。”尤足以见其地原无郡县，改为州后必更置郡县也。

南北咸在交界之地置戍，亦所以固边防。《地形志》谯州下蔡郡领黄城县，注云：“萧衍黄城戍，武定六年改置。”戍次于镇，与县夷。无州郡之地戍隶于镇，州镇并置之地则否。《张法传》：“世宗时，除怀荒镇金成戍将。”《灵征志》：“熙平二年十二月，敦煌镇上言，晋昌戍木连理。”《源怀传》：“正始元年……怀旋至恒代，按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今北镇诸戍东西九城是也。”知北边及西北边止有镇而无州郡者，戍即隶于镇。《高祖纪》：“太和廿一年十有二月，萧鸾……寇南青州黄郭戍。”《世宗纪》：“景明三年五月，扬州小岘戍主党法宗……”又：“永平四年徐州刺史卢昶遣琅玡戍主傅文骥率众据之（朐山）。”《任城王澄传》：“〔为扬州刺史〕遣长风戍主奇道显攻萧衍归山戍。”《李崇传》：“扬州诸戍皆被寇逼。”《王云传》：“出为……兖州刺史。……在州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虞财货。”斯又南境诸戍隶属于州之证也。





镇戍之设官，《官氏志》不详，惟云：“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城隍仓库皆镇将主之。”盖正光孝昌以后，诸镇陆续废罢，伯起亦未悉其制，加之今本《魏书》残缺，遂不可晓。今综纪传所见镇戍之官，镇有都大将、都将、大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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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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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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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军、
 

【539】



 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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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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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事、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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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戍有戍主、戍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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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将或都督数州数镇诸军事，或兼其镇所在州之刺史，戍主或以州参军郡太守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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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亦有以县令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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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贤墓志：“武定七年复以君为永固镇大都督。”是东魏时又称镇将为都督矣。

北镇所统，近于部落之众，所重在军政而非民事，故北魏初年颇重镇将之选。“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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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设官亦冗滥。《源怀传》：“〔世宗时〕又表曰：‘……北镇边藩，事异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别。沃野一镇自将以下八百余人，黎庶怨嗟。……请主帅吏佐五分减二。’”各镇戍兵之数不可知。《薛虎子传》：“太和四年……为彭城镇将。……虎子上表曰：‘……在镇之兵不减数万。’”他镇当亦相仿。《北齐书·魏兰根传》：“因说〔李〕崇曰：‘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依其旧。’”盖良家子弟既戍边镇，即定住其地，世为军籍焉。戍兵而外，罪犯多配徙缘边镇戍，而北镇为尤多。至兵士资粮多寡，更代期限等，《刑罚》《官氏》两志皆不及，难可考见矣。
 

【547】









元魏设镇数目及其废置沿革，魏收之书不详，今辑录其设置或废罢之可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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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见于《地形志》者有：

肆卢镇（肆州下注云：“治九原。天赐二年为镇，真君七年置州。”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天赐二年置肆卢镇于新兴，九原即新兴郡治。惟镇名不知徐氏何据。）

吐京镇（汾州下注云：“延和三年为镇，太和十二年置州，治蒲子城。”据《穆罴传》，吐京镇改为汾州。）

和龙镇（营州下注云：“治和龙城，太延二年为镇，真君五年改置。”改置若谓罢镇止置州者。然《道武七王传》、《景穆十二王传》、《文成五王传》皆有高祖时为和龙镇都大将之文。《皇后列传》：“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生于东裔，高祖初，乃举室西归。近龙城镇，镇表后德色婉艳。”《太平寰宇记》引《十六国春秋·慕容皝传》云：“筑龙城……遂迁都龙城，号新宫曰和龙宫。”则和龙城亦可称龙城，和龙镇亦可曰龙城镇，至高祖时犹未罢，《地形志》误。）

怀朔镇（朔州注云：“延和十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

怀荒镇（蔚州注云：“永安中，改怀荒御夷二镇置。”）

御夷镇（见上。《水经·沽河注》：“大谷水又南迳御夷镇城西，魏太和中置，以捍北狄也。”《高祖纪》太和十八年八月：“诏六镇及御夷城人……”御夷称城，是其时犹未立镇。）

薄骨律镇（灵州注云：“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镇，孝昌中改。”徐《表》系孝昌二年。）

东莱镇（光州注云：“延兴五年改为镇，景明元年复。”据《吕豹子传》知立东莱镇于光州州治，然延兴五年以前时见光州。《志》云延兴五年改为镇者误，当云立东莱镇。州既未废，自无所用复，当云景明元年罢镇。）

鲁阳郡（广州鲁阳郡注云：“太和十一年置镇，十八年改为荆州，二十二年罢置。”徐《表》迳称鲁阳镇。）

东楚州（注云：“高祖初立东徐州，后陷。世宗初改为镇，后陷。武定七年复为宿豫郡。”）

谷阳郡（睢州谷阳郡注云：“治谷阳城，太和中置镇，世宗开置平阳郡。”以上三镇，镇名俱未详。）

仇池镇（南秦州注云：“真君七年置仇池镇，太和十二年为渠州。”《元和郡县志》凤州：“后魏太平真君二年始定仇池，其年于此城立镇。太和元年置固道郡。”）

枹罕镇（河州注云：“真君六年置镇，后改，治枹至。”《元和郡县志》：“太和十六年改枹罕镇为河州。”）

高平镇（原州注云：“太延二年置镇，正光五年改置。”）

凉州镇（凉州注云：“神
 中为镇，太和中复。”纪传太和以前并见凉州及凉州镇，乃州镇并置。《城阳王鸾传》：“高祖时，又出为持节都督河西诸军事……凉州镇都大将。改镇立州，以鸾为州刺史。”改镇立州当云罢镇为州也。）

三县镇（豳州注云：“延兴二年为三县，太和十一年改为班州。”《元和郡县志》：“后魏延兴二年为三县镇，孝文太和十一年改置班州。”《志》脱镇字。）

统万镇（夏州注云：“始光四年平为统万镇，太和十一年改置。”考《西河王太兴传》：“拜统万镇将，改封西河。后改镇为夏州，仍以太兴为刺史。”《高祖纪》，太兴封西河王在太和二十年十一月，则罢镇当在其后。传下文又谓太兴因病求为沙门，“表十余上，乃见许。时高祖南讨，在军，诏皇太子于四月八日为之下发。……太和二十二年终。”《高祖本纪》南讨在二十一年八月，是置统万镇当在太和二十年十一月以后，二十一年八月以前。盖太和二十二年罢，《志》脱“二”字耳。惟据《章武王彬传》，则太和十三年时兼有夏州及统万镇，知州镇本并立，太和二十一年乃罢镇止为州。《志》言改置，误。）

魏镇之见于纪传及他书，其建置废罢时日略可知者有：

上封镇（《元和郡县志》秦州上邽县：“后魏以避道武讳，改曰上邽〔当作封〕，废县为镇。”）

栢壁镇（《元和志》绛州正平县：“柏壁在县西南二十里，后魏明〔元〕帝元年于此置柏壁镇，太武帝废镇置东雍州。”《志》原脱“元”字，以下文太武帝云云知当是明元帝。徐《表》系明帝熙平元年，误。）

平原镇（《元和志》博州：“后魏明元帝于此置平原镇，孝文罢镇。”《水经·河水注》：“黄沟又东南迳王城北。魏太常七年安平王镇平原所筑，世谓之王城。太和二十三年罢镇立平原郡，治此城也。”）

离石镇（《元和志》石州：“石勒时改为永石郡。后魏明〔元〕帝改为离石镇。”）

敦煌镇（《元和志》沙州：“后魏太武帝于郡置敦煌镇，〔孝〕明帝罢镇立瓜州。”）

雍城镇（《元和志》：“后魏太武于今州（岐州）理东五里筑雍城镇。”《刘藻传》：“迁离（雍？）城镇将，太和中改镇为岐州。”徐《表》系太和十一年。）

长虵镇（《陆真传》：“〔高宗时〕是时初置长虵镇。”）

广阿镇（《韩均传》：“兄备卒无子，均袭爵。……转青冀二州刺史。……广阿泽在定冀相三州之界……乃置镇以静之。以均在冀州劫盗止息，……除……广阿镇大将。”考均父茂卒于太安二年，长子备袭爵，死，均又袭爵，则广阿镇之设至少当在高宗和平时矣。乃《叔孙建传》有“迁广阿镇将”之文，太宗神瑞三年《纪》：“五月丙午，诏叔孙建镇广阿。”又似太宗时已立广阿镇。）

六壁镇（《水经·文水注》：“径六壁城南，魏朝旧置六壁〔镇〕于其下，防离石诸胡，因为大镇。太和中罢镇。”）

杏城镇（《元和志》鄜州：“苻姚置杏城镇，后魏孝文帝废镇，改为东秦州。”徐《表》系太和十五年。）

武川镇（《水经·河水注》：“谿水南流迳武川镇城。城以景明中筑，以御北狄。”《吕文祖传》：“显祖〔时〕……坐徙于武川镇。”自非景明时始立，此盖指筑城言。）

武兴镇（《氐传》：“〔正始三年〕傅竖眼攻武兴，剋之。执〔杨〕绍先，……遂灭其国，以为武兴镇，复改镇为东益州。”）

隆城镇（《僚传》：“〔神龟正光间〕又立隆城镇。……魏子建乃启以镇为梁州。”徐《表》改州系永安二年。）

鄯善镇（《元和志》鄯州：“后魏以西平郡为鄯善镇，孝昌二年改镇立鄯州。”徐《表》立镇系太平真君五年。）

《肃宗纪》正光五年有“镇改为州，依旧立称”之诏，《郦道元传》亦谓：“肃宗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与都督李崇等筹宜置立，裁减去留。”《广阳王深传》则谓：“遣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欲复镇为州以顺人望。会六镇尽叛，不得施行。”北边诸镇之改为州当在六镇既平之后矣。当时北镇边将多非其人，不能抚怀民夷；而兵士又复孱弱，且久入军籍，不能与中原士族齿，每愤慨不平。“边人（谓边塞胡人）……便自意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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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然思动。故李崇首为改州之议，以为“六镇幽垂，与贼接对，鸣柝声弦，弗离旬朔。州名差重于镇，谓实可悦彼心，使声教日扬，微尘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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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部落为郡县，使弃其旧俗，庶几易统治，不至变乱。改府户为平民，所以息其愤愤之心，而坚其捍卫疆圉之志也。

其镇之见于《魏书》等，而废置沿革不详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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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城镇　　　历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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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牢镇　　　　悬瓠镇

枋头镇　　　郯城镇　　　　瑕丘镇　　　　东阳镇

平城镇　　　绛城镇　　　　蒲坂镇　　　　洪洞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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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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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玄镇　　　　抚冥镇　　　　沃野镇

姑臧镇　　　武都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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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末镇　　　　云中镇

汝阴镇　　　晋昌镇　　　　武平镇　　　　明垒镇

崎城镇　　　灵丘镇　　　　广昌镇　　　　临济镇

瓦城镇　　　梁城镇　　　　襄城镇　　　　循城镇

固道镇　　　北阳镇　　　　东城镇　　　　阳名镇

盘阳镇　　　狭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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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阳镇（同）　安阳镇（同）

永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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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侯延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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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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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镇戍制度续考



前撰《北魏镇戍制度考》，略略考见北魏镇戍制度之规制，而于其分布及作用犹未能得肯綮。易言之，即于此制度之静的方面虽加叙述，而动的方面犹嫌未尽，盖资料所限，不得不尔也。刊布前文后，翻检所及，又得足以补苴之者若干事。虽属饾饤片段之资料，顾以稍可补前文之未备，故辑为续考。识小之讥，所不敢辞，倘足供言沿革地理者之所取资乎？

前文谓：“太和以前凉州与凉州镇并立，镇在州治，遂以州名名镇。太和中始罢镇，只存凉州。”犹据《魏书·地形志》“神
 中为镇，太和中复”，及《城阳王鸾传》之文而云然也。今考《高湖传》：“世祖时除宁西将军凉州镇都大将，镇姑臧，甚有惠政。”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六十三陕西十二凉州卫姑臧废县下云：“汉置县，为武威郡治。晋因之，又为凉州治。张轨吕光并都于此。后魏武威郡治林中，或曰即姑臧也。”凉州乃平沮渠氏后所设，沮渠氏即都姑臧，意者既立凉州，更于州治置凉州镇。征获一地，即设镇于阨塞以资威慑，固魏之常制。《高湖传》谓凉州镇都大将镇姑臧者，凉州乃北魏所定州名兼镇名，而姑臧则沿袭旧称也。然《城阳王鸾传》又云：“高祖时，……改镇立州，以鸾为州刺史姑臧镇都大将，余如故。”姑臧镇之称它无所见，岂太和中罢凉州镇，只存凉州，而于凉州州治更立姑臧镇乎？若然，是非罢镇存州，乃改易镇名而已。《魏书·地形志》武威郡领县二：“林中，襄城。”北魏凉州是否治姑臧不可考；且既改称林中，而仍用姑臧为镇名，亦不可解。

镇设于州治，以镇将兼刺史之例，史书屡见，前文征引已多。其镇将与刺史为二人者，前文未及。如《魏书·东平王道符传》：“显祖践祚，拜长安镇都大将。”又显祖纪：“皇兴元年正月庚子，东平王道符谋反于长安，杀副将驸马都尉万古真，……雍州刺史鱼玄明。”又《陆真传》：“以真为长安镇将，……咸阳民赵昌……据赤谷以叛，真与雍州刺史刘邈讨平之。”又《于烈传》：“太和初，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长安镇将陈提等贪残不法。”是皆雍州刺史与长安镇将为二人也。《魏书·郦范传》：“除……青州刺史，……是时镇将元伊利表范与外贼交通，……高祖诏范曰：……而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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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利妄生奸挠，表卿造船市玉，与外贼交通。规陷卿罪，窥觎州任。”是青州刺史与东阳镇将为二人，且知南境州镇并立者，镇将之地位乃在刺史下也。镇设于州治之证兹又得若干条。《魏书·任城王云传》：“迁……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薨于州。”又《源怀传》：“出为长安镇将雍州刺史。”齐州治历城，见于《地形志》及肃宗熙平二年《纪》，亦即历城镇之所在矣。因防寇盗而设镇者，广阿镇而外，又有瑕丘。《魏书·辛子馥传》：“天平中，……入除太尉府司马。长白山连接三齐，瑕丘数州之界，多有盗贼。子馥受使检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镇戍之所。”南境有一州同时设二镇者，如齐州既于州治设历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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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东平原郡之平原县又设平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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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书·房士隆传》又谓东清河郡盘阳城为盘阳镇，然系东魏兴和中事；如太和以前已有盘阳镇，则齐州一州有三镇矣。

州之统戍者，除前所举外，《魏书·肃宗纪》：“正光五年十二月魏子建招降南秦氐民，复六郡十二戍。”又《元法僧传》：“稍转……益州刺史，……上表曰：……统内城戍，悉已陷没。”是南秦及益州亦统戍，而徐州之统戍更见于《魏书·广阳王深传》及《灵征志》延昌二年二月正光二年八月条。

《隋书·百官志》：“三等诸镇置镇将，副将，长史，录事参军，仓曹中兵长流城局等参军事，铠曹行参军，市长，仓督等员。三等戍主副，掾，队主副等员。”虽纪北齐之制，然“后齐制官多循后魏”也。镇有长史又见《魏书·樊子鹄》及《尧暄传》；有司马亦见《北齐书·杜弼传》，《王士良传》，《杨忠传》。又有省事，户曹史，外兵史诸职，《北齐书·神武纪》：“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及……怀朔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相友结。”郡太守带戍亦见于《魏书·李辅传》、《刘腾传》，而《腾传》云：“吏部尝望腾意，奏其弟为郡带戍，人资乖越，清河王怿抑而不与。”是郡守带戍且为显职焉。《魏书》肃宗正光元年《纪》云：“十二月诏曰：……并敕怀朔都督简锐骑二千，躬自率护。”则镇将称都督不始于东魏，惟东魏称都督者尤多，见《北齐书·尧雄传附尧杰传》。《魏书·裴修传》：“出为张掖子都大将，……在边六年，关塞清静，高祖嘉之。”今案《魏书·尉元传》有子都将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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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偏裨之任。子之云犹言副也，小也，如称子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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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子都大将四字不应相连，诸书言镇将者亦从未有此称，子当是镇字之误。《北史·裴骏传》不附《裴修传》，《册府元龟》四二九《将帅部》守边条亦云，“为张掖子都大将”，亦误。

元湛元举墓志统万镇作统万突，而《周书·明帝纪》亦云：“小名统万突，……永熙三年太祖临夏州，生帝于统万城，因以名焉。”知统万突乃统万城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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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保洛墓志谓永平元年为吐万突镇都大将，亦一声之转也。前文据《魏书·安定王燮传》，知世宗以前华州州治李润堡曾立镇，而未悉其名。今考之《魏书·阉官传》：“王遇，……冯翊李润镇羌也。”知即以李润为名。前文谓《魏书·刘藻传》“迁离城镇将”为衍文，只有雍城镇，即后岐州治所。今案《魏书·张那传》谓其为雍城镇将，《和归传》谓其为雍城镇都大将，而史书从不见离城之名。《周书·段永传》：“曾祖愄，仕魏黄龙镇将。”黄龙盖即和龙之异称也。

北魏镇名之可考者，兹又得若干，曰：

洛城镇（《魏书·王慧龙传》：“泰常二年……归国。……后拜洛城镇将，配兵三千人镇金墉。……太宗崩，世祖初即位，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遂停前授。”）

河内镇（《魏书·罗结传》：“太宗时，除……河内镇将。”又《于栗
 传》：“转镇远将军河内镇将。”）

安定镇（《魏书·世祖纪》：“神
 三年……遂取安定。……番巴东公延普等镇安定。”又“延和二年二月，征西将军金崖与安定镇将延普及泾州刺史狄子玉争权构隙，举兵，……诏散骑常侍平西将军安定镇将陆俟讨获之。”《陆俟传》同。）

济阴镇（《魏书·刁雍传》：“迁镇济阴。……在镇七年，太延四年征还京师。”）

抚宁镇（《周书·史宁传》：“魏平凉州，祖灌随例迁于抚宁镇，因家焉。”）

焉耆镇（《魏书·车伊洛传》：“收集遗散一千余家归焉耆镇，世祖嘉之。”）

梁国镇（《魏书·费于传附万传》：“太和初，除……梁国镇将。”）

乐陵镇（《魏书·韦珍传》：“高祖〔时〕……除……乐陵镇将。”）

陕城镇（《魏书·崔玄伯传》：“宽后袭爵武陵公镇西将军，拜陕城镇西将。［按《北史·崔宏（即玄伯）传》记崔宽事，作‘宽后袭爵武陵公陕城镇将。’此处西字当是涉上镇西将军而误衍。］……及解镇还京，……高祖嘉之。”）

张掖镇（《魏书·裴修传》：“出为张掖子［镇字之误，辨见前］都大将，……在边六年，关塞清静，高祖嘉之。”）

无善镇（《魏书·乞伏保传》：“出为无善镇将。”《北史·保传》同。今案无善之名不可考，《地形志》：“恒州天兴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孝昌中陷。”有善无郡，注云：“天平二年置。”领善无沃阳二县。疑无善乃善无误倒。《周书·叱列伏龟传》谓其世父业正光中为善无郡守。《保传》又称其还洛云云。善无当今山西右玉县地，适在平城之西，相距不远，则善无镇盖孝文迁洛后与平城同时所立者乎？）

陇西镇（《魏书·薛安都附薛峦传》：“陇西镇将带陇西太守。”又世宗永平三年《纪》：“二月癸亥，秦州陇西羌杀镇将赵
 ，阻兵反叛，州郡捕斩之。”）

大谷镇（《周书·阳雄传》：“父猛，魏正光中……擢为……大谷镇将。”）

龙门镇

稷山镇（《北齐书·薛循义传》：“正光末……拜循义龙门镇将；……循义宗人凤贤……拜稷山镇将。”）

抚宜镇（《北齐书·孙腾传》：“从高祖东征邢杲，师次齐城，有抚宜镇军人谋逆。”）

赤城镇（《魏书·赵逸传》：“拜……赤城镇将，绥和荒服。”）

团城镇（《魏书·赵琰传》：“转团城镇副将。”）

蒲城镇（《魏书·刘裕传》：“蒲城镇将何难于风陵堆济河。”）


 城镇（《周书·达奚武传》：“祖春，魏怀荒镇将；父长，
 城镇将。”）

榆中镇（《周书·王杰传》：“高祖万国，魏伏波将军燕州刺史；父巢，龙骧将军榆中镇将。”）

昌平镇（《周书·梁椿传》：“祖屈朱，魏昌平镇将。”）

北魏诸镇建置沿革不可考者多。《周书·杨忠传》：“高祖元寿，魏初为武川镇司马。”知武川镇之设甚早，可与广阳王深上书谓六镇始于皇始相参证。正光孝昌间，盛唱改镇为州之议，尤以北镇为改革者之所急，而实未尽施行。《周书·阎庆传》：“曾祖善，仕魏，历龙骧将军云州镇将，因家于云州之盛乐郡。”《魏书·地形志》云州下注云：“旧置朔州，后陷，永熙中改。”所领有盛乐郡，注云：“永熙中置。”孝昌以前于朔州置云中镇，《阎庆传》所谓云州镇将当即云中镇将，以镇设于州治，遂用州名名镇。《周书·杨纂传》：“父安仁，魏北道都督朔州镇将。”亦指云中镇言，惟其时犹未改为云州，故称朔州镇将耳。《周书·蔡祐传》又云：“曾祖绍为夏州镇将。”亦谓统万镇也。云州之称始于永熙，盛乐郡亦永熙中置，而阎庆犹为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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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云中镇迄永熙时犹未罢矣。《魏书·尔朱兆传》：“兆频为步蕃所败，于是……令人频征献武王于晋州，乃三分六镇之人，令王统领。”《北齐书·神武纪》云：“神武曰：六镇反残，不可尽杀，宜选王素腹心者私使统焉。……遂出宣言，受委统州镇兵。”此孝庄帝时事，六镇之名或已废罢，而六镇之实犹存，可想见也。

魏分东西后，北方情势一变，昔日之镇多已改州，然亦有因袭北魏之旧者。如《北齐书·文宣纪》：“天保六年秋七月己卯，帝……亲率轻骑五千追茹茹；壬午，及于怀朔镇。帝躬当矢石，频大破之，遂至沃野。”当是怀朔沃野镇犹存，而非仅用旧名。《周书·赵昶传》：“大统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带长虵镇将。”即高宗时陆真所筑者也。此外昔之镇名多不复见于史书，而北齐北周固未尝废镇戍之制。今辑录东西魏及齐周见于史书之镇名，而试求其邅替之故焉。

东魏镇名之见于史书者：

新野镇（《周书·独孤信传》：“建明初，出为荆州新野镇将带新野郡守。”）

下灌镇（《北齐书·杜弼传》：“〔天平四年〕窦泰总戎西伐，诏弼为泰监军，……泰失利自杀，……左迁下灌镇司马。”）

磨城镇（《北齐书·尧雄附尧杰传》：“元象初，……出为磨城镇大都督。”）

河桥镇（《北齐书·暴显传》：“元象二年，……从高祖与西师战于邙山，高祖令显守河桥镇。”）

阳夏镇（《魏书·孝静帝纪》：“兴和三年三月己酉，梁州人公孙贵宾聚众反，自号天王，阳夏镇将讨擒之。”）

杨志镇

百家镇

呼延镇（《北齐书·破六韩常传》：“常启世宗曰：常自镇河阳以来，频出关口太谷二道，……而太谷南口去荆路逾一百，经赤工坂，是贼往还东西大道，中间旷绝一百五十里，贼之粮饷唯经此路。愚谓于彼选形胜之处，营筑城戍，安置士马，截其远还，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纳其计，遣大司马斛律金等筑杨志、百家、呼延三镇。”又《斛律金传》亦云：“〔武定四年〕侯景据颍川降于西魏，诏遣金……等固守河阳，以备西魏。……仍率所部于宜阳筑杨志、百家、呼延三戍，置守备而还。”惟谓置戍，与《常传》异。）

北齐镇名之见于史者：

盱眙镇

蕲城镇（《北齐书·辛术传》：“〔天保时〕盱眙蕲城二镇将犯法，术皆案奏杀之。”）

临海镇（《北齐书·杜弼传》：“〔显祖时〕徙临海镇，……敕行海州事，即所徙之州。”）

宜阳镇（《北齐书·独孤永业传》：“乾明初出为河阳行台左丞迁洛州刺史。……宜阳深在敌境，周人又于黑涧筑城戍以断粮道，永业亦筑镇以抗之，治边甚有威信。”）

义宁镇

乌苏镇（《周书·达奚震传》：“建德五年，又从东伐，……攻克义宁、乌苏二镇。”）

武平镇（《北齐书·高灵山传》：“子懿，卒于武平镇将。”）

海西镇（《北齐书·郎基传》：“累迁海西镇将。”）

西魏镇名之见于史书者有：

五原镇

蒲川镇（《周书·王德传》：“大统十三年，授大都督原、灵、显三州，五原、蒲川二镇诸军事。”）

南由镇（《隋书·地理志》扶风郡南由县下云：“后魏置，西魏改为镇。”）

北周镇名之可考者曰：

鲁山镇（《周书·崔谦传》：“保定二年，迁安州总管随、应等十一州，甑山、上明、鲁山三镇诸军事安州刺史。”又见《静帝纪》及《司马消难传》、《杜杲传》。）

甑山镇（见《周书·崔谦传》及《静帝纪》，《司马消难传》。）

上明镇（见《周书·崔谦传》及《司马消难传》。）

长城镇（见《太平寰宇记》，谓弘州城周天和四年筑，置长城镇，后改为长川镇。）

伏夷镇（《周书·冯迁传》：“子恕，〔天和建德间〕位至仪同三司伏夷镇将。”）

长宁镇（《周书·裴果传》：“子孝仁……〔建德时〕出为长宁镇将，捍御齐人，甚有威边之略。”）

洪雅镇（见《元和郡县志》，谓周武帝攘却夷僚而立。）

沌阳镇

应城镇

平靖镇

武阳镇

须〔涢〕水镇（俱见《周书·司马消难传》，与鲁山、甑山、上明俱交当作“
 ”，即“郧”字州总管所管。）

河阳镇（《周书·静帝纪》：“大象二年九月丙戌，废河阳总管为镇，隶洛州。”）

番和镇（《隋书·地理志》武威郡番和县下云：“后魏置番和郡，后周郡废置镇。”）

火井镇（见《太平寰宇记》，谓周于临邛县地置火井镇。）

北魏设镇主意在于固南北边境；次或地属新附，立镇以资威慑；或势同犬牙，则镇所以防寇盗。故北魏镇戍遍四境，而以北面西北面及南面诸镇为重。然迨齐周之世（统东西魏而言），北魏旧镇不复见于史书，其故又安在耶？盖北齐文宣帝筑长城于北境，自西河总秦戍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虽远在六镇之南，与高闾所陈者异，然其“罢游防之苦”，“息无时之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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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一也。《北齐书》文宣帝天保八年《纪》：“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又《赵郡王琛传附子睿传》：“天保八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睿尉抚新迁，量置烽戍，内防外御，备有条法。”又《元景安传》：“〔天保〕时初筑长城，镇戍未立，突厥强盛，虑或侵边。仍诏景安与诸军缘塞以备守。”于是北面及西北面之边防由昔日之北镇移于沿城镇戍，东西连接，易于呼应及防守，北方赖以宁谧。旧日诸镇既失其重要性，宜其不再出现于史书矣。南朝自侯景乱后不复能振，后梁又服属于周，北强而南弱，南朝无力北侵，是以南境诸镇亦不如昔日之为军事要冲焉。然齐周屡屡交兵，于是两国之重要镇戍乃在齐之西境与周之东境。自上文所引诸资料观之，周齐之镇，地望虽不甚可考，然其分布之大概在两国交界阨塞之地，一变北魏置重南北之形势，固昭然可睹也。齐周设镇之数不可知，然《周书·于翼传》云：“〔建德五年〕大军复东讨，……径到洛阳……河南九州三十镇一时俱下。”似较北魏时为多。盖北魏只重南北两端，齐周则各以己之四境为边界，虽南北诸镇已多废罢，其总数亦当在北魏上矣。






（载《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九期、第四卷第五期）





论宇文周之种族



自来谓北周宇文氏出于鲜卑，其说实不可信。宇文周实匈奴南单于远属，载籍斑斑可考，谓出于鲜卑者诬也。《周书》一《文帝纪》：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遯居朔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后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普回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是曰献侯，为魏舅生之国。九世至侯豆归，为慕容晃所灭，其子陵仕燕，拜驸马都尉，封玄菟公。魏道武将攻中山，陵从慕容宝御之，宝败，陵率甲骑五百归魏，拜都牧主。赐爵安定侯。天兴初徙豪杰于代都，陵随例迁武川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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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神话成分姑置不论，言“鲜卑慕之，奉以为主”，固未尝谓葛乌菟即鲜卑种。拓拔氏自称鲜卑出于黄帝，而宇文氏乃称出于神农，为黄帝所灭。
 

【569】



 二者同为依托，然亦足证拓拔宇文族类非一。《北史》九八《宇文莫槐传》明冠以匈奴二字云：






匈奴宇文莫槐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逊昵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玺三纽，自言为天所指。
 

【570】



 ……〔魏〕昭帝……以女妻焉。……〔慕容〕晃伐逸豆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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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逸豆归远遁漠北，遂奔高丽，晃徙其部众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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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落于昌黎，自是散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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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四四《宇文福传》：






河南洛阳人，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为拥部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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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史》五○《宇文忠之传》：






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据东部，后居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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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宇文诸族国亡入慕容氏，展转复入于魏。惟宇文泰之先世入魏复迁武川，而福与忠之先世居平城，再随孝文南迁，遂为洛阳人耳。福传称：






福……除都牧给事。〔太和〕十七年车驾南讨，假冠军将军后军将军，时仍迁洛，敕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高祖嘉之。……仍领太仆典牧令。……除太仆少卿。复除太仆卿。






宇文福以善养马见长，而宇文泰之先世自燕归魏亦拜都牧主，似匈奴族人偏善于此，亦足证《周书》记宇文虽不言南单于远属，确与宇文福宇文忠之同出一源矣。此外宇文分支在河南洛阳者：






宇文神庆……河南洛阳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将军，仕历五州刺史安吉侯。父显和夏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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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
 
 ……河南洛阳人也。其先与周同出，祖直觐魏巨鹿太守，父弥周宕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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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地者：






宇文贵……其先昌黎大棘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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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徙居夏州。父莫豆于，保定中以贵著勋追赠柱国大将军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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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测太祖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颓，祖骐
 
 ，父永，仕魏位并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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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虬……代武川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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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四○《宇文神举传》称太祖族子，神举神庆之兄。周时曾一度命东方迁来诸族改用关内诸州为其本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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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神庆至隋犹称河南洛阳人者，或是当时独未改易，或是改后至隋又复其旧。神举当魏末周初，亦必为河南洛阳人无疑。对周文帝犹保持族子之关系，则魏末武川之宇文与洛阳之宇文其支派尚有相去不太远者。周隋书虽不记诸宇文之出自，其与北周皇室以及宇文福宇文忠之等同为宇文部之遗迸当可无疑。

《周书》言葛乌菟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似宇文氏所统专是鲜卑。今案《北史》（亦即《魏书》）言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又记其风习，亦与鲜卑不同。盖宇文氏所部之众本与鲜卑种族迥别，《周书》沿袭宇文氏建国关西以后夸诞不经之传说，抑鲜卑而扬己族，遂言鲜卑奉以为主。亦犹《北史》言宇文世为魏东部大人，系承魏史旧文，其实宇文部亦未必世世服属拓拔氏也。杜氏《通典》一九六以《周书》鲜卑奉以为主之语入之注中，盖知其不可信。《隋书》六一《宇文述传》：






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也头，役属鲜卑俟豆归，后从其主为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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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豆归即《北史》之逸豆归《周书》之侯豆归，以鲜卑二字冠俟豆归之上，似认宇文氏为鲜卑矣。然《隋书》修在唐初，不容有此误，盖唐承隋，隋又承北周之后，史臣习闻鲜卑奉葛乌菟为主之传说，以为不论俟豆归之种族如何，既统有鲜卑人，遂以鲜卑二字加之，非必误宇文为鲜卑也。七○《李密传》可以为证：






密与〔宇文〕化及（宇文述之子）隔水而语，密数之曰：卿本匈奴皂隶破野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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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之皂隶，是修《隋书》史臣知宇文为匈奴，故不言破野头为鲜卑皂隶。述传若非史臣为宇文氏传说所误，则是其字本作匈奴，后人臆改乎？《新唐书》八四《李密传》：






密与〔化及〕隔水阵，遥谓化及曰：公家本戎隶破野头尔。






戎谓戎狄，隶者言其贱种，较之“匈奴皂隶”四字，远欠精审，故温公《通鉴》一八五唐高祖武德元年纪载密语即采《隋书·密传》之文也。

《隋书》而后，唐人著述中尚有误宇文为鲜卑之嫌疑者，杜佑《通典》也。《通典》一九六《边防典》一二宇文莫槐条：






出于远东塞外，代为东部大人。






自注云：






《晋史》谓之鲜卑。《后魏史》云，其先匈奴南单于之远属。又按《后周书》云，出自炎帝子孙，逃漠北，鲜卑奉以为主。今考诸家所说，其鲜卑之别部？






案凡言别部者，谓种族不同而相隶属。陈寅恪先生谓石勒疑石国人，非匈奴种，而《魏书》九五《石勒传》云：






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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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二三《刘库仁传》：






刘虎之宗也。……为南部大人。






是库仁系匈奴，而二四《燕凤传》：






请于苻坚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铁弗卫辰狡猾多变。






则库仁所部即鲜卑之别部，北朝史中此例数觏。故君卿所谓鲜卑之别部者，谓宇文之于鲜卑，亦犹刘库仁刘卫辰之于魏，以别种而隶属之。《魏书·官氏志》：






东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时东部，此二部最为强盛。






未言与拓拔同出代北。杜氏“别部”二字极精当，而用“其”字以示犹疑，盖其慎也。后人未达杜氏所云别部之恉，遂滋误会耳。然杜氏称“《晋史》谓之鲜卑”，亦不尽然。汤球黄奭所辑唐以前诸家《晋书》佚文中，不复得见关于宇文氏之记载。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六《新晋书》条：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然当时王隐、何法盛、臧荣绪诸家之书具在，故刘知几《史通》有《新晋书》之称。《尚书正义》所引《晋书》今本无之，当是臧荣绪书也。李善注《文选》，备引诸家《晋书》，而不及御撰之本，迨安史陷两京，故籍散亡，唯存贞观新撰书，后世遂不知有《新晋书》之名矣。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四三亦言《晋书》自唐人改修后，诸家尽废。今案《新晋书》修成后，诸家旧作，或不复如昔者之流行，更经天宝乱离，自有散佚可能。据《旧唐书》一四七君卿本传，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所著《通典》，有“自顷缵修，年逾三纪”之语，是其书经始已在安史乱后。然敦煌所出六朝写残卷有记晋元帝太兴二年事者，罗振玉疑即邓粲《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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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陲尚有旧《晋史》流行，则今日固未可遽谓天宝以后旧《晋书》散亡净尽，如竹汀所论，而断君卿所称《晋史》必为本朝所修也。惟唐太宗既重修《晋书》，自有取十八家而代之之意，以功令言，唐人似宜奉新修书为正。君卿称引止著“晋史”，不复颜其撰人及书名，是与《后魏史》等同为习见者，或即指本朝所修《晋书》乎？苟所谓《晋史》者系十八家旧文，今日虽不可得见，然东晋南朝人记述北方胡人事十九模糊影响，得之传闻，不足征信，于其种族尤不能辨析明白。即使王隐、何法盛、臧荣绪等纪宇文出于鲜卑，亦难引为准据。若君卿所言《晋史》即唐修《晋书》，则今本《晋书》中宇文氏事惟见于《慕容氏载记》，《载记》即本诸崔鸿《十六国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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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较南人著述为可信赖。一○八《慕容廆载记》：






初涉归有憾于宇文鲜卑，廆将修先君之怨。






宇文与鲜卑并列，不以鲜卑冠宇文。又云：






时东胡宇文、鲜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广，惧有吞并之计，因为寇掠。






宇文与段部并列，又明以宇文为东胡，何尝“谓之鲜卑”邪？综上所述，积极方面诸书皆谓宇文氏匈奴远属，而消极方面，《魏书》、《晋书》言及宇文氏，亦从无以为鲜卑者也。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叙氏族由来最荒诞不实，其纪宇文氏云：






出自匈奴南单于之裔，有葛乌菟，为鲜卑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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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






又有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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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头氏，臣属鲜卑佚豆归，后从其主，亦称宇文氏。






“鲜卑佚豆归”五字全用《隋书》述传之文，其解释尚在疑似间，如上文所述，姑置不论。明言宇文氏为鲜卑者，当推较《新唐书》稍晚之《资治通鉴》为始。八二晋武帝太康十年纪：






时鲜卑宇文氏、段氏方强，数侵掠廆。






以宇文段氏同属鲜卑，照以上文所引《晋书·载记》“东胡宇文鲜卑段氏”之语，《通鉴》之误不待辨。疑《通鉴》此条亦本《载记》，而妄加窜易。又八四晋惠帝太安元年纪：






鲜卑宇文单于莫圭部众强盛，遣其弟屈云攻慕容廆。






亦蒙前而误，《晋书·廆载记》止言宇文莫圭遣弟屈云寇边城，无鲜卑字样也。《唐纪》用《隋书·李密传》，不从《新唐书·密传》之妄改为“戎隶”，可谓有识，而《晋纪》复与之矛盾者，盖当时修书分属，三国讫南北朝刘恕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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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则范祖禹任之，温公虽贯串润色，细节出入难免忽略，此《晋纪》《唐纪》之所以抵牾与胡三省注《通鉴》亦前后不一其说。八一晋武帝太康六年“涉归与宇文部素有隙”下注云：






宇文部亦鲜卑种。






八二太康十年纪“鲜卑宇文段氏方强”下注云：






段氏东部鲜卑也。杜佑曰：宇文莫槐出于辽东塞外，代为鲜卑东部大人。






胡氏误解《通典》，以为杜佑“为鲜卑东部大人”即谓宇文为鲜卑，故引以为注。然九四晋成帝咸和四年纪“代王纥那奔宇文部”下注又云：






《后周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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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谓此盖宇文氏既兴于关西，其臣子为之缘饰耳。李延寿曰：宇文部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此言为得其实。






所见甚是，然同在《晋纪》中而前后不合，何邪？其辩《周书》所载神话为缘饰亦极当，但《周书》只消极不记宇文出自南单于，于北周种族积极方面固未有记述，以《北史》补《周书》则可，以之驳《周书》则无的放矢矣。

《通志》二百四《夷传》七袭《通典》而删其注，《通考》三四二《四裔考》一九亦全引《通典》，并存其自注，实较郑氏审慎。元修《辽史》，其《世表》云：






鲜卑葛乌菟之后曰普回，……九世为慕容晃所灭，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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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以宇文为鲜卑者遂多，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三称鲜卑宇文氏国于辽西。丁谦《〈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库莫奚传下云：






奚与契丹同为汉鲜卑部酋奇首可汗之后。……迨奇首之裔东部宇文为慕容皝所破，西窜松漠，时二部犹未分也。






又宇文莫槐传下云：






宇文氏与奚契丹同为鲜卑种，《魏书·库莫奚传》其先东部宇文别种也。又《十六国春秋》宇文氏辽东鲜卑别部。皆可证。传谓匈奴南单于远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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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盖匈奴鲜卑族类迥别，不容牵混也。






日本内田吟风氏《北朝政局中鲜卑及北族系贵族之地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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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谓宇文周乃纯粹之鲜卑种，《魏书》以为匈奴者乃曲笔，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冯家升先生撰《契丹名号考释》，亦指摘《魏书·库莫奚传》既称东部宇文之别种，宇文莫槐传又冠以匈奴二字为矛盾。今案“别种”之称犹“别部”，为政治上相统属而种族上十九不相同之部落。库莫奚为宇文部“别种”，初不必与宇文同是匈奴；亦犹宇文为鲜卑别部，而不必为鲜卑。匈奴与鲜卑信如丁氏所云，“族类迥别，不容牵混”，而丁氏乃自牵混之，《魏书·库莫奚传》与《宇文莫槐传》固不相矛盾也。丁氏引《十六国春秋》宇文氏鲜卑别部之文不见于纂录，及明人伪托本，或出类书所引，但“别部”二字确不伪，当是崔鸿之旧，杜君卿《通典》自注之说岂亦本于鸿书乎？然其详不可得知，故断言宇文为鲜卑别部者，仍以杜说为嚆矢。亦犹《北史》本于《魏书》，《魏书》既佚，后人以《北史》补之，而今日称引固仍宜先《北史》而后《魏书》也。

复次，《魏志》三十《鲜卑传》注引《魏书》：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宇文氏疑即此类，南单于远属之说未尽可信。其由辽东塞外南迁之时代与路线史无明文。宇文部晋康帝建元二年（334）亡于前燕慕容氏，徙居昌黎，自后其境历经前秦苻氏、后燕慕容氏、北燕高氏冯氏之统治，至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魏太武太延二年，436）入于魏，历九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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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魏以后民族上之混淆同化作用未尝少息，迨魏分东西，又将百年。故观察史书所载宇文氏诸人事迹，几不能发现匈奴民族之特征与不同于鲜卑族之痕迹。然有臆测两事，或足供解释此点之参考，姑妄言之。《元和姓纂》上声九麌宇文下：






出本辽东南单于之后。有普回因猎得玉玺，以为天授。鲜卑俗呼天子为宇文，因号宇文氏。或云以远系炎帝神农有尝草之功，俗呼草为俟汾，音转为宇文。






不言俟汾之说所出。《广韵》上声九麌宇字下：






宇亦姓，出何氏《姓苑》。又虏复姓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后以有尝草之功，鲜卑呼草为俟汾，遂号为俟汾氏。后世通称宇文，盖音讹也。






较《姓纂》所记为周密，然不言俟汾之说是否亦出《姓苑》。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二三文略同，不言出《姓苑》。《通鉴》八一晋武帝太康六年纪胡注：






何氏《姓苑》曰：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后以尝草之功，鲜卑呼草为俟汾，遂号为俟汾氏。后世通称俟汾，盖音讹也。






胡氏盖本《广韵》，而认《广韵》所载宇、宇文两姓皆出《姓苑》，似得其实。然《姓纂》、《辨证》、《广韵》皆言由俟汾讹成宇文，胡注则由俟汾仍讹成俟汾，必无是理。“后世通称俟汾”之“俟汾”二字必是“宇文”之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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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书》一九九《柳冲传》柳芳言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隋唐志及《崇文总目》俱著录，而卷数不同。陈氏《书录解题》曰，《姓苑》二卷不著名氏，古有何承天《姓苑》，今此以李为卷首，当是唐人所为。今案疑唐人本何书有所增益，重为厘定，大体要是宋以前书。宇文俟汾间音声上何由相通，非所敢论，然魏孝文帝吊比干墓文碑阴有“给事臣河南郡俟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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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文以太和十八年十一月自代迁洛，是月甲申过比干墓，为文吊之而刊此碑。据上文引《宇文福传》，福时正官都牧给事，则俟文福即宇文福。魏韩震墓志阴有“母东燕俟文氏内行给事俟文成女”之文，亦即宇文成。《八琼室金石补正》十七东魏冯道智等题名有邑子俟文影辉。是尝草传说虽无可稽考，《姓苑》俟汾讹为宇文确非无据。《北史》九八《高车传》：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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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甥也。






疑狄历、敕勒、丁零一声之转，高车丁零者，以其乘高车，故冠此二字以形容之，又省称曰高车耳。《魏书》四上世祖神
 四年《纪》：






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干率其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勒石漠南，以记功德。






而二四《邓颍传》：






驾幸漠南，高车莫弗库若干率骑数万余，驱鹿百余万，诣行在所。诏颍为文，铭于漠南，以纪功德。






又七下高祖太和二十二年《纪》：






八月，敕勒树者相率反叛，诏平北将军江阳王继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






而《北史》九八《高车传》纪此事云：






后高祖召高车之众随车驾南讨，高车不愿南行。遂推表纥树者为主，相率北叛，游践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讨，大败而还。又诏平北将军江阳王继为都督讨之。






《魏书》四四《宇文福传》一六《江阳王继传》亦皆称高车叛命。是敕勒与高车得互称，《魏书》二八《古弼传》又云：“世祖使高车敕勒驰击〔赫连〕定。”高车敕勒犹言高车丁零矣。《北史·高车传》言其种有斛律氏，《北齐书》一七《斛律金传》：






朔州敕勒部人也。……金性敦直，善骑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






《北史》五四《斛律光传》亦言光“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无不中”。似高车族与匈奴族确有关系，而《北史·高车传》记魏孝文时高车之族十有二姓，其九曰“俟分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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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高车之俟分氏与讹成宇文之俟汾氏同出于匈奴乎？宇文一支先处塞内，与其他种族接触亦多，故骎讹变，而高车之俟分氏则远居塞表，迄魏道武分散诸部时犹以族类粗犷，故得别为部落，此高车一支之俟分氏所以得存其旧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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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史》八四《乞伏保传》称：“高车部人也，父居，献文时为散骑常侍领牧曹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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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乞伏居以高车人领牧曹，亦未始不可与宇文氏诸人相印证也。

《北史·宇文莫槐传》称“其语与鲜卑颇异”，当是指宇文部落犹独立时而言。至北魏末叶将近二百年，似宇文氏已不复能保存其“与鲜卑颇异”之匈奴语言矣。然有一事颇可注意。赫连夏之龙升七年（晋安帝义熙九年，魏道武永兴五年。）于奢延水之北黑水之南筑大城，名曰统万而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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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和郡县志》谓赫连勃勃自言方统一天下，君临万方，故以统万为名。《通鉴》亦取其说。今案赵万里先生集《冢墓遗文》四之五四元彬墓志，四之五七元湛墓志，四之六十元举墓志俱称“统万突镇都大将”。三之二三元保洛墓志又称“吐万突镇都大将”。吐统一声之转，是本译胡语，故或统或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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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省去突字，赫连氏当时自无《元和志》所言之义。《水经注》河水又北〔迳〕薄骨律镇城，子注云：






赫连果城也，桑果余林仍列洲上。但语出戎方，不究城名。访诸耆旧，咸言故老宿彦云，赫连之世有骏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目城为白口骝。韵〔转〕之谬，遂仍今称，所未详也。






薄骨律与统万突皆是胡语，汉人不识其义，强为之说，白口骝与《元和志》解统万突俱失之虚造。然郦氏于统万城下犹不载《元和志》之说，则较白口骝传说为尤晚矣。然则统万突果何种族之语乎？《魏书》九五《铁弗刘虎传》：






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
 
 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






赫连氏之出于匈奴，记载甚明，先世虽有为鲜卑拓拔氏婿者，但非世世皆尔。亦只酋帅娶魏女，必非全部之众皆与鲜卑为婚。铁弗之号当先施于一二酋帅，渐衍为部族称号。然如刘库仁亦以匈奴数世尚魏女，而不蒙铁弗之称。由是知铁弗之称号非表示种族之迥别，赫连氏所部仍以匈奴成分为主，认统万突三字为与匈奴族有关之语言或非牵强？《周书》四《明帝纪》：






讳毓，小名统万突，太祖长子也。……永熙三年太祖临夏州，生帝于统万城，因以名焉。






北朝人往往先取胡名，其后更取汉名，则以胡名为小字。周明帝之胡名虽因地而取，疑亦因统万突一语与匈奴族有关，故宇文泰用之名子。此外太祖诸子武帝邕曰弥罗突，齐炀王宪曰毗贺突，宋献公震曰弥俄突，卫刺王直曰豆罗突，赵僭王招曰豆卢突，谯孝王俭曰候幼突，陈惑王纯曰堙智突，越野王智曰立久突，代奰王达曰度斤突，冀康公通曰屈率突，滕文王逌曰尔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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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名下咸缀突字，又若突字能独立成义者。鲜卑胡名从无此比，魏宣武帝世高车酋帅亦有名弥俄突者。
 

【605】



 此岂宇文氏仅存之匈奴特征乎？然《魏书》二七《穆崇传》其子孙有名吐万者，三四《卢鲁元传》有子名弥娥，是否亦与吐万突弥俄突为一语不可知矣。《周书》一《太祖纪》一四《贺拔岳传》载魏末太昌永熙之际有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者，斛拔氏未详所出。《北齐书》二《神武纪》下作斛拔俄弥突，《通鉴》一五七同，俄弥疑是弥俄误倒。《北史》六《神武纪》作贺拔俄弥突，《北齐书》一六《段韶传》作斛律弥娥突。然《元和姓纂》入声一屋内唯有斛律斛斯两姓，《古今姓氏书辨证》三五唯有斛律斛谷斛粟斛斯四姓，皆无斛拔。此外北朝诸史亦不见有姓斛拔者，疑是斛律或斛斯之误也。斛律氏出于敕勒已见上，斛斯氏疑亦源自高车。《姓氏书辨证》斛粟氏下：“孔至《姓氏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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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北斛粟氏后改为斛斯氏”，是斛粟斛斯即系一姓。《北史》四九《斛斯椿传》：






广牧富昌人也。其先世为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时为左牧令，时河西贼起，牧人不安，椿乃将家投尔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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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姓纂》斛斯氏下：






其先居广汉，代袭莫弗大人，号斛斯部，因氏焉。






“莫弗”乃高车酋帅之称号，纪传屡见不鲜，而斛斯椿之父又官左牧令，其间消息盖可推寻。《地形志》无广牧郡富昌县，唯朔州附化郡有广收县，当即广牧之误，《姓纂》之广汉疑亦有误。然《周书》二六《椿子征传》又称河南洛阳人，盖北族入居中国，籍贯本无定准，不论广牧洛阳，俱无害于斛斯氏之为高车部人也。

复次，宇文氏建国以后，讳言其为匈奴南单于后裔者其故亦可得而言。十六国中前赵刘氏北凉沮渠氏夏赫连氏为匈奴族，前赵之灭在拓拔氏兴盛以前，然沮渠赫连则俱灭于北魏。自魏太祖定中山，统一北方，于是鲜卑族之势力澎湃，而其他诸族悉沦为贱种，夷于皂隶。魏境以外之高车诸部既大为世祖所破，而境内西河离石之山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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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州安州等地之丁零，河西云中及六镇之敕勒等匈奴及与匈奴有关之民族，皆屡屡变叛，史不绝书。然卒难倾覆鲜卑，重建匈奴族之政权也。《宋书》七四《臧质传》魏世祖与之书云：






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






《魏书》五○《尉元传》太和十三年上表称：






今计彼（彭城）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镇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将呼延笼达因于负罪，便尔叛乱，鸠引胡类，一时扇动。赖威灵遐被，罪人斯戮。又团城子都将胡人王敕勤负衅南叛，每惧奸图，狡诱同党。〔愚〕诚所见宜以彭城胡军换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转戍彭城，又以中州鲜卑增实兵数，于事为宜。诏曰：公之所陈甚合事机。






胡人为鲜卑服兵役，冒锋镝，鲜卑不惟无子恤之心，且日以其变叛为虑。从呼延之姓察之，所谓胡人者为匈奴无疑。高祖延兴元年破沃野统万二镇敕勒，斩首三万余级，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二年连川敕勒谋叛，徙配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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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祖将讨冯文通，诏奚斤发幽州民及密云（即安州）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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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北史·高车传》：






于是高车大惧，诸部震骇，道武自牛川南引，大校猎，以高车为围。骑徒遮列，周七百余里，聚杂兽于其中。因驱至平城，即以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拒长城，东包白登之西山。






是皆诸族为鲜卑皂隶之证，而宇文周所以讳言其先世出匈奴者，亦以此与？

宇文周为我国南北朝隋唐间承上启下之一大枢纽，时代虽暂，而影响于后代之政治社会各方面者綦巨，其种姓由来固未可忽视，因试推论之如此。






（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





魏收之史学




正史中最为人所诟病者厥为魏收《魏书》，然夷考其实，前人所论未必尽当。一良尝粗检史籍，与魏书比观，深觉昔贤责难于收之人与书者，使收地下有知，或不受也。昔《晋书》诬陈寿，王西庄赵瓯北皆硙切辨之，矧收书被诬重厚于《三国志》乎？兹篇之作在求释昔贤之疑，若《魏书》全部之评骘，则兹事体大，非此文所能尽矣！




一　魏收之为人



魏收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人。生于魏宣武帝正始三年，卒于齐后主武平三年（506—572）。历事魏齐两朝，谥文贞。其事迹见《北史》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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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于魏节闵帝中兴元年（531）以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后以事解官。高欢开府晋阳，收为府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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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以文才必望见知，而不遂，乃更求修国史。高澄启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讫于魏亡。齐受禅，收除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天保二年（551）诏撰魏史。齐文宣帝尝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故四年（553）除收魏尹，优以禄力，不知郡事；只在史阁，使专其任。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之，署名而已。与收同修《魏书》者，有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綦毋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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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欲专责任，故其书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皆独出于收。《北史》本传谓：“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编辑；高孝干以左道求进。修史诸人祖宗姻戚多被书录。”《北齐书》四四《儒林传》有刁柔，谓“柔性颇专固，自是所闻，收常慊惮。……柔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志存偏党。《魏书》中与其内外通亲者，并虚美过实，深为时论所讥焉”。綦毋怀文见《北齐书》四九《方伎传》，谓其“以道术事高祖”，盖亦高孝干之流。由是知《魏书》发凡起例虽在伯起，而列传之修撰亦经众手。诸人多非史才，芜冗之处固不应收一人独尸其咎矣。天保五年（554）三月奏上《魏书》本纪列传共一百十卷。五月，复奏上《十志》，凡二十卷。收自魏中兴豫修国史，至齐天保之专总史事，奏上《魏书》，居史职凡二十有三载。

收以文华显，与温子升邢邵齐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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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行文之工致敏捷在二子上。学识博雅，尤亟为时所重。北齐初年制作收无不参赞其间。本传云：“又除定州大中正。时齐将受禅，杨愔奏收置之别馆，令撰禅代诏册诸文，遣徐之才守门不听出。”《北齐书》三十四《杨愔传》称愔“推诚体道，时无异议。……典选二十余年，奖掖人伦，以为己任。……门绝私交，轻货财，重仁义”。收果轻薄之徒，愔将能荐之乎？《北齐书》三○《高德政传》载德政亦荐魏收，德政固亦以戆直著者也。天保八年参修律令，及文宣崩，复参议吉凶之礼。《北齐书》四三《封述传》又云：“河清三年敕与录尚书赵彦深仆射魏收……等议定律令。”今案议律令事《北史》本传不载，然据《北齐书》七《武成纪》及《北史》本传，收于河清二年正月乙亥以太子少傅兼尚书右仆射，己卯，以阿纵除名。其年复得罪当流，以赎论。三年，起除清都尹。至天统四年始再除尚书右仆射。则议定律令之敕当在河清二年正月乙亥以后己卯以前下，数日内收即除名，盖未及豫其事，故本传不载。《封述传》“河清三年”之三当是二字之误，据《武成纪》河清三年三月已因律令班下而大赦矣。《北齐书·文苑传序》：“〔祖〕珽又奏撰《御览》，诏珽及特进魏收太子太师徐之才中书令崔劼散骑常侍张
 中书监阳休之监撰。”考《后主纪》：“武平三年二月……敕撰《玄洲御览》，……八月……成。……后改为《修文殿御览》。”收卒于是年，而月日不可考，未审睹《御览》之成否。观《北史》本传不载监撰事，意者收之殁在八月以前乎？齐国史之修撰，收亦与焉，《北齐书》四二《阳休之传》记收与休之争《高祖本纪》齐元年之断限，《隋书》四二《李德林传》有与德林书二通，论《齐书》起元事，惜简短不完，未能窥伯起立意所在耳。

惟其出乎侪类也，故恃才傲物，不矜细行。加之性褊，不轻下人，好为诙诡奇谲之论，为世所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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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原其本心，实亦无它。《北史》本传云：“其年（河清二年）又以托附陈使封孝琰牒令其门客与行，遇昆仑舶至，得奇货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罪当流，以赎论。”案当时南北不许互市，《北齐书》四六《苏琼传》：“天保中……行徐州事。……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淮南，岁俭，启听淮北取籴。后淮北人饥，复请通籴淮南，遂得商估往还，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于河北。”又三九《崔季舒传》：“乾明初……出为齐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为御史所劾。”北齐一代皆与南朝梁陈以江为界，淮南犹为齐地，渡淮互市之禁未审所由，或沿东魏旧制也。故魏齐使臣使南朝者，每藉以通有无为利。《北齐书》二九《李绘传》：“武定初，……为聘梁使主。……前后行人皆通启求市，绘独守清尚。”收因人之使而搜求珍奇，其事甚细，故河清三年即起复，而敕之谓“前者之罪情在可恕”也。北齐之初犹染后魏风气，贪黩之风极盛。《北齐书》一五《尉景传》：“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怀财利，神武每嫌之。转冀州刺史，又大纳贿。”又一八《孙腾传》：“高祖置之魏朝，寄以心腹。……求财纳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府藏银器，盗为家物。亲狎小人，专为聚敛。”又《司马子如传》：“公然受纳，无所顾惮。……意气甚高，聚敛不息。”又一九《蔡
 传》：“太昌中出为济州刺史，为治严暴，又多受纳。”又《薛循义传》：“寻除齐州刺史，以黩货除名。”又二五《张亮传》：“为高祖世宗所信，委以腹心之任。然少风格，好财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洁。及历诸州，咸有黩货之闻。”又二六《薛琡传》：“久在省闼，……受纳货贿，曲法舞文。”此皆公卿方伯之无学识者也，即才学之士亦所不免。《北齐书》一八《司马消难传》：“博涉史传，有风神，然不能廉洁。”又二三《崔
 传》：“以贪汙为御史
 劾。……
 历览群书，兼有词藻。”又三九《祖珽传》：“词藻遒逸，少驰令誉。……不能廉慎，……大有受纳，丰于财产。”又四三《封述传》：“述久为法官，明解律令。……而厚积财产，一无馈遗。……外貌方整，而不免请谒。”魏收视诸人者，固远为高矣。细考收之立身出处，在魏朝颇以忠直自见。《北史》本传称其上《南狩赋》谏孝武帝，“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使梁还，尚书右仆射高隆之求南货于收而不能如志，遂遭禁止，久乃得释。及为高欢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频被嫌责，加以箠楚。是收虽华辨过人，实非阿谀取容者。入齐而后，始若随合时流，然文宣每欲易太子，收谓杨愔曰：“魏收既忝师傅，正当守之以死，但恐国家不安！”愔以收言奏帝，太子遂得保全。是当文宣帝果于诛戮大臣之时，犹不忘委曲进谏也。且观其以《枕中篇》戒厉子侄，以名行奖掖后辈，迥异于轻薄仄媚之文人，居北齐纲纪废弛之世诚不多得者，惜乎后人不察，诬收无行，众口一词而莫改也。

收藏书甚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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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撰《魏书》而外，有集七十卷。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魏特进集》所辑得诗文凡二十七篇，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北齐文》四所辑又得为《魏孝静帝伐元神和等诏》一篇，而谓张氏所收为《东魏檄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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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据《文苑英华》《通鉴》编入《杜弼集》中。总计之仍得二七篇。据《北史》本传收尚有《南狩赋》，《聘游赋》，《皇居新殿台赋》，《怀离赋》，《庭竹赋》。《北齐书》三九《祖珽传》：“神武送魏兰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赋出塞及公主远嫁诗二首。”又四五《李广传》：“广卒后，〔毕〕义云集其文笔十卷，托魏收为之叙。”《北史》八三《樊逊传》：“于时魏收作《库狄干碑序》。”《洛阳伽蓝记》二：“〔永熙元年〕诏中书侍郎魏收等为〔平等〕寺碑文。”皆不传。



二　今本《魏书》



赵翼《陔余丛考》七《魏书》条谓《魏书》在收一人已四易稿，今案收卒于武平三年，《后主纪》武平四年之诏史官更撰《魏书》自非收三改之本，赵氏误，收盖三易其稿也。高似孙《史略》二魏收《后魏书》下引《三国典略》曰：“齐主以魏收之卒，命中书监阳休之裁正其所撰《魏书》。休之以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学，淹延岁时，竟不措手，唯削去嫡庶一百余字。”即武平四年事，所削去者不审在何卷，然自是遂成今本。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合一百十卷；《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历》二卷，《礼》四卷，《乐》一卷，《食货》一卷，《刑罚》一卷，《灵征》二卷，《官氏》一卷，《释老》一卷。共百十四篇，百三十卷。盖《太武纪》，《献文六王传》，《外戚传》，《律历志》，《灵征志》皆分上下二卷；《景穆十二王传》，《地形志》皆分上中下三卷；《天象志》，《礼志》皆分四卷；故合之百十四篇，分之为百三十卷。《四库提要》称《魏书》一百十四卷，误以篇数为卷数，不知古人著书篇以内容分，卷以字数分，不容混也。宋初其书已亡佚不完，《纪缺》二卷，《传缺》二十二卷，不全者三卷，《志缺》二卷，后人杂取诸书补之。此外残缺不完，而未经补缀者，犹有二十九卷。综计全缺及不完者凡五十八卷，其目详见殿本《念四史考证》，及《魏书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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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不赘。

至于后人用以补《魏书》者，亦约略可考。曰魏澹《魏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后魏书》一百三十卷：“……《中兴书目》谓所缺《太宗纪》以澹《书》补之。”章俊卿《群书考索》前集一四亦引《中兴书目》：“《太宗纪》则补以魏澹所作。”高似孙《史略》二《后魏书》条同。然《文献通考》一九二《经籍考》正史门《后魏书·纪》一卷，下引《崇文总目》云：“魏澹撰。……世以收史为主，故澹书亡缺，今才《纪》一卷存。”是王尧臣撰定《崇文总目》时，澹书已佚，只余《太宗纪》一卷，以补于收书而获存。故于《总目》又别出为《后魏书》，以见魏澹一家之学。收书之亡佚固在宋以前，即以澹书补收亦必远在庆历以前矣。曰张太素《魏书》。《文献通考》一九二《经籍考》正史门《后魏书·天文志》二卷，引《崇文总目》：“唐张太素撰《魏书》凡百篇，今悉散亡，惟此二篇存焉。”陈振孙《解题》四：“《中兴书目》谓……缺志以太素书补之。”章俊卿《群书考索》前一四引《中兴书目》同。陈氏谓：“二书（澹及太素）既亡，惟此纪志独存，不知何据。”窃以为取太素书以补收书亦远在庆历之前，撰定《崇文总目》时太素书已全佚，故自《魏书》抽出此志而著录之，决无澹《纪》太素《志》为俟补收书，而独存于全书亡佚之后之理也。高似孙《史略》不及《志》之存佚，未审何故。曰《高氏小史》。高似孙《史略》：“《静帝纪》则补以高峻《小史》。”章俊卿《群书考索》引《中兴书目》：“《静帝纪》则补以《北史》、《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览》，列传则益以《北史》《高氏小史》。”《直斋书录解题》四别史类谓《小史》“一百三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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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殿中丞高峻撰。……盖节抄历代史也。司马温公尝称其书，使学者观之”。此外则用《北史》《隋书》者最伙。李延寿修《北史》多本魏收之书，略有删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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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书既佚，后人翻取《北史》以补之。宋时已谓《北史》与《魏书》相乱，故今欲知取以补《魏书》之《北史》各卷中包含收书至若何程度，殆不可能；而后人所补，除《纪》《志》外，何传果用何书，亦不能分别详言也。

收本传言：“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收前《上十志启》亦云：“并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卷。”《崇文总目》同，而谓：“今所存仅九十余篇。”序与论当包括于纪传中，今不论；二表一启唯存前上十志一启。至于例则独出于收，乃全书之纲领，与目为一卷，冠于书首，并经奏上者也。《史通·序例篇》：“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范氏《后汉书·序例》今不传，晔狱中与甥侄书谓：“纪传例为举其大略。”刘昭《补志序》：“故序例所论备精与夺。”章怀注《光武纪》《安帝纪》曾引范《序例》之文，盖本与书别行，后遂亡佚。刘氏当并及见范魏二人之例。乃《崇文总目》止言“今所存九十余篇”，不及例之存亡。自斯以降之著录《魏书》者，皆详言纪传志之缺卷，而不及例，一若收书本无者。盖例之亡也尤先于纪传志，故宋以来著录之家竟全忘却之，收书之重被诬，未尝不由于此乎？至刘知几谓收例全取范晔，绝非是，辨见后。



三　《魏书》之取材



本传于叙收专总史职前，详举收修国史事，谓“下讫孝明，事甚委悉”。收于是“专总斟酌，以成《魏书》。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备一代史籍”。知《魏书》前半本于《魏国史》，以后则收在史馆所缀续也。收之专史职在天保四年，而天保五年三月上纪传，五月上《十志》，其间不过阅十余月。可知《魏书》大抵仍因旧史，后人心目中若谓全出伯起之手，故得肆其曲笔者，误矣！考《魏国史》之撰述始于道武帝时，诏邓渊撰《国记》，记道武一代事，成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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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明元帝时，废而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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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太武帝神
 二年（429）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而崔浩定为编年体，与弟览、高谠、邓颍、晁继、范耳（亨？）、黄辅等共参著作，成《国书》三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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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称《国记》。《魏书》三五《崔浩传》：“刊载《国书》……刊《国记》。”又四八《高允传》：“后诏允与司徒崔浩述成《国记》。”皆二者互称之证。《高允传》又云：“世祖召允谓曰：‘《国书》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盖浩续渊书，合而为一，惟厘定体例耳，故《国书》《国记》得互称，分称之曰《某帝记》，综名之则曰《国书》。太延五年（439）平北凉沮渠氏后，又诏浩续修《国史》，高允张伟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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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允皆精于史学，能直笔不讳，而所援引如段承根阴仲达皆一时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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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所修撰当有可观。其后浩被诛死，而其书盖未尝废。《魏书·浩传》叙浩罪状至含混。苟谓怒其刊载《国书》于路衢，则刊石之至赐死已有年所，胡早不罪？刊石用功至三百万，不容早不知，至往来行者以为言始发也。或谓世祖恶其直笔，然浩神
 中奉诏撰《国书》三十卷，夙已完成，世祖早已得读，平凉后更命浩综理史务，务从实录。是未尝嫌浩书事之备，反励其直笔也。即使浩以修史被罪，止一身耳，何至诛清河崔氏无远近，及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尽夷族哉！且诛戮之后，不闻有命禁浩书或毁所刊石，是以知崔浩之史固未尝废，魏收得根据之，而浩之获罪别有故，亦不以修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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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允继浩综修史之任，大较续浩故事，准《春秋》之体，而时有刊正。其时襄史事者有游雅、程骏、程灵虬、江绍兴、刘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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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慕向华风，文事大盛。高祐李彪等始奏编年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故奏请从迁固为纪表志传之体。太和十一年（487）十二月，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之体，而仍其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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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和十四年（490）正月，诏定起居注制；十五年（491）正月，初分置左右史官。李彪崔光皆有史才，亘孝文宣武孝明三朝，二人递居史职。其所引进如傅毗、阳尼、邢产、宋弁、韩显宗、房景先、李谐、袁翻、李琰之，孙骞之徒，莫不文学优美，长于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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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国记》之体虽已区分改析，而辑录当代之事终未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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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帝时，命邢峦、崔鸿追撰《孝文帝起居注》，孝明帝时，又敕崔鸿、王遵业、房景先等兼修《孝文宣武起居注》。
 

【631】



 自是而后讫东魏之亡，历代典起居暨修《国史》之可考者，收之外有谷纂、韩子熙、辛贲、裴景融、周道方、许绚、温子升、卢元明、阳休之、宇文忠之、邢昕、裴伯茂、李同轨等，皆无所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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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元晖业，撰《辨宗室录》四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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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书》之外，此类咸收书所取资矣。

《魏书》卷九五至九九五卷为十六国之君及司马睿、桓玄、刘裕，萧道成、萧衍等传，是《魏国史》所未必详，收将何所本乎？曰十六国事大抵盖本于崔鸿《十六国春秋》也。《魏书》六七有鸿传，且载其《上〈十六国春秋〉表》文。汤球《〈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叙目》：“《隋书·经籍志》云崔鸿《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又云《纂录》一十卷。知隋时其书原有二本。百卷本已久已放佚，而《纂录》本则历代流传，尚概见于何镗《汉魏丛书》中。……盖此书原纂其录，所以国各为录。”今案宋初修《太平御览》，犹引鸿书。而《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晁陈马三家书目俱无《十六国春秋》。龚颍《运历图》载前凉张寔以下皆改元，晁氏谓：“不知所据，或云出崔鸿《十六国春秋》。鸿书久不传于世，莫得而考焉。”是鸿书之亡已久。《汉魏丛书》之十六卷本既同于《通鉴考异》所引，当非明人伪作，且见于《崇文总目》，曰《十六国春秋略》，必是宋以前流传之鸿书节本，汤氏以为即《隋志》之《十六国春秋纂录》，是也。今取《纂录》与唐修《晋书·载记》校，《载记》采鸿书之迹显然明白。《载记》中复有直录崔书，未暇修改，以致不合者，亦可为证。如《晋书》一二一《李雄载记》：“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与晋穆帝分天下。”《十七史商榷》五二曰：“雄死在咸和八年，是成帝时，何云与晋穆帝请分天下？穆字误。”今案《魏书》九六《李雄传》：“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与穆帝请分天下。”此穆帝乃魏穆帝猗卢，《魏书》盖因崔鸿《十六国春秋》原文。鸿魏人，其书虽各国自用其纪年，一十六卷《纂录》本如此，盖鸿之旧——犹系魏帝纪年以总摄之，《魏书·鸿传》讥鸿系年之误，即用魏纪年，可以为证。故于魏帝自称谥曰穆帝，谓李雄之使魏为朝贡也。《晋书》亦取崔书，而修史诸臣失于疏忽，于称谓及书法之内外改之不尽，遂若李雄遣使朝贡晋室，后人又误加晋字于穆帝上，使年代史实皆纰缪不可通。王氏谓穆字误者，犹未得其解。又《魏书》九五《匈奴刘聪传》：“追尊后主，以怀民望。”《晋书》一○一《刘元海载记》民作人。亦可证二者同出一源，唐人避讳故改民为人。更取《纂录》、《载记》与《魏书·十六国传》校，则《纂录》、《载记》所纪之事苟见于《魏书》，其文十九相同。此例甚多，文繁不备举，要足见伯起《十六国传》之本于鸿书也。

抑尤有进者，《纂录》乃节钞本，或未可尽信为鸿书之原面目也。更取唐宋类书所引《十六国春秋》之片段与《晋书·载记》、《魏书·十六国传》相校，凡《魏书》之事与文异于《载记》者，皆同于鸿书。今试表列之，以便比观。字句偶有出入，则疑引者所易也。

又有见于鸿书，而不见于《载记》者，《魏书》皆有之，亦表列于后。益足证魏收为据鸿书；《晋书·载记》虽采《十六国春秋》，而加删节，且有出乎其外者也。





续　表





《御览》所引《十六国春秋》直言乞伏氏改年永弘（《魏书》改为洪），不称冯弘之字（《魏书》称其字），皆不避献文帝讳。且言魏遣使云云，不称世祖，皆若可疑。然鸿书初未敢出行于外，其后崔光贵重当朝，始相传读，亦以光故，执事者遂不之论。其所以畏人讥议者，岂即以对魏朝不敬慎如此类乎？魏收于鸿书之外，盖亦参稽当时档册，故书虽成于齐朝，而避魏讳处犹仍旧文，未及改易也。

犹有一事，足以证魏收直采鸿书，并改削而不暇者。《魏书》六七《崔鸿传》云：“鸿经综既广，多有违谬。为如太祖天兴二年姚兴改号，鸿以为改在元年。太宗永兴二年慕容超擒于广固，鸿又以为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败于长安，而鸿亦以为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今考《魏书》兴等传，超泓事未系年月，兴传则明言：“天兴元年兴去皇帝之号，降称天王，号年洪始。”非用《十六国春秋》而忘改正之确证耶？

至于东晋诸帝传，与《世说新语》注、《太平御览》等所引诸家《晋书》校，独合于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亦为表之如后，以便观览。





续　表





《隋书·经籍志》：“《晋阳秋》三十二卷，讫哀帝。”海西公以后皆道鸾所续也。然汤球辑诸书所引孙盛《晋阳秋》有海西以后事，而引檀道鸾《续晋阳秋》复有海西以前事，汤氏谓“皆系引者之误，今欲更正而不能”焉。伯起富于藏书。如邓粲《元明纪》、王韶之《晋安帝春秋》、郄绍《晋中兴书》、何法盛《中兴书》、臧荣绪《晋书》咸纪东晋事，自无未见之理，而不之据，专采孙盛之书者，盖欲系江南事于晋帝传中，从编年体采摭远较自纪传为易。盛书编年，且以良史称，因盛书遂并用道鸾之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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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玄传》当本于何法盛《中兴书》臧荣绪《晋书》等之《玄传》，传中偶有与诸书所引《晋中兴书》合者。如《文选》二二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诗注引何法盛《桓玄录》：“出姑熟，大筑府第。”《魏书》九七《玄传》作：“玄乃镇姑熟，既而大筑府第。”《北堂书钞》一五六《岁时部》四引《晋中兴书》：“旌旗不立，法章仪饰一皆倾偃。是日酷寒。”《魏书·玄传》作：“旌旗服章仪式，一皆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北堂书钞》一四○《车部》中引《晋中兴书》：“欲造大辇，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举之。”《魏书·玄传》作：“又欲造大辇，使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舆之。”《太平御览》四八六《人事部》一二七引《晋中兴书》：“桓玄闻义军起，斩其二将，志虑窘塞，与臧道士推算数厌胜之术。”《魏书·玄传》作：“及闻二将已殁，志虑荒窘，计无所出，日与巫术道士为厌胜之法。”《魏书》皆有袭何法盛书之迹，然殊琐碎，不甚可考耳。伯起及见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而刘萧诸传绝无依据之迹。盖宋以降为时不远，事实易稽，不必悉凭旧籍；且南北敌视，收又自矜才学，尝鄙蔑休文，其书自不屑采南人著作矣。

李彪等改析《国记》，为纪传表志体，然表志成否史未明言。收前《上十志启》云：“窃谓志之为用，网罗遗逸，载记不可，附传非宜。……褊心末识辄在于此。是以晚始撰录，弥历炎凉，采旧增新，今乃断笔。”似是《国史》本无《志》，故成书独晚，皆收撰录，无所依傍也。



四　《魏书》之体例与书法



《魏书》体例最为后世所讥议者，以东魏为正统也。史书正统之争肇于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不从陈寿帝魏，而以蜀为正统。盖东晋偏安江左，其势有同蜀汉，习氏感念时艰，思藉此有所振发。六朝南北对峙，各以本朝为正统，固毋论已。惟魏分东西，于是北朝之中又自有正统之争。隋得天下，受之于周，周又受之于西魏。故隋文帝始谓收书不当，命人改撰，以正统属诸西魏，欲以明隋所受之正而已。唐高祖受禅于隋，而唐之先世仕于西魏，及周又居八柱国之一，故唐初史臣大抵偏袒北朝，尤右西魏及周。李延寿修《南北史》，《南史·本纪》于魏周隋改元皆书，齐之改元则否。魏周诸帝书崩，而齐帝书殂。高欢宇文泰之薨皆书于《南史》，而泰独不名。《北史·纪》中书法亦右周而左齐，盖当时风习使然也。魏收身仕齐朝，奉敕修史，固非闭门著书不求问世之比。试思处收之时，居收之位，欲斥北齐所承之东魏，而尊宇文泰所拥之西魏，虽直笔如董狐南史，亦知势有所不行矣。后人朝代既隔，不为时势所拘，尊东尊西固可以公意为准。然王应麟尝云：“宇文泰弑君之罪甚于高欢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拟，亦一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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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大昕谓：“此是公论。善见欢所立，宝炬泰所立，强名为君，政之不由元氏久矣。后儒必左袒关西，非持平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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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太平御览》以北魏后周入皇王部，宋齐梁陈北齐入偏霸部，钱氏谓：“宋初距唐已远，而犹徇唐人偏党之私，益为无谓。”徇唐人之私而尊周已为无谓，因尊周而必尊西魏，不尤可哂乎？刘知几于《魏书》讥评备至，然其《史通·称谓篇》止论其“僭晋”“岛夷”诸称之任情，不及尊东魏为正统事。能自拔于时人偏私之见，洵有识己。自后之人，能原收之心，设身处地为之计，而谅其所为者，惟清章学诚吴兰修三数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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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所谓知人而论世者，信史家之权衡也。

太武帝太子晃未即位而殁，文成帝追尊之为景穆皇帝，庙号恭宗。《魏书》列于《本纪》，附《太武纪》后。《史通·本纪篇》评之曰：“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逮伯起之次《魏书》，乃编景穆于《本纪》，以戾园虚谥，间厕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为鱼贯。”今考恭宗之所以列于《本纪》，固以其尝监国，知万机。然非伯起破例尊崇之也。元魏一代太子未即位而殁者，追谥为帝，即列为一朝。《魏书》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丕……世祖擢拜羽林郎。……仕历六世，垂七十年，位极公辅。……景明四年薨。”六世谓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也。《魏书》此卷乃后人所补，然四八《高允传》亦云：“允历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余年。”谓太武至孝文，亦并数恭宗为一世。然而此史书之文，更考之当时诏令及碑碣，亦莫不尔。《魏书》五四《高闾传》：“世宗……诏曰：‘闾历官六朝，著勋五纪’。”六朝谓太武帝至宣武帝，此当时朝廷文书也。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跋《大代修华岳庙碑》云：“其曰‘阐皇风于五叶’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于文成，才四世耳。太武之弑，南安王余立，不逾年亦被弑，不得成君。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为帝，立庙称宗，故以为世也。”此又当时碑碣记载也。今传世魏墓志皆称之为恭宗景穆皇帝，与即真者无异。当是《魏国史》已列恭宗为一朝而纪之，收仍其旧耳。虽是虚谥，未尝继统，然元魏之制度如此，自不能以后代律之，为伯起病也。《隋书》五八《魏澹传》载澹《魏书》义例，有“太祖远追二十八帝，并极崇高”之语，盖昭成帝太子寔追谥献明皇帝，亦与于二十八之数，其事别无可纪，故《魏书》见之于昭成帝三十四年《本纪》，其文曰：“长孙斤谋反伏诛。斤之反也，拔刃向御座，太子献明皇帝讳寔格之，伤胁。夏五月薨，后追谥焉。”特书曰“太子献明皇帝讳寔”，其意与晃之立为《本纪》同，知几乃存而不论，何邪？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一四后魏追谥之滥条谓献明帝当在魏澹所称二十八帝之内，是也；然谓献明之薨在平文帝时，《魏书》以其无事可纪，故缺之，则非是。《魏书》明附其事于《昭成纪》，乌得为缺？目录只二十七帝，乃后人不识献明当厕昭成之后，误脱之耳。固不应以目录无之，遂言缺其纪，收于献明景穆本无轩轾也。追尊之二十八帝魏澹谓：“违尧舜宪章，越周公典礼”，不当尽称其谥法。刘知幾《史通·称谓篇》亦同其说。然谥法乃道武所加，固非收为之者，苟纪其事，必如是称，否则有违元氏典制，收焉得而裁抑之乎？

《魏书》于诸帝之被杀者，平文之外，皆不显书。魏澹谓：“杀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贼子，何所惧哉？”赵翼《陔余丛考》七《魏书》书法条谓《纪》既书平文为桓帝所杀，其他何以不书。今寻绎伯起之意，《本纪》虽不明著，史臣曰下每微露之，弑逆者之传中则明言其事。《魏书·穆帝纪》：“九年帝召六修，六修不至。帝怒，讨之，失利，乃微服民间，遂崩。”《昭成帝纪》：“三十九年十二月，至云中，帝崩。”今《魏书》一四《六修传》一五《寔君传》收书亡，后人所补，故止言穆帝及昭成帝暴崩，未可据以论收书。然《道武帝纪》：“天赐五年冬十月戊辰，帝崩于天安殿。”史臣论有“而屯厄有期，祸生非虑，将人事不足，岂天实为之”之语，卷一六《清河王绍传》则详述绍弑逆事。《太武帝纪》：“正平二年三月甲寅，帝崩于永安宫。”史臣论曰：“……末乃衅成所忽，固本贻防，殆弗思乎？”卷九四《宗爱传》则言：“爱惧诛，遂谋逆。二年春，世祖暴崩，爱所为也。”《孝明帝纪》：“武泰元年二月癸丑，帝崩于显阳殿。”卷九三《郑俨传》则云：“肃宗崩，事出仓卒，天下咸言俨计也。”《孝庄帝纪》：“武泰三年十二月甲寅，尔朱兆迁帝于晋阳，甲子，崩于城内三级佛寺。”卷七五《尔朱兆传》纪兆弑逆之事。诸纪前后一例，比合观之，涣然明白。“杀主害君不知名姓”之云，不亦过乎？至平文帝之被杀，所以明书于《本纪》者，以其为桓帝所诛，无所用其忌讳，又当分别观之也。作史有法，而无定法。因时世之不同，未尝不可为变通之计，要在纪事信达，体例划一耳。乌有一成不变之史法，能为异代史家之共同准的者哉！

《本纪》兼载邻国兴灭继绝等事，至详赡明晰。惟于南朝及十六国使臣之来，一例书朝贡，近似夸仳。然元魏之先本受职于司马氏，故《魏书》犹称西晋诸帝之帝号，记晋怀帝封昭帝禄官为代公，晋愍帝封穆帝猗卢为代王，皆不隐避。《卫操传》载操颂桓穆二帝功德碑文，其中称晋室为“王室”“宸极”，尊晋帝为“晋皇”“天王”，深表二帝之忠于晋朝。《太祖纪》亦不灭初年受制于苻秦之迹。是岂夸大曲笔者所为乎？道武建号而后，始定一尊。于东晋宋齐梁之传皆称岛夷，十六国则目为僭伪，犹沈约《宋书》之称索虏，以当时人纪当时事，固难责其不袭用此等字样也。刘知几谓：“桓刘诸族咸曰岛夷，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至于刘昶沈文秀诸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风土之殊；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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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误史家所采用一时一地之名称为亘古不变之事实，伯起固无是心，后人亦决不至谓江南为被发文身之地，刘氏之言不近于深文周纳乎？

世皆言《魏书》芜冗，以今考之，殆不尽然也。《魏书》纪事苟纪传中互见，必详略可以相成。如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事，《本纪》，任城王澄，广陵王羽，及其他当时大臣传皆有记载，而各详一面。分而观之，可以见各人之建树；合而观之，则一事之首尾完具，当时举朝情势了然。《本纪》如经，只书大事，其详见于列传，不必特书见某传也。然事有可书于《纪》，亦可书于《传》《志》者，乃审度其宜，或书于《纪》，或书于《传》《志》，而注云事具某处语在某处。此例至繁，所以渻于此而详于彼也。至列传之以子孙系父祖，盖因当时谱牒遗逸，故具书支派，因以明高门甲族之源流。观过知仁，收已自言之矣。六朝修史最喜载文，《魏书》亦然，然所载诏令奏议皆关系政治，当时形势往往藉之始显。虽云载文，实同纪事。诏令奏议之外，载诗文者犹有二十六传。如卷二三《卫操传》载操所撰《桓穆二帝功德碑文》，谓：“文虽非丽，事宜载焉，故录于传。”卷四八《高允传》载允《征士颂》，谓：“群贤之行举其梗概矣。”皆可补史事者也。卷四三《房景先传》载所作《五经疑问》十四则。卷九○《逸士传》载李谧《明堂制度论》及《神士赋歌》。九一《术艺传》载张渊《观象赋》，殷绍《上四序堪舆表》，江式《请撰字书表》，则关系学术之文字也。又有足为鉴戒者，如卷三五《崔浩传》载浩《食经序》。四八《高允传》载允《北伐颂》及《酒训》。五二《宗钦传》载钦《东宫侍臣箴》。五九《高闾传》载闾《至德颂》。六○《程骏传》载骏《庆国颂》十六章。七二《阳固传》载固《演赜赋》。七九《鹿悆传》载悆《劝元子直五言诗》二首。八三《常景传》谓景图古昔可以鉴戒之事，而为之赞，载其文。九二《封卓妻传》载高允赞之之诗八首。皆是其例。又如卷三九《元顺传》载顺《蝇赋》。一九下《元熙传》载《将死别寮吏》及《知友诗》二首，书一通。二一下《彭城王勰传》载勰步行所作诗。三六《李骞传》载骞《释情赋》及赠亲友诗。五二《胡叟传》载叟《示所知诗》。《宗钦传》载钦与高允唱和诗共二十四首。《段承根传》载承根赠敦煌公李宝诗。六○《韩显宗传》载显宗赠李彪五言诗。六五《李谐传》载谐《述身赋》。六九《袁翻传》载翻《思归赋》。七二《阳固传》载固《刺谗疾嬖幸诗》二首。七九《董绍传》载绍《牧马高平诗》。《冯元兴传》载元兴《浮萍诗》。八二《常景传》载景《四贤赞》。斯又文词优美，可藉以想见其身世与为人者，而仄艳轻浮之诗文一无取焉。

《魏书》列传之标题目者，有外戚，儒林，文苑，孝感，节义，良吏，酷吏，逸士，术艺，列女，恩幸，阉官，凡十二传。大抵因范晔《后汉书》，易循吏为良吏，逸民为逸士，宦者为阉官。至分独行为孝感节义，分恩幸于阉官，乃收所创。《史记》有《佞幸传》，不列宦者；《汉书》仍佞幸之名，附宦者于其中。《后汉书》兼包二者，而用宦者之名，至收始分为二传。范有《方术传》，收改称术艺，所括远较范氏为广，唐人修《晋书》《隋书》《北史》皆用艺术之名。

《史通·断限篇》讥《魏书》为东晋宋齐梁诸帝及十六国之君立传，谓失断限。然南朝及十六国皆与魏交通，聘贡争战不绝。尽书其事于《本纪》则繁冗失体；如缺不书，则事不完。而《本纪》之外，又无可附丽，故特为立传，详《本纪》之未备。子玄谓魏初服属于晋及秦赵，列之于传为厚颜，则《后汉书》之传更始亦为厚颜乎？刘氏又言：“张李诸姓据有凉蜀。其于魏也，校年则前后不接，论地则参商有殊。何预魏氏，而横加编载？”今考张氏李氏传屡载朝贡事，李雄且与魏穆帝约分天下，乌得谓为无预？况自史汉以来，皆载外国事于列传，而观其与中国之关系，多不过朝贡已耳，将尽以为无断限耶？《断限篇》又云：“魏刊水运，下列高王。……越次而载，孰曰攸宜？”今考《魏书》时称齐献武王，以身仕齐朝，不得不尔。高欢之在魏末事功固有足述者，岂可一概不载，待入齐史乎？越次之云，适同无的放矢耳！

范晔《书》有《十志》，而不传。今可考者惟知有《百官志》，见帝后《纪》；有《礼乐志》《舆服志》，见《东平王苍传》；有《五行志》《天文志》，见《蔡邕传》。收书亦《十志》，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八者皆前史所有，惟易天文曰天象，地理曰地形，刑法曰刑罚，五行曰灵征耳。范氏兼有礼乐舆服，沈约《宋书》讥评其失，并为《礼志》，收盖师约之意。范氏《后汉书》及刘彪《续汉书》皆有《百官志》，收以魏初部落之众，最重族姓；其后孝文改代姓从华俗，又多纷扰，故因时制宜，合官与氏而并志之。《释老志》之作尤为卓见。考《魏书》七二《阳尼传》云：“奏佛道宜在史录。”是伯起之前已有人创议矣。后人之诟《释老志》，皆出于儒家排抵佛老异端之心，其言每固陋可哂，如《史通·书志篇》及皮日休《文薮》八《题后魏〈释老志〉》一文，其著者也。既不从修史着眼，宜收之真知灼见不为此辈所解矣！《魏书》以前，裴松之注《三国志》，以佛家事附于《东夷传》，沈约《宋书》附于《夷蛮传》。然其时佛教未盛，犹可说也。魏收以后，佛教日盛行，修史者犹不肯为立志。《晋书》以之入《艺术传》，《唐书》以降入《方伎传》。皆勉强比附，终属未安。至近世柯邵忞修《新元史》，始毅然仿《魏书》立《释老志》焉。

《天象志》但纪魏朝象变，与前史兼载亘古不变之天象星体者异，《史通·书志篇》以为合乎事宜。《地形志》分并建置以天平元象兴和武定为限，因收书以东魏为正统，志之体例亦必尔，故取东魏末年为准。惟第三卷以下雍秦诸州地入西魏，收犹综载，以致脱失踳驳，与前文不一其例，则求全之毁也。

《魏书·纪》后次之以传，而志附于末，亦宗范氏，《史通·编次编》所谓“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也。其列传之类列与次第亦有可得而言者。后妃为列传之首，宗室次之。此后诸传大抵以年代为次。卷二三乃太祖以前之重臣。卷二四太祖时文臣之定制度及以政事才学显者。卷二五至二七太祖太宗时大将。卷二八太祖之将，有忠勤征伐之效，而卒被诛灭者。卷二九至三一以武功事太祖至高宗四朝者。卷三二至三三皆长于政事学术诸臣，自慕容氏来归者。卷三四太宗世祖忠勤谨愿之近臣。卷三五至三六为崔浩李顺，太宗世祖两朝之大臣。卷三七至三八皆晋臣避刘裕而奔姚兴，复自姚氏来归者。卷三九至四二皆其父若祖尝领部落，据一方，破灭而来归命者。卷四三乃来降之宋臣。卷四四皆代人，先世尝领部落，为国附臣者。卷四五为北方高门旧族，能不殒其名者。卷四六为世祖高宗朝以嫌疑被诛诸臣。卷四七至四九卢玄，高允，李灵，崔鉴，世祖至显祖时之儒臣也。鉴父绰虽位止功曹，世祖时与玄允灵等并被征，故收牵连传之。其后为卢斐所讼，乃改以鉴为传首，而附绰于鉴传中，类传之意遂晦矣！卷五○至五一高祖时大将，功成事立者。卷五二皆通涉经史，才志不群之士，自赫连氏沮渠氏来归者。卷五三至六五世祖至高祖时之儒臣及方镇。卷六六至七三世宗肃宗两朝文武重臣。卷七四尔朱荣，七五尔朱氏子姓。卷七六卢同张烈，佞臣之党于元义者。卷七八至八二则东魏末之文臣，中惟八○卷乃东魏末诸将之叛亡者。诸人子孙皆附见其传，苟别有可见，则别为立传，如《崔玄伯传》在二四，而子浩在三五；《于栗
 传》在三一，而于劲在八三《外戚传》；《崔逞传》在三二，而崔彧在九一《术艺传》；《李宝传》在三九，而子冲在五三；《郦范传》在四二，而子道元在八九《酷吏传》；《卢玄传》在四七，而卢仲宣在八五《文苑传》；《邢伟邢
 传》在六五，而子昕及臧传皆在《文苑传》；《裴延
 传》在六九，而子伯茂亦在《文苑传》。

以下则列传之标题目者，外戚为首，儒林文苑孝感节义次之，良吏酷吏逸士术艺列女又次之，恩幸阉官终焉。叙次厘然得当。《史记》之叙次为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汉书》则儒林循吏酷吏货殖游侠佞幸外戚。《后汉书》：党锢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然《史记》厕《大宛传》于酷吏游侠之间，《汉书》厕匈奴西南夷西域诸传于佞幸外戚之间，盖史汉标目之传本非与散传别为一类，凡列于一传者，即有所同然，以见一时一地之风势。故未尝措意于其次叙，标目者亦不尽居后也。范氏《后汉书》始若注意于汇传之次叙，然以列女居宦者后，窃未见其可，《魏书》升列女于恩幸阉官之前，足正范氏之失，故李延寿《北史》悉依其次焉。继以南朝及十六国等，而以序传为殿。惟十六国之次与《十六国春秋纂录》，《晋书·载记》皆不同，未审其义所在耳。《志》之次序则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官氏释老，较之《史记》《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及《宋书》之书志叙次，杂乱无理致者，不远为整齐近理耶？

收书本有《序例》，惜已亡佚，故其书法用意多不可晓。《史通·序例篇》谓“魏收作例，全取蔚宗”。《题目篇》又谓《魏书》题卷因袭范氏：“至范晔举例，始全录姓名。历短行于卷中，丛细字于标外。其子孙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魏收因之，则又甚矣。”今案题卷具书名姓为便寻检，固远胜旧史之只书姓氏，不翻传文，则不识何人也。知几之论无乃吹求，然亦足为伯起师法蔚宗之一证。更观《魏书》传志标目及纪传之次序，亦多合乎范氏，知伯起确尝取则于蔚宗也。然子玄《序例》全取蔚宗之言则不然。《后汉书·光武纪》：“进屠唐子乡。”章怀注：“例曰，多所诛杀曰屠。”《安帝纪》：“元初三年春正月，东平陆上言木连理。”注：“《序例》曰，凡瑞应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于有实，故书见于某处。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虚饰，故书某处上言也。”范例之可见者只此二条。今考《魏书·灵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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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世祖神
 元年至静帝武定六年，盛书甘露降于某地，或书某地上言甘露降。同在世宗之世，景明三年永平元年延昌二年皆书甘露降于某地，而延昌三年又书齐州上言甘露降。同在武定六年，而三月书：“甘露降于京师。”四月书：“太山郡上言甘露降。”同在齐州，而延昌二年书：“甘露降于齐州清河郡。”三年即书：“齐州上言甘露降。”其言某地木连理，与某地上言木连理者，参差错杂，亦复相同，盖初无意义也。范氏谓安帝以后王道缺，故概书上言，取安帝为断。收如用其例，亦当定一区划，乃参差至此，岂王道忽然有盛衰，抑收能辨甘露连理之虚实与否，而分别书之也？子玄之诬，不待辨而明矣！



五　《魏书》之事实与论断



《魏书》修成去东魏之亡仅五年耳，时世既近，恩怨未泯，列传诸人子孙犹有存者。收为人褊急骄矜，每以修史睥睨侪辈，谓：“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故书始出即有人议其不平。《北史》本传：“文宣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前后投诉百有余人。或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收皆随状答之。”盖诸家子孙习闻收之为人，以为其修史也必颠倒是非，任情褒贬，齐主既令共加讨论，遂纷然杂至，竞相徼幸，其家世不载于《魏书》者，欲求载之；已载录者，更欲褒美，是皆狃于文宣之命，而逞一己之私见者也。观于投诉之百余人，收能一一随状答之，则曲直孰在可知。然文宣“以群口沸腾，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投牒”。即以南董修史，若与所传之人子孙论之，亦未必能惬其意。盖人各有阿私，固非南董之不能直笔也。况时人于收先存偏见乎？“于是众口
 然，号为秽史。投牒者相次，收无以抗之。”“其后群臣多言《魏史》不实，武成复敕更审，收又回换。”

《魏书·卢同附族祖玄传》后，据收本传，同子斐讼之云：“臣父仕魏至仪同，功业显著，名闻天下。与收无亲，遂不立传。博陵崔绰位至本郡功曹，更无事迹。是收外亲，乃为传首！”收曰：“绰虽无位，道义可嘉，所以合传。”齐文宣帝曰：“乡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为绰赞，称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为人作赞正应称扬。亦如卿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岂能皆实？”收无以对，至武成时遂改为卢同立传，崔绰附见子鉴传中。今考卢同党附元义，多所诛戮，为时论所非。卷一九《元顺传》亦言其能结纳要势，故传中谓同“善于处世”，史臣论中又云“卷舒兼济，……趋舍深沉，俱至显达。雅道正路，其殆病诸”，皆隐约见意。卢斐“功业显著名闻天下”之云，抑何忝不知耻也？崔绰世祖时被征，高允《征士颂》虽为人作赞，然允固道义之士，又与绰同征，其言自非溢美。且世祖诏文亦谓绰等“贤
 之曹，冠冕州邦”，乌可以官之高下论当传与否乎？崔绰既附鉴传，于是卢玄高允李灵崔绰传相牵连之意不著，而卢同与张烈合传，皆附元义者，厕于尔朱氏子姓传后，犹足窥收之用心。卢斐已死狱中，盖不及见。卢斐在《北齐书》四十七《酷吏传》，虽以强断知，然不近人情。其讼收也，盖亦出于傲慢争胜之见，初无凭据也。

《北史·收传》谓《魏书》“顿丘李庶家传称其本是梁国家人”。《北齐书》三五《李构传》谓《魏书》以“李平为陈留人，云其家贫贱”。故李庶与卢斐同讼收书失实。今考《魏书》六五《李平传》称“顿丘人也，彭城王嶷之长子”，未尝言陈留人。且平彭城王子，例降袭公，尝被诬除名，后又封武邑郡开国公。传皆著其事，是魏室之世家贵族也，收焉得谓之贫贱邪？不惟此也，李平生奖谐邕三子；奖生构及训；谐生嶽及庶；七人皆附于平传。平传称其“少有大度，及长涉猎群书，好礼易，颇有文才。……居丧以孝称。……拜长乐太守，政务清静，吏民怀之。……行河南尹，权贵惮之。……平高明强济，所在有声，但以性急为累。……平自在度支，至于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处机密十有余年，有献替之称”。奖传称其“前后所历皆以明济著称”。为元灏所害，其故吏宋游道上书理之。传载其书，有“自少及长，忠孝为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誉”诸语。谐传亦谓其“风流闲润，博学有文辨，当时才俊咸相钦赏”。并载所著《述身赋》，于其使梁之才辨述之尤详。构训诸人则以入齐犹存，故止著其魏末所官而已。通篇俱无贬词，而于奖谐之曾事元灏亦不为隐讳，皆近实录。知收于李氏不惟未尝诬之，抑且毫无恩怨，秉笔直书也。李庶之讼诚不知其故，或以收尝戏谑之乎？或谓平传乃收被讼后所改易，然《北史·收传》于《魏书》之改易处一一著出，而不及此，知庶讼之无据，平传自是收书原本也。

本传纪《史》出之后与卢斐李庶同谤之者，犹有王松年。《北齐书·李构传》云：“魏收书王慧龙自云太原人，又言王琼不善事。”故王松年讼之。然考《魏书》三八《慧龙传》，颇著其功绩，殊无轻之之意。史臣论谓其“援难自归，颇历夷险；抚人督众，见惮严敌”。且检《魏书》言“自云”之例甚多，盖谱牒亡佚难稽，如此所以志谨慎，非有所轻蔑也。如卷四六《窦瑾传》：“自云汉司空融之后。”而传中谓瑾清约冲素，忧勤王事。又五二《段承根传》：“自云汉太尉颎九世孙也。”传中谓承根好学机辩，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无终。然犹载其诗七首。五八《杨播传》：“自云恒农华阴人也。”传中载播一家事无间言，又于史臣论中推崇备至。六○《韩麒麟传》：“自云汉大司马增之后。”传中言其清贫自守，政绩甚佳。六一《孟表传》：“自云本属北地，号索里诸孟。”传亦纪其成绩。七九《刘道斌传》：“自云中山靖王胜之后也。”传亦称其政绩之善。又《张熠传》：“自云南阳西鄂人，汉侍中衡是其十世祖。”传亦言熠“清贞素著，有称一时”。八八《窦瑷传》：“自言本扶风平陵人。”然传中亟称其牧民循良。九四《抱嶷传》：“自言其先姓杞，汉灵帝时杞匡为安定太守，董卓时惧诛，由是易氏，即家焉，莫得而知也。”传中谓嶷小心慎密，恭以奉上，然天性酷薄，简于接礼。综诸传观之，凡言“自云”者皆与其人之事迹善恶无与，由是知言慧龙自云太原人非有意轻侮矣！慧龙子琼传称其骨骾，不畏刘腾，然乖癖不近情，传中亦录之。松年为其祖耻，遂谓言琼不善耳。此皆当时诸家子孙讼收之最著者，故史载之，而稽核其情，皆属无理。自余收已随状答之者，将益不足据矣。《北齐书·卢斐传》：“斐后以谤史与李庶俱病，鞭死狱中。”《李构传》：“庶……髠头，鞭二百，……死于临漳狱中。”又《王松年传》：“松年有谤言，文宣怒，禁止之，乃加杖罚，岁余得免。”此外讥议收史之获罪者，《北史·收传》：“卢思道亦抵罪。”《北齐书》四二《卢潜传》言潜于天保初坐讥议《魏书》被禁止。苟所讼是实，诸人不惟言不得申，反至获罪，当时人之归罪于收益不知纪极矣！赵瓯北以为《魏书》所以录诸家子孙并附于传者，以传中诸人后裔多与收同时，收特以此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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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余观之，收特不与周旋，故非毁者咸投牒诉之；使收果能尽人而惬其意，岂复有百余人讼之哉！

《北史·收传》又云：“初收在神武时为太常少卿，修国史，得阳休之助。因谢休之曰：‘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休之父固魏世为北平太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载在《魏起居注》。收书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今案《魏书·固传》纪固事母至孝，勇敢善战，而于中尉王显之侈靡贪黩，颇以正言规谏。汝南王悦为太尉，轻肆挝挞，固亦切谏，是岂贪虐者所能为乎？李延寿于收传既云《魏书》失实，而于《固传》又全因《魏书》。收谓固“刚直雅正，不畏强御，居官清洁，家无余财。终没之日室徒四壁，无以供丧，亲故为其棺
 ”。《北史》亦全袭其文，惟删去《魏书》“出为试守北平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一节耳，岂非自相矛盾？延寿苟自信收传所言是实，何以只删去固守北平事，而不明书在北平为政贪虐，为李平劾免邪？《北史·平传》亦绝不之及也。且考《北史·收传》，魏末未尝官太常少卿，其时休之位不在收上，收之修国史乃崔暹言之于高澄，《北史》谓得休之助者，不知何据。

《北史·收传》及《北齐书·尔朱文畅传》谓尔朱文略大遗收金，请为其父作佳传。今阅《魏书》七四荣传，颇载诏疏，乃收书体例本尔，非特爱于荣。赵瓯北谓阅者但觉功多罪少，是收舞文，则周纳之词也。且荣传于举兵弑君诸大端莫不书之，而河阴诛朝臣之惨酷，铸己像而不成之僭越，亦皆未遗漏，此尚为美传乎？其论云：“始则希觊非望，睥睨宸极；终乃灵后少帝沈泛不反，河阴之下衣冠涂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终于夷戮也？向使荣无奸忍之失，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其词是褒是贬昭然明白，乃后人断章取义，如《史通·论赞篇》之比，谓收受荣子之金而拟荣于伊霍，全失史家抑扬之意，不亦疏乎？自来作史之人每难逃于诬蔑，得金受米，固已有先例矣。

《北史》复云：“时左仆射杨愔右仆射高德正二人势倾朝野，与收皆亲，收遂为其家并作传。”尤牵强不通，《四库提要》辨之曰：“愔之先世为杨椿杨津，德正之先世为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节，允之名德，祐之好学，实为魏代闻人，宁能以其门祚方昌，遂引嫌不录？”

以上前人论收书失实之诬也。更取它纪传与《北史》相较，则《北史》事实论赞大抵全取《魏书》，惟略有删削，极少改易增添。
 

【641】



 固是延寿年代稍晚，文献难征，然《南史》与宋齐诸书颇有出入，苟收书芜秽太甚，延寿必大有改易。乃《北史》删《魏书》者十之一，袭《魏书》者十之九，于以知魏收之书详略得当，近于实录，而《北史》之删削翻有过简，致令史事不明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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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以宋齐诸史本纪核《魏书》诸帝传，详略悬殊，而记载大事皆能简当扼要，惟十六国君列传稍嫌琐碎耳，岂崔鸿书本如是邪？有魏一代修国史者类有学识，能直笔，收书大半本于国史，故事实论断多能持平近是。后人忽于收书所本，漫以为全书出收手，故妄加疑惑，吹求不已也。



六　结　语



隋文帝不善魏收之书，诏魏澹别成《魏史》，以西魏为正统。澹于是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七十八传，别为《史论》及《例》一卷，并《目录》合九十二卷。《隋书》五八《澹传》谓其书法义例与收多所不同。又五七《薛道衡传》谓其从子德音佐澹修《魏史》；《史通·正史篇》又云：“至隋开皇敕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而《北齐书》《北史》《颜之推传》，《隋书》《北史》《辛德源传》俱不载此事。炀帝即位，又诏杨素与潘徽、陆从典、褚亮、欧阳询等撰《魏书》，会素卒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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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唐又有卢彦卿撰《后魏纪》二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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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太素撰《后魏书》一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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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行冲撰《魏典》三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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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安时撰《元魏书》三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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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其书皆佚，惟澹书《太宗纪》一卷太素书《天象志》二卷存。《史通·杂说篇》谓澹之于收以暴易暴，而未举其故。《北史》纪魏事及后世引《魏书》偶有出收书之外者，学者每以为取诸魏澹之史，然亦无确据。如《四库提要》谓《太平御览·皇王部》所载《后魏书》帝纪多取魏收书，而芟其字句重复。《太宗纪》亦与今本符合，然增多数语。因疑《御览》引诸史之文有删无增，而此《纪》独异者，或是补缀者取澹书而有节损。今案《御览》引史每以意删削，至有整年割去者，故不足凭以定其为澹书与否。《北史》纪传全出收书，是《太宗纪》亦系魏收之旧，今取以校今本《魏书》中号为澹书之《太宗纪》，虽互有出入，皆极细微末节，无关宏旨，而同出一源之迹至为显著。《御览》有较《魏书·太宗纪》增多处，《北史》亦有之，盖澹书与《北史》同为采摘收书，取舍虽小异，大体固不能与收书相远，此《北史·太宗纪》与今《魏书·太宗纪》除史臣论外之所以多相近也。《御览》盖取《北史》而有删节。又尝以《通志》所载后魏纪传校《魏书》及《北史》，知亦全据《北史》，《御览》当复相同，《提要》之云疑未碻也。

赵瓯北谓魏收修史在北齐时，魏朝载籍俱在，故其书详备。及书成则尽焚崔李等旧书，于是魏澹续修亦仅能改其义例，事实则不能舍收书而别有所取。今案其言甚是，然每当新史修成，所根据史料往往自然湮灭，收书亦不外斯例，固不必尽焚旧史也。卢张诸家犹在澹后，其书盖亦本诸魏收，惟不如《北史》之删繁就简耳。由是知魏澹以下书皆亡，而收书独存者，固其书确能树立，前人评论未得其实；亦以其网罗事迹远较详备，势有所不能废，即在唐朝，“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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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虽然，收书亦非全无疵瑕也。因以东魏为主，于是每多挂漏，《地形志》其尤著者耳。既备纪传志，而不立表。后世每患列传叙录子孙之芜冗，若列为表，则卷帙省矣。收仕齐朝，故书中于高欢事不无溢美，此不能为之回护者。六朝修史多文胜于质，收书亦颇多粉饰浮词，失魏初质直之实，如《史通·浮词篇》所讥是也。又颇喜录轮回报应之事，如卷二一《彭城王勰传》、三五《崔浩传》、六二《李彪传》、六四《郭祚传》、《张始均传》、七三《奚康生传》皆是，盖当时佛教盛行，有以致之。《释老志》史书所应立，而昔人攻之最烈；神怪报应史家所不宜言，而自来评收书者何惧不之及也？

伯起之书昔贤诋毁者众，而钻研者少。除诸家考史笔记外，专治《魏书》者惟温日鉴曾为《魏书地形志校录》，惜启发无多。张穆撰《魏延昌地形志》，闻有稿本传世，未得见也。近世陈毅氏撰《魏书官氏志疏证》，虽有氏无官，而旁通曲证，足为佛助功臣。姚薇元氏因之作《〈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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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足为读《魏书·官氏志》者之参考。谷霁光氏有《补魏书兵志》，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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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魏书〉源流考》，美国James R. Ware氏有“Notes on the History of Wei Shu”（《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 25, No. 1）。二文皆仅敷陈魏收修史经过，于其书之取材犹未能详加辨析，惟知多本《魏国史》而已。源流考间为伯起剖白，然殊简略，不能探本穷源，以辨驳昔人之加于伯起者，而折服之也。李延寿《北史·收传》虽未尽当，论乃颇得其平，今录之以终吾文：“伯起少颇疏放，不拘行检。及折节读书，郁为伟器。……勒成魏籍，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但意存实录，好抵阴私，至于亲故之家一无所悦，不平之议，见于斯矣。”






（载《燕京学报》第18期）





读书杂识



李慈铭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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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所作貂裘换酒一词，注云：






戊寅十二月二十七日余五十初度，先夕姬侍辈为治具作煖寿筵，赋词两阕示之。






词云：






百岁平分了，谩相传南人衰易，此年难到。更有萧家天子语，各半东西相祷！






其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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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计明日为仲弟五十生日矣，死生隔绝，老病独存。庚午余寿其四十诗末章以时客杭州，不得持一觞相乐，冀百年尚缓，十稔为期。庶东西各半之时，具兄弟一筵之馔。故结句有云，“茆堂一尊酒，偿兹离阔情”。岂谓此事遂不可得，觞豆之欢，藐然梦寐。因命家人治具，以寄永叹。






是月二十九日，载所作庚辰七月二十四日为亡仲弟五十生日以鸡黍奠之感赋诗有云：






东西各半真奢愿。






案莼客三用“东西各半”一语，皆指寿五十岁而言，盖用《南齐书》二二《豫章文献王嶷传》事，而误解之也。《嶷传》：






嶷谓上（谓齐武帝）曰：“古来言愿陛下寿偕南山，或称万岁，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怀，实愿极寿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复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济！”






《南史》四二本传文略同。齐武帝所谓东西一百者，谓寿至七八十，非五十也。《隋书·食货志》记萧梁钱制云：






自破（黄汝成疑庾字之误）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






葛洪《抱朴子》已言取人长钱，还人短陌。顾宁人《日知录》一一短陌条据以推论短陌不始于梁。齐世钱陌之不足，盖沿自晋世。沈括谓百钱为陌乃借陌字用之，其实只是百字。齐武帝之意以为百岁难期，遂借东西钱短陌之数为喻，犹言寿如东钱之八十西钱之七十于事亦济耳。李氏未解“东西一百”四字之为譬喻，遂妄加“各半”二字解之，谓齐武不敢望百年，而止求其半。于是诗词及日记中俱用此典故，以代半百。今考《南齐书·嶷传》系此事于永明末三字下，在八年以后，十年以前。武帝薨于永明十一年，年五十四，则与嶷作此语时至少必已年届五十，何得尚仅以半百为济事乎？必不然矣！莼客所为诗文每每故训纷纶，用事浩博，而精当不易。独于“东西一百”之言似有未谛。翟灏《通俗编》考订精详，但卷二六器用门“东西”条考物件称“东西”之起源，亦引《南齐书》此传。后世词书多沿其误，不知“东西一百”原指地域，与物件无干也。





《颜氏家训·文章篇》《吴均集》有破镜赋条辨世人作诗文措词失当及用字不确，其中一节云：






世人或有文章引诗伐鼓渊渊者，《宋书》已有屡游之诮。如此流比，幸须避之。






卢抱经注称“屡游未详”，李详等论黄门书俱不及此条，近人刘盼遂先生谓今本《宋书》未见此事，当是他家所纂《宋书》，非出隐侯。案此节所论实系两事，黄门文义稍混，遂若相连，世人谓鲍照，至《宋书》之书则系误字，本与沈约《宋书》无干，诸家俱未详考耳。梁元帝《金楼子·杂记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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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玉戏太宰屡游之谈，后人因此流迁反语至相习。至如太宰之言屡游，鲍照之伐鼓，孝绰步武之谈，韦粲浮柱之说，是中太甚者，不可不避耳。俗士非但文章如此，至言论尤事反语。






盖书字草书与玉相似，遂讹玉为书，唯遍检《史记》《韩诗外传》《新序》《文选》等所载宋玉事迹及其所为文，无诮太宰一事，屡游二字因亦莫明所以矣。《家训》所称世人，据《金楼子》知为鲍照，刘盼遂氏亦引证及之，而未指明何诗。考《文选》二二鲍明远行药至城东桥一首云。






鸡鸣关吏起，伐鼓早通晨。






《诗·小雅》南有嘉鱼之什采芑篇：






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






采芑之“伐鼓”指练习军旅，明远之“伐鼓”乃谓街鼓，岂黄门与元帝皆觉鲍氏用此二字不伦类，故举以为戒耶？《颜氏家训》中所讥评者，每属当时名人，虽隐其姓字，而史传往往可考，杭世骏及近人杨树达先生皆尝爬梳搜剔之，所证明者不下十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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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惜此节影射鲍明远此诗犹未见抉摘也。





友人周祖谟先生谓“伐鼓”二字反语成“腐骨”，故为不祥。并举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为证，其论文二十八病翻语病条云：“翻语病者正言是佳辞，反语则深累是也。如鲍明远诗云，鸡鸣关吏起，伐鼓早通晨。正言是佳辞，反语则不祥，是其病也。崔氏云，伐鼓反语腐骨是病。”案空海之书多存六朝隋唐旧籍，此条所云必有所受。崔氏当即书中屡屡征引之崔融，著有《唐朝新定诗体》（亦作诗格）一书，两唐《志》俱未著录，唯《日本国见在书目》载其名。由是不唯文章篇讥明远行药诗确可无疑，“伐鼓”二字为黄门元帝诟病之故亦得一确解矣。谨记于此，并谢周君。《文镜秘府论》犹有裨补史学者一事：其第一卷载《四声论》，乃引隋刘善经之《四声指归》。善经复于文中引《后魏·文苑序》，铃木虎雄《文镜秘府论校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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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之校魏收书《文苑传序》，多出“律调颇殊”至“稍革其风”等六十余字，谓足补《魏书》之缺。案《北史·文苑传序》正有此六十余字，唯字句稍有异同耳。《魏书》此传已亡，今本系宋人用《北史》补，曩者尝疑宋人补时或有所据，以为此六十余字非伯起原文，故摒而弗录。嗣读空海所引刘善经之文，始知此六十余字确是魏收原文，李延寿修《北史》迳录之，后人以《北史》补《魏书》时妄加割裂，固非别有所据也。由此可知前人称《北史》十九袭《魏书》者为不诬，而《北史》中所保存之《魏书》成分犹多补《魏书》者未采及者矣。若非空海之书留此佚籍，何从得知哉！铃木氏《校记》于此节未能了了，因论“伐鼓”事并表而出之。





《南齐书》五四《高逸传·沈
 士传》：






笃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
 
 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以火故抄写，灯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






一良案：火故之火乃反字之误，《南史》七六《隐逸传下·
 士传》：






读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






正作反故，《南齐书》盖涉上遭火字而误，馆臣不及校正，钱王诸家亦未勘出。反故者犹言废纸，今东瀛尚用此语。《南史》八十《贼臣传·侯景传》：






稍至吏部尚书，非其好也。每独曰，何当离此反故纸耶？






亦谓侯景雄骁，不欲亲文牍，詈为废纸，亟欲离之也。《北史》五《韩轨传·附子晋明传》：






告人云，废人饮美酒，对名胜，无能作刀笔吏，披反故纸乎？






《北齐书》十五作返披故纸乎，误，宋本同。

《南史》七六《沈云损传》：






以反故抄写。






即沈
 士也。治史汉三国者必通音声训诂之学无论已，六朝诸史中亦多后世不经见之习语，常待排比推敲，始得其义。李延寿南北史虽采自宋魏诸书，每以当时常用者转译六代习语，反故二字独未窜易，盖唐人犹习用之，故流入东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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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温公修《通鉴》，兼采八书二史，然于唐人习语而宋时已不甚了然者，又易以当代语，如《北史》三一《高昂传》：






刘贵与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贵曰：“头钱价汉随之死！”昂怒，拔刀斫贵。






“头钱价”三字颇费解：《通鉴》一五七梁大同三年纪载此事遂作：






贵曰，一钱汉随之死！






陆游《老学庵笔记》十：






唐《小说》载李纾侍郎骂负贩者云，头钱价奴兵。头钱犹言一钱也。故都俗语云，千钱精神头钱卖，亦此意云。






知“头钱价”系唐人所常用，北宋俗语尚存其义，然已不甚普遍，故温公以“一钱”二字易之。因论六代习语与延寿沿袭前史之不无改易，遂牵连及此。上文所举仅其一二，读南北朝史者苟识此通例，自可旁求也。





《学海类篇》收刘敞《南北朝杂记》一书，凡八十则。晁氏《郡斋读书志》陈氏《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四库全书总目》俱未著录；《宋史》三一九本传暨《艺文志》史部皆不言其有是书，或疑后人伪造。案此书十九抄自八书二史，原非著述，故本传不载。然所载出正史以外者，审读之后亦可断其决非后人依托为之也。书中可补史阙者，如齐明帝饮食捉竹箸条，阳珍答唐邕问幽州人物何以为宝条；言词与反语之可资谈助者，如商铿周舍陆乂邢子才诸条，必皆有所本，非能向壁虚造。庾诜条记诜于萧颖胄疾笃时谓之曰：“镇星在襄阳，荆州自少福。”少福二字六代习语，《南史》十《陈后主纪》：“或言后主名叔宝，反语为少福，亦败亡之征。”原父此节当有所受之。《北齐书》三一《王晞传》：






常诣晋祠，赋诗曰：“日落应归去，鱼鸟见留连。”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时至。明日，丞相西
 
 祭酒卢思道谓晞曰：“昨被召己来颇得无以鱼鸟致怪？”晞缓笑曰：“昨晚陶然，颇以酒浆被责”！






《北史》二四本传作“昨被召己朱颜，得无以鱼鸟致怪”。李慈铭谓：






己朱颜者，谓己醉也。明北监本改朱为来，改颜为颇，以来字属上语，盖不解朱颜二字之义也。《太平广记》二四七诙谐门引《谈薮》正作朱颜，今若改之，则语妙全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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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南北朝杂记》北齐王晞条亦作朱颜，此虽出于正史，而可资考订者也。《南史》七○《循吏传·甄彬传》记彬赎所质苧，于束中得金五两，送还道人。道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杂记》甄彬条则作“近有人以金质钱，时怱遽不记录”。盖用“记录”译《南史》之“举”，以今易古，可见原父非仅仅抄撮而已。然亦颇有谬误：《南史·甄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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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就州（荆州）长沙寺库质钱，当时道人每操此业，而荆州长沙寺僧业之富又见于《南齐书》三八《萧颖胄传》，谓“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杂记》甄彬条乃作“于荆州长沙西库质钱”。北齐徐之才丹阳人，望出东莞，而《杂记》徐之才条称高平。《南史》四一《萧遥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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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七岁出斋时有一左右小儿善弹飞鸟”，《杂记》萧遥欣条倒作“小儿左右”云云，左右二字遂若下属。又本传：“时年少通好此事，所在遂止。”《杂记》作：“尔时年十一士庶多竞此戏，遥欣一说，旬月播之远近，闻者不复为之。”“十一”二字定是“少”之讹，此外传刻夺误字尚伙，兹不
 缕。《杂记》又有与正史异者，如周
 （当作颙）条王俭问颙菜何者最美，《南齐书》四一《南史》三四本传俱作文惠太子问。李元诚条谥文宣，而《北齐书》二二《北史》三三本传皆作谥敬惠。不识原父何所本矣。书中有王勃一条，勃唐人，不宜羼入。六代杂史极少，此书虽出宋人手，而颇存古记，却可宝贵，既勘读一过，乃表而出之。

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凡四十四则，《四库提要》史部地理类三谓：“休符里贯未详，作此记时在昭宗光化二年，休符以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刺史。”不知何据，疑是书中附注之类曹溶《学海类编》本刊落之也。《提要》又言“目录四十六条，今阙火山采木二条”，《类编》本目录与本文仅有四十二条，火山采木二条目录中亦不著，是较四库所据纪昀家藏本犹少两条也。朱彝尊跋此书谓所载轶诗可资采撷，案此书于民风古迹之外，亦颇有足补史乘者。如碧浔亭条记韦灌自桂管观察使除宾客分司，而《新唐书》一六二灌附见伯父夏卿传，言终桂管观察使，当以休符所载为是。訾家洲条“元和中裴大夫”下夹注云：






名行立，四子：归之归仁归闻归礼，庶因获朝溪也。（末句疑有误）






据《新唐书》一二九《裴守真传》行立乃其曾孙，而宰相世系表行立乃守真玄孙伯言之子，归仁又较守真高一辈，与传相矛盾，又皆与此书迥乎不合，疑莫能明也。





《封氏闻见记》八大鱼腮条：






海州土俗工画，节度令造海图屏风二十合。予时客海上，偶于州门见人持一束黑物，形如竹篾。予问之，其人云：“海鱼腮中毛，拟用作屏风贴。”因问所得，云：“数十年前东海有大鱼死，于岸上收得此。惟堪用为屏风贴，前后所用无数。今官造屏风，搜求得此。”






案东瀛正仓院藏有“鸟毛立女屏风”“鸟毛贴成文书屏风”等，其法用鸟毛贴于所缋妇女衣饰上，或贴成字形，见《东瀛珠光》、《正仓院御物图录》及傅氏之《正仓院考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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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据封演此条，知贴屏风之法实由中土东传，故犹沿用“贴”字。若非正仓院之屏风，则莫明封氏所云为何物矣。封氏所指盖即鲸须，言鱼腮之毛“惟堪用为屏风贴”，是贴屏风自亦可用海鱼腮翣毛以外之毛。惜中土载籍仅得此事，足与正仓院所存屏风相印证，尚未见道及以鸟毛贴屏风者也。东邦影印正仓院藏品至为精密，而考订疏略，不能取遗物与唐代史籍相参证。傅君亲睹正仓院实物，复征旧籍考订之，颇称博洽，惜于鸟毛屏风尚未明其来源耳。

诸家校《封氏闻见记》者众矣，然尚不无渗漏。卷四露布条（据雅雨堂本，下同。）“宋时沈璞”下小注“一作沈羡之”，案《宋书》一○○《自序》载臧质使沈璞自上露布事，璞字道真，则作沈羡之者误。“后魏韩显宗大破齐军，不作露布，高宗怪而问之。”据《魏书》六○本传高宗当作高祖。“答曰，顷闻诸将获贼二三驴马皆为露布，臣每哂之。”据本传“驴马”下有“数匹”二字，盖以之与贼字对举，非谓仅获敌驴马即张露布，此《闻见记》之脱文应补者也。卷六绳妓条：“御楼设绳妓妓者先引长绳两端层地。”莫友芝藏明抄本及《学海类编》本皆无下妓字。案原文当是“设绳绳妓妓者”，西陲写本如是者至伙，后人转写脱绳下两点，莫本学海本遂并妓下两点去之耳。石志条“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琳石志，……储妃之重礼绝常例，既有哀荣（一本改策）不烦石铭。”案穆妃石志事见《南齐书》一○《礼志》，王琳当从志作王球。哀荣之荣亦当从志作策。





《四库提要》子部杂家类二《资暇集》下云：






匡乂始末未详，书中称再从叔翁汧公，知为李勉从孙，又称宗人翰作《蒙求》，载苏武郑众事云云，则晋翰林学士李翰之族。其人当在唐末。《唐书·艺文志》有李匡文《两汉至唐年纪》一卷，注曰昭宗时宗正少卿，盖即匡乂。书中但自称守南漳，盖所历之官，非所终之官也。






案《旧唐书》二五《礼仪志》五：






中和元年夏四月有司请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诏公卿议其仪。太常卿牛丛与儒者同议其事。……将作监王俭太子宾客李匡乂虞部员外郎袁皓建议同异。






此匡乂当即济翁，是僖宗中和时尝任太子宾客，《提要》辑述其行实未之及也。





《四库提要》史部杂史类《贞观政要》下云：






书中所记太宗事迹，以《唐书》《通鉴》参考，亦颇见抵牾。……《通鉴》载张蕴古以救李好德被诛，而此谓其与囚戏博，漏泄帝旨，事状迥异。






案《通鉴》此事系贞观五年，盖用《新唐书·刑法志》。《旧唐书·刑法志》载：






太宗曰：吾常（当作尝）禁囚于狱内，蕴古与之弈棋，今复阿纵好德，是乱吾法也。






与《政要》所载相符。《通鉴》从《新志》止载救李好德一事，修《提要》者未考之《旧志》，遂疑《政要》耳。






（载《燕京学报》第24期）





《世说新语》札记



《世说新语·德行篇》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条：“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注：“一作元方难为弟，季方难为兄。”刘盼遂先生《校笺》引《规箴篇》注，王岷声出兄珣右，时人语曰，“法护非不佳，阿弥难为兄”，及陆龟蒙《小名录》卷一僧珍（岷小字）难为兄，法护（珣小字）难为弟为证，谓一作为是。案刘说是也。《北齐书》三一《王晞传》，邢子良与晞在洛两兄书曰：“贤弟弥郎意识深远，恐足下方难为兄。”正是弟有才识则为兄不易之意。《三国志·魏志》九《曹爽传》注引《魏略》桓范条，其妻曰：“君前在东坐（谓东中郎将），欲擅斩徐州刺史，众人谓君难为作下。今复羞为吕屈，是复难为作上。”《蜀志》一《刘备传》注引《山阳公载记》：“备还谓左右曰，孙车骑长上短下，其难为下。”《魏书》四○《陆俟传》：“无礼之人难为其上。”《全隋诗》二李德林“相逢狭路间”有句“大子难为弟，中子难为兄”。皆足证注文一作为长，盖魏晋南北朝时习语也。

《德行篇》刘道真尝为徒条扶风王骏下注引虞预《晋书》曰，宣帝第十三子。日本前田家藏宋本三字作七。案《晋书》三八《宣五王传》言宣帝九男，未言骏是第几子。依次叙数之，骏当是第七子。宋本作七为是，十字则衍文也。

《言语篇》孔文举年十岁条，陈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宋书》九四《戴法兴传》，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于尚书中觅了了令史。了了犹今言伶俐。

《言语篇》蔡洪赴洛条以迁殷顽民于洛邑戏谑洛中人。案《洛阳伽蓝记》五洛阳城东北有上高里，殷之顽民所居处也。高祖名闻义里。迁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讥刺，意皆去之。《魏书》七九《成淹传》王肃与成淹在朝歌亦以殷顽民为戏笑，是此传说自西晋历北朝犹存。

《言语篇》诸名士共至洛水戏条记洛滨游晏，《轻诋篇》王丞相轻蔡公条亦言共游洛水边，盖洛阳以此为游观之所，至北魏犹尔。《魏书》七五《尔朱世隆传》：“今旦为令王借牛车一乘，终日于洛滨游观。”

《言语篇》：“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敦煌本残类书新亭条云：“《世记》（当是说之误）曰，江（上脱过字）诸人每至暇日，相邀出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又伯希和三七一五号写本《杂抄》典故，有杨嗣复相公云云，当是晚唐五代时所书。其中有过江条云：“周侯座中乃叹息
 （此写本中屡用此符号当曰字。）风景不庶（殊字之误），正有江山之异。”《晋书·王导传》亦作江山。《言语篇》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条“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疑《世说》原作江山，后人改为山河，意实无别。《通鉴》八七永嘉五年改作江河，恐乏依据。胡注为之说曰：“洛都游宴多在河滨，而新亭临江渚。”无乃失之穿凿乎？

《言语篇》：“顾司空未知名，诣王丞相。丞相小极，对之疲睡。”极即疲乏之意。《文学篇》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条：“有诣王夷甫谘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又卫玠始渡江条：“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与。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后汉以来佛典如支娄迦谶译《旧杂譬喻经》第十一则：“今己老极，疲不中用。”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第二一则：“我极不能度汝。”第三三则“夜极欲卧”。失译《杂譬喻经》第四则“令不睡极”。极字用法皆同。极又有与疲连用者，亦不宜释为极度之意。如《百喻经》第六三则“身体伤破，疲极委顿”是也。唐人犹沿袭此用法，《晋书》六二《祖逖传》：“又令数人担米，伪为疲极而息于道。”

《言语篇》初荧惑入太微条：“天命修短故非所计，政当无复近日事不。”案《晋书》九《简文本纪》作：“故当无复近日事邪。”后汉失译《大方便佛报恩经》四恶友品“故当万有一冀”。似作故为是，故当犹言莫不。

《文学篇》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狡狯犹今言玩皮捣乱开玩笑之类，为六代习语。《宋书》四一《明恭王皇后传》：“若行此事，官便应作孝子，岂复得出入狡狯？”《南齐书》四二《萧坦之传》：“少帝于宫中及出后堂杂戏狡狯。”《南史》五《齐郁林王纪》：“与群小共作诸鄙亵掷涂睹跳放鹰走狗杂狡狯。”刘敬叔《异苑》五：“以为狡狯。”不宜释为狡黠之意。

《雅量篇》祖士少好财条：“因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晋书》二七《五行志》上：“元康太安之间江淮之域败
 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南齐书》四一《张融传》：“并履一量。”量字即两，犹言双也。唐人恐两雨二字相混，往往写两为量，以后刊刻遂因袭之。然有时又以两代量，如《鸣沙石室佚书》所收《水部式》“若水两过多，即与上下用水处相知开放”，言水两者数处，皆量字也。《隋书·食货志》“其佃谷与大家量分”疑亦两字，两分犹言平分。《水经注》二河水：“又曰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业，故马援请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中分即两分。

《雅量篇》周仲智饮酒醉条：“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阿奴疑当时俗语，犹言尔也，非必为仲智之小字。《容止篇》王敬豫有美形条：“王公抚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称。”《魏书》九八《萧明业传》：“临死执明业手曰，阿奴若忆翁，当好作！”又明业呼何氏曰：“阿奴暂起去。”此两处阿奴又见《南史》五《齐郁林王纪》及《南史》十一《齐郁林王何妃传》。《德行篇》谢奕作剡令条载，奕呼弟谢安为阿奴。《南史》二三《王奂传》颜延之呼奂为阿奴。当皆用为亲昵之第二人称代名词，多用于年长者呼年幼者。

《雅量篇》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又见《高僧传》四《支遁传》注引《丹阳记》太安中征虏将军谢安立此亭，因以为名。案谢安二字疑有误。但此地至梁世犹为东行者祖送之所，《陈书》二四《袁宪传》：“及君正将之吴郡，溉祖道于征虏亭。”

《规箴篇》罗君章为桓宣武从事条：“罗既至，初不问郡事。”唐写本作“郡家事”。案当从唐写本，郡家犹言州家。

《规箴篇》“王绪王国宝相为唇齿，并上下权要”。唐写本“上下”作弄，是也。六朝碑刻弄字往往写成
 ，如魏孝文吊比干文碑“执垂益而谈
 兮”，魏齐郡王祐妃常氏墓志“明慧之鉴，允昭于载
 之春”，尔朱绍墓志“弱不好
 ”。后世误分为上下二字。杨乾墓志“幼不好拤”，变拤为卡，更加手旁，竟成变体中之变体。

《捷悟篇》：“王东亭作宣武主簿，尝春月与石头兄弟乘马出郊（唐写本郊下有野字），时彦同游者连镳俱进，唯东亭一人常在前觉数十步。”案觉字盖当时习语，表示程度之意，往往用于表数量之词之后。《三国志·魏志》九《夏侯玄传》：“自上以下，至于朴素之差，示有等级而已，勿使过一二之觉。”《晋书》七七《蔡谟传》：“方之于前倍半之觉也。”《捷悟篇》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条：“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唐写本作“我才不如卿三十里觉”。案似以唐写本为长，觉字用法同，犹言我才不如卿之程度达三十里也。《假谲篇》王大将军既为逆条：“命骑追之，已觉多许里。”《晋书》四七《傅玄传》：“古以步百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所觉过倍。”似觉字又可用为动词，犹言增加、剩余、超过矣。

《贤媛篇》王凝之谢夫人条：“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案宋本材作身，是也。人身南北朝人习语，意即人材，如《宋书》一○○《序传》：“沈邵人身不恶。”《梁书》二○《陈伯之传》：“临川内史王观僧虔之孙，人身不恶，便可召为长史。”《魏书》二四《崔道固传》：“崔道固人身如此，岂可为寒士至老乎。”《北齐书》三一《王昕传》亦有“好门户，恶人身”之语。《北齐书》三九《祖珽传》：“项羽人身亦何由可及。”皆是其例。亦谓之身材，如《北齐书》三八《赵彦深传》“叔坚身材最劣”，不宜释为体格之身材。

《任诞篇》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条“着重服自追之”，重服即丧服。《晋书》四七《傅咸传》：“逮至汉文，以天下体大，服重难久，遂制既葬而除。”

《任诞篇》谢万在兄前条阮思旷目万为“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宋书》六○《荀伯子传》：“尝自矜荫藉之美，谓王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宋书》六三《王昙首传》亦记昙首轻谢晦之语。是王谢虽并称，王之自视又高于谢，时人亦不以谢为第一流门阀也。

《轻诋篇》：“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唐写本将作捋，亦不可解。日本恩田仲任《世说音释》九疑当作将牢，引胡三省曰，将牢谓先自固而不妄动，犹今人之言把稳也。盖言韩康伯将牢太过，所乏者矫矫风节。案其说是也，将牢太过见《晋书》一一六《姚苌载记》。

《汰侈篇》：“此客必能作贼。”作贼南北朝习语，犹言造反，非谓盗窃也。《宋书》八一《顾觊之传》：“南人怯懦，岂办作贼。”《梁书》一三《沈约传》载约说高祖，谓“若不早定大业，稽天人之望，脱有一人立异，便损威德。若天子还都，公卿在位，则君臣分定，无复异心，君明于上，臣忠于下，岂复有人方更同公作贼”。《魏书》六六《崔光韶传》：“凡起兵者须有名义，使君今日举动直是作贼耳。”《魏书》七三《杨大眼传》：“召请蛮渠示之曰，卿等若作贼，吾政如此相杀也。”皆是此意。《宋书》八五《王景文传》：“吾自了不作偷，犹如不作贼。”偷贼对举，尤为确证。




《颜氏家训》札记



《教子篇》：“王大司马母魏夫人性甚严正。王在湓城时，为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犹捶挞之。”卢氏引《寻阳记》“江州成帝咸和元年移理湓城，即今郡是”之文，以解湓城，非也。宋齐史书屡见湓城，俱不言为州治所在。《梁书》四三《韦粲传》：“见江州刺史当阳公大心曰，中流任重，当须应接，不可缺镇。今直且张声势，移镇湓城。”知梁世湓城亦非江州治所。盖寻阳要地，有兵事则置兵，犹建康之有石头东府等城也。且《家训》此事非指僧辩为江州刺史时而言。据《梁书》四五《王僧辩传》，“湘东王为江州，仍除云骑将军司马，守湓城”，为三千人将正是时也。若指为刺史时，奚啻三千人将耶？《梁书·敬帝纪》，太平二年正月分寻阳等五郡置西江州。《舆地纪胜》引《庐山记》云，梁太清二年萧大心因侯万之乱，欲依险固，乃移于湓口城，即今城也。《元和郡县志》谓江州自晋元帝后或理湓城，或理寻阳，或理半洲，并在湓城近侧。《陈书》二○《华皎传》，镇湓城，知江州事，是陈代江州又尝治湓城矣。

《后娶篇》谓江左不讳庶孽，河北鄙于侧出，不预人流。案黄门此语稽之史册信而有征。《梁书》二一《王志传》载年九岁居所生母忧，哀容毁瘠，是志乃庶子，而下文云弱冠选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驸马都尉秘书郎。褚涉亦以庶子而尚公主。皆是江左不讳庶孽之证。重嫡庶之别固是周汉以来旧俗，边塞各族入中原亦相沿成风。《晋书》一○二《刘聪载记》：“既杀兄和，群臣劝即尊位。聪初让其弟北海王乂，久乃许曰，四海未定，贪孤年长，待乂年长，复子明辟。”盖以其非正后所出也。北魏庶子确不预人流，如《魏书》二四《崔道固传》：“道固贱出，嫡母兄攸之目连等轻侮之……略无兄弟之礼。”又《崔邪利传》“二女侮法始庶孽子”。《魏书》四六《李
 传》：“
 母贱，为诸兄所轻。”又八九《高遵传》：“遵贱出，兄矫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丧位。”又一○四《序传》载魏收“有贱生弟仲同，先未齿录”，皆与黄门所言符合。《魏书》一八《元孝友传》称：“将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取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此又某一时期之特殊情况矣。少数民族之汉化未深者亦不乏例证。《宋书》九六《鲜卑吐谷浑传》：“浑庶长，廆正嫡。浑自称我是卑庶，理无并大。”《魏书》七三《杨大眼传》：“武都氏难当之孙也，侧出不为其宗亲顾待，颇有饥寒之切。”是氐人亦歧视侧出矣。

《风操篇》近在议曹条：“今日天下大同，须为百代典式，岂得尚作关中旧意乎。”案作某意犹言作某想法，南北朝习用之。《陈书》二六《徐陵传》：“今衣冠礼乐日富年华，何可犹作旧意，非理望也。”《文苑英华》六七七载陵此书，作“何可犹作乱世意，而觅非分之官邪”。《北史》二四《崔休传》诫诸子曰：“汝等宜皆一体，勿作同堂意。”《南史》十七《白柳传》：“卿何得作曩时意邪。”《梁书》三十《鲍泉传》：“卿勿以故意相期。”四五《王僧辩传》：“勿以故意见待。”

《风操篇》记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歧路言离，欢笑分首。案此盖南朝末年风习。《世说·方正篇》载周谟出为晋陵，
 与嵩往别。谟涕泗不止。嵩恚曰，斯人乃妇女，与人别唯啼泣，便舍去。
 独留言话，临别流涕。是东晋时饯送犹不必以涕泪为尚也。

《风操篇》凡宗亲世数条载，江南仅称族人，河北则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并引梁武帝问中土人故事。案中土人当即指夏侯亶，《梁书》二八本传云：“宗人夏侯溢为衡阳内史，辞日，亶侍御坐。高祖谓亶曰：‘夏侯溢于卿疏近？’亶答曰：‘是臣从弟。’高祖知溢于亶已疏，乃曰：‘卿伧人，好不辨族从。’亶对曰：‘臣闻服属易疏，所以不忍言族。’”夏侯氏来自谯郡之侨人，故黄门称为中土人。南北不独称呼有别，对待宗族关系亦自迥异，史书颇有足征者。《魏书》九七《刘裕传》：“其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殷启〔刘〕骏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疾谗害其间，不可称数，宜明其禁，以易其风。俗弊如此，骏不能革。”又七一《裴植传》：“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宋书》四六《王仲德传》：“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太平广记》二四七卢思道条引《谈薮》载思道聘陈，宴会联句作诗，有一人“讥刺北人云，榆生欲饱汉，草长正肥驴。为北人食榆，兼吴地无驴，故有此句。思道援笔即续之曰：共甑分炊水，同铛各煮鱼，为南人无情义，同炊异馔也。故思道有此句，吴人甚愧之”。

《风操篇》阴阳说云辰为水墓条记辰日不哭，案此习至唐时犹存，见《资暇录》、《旧书·张公谨传》、《吕才传》。

《风操篇》尝有甲设宴席请乙为宾条：“见乙之子问之曰，尊侯早晚顾宅。”早晚犹言何时，唐人犹习用，刘盼遂氏《校笺补正》已言之。尊侯乃对人父之尊称，不必官高位重或定是侯爵也。《梁书》四七《吉翂传》：“天监初父为吴兴原乡令，逮诣廷狱。蔡法度曰，主上知尊侯无罪，得当释亮。”《搜神记》：“吴兴一人有二男，一师过其家，语二儿云，君尊侯有大邪气。”皆是其例。南北朝人又有明侯一词，作第二人称之尊称代名词，如《魏书》七八《张普惠传》：“遗书普惠曰，明侯渊儒实学，身负大才。”侯亦非指公侯也。

《勉学篇》载梁朝全盛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又记其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三九谓三公九卿，李详《补注》及近人刘盼遂氏《校笺补证》已言之。案上车不落盖指年龄劣足照管自身，体中何如则当时尺牍习语，见《广宏明集》二八上梁王筠与长沙王别书、《文苑英华》六八六徐陵在北齐与宗室书、六八七与王吴郡僧智书、八七八答族人梁东海太守长孺书、六八五报尹义尚书等皆有是语。伯希和三四四二号写本《书仪》记尺牍套语，亦有体中何如字样。南北朝宴席赋诗事亦屡见，盖至梁陈尤盛行。《梁书》三三《王筠传》：“为文能押强韵，每公宴并作词必妍美。”又四六《胡僧祐传》：“每在公宴必强赋诗，文词鄙俚，多被嘲谑。”

《归心篇》释一条：“翦疆区野，若为躔次。”若为犹如何也。《宋书》八五《王景文传》：“居贵要但问心若为耳。”《南齐书》五四《明僧绍传》：“天子若来，居士若为相对。”

《杂艺篇》自称幼承门业，性爱书法。案《梁书》五○《顾协传》：“博涉群书，工于草隶。”《南史》并称其善飞白。黄门又言：“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案《北齐书》四四《张景仁》以善书被擢封建安王，李百药讥云，自苍颉以来八体取进一人而已，黄门盖即指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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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分内外两编，内编第一章魏晋时代，第二章东晋五胡时代，第三章南北朝时代——南朝，第四章南北朝时代——北朝。外编第一章魏晋之文明，第二章南朝之文明，第三章北朝之文明。每章分若干节，每节内又有子目。自序说：“内编主于究权力之移动，外编专记人文化成之迹。”换句话说，就是内编是政治史，外篇是文化史。这样分割本是很勉强的，但为叙述或驾驭材料的方便起见，也不必厚非。全书断始于东汉宦者之害，终于北周之亡。内编第四章末尾说：“李延寿北史中包括隋朝事迹，我却认为隋朝乃扬大唐帝国之先声者，隋唐的历史自当另起炉灶。”这是很合理的断限。从政治上讲，隋朝统一了南北，不能单把它归到北朝。再说文化方面，如隋朝的开始融合南北派经学，如因炀帝的武功而输入东北西方外族的文物，都与北朝迥异其趣，而开唐之先河。自然该留着与唐代相提并论，不能包含在魏晋南北朝史中。

此书内外编所收叙述的对象不同，著者所根据的资料亦复不同。内篇注重政治方面，以《资治通鉴》为骨干，间或参考八书二史，采拮比附。书中常常也著明某段的叙述全本于《通鉴》。《通鉴》本是一部极好的政治史，去取之间既然经过考证，可以信据，而文字也明畅生动，当得起“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八字。所以此书的内篇大致无可评隲。冈崎氏的文章很流畅，征引文字简短的照录原文，如果冗长或稍稍费解，他便用日文意译。既然是普通的叙·述，而非考证，这办法对于东邦的读者反倒相宜吧。外篇注重制度文物和学术思想。前者虽然有通典通考和各史的志，但并不能完全抄录，许多地方还待整理和补充，至于学术思想更没有成书可以依据了。因此，外篇大抵是著者综合旧有史料研究的结果，也许可以说是此书精彩所在。这三章之中，以第一章魏晋之文明，第二章南朝之文明为佳，而其中尤以第一章后汉之经书主义第三节，与第二章江域被化小记等三节最好，曾在《支那学》上发表过。

今略读全书一过，将个人认为可以商榷者，试举几点于下：内篇第四章第三节——北魏之全盛——说：“魏世祖统一北方，对高车柔然大加压迫，伸长其威力于北狄。同时为完固北边的边防，而试设六镇。六镇是怀朔，武川，抚冥，怀荒，柔玄，御夷。从杨图看来，大体散在察哈尔绥远境内。”（页三五一）案清沈垚有六镇释，载《落帆楼文集》卷一，考定北魏六镇为沃野，怀朔，武州，抚冥，柔玄，怀荒。除了抚冥镇之外，都指实后代地望，其说精湛不易。不知著者何以未曾参考？其所据或是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的《北魏地形志图》，但杨图兼引顾氏《方舆纪要》和《元和郡县志》两说，并未决定六镇的镇名，著者之言未免失于武断。同节又说：“但是六镇何时成立，史无明文。太宗时始在北边筑长城，想象起来，那时大约已经驻军于要害地带。世祖初伐柔然，大多数的降人都配置在六镇，当时六镇想已存在。”（页三五二）北魏设镇始于何时史书虽无明文，但《魏书太武五王传》广阳王深上书说：“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皇始是太祖道武皇帝的年号。北魏重要的镇都在北边和西北边，广阳王深所谓皇始时的“作镇”虽然没有说明方向，但六镇定在其中。《周书·杨忠传》说：“高祖元寿，魏初为武川镇司马。”武川是六镇之一，所谓魏初，自是皇始前后了。至于六镇这两字，则最早见于《魏书·显祖太安五年纪》，自然不能据以推断六镇的成立时代。总之，六镇是北魏诸镇中较先成立的，可无疑问，而北魏的设镇在太祖皇始时，下距太宗即位约十二三年。虽然不能积极地证明六镇成立的年代，消极地却可以推翻著者“起于太宗或世祖时”毫无根据地判断。

外篇第二章第三节——南朝治下的江南一般经济状况和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叙述乡里制度和赋税的关系，追溯到汉代的乡里制。在引用《续汉书·百官志》以后，著者便说：

依照它的本注以五家为伍的组织为单位，进而为什，为里，里是由百户所组成。沈约《宋书·百官志》记载制汉，（原文如此）以为里是百家的组合，十里为亭，亭千家，乡万家。《后汉书》不像沈约所述那样明了，但推本注之意，当和沈氏相同。以户数为根据的乡村制度本是《周礼》、《管子》等书所主张，我的意思，至少前汉的制度与此大异其趣。自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的组织也见于《前汉书·百官公卿表》，（原文作“见于前汉书志”，误）此处所谓里和亭，其中并不含有一定数目的户口。据《汉官仪》，十里一亭，五里一郵，以里为里数之里。……亭是聚集十个里，而主其治安诉讼的机关，里的意思等于部落。总统这十个部落的亭的配置，大约是依里数来定。所以一个里内，它的户数固没有一律的必要。汉朝大体以自然发生的部落为基础，更统括以亭乡的制度。……自治制度崩溃以后，乡官的权力渐微。所以《通典》所载晋制每县五百户以上为乡，率百户置里吏。这是以户数为标准的乡村新组织，《续汉书·百官志》（原文作《后汉书》，误）本注百家为里的话，恐怕是以晋制拟汉而言。沈约根据百家为里的单位，算出乡亭的户数，认作汉制，于是更推广司马彪（原文作范晔，误）的错误了。（页五七九至五八一）

今案冈崎氏主张汉代不以百家为里，这话是对的。班固的百官公卿表上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并不曾说明若干户为一里。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说：“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监察。”据百官志总序：“世祖节约之制宣为常宪，故依其官簿，粗注职分，以为百官志。”刘昭注云：“故凡是旧注通为大书，称本注曰。”一里百家之说见于本注，可见是司马彪的话，而不是后汉官簿所旧有。梁沈约《宋书·百官志》里说：“汉制，……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伍为什，什长主之，十什为里，里魁主之；十里为亭，亭长主之；十亭为乡。”这才把百官公卿表与百官制混合，认定司马彪本注所说为汉制。杜氏《通典》马氏《通考》同，顾炎武《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条正文引《汉书百官表》，而自注中引《宋书百官志》作注脚。以为汉代每百家为一里。然而我们看百官公卿表：“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应劭《汉官仪》卫宏《汉旧仪》（孙星衍校集汉官六种）都有同样的记载。一县户数最多到若何程度，现在不可考，《续汉志》刘昭注引应劭《汉官仪》说：“三边始孝武皇帝所开，县户数百，而或为令。荆扬江南七郡惟有临湘、南昌、吴三令尔，及南阳穰中，土沃民稠，四五万户，而为长”。知道大县户数能达四五万，小县只有数百。再拿《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所记每郡县数（续志称城，与县同）和户数平均分配一下，每县户数大抵远在万户以下。如果依照司马彪、沈约的说法，百家为里，千家为亭，万家为乡。那么，十分之八的县都已经不能统乡，而乡本身却足以独立为县。即使说只有大县才统乡，但汉代这种乡里制度本意在求“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魏孝文帝立三长诏语）一乡的户数如果这样多，早已有尾大不掉之患，全失去“身之使手，干之总条”的意义了。《周礼》、《管子》等书所载乡官制度都是理想，未必见于实行，姑且不论。但晋以后的乡里自治制度怎样呢？据《通典·职官典乡官门》所载，晋县五百户以上置一乡，三千户以上置二乡，五千户以上置三乡，万户以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试取《晋书·地理志》每郡下所记县数和户数平均分配，每县户数什九在一万之下。万户以上的县既不多，县置四乡，每乡所统户虽在二千五百以外，但必不能超过很多。唐朝则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一乡也只五百户。北魏的三长制据《魏书·食货志》说：“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党所统仅仅一百二十五家。可见后代凡是实行过的乡里自治制度——且不论实行的久暂，因为没关系——都在县的管辖之下，最大的单位也绝对没有到万户的！沈约在百官志中记载他所谓的汉制之后，便说：“其余众职，或此县有而彼县无，各有旧俗，无定制也。”《南齐书·百官志》和《隋书·百官志》所载梁陈制度，都没有乡官，可见南朝乡里自治制度本极废弛。因为东晋时中原人士渡江，侨置州郡县，地方制度呈一种变态，于是不能行承平时代的乡里制度。桓温行土断而不成，宋高祖再行土断，虽然成功，但积习难反，两汉西晋的乡里制终不能恢复了。沈约也许受了司马彪的骗，相信汉代确有百户为里的制度存在；但他还知道，刘宋时代这制度绝不曾施行。他之所以组织司马彪的话记在百官志中者，不过是以备一格，自己已经声明“无定制”了。所以，我认为《续汉书·百官志》本注和《宋书·百官志》百户为里的解释，不但绝非两汉的制度，刘宋时也未尝实行，止是一种以讹传讹的理想而已。冈崎氏也反对汉制之说，但没有举出证据，故为推论补充之如此。但他还相信百户为里那一套乡里自治制度实行于刘宋时代，便错误了。

冈崎氏既不从《续汉志》和《宋书》的说法，于是有一个新意见。他主张百官公卿表所谓里和亭其中并不含有一定数目的户口，将十里一亭的里字解作距离的里，以为亭的配置是依照里数来决定。据我的意见，里和亭中不含有一定数目的户口是对的，而解十里一亭的里为距离则难成立。第一，两汉以前理想的乡里自治制度和两汉以后实施的乡里自治制度，无一不是用户数作单位，从无用地域距离来划分的。乡官的制度所求由小至大，由近达远。假如亭的分配按照里数远近，同一县境内户口的分配自有疏密，也许第一个一里地中有几百户，而第二个十里地中，只有几十户，这就太不平均了，怎样能实现自治的功效呢？第二，一县所统土地往往犬牙相错，参差不齐，绝非一律地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即使百官表十里一亭的里指距离而言，必须说大率方十里一亭，如同后面说县大率方百里一样，才可以计算。现在百官志既不说方若干里，又没有其他限制，若把这里字解成距离的里，便无从计算和分配了。冈崎氏唯一的根据是应劭《汉官仪》：“设十里一亭，亭长亭候。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卫宏《汉旧仪》文同。（孙星衍校集汉官六种）文义不甚可解，《史记留侯世家索隐》索引《汉旧仪》“邮间”作“邮人居间”，意义也不可晓。我认为汉官仪十里一亭的亭，与在百官表十里一亭的亭是截然两事。百官表的亭是乡里制度的单位之一，亭长和有秩，三老，啬夫，游徼等相同，是掌地方教化与治安的。《后汉书·刘玄传》：“资亭长贼捕（疑当作捕贼）之用。”章怀注：“汉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长，捕贼掾专捕盗贼也。”《后汉书·虞延传》：“少为户牖亭长，时王莽贵人魏氏宾客放纵，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后汉书·逸民传逢萌传》：“家贫给事县为亭长，时尉行过亭，萌候迎拜谒。既而掷楯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汉官仪：“亭长课射，游徼徼循。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汉旧仪文同）都指乡官的亭长而言。它的职守不但是治安，还兼及教化，《后汉书·循吏传仇览传》：“选为蒲亭长。……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是一个好例。至于汉官仪的十里一亭，里字确指距离而言。但这里所谓的亭是交通制度上的亭，大约设在交通要道上，五里一邮，十里一亭，和置于县治的传舍相联络，所以方便行旅。《汉书·高祖纪》：“为泗上亭长。”师古注：“秦法十里一亭，亭长者主亭之吏也。亭谓亭留行旅宿舍之馆。”其余如项羽传：“欲渡乌江，乌江亭长
 船待。”《后汉书·赵孝传》：“尝从长安还，欲止邮亭。亭长先时当过，以有长老客，扫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长不肯内。”《后汉书·独行传王忳传》：“到官，至斄亭，亭长曰，亭有鬼，数杀行客，不可宿也。忳……即入亭止宿。……女子乃前诉曰，妾夫为涪令，之官，过宿此亭，亭长无状，杀妾家十余口，埋在楼下。……忳问亭长姓名，女子曰，即今楼下游徼者也。”《说文》“亭，民所安足也，亭有楼。”与《王忳传》合。《释名》也说：“亭，停也，人所集中也。”郑康成注《周礼》三十里有宿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都是说交通制度上的亭。还有几段更有力的证据，《后汉书·卫飒传》：“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魏志·张鲁传》：“诸祭烟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以亭和传舍，又以亭传和邮驿对举，可是一系统中的不同单位，与乡里制度的亭迥异。《汉书·循吏传黄霸传》：“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师古注：“邮亭，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亦如今之驿馆矣。乡官者，乡所治处也。”明明邮亭和乡官两事，邮亭不在乡官制度中，而乡里制度中又自有其亭也。颜师古分辨得很清楚，冈崎氏徒然因为都是十里一亭，于是勉强牵合了。其实汉代亭字的用途非常泛滥，乡亭邮亭之外，又引申为边塞烽候要地之称，如《史记·大宛传》：“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食货志》：“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匈奴传：“行攻塞外亭障。”而《汉书·王霜传》：“巩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而卫宏《汉旧仪》：“长安城……十二城门，……百二十亭。”应劭《汉官仪》：“洛阳……十二门皆有亭”。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洛阳二十四街，街二亭；十一城门，门一亭。”（俱见孙星衍校集本）这又与乡亭邮亭亭障不同了。

复次，我为什么主张里和亭中不含有一定数目的户口呢？有两个理由。第一，百官表和续汉百官志——即后汉官薄——都不曾明说若干户为一里。百官表记乡官组织清晰，里是乡里制度的最低单位，如果有一定的户数，绝不容忽略不言。再看两汉以前书中，除去《周礼》《管子》一类后人伪托以表现其政治思想者外，凡是讲到里的，都仅有邑或居的意思，看不出一里中有一定户数的痕迹。汉人如毛公传《诗》，康成注《礼》，以及刘熙《释名》应劭《风俗通》等，解释一里的户数互不相同。许君说文每用当代制度说字，并非尽是本义，但里字下也只说“居也”而已。古时的里犹之后代的街或巷，一条巷里自然不能限制它有一定的户数。不但先秦为然，汉代亦复如是。所以诸家注经不一其说，都不外是猜测之词，而百官表中因为没有定数，也就不提了。还有第二个证据，百官表：“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我以为这一段的意思是：一县土地大抵方百里，但也有出入。如果这地方人口密，方百里内却远超万户以上”——即大县的户数，便分割其土地，使它的户数不至超过一县所应有。于是变成方九十里八十里，甚至于六七十里了。如果这县户口稀少，它的属地顶多也只方百里，听它旷着，而不扩充此县的土地。这是兼顾户口和土地两方面，折衷调和而定的制度。所谓“乡亭亦如之”者，每里户口本不相同，大率是十里一亭，假如五里的户数已经相当于普通的十里时，这五里便成为一亭。同样，五亭或六亭的户数相当普通十亭时，这五亭或六亭便为一乡，所以百官表说“县大率方百里”，“大率十里一亭”，大率者，可上可下之词也。前人注《汉书》，对于这一切似乎都忽略过去，我觉得字面虽单简，若不注意“大率”二字，便很费解。除了上述的解释外，不易有更适当的说法，而上面的解释恰恰能支持里亭无一定户数之说。《续汉书·百官志》上载乡有有秩，三老，游徼；亭有亭长，里有里魁；并不说若干里为亭，若干亭为乡；也可以做一个消极的证据——里中无一定户数，因之亭不统一定里数，乡也不统一定亭数。《宋书》删去大率二字，一律十进，便谬以千里了。至于里亭乡普通所包括的户数究竟若干，不可得知。刘昭《续汉志》注引汉官：“乡户五千，则置有秩。”依此数推算，每亭当五百户，每里当五十户，也许这就是汉代里亭所统的大率么？

以上仅就本书内容所摘出的几点加以商榷，至于著者在史料的认识和解读方面，有些地方似乎也不完全正确。例如上举外编第二章第三节引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径称为《后汉书·百官志》；页五七九、五八○、五八一凡四次提到这段记载，竟称范晔以为如何（页五八一作班晔、班字乃误植）。页四四一，引《五行志》，也称《后汉书》以及范晔的解释云云。其实后人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志》羼入范书纪传后面，自从明监本把《志》置于《纪》之后《传》之前，并不载司马氏姓名，于是有人误会为范氏原书了。然而这是普通常识，著者何以如此疏忽？误解史料的地方更多。例如页三五五：“又依照高闾的意见，使太宗时所计划筑长城之说复活，互六镇仓体施以种种防御工事，于是北边防备次第完成。”《魏书》五十四载“高闾上表陈边备，孝文帝：诏曰：览表具卿安边之策，比当与卿面论一二。”并不曾说用了他的建议筑长城。《本纪》中也未载其事。页三六八：韩显宗对高祖说：“从来中书监，中（此字误衍）秘书监等掌诏命的职分都用膏腴子弟，那么，现在作中书监秘书监的人的子息将来果能堪其任么？”高祖说“如有特别人材，自当不拘门第来拔擢！”韩显宗的两句问话逻辑上没有因果关系，似乎第一句可以不说，再检原文，便知由于著者的误解，《魏书》六十《韩显宗传》：“显宗进曰：不审中秘书监令之子必为秘书郎，顷者为监令者子皆可为不？高祖曰：卿何不论当世膏腴为监令者？显宗曰：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高祖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俊出者，朕亦不拘此例！”韩显宗意在反对高祖只用膏腴子弟，所以说：“如果一定要中书秘书的监和令的儿子才能作秘书郎，那么，试看近来作监令的人们的儿子能够胜任么？”意思是用眼前的事实——中秘书监令的儿子之不成材，来喻膏腴子弟之不尽可用。著者误会譬喻为事实，而对显宗所举的几个官名似乎也不甚了然，结果所引证的这段史料便不可解。页四一三至四一四记北齐后主纬的昏乱，说是据北齐史，其实北史无其文，乃是根据《北齐书》八《后主纪》。页四一三说他：“然而锐于感情，发怒的时节，虽朝廷大官也不得仰视。”但《北齐书》原文是：“性懦，不堪人，视者即有忿责。其奏事者虽三公令录，莫得仰视。”后主纬的性情固然很乖奇，著者用“锐于感情”四个字来概括这一段，真有点莫知所云了！页四三五迻译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作一具棺木要费千万人的劳力，棺重万斤，还从洛阳远远搬运到满洲，甘肃敦煌地方，用费莫大。”试看原文：“重只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兢用之。”两者相去何其太远？页六六四：“《魏书·赵柔传》记他从甘肃的金城赴代都，有人赠以金铢（珠之误植）一贯，其值数百缣。”按《魏书》五十二《柔传》：“柔尝在路得人所遗金珠一贯，价值数百缣。”著者误遗失的遗为赠遗。页六七三说北魏高祖太和二年有悉使工商杂伎赴农，令诸州课民种菜之诏，据《魏书·本纪》，此诏之下在延興二年。

地图是读历史所不可少的，尤其十六国与南北朝时代，各种族和各国家势力的兴灭，疆域的伸缩，如果想了解得清楚，非有地图不可。即使是极简单的，也胜似没有，而此书竟付缺如，外编中有许多地方也嫌疏略，譬如页五七二讲南朝的经济和交通，拈出“埭”与“桁”两个字，仅仅引其端绪，未能尽量阐发。页六六一至六七九讲北魏的政术，抽象的议论太多，对于北魏法制几种特别当注意的，如刑法和刑官，均田制，三长制等，所述说都嫌不足。至于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和艺术，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所由表见，更不容不提一字。

校对太不精密，也是此书一大遗憾。普通的字尚不要紧，历史上的专名若有误植，往往遗误不小。苻秦的苻字都从竹作符，
 人李氏的
 都误为宾。页一三二陇西误作胧；页一八七江统的江误作王；页二○二姚弋仲都误为戈冲；页三四四姑臧都误作藏；页三五三和三五四北魏显祖都误作显宗；页四二○，四二一尉遲迥都误作回；页四六八，四七一，四七三鱼豢都误作拳；页五六七丹阳都误作杨。以上大抵全书皆错，偶尔印错的益发更仆难数。页六六四记赵郡当葛荣乱时“米栗之价至数缣”，检《魏书》五十七《崔孝讳传》，才知米栗是“斗粟”之误。尤其可怪者，除页五，页三十五等仅有的几处外，全书十多处引赵翼的话都误作张翼，著者自序页二亦然，这怕不是手民所当负责的了。






1935年11月20日写竟于燕京大学图书馆




（原载《大公报》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第十一版）






《牟子理惑论》时代考



晚清以来国内外讨论《牟子》诸家的意见，综括起来可以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牟子理惑论》（原名当是治惑论，参看陈援庵先生《史讳举例》）是“东晋刘宋间人伪作”（梁启超《牟子理惑论辨伪》文中语），另一派则承认此书确是后汉时代牟广（参看余季豫先生论文）字子博的作品，主张前说重要的有马伯乐（Henri Maspero, Le songe et I' ambassade de I' empereur Ming, BEFEO1910），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牟子理惑论辨伪》），常盘大定（《汉明求法说之研究》，载东洋学报卷一○第一号），松本文三郎（《牟子理惑论述作年代考》，载东方学报京都第一二册）。主张后说的有孙诒让（《籀庼述林》六《牟子理惑论书后》），伯希和（Paul Pelliot, "Meou-tseu ou les doutes levés", traduit et annoté, TP1920），家叔叔迦先生（《牟子丛残》），余季豫先生（《牟子理惑论检讨》，载燕京学报第20期）等。后说最强有力的根据是《牟子》书里序文所述，和《后汉书》朱隽传陶谦传《三国志吴志》士燮传薛综传所载史实相符合。所以现在一般的定论，认为理惑论出于后汉末牟子之手。但是，一部书序文是真的并不能就证明内容也完全可靠，还要从内容本身来考究，才能够断定。常盘松本两氏都曾疑惑牟子中佛教部分，并且指出许多地方和惠通《驳夷夏论》相合，所以认为制作的动机是为了反驳夷夏论一类文字。然而目全书都属伪作，也于理难通，因为本文里确也有些地方和序文的时代相呼应。这篇小文就是想重新分析牟子的本文，根据的确可以捉摸的若干点，来推定这部书的时代。

《理惑论》成书究在何时，自序并未提及。志磐《佛祖统纪》三五系于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六从之。不知何本。据上述诸家考证，《牟子》所称的交州牧是朱符。《士燮传》记董卓作乱，士壹亡归乡里之下，就说符被夷贼所杀。《通鉴》六六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下说：






初苍梧士燮为交阯太守。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表其弟壹领合浦太守。






都未明记朱符被害年月。但《士燮传》又说：






朱符死后，汉遣张津为交州刺史。






《晋书·地理志》交州条云：






建安八年张津为刺史，士燮为交阯太守。共表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






《元和郡县志》以及清代考订《晋书·地理志》诸家都从晋志之说。侯康《三国志补注续》士燮传条：






《艺文类聚》卷六引苗（一良案：疑当作黄。）恭《交广记》曰，建安二年南阳张津为交趾太守。……考《孙讨逆传》注引王范《交广春秋》（一良案：《交广春秋》太康八年所上。）建安六年张津已为交州牧，则云八年者非也。






二字八字或都是六字脱误。假如张津是建安二年（197）作交州刺史，朱符定死于197年或较前。《牟子》自序的最下断限自不能晚于197年。如果朱符死在建安六年，自序的断限不能晚于201年。笮融杀朱皓《通鉴》系于献帝兴平二年（195）。所以专就自序考订，《理惑论》之作约当在195—201年之间。

再看《理惑论》本文，是不是和自序的时代相呼应呢？虽然抽象的思想我们不易断言，但有些地方确切是后汉三国时著作的痕迹，证明大部分内容和自序的时代相合。第五节说：






圣人制七经之本，不过三万言，众事备焉。






第六节：






孔子不以五经之备，復作春秋考经者，欲博道术，恣人意耳。佛经虽多，其归为一也。犹七典虽异，其贵道德仁义亦一也。






第七节：






佛道至尊至大，尧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经之中不见其辞。






第一六节：






譬之世人学通七经，而迷于财色。






第三○节：






圣人制七典之文，无止粮之术。






屡用“七经”“七典”字样。我们知道《庄子·天运篇》《礼记·经解篇》以及《汉书·艺文志》等都说六经，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因为乐经不传，所以汉代通常说五经。后汉许慎有《五经异义》。熹平时刊刻石经的经数王国维氏考订为易书诗礼（仪礼）春秋五经和公羊论语二传（《观堂集林》二○《魏石经考》一）。然而另一方面，七经也是后汉通行的名词，乃讲谶纬之学的人所喜用。《后汉书》五七《赵典传》章怀注：






谢承书曰，典学孔子七经河图洛书内外艺术，靡不贯综。






又一一二上《方术列传》纬候之部句章怀注云：






纬七经纬也。






同卷《樊英传》：






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






注云：






七纬者，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春秋纬……（《隋书经籍志》也说“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






把《孝经》与六经并列，并且都有纬。《后汉书》八三徐稚传章怀注引谢承书也说稚“兼综风角星官算历河图七纬推步变易”。六五《张纯传》：






乃案七经谶明堂图。






章怀注：






七经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及论语。






不举《孝经》而举《论语》，恐怕不确。但汉人就学都先受《孝经》《论语》，往往单举《论语》来包括《孝经》（王国维《观堂集林》四《汉魏博士考》）。既然《论语》也有谶纬（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九），或者讲谶纬之学的也可以单举《孝经》或《论语》来概括二者么？《三国志·蜀志》八《秦宓传》载刘璋时宓同郡王商为治中从事，劝他出仕。宓答书有云：






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






秦宓答书作于建安中。显然是用当时流行的名词“七经”来叙述古事，是后汉谶讳之学盛行下的影响。牟子的“七经”“七典”自然也是同时的用法。晋常璩《华阳国志》三《蜀志》说文翁“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都不载文翁派相如东行受学一事。《汉书》二八下《地理志》说“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两人原不相干。大约后汉三国以来蜀中有此传说，不论是相如或张叔，一直沿用“七经”一词。葛洪《抱朴子外篇》三勖学篇也说“披七经，玩百氏”。《隋书·经籍志》有北周樊文深撰《七经义纲》二九卷，《七经论》三卷（参看《周书》四五《北史》八二《樊深传》）。马国翰所辑《七经义纲》止有诗书礼记三条，不知所谓七经何指。但后汉五经七经的礼都指《仪礼》，不指《礼记》。樊深书既有《礼记》，恐怕所谓七经别有所指，和建安时流行的七经名称并非一事。至于宋刘敞的《七经小传》指《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论语》，更和这里讨论的“七经”无关了。

第六节说“孔子不以五经之备，復作《春秋》《孝经》”。特别把《春秋》和《孝经》提出来，目为孔子所制，这也是谶纬学家最所乐道的。何休《公羊解诂》序徐彦疏引《孝经钩命诀》说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太平御览》五四二拜部引《孝经右契》说“制作《孝经》道备，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而磬折”。据《隋书·经籍志》《春秋》《孝经》都有内事。内当即“内学”之内。可见谶纬学家之特别重视《春秋》《孝经》。《理惑论》第五节说“圣人制七经之本，不过三万言”。伯希和疑心“七经之本”指《春秋》《孝经》，才与“不过三万言”之语相合。其说甚是，不过没有说出理由。《理惑论》第五、六两节都足以解释牟子自序“既修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的话，他对当时流行的纬书一定也很熟悉的。

此外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理惑论》作者之受纬书影响，间接也可以推定它的时代。第八节说“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皋陶马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偻，伏羲龙鼻，仲尼反頨”。《荀子》《淮南子》里已经有类似的话。但牟子的根据一定不是先秦子书，而是当时流行的纬书。这一套话正是纬书里面所习见。《孝经援神契》说：“伏羲山准”（《太平御览》三六七鼻部引）。“舜龙颜重瞳大口”（《御览》八○皇王部引）。《春秋合诚图》说：“尧鸟庭荷胜八眉”（《御览》一八皇王部引）。《礼纬含文嘉》说：“禹耳三漏，……皋陶马喙……文王四乳，……周公背偻，……孔子反宇。”（《白虎通圣人篇》引，参看陈立《白虎通疏证》七）尧舜禹文王的特征又见《春秋纬演孔图》和《元命苞》。详见马国翰辑本，兹不具引。总之，牟子书里所表现的纬书知识正足窥其时代精神。《后汉书》一一二上《方术列传》说“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注云：“内学谓图谶之书也。其事秘密，故称内。”建安中曹操曾经“科禁内学及兵书”（《魏志》二三常林传注引《魏略》），可见一定相当盛行。《魏志》一一《管宁传》载钜鹿张臶“少游太学，学兼内外”。同传注引《魏略》“寒贫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辅。是时长安有宿儒栾文博者，门徒数千。德林亦就学，始精诗书。后好内事，于众辈中最玄默。至十六年关中乱，南入汉中。……常读老子五千文及诸内书，昼夜吟咏”。《吴志》八《程秉传》注引《吴录》载河南征崇“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遭乱……遂隐于会稽”。图谶与纬书虽是两事，讲内学的一定也兼通纬书。《魏略》所纪的寒贫其行迹与治学趋向正可以和牟子比观。

以上是证明《理惑论》本文和自序所述的时代相符合。但我们仔细分析，就发现也有和自序的时代相冲突抵触的地方。而这一类冲突的篇章，完全是关于佛教部分，岂不很可怪？常盘松本两氏所举证之外，还有若干点值得注意。第一节说：






五戒者一月六斋。斋之日专心一意，悔过自新。沙门持二百五十戒，日日斋，其戒非优婆塞所得闻也。






作者对于佛教戒律似乎很清楚。但《高僧传》一《昙柯迦罗传》云：






以魏嘉平中（249—253）来至洛阳。于是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復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祇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僧祐慧皎两书康僧会传都说孙皓求看沙门戒。孙皓立于公元二六四年。所称沙门戒不知是昙柯迦罗所译抑或康僧会自出）






可见到三世纪中叶戒律还不完全，只能“备朝夕”。即使朱符死于建安八年（203），牟子的书也不过成于三世纪初年，比昙柯迦罗要早四十多年。如何口气里对戒的数目和优婆塞不得闻等事这样清楚？法国烈维和沙畹两氏（Sylvain Léviet Edouard Chavannes）在《法住记及所记阿罗汉考》一文中（冯承钧译本），说中国僧人受具戒始于法领到中国之后，而法领等五人是后汉桓帝建宁初来长安。他们的根据是《法苑珠林》八九受戒篇引齐上统师传。这书叙述颇嫌芜乱，不大可信。如说“桓帝已后北天竺国有五西僧来到汉地，与大僧受具足戒：一名支法领，二名支谦，三名竺法护，四名竺道生，五名支娄谶。其时大律未有，支法领口诵出戒本一卷羯磨本一卷，在此流行”。所列五僧不按时代先后，而支娄谶、支谦也都不能算北天竺国人。支法领之名见于《出三藏记集》一四佛大跋陀传、《高僧传》二佛驮跋陀罗传，其人和戒律无关。上统师当是天保中被命为昭玄十统里大统的法上，上统师传至早也是六世纪末叶的书。其中并未明言法领等桓帝时来华翻译戒律，只说“桓帝已后”，“其时”云云，颇为含混。烈维沙畹二氏又引一三六四年一碑文，时代更晚，显然是展转抄袭以前的传说。桓帝时出戒本羯磨一说自不足置信。

《理惑论》第一节说“所著经凡十有二部。合八亿四千万卷。其大卷万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第五节说“佛经卷以万计，言以亿数”。第六节又说“佛经众多”。如果牟子通西域或天竺文字，他可能知道佛经是“卷以万计言以亿数”。然而他不通晓，那么一定是根据汉文译本佛经立论了。即使怎样夸张，二世纪末年中国佛经译本还不至汗牛充栋一至于此吧？第三四节说“佛在异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见其所。徒观其文，而信其行”。既说“徒观其文”，牟子当然读的是译经。第一五节“今佛经云太子须大拿以父之财施与远人，国之宝象以赐怨家，妻子匄与他人”。如果认为是根据康僧会《六度集经》二的《须大拿经》，我想定和事实相去不远。据《出三藏记集》一三《高僧传》一，康僧会吴赤乌十年（247）“初达建业”，《六度集经》之译出自更在其后。牟子在四十几年前如何会征引到它？第一八节说“佛经说不指其事，广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异为同，非事之妙。虽词多语博，犹玉屑一车，不以为宝矣”。固然佛经里多喜用譬喻，这一段话似乎是对于《譬喻经》一类经典而发。今传世后汉支娄迦谶译《杂譬喻经》是否汉译不可知。此外则吴康僧会译有《旧杂譬喻经》，西晋法炬法立译有《法句譬喻经》，姚秦鸠靡罗什译有《众经撰杂譬喻》，都在牟子之后。那么，这一段话是否可能出于二世纪末三世纪初的牟子之口，便很成问题了。第三五节假设问者说“仆尝游于阗之国，数与沙门道人相见”。据僧传朱士行魏甘露五年（260）到于阗取经，以前没有中国人去于阗的记载。梁启超常盘大定都已指出这一节可能是受了朱士行西行事的暗示，我想他们的话是值得考虑的。

上两段所述，也许只能算消极的证据。但我们还有更积极的证据，证明《理惑论》中论佛教部分比其他部分时代晚。第一个证据马伯乐已经指出，而不曾详细推论，就是《理惑论》和吴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文字相同的问题。现存较早的佛传的经典，讲到释迦牟尼托萝降生的，有后汉竺大力康孟详译的《修行本起经菩萨降身品》，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所现象品》，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宋宝云译《佛本行经降胎品》等。所叙繁简不一，而大同小异。但比较之下，便可发现《理惑论》的记述与其他几部迥乎不同，而与《瑞应本起经》特别相似。现在为讨论方便起见，把相同或相近的地方对照录在下面（都用大正藏经本）。






理惑论



假形于白净王夫人，昼寝，梦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悦之，遂感而孕。



以四月八日从母右胁而生，堕地行七步。举右手曰：……



时天地大动，宫中皆明。



其日王家青衣復产一儿。厩中白马亦乳白驹。奴字车匿，马曰揵陟。王常使随太子。



年十七，王为纳妃。



遂怀一男，六年乃生。



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呼车匿，勒捷陟跨之。鬼神扶举，飞而出宫。



王知其弥坚，遂起而还。



太子瑞应本起经



菩萨初下，化乘白象。……因母昼寝，而示梦焉。



到四八日夜明星出时，化从右胁生，堕地行七步。举右手住而言：……



是时天地大动，宫中尽明。



太子生日王家青衣亦生苍头。厩生白驹及黄羊子。奴名车匿，马名揵陟，王后常使车匿侍从。



太子至年十七，王为纳妃。



却后六年，尔当生男。



至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夜过其半，……即呼车匿，徐令被马，褰裳跨之。……即使鬼神捧举马足……喻出宫城。



王知其志固，……便自还宫。






伯希和以为《理惑论》与《瑞应本起经》可能共同根据一个更早的佛传经典，而现在亡佚。但字句结构都如此相像，我们实不能不疑心《理惑论》这一节的作者是看见了支谦的译经，再有意无意地采用了。《出三藏记集》一三支谦传说他“从黄武元年（222）至建兴中（252—253）所出……《瑞应本起》等二十七经”（《高僧传》一同）。即使此经出于黄武元年，上距牟子成书有二十年。如果是支恭明晚年所译，便离牟子自序有五十年。无论如何，这一节根据《瑞应本起经》的《理惑论》一定是较晚了。

除去文字之外，《理惑论》还有一件事实与《瑞应本起经》相合，也足以使人猜疑到它们的关系。除去《瑞应本起经》和西晋聂道真译的《异出本起经》之外，所有佛传经典都记释迦牟尼头上永远有树荫这件事在出家之前。这两部经却说是出家以后的事。《瑞应本起经》云：






明日宫中骚动，不知太子所在。千乘万骑络绎而追。王因自到田上，遥见太子坐于树下。日光赫烈，树为曲枝，随荫其躯。






余季豫先生指出《玉烛宝典》四引《理惑论》佚文云：






明日，王及吏民莫不嘘唏，千乘万骑出城而追。日出方盛，光曜奕奕。树为低枝，不令炙身。






《理惑论》叙此事于出家之后，“千乘万骑”四字全同，“树为低枝”只差一个字。事实和文字都相合。与其认为有共同根据，毋宁认为《理惑论》钞《瑞应本起经》，更为直截了当，近乎情理。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理惑论》作者不但见到了支谦译经，并且见到了比《瑞应本起经》更晚的经典。摩耶夫人作梦，有的经典说她梦见菩萨自己变成白象下来，有的说菩萨乘白象下来。《理惑论》这一段已见前引。竺大力康孟详《修行本起经》说：






于是能仁菩萨化乘白象，来就母胎。……夫人……梦见空中有乘白象。……夫人言，向于梦中见乘白象者，空中飞来。






支谦《太子瑞应本起经》说：






菩萨初下，化乘白象。






竺法护《普曜经》说：






化作白象，口有六牙。






求那跋陀罗《过去现在因果经》说：






尔时菩萨观降胎时至，即乘六牙白象……于时摩耶夫人……见菩萨乘六牙白象，腾虚而来。






宝云《佛本行经》：






菩萨乘象王，……大白象王有六牙，忽然来至。






《方广大庄严经》说：






为白象形，六牙具足。






这里面有两问题。第一是菩萨自己化成白象抑或乘坐白象下生。《普曜经》和《方广大庄严经》说菩萨自己变化成白象下生。《普曜经》中并有一段讨论菩萨“以何形往”，决定“象形第一”。再就印度原文的佛传看，梵文俗语混淆的小乘佛传Mahāvastu（ed, by É. Senart, vol Ⅱ, p. 8）说：






Atha supinam jananī jinasys tasmin k
 
s

 a
 
n

 e paśyati varavipākaphalam Himarajatanibho me
 
sad

 visā
 
n

 a sucaranacārubhujo suraktaśīr
 
s

 o Udaram upagato gajapradhāno lalitagati
 
h

 anavadyagātrasandhis






是摩耶梦见菩萨自己变成光彩如雪如银的六牙白象下生。Mahāvastu编制的时代不易确定，大致早的部分到公元前二世纪，晚到四世纪。较晚的梵文大乘佛传Lalitavistara（ed. by Lefmann, p. 55—56）叙述菩萨降生，韵文部分和Mahāvastu大致相同，也说摩耶梦见（原文khaptam apaśyat，季羡林先生说当作svapnam，是也）。六牙（ad
 danta, ad
 visān
 a）白象。《佛所行赞》（Buddhacarita）作者马鸣的时代众说纷纭，现在大致认定为公元前五十年到公元后一百年之间。《行赞》梵文原本第一品前面残缺。昙无谶的汉译本完全，有“于彼象天后，降神而处胎”二句。宋元明三本“象”作“像”。无论象字有人旁与否，这句话都很费解。但我们看西藏文的译本，明明说：






Vor der Schwangerschaft erblickte sie im Traume einen weissen Herrn der Elefanten in sich eingetreten. （据Friedrich Weller译本第四颂）






也是梦见白象王入胎，藏译《行赞》大体上比较昙无谶的汉译本更近于原文。我颇疑心汉译此句当作“象于彼天后”或“象天于彼后”，就和藏译以及其他佛传相合了。再看巴利文方面，Jātaka（Ⅰ, 50）的Nidānakathā说：






Atha Bodhisatto setavaravāra
 
n

 o hutvā … rajatad āmav a
 
nn

 āya so
 
nd

 āya setapadumam gahetvā…mātu…kucchim pavi
 
tt

 hasadiso ahosi.






也说菩萨变成白象。Bhārhut和Amarāvatī浮雕描述释迦降生，都作象形，不是菩萨乘坐白象。法显《佛国记》“白净王故宫处作太子母形象，乃太子乘白象入母胎时”。只有太子母形象，他并没有说看见太子乘白象的雕刻。综括看来，今传印度较早或较晚的典籍乃美术上的表现，都是说菩萨变成白象下生。而汉译《修行本起》等却说菩萨乘坐白象下来，我以为这是译者的修改，他们觉得菩萨不以仙人形态却以象的形态入梦，和中国人的观念相去太远，怕不易接受，所以改为“化乘白象”。《理惑论》这一段中“假形于白净王夫人”一句文义不太清晰。下面“昼寝，梦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悦之，遂感而孕”。竟又改夫人梦见乘象者为夫人梦见自己乘象，因为喜欢它，于是感而怀孕。这种感孕的说法和《魏略》（《魏志》三○夫余传注引）所载夫余王东明之母说“有气如鸡子来下我故有身”之类传说是同一作风，显然更是经过改造了。

第二个问题，也是《理惑论》作者见到比《瑞应本起》更晚的经典的证据，就是白象的六牙问题。六牙象在印度传说中常见，例如《六度集经》四象王本生，也见于巴利文本生经（No. 506）。但在Nidanakatha、Buddhacarta、《修行本起经》和《瑞应本起经》，都只言白象，不言六牙。Bharhut和Amaravati雕刻里的释迦降生故事，也只是普通的象，并无六牙。浮雕里原可以用一边三支牙的法子来表示六牙，如Sanci的六牙象本生。既然不这样表现，很可能是他们所根据的经典或传说没有提到，Mahāvastu，Lalitavistara以及西晋译的《普曜经》以下，才一律说六牙，而《理惑论》也说白象“身有六牙”。这岂不是告拆我们著者甚至于可能见到《普曜经》吗？

《理惑论》的文字方面，有一处值得特别注意。第二一节：






问曰：“汉地始闻佛道，其所从出耶？”






“所”字当“何”字解，先秦旧籍未见。我们在较晚的内外典籍中可以找到些例子。后汉支娄迦谶译《杂譬喻经》第一一则：






弟汝所居舍宅田地，汲汲所乐，今为所在？






“所在”就是“何在”。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一仙叹理家本生节：






曰：尔所之乎？答曰：之仙叹所。






又《六度集经》二须大拿经：






太子闻之，……慰劳之曰：“所由来乎？苦体何如？欲所求索，以一脚住乎？”






西晋竺法护译《生经》一《佛说和难经》：






周匝普问，今为所凑？……其人不现，普遍行索，不知所凑。






《魏略》（《魏志》九曹爽传注引）：






丁斐……字文侯。……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为人所白，被收送狱，夺官。其后太祖问斐曰：“文侯，印绶所在？”






《江表传》（《吴志》五孙和何姬传注引）：






皓问曰：汝父所在？答曰：贼以杀之。






鸠摩罗什译《众经撰杂譬喻经》第三七则：






汝家小妇今为所在？






所谓支谶译的《杂譬喻经》，并不在《出三藏记集》二所记道安疑心“似支谶出”的十部经里。道宣《大唐内典录》一支谶下有《杂譬喻经》，注云：






凡十事（案今本十二事）。祐云失译，今检见别录，故载之。






所以这部经是否汉桓帝时支谶所译颇成问题。照上面所举其他例子看来，似乎这是三国两晋时代的口语，故而多见于佛经。鱼豢为描写太祖口气，也不用“何”而用“所”。牟子著书在建安初年，自然有采这种用法之可能。但这个用法既降至两晋时还出现，于是也就不易根据它断定牟子这一段时代之早晚了。

《理惑论》末尾的韵语：






鄙人蒙瞽，生于幽仄。敢出愚言，弗虑祸福。今也闻命，霍如荡雪！请得革情，洒心自勅。愿受五戒，作优婆塞！






只有雪收声T和其他字收K者不同。这种押韵不规则的现象是否透露若干时代的消息，还要待古音韵学家来论证。

由以上的分析看来，我们知道《牟子理惑论》的序和本文时代的早晚一。序和本文一部分是公元二世纪末或三世纪起头时牟广的著作，而许多关于佛教的话都比较迟，大约是三世纪末或四世纪时加入的。那么，这部书的原形究竟是怎样的呢？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虽然以上的分析工作还不能证实这个假设，也许永远无法证实。姑且写在这儿，结束这篇文章。《理惑论》序文前面并未提到佛，末尾赞叹老子“绝圣弃智……故可贵也”云云，接着却是“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锐志佛道”的话突如其来，和上文颇不相接。在赞老子之下，应该说他服膺老子的教训，才顺理成章。反而把老子说成“兼研”，未免于理不合。再看本文，几乎没有一节不引老子，不提到老子。如第三节第四节完全是讲老子的“道”，与佛教全无关系。因此我颇怀疑，《理惑论》原来或是道家著作，阐扬道德五千言，辟当时谈“神仙辟谷长生之术”的“道术”的书。“七经”等话都是在比较儒道两家典籍时用的。陆澄《法论》和《弘明集》在《理惑论》书名下都注云“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太守二字后人所加，诸家已有定论。但《理惑论》的体制绝非传记，何以称为“牟子博传”呢？一良案孔颖达《礼记正义曲礼上》疏云：“释义之人多称为传。传谓传述为义。或亲承圣旨，或师儒相传，故云传。”《理惑论》之称传，一定也因为它不是注解老子，而是传述其义也。《世说新语·文学篇》载何晏注老子未毕，看见王弼之作，遂小復注，因作《道德论》。大约是把注中要旨写出来，解说老子之学，所以名为论。《理惑论》的论字当亦此意。后汉时的佛教本来是依附道家的。交州很可能有佛教传来，二世纪末的牟子的书里也许谈到。后来佛教徒因为书中提到佛，于是就原书大加窜乱，改头换面，变成宣扬佛法的书。尤其重要的是加进佛传一段和汉明感梦一段，表明佛教的渊源和传入中国的缘由。陆澄《法论》所以首载牟子，其理由也是“牟子不入教门而入缘序，以特载汉明之时像法初传故也”。无论我的假设能否成立，至少《理惑论》所记汉明求法传说不能像以前所想的那样早，是可以断言了。






附录一：



周祖谟先生讨论函


理惑论末之韵脚现象特殊，蓄蕴于心，已非一日。考晋宋以后之韵文雪字与职德韵字相叶者至少，魏晋之间则偶一见之。如杨泉《蚕赋》中服复雪饰职服翼极忆诸字为韵，杨戏赞杨季休以克烈为韵（烈雪古同部）是也。此与牟子之文相似。我兄读书至精细，从韵脚以推考其时代，方法极确，惟此处但能消极证明其时代甚早，非晋宋以后之作品。而未必可以确定其非建安时所作。不悉有当高明否。八月三日。






附录二：



胡适先生讨论函


尊作讨论《牟子理惑论》的时代，以为此论序文可信，其中为老子道教辩护的部分也可信，都是东汉晚期之作；但其中关于佛教的部分，你认为颇可疑，似是晚出之作，出于支谦之后。因此，你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疑《理惑论》本是道教的书，后来才被一个佛教徒改头换面，装进一些佛教资料，遂把此论改成一篇为佛教辩护宣扬的文件。

我对于你的假设与论证，都很感兴趣，但我不能赞同你的结论。我的理由有二：

第一，从常识上推论，如果《理惑论》原是为老子五千文鼓吹之书，那么，那位改造的佛教徒何不爽性全删一切颂扬老子之说？他何爱于道教，何爱于老子，而故意保留此黄巾气味甚重的原文呢？我看此论颇有组织，作者自言分37节是有意的，其文体也颇前后一致，似无被人拆开硬装进一些外来材料的痕迹。

第二，我要提出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这理论牵涉到佛教史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我常感觉，我们到今日还没有确定佛教初入中国的第一段历史。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佛教何时始来中国，从何路到中国。关于这段初期佛教史，史料实在太缺乏，成见又实在太深。所以人们往往用后期史料作标准，反而不信最可靠的前期史料。你此文中信任《高僧传》中的《昙柯迦罗传》，而不信《理惑论》中叙述的交州沙门戒律，正是一个好例子。

我常说，佛教入中国的前期史迹现在只存几根记里的大石柱子：

（1）第一世纪中叶，楚王英奉佛一案。

（2）第二世纪中叶，桓帝在宫中祠祀浮屠老子。

（3）同时（一六六），襄楷上书称引佛教典故。

（4）第二世纪晚年，长江下游，扬州徐州一带，有笮融大宣佛教，大作佛事。

（5）同时，交州有《牟子理惑论》的护教著作。

这三期的五事，我们应该明白承认作记里的石柱，可以用来评判别的史料，而不用别的史料来怀疑这五根石柱。例如汉明感梦的故事，与楚王英一案不能并存，更可信楚王英案是史实而金人感梦是神话。

我的看法是，我们应该把这三期五事排成时间与空间的五座记里柱：时间自下而上推，空间则自南而北推，然后可以推知佛教初来中国时的史迹大概。

试看《理惑论》所记，在二世纪末年，——就是佛灭度后近七百年时，——中国最西南的交州有“沙门剃头发，被赤布，日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有“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听音，不视色”；又有“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诡”。这幅图画当然显示印度与南海的佛教徒从海道来到交州经营商业并且居留（也许传教）的人数不少。其中人品已自良莠不齐了，然而其中确有纯洁的佛教徒，其戒行之严，居然能使一个最有怀疑态度的中国学者心悦诚服，赞叹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此段故事颇像利玛窦的吸引徐光启李之藻诸公）

交州离印度最近，海上商舶的交通比较容易。印度师觉月教授曾向我指出《高僧传》说的“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这个交趾的印度商人家里出了一位“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的康僧会。这正是《理惑论》的作者亲自看见的情形。

从这个中国西南角上的佛教中心，我们可以推想从交州进入长江流域的路线。这路线大概不外两条。《理惑论·自序》里说牟子将母避地交趾，后来又归苍梧娶妻，苍梧即是今日的苍梧（梧州）。从苍梧可以东南到南海郡的番禺，也可以北出桂阳零陵。故牟子自序说太守要派他去“致敬荆州”，又要请他“之零陵桂阳，假途于通路”。从交趾到苍梧，从苍梧到荆州的桂阳零陵，这是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即是《高僧传》里记的求那跋摩从广州“路由始兴”，过岭到长江流域。我们试读《高僧传安世高传》里那长篇的“宫亭湖庙神”故事，故事的中心在庐山脚下的宫亭湖庙，而说故事的人是“广州客”，故事里记安世高两次到广州。广州是孙吴时才有的州名，可见这个故事是晚出的。但看这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从广州度岭出长江流域，是人人知道的大路。

所以我主张，我们可以作四个假定：

（1）佛教到交州必是很早的，也许在《理惑论》之前四五百年。

（2）佛教到长江流域也相当早，总远在东汉建国之前，故楚王英那么早就接受了佛教。

（3）佛教经典的编译之早与传播之广也许都远在我们意料之外。不然，就不易解释楚王英传里的几个佛教名词了，也就不易解释襄楷上书里的两个佛教典故了；也就（如尊文所示）不易解释《理惑论》里的许多佛教故事与名词了。

（4）佛教入中国，大概是从民间先传开去，到后来才有贵族如楚王英汉桓帝，学者如襄楷牟子，受到佛教的影响。因为先在民间传播，故早期的经典缺少记载流传下来。但我们似不当因无此项记载就武断早期经典之不存在。

我作上列几项大假设，已十几年了，原不是为尊文作的，但颇可以解释你在此文里提出的许多疑点。

例如戒律一事，若承认牟子所说是交州实在情形，——如论中所记沙门日一食闭六情等等，——若承认佛教到交州已久，则“中夏”所无，交州久已成为故常，何足奇怪？

又如“佛经卷以万计，言以亿数”，你解作佛经译本，故觉得可怪。我则承认交州当时早已成了一个佛教中心，其地有许多印度与南海来的佛教徒，如理惑论中所记各种沙门，如《士燮传》中说的“夹毂焚烧香”的“胡人”。他们夸说“佛经12部，合八亿四千万卷，其大卷万言以下，小卷千言以上”（本论第一节），也不足奇怪。此可以牟子释牟子也。

你用支谦译本《太子瑞应本起经》比勘牟子第一节里的太子成道故事，我觉得这一大段好像是尊文里最弱的一段。牟子所据的故事决不是支谦译本，而是一个流行民间的有韵唱本。试看牟子此节的父子对话：






（王）未有尔时，祷请神祇。



今既有尔，如玉如圭。



当续禄位，而去何焉？



（太子）万物无常，有存当亡。



今欲学道，度脱十方。






支谦译本无此对话；现存的各种《本起经》亦均无此种对话。我觉得这段对话最可以指示那个时期早已风行的一种太子成道唱本的情形。支谦译本用一万四千字叙述太子出家成道，偏偏没有白净王最后劝告儿子的一番话，并且明说，“王知其志坚，惘然不知所言，便自还宫。”此最可证《理惑论》的成道故事决不是沿袭支谦译本。牟子只用330字说这个故事，而这段父子对话韵语就占了七分之一的篇幅。这样简括的叙述里，忽然插入这段对话，这当然是随手引用当时流行的故事，因为民间早已流行这个故事，故后来译者如支谦等都不能不用白净王，车匿，犍陟等等已通行的译名。

所以我赞成伯希和先生的说法，但我说的更具体一点，以为《理惑论》里的太子成道故事是摘取民间早已流行一本韵文故事。此故事的来源当然是一种早期译出的佛传记，但其中含有经过“汉化”的成分，或可以显示其年代之久远。例如你指出的白净王夫人“昼寝梦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悦之，遂感而孕。”此是汉代纬书常见而经师史家都接受的“感生帝”之说。姜源“履帝武敏歆”史记说她“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那就是“感生帝”。这是“汉化”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又如太子纳妃，不同床而妃怀孕生男，牟子说“坐则迁座，寝则异床，天道孔明，阴阳而通。”此亦是“感生”之说，亦是汉化之一例。

以上所举，父子对话的韵语，“感而孕”太子之说，“阴阳而通”而生男，此皆绝对不与支谦译经相似。故说《理惑论》钞袭支谦《本起经》，我认为很不公道，也缺乏证据。

白象六牙，你认为晚出之证，我也不赞同。《普曜经》等虽译出稍晚，然在交州佛教徒的口说里，在中国久已流行的太子成道故事里，白象六牙可能已是故事的一部分。此与你此文所举“所”字作“何”字用，同是不易运用的证据，尤不可用来考证年代。例如南唐人偶然说“干卿底事”，我们只能说南唐时有此语法，但决不能说十世纪以前无此用法。





试综合以上所说，我觉得《理惑论》还是没有被推翻的一件可靠史料。你的怀疑，给了我一个重新替它辩护的机会，我很高兴。我承认的五根记里大石柱之中，《牟子理惑论》是最重要的一柱。全论有八千多字，如果其中有作伪，或后人增添的成分，不应该没有漏洞被怀疑的史家戳穿，不应该没有把柄被我们抓住。你的长文要算是牟子在最近几十年来所受的最严重的一次审判了！我很诚恳地盼望我们的讨论可以引起别位朋友的兴趣，可以引出更多的论证，可以在不太远的将来给这部《理惑论》下一个最后的定论。






1948年8月7日夜初稿



8月27日夜改稿



（原载《燕京学报》第36期）




注　释






【1】

 一九四○年《东京东方学报》第一一册之一。





【2】

 一九四一年《史学杂志》第五二编第三号。





【3】

 一九四七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六本。





【4】

 参看《魏志》一武帝纪建安四年注引《魏略》。





【5】

 《晋书》八八《王裒传》文略同，当即本王隐书。





【6】

 《魏志》二八《诸葛诞传》。





【7】

 《魏志》二文帝黄初二年纪引《魏略》。





【8】

 关于王国兵备之弱，参看《魏志》二○《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





【9】

 《魏志》二四《王观传》。





【10】

 《魏志》二一《刘劭传》。





【11】

 《魏志》二八本传。





【12】

 《魏志》二六《满宠传》、《吴志》一二《骆统传》。





【13】

 参看《魏志》一三《王肃传》。





【14】

 参看《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蜀志》三《后主传》注引王隐《蜀纪》、《通典》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





【15】

 参看《晋书》一四《地理志》上。





【16】

 参看《吴志》三《孙皓传》注引《晋阳秋》及《晋书》三《武帝纪》。《通典》七《食货》七作户五十三万，或是举其成数。这三十几年间人口只增加了三千户，而且男女口数同为二百三十万，恐有错误。





【17】

 用诸书所记人口数和户数相平均时，每户口数相差约自三人至七人之多。恐怕有庇荫逃亡等等，不尽可靠，所以止据户数，也许较为近实。





【18】

 《蜀志》七《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载统说刘备语。





【19】

 参看《晋书》三四《杜预传》。





【20】

 《晋书》六○《牵秀传》文同。





【21】

 《晋书》一○八《慕容廆载记》。





【22】

 参看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一五期。





【23】

 参看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清华学报》第一一卷第一期〕，那波利贞氏《坞主考》〔京都帝大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亚人文学报》第二卷第四号〕。





【24】

 《晋书》六二《祖逖传》。





【25】

 《晋书》一○○《王弥传》：“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流人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为旧居人所不礼，皆焚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





【26】

 《晋书》五《怀帝纪》、一○四《石勒载记》上及上引《东海王越传》。





【27】

 《石勒载记》作“攻幽州刺史石尠于乐陵”。永嘉元年本纪幽州上有前字，是也，《晋书》三九《王浚传》载成都王颖“表请幽州刺史石堪为右司马，以右司马和演代堪。”堪当作尠。据先叔季木先生《居贞草堂汉晋石景》一一七石尠墓志，“成都王遣荥阳太守和演代尠，召为河南尹。自表以疾权驻乡里。永嘉元年逆贼汲桑破邺都之后，遂肆其凶暴东北。其年九月五日奄见攻围，尠亲率邑族，临危守节，义奋不回。众寡不敌。七日城陷薨。”可以补订史文缺误。志又言尠“字处约，侍中太尉昌安元公第二子也。”而《晋书》四四《石鉴传》止言“子陋，字处贱，袭封”。





【28】

 《石勒载记》。





【29】

 《东海王越传》。





【30】

 见《晋书》五《怀帝纪》及《石勒载记》。内史《载记》作太守，误。





【31】

 《通鉴》八八胡注：“上白城在安平广宗县。”





【32】

 见《晋书·愍帝纪》及《石勒载记》。田徽之死《本纪》系六月，《通鉴》八八系五月。温公当有所据，今从之。《载记》称乌丸薄盛，《通鉴》删去乌丸二字。岂薄盛本是并州之乌丸，随东瀛公腾就食冀州，遂成乞活者乎？





【33】

 《载记》不著年月，此据《通鉴》。





【34】

 《通鉴》八七胡注：“蓬关在陈留浚仪县，班志曰，蓬泽在河南开封县东北。臣瓒曰，今浚仪有蓬陂是也。”





【35】

 《载记》不著年月。《通鉴》未载此事，此据汤氏《十六国春秋辑补》。下文袭乞活王平事同。





【36】

 罗氏跋文定为邓粲《晋纪》。然《世说·豪爽篇》王处仲世许高尚之目条注及《尤悔篇》王大将军论诸周条注引《晋纪》于王敦皆少贬词，与此写本《晋史》称其“内体豺狼之性，而外饰诈伪，以眩惑当世”之言不甚符合。《尤悔篇》刘琨善能招延条注引邓粲《晋纪》曰：“琨为并州牧，
 
 合齐盟，驱率戎旅。而内不抚其民，遂至丧军失士，无成功也。”亦与残卷详录温峤崔悦卢谌等理琨冤枉奏疏之态度颇相抵触，疑非邓粲之书也。诸书所引《晋纪》大都文字简洁，与此卷之详赡者迥异。各家所引孙盛《晋阳秋》则颇详尽。《世说·豪爽篇》王大将军自目条注引孙盛书云：“敦少称高率，通朝有鉴裁”，与残卷“故世目以高帅（率）朗素”语意差近。此写本者岂孙安国书之残帙耶？罗氏以卷中不避隋唐帝讳，谓“为隋唐以前写本无疑”。然勘其书体决非六代，盖唐写本之较晚者。《鸣沙石室佚书》所收类书残写本，罗氏定为《修文殿御览》，其中虎字治字缺笔，民字则三行之内，或避或否。避讳一事正未足为确据也。





【37】

 赤特之名不可解。《宋书》一《高祖纪》有徐赤特，《通鉴》一一五同。《宋书》一○○作徐赤将，盖误。疑是chandaka古译之一。





【38】

 逖人二字疑有脱误。左伏肃石勒大将名，见《载记》上。





【39】

 《通鉴》作“有司马文荣者帅乞活千余户，屯金墉城南”。而下又言刘裕遣兵救王康，“平等皆散走”。胡注：“详考上文，未知平等为何人。”盖《通鉴》疏忽，而身之复未检《宋书》也。





【40】

 《北史》一六。《魏书》一八《深传》后人用《北史》补。《陈书》一《高祖纪》上策文有“乞活类马腾之军，流民多杜弢之众”二语，乞活流民相对举。





【41】

 《通鉴》八五晋惠帝永兴元年载刘元海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窃议之语，有云：“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首就役，奄过百年？”《晋书·元海载记》刘宣语上下文同，而无此节。盖《十六国春秋》原文，唐人删略，而温公犹及见也。是前赵初起匈奴之众“不减二万”。《载记》又言“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通鉴》作“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杂胡”。案杂胡指服属于匈奴之西域胡人。下引《刘曜载记》“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魏书》九五《刘曜传》作“皆以杂种为之”。所苞更为广泛。《晋书》一○八《前燕慕容廆载记》元帝拜廆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一一三《苻坚载记》亦有杂夷及杂类之语，皆是此意。刘氏于匈奴本族之外，兼募杂种，《晋书》六二《刘琨传》称琨密遣离间其部杂虏，及石勒劝胡部大张㔨督之言皆足为证，故《刘和载记》言刘聪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近郊指平阳西之单于台，十万劲卒则兼苞匈奴及以外诸种姓也。





【42】

 见《晋书》一一二《载记》。《通鉴》九九作“诸公……且言单于所以统一百蛮，非天子所宜领，以授太子苌”。当亦崔鸿原文。





【43】

 见《晋书》一一三《苻坚载记》。一一六《姚襄载记》有左右前后部帅，自其姓名籍贯考察之，皆是羌人。盖用其同族为禁兵，分成四部，并以羌族领之。一一八《姚兴载记》下“乃遣左将军姚文宗率禁兵距战，中垒齐莫统氐兵以继之。”亦足证禁兵之用羌族。氐有齐姓，故齐莫统氐兵也。姚氏之制与苻氏四帅之领氐人者相同。





【44】

 参看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谭其骧先生《羯考》〔杭州《东南日报》历史与传记副刊第一期〕。





【45】

 《太平御览》八六○《饮食部》一八饼条引《赵录》。





【46】

 《石勒载记》：“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通鉴》八七胡注引后赵支雄传“其先月支胡人也”。王阳疑亦羯胡，下文称其专统六夷。《世说新语·识鉴篇》注引《石勒传》“与胡王阳等十八骑诣汲桑”。《晋书》一○○《祖约传》祖逖有胡奴王安，逖告之曰：“石勒是汝种类。”石勒之母亦王氏，盖羯胡有此姓，而上引写本《晋史》有云“从子虎，从弟挺，石会，〔缺〕刘勿慝，孔苌，石他，忧〔当作夔〕安，王〔缺〕晋人则程遐……”王某在胡人之列，或即王阳也。





【47】

 《魏志》二二本传。





【48】

 《晋书》九三《王恂传》。





【49】

 《世说新语·任诞篇》。





【50】

 《高僧传》一○《佛图澄传》。





【51】

 见《史记》一一○《匈奴列传》索隐引《玄晏春秋》及前引《晋书·祖约传》。





【52】

 《魏书》一○三作“因乱被卖为渔阳乌丸太库辱官家奴”。此卷后人所补，《北史》九八作“渔阳乌丸子太库辱官”。皆有脱误，疑当作“乌丸部大”。





【53】

 《太平御览》五九八《文部》一四契券条引。





【54】

 关于东晋三次迁徙，详见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载《燕京学报》第一五期。





【55】

 《书录解题》八引。





【56】

 《宋书》七七《沈庆之传》：“二十七年使庆之自彭城徙流民数千家于瓜步，征北参军程天祚徙江西流民于南州，亦如之。”案魏师元嘉二十七年冬至瓜步，翌年正月始退，徙民于瓜步自当在二十八年，盖魏师退后，土地凋残，故徙民实之。淮作江未知孰是。





【57】

 《宋书》三《武帝纪》。





【58】

 《梁书》一八本传。《宋志》雍州华山郡下云：“胡人流寓，孝武大明元年立。”盖永初立郡，孝武时始分实土为境也。





【59】

 《宋书》五《文帝纪》。《宋志》秦州西京兆西扶风两郡下云：“晋末三辅流民出汉中，侨立。”似置郡虽在元嘉，而流民则晋末时来，非是，详后。盖本有晋末流人，文帝世又有大批关中流民来，因而立郡。秦州冯翊郡下云：“三辅流民出汉中，元嘉二年侨立。”是也。





【60】

 《宋书》六五本传。《宋志》秦州陇西郡下云：“文帝元嘉初关中民三千二百三十六户归化，六年立。”盖自二年至六年陆续而来也。





【61】

 《宋志》冀州魏郡。





【62】

 《宋志》秦州。





【63】

 《宋书》六一《庐陵王义真传》。





【64】

 《宋书》一。





【65】

 《宋书》六四本传。





【66】

 《宋书》八六本传。





【67】

 《南齐书》二七《李安民传》。





【68】

 《南齐书》二八《刘善明传》。





【69】

 《南齐书》二《本纪》。





【70】

 《南齐书》二七《李安民传》。





【71】

 同上二九《周山图传》。





【72】

 同上二八《崔祖思传》。





【73】

 《梁书》三《武帝纪》。





【74】

 《梁书》五六《侯景传》。





【75】

 同上。





【76】

 《梁书》五六《侯景传》。





【77】

 《陈书》三二《殷不害传》。





【78】

 《陈书》三二《殷不害传》。





【79】

 内史侯相则以升明末为定，然内史侯相之外，所记亦多不以大明八年为准也。





【80】

 《与梁燿北论史记书》三。





【81】

 豫及南豫泰始以前屡有分合，大抵以淮为界。《州郡志》之豫州系自分时言，淮西北为豫，淮南为南豫，故志之豫州不属本文所谓南朝疆境。《宋书》八《明帝纪》称“于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则自其合者言之。





【82】

 《梁书》四八本传。





【83】

 全州口数俱以志各州序后所举为准。荆州序不举全州口数，而所领天门郡下亦有户无口，无从得其全州口数，故皆列户数以观其比例。司州领四郡，南汝南为侨郡，领有平与、北新息、真阳、安城、南新息、安阳、临汝七县，户口数缺，故不能求其比例。既是三实郡一侨郡，或大致司州侨口占全州口数四分之一乎？志秦州序下注户八千七百三十二，口四万八百八十，实数诸郡下所举，则户与口之数皆比州下所举为多。止计侨人口已超出州序所列全州人口，当有讹误，姑从盖阙。湘益诸州有北境人流移至南境而立之郡县，如益州之南新巴、南晋寿、南汉中三郡，湘州湘东郡之湘阴县，以同在本文所区画南朝疆域内，无关侨民，俱不计算。郢州西阳郡有义安县，注云：“明帝泰始二年以来流民立。”志虽不言流民所自，然义安非汉晋以来旧县名，自非北方侨人。





【84】

 《宋书》七四《臧质传》：“伐汝南〔今县〕西境刀壁等山蛮，大破之，获万余口。”《陈书》八《周文育传》：“周荟将五百人，往新蔡悬瓠慰劳白水蛮，蛮谋执荟以入魏，事觉，荟与文育拒之，时贼徒甚盛。”汝南新蔡两郡皆豫州淮北境地。





【85】

 齐志因宋志者不著，止著其增省。





【86】

 《宋书·蛮传》。





【87】

 《宋书》八七《殷琰传》。《蛮传》又称益之西阳蛮，未详。





【88】

 《宋书·蛮传》。





【89】

 《宋书》七七《沈庆之传》。





【90】

 《梁书》二二《安成康王秀传》。





【91】

 《宋书·蛮传》。





【92】

 《宋书》六八本传。





【93】

 《宋书》七七《沈庆之传》。





【94】

 《南齐书·蛮传》。





【95】

 《梁书》卅四本传。





【96】

 此从《周书·蛮传》，《魏书》误作二。





【97】

 《梁书》五○本传。





【98】

 《梁书》一○本传。





【99】

 《南齐书·蛮传》。





【100】

 《梁书》四六《胡僧祐传》。





【101】

 《南齐书·蛮传》，又二六《陈显达传》，《魏书·蛮传》。





【102】

 《宋书》七七《沈庆之传》。





【103】

 《宋书·蛮传》。





【104】

 《陈书》三一《樊毅传》称“南阳湖阳人”，似其地梁时已立县。





【105】

 据《津逮秘书》本，疑当从石作矶。





【106】

 《太平御览》八六二《饮食部》二○引《世说》谓侃少时作鱼梁吏，以一坩鲊饷父，父封鲊反书责之。案侃少孤贫见《晋书》本传，当从今本作母为是。





【107】

 日本前田侯爵尊经阁文库景印宋本《世说》亦从水作溪。





【108】

 《通鉴》一三五作“胡谐之何物狗”，殊失本意。





【109】

 《南齐书》三七本传。





【110】

 邵思《姓解》二桂字下云：“《姓苑》云，后汉太尉陈球碑阴有城阳炅横，汉末被诛。有四子，一守坟，姓炅；一避难居徐州，姓昋；一居幽州，姓桂；一居华阳，姓炔。四字各九画，并音桂。”又《姓解》三昋字下云：“音桂，解在桂字下。又有与天公笺者昋道元。”则乔当作昋，其人在徐州，故指奚为南方也。





【111】

 《畿辅丛书》《五朝小说》诸本《尚书故实》黄下皆有金字，不可解。谈恺本《太平广记》一八四贡举门引无，是也。





【112】

 《梁书》六《敬帝纪》《陈书》一《高祖纪》俱称“南江州刺史余孝顷”起兵应勃。《通鉴》一六七同，胡注：“孝顷据新吴，盖就置南江州。”





【113】

 《通鉴》一六七“新吴洞主余孝顷遣沙门道林说琳”云云，《北齐书》三○《南史》六四《琳传》具不载。





【114】

 《梁书》五三《孙谦传》。





【115】

 《南齐书》二六《陈显达传》。





【116】

 《南史》三○《何尚之传》为吏部郎，告休定省，倾朝送别，至数百人。其父闻之笑曰：此送吏部郎耳，非关何彦德也。郎犹如此，尚书可知。





【117】

 《梁书》四三《韦粲传》粲常留宿卫，擅权诞倨。朱异尝厉声折之曰：卿何得已作领军面向人！





【118】

 《宋志》刺史领兵者四品，不领兵者五品。





【119】

 《宋书》五一《临川王义庆传》。





【120】

 《宋书》七九《竟陵王诞传》。





【121】

 《宋书》五四《孔季恭等传论》。





【122】

 《南齐书》四○本传。





【123】

 宋本《宋书》亦作钩圻。杨氏《宋州郡图》南昌之北，赣水东岸有地曰“钓圻米”，从《水经注》作钓圻，而误米为地名。





【124】

 《宋书》九《本纪》。





【125】

 《陈书》一一本传。





【126】

 同上一三本传。





【127】

 同上一五本传。





【128】

 同上。





【129】

 同上二○本传。





【130】

 同上三五本传。





【131】

 《晋书》九○《范晷传》南阳顺阳人，《太平御览》二六四引臧荣绪《晋书》同。据《宋志》魏分南阳郡立南乡郡，晋武更名顺阳，成帝咸康四年复立南乡，后复旧。晷惠帝元康中卒，传应称武帝所更名之顺阳。《水经·丹水篇》注：“晋顺阳太守丁穆碑，郡民范宁立之。”宁简文孝武时人，又称顺阳，《宋志》所言复旧当在简文以前。宋世顺阳郡未尝更名。惟晷传谓顺阳县人，《宋书》六○《范泰传》则曰顺阳山阴人〔六九《晔传》及《南史》皆止举郡称顺阳人〕。《宋志》顺阳郡所属有顺阳县无山阴县，当有误。《梁书》一三《范云传》四八《范缜传》并云南乡舞阴人，似梁又改顺阳郡为南乡郡，然舞阴之云又与《晋书》晷传之顺阳县不合。钱大昕疑泰传之山阴乃舞阴之误，然《宋志》舞阴属南阳，不属顺阳也。《梁书》二六《范岫传》四九《到沆传》《刘昭传》俱称南乡范云，二七《殷钧传》称南郡范云，郡乃乡字之误。如梁改顺阳为南乡，则范氏应是南乡郡顺阳县人，乃称舞阴县何耶？《南齐书》三五《张敬儿传》：“南阳冠军人，王玄谟为雍州，土断敬儿家属舞阴。”宋世冠军舞阴同属南阳郡，敬儿家自冠军县移居舞阴县而被土断，窃疑范氏云缜一支亦由顺阳郡之顺阳县移居南阳郡之舞阴县，遂土断为舞阴人。惟犹有不可解者，舞阴县在今南阳县东，宋齐皆属南阳郡；顺阳县在今淅川县南，属顺阳郡。梁虽改顺阳郡之名为南乡，似不得兼统南乡郡之舞阴县，终未详也。又案《魏书》七上高祖太和二二年纪：“鸾……南乡太守席谦相寻遁去。”《通鉴》一四一同。似齐世已改顺阳为南乡。然《南齐书·州郡志》雍州下仍作顺阳。《南齐书》六明帝永泰元年纪只言“沔北诸郡为虏所侵，相继败没”。二六《陈显达传》五一《崔慧景传》皆止泛言沔北五郡陷没，而五七《魏虏传》则作“顺阳太守席谦”，与《州郡志》合，是齐世仍名顺阳郡也。盖魏人偶用魏，晋，南乡旧称，《通鉴》误因魏书之文。胡注举沔北五郡言南乡而不曰顺阳，亦误。至于此郡在魏，亦名顺阳，而不称南乡。《魏书·地形志》下荆州顺阳郡，及七六《张烈传》：“萧宝卷将陈显达治兵汉南，谋将入寇。时顺阳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广阳王嘉虑其有异，表请代之。……遂敕除〔烈〕陵江将军顺阳太守。”皆魏亦因齐旧名之证。





【132】

 宋朱修之尝为领军，名位素显。《宋书》七六本传“义兴平氏人”，误。当从《南史》一六作义阳。





【133】

 《南齐书》三三《张绪传》。





【134】

 《南齐书》四四本传。





【135】

 《宋书》六八《南郡王义宣传》。





【136】

 《宋书》五一本传。





【137】

 《宋书》七八《刘延孙传》。





【138】

 《南齐书》五二本传。





【139】

 《宋书》六七本传。





【140】

 《宋书》八六《刘勔传》。





【141】

 《南史》三一绪传，《宋书》本传文有讹误。





【142】

 《宋书》六二本传。





【143】

 《南齐书》三二《张岱传》。





【144】

 《宋书》五九本传。





【145】

 《南齐书》四四《沈文季传》。





【146】

 《太平御览》七四八《艺工部》五引。





【147】

 《家训·音词篇》。





【148】

 宋孝武大明二年（《纪》《志》皆作二年，《谢庄传》作三年下诏云云，疑误。）置二吏部尚书，后还置一。据《宋书》八四《孔觊传》八五《谢庄传》，孝武之意在减选部威权。盖“吏部尚书由来与录共选”，孝建元年既省录尚书事，选举之要专由吏部，其权更重，故分置二人。并二为一不详在何时，然《百官志》载大明末复置录尚书，窃疑吏部尚书复并为一竟在大明八年五月，孝武崩后，前废帝即位，江夏王义恭复为录尚书时也。《前废帝纪》称“孝建以来所改制度还依元嘉”，吏部之改当即其一。惟二吏部尚书之职掌是否有别，其别焉在，《百官志》及《通典》等俱所未详。《谢庄传》载诏文“吏部尚书可依郎分置，并详省闲曹”。别诏江夏王义恭亦云：“唯有从郎分置。”吏部领吏部删定三公比部四曹，曹有郎，“依郎分置”者，疑是一尚书领两曹也。然《宋书》七六《王玄谟传》罢雍州后“为金紫光禄大夫领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领起部尚书，又领北选”。据《礼志》孝武建明堂在大明五年，吏部已分为二。《谢庄传》所载诏亦云：“今南北多士，勋勤弥积，物惜善否，实系斯任。官人之咏，惟圣克允，则哲之美，粤帝所难。”似吏部两尚书职掌之分不仅分领四曹，且有南北之别，“领北选”者，盖专司侨人之进用乎？《南齐书》一《高帝纪》：“明帝崩，遗诏为左卫将军领卫尉。……又别领东北选事。”《南史》《通鉴》俱无此语，东北选事或指青、冀、徐、兖诸州人而言？然其时吏部尚书已只一人。六朝言领选事者即领吏部尚书，参掌选事始是以他官参与其事，“领东北选事”不可解。要之，宋时用人不惟政策上区别南北，组织上亦似有别。惜载籍可考者只此两条，未敢确凿言之耳。





【149】

 《梁书》三四本传。





【150】

 诸本秋狄错出，案《广韵》秋字下云又姓，宋中书舍人秋当。《通鉴》亦作秋，似作秋为是。





【151】

 《宋书·张敷传》。





【152】

 《南齐书》五六本传。





【153】

 《南史》三六《江
 
 传》。





【154】

 详见《颜氏家训·涉务篇》。





【155】

 《梁书》三八本传。





【156】

 《南史》六二本传。





【157】

 《梁书》一○《夏侯详传》，又二八《夏侯亶传》。





【158】

 《梁书》一二本传。





【159】

 《南齐书》五四本传。





【160】

 《梁书》四六本传。





【161】

 《梁书》五○本传。





【162】

 周铁虎见《陈书》一○本传，宋怀方见《陈书》三三《戚衮传》，余俱见《梁书》本传。





【163】

 《陈书》二一《张种传》。





【164】

 《宋书》一《高祖纪》。





【165】

 《宋书》八一《顾觊之传》。





【166】

 如《颜氏家训·杂艺篇》称河北文士率晓兵射，江南冠冕儒生多不之习，不能防御寇难。





【167】

 《颜氏家训·涉务篇》。





【168】

 俱见《宋书》四七《刘敬宣传》。





【169】

 《宋书》七七本传。





【170】

 《宋书》七五本传。





【171】

 《宋书》八二本传。





【172】

 《宋书》六《本纪》。





【173】

 《颜氏家训·涉务篇》。





【174】

 《宋书》五七《兴宗传》。





【175】

 当从《南史》十六本传作参。





【176】

 案南乡今河南淅川县南，宋属顺阳郡，不属襄阳。西阳郡今湖北黄冈县地，元嘉时属南豫州，孝建元年立郢州，始改隶，所领无鲁阳。鲁阳今河南鲁山县。汉曰鲁阳，北魏曰北山，〔《地形志》作山北，从《水经·汝水注》《元和志》改。〕太和十一年于其地置镇。北魏在鲁阳之建置载籍可考者，以此为最早。元嘉中〔魏太武时〕其地尚属南朝。《宋志》雍州南阳太守下：“永初郡国有比阳、鲁阳、赭阳、西鄂、犨、叶、雉、博望八县。何《志》无犨、雉，徐志无比阳、鲁阳、赭阳、西鄂、博望。”据《志序》何承天于元嘉中受诏纂《宋书》，有《志》十五篇，则元嘉中玄谟上疏时鲁阳犹在宋之版图，大明时徐爰志始无之也。然南属亦不应远隶长江北岸之西阳郡，犹南乡之不能隶襄阳。且鲁阳南乡两县并非兵马重镇，不应止发此两县甲卒。窃疑“之”字非属词，疏中“以”字犹言“由”言“从”，《汉书·西南夷传》：“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潜夫论·遏利篇》：“上以天子，下至庶人。”皆其证。“之”犹言“至”，“以西阳之鲁阳，襄阳之南乡发甲卒分为两道”者，犹言自西阳经鲁阳为一道，自襄阳经南乡为一道，东西分两道出兵。西阳郡蛮左最多，盖兵亦劲悍，襄阳北边军事重心所在，玄谟意以西人经营牢洛，故请从此两地出兵。晋穆帝永和十年桓温伐秦，发江陵水军，自襄阳入均口至南乡，即此路线，足证“之”字犹言至也。又案元嘉七年六月到彦之等北伐下河南四镇。十月洛阳复陷魏，十一月虎牢陷。十二月长沙王义欣为豫州刺史。八年二月滑台陷。十年正月义欣进号领军将军。据传文似玄谟于义欣进号领军后始为其中兵，此疏亦当上于十年正月以后。然滑台陷于八年二月，若玄谟两年后始上疏，则传不应曰：“时虏攻陷滑台，执朱修之以归，玄谟上疏。”与疏中云：“王途始开，随复沦塞。……虎牢滑台岂惟将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皆针对时事而言，疑此疏之上在元嘉八年滑台陷后，其时玄谟已为义欣后军中兵参军，十年随府改，史追书为领军中兵耳。南史不载此疏，然亦系玄谟陈策于为义欣镇军中兵时。《通鉴》一二五元嘉廿六年：“帝欲经略中原，群臣争献策以迎合取宠。彭城太守王玄谟尤好进言。帝谓侍臣曰，观王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盖温公谓玄谟陈策不止此一次，故于廿六年总言之。不载此疏，固无碍矣。





【177】

 《梁书》一《本纪》。





【178】

 《梁书》一○《萧颖达传》。





【179】

 《梁书》更多，见前。





【180】

 早来侨人不复能立武功，惟宋初檀道济、到彦之等数人而已。





【181】

 《文苑英华》六八二《书》一六边防上引。





【182】

 《梁书》一○本传。





【183】

 《通鉴》一四六作“非唯一族”。





【184】

 扬、南徐两州膏腴之境内，显宦大姓如王、谢、张、沈等占山护泽，长吏廉能者每制抑之，自是地方经济问题，与用人之政策无涉。





【185】

 《宋书》九二《杜慧度传》。





【186】

 《陈书》一三《周敷传》：“时观宁侯萧永、长乐侯萧基、丰城侯萧泰，避难流寓，闻敷信义，皆往依之。”





【187】

 俱见《陈书》三六。





【188】

 《文苑英华》六八二《书》一六边防上引。





【189】

 俱见《陈书》三六本传中。





【190】

 《陈书》二一《萧乾传》。





【191】

 《陈书》八本传：“始兴曲江人也，世为郡著姓。”





【192】

 同上九本传：“巴西充国人也。父弘远，世为西蜀酋豪。”





【193】

 同本传“长沙临湘人也，为郡豪族”。《陈书》二一《萧引传》又称“始兴人欧阳
 
 为衡州刺史”，未详。《新旧唐书·欧阳询传》皆称潭州临湘人。惟
 
 传又言“少质直有思想，以言行笃信闻于岭表”。若在长沙，自不能誉为“闻于岭表”，疑
 
 少时尝居始兴，故引“家再世为始兴郡，遗爱在民”，遂往依之。
 
 传又言“梁左卫将军兰钦之少也，与
 
 相善，故
 
 尝随钦征讨”。《梁书》三二《钦传》“中昌魏人也”，《南史》六一同。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三七：“案齐魏二志未见中昌魏之名。”今案《晋志》中山国有魏昌县，钦当为魏昌人，传脱山字，更倒成昌魏耳。亦非岭南人。





【194】

 同上一一本传：“巴山新建人也，出人郡中，为乡闾所惮。”





【195】

 同上一三本传：“巴东鱼复人。”





【196】

 同本传：“临川人也，为郡豪族。”





【197】

 赵瓯北据齐高“吾本布衣素族”一语，遂谓萧氏为寒门，非是。凡非帝室而是清流者皆可曰素族，《南齐书·百官志》：“四中郎将宋齐以来惟处诸王，素族无为者。”《宋书·礼志》：“元嘉中颜延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纪德。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宋书》四一《孝懿萧后传》：“孝皇坟陵本用素门之礼，与王者制度奢俭不同。”七九《桂阳王休范传》：“素族当权，近习秉政。”《陈书》一七《袁枢传》：“昔王姬下嫁，必通诸侯。湛氏初兴，列侯尚主。自斯以后，降嫁素族。”是南朝之称素族皆与宗室相对而言也。琅琊王氏自称“素族”，见《梁书》七《太宗王后传》。济阳蔡氏自称“素门”，见《宋书》五七《蔡兴宗传》。〔《通鉴》一三○胡注谓兴宗不应自称素门，亦由未解素字之义。〕济阳江氏自称“素流”，见《宋书》四一《孝武王后传》。谢瞻自称“素士”，见《宋书》五六本传。是素非寒素之谓矣。《宋书》孝懿萧后即兰陵人，萧思话亦联姻帝室，明萧氏非寒门，惟不逮王谢耳。素族又见《南齐书》四二《王晏传》，二二《豫章王嶷传》。素姓又见《南史》四三《萧子恪传》，《南齐书》二二《豫章王嶷传》。亦称素者，见《宋书》一八《礼志》五及《南齐书·舆服志》。





【198】

 《梁书》五七本传。





【199】

 《太平御览》七四八《工艺部》五引。





【200】

 《淳化阁帖》五作“扬州王谢家子弟”。





【201】

 此节所纪时地人三者皆有疑义，辨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三七。然此故事之含有通性似可无疑。





【202】

 为方便起见，以王谢为中心，其无与王谢通婚之记载者别著之。籍贯不详者不录。箭号外向为嫁，内向为娶，两族互有嫁娶则两端皆著箭号，未详者两端皆不著。





【203】

 《宋书》七一《江湛传》。





【204】

 《梁书》二一《江湛传》。





【205】

 《宋书》五三《谢方明传》。





【206】

 《陈书》二二本传。





【207】

 《陈书》一七《袁枢传》，未言何许人。





【208】

 《陈书》二○《到仲举传》。





【209】

 《陈书》三四《蔡凝传》。





【210】

 《陈书》三五《留异传》。





【211】

 《皇后传》柳盻太建中尚世祖女富阳公主，见前。盖太建三年净藏卒，又嫁于柳盻也。





【212】

 《御览》七四八《工艺部》五引。





【213】

 见本书第36页所列表。





【214】

 江东甲族尽出会稽、吴、吴兴诸郡，皆属扬州。





【215】

 中间虽有魏孝文之断北语，然即孝文以前之北方语音，必已比宋高祖之楚言离侨人受吴人影响后之混合语音为远。





【216】

 《梁书》四六本传。





【217】

 亦有两郡皆有实土，而为双头郡者。如宋豫州汝南、新蔡二郡，新蔡郡帖治汝南，即以汝南太守兼领新蔡郡，惟此类与侨人之统治无与。关于南北朝之双头郡县将别论之。





【218】

 《晋书》七五本传。





【219】

 《宋书·本纪》《通鉴》皆同，《宋书》四四《谢晦传》作八年。





【220】

 《宋书》八二本传。





【221】

 《南史》一六本传：“乃省并郡县，自此便之。百姓当时不愿属籍。”不言“罢之”。





【222】

 《南齐书》二四《柳世隆传》二九《吕安国传》。





【223】

 《宋书》九《本纪》。





【224】

 《梁书》二《武帝纪》。





【225】

 《宋书》五《文帝纪》：“元嘉廿八年三月丁巳诏曰……其大赦天下，复丹徒县侨旧今岁租布之半，行所经县蠲田租之半。”此所谓侨指侨立于丹徒之南东海郡民而言，有实土官长，非寄居四境，故与旧民相同。





【226】

 皆见《本纪》。





【227】

 彪盖误以时制之百户置里吏一人释汉制也。





【228】

 姑不论其沿汉制晋制，或于汉晋以外别定之。





【229】

 《宋书》九二《良吏传序》：“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则系泛言，非宋世乡必有百户也。





【230】

 《宋书》八二本传。





【231】

 《南齐书》三四本传。





【232】

 《南齐书》二二《豫章王嶷传》。





【233】

 宋齐《百官志》皆无。《宋书》七二《南平王铄传》：“〔元嘉中〕罢南豫并寿阳，即以铄为豫州刺史，寻领安蛮校尉。”疑即治寿阳。





【234】

 《宋书·明帝纪》，泰始五年置。宋本《南齐书·州郡志》：“巴州三峡险隘，山蛮寇贼。宋泰始三年议立三巴校尉以镇之。……建元二年……为州。”他本咸缺此页。三年疑五年之误。或三年立议，至五年始置。





【235】

 《南齐书·百官志》永明三年置。





【236】

 《宋书》七七《柳元景传》。





【237】

 《南齐书》二二《豫章王嶷传》。





【238】

 《宋书》四四《谢晦传》。





【239】

 《宋书》无。





【240】

 见《南齐书·州郡志》，宋齐《百官志》俱无。





【241】

 《津逮秘书》本。





【242】

 荆州亦多蛮，而《宋书》六六《何尚之传》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为例外。





【243】

 《宋书》五四《孔季恭传》。





【244】

 《宋书·孔季恭传》。





【245】

 《宋书》五七《蔡兴宗传》。





【246】

 《南史》五○《刘之亨传》。





【247】

 《宋书》八七本传。





【248】

 《南齐书》四二本传。





【249】

 同上三三《僧虔传》。





【250】

 《南齐书》五二本传。





【251】

 梅鼎祚文纪引《宝章集》。





【252】

 《宋书》七五本传。





【253】

 《南齐书》四三本传。





【254】

 《宋书》四二《刘穆之传》。





【255】

 《梁书》四一本传。





【256】

 《宋书》八五本传。





【257】

 《南齐书》四一本传。





【258】

 同上五四本传。





【259】

 《宋书》四二《王弘传》。





【260】

 《宋书》五七本传。《南史》二九本传作永昌，俱不见于《州郡志》。《晋书·地理志》交州有新昌郡，孙皓所立。《隋志》交州嘉宁下云旧置兴州新昌郡，平陈郡废。





【261】

 《宋书》六七《谢灵运传》。





【262】

 同上九四本传。





【263】

 《梁书》一四本传。





【264】

 《南史》七二本传同。





【265】

 见《辅仁学志》第一二卷第一、二合期余逊先生《南朝之北士地位》一文。





【266】

 参看《南齐书》二《高帝纪》下，九《礼志》上。





【267】

 汪士铎《南北史补志·职官》二谓“总明观祭酒宋无，南齐泰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立”。以泰始系南齐，误。





【268】

 参看《南史》二二《王俭传》。





【269】

 《南史》三一本传同。





【270】

 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所收唐写本《文选》存此篇，无异文。





【271】

 见《南齐书》四七《谢朓传》。





【272】

 见绪本传。实则东晋时南士为仆射者不仅此二人，孔愉亦尝为之。





【273】

 程道惠见《宋书》四三《徐羡之传》四四《谢晦传》。





【274】

 中庶子犹东宫之侍中，以中庶子领左卫率犹侍中领左卫将军，仍不失为清显。





【275】

 参看《南齐书》三九《刘
 
 传》《南史》五七《范缜传》。





【276】

 据《南齐书》四二《晏传》，晏时为吏部尚书，故敕询之。





【277】

 南朝士庶之别甚严，贵族之遇庶人，大似印度之首陀日本之秽多。不唯不能通婚，甚至不得并坐相接待。参看《宋书》五七《蔡兴宗传》六二《张敷传》、《南史》二一《王僧达传》。《世说·容止篇》：“庾长仁与诸弟入吴，欲住亭中宿。诸弟先上，见群小满屋，都无相避意。长仁……始入门，诸客望其神姿，一时退匿。”虽意在铺张庾统容止，亦以见士庶之不杂处。《忿狷篇》载王献之诣谢公，“习凿齿已在坐，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注引刘谦之《晋纪》曰：“王献之性甚整峻，不交非类。”习氏宗族富盛，世为乡豪，而大令犹以非类视之。《方正篇》载：“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悉至，皆在连榻坐。时亦有裴叔则羊穉舒后至，曰：杜元凯乃复连榻坐客？不坐便去。”盖亦此意。





【278】

 《南史》二三《王球传》。





【279】

 《梁书》二一《峻本传》。





【280】

 《南史》四九《荜本传》。





【281】

 《宋书》九三《隐逸传》。





【282】

 《南齐书》四三《
 
 本传》。





【283】

 《南齐书》四四《文季本传》。





【284】

 《南史》七七《恩幸传》载王俭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茹法亮〕。亦可参看。





【285】

 《晋书》四四《华恒传》有国子祭酒杜彝，疑是一人。





【286】

 《晋书》卷七七《陆晔传》。





【287】

 《晋书》卷六五《导本传》。





【288】

 关于范氏郡望，参看前引拙作《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





【289】

 《晋书》三一本传。





【290】

 《宋书》五四本传。





【291】

 参看《梁书》一五《谢朏传》。





【292】

 据《隋书》二六《百官志》上，溉任祭酒在大同中。





【293】

 参看《南齐书》一六《隋书》二六《百官志》散骑常侍条。





【294】

 《晋书》七八《丁潭传》。





【295】

 《宋书》一○○《自序》。





【296】

 《晋书》四九《阮咸传》山涛举咸典选，称其“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察其文义，清浊乃指门户，非言官位。





【297】

 见《晋书》九九本传，参看《世说新语·任诞篇》引《玄别传》。





【298】

 社会阶级上士庶之别与官位清浊之别甚有关系。北魏亦分清浊，宇文周独否，故《隋书》七二《陆彦师传》言“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别于士庶，论者美之”。





【299】

 《晋书》七五《王国宝传》。





【300】

 《南史》三○《何尚之传》。





【301】

 《晋书》八八《颜含传》语。





【302】

 参看《南史》二七《殷景仁传附恒传》。恒由侍中左降散骑常侍领校尉，亦与上引孔
 
 传论侍中与散骑常侍轻重之言相合。





【303】

 《宋书》四二刘瑀迁右卫将军，愿为侍中不得，自称长居户限上。不知其意何所指，岂谓介在清浊之间耶？





【304】

 参看《梁书》三三《张率》及《刘孝绰传》，《通典》二六《职官》八秘书监条。





【305】

 惠帝时尚书郎太子洗马舍人等官已称“清途”，见《晋书》六八《贺循传》。





【306】

 《宋书》六○《王淮之传》。





【307】

 《宋书》五○本传。





【308】

 《晋书》九五玄本传。





【309】

 《南齐书》二九《周奉叔传》。





【310】

 《宋书》五七蔡兴宗传。





【311】

 一良案，钱氏此处不全引志文骠骑车骑卫将军云云，而仅列举伏波等数称，确为有见。因志文此节所举诸将军虽属虚号，而有领营兵者，如羊祜为卫将军，给本营兵，且率营兵出镇荆州，是其例也。钱仪吉《补晋兵志》皆未之及，当别为文详论之。





【312】

 《宋书·百官志》作“魏晋江左领护各领营兵”，不可通。“江左”二字当从《通典》三四《职官》一六勋官条作江右，谓晋中朝也。





【313】

 宋志脱护军二字，遂不可通。汪士铎《南北史补志》职官三用宋志而不用晋志，亦脱此两字，非也。《通典》有护军二字。





【314】

 哀帝兴宁二年废右军前军后军将军五校三将官，见《晋书》八《哀帝纪》七六《王彪之传》。《太平御览》二四二《职官部》四○引陶氏《职官要录》以为兴宁三年桓温奏省五校尉，永初元年复置。江左下当从宋志补初字。





【315】

 谓游击将军左右前后军将军左右中郎将及五校尉。





【316】

 据《晋书》七○《刘超传》，成帝时，军校已无兵，故领义兴之义随宿卫。





【317】

 见《南齐书》四二本传。





【318】

 《梁书》五三《庾荜传》，参看《南齐书》一九蔼本传。





【319】

 《陈书》一八《韦翙传》。





【320】

 兼职亦谓之领帖，见《晋书》七五《范宁传》。





【321】

 《通鉴》一三五胡注：“不少者谓其取数已多也”，似未谛。





【322】

 见《宋书·蔡兴宗传》。





【323】

 齐有骁骑将军傅坚意，见《南齐书》三四《虞玩之传》，不详籍贯。





【324】

 此下当从《通鉴》一二五补“与浩同宗者”五字。





【325】

 《魏书》本传。





【326】

 《北史》三一《高允传》。





【327】

 《南史》三六《江
 
 传》。





【328】

 此处四姓从《通鉴》一四○胡注的解释。柳芳以为四姓指甲乙丙丁四姓，见《新唐书》一九九《柳冲传》。





【329】

 《魏书》二一上《咸阳王禧传》。





【330】

 同上五九《刘昶传》。





【331】

 同上六○《韩显宗传》。





【332】

 参看《魏书》七一《裴粲传》。





【333】

 据《魏书》七四本传。《洛阳伽蓝记》《北史》四八本传都作“二千余人”。





【334】

 《魏书》四四本传。





【335】

 《洛阳伽蓝记》语。





【336】

 参看拙作《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





【337】

 《北齐书》二四及三○本传。





【338】

 同上三一本传。





【339】

 此处诏书用伧楚指吴人，颇特别。





【340】

 《北史》二四本传。





【341】

 《北齐书》三九本传。





【342】

 同上二四本传。





【343】

 杭世骏谓二人指祖珽徐之才。





【344】

 见《通鉴》一五七，不知何本。





【345】

 参看上文所引《魏兰根传》，《广阳王深传》，《魏书》九孝明帝正光五年纪、八○《贺拔胜传》，《北齐书》一五《窦泰传》，《潘乐传》，二五《徐远传》，二七《可朱浑元传》，《北史》四九《念贤传》，周书一五《寇洛传》，一六《赵贵传》，《独孤信传》，《侯莫陈崇传》，一七《梁御传》，一九《杨忠传》，二○《王盟传》，二五《李贤传》，二六《蔡祐传》等。





【346】

 参看《北齐书》一六《段荣传》，一八《孙腾传》，《司马子如传》，《周书》二八《史宁传》等。





【347】

 参看《魏书》一四《元丕传》，一八《元提传》，三○《吕文祖传》，四一《源贺传》，五七《崔挺传》，五九《刘辉传》，九一《蒋少游传》，九三《赵修传》等。





【348】

 《北齐书》五四本传。





【349】

 《北齐书》本传。





【350】

 同上三八本传。





【351】

 同上二三
 
 本传。





【352】

 参看《北齐书》二八《元氏诸传》。





【353】

 《北齐书》五○肱本传。





【354】

 《魏书》九七本传。





【355】

 《北齐书》二一高氏兄弟本传，下引文同。





【356】

 《北齐书》二一《封隆之传》。





【357】

 参看拙作《论宇文周之种族》。





【358】

 《周书》一《本纪》。





【359】

 《隋书》二四《食货志》语。





【360】

 《周书》二《文帝纪》魏恭帝元年。





【361】

 《晋书》一○七《冉闵传》。





【362】

 同上一○三《苻坚载记》。





【363】

 《晋书》一○四《苻坚载记》。





【364】

 《魏书》二《本纪》。





【365】

 汉魏时博士是学官，晋代便有不同的用法，《晋书》九一《徐邈传》：“孝武帝谓邈曰，……然不以博士相遇也。……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北朝习语博士犹如老师，参看《北齐书》二一《高昂传》、三一《王昕传》、四四《张景仁传》、《张雕传》、《周书》四一《宇文护传》、一九《宇文贵传》、《北史》一八《刘昼传》等。再衍变一步，唐代就称匠人师傅为博士了。





【366】

 参看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雍州条。





【367】

 《魏书》三五《崔浩传》浩对明元帝语。





【368】

 《魏书》四○本传。





【369】

 《宋书》六七本传，参看《宋书》四八《傅弘之传》。





【370】

 俱见《周书》三一本传。士彦又见《隋书》四○。





【371】

 俱见《周书》三九本传。





【372】

 《周书》二三本传。





【373】

 同上四三本传。





【374】

 同上二三本传。





【375】

 《隋书》四七本传。





【376】

 其他统领乡兵者，如河东之柳敏裴侠，京兆之王悦，本贯太原世居关右之郭彦，新安之魏玄，上洛之泉氏等，也都是乡望。





【377】

 《周书》二三本传。





【378】

 同上三八本传。





【379】

 《魏书》七七本传。





【380】

 关于漠北丁零早期史料，可参看《丁零民族史》一文，载《史学集刊》第二期。





【381】

 参看《通典》一九三《边防典》。





【382】

 参看《通鉴》一二二宋元嘉八年考异。





【383】

 《通鉴》此节不知何所本。《考异》说“《晋书春秋》作翟真”。但《晋书》和《十六国春秋辑本》都没有这一段。





【384】

 《晋书》一○四《石勒载记》、一一○《慕容
 
 载记》。





【385】

 《晋书》一一三《苻坚载记》、一二三《慕容垂载记》、七四《桓石民传》。





【386】

 《魏书》二《道武纪》。





【387】

 《魏书》三○《周几传》、三三《张蒲传》、五一《韩茂传》、一四《拓拔比干传》。





【388】

 参看《魏书》五一《韩均传》。





【389】

 原作安，从宋本与《通鉴》125改。





【390】

 参看三○《陆真传》、四六《许宗之传》。





【391】

 《魏书》四上延和元年纪、二九《奚斤传》。





【392】

 “君子”“小人”兼指士庶之别，最好的例证是《晋书》六六《陶侃传》称“昔殷融为君子，王章为小人。今王章为君子，殷融为小人。”





【393】

 《魏书》一○三《高车传》。





【394】

 《魏书·太武帝纪》。





【395】

 《北史》四六改作“悆陈士马之盛”。《通鉴》一五○作“悆盛陈有劲兵数十万”。“白眼”未详，当是种族名。《周书》三○《窦炽传》，有“白额稽胡”，一五《李弼传》作“北稽胡”。“白眼”或亦稽胡之一种？





【396】

 参看《魏书·高车传》、《北齐书》一七《斛律金传》。





【397】

 参看《魏书》八六《乞伏保传》。传作无善，误。





【398】

 参看《元和姓纂》一屋斛斯条。





【399】

 《魏书》一九上《汝阴王天赐传》。关于东西部北部敕勒之解释，参看《通鉴》一三泰始七年胡注。





【400】

 六镇名称次序与今地，参看沈垚《六镇释》。





【401】

 《通鉴》系此事于正光四年，参卷一四九《考异》。





【402】

 《魏书》七五《尔朱兆传》。





【403】

 参看《晋书》一二五《乞伏氏载记》。





【404】

 《魏书》七七本传。《通鉴》一五一系此疏于孝昌二年。





【405】

 参看《魏书》三《泰常元年纪》、二四《崔玄伯传》、二八《古弼传》、二九《叔孙建传》、三○《安同传》。





【406】

 参看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州郡表》三并州条。





【407】

 《魏书》二《道武纪》。





【408】

 同上三《明元纪》。





【409】

 《魏书》二九《叔孙建传》。参看《明元纪》，二四《崔玄伯传》。





【410】

 案《魏书》九《孝明纪》“山胡刘蠡升”之反在孝昌元年〔525〕。





【411】

 参看《北齐书》二《神武纪》。荒犹灾荒之荒，《通鉴》一五七胡注说：“言其本胡种，侵扰汉民，若在荒服之外者也。”失之于迂。





【412】

 《魏书·孝静纪》。





【413】

 《北齐书》四。关于石楼山胡参看《魏书》三○《陆真传》、五一《皮豹子传》、八九《李洪之传》。





【414】

 《周书·稽胡传》。





【415】

 乔智明见《晋书》九○《良吏传》。传称“鲜卑前部人也”。鲜卑无前后部之说，当是匈奴之误。匈奴四姓有乔氏，见《晋书》九七《匈奴传》。刘渊有将乔晞，刘聪有黄门侍郎乔广，见八九《贾浑传》《辛勉传》。





【416】

 唐人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最早实亦渊源于此。《旧唐书》二○○《史思明传》说他是“突厥杂种胡人”，意思是曾隶属于突厥的杂种胡人，与“匈奴杂胡”用法正同。





【417】

 《魏书》一四《扶风公处真传》一六《淮南王他传》皆作吐京胡。





【418】

 《魏书》三永兴五年纪。





【419】

 同上神瑞元年纪、三○《楼伏连传》。





【420】

 同上三七《司马文思传》。





【421】

 《北齐书》一《神武纪》。





【422】

 《魏书》三神瑞二年《纪》。





【423】

 同上延和三年太延三年《纪》、三○《娥清传》。





【424】

 《周书·稽胡传》。





【425】

 《新唐书》一一一《程务挺传》。





【426】

 参看唐长孺先生《白衣天子试释》，载《燕京学报》第三五期。





【427】

 参看上引《魏略》。





【428】

 直到唐代离石绥州鄜州坊州等地稽胡，还往往以刘为氏。参看《隋书》四《炀帝纪》下、《旧唐书》六四《隐太子传》、五九《屈突通传》等。《元和姓纂》六仵城〔当作贺遂，参看岑仲勉先生《四校记》页六三五〕氏下云：“晋州稽胡〔《古今姓氏书辨证》三三胡下有楚字〕晋初赐姓呼延，居西〔西下当从《辨证》补夏字〕州。”可知稽胡之呼延还有出于赐姓者。





【429】

 《通鉴》系于元康九年〔299〕。





【430】

 《晋书》一○三《刘曜载记》。





【431】

 参看《后汉书》四六《邓训传》、一一七《西羌传》。





【432】

 苻坚败后长安空虚，“卢水郝奴称帝于长安，渭北尽应之”。见《晋书》一一六《姚苌载记》，当即此人。





【433】

 杏城镇孝文帝时废，见《元和郡县志》鄜州条。





【434】

 《北齐书》一《神武纪》。





【435】

 刬内犹言关内。日本《养老令》〔公元七一八年修〕职员令中有“关刬”，九世纪末惟宗直本《集解》云：“谓依律关者检判之处，刬者堑栅之所是。释云，刬栅也，阁也。《名例律》云：刬谓堑栅之所。关左右小关亦可云刬也。”《类聚三代格》一八关并烽候事门收《贞观格》载仁明天皇承和二年〔835〕大政官符论过刬事，亦以关训刬。《养老令》出于《大宝令》，《大宝令》又出于《近江令》，而皆以《唐令》为本。考《唐律疏》五《名例篇》共犯罪而本罪别条有“私度越度关栈垣篱者亦无首从”一节。疏云：“关谓检判之处，栈谓堑栅之所。”又《唐律疏》八《卫禁篇》私度关条疏云：“水陆关栈两岸皆有防禁越度之人。”《名例篇》释文有刬垣一则，注云：“上楚限切，下音员，墙也。谓将锄刬平垣墙也。”显然是误解律文，句读也不对。但足证作释文者所见本原是刬字。宋人撰《律音义》又作关栈，盖二字通用。《唐六典》三○关令下有典事，“掌巡刬铺”。《旧唐书》二《太宗本纪》载武德七年“将三十余骑行刬”。北魏平城近旁设刬制度与范围不得而知，或与洛阳四面四中郎将制相似。《魏书》八六《赵琰传》载琰天水人，还京作王府长史。因“时禁制甚严，不听越关葬于旧兆。”迁洛之后才能还乡埋葬。尔朱荣传的刬或即此种关？





【436】

 向达先生说，参看《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载天津《大公报·图书周刊》第一八期。





【437】

 参看《梁书》五四《周书》五○《隋书》八三《高昌传》。





【438】

 参看《魏书》三《明元纪》。





【439】

 《魏书》四下《本纪》。





【440】

 《古今姓氏书辨证》二○箝耳氏下称魏太师宇文泰遣安州长史箝耳康买使于王琳。





【441】

 参看《金石补正》二三。





【442】

 见岑氏《四校记》页九二一。





【443】

 参看叶昌炽《语石》五。





【444】

 《北齐书》八《后主纪》：“尝筑西鄙诸城，使人衣黑衣为羌兵，鼓噪陵之，亲率内参临拒。”黑色是宇文周军士衣着旗帜的颜色，〔参看《北齐书》二《神武纪》上，一○《上党王涣传》，一一《安德王延宗传》，四九《綦毋怀文传》，《隋书》二三《五行志》黑眚黑祥诸条。〕羌兵自是指周兵而言。“羌博士”带有轻蔑意味，“关右称羌”为齐时鄙言，见《史通·杂说》中北齐诸史条。但“羌兵”一词或也暗示着周军中含有羌人么？





【445】

 参看《魏书》二○《河间王琛传》、七八《张普惠传》。





【446】

 《魏书·蛮传》。





【447】

 《北史》六六《企传》：曾祖景言，魏太延五年率乡里归化，仍引王师平商洛。





【448】

 当即《魏书》之董绍。





【449】

 据岑氏《四校记》页三九五。





【450】

 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





【451】

 俱见《魏书》九九《沮渠氏传》。





【452】

 《北齐书》五○与此文大致同，而较简略。





【453】

 《魏书·高车传》亡。后人以《北史》补。





【454】

 《魏书》此卷后人所补，然《北史》一七遥传不载此事。





【455】

 案志言玉以孝昌三年十一月卒于家。其瘗葬立志之时日不可知。《地形志》陕州恒农郡所领三县无胡城。西恒农郡领恒农一县。且郡名避显祖讳改弘为恒，此志及刘懿墓志皆作弘，不可解。若志立于恒农郡既入西魏后或竟在周世，当依西魏北周制度。据谢氏《西魏书》八地域考下，恒农及西恒农两郡皆无胡城县。杨守敬《西魏疆域图》所考者同。案《汉书·地理志》上京兆尹所属有湖县，班固自注谓：“有周天子祠二所，胡曰胡。武帝建元元年更名湖。”后汉改属宏农郡，其地在今阌乡县东。《晋书·地理志》亦属宏农郡。魏收《地形志》于雍岐以下入西诸州据《永熙绾籍》，且多脱漏。《隋书·地理志》间及西魏北周，亦不完备。今考之《水经注》，知北魏亦尝有湖县。《水经·河水》又东过河北县南。郦注：“河水右会槃涧水，水出湖县夸父山。……湖水……又北径湖县东而北流入于河。”两称湖县，足知道元时此县未废，意者西魏北周因仍之。至以湖县为胡城者，《元和郡县志》六河南道二虢州湖城县下云：“本汉湖县，属京兆尹，……后汉改属宏农郡，至宋加城字为湖城县。”南朝未能长有其地，改为湖城亦不见《宋书·州郡志》。然《隋书·地理志》中河南郡阌乡县下注云：“旧曰湖城，开皇十六年改焉。”为《元和郡县志》六阌乡县下同。是开皇十六年以前已有湖城之称。或善长以后改湖为湖城，复刘宋旧名，历西魏北周迄于隋。墓志之胡城盖即湖城欤？





【456】

 唐人避太宗讳改，下同。





【457】

 《周书》二○龟传无此四字。





【458】

 《官氏志》无羽真氏。案魏初有羽真大羽真官名，见《北史》五四《斛律金传》，《周书》一七《怡峰传》，元昭、元保洛、元悦妃冯氏、奚智、韩震、元夫人赵氏诸墓志。又称羽直，见元平墓志。此言赐姓羽真氏者，或以官为氏，或兼任此官，后世误传耳。《水经》河水又南过定襄相过县西，郦注：“右合中陵川水，水出中陵县西南山下。北俗谓之大浴真山，水亦取名焉。”疑大浴真与大羽真为一语。





【459】

 《水经·汾水注》：“又南迳秀容城南［此句赵氏依全氏校补］。”自注：“魏土军治。”





【460】

 《北史》六《齐神武纪》亦云：“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





【461】

 《北齐书》此传后人所补。





【462】

 库狄干之先世虽不可知，然干本身则当为第一领民酋长。本传不载。见北齐释道能造像记，详后。库狄《广韵》附库字下，《姓解》三作库狄，上音舍。





【463】

 《北齐书》二三本传。





【464】

 《魏书》九《本纪》。





【465】

 《魏书》七五本传。





【466】

 《魏书》八○本传及妻尔朱氏墓志。





【467】

 《北史》五四本传此下云：“秋朝京师，春归部落，号曰雁臣。”可与上文所引尔朱氏库狄氏事相参证。





【468】

 《北齐书》一七本传。





【469】

 同上。





【470】

 《北齐书》一七本传。





【471】

 《北齐书》一九本传。





【472】

 同上。





【473】

 同上。





【474】

 同上。





【475】

 《周书》一四。





【476】

 《周书》一七本传。





【477】

 同上。





【478】

 《隋书》五五本传。





【479】

 墓志。案志又言景略开皇十一年卒，年六十八，则生在正光五年，其祖父之为第一领民酋长当亦在北魏之末。





【480】

 《北齐书》二七本传。





【481】

 《北齐书》同。唐人讳民为人，镇则领字之误，下同。





【482】

 《北史》六《本纪》。《北齐书》一《本纪》后人所补。





【483】

 《北齐书》二○本传。





【484】

 《周书》一六本传。





【485】

 亦见《萃编》三二。





【486】

 据钱氏后得不全宋本，从《大典》辑录本无此条。





【487】

 传言名贵而无字，盖误以字为名，又脱珍字。《北齐书》二一《高昂传》为之羽翼者有刘贵珍，疑即此人。





【488】

 上引唐表省称去卑为卑，瞿氏误以卑裔二字为名，误。





【489】

 《通鉴》一五七梁大同三年纪亦载此事，作“一钱汉”胡注：言汉人之贱也。





【490】

 《北齐书》五《本纪》。





【491】

 《北齐书》二四本传。





【492】

 《北齐书》三○本传。





【493】

 《北史》六《本纪》。





【494】

 《北齐书》九《文宣李后传》。





【495】

 参看《北齐书》一○《高阳王湜传》、二二《卢勇传》、二三《魏兰根传》、三四《杨愔传》、三九《高元海传》、《崔季舒传》、五○《高阿那肱传》、《北史》五四《斛律金传》、九二《韩凤传》等。





【496】

 参看《古今姓氏书辨证》一九侯。





【497】

 《北史》三《齐高祖纪》。





【498】

 《周书》四一《王褒传》。





【499】

 《北齐书》二○本传。





【500】

 《北齐书》二○《慕容俨传》。





【501】

 《北齐书》四一本传。





【502】

 高祖征邺后二人并领，抑止金领之，则不可考。





【503】

 《东洋学报》第二四卷第一号。





【504】

 《通鉴》一七二省称永桥大都督。





【505】

 《北齐书》一三本传。





【506】

 同上。





【507】

 《北齐书》四一本传。





【508】

 《北齐书》一三本传。





【509】

 《北齐书》一六本传。





【510】

 《集古录跋尾》四。





【511】

 《北齐书》一○本传。





【512】

 《北齐书》二五本传。





【513】

 龙藏寺碑碑阴题名。碑建于隋，题名官衔则是北齐。





【514】

 《魏书》三《本纪》、三五《崔浩传》。





【515】

 《魏书》一五本传。





【516】

 《魏书》二五本传。





【517】

 《北史》无此不字，是也。





【518】

 州上当从《北史》四○补三字。





【519】

 瀛冀等河北诸州人于是南渡河以避难，居青兖诸州。邢杲以河北人在河南为土人凌忽，遂因以作乱。见《魏书》一四《元天穆传》、七二《阳弼传》《路思令传》、《北齐书》二三《魏兰根传》。





【520】

 《通鉴》一五八用此文。胡注齐晋直谓春秋列国大界。





【521】

 《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条。





【522】

 《北齐书》一《神武纪》上。





【523】

 《通典》一九：“大唐……又置勋品九品，……谓之流外。流外自此始。”自注云：“勋品自齐梁即有之。”而不及齐隋所承袭之北魏，何也？





【524】

 参看《唐律疏议》名例二以理去官条、《通典》七《食货》七、一五《选举》三、《旧唐书》四五《舆服志》等。





【525】

 《越缦堂文集》七。





【526】

 《左厂集》六。





【527】

 神武自第三领民酋长迁第一，犹斛律金之由第二转第一也。





【528】

 《廿二史考异》三八。





【529】

 《北史》五一、《北齐书》一四。





【530】

 《周书》五《高祖纪》。





【531】

 《南平王浑传》：“〔世祖时〕拜假节都督平州诸军事，……平州刺史，镇和龙。”平州治所在和龙西南，盖以二州相距不远而兼镇。《纪》不书浑拜平州刺史。





【532】

 元湛元举墓志皆作统万突，意者当时本名如此，后人省之？





【533】

 《志》太和十一年改置之云误，详后。





【534】

 据《本纪》为秦，雍，泾，梁，益。





【535】

 孝昌元年置，永熙二年州郡陷，武定八年复。





【536】

 其等级高下不可知，以意度之，当是都大将最高，将最下。皆习见，不具注其出处。





【537】

 《王慧龙传》。





【538】

 世祖真君六年《纪》、《任城王澄传》、《东平王略传》、《叔孙隣传》。





【539】

 《王建传附王度传》。





【540】

 显祖皇兴四年《纪》、《贾显度传》。





【541】

 《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胡方回传》、《梁祚传》。





【542】

 《高湖传》谓孙猛虎，鄯善镇录事。高建墓志谓：“父猛，鄯善镇录事参军。”





【543】

 亦习见，不具注。





【544】

 《元禹传》、《李叔向传》、《杜洪太传》、《杜祖悦传》、《郑季明传》、《卢昶传》、《李神传》、《潘永荃传》、平元墓志。





【545】

 《李崇传》。





【546】

 广阳王深上书。





【547】

 《薛虎子传》表文中有论镇兵资粮者，而语焉不详。





【548】

 《初学记·州郡部》引《括地志·序》略：“明帝熙平元年凡州四十六，镇十二。”





【549】

 广阳王深上书。





【550】

 本传。





【551】

 凡见《魏书》纪传志者，不注出处。





【552】

 《宋书·索虏传》。





【553】

 《元和志》晋州洪洞县：“洪洞故城在县北六里，后魏镇城也。”





【554】

 《元和志》延州。





【555】

 徐《表》立镇系太平真君八年。





【556】

 《宋书·索虏传》。





【557】

 元贤墓志。





【558】

 兀偃墓志。元宁墓志作贺延，当即贺侯延之省称。





【559】

 《安定王燮传》：“世宗初，……除……华州刺史。燮表曰：‘谨惟州治李润堡……胡夷内附，遂为戎落。……爰自国初，护羌小戍，及改镇立郡，依岳立州，因藉仓府，未刊名实。’”知世宗以前华州州治李润堡曾立镇。





【560】

 当是镇将，误乙。《北史·郦范传》即作：“孝文诏范曰，镇将伊利……”





【561】

 《地形志》：“齐州治历城，刘义隆置冀州，皇兴三年更名。”考之《本纪》，显祖皇兴元年闰正月刘彧冀州刺史崔道固举州内属，三月复叛，慕容白曜攻之；二年二月道固举城降。三年二月，遂以白曜为都督青齐东徐三州诸军事。历城镇之常设当在皇兴三年以后。





【562】

 《魏书·尧暄传》：“高宗〔时〕……奉使齐州，检平原镇将及长史贪暴事。”据《水经注》及《元和志》，明元帝太常七年置，孝文帝太和十三年罢。





【563】

 《魏书·苟颓传》：“世祖南征，以颓为前锋都将。”《册府元龟》三八一《将帅部》褒异七作“为子都将”，《北史·颓传》不载此事。盖本有子字，今本《魏书》脱之。





【564】

 《周书·王杰传》：“魏孝武初，起家子都督。……太祖奇其才，擢拔……寻加都督。”又见《李贤传》、《李和传》。





【565】

 《周书》高祖字弥罗突，齐炀王宪字毗贺突，文帝十三子中，九人皆三字字，且皆云某某突，当非全是地名，不可解也。





【566】

 《庆传》非用后世地名追述旧事。





【567】

 皆闾上表语，见《魏书》本传。





【568】

 《北史》九略同。





【569】

 疑此传说即象征宇文部为慕容氏所灭而构成。





【570】

 《魏书》作相。





【571】

 即《周书》之侯豆归。





【572】

 《魏书》一○三及《通鉴》九七晋康帝建元二年纪同，《魏书》九五《慕容元真〔即晃，避恭宗讳。〕传》《晋书》一○九《慕容皝载记》及《通典》一九六《边防典》一二皆作万。《元真传》收书之旧，晋载记本于崔鸿《十六国春秋》，皆先于李延寿，疑作万为是。





【573】

 《魏书》一○三此传亡，后人以《北史》补之，文字小有同异，无关宏旨，兹不著。《通典》一九六自注：“《后魏史》云，其先匈奴南单于之远属。”君卿时收书未有亡佚，而《史通·正史篇》言其时“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则君卿所引《后魏史》当即伯起《魏书》一○三《宇文莫槐传》，与《北史》所述相同，知《北史》此传即收书之旧。





【574】

 《北史》二五同。





【575】

 《魏书》八一《宇文忠之传》乃后人以《北史》补。





【576】

 《隋书》五○。





【577】

 《隋书》五六。唐宇文融
 
 ，之玄孙，又徙为京兆万年人。





【578】

 此是宇文部亡入慕容氏后贯籍，大棘即棘城，慕容氏所都也。





【579】

 《周书》一九。《隋书》四○《贵子忻传》言本朔方人，徙京兆。案《周书·贵传》贵自夏州从军而东，又随魏孝武西迁。《隋书·忻传》所谓朔方，当指出宇文部而言，所谓徙京兆者，周时奉诏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也。





【580】

 《周书》二七。





【581】

 《周书》二九。





【582】

 参考陈寅恪先生论李唐氏族诸文。





【583】

 《周书》二九《盛传》：代人也。曾祖伊与敦，祖长寿，父文孤，并为沃野镇军主，盖与宇文泰先世同徙北边者。





【584】

 《北史》六○《李密传》密数之曰云云，全同。





【585】

 《世说新语·识鉴篇》注引《石勒传》及《太平御览》三三八引王度《石勒传》俱云“匈奴之苗裔也”，盖汉人不谙胡人规制而致误。





【586】

 见《鸣沙石室佚书》。





【587】

 《晋载记》本崔鸿书，尚有钞袭崔氏旧文，妄加改易，以致抵触不可通者。一二一《李雄载记》：“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与晋穆帝分天下。”雄死于晋成帝咸和八年，前于穆帝之即位凡十三年，焉得与晋穆帝分天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五二亦疑其事，谓穆字误，而未有解说。今案穆字不误，晋字衍也。《魏书》九六《
 
 李雄传》：“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与穆帝请分天下。”收书亦袭崔鸿之旧，则李雄乃遣使于魏，请与魏穆帝猗卢分天下，《载记》崔书而未改易，且与上又脱请字，后人妄于穆帝上更添晋字耳。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二二《晋书》五《冯跋载记》条：“燕与魏为敌国，其臣子必多指斥之词，而北燕太史令张穆言大魏威制六合。南燕尚书潘聪言滑台北通大魏，西接强秦。中书侍郎韩范言可以西并强秦，北抗大魏。此皆魏史臣所改。”自注：“张穆事见魏收书，潘聪韩范之语当出崔鸿《十六国春秋》，皆魏臣也。”此亦《晋书·载记》袭鸿书未改之一例。





【588】

 《新唐书》七一下。





【589】

 当即《隋书·宇文述传》、《新书·李密传》及《通鉴》之破。





【590】

 全谢山谓汉至隋刘攽任之，非是，辨见陈汉章《书全谢山分修通鉴诸子考后》。





【591】

 引《周书·文帝纪》，见篇首引。





【592】

 《辽史》六三。





【593】

 诸本《魏书》《北史》皆作远属，宋本同。丁氏《考证》前引传文亦作裔，误。





【594】

 《东洋史研究》第一卷第三号。





【595】

 亦有在太武帝以前已入魏者，如宇文周之先世。





【596】

 日本白鸟库吉氏《东胡民族考》宇文氏条〔《史学杂志》第二十二编第一号〕引胡注，而未能辨正第二俟汾字之当作宇文。又引明张鼎思《琅玡代醉篇》卷四：“宇文出自神农之后，以其有尝草之功，自号为侯汾氏，其后讹为宇文氏。”遂据侯汾两字大论语音之迁转。一良案《代醉篇》明人抄撮之书，本不足信，《四库提要》入之杂家类存目，谓其书“体例庞杂，无所折衷考订”。俟之与侯以形近而致误，尤无疑义。白鸟氏不引《姓纂》、《广韵》、《古今姓氏书辨证》俟汾之文，而引最晚之《通鉴》注，已乖史法，不知侯汾乃俟汾之讹，而依以为说，更见其疏忽。





【597】

 《金石萃编》二七。





【598】

 此四字当从《魏书》一○三《高车传》改作“敕勒诸夏以为”六字。





【599】

 《魏书》一○三《高车传》同。





【600】

 《通典》一九七《边防典》一三高车条作“俟斤氏”，斤疑分字之误。《太平御览》八○一《四夷部》二二引《北史》亦作俟分氏。





【601】

 收书此传亡佚。





【602】

 《水经·河水注》。





【603】

 《古今姓氏书辨证》二九亦言统万亦作吐万。





【604】

 俱见《周书》。





【605】

 《北史》九八《高车传》。





【606】

 原本《杂录》误作曰曰二字，今据《新唐书·艺文志》改。





【607】

 《魏书》八○略同，唯少其先世云云一句。





【608】

 自地望观之，山胡即刘元海部众之后裔。





【609】

 俱见《魏书》七上《本纪》。





【610】

 《魏书》二九本传。





【611】

 《魏书》一百四收之《序传》及《北齐书》三七《收传》皆亡佚，后人取《北史》五六《收传》割裂补之，故今征引一以《北史》本传为据。





【612】

 见《北史》本传及《北齐书》二四《孙骞传》。





【613】

 房辛眭刁裴高六人见《北史·收传》，收《上十志启》之末列名者则有辛刁高三人，及綦毋怀文，而无房裴眭三人。刘攽等《目录序》又有眭仲，当是眭仲让之脱误。本传及启所载人数不同者，盖诸人先入后出，只辛刁高綦毋四人至志成时犹居史馆，柔传固明言其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可以为证。





【614】

 见《北史》本传及《北齐书》三六《邢邵传》。《北齐书》三三《萧祇传》：“武定七年至邺，文襄令魏收邢邵与相接对。”当时南北通好皆妙选使臣，必文学优美者为之。每有来奔者，亦先择才华之士与相接对，收与邵盖当时之选也。





【615】

 见《北史》本传及《北齐书》二三《崔
 
 传》。





【616】

 《北齐书》四五《樊逊传》。





【617】

 见《艺文类聚》五八。





【618】

 《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





【619】

 《唐书·艺文志》《文献通考》俱作一百二十卷。





【620】

 《廿二史札记》一三《北史》《魏书》多以魏收书为本条。





【621】

 见《魏书》二四《邓渊传》、三五《崔浩传》、《北史·收传》。





【622】

 《魏书·崔浩传》。





【623】

 见《魏书》二四《邓颍传》，三五《崔浩传》，及《北史·收传》。《浩传》之范耳《北史》耳作亨。





【624】

 见《魏书》三五《崔浩传》。四八《高允传》。《张伟传》见《北史》八一，《魏书》八四《儒林传》中有《伟传》，然收书此卷亡，乃后人所补。伟经生而兼循吏，于修史初少参赞，故两传俱不之及。





【625】

 见《魏书·崔浩传》、《高允传》、四三《毛修之传》、五二《段承根》、《阴仲达传》。





【626】

 参看谷霁光：《崔浩国史之狱与北朝门阀》，《益世报》一九三五年九月份《史学副刊》第一一期。





【627】

 见《魏书》四八《高允传》。《游雅传》见《魏书》五四，《程骏·程灵虬传》见六○，江绍兴见九一《江式传》，刘模亦见《高允传》。





【628】

 见《魏书》卷七《孝文纪》、六二《李彪传》、五七《高祐传》及六○《崔光传》。





【629】

 见《魏书》五七《高祐传》、六二《李彪传》、七二《阳尼传》、六五《邢产传》、六三《宋弁传》、六○《韩显宗传》、四三《房景先传》、六五《李谐传》、六九《袁翻传》、七○《李琰之传》及《北齐书》二四《孙骞传》。





【630】

 见《魏书·李彪传》、六九《崔鸿传》、《北史·收传》。





【631】

 《北史·收传》：“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按《魏书》六五《峦传》惟言其“少而好学，……遂博览书传，有文才干略”，而不及撰《起居注》事。《魏书》六九《崔鸿传》：“景明三年迁员外郎尚书虞曹郎中，敕撰《起居注》。”景明宣武帝年号，当与峦同时事。《王遵业传》见《魏书》三八，《房景先传》见四十三。





【632】

 见《魏书》三三《谷浑传附谷纂传》、六○《韩子熙传》、四五《辛绍先传附辛贲传》、六九《裴景融传》、五二《周达传附周道方传》、四六《许绚传》、四七《卢元明传》、八四《李同轨传》、（《魏书》此卷后人所补，然同轨《北史》无传，姑据之）《北齐书》四二《阳休之传》、《北史》八三《温子升传》、五○《宇文忠之传》、四三《邢昕传》、三八《裴伯茂传》。





【633】

 《北史》一七《元晖业传》作四十卷，收传作三十卷。





【634】

 参《晋书》八二《孙盛传》及《南史》七二《文学传檀超传附道鸾传》。





【635】

 《困学纪闻》卷一三。





【636】

 《潜研堂文集》一二答问九。





【637】

 见刘氏嘉业堂刊《章氏遗书·外编》一信摭，及《学海堂集》七吴兰修魏收《魏书》跋。





【638】

 《史通·因习篇》。《曲笔篇》亦诋诃此点。





【639】

 《魏书》灾祥不书于《本纪》，皆见《志》，亦例之善者。





【640】

 《陔余丛考》七《魏书》芜冗处条。





【641】

 《陔余丛考》八《北史》多取魏收书条略举之而未尽。





【642】

 《陔余丛考》八《北史》删《魏书》太简处条。





【643】

 《隋书》七六《潘徽传》。





【644】

 《旧唐书》一八九《卢粲传》。





【645】

 同上六八《张公谨传》。





【646】

 同上一○二《元行冲传》，《新唐书》二○○《元行冲传》略同。





【647】

 《新唐书》五八《艺文志》。





【648】

 《史通·正史篇》。





【649】

 《清华学报》第八卷第二期。





【650】

 《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





【651】

 《桃华圣解庵日记》癸集第二集。





【652】

 《荀学斋日记》乙集上。





【653】

 《知不足斋丛书》本。





【654】

 见《诸史然疑》及《清华周刊》。





【655】

 《支那学》卷三。





【656】

 《晋书》四七《傅玄传》：“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编》二八六所收西魏大统三年四月立中兴寺石象碑文，记北襄州别驾从事张起等施舍“白田”“宅田”“麻田”。白田即旱田也。日本有畠字，义为旱田。源顺《和名类聚抄》卷一田野类畠字下云：“《续搜神记》云，江南畠种豆。”注云：“畠一云陆田，和名波太介。”案波太介一词《万叶集》已见，盖以后日本遂以“白田”当之，又合为一字耳。今本《搜神后记》（《学津讨源》本）卷九“淮南陈氏于田中种豆”，“于”字疑后人不解白田之义臆改，源顺所见盖作白田二字，犹是古本不误。畠字今日人犹通用，有训读而无音读，因本合两汉字而成。不谙日文者谓为日本制造之汉字，殊不知其仍源出中国也。此亦反故之类，因牵连及之。





【657】

 光绪四年二月十四日日记。





【658】

 《南齐书》无传。





【659】

 《南齐书》四五本传无此事。





【660】

 《国闻周报》第一三卷。





【661】

 日本昭和五年九月弘文堂出版。





下　编






论诸葛亮



千余年来诸葛亮一直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表扬和崇拜，而在人民群众当中，他同样得到尊敬。尤其是宋元以后，平话、小说、戏曲都喜取材于三国的故事，诸葛亮被描写为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日益偶像化起来。西南兄弟民族中，也流传一些关于诸葛亮的故事传说，对他很是崇敬。真如杜甫所说：“诸葛大名垂宇宙”。但是，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人物，对他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呢？本文想进行初步分析，对于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地位试作估价，以期还他本来面目。所论远欠成熟，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诸葛亮（181—234）所生的时代是东汉王朝的封建秩序受到打击的动荡的时代。184年黄巾大起义，太平道徒最多的幽冀青徐荆扬兖豫八州一时并起，杀死地方官吏，威胁了首都洛阳。同时西北西南各地农民也到处起义响应黄巾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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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的家乡琅邪阳都属于徐州，正是黄巾势力所及的地区。起义很快发展，农民军战斗力极强，但战术不好，被官军用诡诈计策打败。然而黄巾余众和饥民相结合，到第二年各地又组织起各种名号的农民军，分布在河北河南山西一带，东汉政权受到严重的震撼和打击。当时大地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例如“四世三公”的袁绍，虽和当权的宦官集团有矛盾，在189年大规模诛杀宦官，但黄巾起义要推翻汉政权时，他却在家乡汝南郡组织武装，防止农民进攻。黄巾主力军消灭后，其他各起义集团也多被袁绍镇压。各地方还有些官位并不高，而势力却很强大的大地主们，如李乾、许褚、鲁肃、甘宁之流，也都聚合宗族，率领僮客，来防御起义的农民，保卫自己的土地财产。至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儒生，他们是反对东汉末年外戚宦官擅权的腐化政治的。然而他们的基本利益终究是和统治阶级一致的，不但不愿意汉政权被推翻，而且怕农民起来之后，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还是站在朝廷一边，为之服务。镇压黄巾出力的卢植，是中小地主出身的儒生，便是一个好例。诸葛亮的家庭，也是属于中小地主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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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氏先辈作过官，如亮祖先诸葛丰作司隶校尉，亮父诸葛珪作太山郡丞。但这些都不是很高的位置，所以诸葛氏并非像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那样的世家大族。诸葛家拥有的土地和僮客可能不多，不可能像许褚等人聚族自保，来防护自己的利益。所以诸葛亮的族兄诸葛瑾逃到江东，亮也跟随从父诸葛玄流亡到荆州，说明他们在本乡并没有很坚固的凭借。诸葛亮虽出身于地主阶级，但在早年没有享受很久安逸的剥削生活。他生于181年，184年黄巾起义，此后八年当中徐兖一带正是农民起义高涨地区，大约他即在这期间南下。诸葛玄死于1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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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到荆州当在197年以前，即十七岁以前。因为在本乡琅邪已经没有可依靠的产业，于是随遇而安，甚至于在襄阳城西的南阳自己“躬耕”。这并不表示诸葛亮和劳动人民怎样接近，由于他的阶级出身和文化教养，他的思想意识仍然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以清高自许，“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正是没落了的地主阶级出身的儒生的想法。农民大起义已经失败，他可以“苟全”，不必像卢植要去替统治者镇压农民。而纷争着的军阀，又都意在割据独立，置汉政权于不顾。为封建正统观念所支配，忠心于刘氏的诸葛亮显然是不会和他们合作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山靖王之后”的宗室刘备来找到他。

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孙策死，孙权代领他的部队。这年诸葛亮只十九岁。207年刘备流亡到襄阳，三顾草庐，诸葛亮年二十六岁。他的隆中建议替刘备分析了曹孙两家力量，拟订出东联孙吴，西据荆益，南和彝越，北抗曹氏的路线策略。刘备采纳了他的建议，由一个流亡军阀而割据一方，建立政权，和魏吴形成鼎立局面。何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益州“民殷国富”“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备入蜀更进一步开发了西南地方。后汉以来南方经济走着上升的道路，遭到的战争破坏较少。孙吴政权也尽力于江东的生产和开发。这就使南方吴蜀两国的经济比董卓大肆破坏以后又屡经战乱的黄河流域要占优势。加以吴蜀政治上的联盟，又靠长江天险，所以能抵抗北方。表面上形成三国鼎立局势，实质上是南北的对峙。这是魏蜀吴三国鼎立数十年的基本原因。当时有远见的政治家，都看到这一点。例如鲁肃初见孙权时，曾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又建议孙权“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诸葛亮也根据同样看法，更具体地分析了曹孙两家的情况。他说曹操比袁绍名位微而人数少，反能灭袁氏，主要由于“人谋”，这便是指屯田以及破格用人等等行之有效的政策。说孙权“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正是指孙权依靠江北江南的大地主阶级，和他们的家兵部曲，建立政权。分析当前情况，再据以推断未来的发展，对于孙刘联合后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作用都估计到，才能作出隆中的建议。这便是诸葛亮高明的地方，也就是诸葛亮所以成为三国时代卓越的政治家的地方。当时其他一些为刘备计划的人，也曾注意到益州。如彭羕就曾“建取益州之策”，不过分析推断远不如诸葛亮之具体深入。诸葛亮隆中建议的基本精神是孙刘联合抗曹，虽然刘备后来一度违背这个精神，但蜀国始终是坚持这个政策的。所以刘备死后，诸葛亮立即“重申吴好”，派邓芝去见孙权，提出“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我们可以说：蜀国基本政策始终是在诸葛亮隆中建议的精神指导之下的。

三分局面成立以后，诸葛亮的事业和作用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是他在政治上的措施，包括对于曹孙两方的政策；另一方面是他对待西南少数族的政策，和对西南地区的作用。先看他的政治措施。诸葛亮辅助刘备统治蜀国，主要是倚靠从荆州带来的人，即杨戏《季汉辅臣赞》所说：“先主为汉中王，用荆楚宿士”。但也鉴于刘焉刘璋的错误。刘焉借故杀益州豪强王威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刘璋专门信用东州人，不能团结益州土著，以致失败。所以诸葛亮对于蜀中旧来社会的上层分子，也加意联络。广汉秦宓有才学，刘备占益州后称病不出，特征为从事祭酒。梓潼杜微称聋闭门不出，诸葛亮领益州牧时，“妙简旧德”，秦宓之外又征杜微为主簿，特别请来用书面谈话，对他说：“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都是显著的例子。但诸葛亮之对待蜀中大族，又和孙权对待吴中大族不同。孙权完全倚靠江东大地主阶级，所以对他们一切采取宽容放任政策，彼此矛盾较少。蜀汉统治者内部“荆楚宿士”和土著地主阶级之间矛盾便比较显著。所以诸葛亮说：“蜀士人每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他要“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一方面由于益州大姓势力不如江东大姓之强，另方面也和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有关。大抵封建社会里的士大夫们的思想，不可拿“一家之言”来概括。有时早年笃信儒术，晚年又遵奉释老。有时在政治生活中标榜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儒家，私人生活中又寄情于放佚的庄老。往往转移变化，但都反映出他所属的阶级。诸葛亮的思想也是如此。奉汉家为正统，力图统一，是儒家的思想，和老子的主张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迥乎不同。然而诸葛亮在私人生活方面，又提倡“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4】



 ，却是道家的主张。在统治国家上，他又是信奉申韩法术的人。例如以申韩管子教导刘禅，主张恢复肉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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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办法是“信赏必罚”，这样便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统治阶级内部也知所警惕，人民受到相当的益处。和后汉时代的统治者，自不可同日而语。诸葛亮的留府长史张裔称赞他“赏不遗远，罚不附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以后陈寿也说：“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常璩说：“终乎封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劝戒明也”。例如李严被劾废，而毫无怨怼；廖立被免为民，闻亮死而垂泣，都是典型的事例。吏治清明而用人能尽其力，比起刘焉之滥杀人以立威刑，刘璋之愚弱无威，“政令多阙”，诸葛亮的统治自然能得到人民拥护。列宁说：“历史功绩，不是以历史活动家较之现代的要求还没有作什么来判断的，而是以他们较其先驱者作了什么新的事情来判断的。”在这一意义上，诸葛亮的政治措施是应该肯定的。

每当人民大起义之后，封建统治阶级受到打击，吸取了教训，或多或少地推行一些对人民让步的政策。曹操的屯田，最初目的是为了充实军粮来源，但是组织人民从事开荒，恢复生产，客观上也起了与民休息的作用。诸葛亮的统治，除去“信赏必罚”之外，却看不出与民休息的意图。不但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诸葛亮统治下的益州人民似乎负担更加重，生活更困苦些。益州边远地区虽然得到开发，蜀国的经济整个讲来并未上升，生产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试从人口来看，刘备章武元年（221）有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到刘禅炎兴元年（263）灭于魏时，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如果这个数目大致可信，四十年中只增加了四万人，其中可能还包括被征服的落后部族。所以蜀国人口大致并未增加。人口的增加固然不一定表示社会经济的上升，但人口的停滞却足以反映社会经济的停滞。诸葛亮在襄阳时，曾对刘备说益州“民殷国富”。庞统也曾告诉刘备：“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这是当时所公认的。刘焉统治时代，绵竹雒县等地每亩收稻三十斛甚至五十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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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诸葛亮治蜀以后，蜀国经济情况未见更好，反而呈现出后退现象。吴人张俨已指出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再看诸葛亮自己的话，二二七年的《出师表》开头就说天下三分而“益州疲弊”。固然是借以警戒刘禅，但和魏吴比较，蜀国地域虽小，也不应目为“疲弊”。诸葛亮这样说，足见益州已经不是“国富民强”局面。在有一条教令中，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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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然承认蜀国民贫。蜀锦是汉以来的名产，三国时代魏吴两国都靠蜀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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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这一道教令是在什么时期何种情况下所颁发，不得而知。然而假如国家财政完全倚靠蜀锦的贸易，可以想见一般生产是多么不振了。

封建统治者一切的措施往往都是为了巩固其统治，诸葛亮当然也不例外。但诸葛亮的巩固统治本身还有一个更终极的目标，就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他对于曹魏的历次战争，正是这样一个政策的延长。对于曹魏政权，诸葛亮一贯采取敌视态度，联吴目的即是为了抗曹。曹氏从张鲁夺得汉中后，一度威胁了益州。219年定军山战败，曹军撤出汉中，益州稳定下来。但220年曹丕代汉，忠于刘氏的诸葛亮便屡次北伐，去“攘除奸凶”，以图兴复汉室。评价诸葛亮，不能不估计这些北伐中原战争的意义和作用。那么，这些战争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呢？我们首先从当时蜀国人民利益来看，北伐战争徒然加重蜀人负担，“受其荒残”。由“国富民强”沦为“民贫国虚”，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战争的频繁。因为连年出军，以致“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巴西太守吕乂在本郡募兵五千人送给诸葛亮，“慰喻检制”，才勉强使他们不至逃亡。诸葛亮死后，苦于兵事的士兵大都亡命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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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就蜀国人民当前利益而言，诸葛亮进行的战争对他们都是无益的。再从三国时代全中国人民长远利益来看，如果蜀国能够恢复统一局面，自然比分裂割据有利。但蜀国是否具备统一全国的条件呢？关羽镇守荆州，进攻曹氏时，曾一度得胜，使曹操有迁都之议。但关羽失败，孙吴取得荆州之后，无论就经济实力看，就控制地域大小看，北方都占优势。蜀国虽然政治清明，但却是建筑在严刑峻法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筑在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因而繁荣富足的基础之上的。论统一全国的条件，蜀不如吴，吴不如魏。蜀国各方面都没有足够力量可以完成统一事业，北伐的战争因而也就失去意义。以上是就客观效果而言，再看主观目的。诸葛亮在艰苦困难条件之下，意志坚定地要北向进展，诚如他自己所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所发动的各次战争，是为了恢复刘氏政权的封建正统。虽然有时是主动进攻，有时是以攻为守，然而无可争辩，这些都是不同的封建统治阶级集团间的斗争。客观上，也没有发生有利于人民的效果。封建统治者宣扬正统观念，同时利用诸葛亮作为榜样，鼓励臣下的忠节，诸葛亮的北伐战争因而一直被目为正义的战争，值得重新考虑。只有唐代吕温在贞元十四年（798）所作《诸葛武侯庙记》里说：“向使武侯奉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举也匪私刘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听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逼从之民耸然感动，然后经武观衅，长驱义声，咸洛不足定矣！奈何当至公之运，而强人以私。此犹力争，彼未心服。勤而靡获，不亦宜哉”！吕温不囿于传统，能够指出诸葛亮北伐是“私于刘氏”，并非为人民，在封建统治阶级文人中，是很难得的。至于诸葛亮历次北伐的战略，例如不用魏延出子午谷直捣长安之计，而绕道甘肃，三出祁山，务求稳重。正如陈寿所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诸葛亮是丁宁周到小心慎重的一流人，所以行军时“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关于武器的制造也加以注意和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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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些对于他的北伐战争之评价，并不发生很大作用或影响。

现在再看诸葛亮对待当时西南少数族的政策。在隆中建议刘备取益州时，诸葛亮已经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可见“诸戎”“彝越”的重要性。以益州为根据地，来北向争中原，便不能不取得他们的合作，使他们不至牵掣后方。正如同孙吴境内之有山越，陆逊曾说：“腹心未平，难以图远。”曹操击乌桓，也是同样的理由。后汉时代的统治者对于汉人以外的各族如蛮人羌人等，都采用极其残酷的压迫手段。诸葛亮所用的方式，比较起来自然是温和一些。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要求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诸葛亮对待落后少数族怎样和平宽大。旧来史家往往依据裴注所引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夸大了诸葛亮对待落后少数族的和平政策。《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之后，孟获投降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于是诸葛亮的军队到了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有人劝诸葛亮不要这样作，他回答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彝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彝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彝汉粗安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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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沿用这段材料，末尾更加夸张地添上两句：“自是终亮之世，彝不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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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考察，便可发现《汉晋春秋》的记载不可信，《通鉴》的话尤其不确。

蜀汉的“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实际仍是承继过去的办法，平时压迫榨取，遇到反抗就出兵镇压。就在七擒孟获这一年（225），蜀汉派安南将军马忠去攻打越巂郡（西康西昌县地）的少数族。先是在223年越巂的叟族（也称斯叟）酋长高定元起兵反抗，“破没郡土”，蜀汉所委派的郡太守只得住在去郡治八百里的地方，遥领而已。马忠用不正当的手段，“诱杀”了酋长兄弟数人，才把叟族镇压下去。后来又征发各族男女来改筑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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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又派李恢进攻建宁郡（云南曲靖县地）的各少数族。建宁郡属县的各少数族大相纠合，在昆明把李恢的军队包围起来。当时李恢的兵数很少，孤军深入，又和主力部队失去联系，于是欺骗对方说：“官军粮尽，打算退还。我也是这地方的人，离家很久。现在既已回来，不愿再到北方。我希望跟你们合作，故而以诚相告！”这些老实的少数族听信李恢的话，放松了包围。结果李恢便乘机突围出击，把他们打得大败。“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蜀汉统治者的镇压军队于是连成一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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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诸葛亮攻打“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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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诸少数族以后，不曾留汉人镇压，事实上也不如此。《华阳国志》卷四和《蜀志》卷十三诸传，都清清楚楚记载着，孟获投降后，派李恢作建宁太守，从建宁越巂两郡分出云南郡，派吕凯为太守。又分建宁牂牁立了个兴古郡。派马忠作牂牁太守。此外还有一个
 降都督，是镇压整个“南中”地区的军事长官，攻打孟获以前早已设立，孟获投降后仍然存在，李恢张翼等人相继担任。并且“都督常用重人”，就是说，经常用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任都督，以便镇压。都督部下自然要配备重兵，才能完成任务，自然不能说是“不留外人”“不留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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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诸葛亮留兵镇压，蜀汉政权并没能够就此把西南诸少数族的反抗力量压制下去。根据《蜀志》卷十三《李恢传》，大军刚回去，“南中”的被压迫者就起来反抗，杀害守将。李恢亲自带兵去镇遏，把各族中的“豪帅”迁徙到成都。从叟族濮族征发大批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可见李恢大肆屠杀之后，继之以搜刮剥削。《华阳国志》也说：“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又说：“南中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从这三段史料短短几十个字的记载中，我们已经充分看出蜀汉统治阶级为什么要去压迫剥削西南诸部族。除去怕他们牵掣后方之外，更主要的在于财政、军事各方面还要倚赖他们。
 降都督张翼“持法严，不得殊俗和”。233年南中少数族的酋长刘胄起兵反抗，“扰乱诸郡”。马忠张嶷带兵镇压下去。张嶷并且用武力抢得他们的盐池、铁和漆，因而“器用周赡”。接着
 兴古地方的僚族也起兵，张嶷又带兵去攻打。诸葛亮死于234年，刘胄等人的武装反抗在233年，司马光所谓“终亮之世，彝不复反”显然是夸张之词，难以取信。

诸葛亮死后，蜀汉统治者对西南诸族照旧采取高压政策。《蜀志》卷一一《霍弋传》记载永昌郡的少数族反抗当地官吏，于是
 降屯副贰都督霍弋领永昌太守，率兵攻打，“斩其豪帅，破坏邑落”。到263年蜀汉快要灭亡的时候，刘禅曾计划逃入“南中”，谯周阻止他说：“南方远彝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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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谯周是主张投降的，自然故意怂动刘禅，好让他不逃走，及早投降曹魏。然而谯周所说“南中”情况一定也不能全无根据。由他的话，就看出蜀汉统治者和境内诸少数族的关系自始至终是一方面压迫剥削，一方面反抗斗争了。

诸葛亮辅佐刘备在四川建立政权，固然倚靠蜀中地主阶级，和他们之间又有矛盾存在。《华阳国志》叙述各郡时，经常提到郡里的“大姓”、“冠盖”、“首族”等，就是指当地的地主阶级。其中一定也有一些落后少数族的上层分子，在经济地位上可以和汉族地主相颉颃，彼此溶成一体。他们大都有自己的武装——部曲，例如广汉郡
 县大姓有高马两家，“世掌部曲”。高胜马秦两人都因叛蜀被杀。建宁郡大姓毛、李、霍诸家都有部曲，曾驱逐太守朱俊。朱提郡“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亦有部曲”。250年涪陵郡大姓徐巨反，郑芝讨平他。当地豪族徐、蔺、谢、范五千家被移入蜀。并把他们的部曲分配给督将韩蒋等人，这些人“遂世掌部曲，为大姓”。在和蜀汉政权斗争过程中，地主集团往往联合广大被压迫的西南各族下层分子，来反抗刘家的统治。223年益州郡大姓雍闿起兵，杀了太守，把蜀汉再派来的太守缚送给孙吴。为了争取益州郡的广大诸族和自己合作，雍闿派地主集团里另一个大姓的代表孟获去向叟族宣传煽动，说官府要向他们征发“乌狗三百头，膺前尽黑；螨脑〔玛瑙？〕三斗；断木构三丈者三千枚”。这些都是叟族不能找到的东西，如“断木”至高只能长到二丈。叟族相信孟获的话，便拥护雍闿反抗刘氏。孟获鼓动之所以成功，当然还由于平时官府对各族的压迫榨取。225年诸葛亮进军“南中”，雍闿被部下所杀，孟获代替他继续反抗。孟获的投降，标志了蜀汉政权对于西南汉族和非汉族地主集团和对于起来反抗的西南各部族下层分子的双重胜利。

诸葛亮怎样来巩固在“南中”的胜利呢？他首先把西南诸族中强悍善战的“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迁移入蜀，编成五部“所当无前”的军队。后来北伐时，王平所统“五部”，大约就是这一支少数族组成的队伍。至于其中下层分子里一些羸弱的人，则分配给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家作部曲。这样既满足了汉族和非汉族地主们的要求，又间接地控制了整个作为榨取压迫对象的西南各少数族，而羸弱的部曲是不会使地主集团再构成强有力的反抗力量的。此外还有一些“刚很”的“恶彝”，“不宾大姓富豪”，也就是说不肯来作部曲。于是蜀汉政权鼓励大姓，“劝令出金帛”，招徕他们。募得部曲多的大姓并可世袭官爵。有些落后少数族因“贪货物”，陆续出来服属于大姓，成了部曲。大姓富豪为了多募部曲，而得官爵，因此大大地消耗了他们的财富，减少了对于刘氏政权的威胁。“南中”的大姓富豪被网罗到统治集团里来，如孟获作到御史中丞，建宁的爨习作到领军，朱提的孟琰作到辅汉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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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蜀汉政权在“南中”各少数族地区的统治便巩固下来，“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诸葛亮可以安心去北争中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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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认识到，诸葛亮对待西南诸少数族的政策也是他所拟定蜀汉立国全部政策中的一部分。镇压“南中”为的是稳定后方，获得人力财力，进行北伐。比起后汉时代的统治者，如巴蜀汉中地方长官之对待板楯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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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缓和得多。主要还是由于他的信赏必罚，政治清明，吏不容奸，不允许随意贪赃枉法。但不能因此而忘记诸葛亮的封建统治者地位及其种种限制，对他的民族政策作过分的夸张和过高的估计。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蜀汉在西南建立政权，诸葛亮之进军“南中”，对于这个地区诸少数族也发生良好作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汶山郡（四川理县地）寒冷不宜五谷，唯种麦，盛夏凝冻不释，“故彝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和汉族先进文化的接触，对于落后部族地区生产的发展自然有刺激和推进的作用。《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又记诸葛亮给当地诸部族“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彝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彝，彝甚重之，许致生口。”虽然这种图谱的目的还是想通过艺术形式和宗教信仰，来麻醉这些少数族，使其易于服帖受制，好来献金宝，送牛酒生口。然而对于落后少数族文化上的开发，也有一定影响。到今天西南兄弟民族中，对诸葛亮始终崇敬，还把许多事物的起源归功于他的介绍，也不为无因了。

以上就具体史料，推论诸葛亮各方面事业的意义和作用。总结一句话，就是他得到一些“不虞之誉”，在历史上的地位是被夸大、被抬高了。那么，如何被夸大、被抬高起来的呢？诸葛亮在当时蜀国统治者中，威望比起刘禅、蒋琬等人要高。而内政方面赏罚公平这一点，确比同时的其他两国和蜀国以前的统治者如刘焉、刘璋的统治，要博得人民的爱戴。因而死后“百姓巷祭，戎彝野祀”。263年蜀亡国以后，三万家被迁徙到东方和关中。蜀人在北方征服者政权统治下，不免追思诸葛亮的施政。到268年王富起兵反抗晋朝，还因貌似亮子诸葛瞻而假借名义。文立也建议晋朝量才叙用诸葛亮等人子孙，“以慰巴蜀之心”。从此诸葛亮在蜀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便固定下来。后代的统治阶级所以推崇诸葛亮，是因为他替封建统治者尽力，可以作为范例，以鼓励对一姓一家的忠节。尤其南宋以后，在偏安局面之下，朱熹《通鉴纲目》尊蜀为正统，于是三国纷争中的正义便属于刘备方面，而鞠躬尽瘁地服务于正统皇朝的诸葛亮，地位自然更加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常常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左右，所以正统观念在人民群众当中也有一定影响。但广大人民对于诸葛亮的崇拜，主要并非由于他是扶刘抗曹的忠臣，而是把他作为智慧的典型和结晶来看待的。诸葛亮善于兵法，又“长于巧思”，戏曲小说因而渲染成为足智多谋的人。例如元人杂剧《两军师隔江斗智》，全剧中心在于描写诸葛亮和周瑜计谋上的竞争，看不出任何“正闰”的观点和尊蜀抑吴的思想。只有收尾诸葛亮唱“他本是汉皇帝室亲支派，少不得将吴魏并作了刘家世界。显得俺卧龙的诸葛十分能，笑杀那短命的周瑜刚则一时歹”。稍一接触到刘家正统的思想，基本上全剧还是以诸葛亮比周瑜更有智慧作为主题。罗贯中《三国演义》原本中，正统思想表现得也很少很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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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接受文学遗产时，应该注意历代人民文学为什么选择诸葛亮作为聪明人的典型，以及这个典型的发展的影响。而研究历史，评价人物时，又应该把有关诸葛亮的传说和由于作为文学的典型在人民当中造成的影响，从历史事实区别开来；把封建统治阶级对他的看法和人民群众对他的看法区别开来。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确实可信的资料，从人民的立场，来估计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庶几逐渐能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定论。希望这篇短文成为这一讨论的开端。






一九五四年四月五日增订写成，记于北京大学



（《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要从曹操活动的主流来评价曹操



我就曹操一生活动的主流发表一些意见。务虚的性质较多，一定有很多不全面和错误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指正！

首先，我想在讨论曹操时，也就是估价统治阶级历史人物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从阶级观点出发来考察，把人物放在所属阶级的范围里研究。这样才符合于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的要求。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估计得恰如其分，接近真理。如果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而不抱着阶级观点，对于人物没有区别地对待，结果必然不是估计过高，就会要求过苛，都是错误的。斯大林对彼得大帝估价很高，但同时他说，拿彼得大帝和列宁相比，列宁是汪洋大海，彼得大帝不过是沧海一粟。这就是从阶级观点出发来衡量人物。统治阶级中任何伟大人物，尽管他怎样突破阶级限制，起进步作用，归根到底还是属于统治阶级，受到阶级局限，和无产阶级的人物根本不能相比。在有些肯定曹操的文章里，似乎这一点注意不够。例如郭老说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好像黄巾军还亏得有曹操承继了他们的事业。又说他“能够体贴民情”，“何等重视劳心与劳力的人”（以上引文均见《替曹操翻案》，《人民日报》1959年3月23日）。这样便没有把曹操放在统治阶级人物这一范围里考虑，忘记了封建统治者的剥削本质，忽略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间利益之冲突与矛盾之不可调和。因而使人觉得对曹操的优点和功劳夸张过分，超过了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人物所应得到的估价和夸奖。这里我同意翦老的提法，曹操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第二，讨论曹操要看他比前人或当时人多作了些什么，作了些什么前人或当时人没作的好事或坏事，这就是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济浪漫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53）。这样去估价才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第三，我觉得估价人物活动最重要的是从他的主要方面，一生活动的主流去考察，特别是要从政治活动方面去考察。政治活动中又有主次之分。而考察这些活动的标准，是它们对于人类历史、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是运用了发展规律起正面的好作用，还是违背了发展规律起了消极作用；是根本符合于当时人民的利益，还是根本违背当时人民的利益。私人道德和作风固然应当考虑，但终究不起决定作用。因此曹操的俭德可风和权谋变诈，在评价历史作用时，就不一定给予很多考虑了。根据上面这三条，我觉得曹操一生的主要活动或活动的主流，是发展生产和统一北方。发展生产也是为了统一。次要活动是镇压黄巾、打乌桓和文学方面的倡导扶持。下面分别谈一下我的看法。

主要活动方面是统一事业。我同意翦老的提法，曹操“一贯地把统一中国当作自己的政治使命”，而且他确实部分地完成了这个使命，统一了北方。首先应该肯定，统一的中国，比起分裂的局面来，对于当时广大劳动人民是有利的。有人认为曹操“统一北方后所进行的扩张战争，是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愿望的”，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真理的见解。但是，我们说曹操的活动符合人民愿望，并不是说他是从人民愿望出发，为人民的利益而求统一。历史上任何统治者的统一事业，都不可能是从这样意图出发的！曹操也决不例外。他只是为了巩固统治，扩大势力，是封建统治者政治势力强大后照例要求的扩张而已。然而这种统一的企图和活动，客观上却起了正面作用。虽然曹操没有统一全国，北方人民的生活已经比起长期战乱割据局面之下的日子要好得多。这里就要问，曹操在统一事业上，比起当时吴、蜀的统治者究竟如何呢？是多作了点好事，还是作得少些呢？吴、蜀的统治者也是要统一中国的。诸葛亮要“北定中原”，孙权也心心念念要北伐。他们要求统一的目的，也和曹操没有什么大区别，只不过诸葛亮还加上一个“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企图而已。但是我认为，曹操进行统一事业比诸葛亮和孙权看得更深一些，作得更多一些，措施也更有效些。因而也应该予以更高的估价。

虽然曹操所凭借的基础——中国北部地区，比较广大，两汉以来，一直是生产比较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但是经过汉末割据战乱，人口之凋敝，生产之破坏，远比江南和西蜀为甚，曹操所面临的困难，比孙吴、西蜀严重得多。他采取的措施如兴屯田，开水利，种水稻，推广生产工具等，对发展生产起了很大作用。虽然最初屯田是在边境，为供应军粮，以后又推行到各地。经济恢复了，才有可能进行统一事业。诸葛亮也搞过屯田，但在他统治下的西蜀，比起东汉末年，似乎经济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孙权在这方面的措施也并不显著。应该说，曹操是在更困难的条件下作出了更好的成绩。

曹操不只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心目中还要建立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我认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在中国所以很早就出现，是和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密切相关的。中国在秦和西汉时期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并行，而前者常常占主导地位。封建国家手里控制着较多的土地和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因而有条件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马克思在他著作中好几处都强调东方没有土地私有制存在是了解全东方情形的关键，“国家在这里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主权在这里，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起来的土地所有权”（《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7）。虽然他主要是指波斯、印度、阿拉伯等国家，但对于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秦和西汉时期，应该也大致适用。当我们寻找东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出现较早这一特点的原因时，必须很好掌握马克思所提的关键。到东汉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日益废弛，封建化加强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后的必然结果，是超经济强制的加强，因为这样能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地主对农民的各种形态超经济强制更加厉害，自由农民对大地主的依附关系大大加深，出现了东汉的“宾客”、“门生”等一系列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大地主的、全部或部分从事生产的人。豪强大族荫庇成百上千的劳动人民，整户的农民从国家控制下转移到私门。这种封建化加强的趋势，到三国时仍然继续，吴、蜀皆如此。发展到晋、南北朝，大批“部曲”依附豪门，一方面是生产者，一方面又是私兵。这种趋势反映在政治上，便是割据分立，门阀贵族和皇室分享政权，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因而很难实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很难形成统一局面。反映在思想意识社会风习上，便是名德、门风、礼法和严格的贵贱等级制度。这种情况一直到隋、唐才有所改变。曹操所以有特识，就因为他朦胧地看到这种封建化加强的趋势是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障碍，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特别在地广人稀的北方，劳动力尤其宝贵。所以他从几方面来制止这种趋势。

第一，曹操在所统治和新征服地区禁止豪强兼并，例如严厉惩办了袁绍部下的豪家，打平刘表以后，对于“宾客千余家”的荆州豪族加以制裁等。其次，由国家组织和控制劳动人民，以防流入私家，成为荫庇的“宾客”、“部曲”。如屯田农民属于典农都尉，不隶郡县编制的制度；兵士世袭，单独列为“士家”的制度；“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错役”制度等。都是从防止依附荫庇，严格控制劳动人民，国家保证耕和战的主力这一目的出发的。第三，在思想意识上，曹操用道家思想来抵制儒家，强调“惟才是举”、“受金盗嫂”、“不仁不孝”的人都得进用，采取这种办法来反对礼法、门风、贵贱等级制度。应该说，这些都是诸葛亮和孙权所没有想到，更没有作到的。孙权在江南的统治是紧密依靠朱、张、顾、陆等大族豪强，诸葛亮对于大族也是无能为力的。曹操看到了社会发展中这一趋势不利于统一，而企图消除这种因素。这是他胜过当时其他统治者的地方，也是他能够统一北方，使他统治时期的北方与江南、西蜀有所不同的原因。

防止封建化加强和依附关系加深，争取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这是符合当时人民利益的。但是，封建化加强的趋势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封建社会必不可免的过程。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如曹操，尽管他看到一些比较根本的因素，但是他不可能明确地掌握发展规律，更不可能很好地运用它来推动社会前进。曹操对于人身依附关系加强的趋势，一方面企图阻止，一方面又向它妥协，甚至于自己也按照它办事。例如他对自己部下的荫附现象，便不能消除，只有采取另一种办法，即把他们迁徙到中央来。如李典“徙部曲宗族三千余口居邺”，此外还有一些类似的例子。像屯田农民之隶属典农都尉，也是加强农民对国家的依附关系，把农民束缚在国家土地上。这就说明曹操对于这种趋势无能为力。在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很强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条件下，企图统一而且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是比较困难的。曹操固然没有完成统一，西晋尽管暂时统一，很快又分裂。虽然“八王之乱”和边境少数民族内迁有很大关系，但即使没有这些因素，单看西晋初年的统一局面，也是很不稳固的。即使曹操时期北方经济更发达些，曹操军事力量更强大些，恐怕也不容易统一。我想，我们不应把统一事业当作曹操个人的事功，而应当把它放在社会发展整个过程的基础上去考虑。不应把曹操孤立估计，而是放在统治阶级里去考虑。既要看到他进行统一的进步面，也要看到他进行统一中的局限性。这就是我对曹操一生活动的主流——统一事业的估价。以上的一些论点都极不成熟，本着敢想敢说、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来，诚恳地希望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同志们加以指正，展开讨论！

既然在封建割据局面下求统一，便免不了要打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性质的行动。打仗就得死人。不能因为死人而谴责曹操进行战争，更不能因为谋求统一进行战争而全部否定曹操。毛泽东同志说过：“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杨柄同志把曹操一生活动都概括为战争，认为他的“一切政策和措施全都服务于战争”，忽略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点，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再谈曹操的次要活动。镇压黄巾起义当然是坏事，我们不应该讳言！第一次（公元184年）镇压黄巾时，曹操还只是一个骑都尉，是皇甫嵩部下一名帮凶。第二次（公元192年）镇压黄巾是他欠人民的一笔血债。最初曹军还吃过败仗，战斗是很激烈的。打败黄巾后，确是如郭老所说，曹操把黄巾“组织化”了。因为他把兵士组成“士家”，永远替他当兵，“青州兵”这支部队一直存在20多年，到曹操死。但决不能因此而加以肯定，说他虽镇压黄巾而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我同意杨柄同志的意见，如果说曹操把黄巾“组织化”了，那就得问，“组织化”以后为谁服务？但是我认为，从评价曹操这样一个统治阶级人物看来，镇压黄巾在他一生几十年政治活动中，还不能算主流。

关于打乌桓，我同意许多同志的意见，曹操是为了统一北方，同时也由于袁绍的儿子得到乌桓的支持来反对他，才去打的。乌桓对于东北边境上从事农耕的汉族劳动人民，在生活上和安全上是很大威胁。《魏志》《乌丸传》：“寇暴城邑，杀略人民，北边仍受其困。”当时的酋长蹋顿又“恃其阻远，敢受亡命，以控百蛮”。即使如杨柄同志所说，当时不是乌桓侵边之际，由于曹操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地出击，不但夺回大批汉族人民，而且“边民得用安息”，仍然是该肯定的。然而，如果因此就给曹操戴上“民族英雄”的帽子，就未免不实事求是了。曹操不是在民族压迫严重，侵略紧急，斗争尖锐时，出来抗击外侮的。打乌桓的战争并不关系汉族生死存亡。他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还是靠了田畴和田畴的部曲，更谈不上有什么英勇的战斗。如果曹操因为这件事而赢得“民族英雄”称号，这一称号就显得太无足轻重了。至于曹操的民族政策，也并不是以谋求民族融合为主。他迁徙少数民族到中原地区，主要还是为了要劳动力和兵。他对少数民族始终是有戒心的。例如他告诫地方官说：“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因欲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事。”这是对于少数民族防范得多么周到，这才是封建统治者的本色，他又怎样会采取融合为主的民族政策呢？

最后，我的结论是，在三国时代统治者中，曹操是一个有远见的杰出的人物。他的一生活动的主流是进行统一事业。应该肯定，他的活动客观上起了积极正面效果。但同时也不应当忘记，在中国中古社会封建化加强的时期，尽管他作种种努力，他的统一事业是很难实现的，只有到隋朝才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曹操还有一些次要活动，对历史发展有起积极作用的，也有起消极作用的。总起来说，应该是功多于过。






（原载《光明日报》1959年5月6日）





《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






身世的考察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文献。它涉及的时代从后汉直到刘宋，近三百年。它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思想、宗教等许多方面。《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史的一部重要资料，也是研究这一时期思想史必不可少的资料。

《世说新语》在《隋书·经籍志》中作《世说》，属于子部小说家。关于书名之作《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的问题，自来中日学者多有论述，这里暂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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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志》说，“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志中与《世说》并列于小说家的书，有《笑林》、《笑苑》、《解颐》之类记载笑话的书；也有《鲁史欹器图》、《器准图》、《水饰》之类关于工艺的书（大约因为《汉书·艺文志》以为小说家小道可观，因而把这些“小道”的书列为小说家）。《隋志》中与《世说》并列而性质比较接近的，有东晋裴启的《语林》和梁殷芸的《小说》。《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续晋阳秋》说，“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而殷芸的《小说》，据《史通·杂记篇》，是因为有些记载如刘敬叔《异苑》之类，“其言不经，故梁武令殷芸编诸小说。”前者是专记“言语应对”，后者收的是被认为“不经”的记述，不能编入梁武帝所撰《通史》里去的材料（参看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三二）。由《隋志》对小说家的界说，和收入小说家的著作的性质来看，《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对于《世说新语》这部重要著作的评价是很不高的。

这种评价，也为唐代史学家《史通》作者刘知几所承袭。他多次把《世说》和《语林》、《笑林》等并提，《书事篇》说，“又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悦”。《采撰篇》把《世说》和《幽明录》、《搜神记》并列为“晋世杂书”，《杂述篇》称《世说》为“街谈巷议”。《杂说篇》一则说“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所举即以《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为例。再则说，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但是，刘知几这些评论受到《四库提要》的批评，《提要》认为这些说法“未为通论”，这是完全正确的。

《世说新语》的价值，早为研究历史以及思想史、文学史的学者们所承认，已不待言。《世说》可能也采录了《语林》的某些部分。但裴启《语林》唐时已亡，殷芸《小说》也已亡佚，只有《世说新语》流传下来。宋以后还不断有人仿效其体裁著书，当然这些著作远不能和《世说》相比。这种情况就足以说明，刘义庆的书是具有生命力的，是有其存在价值的，和裴殷两家的书之终被淘汰，是大有区别的。

《世说新语》共分三十六门，但综观全书所记述的大多数故事，可以说主要集中在两大类内容。一是关于“人伦鉴识”亦即人物的品题评论方面。三十六门的标题，也多含有品评的意味，实际也是反映书中这一倾向，与之相呼应的。另一大类内容，是玄远的清言，所谓“其书叙述名隽，为清言之渊薮”，例如有关“将无同”问答之类的记载。这两大内容，都和思想史的研究有关。正如“清谈”一词的含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指人物品题发展为指玄谈清议，《世说》一书的主要内容和倾向，也是贯串“清谈”发展的两个阶段，与之相适应的。我们不妨把刘义庆的《世说》称作“清谈之书”，而不应像《隋书·经籍志》或《史通》那样，称为“街说巷语”或“短部小书”。《世说新语》虽分成三十六门，看起来各条不相联系，但全书的大部分具有“清谈”这一中心思想和线索，却是颇为清楚的。因而它和《语林》、《小说》之杂缀成篇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像《幽明录》、《搜神记》专讲神奇鬼怪，更非《笑林》、《笑苑》之类的书所能比拟了。

《世说新语》的作者自来说是宋临川王刘义庆，至少是在他主持之下，在他的思想指导之下编辑而成的。刘义庆为什么要编辑这样一部书呢？沈约《宋书》卷五一刘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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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传里有这样一段话：“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现在试从“世路艰难”这四个字的解释，阐明刘义庆的身世，进而推测他主持编写《世说新语》的原因。

南朝的高门贵族到萧梁时萎靡不振，例如梁元帝萧绎由于“素不便驰马”，魏军逼迫时就不能乘暗突围（《南史》八《本纪》）。个别人如邵陵王纶之子萧确，“常在第中习骑射，学兵法，时人皆以为狂”（《梁书》二九本传）。《颜氏家训·涉务篇》的一段记述，描写得更为生动：“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宏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
 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这是南朝末叶六世纪中期的情况，距此约一百年前五世纪中期的刘宋时代，还不致如此。宋时南方马也比较少（参看郝懿行《晋宋书故》有马条）。但刘宋的士大夫，还不至文弱得像梁朝那样。所以刘义庆还“少善骑乘”。然而迫使他“不复跨马”的所谓“世路艰难”，究竟指的什么呢？《南史》十三《刘义庆传》全袭沈约《宋书》原文，唯独删去“以世路艰难”五个字。这就说明李延寿大概不明白它的含义，所以略去了这几个颇为关键的字。

刘义庆卒于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四十二。他的主要活动年份在宋文帝刘义隆的统治时期。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北魏南伐以前，边境大体平静。沈约在《本纪》末尾的史臣论里，说宋文帝时“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卷五四的史臣论也说元嘉末年以前的几十年间“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减，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所说虽不无夸张，但基本上符合实际。如果把“世路艰难”四个字理解为社会动乱或者生活困难，那么，在这样的和平时期，身为宗室备受优遇的临川王，怎么会有“世路艰难”之可言呢？原来这句话乃是别有所指，要从刘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去寻找答案。

宋文帝即位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不断诛杀大臣。加以他身体不好，“有虚劳疾，寝顿积年，每意所想，便觉心中痛烈，属纩者相系”（《宋书》卷六八《彭城王义康传》），所以更加神经过敏，多所猜忌。文帝即位不久，首先杀了对他形成直接威胁的几个“顾命”大臣，即元嘉三年诛杀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徐羡之和尚书令傅亮，并且亲征荆州，杀了盘踞上游的荆州刺史谢晦。吴郡太守徐佩之也在这年被诛。以后元嘉七年杀兖州刺史竺灵秀，十三年杀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十七年杀党于彭城王义康的丹阳尹刘湛和义康的一些亲信。刘义康被解除司徒录尚书事要职，出任江州刺史。元嘉二十年杀雍州刺史刘道真、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刘义庆死去的次年（元嘉二十二年），免彭城王义康为庶人，杀范晔等。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大军南下，当时刘义康已废居广州。文帝“虑异态者或奉义康为乱”，于二十八年正月赐义康死。宋文帝诛戮的这些大臣和宗室，大多是冤枉的。以江州刺史檀道济为例；本传说他“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当时文帝“寝疾累年，屡经危殆”。十二年文帝病重，又值北魏来攻，于是召道济入朝。到十三年春天，文帝病好了一些，决定放道济回江州。道济已经上了船，文帝忽然病又发作，于是“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这件事由当时执政的刘义康处理，但必然是根据文帝的意图执行。宣布檀道济罪行的诏书里，只有“空怀疑贰”，“猜阻滋结”、“不义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听，彰于遐迩”等等空洞的诬陷不实之词，所以檀道济被收时忿恨地喊：“坏汝万里之长城。”

扬州是东晋南朝的根本所寄，徐羡之被杀后，任扬州刺史的，先有王弘、刘义康、殷景仁。王和殷两人是异姓大臣，义康是文帝的兄弟，信用殷景仁，是为了钳制义康。元嘉十七年殷景仁死后，文帝的儿子多已长大成人，于是扬州刺史不再由他的兄弟而是由他的儿子来担任。先是第二皇子始兴王浚，到廿六年又以庐陵王绍代替。廿九年刘绍死，扬州刺史由皇子担任凡十二年。

从上文所引材料看来，所谓“世路艰难”，就是指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特别是指宋文帝刘义隆的猜忌，使诸王和大臣都怀有戒心，惴惴不能自保。沈约修《宋书》，除宋末十几年的事迹之外，都是沿用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等人在宋代所修的旧史（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五三沈约宋史条），所以一百卷的大书一年而成。何、山、苏、徐等人修本朝的历史，必然多所顾虑，不敢率直表述。所谓“世路艰难”，我想就是刘宋旧史里的隐晦之词，而被沈约沿用下来。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上乌夜啼条云，“右宋临川王义庆造也。宋元嘉中，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郡。义庆时为江州，相见而哭。文帝闻而怪之，征还宅（疑当作京字）。义庆大惧，妓妾闻乌夜啼，叩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及旦，改南兖州刺史。因作此歌”。据两王的本传，义康于元嘉十七年因刘湛事得罪，授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义庆则是十六年授江州刺史，十七年改南兖州，当为义康所代（《旧唐书·音乐志二》称元嘉十七年义康徙江州，又称义庆“其年更为南兖州刺史，作此歌”。“征还宅”之文与吴兢书同）。吴兢书中所描述的细节，大约有所依据，可以和史文互相印证，恰足说明刘义庆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宋书》卷六三王华、殷景仁等传的史臣论，大约是进入南齐沈约奉敕修《宋书》时自己所撰写，所以敢于议论，说“元嘉初诛灭宰相，盖王华孔宁子之力也。……若二子永年，亦未知来祸所止也”。宋文帝曾经说，“猜忌褊急，魏武之累”，而承认他自己“于左右为少恩”（《宋书》六一《江夏王义恭传》）。其实他的刻薄少恩固不止于对待左右而已。

刘义庆的遭遇和《世说新语》成书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从义庆本传里的四个字可以窥见消息。他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世说》里记载的故事和议论，有些在故事发生的当时是颇具政治意义的，例如才性四本的讨论，在魏晋之际曹氏司马氏政治斗争剧烈时就是如此。但到东晋刘宋时代，就成为与政治或时局无关的纯粹哲理讨论了（参看作者《三国志札记》，载《文史》第九辑）。《世说新语》里记载的人物、事件、议论，都和刘义庆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相去悬远，不相涉及，而这正是他著述的宗旨所在。

《宋书·刘义庆传》附鲍照事迹，并收录所作《河清颂》，而刘义庆《世说新语》反不提及，《南史》本传才举了此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世说》“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这个意见是非常确切的。日本川胜义雄氏推论此书出于义庆门客、谢灵运好友何长瑜之手（见《东方学报》京都第41期所载《关于世说新语之编纂——元嘉之治的一个侧面》）。沈约距义庆时世甚近，《宋书》所据又是当时史官旧稿，而本传里收录义庆著述，独独不把此书列在他的名下，想必有其原因。但《世说新语》即使不是——很可能不是——刘义庆自著，也是在他的思想指导影响之下纂辑而成的。探讨义庆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对于研究《世说新语》也会有所帮助吧。（参看作者《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宋书·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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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梁武帝及其时代



东晋南朝的二百七十年期间，统治时间最长的要算梁武帝萧衍（464—549，在位502—549）。这些朝代的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中，比较有所作为而且具有特点的，也要算梁武帝。自从317年东晋南渡，形成汉族政权的南朝与各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相对峙局面以后，到589年隋灭陈，在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梁朝的五十年可以说达到较高的发展。萧衍之死，就标志着梁朝的灭亡。正如他自己所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因为简文帝受制于侯景，元帝僻处江陵一隅，历年都极短促。萧詧成为北周附庸傀儡，亦不足论。以梁朝的覆亡为转折点，南北军事上的均势从此消失，四十年后北方吞并南方的局势，这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梁武帝及其统治时期的历史，在东晋南朝历史中，是颇为关键的一个阶段。



（一）



梁武帝的统治，和宋齐相比，有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处理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人物的关系上。概括起来，可以分成三方面考察。

第一，如何对待前朝皇帝和宗室。萧衍与以前的王朝采取的态度、措施，有同也有不同。刘裕和萧道成篡夺政权以后，都很快就杀死前朝让位的皇帝，以绝后患。前朝的宗室，也都遭到屠戮或排斥。萧衍受禅以前，拥立傀儡齐和帝宝融时，就杀死了自命为东昏侯宝卷继承人的湘东王宝晊，和他的兄弟江陵公宝览、汝南公宝宏。接着又杀了齐明帝其他几个儿子邵陵王宝攸、晋熙王宝嵩、桂阳王宝贞。鄱阳王宝夤逃往北方。只有谢沭公宝义由于哑巴残废而获免。受禅以后，本来准备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徙宝融为王。但听了沈约的一句话，“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于是处死了宝融。这一系列作法，和刘裕、萧道成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另一方面，萧衍因为和萧齐同宗，利用齐明帝萧鸾以旁支继位，大杀齐高帝萧道成后裔这件事，在自己消灭萧鸾一支以后，对萧道成的嫡系子孙萧子恪等进行分化，采取了不仅宽大为怀而且极力拉拢的态度。萧子恪兄弟十六人，都在武帝朝廷上担任了大小不等的官员，发挥了他们的才能，和萧鸾一支后裔的处境，形成鲜明对照。推翻齐朝之初，萧衍就对萧子恪说：“我政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二世，宗属未远。……且建武（齐明帝年号）屠灭卿门，致卿兄弟涂炭。我起义兵，非惟自雪门耻（指兄萧懿被东昏杀害），亦是为卿兄弟报仇。……且时代革异，望卿兄弟尽节报我耳。且我自藉丧乱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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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使人传语：“我今日虽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诸郎（指子恪兄弟）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诸郎得安耳。但闭门高枕，后自当见我心。”所谓磐石未立，当指草创伊始，萧衍本身的宗室尚未建藩封国。萧衍的这番话里，有出于策略进行分化拉拢安定人心的成分，也有坦白推心以诚相见的成分，这就和刘裕、萧道成对待东晋刘宋宗室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推原其理由，是因为萧衍对于自己新王朝统治的巩固抱有充分信心，不怕前朝宗室造反，才能如此。而萧衍的信心，又来源于新旧王朝力量对比的优势。

这里可以把萧衍的梁朝和以前的王朝作一比较。曹丕、司马炎篡夺政权后不杀旧君，因为曹操公元195年掌握汉献帝，到曹丕代汉，已经二十多年。司马懿从公元249年高平陵事件掌握大权，到司马炎代魏，也有十五六年。在这过程中，异己势力已消灭殆尽，新王朝的统治比较稳固，力量远在被推翻的旧王朝之上。刘裕从公元404年灭桓玄起，到420年夺取政权，虽也有十五六年，也不断消灭异己。但情况有所不同。刘裕出身低微，不但不能与高门司马氏比，也不能和先世当过太尉的曹氏相比。因而他多次北伐，以提高声望。不过他不能无所顾虑，要防止士大夫们拥司马氏复辟。两晋延续了一百五六十年，仅东晋即达一百年，宗室繁衍，到晋末还拥有一定力量。如司马休之、司马楚之等起兵反抗刘裕，失败后逃亡北方，聚族以谋复仇。还有不少司马氏宗室逃亡在河南，为刘裕所深忌，所以特派刺客去暗杀司马楚之。可以看出，刘裕篡夺政权后，对司马氏采取屠戮手段，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萧道成父子，“智识凡猥”，“本无大功于天下”，特别是代宋的基础也远较曹氏、司马氏、刘裕为差，所以即位马上杀宋顺帝，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梁武帝的情况与萧齐不同。因为齐朝统治年限很短，只有二十四年，高帝萧道成和武帝萧赜的子孙，差不多都被萧鸾杀尽。萧子恪一支出自武帝之弟豫章王嶷，明帝时即非屠杀的主要目标，所以萧衍能够对他们采取宽大政策（以上对比分析，采用祝总斌同志说，附志感谢）。

除去新旧王朝力量对比的优势之外，梁武帝对统治的信心还与他夺取政权时的年龄不无关系。宋齐开国之君即位的时候，在当时已算高龄。刘裕年六十五，代晋三年而死；萧道成五十三岁，代宋四年而死。都已到了所谓知命耳顺之年。而萧衍代齐时只三十四岁。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北方高凉，四十强仕”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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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和刘裕、萧道成即位时充满桑榆迟暮之感，惟恐来不及巩固统治，生怕子孙不能守成，是迥乎不同的。加以新旧王朝力量对比悬殊，所以萧衍即位时满怀信心，丝毫不惧怕萧齐宗室造反，反而能够宽大为怀了。宋代叶适《习学记言》三三论梁武帝与萧子恪语，也注意到他与刘裕、萧道成之不同。但叶适说：“刘裕惩创司马复兴，遂殄灭无遗育，而萧道成效之。及其甚也，鸾以庶代宗亦然，哀哉！梁武号粗有识，宜其不忍为也”。叶氏对萧衍的观察分析，只从人情的忍与不忍着眼，显然是没有触及要害了。

第二，在对待佐命功臣方面，梁朝也与前朝有所不同。宋齐开国之君即位不久就死去，继位的皇帝对开国功臣特别是武将多所疑忌，如宋文帝杀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齐武帝杀垣崇祖、张敬儿。因为这些人对开国之君而言，或者比肩共事，或者效死疆埸，才成为开国元勋。继位的皇帝因而感到他们功高震主，形成威胁。萧衍夺取政权后，却没有诛戮功臣的事，这可能由于以下原因：一、萧衍重要的佐命文臣，如范云、沈约，虽然在齐朝竟陵王子良的西邸时，都曾与萧衍并肩为“八友”成员，不相上下。但范沈当时都是以文义见长，没有什么政治实力。他们在萧衍夺取政权前后，起过参谋顾问作用，却并不对新政权形成任何威胁。所以他们并不构成梁武帝疑忌的对象，而是倚靠的力量。二、重要的武将，如王茂、邓元起、吕僧珍、曹景宗等，原都是受禅以前早已追随萧衍的部下。新政权建立后，他们加官晋爵，只有更为尽忠于皇室，不会对帝位有任何野心。《隋书》四十《王谊传》有一段故事，对于了解萧衍很有启发：“开皇初，上（隋文帝）将幸岐州。谊谏曰：‘陛下初临万国，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戏之曰：‘吾昔与公位望齐等，一朝屈节为臣，或当耻愧。是行也，震威扬武，欲以服公心耳。’谊笑而退。”这段话虽然是隋文帝的戏言，但不能不承认也透露他心底的某些顾虑。而萧衍即位以后，则是不存在这种顾虑的。所以他既不须像杨坚那样“震扬威武”，也不须像宋齐嗣君那样诛杀大臣之多而且酷了。

第三，在选拔人才进行统治方面，梁武帝时期更有不同于东晋宋齐的显著特点。现在分别就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和集团，分析梁朝五十年中他们在政治上所起不同作用，从而考察梁武帝重用哪些人以及这种用人政策的结果。

东晋宋齐以来士族中的高门，到梁朝仍然保持其优越的社会地位。梁武帝也和前朝的皇帝一样，承认并且尊重他们优越的社会地位。梁武帝在受禅以前，就曾上表说，“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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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他是要努力保持谱牒的准确，维护“冠族”的纯洁，以利于维持门阀制度。天监五年又下诏，“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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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旧族”，当然也是指几百年来的门阀而言。杨公则在湘州，“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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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武帝改革官制，把旧日的一至六品官分为十八班。据《隋书·百官志》所记梁制，列于每班之首的，大抵属于清官。又设流外七班和三品蕴位五品勋位等。其目的不外从制度上区别清浊，以巩固门阀贵族的地位和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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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武帝即位后，即与琅玡王氏通婚，为简文帝娶王俭曾孙女，嫁妹于王导六世孙。侯景据寿阳后，气焰嚣张，公元548年请婚于高门的王谢。梁朝这时已濒于覆亡，但梁武帝仍然向侯景说，“王谢门高非偶”要保持门阀的尊严，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这种精神，和南齐时纪僧真乞作士大夫时，武帝说“由江
 谢
 ，我不得措意”，以及纪僧真所谓“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仍然一脉相通。以梁代的琅玡王氏为例，王筠认为没有人家“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也。”沈约自诩“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也赞叹王氏“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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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以后，刘宋到梁这80几年中，三易朝代。当易代之际，官位已高的高门大族人物就遇到一个矛盾：尽忠于旧王朝，抵制新王朝；还是背弃旧王朝，投向新的统治者。抵制新朝则政治上受挫折，虽然旧日门阀所享受的优越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动摇。投向新朝则增强政治势力，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和巩固门阀地位，但必然遭到讥刺。南朝的侨姓高门，后来每以王谢袁萧并举为大。实际兰陵萧氏只是由于齐梁皇室所出而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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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谢袁才是两晋甚至后汉以来典型的高门。这三家已有官位的人，在易代之际，由于种种原因，在上述两条道路中，往往有不同选择，但究以投向新朝者为多。如谢晦、王弘、王昙首等投向刘宋，王俭、谢超宗等投向萧齐，而像袁粲那样坚决忠于刘宋旧王朝，拒绝与将要夺取政权的新统治者萧道成合作的，终属少数。梁朝建立后，齐时已起家入仕途的，王氏如王亮、王莹、王瞻、王志、王峻、王暕、王泰、王份，谢氏如谢朏、谢览，都在新朝作了官。虽然个别人起初也多少有过不合作的表示，如王亮、王志，当萧衍讨伐东昏时，“义师至新林，内外百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间路送诚款。亮独不遣”。“义师至城内，害东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闻而叹曰，‘冠虽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树叶挼服之，伪闷不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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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朏虽然以宋朝侍中身份拒绝解玺给受禅的齐高帝，但终于先后在齐梁两朝入仕。齐梁之际的袁昂，尤其是易代之际高门人士行动的典型。他的行为，说明高门甲族重自己的门户甚于王朝，首先考虑是如何保卫家门，而不是尽忠王室。《梁书》三一《袁昂传》载，昂在齐末任吴兴太守，“永元末，义师至京师，州牧郡守皆望风降款，昂独拒境不受命”。“建康城平，昂束身诣阙。高祖宥之不问也”。萧衍讨伐东昏时，尚未表示要取而代之。但当时形势已很明显，因为萧衍从襄阳出兵时，已经公然以武王伐纣自命了。袁昂起初对萧衍表示不合作，但终于投降，仕至侍中司空尚书令。笼络高门是梁武帝的一贯政策，所以他手书晓喻袁昂说，“今竭力昏主，未足为忠；家门屠灭，非所谓孝。忠孝俱尽，将欲何依”。又说，“朕遗射钩，卿无自外”。袁昂回答萧衍，虽然说“况食人之禄，而顿忘一旦。非惟物议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实则衷心为家族计，力求保存门户。所以袁昂临终告诫诸子云：“吾释褐从仕，不期富贵。但官序不失等伦，衣食粗知荣辱，以此阖棺，无惭乡里。往忝吴兴，属在昏朝之际，既暗于前觉，无识于圣朝，不知天命，甘贻显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门户”。他谆谆不忘的，主要在于门户乡里。袁昂在他的《古今书评》里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反映出他对高门的看法，认为高门子弟就是高人一等，与众不同。尽管袁昂对梁武帝每每自称“东国贱男子”、“东国贱人”，实际陈郡袁氏为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袁昂临终诫子的话，正全是高门大族口吻，贱字不过是谦词。陈郡袁氏的社会地位远在梁武帝的兰陵萧氏之上。袁昂之所以特别自加贬抑，恰恰反映高门盛族自视之高，以及竭力避免新朝皇帝猜疑的顾虑心理。袁昂诫子又云，“圣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远之恩（指追赠官爵）”。所谓“遵古”及“知吾名品”，就是指萧衍尊重门阀制度，了解袁家的社会地位，和拉拢高门大族的态度。在这一点上，萧衍与袁昂可以说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姚思廉在史臣论中说袁昂“抗疏高祖，无亏忠节，斯亦存夷叔之风矣！终为梁室台鼎，何其美焉”！这样评论，无异于对袁昂的讽刺。而这种讽刺，可以说适用于王谢等高门中的一系列人物。

梁武帝维护几百年来的门阀制度，尊重高门士族，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也确实在梁朝做了高官，如王亮官至中书监，王莹官至尚书令和丹阳尹，王瞻、王峻、王份官至侍中，王志官至中书令，王暕官至侍中左仆射，王泰、谢览官至吏部尚书，谢朏官至中书监，袁昂官至尚书令。但是，这些高门甲族担任的官位虽然不低，却只停留在虚名上，在梁朝不能算政治上的实权派。所以形成这种情况，有其历史原因。姚察曾说：“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赏。恪勤匪懈，终滞鄙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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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敬弘的故事，见于《宋书》六六本传：“元嘉三年，为尚书仆射，关署文案，初不省读。尝豫听讼，上问以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悦。”这种风气，到梁时更加泛滥。颜之推描述得好：“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即使是“文学之士”，他们“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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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谢盛族虽居高位，不亲事务。而梁武帝的政策，也正是一方面争取门阀士族的拥护，作为自己统治的支柱，一方面把他们当作摆饰，而另外任用一些真能关心“簿领文案”的人来进行统治。这些人是从士族的中下层亦即门第不高的所谓次门、后门、寒门中来，这种士人称为寒士，但不能与寒人、庶人或寒庶混为一谈。

《通鉴》一四五（天监二年，公元503）有一段关于梁武帝统治前期用人的记述，作了很好的概括：“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云卒。云尽心事上。知无不为。临繁处剧，精力过人。及卒，众谓沈约宜当枢管。上以约轻易，不如尚书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卫将军周舍同参国政。舍雅量不及勉，而清简过之。……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勉或时还宅，群犬惊吠。每有表奏，辄焚其稿。舍豫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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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鉴》此文所举四人之中，范云、沈约、徐勉三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来自士族里的中层或下层。

沈约，吴兴武康人，祖先沈林子在刘宋时以军功起家，既是南人，又非高门。范云是东晋范汪的六世孙，但亦非士族中的高门。《梁书》二十《陈伯之传》云：“河南褚
 京师之薄行者。……高祖即位，
 频造尚书范云，云不好
 ，坚距之。
 益怒，私语所知曰，建武以后，草泽底下（《通鉴》一四五作下族）悉化成贵人，吾何罪而见弃？”褚
 当是河南阳翟褚氏，与褚渊一家，是有名的大族。他所谓草泽底下，看来就是针对拒绝接待他的范云而发。沈范两人都是萧衍的旧友，而徐勉就不同。他是东海郯人，《梁书》二五本传说他“幼孤贫，早励清节”。徐勉诫子书也说，“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南史》六十本传载，“旧扬徐首迎主簿尽选国华。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选首。帝敕之曰，卿寒士，而子与王志子同迎，偃王以来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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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书》二一《江蒨传》，“济阳考城人。曾祖湛，宋左光禄仪同三司。父
 ，齐太常卿，并有重名于前世。……仆射徐勉以权重自遇，在位者并宿士敬之。唯蒨及王规（王俭之孙）与抗礼，不为之屈。勉因蒨门客翟景为第七儿繇求蒨女婚，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与勉有忤。……是时勉又为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并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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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为东海郯人的宋代徐羡之，被王华目为“中才寒士”，见《南史》二三《王华传》。从这些事实，可知东海徐氏门第远在琅玡王氏、济阳江氏之下，被目为寒士。犹之东莞莒人刘祥是刘穆之之后，也被褚渊骂为寒士，见《南齐书》三六本传。徐勉出自士族中的寒门、次门，比较起来还善于处理实际事务，因此为梁武帝所任用。周舍是汝南安城人，周
 的八世孙。他虽属第一流高门，但和何敬容相似，明习吏事，所以参预机密二十余年。

《通鉴》一五八说，“自徐勉（大同元年，公元535）周舍（普通元年，公元524）既卒，当权要者，外朝则何敬容，内省则朱异。敬容质慤无文，以纲维为己任。异文华敏洽，曲营世誉。二人行异而俱得幸于上。”何敬容庐江人，父祖都有名于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选尚齐武帝女长城公主”，是出身于第一流门阀的。但何敬容之受到梁武帝重用，却并非由于他的家世或高门的特点，而是由于他“久处台阁，详悉旧事。且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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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书》三八《朱异传》说：“自周舍卒后，异代掌机谋。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咨询详断，填委于前。异属词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瞻，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朱异吴郡钱塘人，顾欢的外孙，而顾欢“家世寒贱，父祖并为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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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异出于士族的下层，所以他“轻傲朝贤，不避贵戚。人或侮之，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下之则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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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异和徐勉出于同一阶层，徐勉竭力要“高攀”，和琅玡王氏、济阳江氏结亲，而朱异则采取蔑视这些高门的态度。侯景“请娶于王谢，〔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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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朱张并非朱张顾陆的朱张，应当从《通鉴》一六一胡三省注的解释：“朱张谓朱异张绾之族也。”张绾，范阳方城人，是萧衍舅父张弘策的儿子，西晋张华的后代。《周书》四二《刘璠传》载，张绾在一次宴会上“因酒后诟京兆杜骞曰：‘寒士不逊！’璠厉色曰‘此坐谁非寒士！’璠本意在绾，而〔萧〕晔以为属己”。可见张绾虽骂别人寒士，自己也被目为寒士。《南史》五六张绾的哥哥张缵传也说，“缵本寒门，以外戚显重，高自拟伦”。他对寒门人士特为留意，任吏部尚书，“其后门寒素，有一介皆见引拔，不为贵要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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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绾则两任御史中丞，本传说他“再为宪司，弹纠无所回避，豪右惮之”。张绾大约能够躬亲事务，与周舍、徐勉、何敬容、朱异是同一类型人物，所以受到梁武帝的信任，担负了御史中丞这样烦重的职务。萧衍把张家与朱家并提，说明张家门第远不能和王谢相比，属于寒门。张氏兄弟属于寒士，是较低的阶层。从以上论证，可以看出，梁武帝比较注重吏治，所以不委政于王谢，而重用何敬容、朱异这一些人。叶适《习学记言》三二驳正梁武帝委政群小的批评，说“何敬容自是吏手，朱异未为蠹政”，这话确是公论。

在吴姓寒门的朱异之外，梁武帝对于吴人集团的态度，也和宋齐统治者不同。宋齐时沿东晋百年来旧习，虽然建政权于江南，对江南土著不论多高门第，始终抱有偏见。萧衍对于这个习惯有所突破。如用吴郡张率为秘书丞，说他是“名家奇才”，“东南物望”，“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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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之前二十几年，张率的父辈张绪的遭遇，便大不相同：“〔齐高帝萧道成〕欲用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在座。启上曰：‘俭年少，或不尽忆。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上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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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衍之弟扬州刺史临川王宏死后，“于时贵戚王公咸望迁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识通敏，实应此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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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刺史是东晋南朝重要职位，向来由皇帝的兄弟、儿子或者北来高门担任。天监十七年时，萧宏一度坐法免去扬州刺史职务，萧衍下诏任命从弟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萧景“监扬州，并置佐史，侍中如故”。萧景“越亲居扬州，辞让甚恳恻，至于涕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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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扬州刺史人选之重要。孔休源会稽山阴人，先后两任，共约六年，卒于任，见万斯同《梁将相大臣年表》。孔休源与范云、徐勉都是好友，徐勉向武帝推荐他“识具清通，谙练故实”。本传说他在荆州任南郡太守行府州事时“甚有治绩，平心决断，请托不行”。任扬州刺史时，“神州都会，簿领殷繁。休源割断如流，傍无私谒”。一非宗室，二非北人，以南方土著而任为扬州刺史，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年中，只此一例而已。梁武帝之所以打破百余年来歧视南人偏见，重用孔休源，当然也因为他是比较干练，能够从政的人才。

梁武帝重视门阀士族的中下层，还从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制度方面采取了措施。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各主一馆，馆有数百学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隋书·百官志上》记载，“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武〕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天监八年又下诏，“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指吏部〕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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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寒门子弟在入学和试吏以进入仕途方面，都得到特别关注。据《隋书·百官志上》，有些官位，如中书通事舍人，“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梁书》四九《庾於陵传》说，“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於陵与周舍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从这件事看出，在萧衍心目中，习惯上被羡慕的清官和社会上受尊重的甲族，都不及人才本身的重要。只要人有才能，不必非出自高门甲族不可；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去担任，任何职位都会为之生色，都可以受人羡慕。“官以人而清”的思想，在门阀制度占统治地位，出身门第重于一切，连官职都区分清浊的社会里，不能不说是颇具积极意义的了。

东晋南朝的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在高门士族和寒门士族之下，还有一个阶层——庶族亦即寒人，或称寒庶。《宋书》九四《恩幸传》说，“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南史》二三《王球传》载，王球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士庶区别形成一种不成文习惯，士与庶之间在通婚，交往等方面都有限制，任官、服役、刑罚等方面都有区别，这里不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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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南齐书》五六《吕文度传》载，“永明中，敕亲近不得辄有申荐。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梁书》四九《钟嵘传》载嵘上言，对举“素族士人”和“吏姓寒人”。都明确地把人士或士人与寒人即庶人对照而言，也是士庶之别的一种体现。寒人、寒门之外，还有寒官之称。如《纪僧真传》“自寒官历至太祖冠军府参军主簿”，《刘系宗传》“自泰始中为主书，以寒官累迁至勋品”。寒官具体何指，史书中不见明文。但《颜氏家训·涉务篇》说，“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指典签和省事），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大概这些可以鞭杖的官，都由寒人担任，即属于寒官之列。所以《隋书·刑法志》记陈制也是“寒庶人准决鞭杖”。这种寒人在南朝得到皇帝的宠信，很有权势，赵翼《廿二史札记》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有所论列。但赵氏把自称寒士的朱异也列为寒人，混淆了寒士与寒庶之别。我在四十四年之前所写《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文中，也沿袭了这个错误。梁武帝不同于宋齐皇帝，正是不重用寒人，不倚靠寒官，而倚靠徐勉、朱异之类的寒士。《南史》六一《陈庆之传》，“梁世寒门达者唯庆之与俞药。药初为武帝左右。帝谓曰：‘俞氏无先贤，世人云俞钱，非君子所宜。〔宜〕改姓喻’。药曰：‘当令姓自于臣。’历位云骑将军、安州刺史”。这里的寒门即指寒庶。陈庆之义兴国山人，幼而随从梁武帝。武帝曾说他“本非将种，又非豪家”。俞药家无先贤。说明两人都出身寒庶。既然寒庶出身而致显达者只此两人，可见寒庶在梁朝没有像宋齐时那样掌握机要，权势惊人。所以《宋书》有《恩幸传》，《南齐书》有《幸臣传》，而《梁书》里却没有相当于此的专传，正是反映了这一事实。

北魏方面，对萧衍的统治曾有评价，说他“虽复崎岖江左，窃号一隅，至于处物，未甚悖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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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的含义，可以理解为萧衍的统治比起齐东昏时，较为正常，较为稳定。这正是萧衍依靠徐、周、何、朱这些人实行统治的结果。但是，无论第一流的高门王谢，或者中下层的门阀朱张，以至于寒庶，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梁武帝倚靠中下层士族所进行的统治，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我们引用《隋书·刑法志》中几段材料，就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萧衍统治的阶级实质：“武帝敦睦九族，优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讽群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其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则举家质作。人既穷急，奸宄益深。后帝亲谒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帝于是思有以宽之。”《通鉴》系此事于天监十年（511）。关于萧衍统治的末年，《刑法志》还有一段记载：“是时王侯子弟皆长，而骄蹇不法。……由是王侯骄横转甚，或白日杀人于都街。劫贼亡命，咸于王家自匿，薄暮尘起，则剥掠行路，谓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难于诛讨。”

梁武帝的统治手法，还可以从他对待僧人的办法略见一端。《广弘明集》二六载有他的《断酒肉文》四首，其中提到如何处罚饮酒食肉的僧人，“唯最老旧者，最多门徒者，此二种人最宜先问。何以故？治一无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惊动视听”。可惜书缺有间，萧衍是否把这一手法也应用在他世俗统治方面，就不得而知了。



（二）



在军事才能方面，萧衍和刘裕、萧道成以及陈霸先相比，不在三人之下。《南史》六《梁本纪》记载萧衍击败北魏的王肃、刘昶，“得肃巾箱中魏帝敕曰，闻萧衍善用兵，勿与争锋，待吾至。若能擒此人，则江东吾有也”。足见当时魏孝文帝对萧衍将才的评价。从萧衍襄阳起兵时根据政治分析而作出的战略以及一系列具体军事活动，也可以证明萧衍的敌人对他的评价并非溢美。

当年轻而昏庸无道的齐东昏侯统治时，萧衍任雍州刺史。他分析朝廷形势，认为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等“六贵司朝，势必相图，乱将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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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分别指出这六个人的弱点，然后说，“郢州控带荆湘，雍州士马精强。世治则竭诚本朝，世乱则足以匡济，与时进退，此万全之策也”。因此他建议在郢州的哥哥萧懿起兵。萧懿不听，被东昏杀害。萧衍运用计谋，使镇守荆州奉东昏之命进攻襄阳的萧颖胄反而和他联合起来。但萧颖胄以“年月未利”，主张次年二月再进兵攻东昏。萧衍认为“处分已定，安可中息”，决定从襄阳起事。在沿江东下途中，不断遇到东昏阻挡的兵力，萧颖胄又犹疑，建议“请救于魏，与北连和”。萧衍驳斥说：“拥数州之兵，以诛群小，悬河注火，奚有不灭？岂容北面请救戎狄，以示弱于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丑声！”萧衍决意东进，公元501年正月发襄阳，十一月攻进建康。公元502年建立了梁朝。

在对北魏作战方面，双方力量不相上下，梁朝起初有时还占优势。天监五年（506），与魏军在淮水以南对峙。主帅临川王萧宏“以帝弟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只是由于他的懦弱无能，部署乖方，才大败而回。次年，梁军曹景宗、韦睿等在钟离大败魏军，“争投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缘淮百余里尸相枕藉，生擒五万人。收其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胜计。”魏军主帅元英、萧宝夤免死除名为民。这次战役，梁武帝指示曹景宗等采用“火攻之计”，起了决定作用。以后梁武帝听信北魏降人献计，堰淮水以灌寿阳，结果劳而无功，遭到很大损失。天监十五年（516），因淮水暴涨，堰坏，“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到普通七年（526），北魏北受北镇起义的威胁，南境又有葛荣领导的声势浩大的起义，局势极不稳定。于是梁将夏侯亶等率军进入魏境，所向皆下，据寿阳，“凡降城五十二，获男女七万五千口”。大通元年（527），陈庆之军在涡阳与魏军相持，“自春至冬，数十百战”，最后大破魏军，“俘斩略尽，尸咽涡水”。到中大通元年（529），陈庆之率兵送魏北海王元颢进入洛阳。北魏在南北两边的大起义打击之后，又有尔朱荣入洛和河阴之役，内部混乱，给梁军造成有利机会。自从刘裕在东晋末进军关中，灭姚秦（417）以后，南朝军事力量从未深入北方。宋末失去淮北青冀徐兖和豫州淮西之地（467），南朝更只能处于守势。陈庆之“以数千之众，自发铚县，至洛阳，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这次南朝大军攻进洛阳，为百余年未有之事。但陈庆之兵力寡少，孤军深入，没有后援，加以元颢背离梁朝，陈庆之终于“军士死散略尽，乃削发为沙门，间行出汝阴还建康”。以此为转折点，梁朝军事力量从这个顶点急剧下降了。

魏分东西以后，大同二年（536），东魏主动向梁议和，主要是因为想与南方和好以牵掣西魏。以后梁与东魏使节往还不断。据《梁书》记载，大同七年（541）一年之内，双方使节又来又往。大同八年四月和十二月，大同十一年（545）正月和十月，东魏都一年之内两次遣使到梁。据《魏书》记载，兴和二年（540）和武定元年（543），梁朝都在一年之内两次遣使于魏。但梁武帝没有利用北方东西分裂局面，巩固内部，图谋进取，反而接纳了东魏叛将侯景，破坏了与魏的关系。接纳以后，反复无常，准备出卖侯景给东魏。侯景发觉，终于起兵南攻。在应付侯景过程中，梁武帝又举棋不定，优柔寡断，终于被困台城而死，梁政权实际也就垮台。难怪胡三省说：“萧衍举事于襄阳，智计横出。及遇侯景，庸夫之不若，岂耄耶？抑天夺其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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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城被围期间，各路援军不少，但各有自己打算，一个个顾望不前，难于通力合作。侯景之乱对梁朝地方上形势也有影响。军事上极为重要的长江上游地带，被萧衍的儿孙们所割据。兄弟叔侄彼此内讧，形成分裂局面，互相抵消力量。湘东王绎据荆州，岳阳王詧据雍州，河东王誉据湘州，邵陵王纶据郢州，武陵王纪据益州。内讧结果，萧誉和萧纪都被萧绎杀害，萧绎又被西魏吞灭。萧纶先为萧绎所败，终被西魏所杀。萧詧虽幸存下来，成为西魏的附庸傀儡。

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相比，土地人口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远远不如，而西方终于灭掉东方，是和侯景乱后梁朝形势有关的。梁朝的重要方镇分裂内讧，给西魏造成有利机会，能各个击破，从而占有长江上游，为以后打败北齐提供了极其好的条件。侯景之乱以后，江淮汉东入于北方，陈朝基本上和北方以江为界，北方吞并南朝成为必然趋势。造成这种趋势的，不在于陈朝而在于梁朝。所以说梁朝这五十年的兴衰，在东晋南朝历史上，是一个关键性时期。



（三）



梁武帝统治时期最大的弊政，是他对佛教的迷信。为了希求功德，造福来生，他大事营造寺院佛塔，施舍僧尼，于是加紧剥削榨取，民不聊生。这种情况到梁武帝晚年尤甚，京都“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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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545年贺琛陈奏说，“天下户口减落”，“惟以应赴征敛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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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丁出家为僧，逃避了赋役，如郭祖深所指出，对户口减少起了作用，他是从统治者维护剥削所得担心劳役没有着落出发的。实际上，更主要更大量更普遍的问题，还是老百姓所受灾难。他们苦于赋税力役之苛重，不得不卖儿卖女，流亡四散，转死沟壑。

萧衍由于迷信佛教而引起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恶果，和南朝许多皇帝之荒淫奢侈带来的后果，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他对贺琛的陈奏大怒之下赶紧辩解，说“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等等，只是聊以解嘲。这种基于佛教戒律的形式上的个人苦行，终于抵消不了他由于迷信而挥霍大量国家财富，和给人民造成的无边苦难。萧衍口头上也在国家政事和自己宗教活动之间有所权衡，例如《广弘明集》十九载有萧纲等再三请求萧衍开讲佛经的《请御讲启》四通。从署名“臣纲臣纶臣纪”看来，这是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死去，萧纲立为太子以后的事。对于萧纲等的请求，萧衍一则说，“国务靡寄，岂得坐谈？须道行民安，乃当议耳”。再则说，“缘边未入，国度多乏。如是等事，恒须经计。其余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宁，菜食者众，兼款附相继，赏与未周。怨望者多，怀音者少”，所以他的结论是：“方今信非谈（即所谓谈义，指讲经）日”。最后一次拒绝萧纲等的请求的理由是：“庸主少君所以继踵颠覆，皆由安不思危，况复未安者耶？”这些话倒也冠冕堂皇，承认国家并不安。但这些都是表面形式，最后萧衍还是应允了萧纲的请求，所以《梁书》的《本纪》下记载中大通三年（531）“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摩诃般若波罗密经》义，讫于十二月辛丑”。公元533年“二月癸未，行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高祖升法座，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讫于己丑”。中大同元年（546）“三月庚戌，法驾出同泰寺大会，停寺省讲《金字三慧经》”。萧衍不但在寺院讲经，流连忘返，而且戏剧性地“舍身”给寺院为奴隶，由国家和公卿施舍大量财物，再把他赎回来。大通元年（527）三月辛未舍身同泰寺，甲戌还宫，停留了四天。中大通元年（529）九月癸巳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到十月己酉还宫，总共十六天。太清元年（547）三月庚子第三次舍身，又是“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到四月丁丑才还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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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同泰寺长达三十七天。群臣奏表上书，都称萧衍为“皇帝菩萨”。封建王朝统治者这种等于儿戏的宗教迷信活动，标志了梁朝的统治已经腐朽没落到了极点，再加以侯景的一击，就必然全面崩溃了。

联系萧衍的宗教信仰，还应当注意到南朝宗教史上的一个现象，就是道教信徒改宗佛教。《广弘明集》三十上有梁武帝的《述三教诗》：“少时学周孔，弱冠第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照诗中所说，似乎萧衍青年时奉儒学，中年信仰道教，晚年才改宗佛法。其实他把自己的信仰这样分为三期，只是一种修辞手法，三教依次罗列，目的还是为了抬高佛教，所以后面诗里有“穷源无二圣”的话，意为佛教才是他最后的、唯一的归宿。而所谓晚年，完全是文学上的夸张。原来萧衍一家是世代信奉天师道的。《广弘明集》四载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武帝《舍道文》说，“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由于家世信仰，所以萧衍的儿子邵陵王纶也于同月十七日上书武帝，表示舍事道法。武帝宣敕嘉奖说，“能改迷入正，可谓是宿植胜因”。《隋书·经籍志》说：“〔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对这个问题论证极为深入详尽。萧家的籍贯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也属于“三吴及边海之际”的地带，所以萧衍实际是“历叶相承”的天师道世家，并非如《隋志》所云由于个人“好事”而信奉。犹如近代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儿童出生后即受洗礼了。

上述论点，还可以从萧衍的小名得到证明。《梁书·本纪》称武帝“小字练儿”。《颜氏家训·风操篇》也说梁武帝小名阿练。练指道家修练，亦可作练师解。《梁书》七太宗王皇后传，“叔父暕见之曰，吾家女师也”。琅玡王氏为天师道世家，皇后又名灵宾，与信仰有关，所谓“女师”，当亦女中练师之意。南北朝时人名尤其小字往往反映宗教信仰，如奉佛者用菩萨、罗睺，信道者名灵宝之类。萧衍的小字恰足帮助说明他是家族世代信仰道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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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衍早年信仰如此，所以和道教大师陶弘景有密切关系。而道教对萧衍的政治活动，也起过不小的作用。《梁书》五一《陶弘景传》记载：“义师平建康，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陶弘景不仅提出了萧衍所建新王朝的称号，而且对萧衍之下决心夺取齐室政权，早已极力推动促进。宋代贾嵩的《华阳陶隐居内传》有较详细记载：“征东将军萧衍军次石头，东昏宝〔守？〕台城。义师颇怀犹豫。先生上观天象，知时运之变；俯察人心，悯涂炭之苦。乃亟陈图谶，贻书赞奖。受封揖让之际，范云沈约并秉策佐命，未知建国之号。先生引王子年归来歌水刃木处，及诸图谶，并称梁字，为应运之符。洎将昭告，复令用四月丙寅。乙丑夜，凝云洒雨，朝廷惧之。诘朝升曜，既而复雨。”考之《本纪》，梁武帝即皇帝位，告天于南郊，确为天监元年四月丙寅。贾嵩的叙述大致本于陶弘景从子陶翊所撰《本起集》，因此所叙史实大体可信。沈约先世奉天师道，沈约本人也是道教徒，临终还请道士上章悔罪。萧衍夺取政权时，这两个主要的参谋顾问都是天师道徒，也许和他本人的宗教信仰不无关系吧？

东晋南朝出于天师道世家而改宗佛教的，还不止萧衍一人。高平郗氏世奉道教，郗愔、郗昙兄弟被谢万讥为二郗“谄于道”，而郗愔的儿子郗超却改信佛法。谢灵运出生后，“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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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治是钱塘杜氏所在的道馆，从灵运之名也可知是世奉天师道的人。但他后来也改信佛教，临死还把三尺长的美髯捐赠给广州佛寺，用作维摩诘像的胡须。谢灵运所撰慧远法师诔说，“予志学之年，希门人之末”，用的是《论语》“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话，可见他离开杜氏道馆后大概不久就改宗佛教了。《真诰》十九载刘宋时马朗、马罕敬事道教，“朗子洪，洪弟真，罕子智等，犹共遵向。末年事佛，乃弛废之耳”。又说有吴昙拔，“颇有才致，初为道士。……其后事佛出家”。东晋南朝很少听说佛教徒改宗道教，却颇有些道教徒信仰了佛法。也有虽非改宗，而兼习佛法，如《真诰·稽神枢篇》说，“裴真人有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学佛道”。这说明佛教对于东晋南朝的士大夫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因为佛教经和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各宗派严整完备的戒律，以及与佛教相关联的文学、绘画、雕刻、音乐等等，都远比道教内容丰富。所以当时北方的寇谦之和南方的陶弘景，都企图采用佛教教义来改造道教，以便与佛教抗衡。陶弘景的母亲，也是“精心佛法”的人。道教天尊原来没有形象，刘宋时仿效佛教，才制作天尊和左右二真人形象，以便吸引人信奉供养。陈马枢《道学传》中宋代著名道士陆修静传说他“及生之日，蹠有重轮，足有双踝，掌有大字，身有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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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完全是仿效佛经里释迦牟尼的“相好”亦即身体上的特征而制造出来的。道教经典如陶弘景的《真诰》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抄袭了《四十二章经》。许多道教经典是模仿佛经撰写的，佛教影响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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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情况都足以说明，为什么颇有道教徒改宗佛教，而很少见佛教徒放弃原来信仰去信奉道教了。

以上是对照佛教与道教的总的情况加以推论，但梁武帝改变信仰的具体契机，从史料得不到线索。此外，还有两点应该指出。一、梁武帝在改宗以前，对道教是很重视的。如上所述，他夺取政权前后，道士在利用图谶为之制造舆论方面起过很大作用，所以他即位后“犹自上章”。而且于天监二年设置管理道士的官大小道正。平昌孟景翼任大正，“屡为国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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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梁武帝改宗以后，虽然迷信佛教达到愚蠢之至疯狂已极的地步，但对道教并未采取排斥打击态度。不少材料证明，他和陶弘景的友谊始终不渝，而且不只限于谈论书法。天监十五年还为陶弘景建太清玄坛，支持他的宗教活动。尽管《述三教诗》以佛教为至上，但实际上萧衍作为皇帝是“三教兼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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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往往标榜儒家孔孟之道为统治的思想基础，孔孟之道与佛教道教都属于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并非从根本上有任何抵触，所以有可能和平共处。任何宗教，对广大被压迫人民而言，都具有欺骗麻醉作用。从中国以及印度封建社会的历史看来，如果封建统治者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采取宽容态度，兼容并包，更易争取民心，往往比专崇一种信仰而打击其他宗教更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安定巩固，梁武帝奉行的正是这种政策。



（四）



早在齐朝时，萧衍已经和王融、谢衍、沈约、任昉等知名的文学之士见重于竟陵王子良，与于西邸八友之列。就学术和文才而言，萧衍在东晋南朝的皇帝中，是比较突出的。和宋齐陈三朝的开国皇帝相比，就更非他们所能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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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书·武帝纪》称武帝著述有《制旨孝经义》等二百余卷，《文集》百廿卷。据《隋书·经籍志》所列，梁武帝的著作有以下多种，书名卷数与《本纪》有出入，但可看出，涉及的面是相当广的。计有：《周易大义》廿一卷，《尚书大义》二十卷，《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毛诗大义》十一卷，《礼记大义》十卷，《中庸讲疏》一卷，《制旨革牲大义》三卷，《乐社大义》十卷，《乐论》三卷，《黄钟律》一卷，《钟律纬》六卷，《孝经义疏》十八卷，《孔子正言》二十卷，《通史》四百八十卷，《老子讲疏》六卷，《梁主兵法》一卷，《梁武帝兵书钞》一卷，《梁武帝兵书要钞》一卷，《金策》十九卷，《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梁武帝杂文集》九卷，《梁武帝别集目录》二卷，梁武帝《净业赋》三卷，《围棋赋》一卷，沈约注《梁武连珠》一卷，邵陵王纶注及陆缅注《梁武帝制旨连珠》各十卷。这些著作大都已亡佚。据《经籍志》，在萧衍之前已有宋戴颙的《礼记中庸传》二卷。而萧衍书之后，又列有《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未著撰人。从制旨两字看来，恐亦是萧衍所作。把《礼记》里的《中庸》一篇单独提出，戴颙、萧衍这样作远在宋儒之前五六百年了。《革牲大义》当是关于祭祀时禁用牺牲的文章。《孔子正言》梁朝曾与五经并列，特设博士、助教和正言生。《通史》下原注“起三皇讫梁”。《本纪》说“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既然说赞序是萧衍自作，《通史》的本文一定是别人执笔，而这个名称直到今天还在使用。《本纪》在“又撰《金策》三十卷”之前有这样一段话：“六艺闲备，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所以《金策》似乎是一部关于医卜星相之类的书。萧衍是会治病的，他的儿子萧绎初生患目疾，就是他自己开药方因而瞎了一只眼。《经籍志》还有《历代赋》十卷，列于总集类，注梁武帝撰，当是由他选编，不是自著。

南北朝时所谓的学术，礼学占很重要位置。据日本藤川正数氏《魏晋时代丧服礼之研究》的统计，晋朝开始有号称精于三礼的学者，南北朝时擅长三礼的学者辈出。《梁书·儒林传》所收二十二人，除专长不明的三人以外，十九人中精于三礼的学者有十二人。《陈书·儒林传》所收十五人，长于礼学者九人。《北史·儒林传》三十三人中，长于礼学者十七人。《隋书·经籍志》经部著录的书共六百二十七种，而礼这部分占一百三十六种。其中关于《仪礼》全书的很少，而关于《仪礼》中《丧服》这一篇的，却有四十八种之多。藤川氏认为，一是由于自来存在不少关于丧服的疑义。汉魏儒家如郑玄王肃之间这方面的争论也较多。一是由于丧服和家族道德轨范密切联系，起着亲族法的作用，故而特受重视。梁武帝即位后就命令制作五礼。据《隋书·礼仪志》记载，梁朝大臣历次讨论各种礼制问题，大都由武帝亲自裁决，涉及很多方面，而且总举出他的决定所依据的理由，如南郊应只祭天帝，不祀五帝；郊祀廿八宿之外增加十二辰；明堂祭祀礼仪；东方是“养生之始”，求雨祈晴都改在东郊；雩祭求雨而燔柴；不应用火祈水；恢复四海名山大川之祀；仲春之月迎气不应杀牲；秋冬袷祭应包括功臣；郊庙祭祀典礼时，六门之内的百姓丧家，只在去庙二百步的近距离内断哭；祼礼仪式及时间；祭祀樽彝制度；母墓被发后改葬时丧服；闰月中死亡情况下祥祭日期；服大功小功丧期间婚冠嫁礼的处理；皇帝出征时告祖先上帝礼仪等等。在当时，能就这些方面讲出道理，作出论断，就被认为是礼学方面有修养。所以《隋书·音乐志上》说，“梁武帝本自诸生，博通前载”。

现在再举一个具体例子。《梁书》四八《司马筠传》载，天监七年“安成太妃陈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兴王憺并以慈母丧解职，诏不许，还摄本任”。据卷二二《安成王秀传》，“年十二，所生母吴太妃亡，秀母弟始兴王憺时年九岁。……〔太祖〕哀其早孤，命侧室陈氏并母二子。陈亦无子，有母德，视二子如亲生焉”。萧秀萧憺对于所谓“慈母”的陈氏是否应当服丧，服多久的丧，成为朝廷上讨论的问题，各种意见纷纭不决。由于过去儒家著作从《礼记》本文到后汉郑玄的注中，“慈母”一语的含义不明确，所以司马筠引证郑玄的说法，以为皇子不应为“慈母”服丧。梁武帝不同意这种理解。他分析礼经中有三种不同的“慈母”：“一则妾子之无母，使妾之无子者养之，命为母子，服以三年。《丧服·齐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则嫡妻之子无母，使妾养之，慈抚隆至，虽均乎慈爱，但嫡妻之子，妾无为母之义；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丧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异于〔服丧〕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则子非无母，正是择贱者视之，义同师保，而不无慈爱，故亦有慈母之名。师保者既无其服，则此慈〔疑脱母字〕亦无服矣。”经过区分三种同名异实的“慈母”，萧衍认为，《礼记·曾子问》以及郑玄注中所谓不服丧的“慈母”，属于第三类型，而陈太妃对于萧秀萧憺属于第二类型，所以萧秀兄弟应当为陈太妃服小功服五月。“于是筠等请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没，为父妾所养，服之五月。贵贱并同，以为永制”。萧衍对“慈母”一词先区分类型，明确定义，再从《仪礼·丧服》寻找应否服丧和服丧期限。这种论证方法，在当时礼学讨论中，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表现了萧衍礼学特别是丧服礼研究的水平。

萧衍也有文学方面的修养。当然不是像沈约在《萧衍文集序》中吹捧的那样，“上与日月争光，下与钟石比韵”。他写过一些七言体的乐府诗，对于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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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文类聚》五八杂文部收有梁武帝《砚铭》一篇，共八个字，排列成圆形，无论从哪个方向或哪个字读起，四字一句，都能大体有意义可通，而且押韵（见下页图）。这实际是一种文字游戏，当时文人如丘迟以及萧纲都有类似作品。在这些方面，萧衍的兴趣爱好，和齐梁文人是共同的。




梁武帝喜欢书法，可能和他自幼信奉天师道有关。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所收有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以及与陶弘景论书法的信札，讨论写字方法。他与陶弘景互相馈赠法帖，喜爱王羲之书，因而命令周兴嗣集为千字文。从这些书札可以看出，他喜爱此道，而且颇具欣赏和辨别的能力。萧衍曾在信中自称，“吾少来乃至不尝画甲子，无论于篇纸”。这话可能意味着他未尝专门练习书法。萧衍本人的真迹，今天无从得见。欧阳修《六一题跋》十杂法帖条云：“南朝诸帝笔法虽不同，大率意思不远，眇然都不复有豪气，但清婉若可佳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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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可能是指南朝守成诸帝，他们习于晏安萎靡的生活，表现在书法也就不能豪迈奔放。至于开国的皇帝，“清婉”字样不一定用得上。如刘裕出身武将，《宋书》四二《刘穆之传》说，“〔刘裕〕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高祖既不能措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从此例推想，梁武帝的书法可能也不包括在欧阳修所评价的南朝诸帝之中。



（五）



萧衍在《净业赋序》中说：“世论者以朕方之汤武，然朕不得以比汤武，汤武亦不得以比朕。汤武是圣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汤武。但汤武君臣未绝，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义已绝，然后扫定独夫，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他用以比较的标准和具体内容姑且不论，但作为封建皇帝，这样有分析的自我评价，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但另一方面，《隋书·五行志下》说，“时帝自以为聪明博达，恶人胜己”。这话和《沈约传》中的故事可相印证：“先此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半寸。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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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看来萧衍在学识文才方面是自视甚高的。但还不止于此。《魏书》九八《萧衍传》说，“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或有引国家（指北魏）强盛者，即便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悦。是以其朝臣左右皆承其风旨，莫敢正言”。梁朝终于崩溃，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最后，关于梁武帝的相貌，还可考知一二。米芾《画史》六朝画章记梁张僧繇画梁武帝云，“武帝作居士服，反唇露齿。宫女四人擎花，后四武士持戈剑”。唐画章又记其咏所得梁武帝像诗，中有句云：“峨峨太平老寺主，白纱帽首无冠蕤。武士后列肃大剑，宫女旁侍颦修眉。神清眸子知寡欲，齿露唇反法定饥，”两处对萧衍相貌的描述是一致的。张僧繇是武帝同时的著名画师，武帝思念在外诸王：“遣僧繇乘传写貌，对之如面也。”张僧繇所画武帝像，一定很传神，可知他撅起嘴唇，露着牙齿，其貌不扬。唐代阎立本画古帝王图有陈隋诸帝，可惜没有萧衍。而现在所见萧衍画像，如朱偰《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所收旧传萧衍画像，和日本《书道全集》五所收庆长活字本《君臣图像》中本于中国旧来画像的萧衍像，都丝毫不见反唇露齿痕迹。大概后代画家在图画中美化了梁武帝，正如同封建史家在记载上美化了他一样。






1981年3月5日完稿



（《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





从北魏几郡的户口变化






看三长制的作用



北魏太和十年（486），李冲提出设立三长制的建议。经过激烈争论，在冯太后的支持下，得以推行。党里邻三长负责检查户口，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三长制配合均田制，使荫庇户口脱离宗主，成为均田制下的农民，对于发展生产，增加政府赋税收入，起了作用。三长制和均田制一样，在北魏当时条件下，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权，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篇小文，试图从户口数这一侧面，考察三长制实行之后，减少苞荫户口的切实成果，为研究三长制提供一点资料。

宋太始元年（465），宋明帝刘彧杀死侄儿前废帝刘子业自立，邓琬拥立明帝的另一个侄儿年仅十一岁的晋安王子勋为帝，在江州寻阳起兵，进攻建康。子勋颇有号召力，不少地方的长官纷纷起兵响应，反对刘彧在建康的政权，形成了“四方皆附寻阳，朝廷唯保丹杨一郡”的局面。刘彧终于战胜了刘子勋，但由于他处理不当，原即首鼠两端，观望于建康和寻阳之间、刘宋和北魏之间的北方沿边几州的大将，如豫州（《宋书·索虏传》作司州）刺史常珍奇、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毕众敬、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先后投降了北魏。《宋书·州郡志》说，“太宗初，索虏南侵，青冀徐兖及豫州淮西并皆不守，自淮以北化为虏庭”，但未标明具体年份。《宋书·本纪》在明帝太始二年（466）概括起来说，“于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通鉴》一三二考异认为《宋书·本纪》不确切，据《魏书·献文帝纪》，常、薛、毕三人以地降魏在天安元年（466），而沈、崔两人“举州内属”在皇兴元年（467），所以《通鉴》把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这件事系于太始三年。司马光这样处理是正确的。《魏书·释老志》也正是说，“是年〔天安元年〕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始以城地来降。明年，尽有淮北之地”。关于刘宋失地的具体内容，胡三省说，“淮北四州：青冀徐兖；豫州淮西：汝南、新蔡、谯、梁、陈、南顿、颍川、汝阳、汝阴诸郡也。”所谓淮西，实际也是指皖北豫东淮河北岸一带。这些州郡的户数和口数，见于《宋书·州郡志》，而《州郡志》称“今志大较以大明八年（464）为正”，所以这些数字恰是归属北魏之前三年的统计，三年之间不至有大增减，淮北这些州郡入魏以后，户口数又见于《魏书·地形志》。《地形志》说，“永安末年胡贼入洛，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今录武定（543—549）之世，以为志焉。”这些州郡都在东魏疆域之内，所以武定时的户口统计数字也应当是比较可靠的。

南朝这几州的刺史以地降魏以后，那里的居民是否有人不愿臣服鲜卑，因而南迁呢？回答是个别地方的人民确曾南逃。《魏书》五○《尉元传》载，延兴三年（473）南朝派遣军队“寇淮北诸城”，被尉元击退。“元表淮阳郡上党〔宋属徐州〕令韩念祖始临之初，旧民南叛，全无一人。令抚绥招集，爱民如子。南来民费系先等前后归附，户至二百有余。”又卷四○《陆馛传》载，“时刘彧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悬瓠内附，而新民怀去就。馛衔旨抚慰，诸有陷军为奴婢者，馛皆免之。百姓忻悦，民情乃定。”《北史》本传文同。传中所谓“新民”的地域范围颇不明确。《通鉴》一三一记载此事说：“淮西七郡民多不愿属魏，连营南奔。魏遣建安王陆馛宣慰新附民。有陷军为奴婢者，馛悉免之。新民乃悦。”所谓淮西七郡，胡注说是汝南、新蔡、汝阳汝阴、陈郡、南顿、颍川。《通鉴》明确提出淮西七郡，必然是在《魏书》、《北史》以外另有根据。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刘宋豫州淮西诸郡以及徐州个别县的人民，起初是不太愿意当北魏臣民的。但由于陆馛、韩念祖等人处置得当，最后少数南逃的又归来，“百姓忻悦，民情乃定，”他们终于留在北魏境内了。北魏还任命南中郎将中书侍郎高闾与张谠“对为”东徐州刺史，中书侍郎李璨与毕众敬“对为”东兖州刺史。张说和毕众敬都是南朝降将。命他们与北魏朝廷派遣的刺史共同统治，显然是为了怀柔新并入的领土上的人民。当然，此外北魏统治者并未忘记武力镇压这一手。献文帝给尉元的诏书就明说：“自淮以北，荡然清定。……所获诸城，要害之处，分兵置戍，以帖民情。”

北魏统治者平定青齐以后，迁徙了一些人民到平城。《魏书》二四《崔道固传》说，“乃徙青齐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数百家于桑乾，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为太守。……寻徙治京城西南二百余里旧阴馆之西”。又卷五十《慕容白曜传》说，“乃徙二城〔《通鉴》一三二作升城历城〕民望于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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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献文帝皇兴三年（469）《本纪》所记“徙青州民于京师”，当即指此。《水经注》十三
 水条也说，
 水迳阴馆县故城西，“魏皇兴三年齐平，徙其民于县，立平齐郡。”但据《慕容白曜传》文，以及《魏书》四三《刘休宾传》所说，“及立平齐郡，乃以梁邹民为怀宁县，休宾为县令”，和同卷《房崇吉传》所说，“及立平齐郡，以历城民为归安县，崇吉为县令”，平齐郡大约只有几百户人家，分属两县，并非把青齐全部人民都迁到平城。徙为平齐民的记载屡见于《魏书》，如卷四三的房灵宾、房坚、房景伯，卷五五的刘芳，卷六六的崔亮，卷六七的崔光，卷六八的高聪，卷七十的傅永，卷九一的蒋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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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来自青州的首府东阳城，齐州的首府历城，和齐州的梁邹城几处。迁到平城以后，不少平齐民如房景伯、刘芳、崔光、蒋少游都曾因家贫而“佣书”，即替人写字抄书为生。但由于他们多具备较高文化教养，不久进入仕途，对北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了贡献。《魏书》四八《高允传》载，“显祖平青齐，徙其族望于代。时诸士人流移远至，率皆饥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门。允散财竭产，以相赡赈，慰问周至，无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看来被徙到平城的青齐民户，主要是东阳、历城、梁邹等少数几个城里的“士望”、“民望”、“族望”，亦即上层人物，当然也有一部分下层人民，则沦为奴婢。这一情况，对于青齐广大地区入魏以后的人口构成和数目，似没有产生很大影响。

总起来看，刘宋的淮北四州和豫州淮西诸郡入魏以后，人民基本上没有南迁。《南齐书·州郡志》青州条云，“太始初淮北没虏，六年始治郁洲上。郁洲在海中，周回数百里。……流荒之民，郡县虚置，至于分居土著，盖无几焉。”冀州条云，“太始初遇虏寇，并荒没。今所存者，太始之后更置立也。二州共一刺史，郡县十无八九，但有名存，案《宋志》自知也”。北兖州条下云，“镇淮阴。……宋太始二年失淮北，于此立州镇。……永明七年，光禄大夫吕安国启称，北兖州民戴尚伯六十人诉旧壤幽隔，飘寓失所。今虽创置淮阴，而阳平一郡州无实土，寄山阳境内。窃见司徐青三州悉皆新立，并有实郡。东平既是望邦，衣冠所系，希于山阳盱眙二界间割小户置此郡，始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归依。”东平郡下寿张县条云：“割山阳官渎以西三百户置；”淮安县条云：“割直渎破釜以东淮阴镇下流杂一百户置。”南豫州条云：“〔永明〕七年，南豫州别驾殷弥称，颍川汝阳荒残来久，流民分散，在谯历二境。多蒙复除，获有郡名，租输益微。府州绝无将吏，空受名领，终无实益。”总括《齐志》所叙，刘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以后，虽在淮南设置侨州郡县，但人口甚少，徒存郡县虚名。所以《通鉴》一三一太始二年末概括《南齐书·州郡志》之文说：“是岁侨立兖州，治淮阴；徐州，治钟离；青冀二州共一刺史，治郁洲。……虚置郡县，荒民无几。”如果青冀徐兖四州的人民不愿充当鲜卑统治者的顺民，向南流徙，则刘宋侨置的这四个州正是他们最近最方便的归宿。但这几个侨州却是虚置郡县，人口稀少，说明淮北户口没有因为地归北魏而向南转移。此种情况，和五胡进入中原，永嘉南渡时大不相同。这是因为永嘉以来已经经过一百五十年，南朝北边边境上的人民，对北魏统治者已不像以前汉族人民对刘石等匈奴羯族统治者那样恐惧和憎恶。考虑到上述种种情况，可以认为，淮北州郡归魏后与归魏前夕相比，人口的构成和数字，基本上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就要比较大明八年（464）和归属北魏以后的武定之世（543—549）这八十年间淮北郡县户口的数字，看看它的消长，探讨这种消长说明什么。

宋魏两志都是在郡下面注出全郡各县总户数口数。淮北之地归魏以后，各州所领的郡和各郡所领的县，与隶属刘宋时颇有出入，因此很难简单地全面比较其户口数。但也有七个郡（兖州鲁郡、东阳平郡，青州的渤海郡、河间郡，齐州的济南郡，徐州的北济阴郡，豫州的颍川郡）所领的县与隶宋时完全相同，可以比较，见表一。



表　一






从表一可见，八十年间户数和口数一般都有增加，只有河间郡六县的总口数减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户数大为增加，有的增加两倍三倍以至于十几倍。同一郡内，户数增长的幅度，远远比口数增长的幅度为大。譬如河间郡，假使记载不误，则八十年之中口数有所减少，而户数反见增加。至于每户平均的人口数，当然和各郡总人口数一样，都有隐漏。平均人数七个郡毫无例外，入魏以后都见减少。



表　二






绝大多数的郡，在宋志和魏志里所领的县和县数多少不同，不能像表一那样确切比较。但也有几种不同情况。有些情况，从数字的对比仍然可以约略地说明问题。第一种情况是两志所列同一郡下，只有一县不同，而这个郡在两志中所领总的县数相同。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试作比较，见表二。除东清河郡据魏志人口少于宋志之外，三郡的户数和高阳、陈郡的口数，都是魏时多于宋时。而且，高阳郡和陈郡户数的增长，都比口数增长的百分比高。



表　三







续　表






①殿本《地形志》作十千四百二十四。标点本据徐州及所属其他各郡下所记户数计算，定为十千乃七千之误。






第二种情况，《魏书·地形志》里一郡领县的数目比《宋书·州郡志》多，因而魏志所载全郡户数口数都比宋志大为增加，这自是理所当然。但这些郡中户数口数增加的比例，远远高于县数增加的比例。而且，除个别郡以外，户数增加的幅度要比口数增加幅度为大，见表三。

第三种情况，是宋志中一郡的领县多于魏志，而魏志里记录这一郡的户数口数反多于宋志。除人口自然增长而外，户数的增多也很突出，见表四。



表　四






第四种情况，是魏志所载改属于魏的个别郡所领县与宋志相同，如沛郡都是领有肖、沛、相三县；或者魏时郡所领县数目比宋时为多，如宋彭城郡五县，魏六县，而魏时这两个郡的户口数反见减少，见表五。



表　五






综观以上统计，北魏从刘宋夺取的土地，只有徐州所属彭城、沛郡两郡户数与口数都减少。可能由于地处两方兵争的要地，加以江苏北部土地贫瘠，所以八十年间户数口数都不如以前。这种情况也正符合《魏书》七九《范绍传》载宣武帝正始时诏书所谓“徐豫二州民稀土旷”。其余各郡，无论属于上述何种情况，对比之下，八十年间的总趋势都是户口激增。试分析推测其原因如下。

淮北四州和豫州淮西之地467年归入北魏之后，在献文帝、冯太后和孝文帝统治之下，政局比较稳定，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人口因而增长。《魏书》六四《张彝传》载，“初彝曾祖幸〔太武帝时归魏〕所招引河东民为州，裁千余家。后相依合，至于罢入冀州，积三十年，析别有数万户”。这段史料有难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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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入魏以后，三十年中间，千余家增长到数万户，这种自然增长率是颇高的。这一时期，北朝经济的繁荣发展，是淮北州郡改隶北朝以后户口增长的原因之一。同时，淮北州郡户口之增加，和北魏推行三长制也有密切关系。特别是户数的普遍、显著、大幅度增多，正是三长制得到切实推行，取得明显成绩的结果。

东汉以来，封建统治者倡导所谓“砥砺名行”，注重“名德”，反对父子别居异财，聚族而居成为风尚。这种风气魏晋南北朝沿袭下来，对于豪强大族的形成，和他们发展成为社会上的地方势力，威胁中央集权的朝廷，显然起了作用。但几世同堂以至聚族而居的现象，还不是谋求加强中央集权的三长制所要打击和消灭的。《晋书·刑法志》载，魏明帝时“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说明曹魏时继续鼓励父子祖孙同居共籍。日本越智重明氏有“关于魏晋异子之科”一文（载《东方学》第22号），解释异子为分家，以为除异子之科是解除东汉以来父祖生前不许子孙分家另立户口的禁令。异子一词如何正确解释有待探讨，但《刑法志》在此句下即明言解除禁令的目的在于使父子无异财，可见除异子之科恰恰与越智氏的理解相反，并非鼓励子孙分家。如果这个规定属于那样性质，既违反东汉以来传统旧习，也与魏明帝尊崇儒家礼法的思想倾向不合。晋南北朝时，虽一般仍然把累世同居同爨作为美德，但南北情况似乎也有所不同。《宋书》八二《周朗传》载，朗在孝武帝即位之初上书言事，说“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计指家计，异计即各立门户，分居另过，当然即自立户籍。《魏书》七一《裴植传》说植兄弟“各别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说明江南之俗是虽然住在一起，但各有自己的经济，所谓“同铛各煮鱼”，因而也很可能自有户籍，可与周朗的话相印证。但南朝史书中并非没有数世同居之例。如宋时汉寿人邵荣兴六世同爨，武陵内史刘悛“表其门闾”，见《南史》三九。《南齐书》五五《封延伯传》载，齐时四世同居者有义兴陈氏、零陵谭氏、衡阳何氏、华阳阳氏；五世同居者有东海徐氏、武陵范氏；八世同居者有蜀郡王氏、华阳郝氏。细察以上诸例，多在荆郢梁益诸州，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扬州江州很少。可以推测，江南主要地区父子兄弟多已异财，自立门户，已成一般风尚，如《周朗传》所描述。所以陶渊明“家贫无役”，而戒子书里还以“七世同财”劝谕他的儿子（《宋书》九二《陶潜传》）。同居并不稀罕，同爨亦即同财才是不易办到的事。陶渊明的话，恰恰说明当时同财的情况已经少见了。从《裴植传》的话看来，北方的情况似乎与江南主要地区不同，而和荆郢梁益等州接近。《魏书》五七《崔挺（博陵安平人）传》载，“三世同居，门有礼让”。《北史》八五《节义传》载：“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长幼济济，风礼著闻。”又云：“王闾，北海密人也。数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刘业兴，四世同居。鲁郡盖俊，六世同居。并共财产，家门雍睦，乡里敬异。有司申奏，皆标门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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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书》五八《杨播传》说，杨播、杨椿、杨津兄弟“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爨，庭无间言。魏世以来，唯有卢渊兄弟及播昆季，当世莫逮焉”。杨津的儿子《杨愔传》里也说，“愔一门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北齐书》三四）。这已是三长制施行以后的事，而当时史书还把这种上百口的数世同居作为佳话记述，足见这些不是三长制所要检查搜括的户口。荫附于大族的身分低下的户口，才是三长制检括的对象。

东汉以来，豪门大族的门生义故依附主人，逃避政府课役，逐渐成为具有各种名目（如客、部曲等）的荫附户口。其中有异姓，也有同族。《三国志·魏志》一二《司马芝传》载，曹操以芝为济南郡菅县长。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而宾客每不与役”。这种苞荫户口，西晋以后成为遍及全国的现象，政府甚至承认荫附户口的合法存在，仅仅在数量上加以限制。《晋书·食货志》载，贵族“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官品第一第二的佃客得至五十户。《晋书》四三《山遐传》说，“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强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续晋阳秋》，“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太元中，外御强氐，搜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其中时有山湖遁逸，往来都邑者。后将军〔谢〕安方接客，时人有于坐言宜纠舍藏之实者，……乃答之云，卿所忧在于客耳，然不尔何以为京都？”《隋书·食货志》载，“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得至四十户。都下人云云之上，《通志·食货略》有“至齐武帝时”五字，可知是南齐制度。《南史》五《齐东昏纪》说，“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说“属名多不合役”。《南齐书·州郡志》兖州条载，“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大致从东晋经萧齐直到南朝末叶，这种荫庇户口的情况没有很大变化。

北朝自五胡统治到北魏拓跋氏入主中原，豪门大族苞荫户口的情况，和南方大体相同。加以西晋末纠合乡里保据坞壁的风习，和北方各族进入中原后仍然保存的部落群居的影响，北方豪门无视政府法令，苞荫户口，役使依附人民，其人数更多，规模更大，情况更为严重，这就是太和年间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实行三长制的背景。《魏书》五三《李冲传》叙述太和以前的状况是，“旧无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这种五十三十家，就是荫附的客或部曲之类。他们依附于宗主，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没有独立的户籍，但可能在户籍簿里宗主的名下，还登录在案。所以《隋书·食货志》说，“客皆注家籍”，家当即指主人家。但北魏时荫附之风发展到极点，甚至远远超过五三十家。最有名的例子是李显甫。他是赵郡平棘人，“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见《北史》三三。这正是所谓“百室合户，千丁共籍”，恐怕这数千家根本就不登户籍簿了。李显甫是李悦祖之弟，传里说悦祖“袭爵高邑侯，例降为伯。”例降是孝文帝迁洛后的事，所以李显甫居李鱼川为数千家的宗主，很可能是在三长制建立的前夕，而宗主之称，也和《李冲传》所记相合。针对这样的状况，北魏推行了三长制。淮北四州和淮西诸郡的豪宗大族，可能不至像李显甫那样，但五三十家方为一户的现象，估计是存在的。这些人口可能不全见于户籍簿，也可能完全没有登记。因此，宋《志》所记各郡人口总数是有大量隐漏的。表一所列郡中，一户平均人口有的达六人或七人，恐怕也还远远不是实际情况。北魏一面推行三长制，同时根据李冲建议，颁布了新的以户为单位的租调制。在均田制的条件下，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改变了以往九品混通征收租调的办法。三长制的推行，析出了大量人口。荫附户口脱离了豪强宗主，在新的租调制之下，负担比过去略有轻减，因而乐于变成公民。国家的纳税户口增多，政府的租调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所以冯太后归纳三长制的优点为：“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这几句话，实际概括了三长制、均田制和新的租调制三者互相配合实行所取得的成果，北魏封建国家的财政因而得到巩固。孝文帝之计划南伐，和宣武帝继承其父遗志的种种军事行动，都是建筑在这一财政成就之上的。淮北郡县户口之增加，正是更具体地说明，三长制建立之后，在均田制和新租调制的配合之下，确曾达到了“苞荫之户可出”的目标。

直到东魏之末，三长制还存在。《北齐书》二四《孙搴传》载，高澄辅政时，“又大括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为军士。逃隐者身及主人、三长、守令罪以大辟，没入其家，于是所获甚众。”从这段史文，可以看出，这时三长制已有名无实，户口逃隐之风又起。事实上，在魏分东西之前，孝庄帝时，宋世良为殿中侍御史，“诣河北括户，大获浮惰。还，孝庄劳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于本帐。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北齐书》四六《宋世良传》）。孝庄帝于528—530年间在位，还在武定（543—549）之前，河北地方又已有大量荫庇户口。到北齐时，就出现了宋孝王在《关东风俗传》（《通典》三）里所说的那种情况：“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显然不止于河北而已了。

三长制在北魏虽曾收效于一时，终究不能阻止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大地主阶级和中央政府争夺劳动力的斗争。以后隋唐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虽都建立了一套完整严密的乡里基层组织的制度，终于还是要不时实行括户，来搜检逃隐的户口。






（《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四百年，虽然政治上分裂割据，纷争扰攘，但并非漆黑一团的黑暗时代。经济上，广大南部中国得到开发，为唐宋以后南方的繁荣发展打下基础。文化上，这个时期也有它光辉灿烂的贡献。文学、哲学、艺术、科学等等，无不有其与前一时期相比是新的东西，而与以后各时期又迥然有别的特点，史学也不例外。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可以概括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



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

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校订皇家图书，编纂总目录，称为《七略》。除包含总序总目的辑略之外，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共六略，亦即六大类，《春秋》是六艺略中的一家。东汉班固撰《汉书》，创立《艺文志》，著录汉以前书籍。《艺文志》完全沿袭《七略》的体制，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百三十篇》即《史记》、《汉著记》（颜师古注：若今之起居注）等，都列入《春秋》家，史书根本没有独立地位。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处于高据经书地位的《春秋》的卵翼之下。

曹魏时，郑默（？—280）为秘书郎，整理皇室所藏图书，编为《中经》。西晋秘书监荀勗（？—289）依据《中经》编成《中经新簿》，分群书为四部：甲部包括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包括诸子、兵书、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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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部包括诗赋图赞等，而新发现的《汲冢书》也附在丁部。史书这才独立成为一个门类。东晋时，著作郎李充厘定四部，对荀勗的次序有所更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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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史书在书籍的四部分类法中属于第二大类即乙部，一直延续到近代，因而史学过去又称“乙部之学”。

史书在书籍分类中独立成为一个部门，起初并不一定出于认识这门学科的特点而予以重视。梁代阮孝绪（479—536）整理公私藏书，编成《七录》，其中第二称为记传录。阮孝绪说，自来把各种史书都与《春秋》合在一起。刘向刘歆父子时史书很少，附见于《春秋》之后是适当的。“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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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在第一经典录之后，立了第二记传录，包括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共十二个部门。可见魏晋以后史书数目的大量增加，是使编目者不得不另设独立门类的主要原因。但到阮孝绪时，还只有乙部或记传的名称。唐修《隋书·经籍志》，说“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三十种，别为史部”。以经史子集分类，来代替甲乙丙丁的代号，是从隋志开始的。

两汉政府立学官，置博士以教授生徒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私家教授的学术，其内容大致相同。《春秋》虽是鲁国国史，但由于孔子笔削加工，灌注进了他的微言大义，通过关于史事的书法来体现政治伦理道德，表达孔子个人的否定与赞成，博士们并不把这部著作当作记传史籍来讲授。《公羊》、《谷梁》两传正是从笔法中的微言大义来解释《春秋》的。所以，《春秋》之立博士，并不说明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和传授下来。《隋书·经籍志》关于《春秋》家的说明，仍然是寓褒贬，别善恶，乱臣贼子惧之类的意思。而关于史部书的说明，则提出对史官的要求或者说史官的规格：“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诒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这些话可说也代表当时对于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规格要求，其实质依然与《春秋》之教无二致。归根到底，史部著作或者史部之学的目的是要彰善罚恶，垂训后世。从今天观点看来，这就是从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应当能够起这个作用。但是，从更高的层次来讲，只有司马迁才道出了孔子所未能触及的史学的终极作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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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史公确实不愧为中国史学之父。天人之际的话，是在董仲舒影响下的说法，想在天道与人事之间求得对应关系，反映司马迁的时代局限性，可以存而不论。通古今之变却意味着宏观上考察人类历史，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和前因后果，以至寻找出规律。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从而更有效地吸取经验教训。可以认为，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提法，已经孕育着这些思想的萌芽，正是太史公伟大之处。《史记》在“通古今之变”方面也作了努力。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著作中，能体现这个思想的还不多。

史学作为学科的独立，还从制度上反映出来。从现有史料来看，最早把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教授的，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政权。《晋书·石勒载记》称，石勒曾立大学及十余小学，简选将佐豪右子弟教之。319年石勒称赵王，任命了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等，担任史学祭酒者为任播、崔浚。祭酒教授的内容虽不可知，但史学与经学、律学并列，足见受到重视，大约与西晋史书开始独立为门类，以及石勒本人性好历史，喜欢让人给他读《汉书》听有些关系。东晋南朝虽然玄学盛行，统治者也注意史学教育。《宋书·雷次宗传》载，宋文帝重视学术与教育，国子学尚未立时，征雷次宗至京师，在鸡笼山开馆教授儒学，生徒百余人。同时，“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370—447）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裴子野《宋略·总论》也说文帝时“庠序建于国都，四学闻乎家巷”。《南史·本纪》系此事于元嘉十六年（439），称何承天官职为著作佐郎，“各聚门徒，多就业者，江左风俗，于斯为美”。据《宋书·何承天传》，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寻转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本传又说他“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可见何承天史学有修养，又是现任史官，所以被任命主持史学讲座，是有理由的。《宋书·礼志一》载，元嘉二十年文帝命何承天撰定亲耕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山谦之后任学士、奉朝请，曾协助何承天修《宋史》，负责诸志，草封禅仪注，著有《吴兴记》及集，见《宋书·自序、礼志三》、《隋书·经籍志》。说明史学生受训练之后即从事国史撰述。

《南齐书·百官志》载，宋太始六年（470）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南史·王俭传》记此事同。但《南史·宋明帝纪》记载设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所记制度及人数与《南齐书》及同书《王俭传》不尽相合，但可以知道，总明观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各科学士是研究人员，而史学在这里仍然是独立的一门。《南齐书·百官志》记齐制只言总明观祭酒一人，“建元中掌治五礼，永明三年国学建，省”，齐时似已无儒玄文史四科之设了。梁武帝时有裴子野等掌国史及起居注，武帝还曾命吴均撰《通史》，但没有教授史学的记载。武帝建国学所开五馆，主要是讲授五经的。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

中华民族不像印度民族那样，自古以来耽于玄想，长于思辨，而是更注重实际的。在文化方面的表现，是道德伦理之学和历史之学特别发达，在几大文明古国中，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和著述特别丰富。早在商代，已有问卜以后在龟甲兽骨上刻词作记录的习惯。商周都尊重祖先，当作神看待。儒家思想信仰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体制中，祖先崇拜是核心，这一点对于历代注重记录旧事，力避数典忘祖亦不无影响。东汉时，征调担任各种官职的名儒硕学，入直东观亦即国家图书馆，从事撰述国史。魏太和（227—232）中始置专职的著作郎一人，下距史部书籍自成独立部门不过几十年。（孙吴有左国史、右国史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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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助著作郎的有佐著作郎，宋以后改名著作佐郎。南北朝皆沿魏制，而名称和人数各代略有出入。齐梁陈又另设置修史（一作撰史）学士。晋制佐著作郎到职，必须先撰写一篇名臣传，含有测试之意。宋初因王朝新建，没有适当对象，其制遂废。《史通·史官建置篇》云，“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来，以佐名施于作下，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然《宋书·何承天传》称其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又《荀伯子传》称其为佐郎，“助撰《晋史》及著桓玄等传”。《王韶之传》言韶之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善叙事，词论可观，为后代佳史”。可见佐郎任务不仅搜集资料，亦执笔撰写。承天传又言，“承天已老，而诸佐并名家年少”。盖“上车不落”者多此辈“名家年少”（年少犹今言少年），虽搜集资料亦未必胜任耳。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北魏、北齐、北周等比较稳定的北方政权设有修国史的著作郎之职，（北周称为著作上士、中士）而且十六国中一些历时不久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意识到历史为自己政权服务的重要性，而设置史官修史。据《史通·史官建置·正史篇》所列，十六国中修本国历史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后凉、南凉、北凉、前秦、后秦、西秦、夏、成汉，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当然不例外，所以十六国全都撰修了自己的历史。修史官的名称，除著作郎外，又有左国史、国纪祭酒等，而以他官兼领史职的也不少。所修国史称记、书、录、志、纪等，各不相同。十六国所修国史多已亡佚，现在从《隋书·经籍志》得知众多的书名，从清代学者所辑各书残本窥见片段。北魏崔鸿能够写成一百卷之多的《十六国春秋》，正是依据了这些国的国史。魏晋南北朝包括十六国割据局面下修史事业的兴旺发达，给后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



这个时期史学的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史书的种类与数目。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彩纷呈。

从数字看，东汉班固（32—92）《汉书·艺文志》中《春秋》项下所收史部著作，只《国语》、《世本》、《战国策》及《史记》等十一种三百五十余篇（卷）。到梁阮孝绪《七录》记传录所收，四百余年间，骤增至一千二十种，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即种类增加了一千倍；卷数增加四十余倍。但稍晚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总计只有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注称“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卷”。所谓亡书，即指志中多处所载“梁有某某书，亡”。梁代文运极盛，皇家及诸王藏书至为繁富。王僧辩平侯景，自建康将图书八万卷归江陵。梁元帝《金楼子·聚书篇》称，“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至魏军逼江陵时，元帝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所以隋志著录反不如阮孝绪所列梁时史籍为多。徐崇所辑《补南北史艺文志》中的南北朝著作，也有十之六七不见于隋志。魏晋南北朝史书的撰述，可以说在梁朝达到了高峰。

《七录》的记传录分为十二个门类，隋志史部则分为正史、古史（即编年体史书）、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十三个门类，与《七录》基本相同。《七录》的国史隋志作正史，正史之名从此沿用。《广弘明集》只收《七录》序言，无从窥见全部书目。但分析隋志所列目录，可更进一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部著作确有风起云涌之势。隋志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作。如古史（即编年）类三十四部，《竹书纪年》之下即荀悦《汉纪》等；杂史类七十二部，《汲冢书》两种之后，即何承天《春秋前传》等。霸史类二十七部，全是十六国史书。起居注类四十四部，在《穆天子传》及《汉献帝起居注》之后，都是晋以后书。杂传类为各类中最多的，计二百十七部。有专记某一地方人物的，如《徐州先贤传》、《陈留耆旧传》等；有专记性质相同人物的，如《高士传》、《孝子传》、《正始名士传》等；有专记某一家族人物的所谓家记、家传等，如《太原王氏家传》、《崔氏五门家传》、裴松之撰《裴氏家传》、范汪撰《范氏家传》、《虞氏家记》等；有各种列女传、高僧传、真人传等；最后是各种志怪之书如《异苑》、《搜神记》等。这一类中，只有开头的《三辅决录》为汉赵岐撰，此外皆曹魏以后著作。这种现象，与魏晋以来士大夫注重人伦鉴识，盛行人物品评，以及社会上以门阀郡望相炫耀，都有密切关系。《文心雕龙·史传篇》说，“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分（据杨明照《校注拾遗》补）。详而易览，述者宗焉”。申述氏族及人物靠立传才能“详而易览”，也说明这时期杂传类著作蜂起的原因。隋志地理类一百三十九部，加上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所搜集隋志未著录的魏晋南北朝时地理书，共有二百五十余种。地志之中，有以州为对象记述的；有以郡为对象的，个别郡还不止一部；甚至有以一县一城作为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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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史籍种类之多，刘知几也特别注意到。《史通·杂述篇》谈到正史以外著作时说：“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事，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所谓近古，当指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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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知几的分类与《七录》、隋志没有大的出入，而篇中每类举书四部为例，基本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确如刘知几所谓“门千户万，波委云集”了。这种兴盛情况，与上述第一、第二两个特点有关。同时也由于割据局面下各地方社会经济各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为史书的涌现提供条件，而纸的逐渐普遍应用，更使撰写和流通大量书籍成为可能。



（四）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第四个特点，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唐以后所谓正史皆是纪传体，遂被目为史书体裁的正宗。魏晋南北朝时，文人心目中编年体与纪传体还是不分轩轾，相辅相成的。

《史通·二体篇》说，“既而邱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在讨论两种体裁得失之后，结论说：“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这虽是刘子玄的论断，实际是沿袭了两晋以来对史书体裁的传统看法。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少时代相同或相近的史学家们，为同一朝代，有人著纪传体的史书，有人撰编年体的史书，彼此并不认为工作重复无意义，更没认为二者可以互相代替。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第七章“魏晋南北朝史学概观”中编年与纪传节论述甚为详尽。程千帆先生《史通笺记》关于《二体篇》亦有论列。如王隐、虞预等十多家《晋书》是纪传体，而陆机、干宝、邓粲的《晋纪》和孙盛的《晋阳秋》都属编年体。徐爰、何承天、沈约等的《宋书》为纪传体，而裴子野《宋略》、王智深《宋纪》为编年体。
 

【76】



 萧子显《南齐书》为纪传体而吴均《齐春秋》为编年体。梁代则有谢昊、许亨等人的纪传体史书，和刘璠、何之元的编年体《梁典》。经北齐北周而入隋的王劭，既撰编年体的《齐志》二十卷又撰纪传体的《齐书》一百卷。同样记述北齐史事，纪传体与编年体篇幅如此悬殊，说明正如刘勰所论，后者“于文为约”，前者“详而易览”。王劭必然是感到两种体裁各有优缺点，才兼采两种方式处理了同一对象。陈隋以后，两体并重的传统衰落，正史都采用纪传体裁。到宋代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编年体的优越性才又显现出来。以后宋朝几部当代史的大书，都采用了编年体。

最早的历史记载，大约都是依年代顺序来叙述。这符合于人类思想的脉络。东西方史学著作的发展，也与此相适应。中国最早的历史《春秋》是编年体。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这个“一也”可能包含其他内容，但不妨推断，在体裁上，晋国楚国的国史大概也是和鲁国史一样的编年体。汲冢发现的魏国国史《纪年》，也是编年体。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如公元前五世纪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本上都是按年代顺序撰写的。罗马著名史学家李维（公元前59一公元17年）的《罗马史》，更是明确的编年体史书。中国在编年体流行了约五百年之后，到公元前一世纪末，才出现纪传体的司马迁《史记》。在西方，普鲁塔克（约46—120）的列传体的《希腊罗马名人合传》，则是在希罗多德之后约六百年才出现的。

编年体易于省览，便于了解历史发展的大略与趋势，所以汉献帝命令荀悦根据班固《汉书》另编更为简要的编年体史书《汉纪》。但也有人对编年体有偏见，如东晋袁宏。当时有关后汉的编年体史书有谢承、司马彪、华峤、谢忱、张潘诸家，而袁宏说他读这些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尽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三十卷）。”他所参考的，除上述诸书外，还有《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以及诸郡耆旧先贤传等，凡数百卷。（见《后汉纪·序》）袁宏时代在范晔之前，而其书所载史事，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三八《后汉纪》条，基本皆见于范氏《后汉书》。这说明两家所依据的史料大致相同。袁宏之书的特点，是编年体而兼采纪传体之长。如杨彪事屡见，但到建安二十五年记彪以寿终时，又较详细追叙其平生及其子杨修事，类似以简单传记插入编年体中。吐鲁番出土《晋史》残卷，陈国灿、李征二同志考订为孙盛所著《晋阳秋》。其书编年体，而叙事中夹有人物传记。如叙述张华被害，同时记其为人与历任官职，并载其所著《鹪鹩赋》，其体例与袁宏《后汉纪》如出一辙。袁宏与孙盛是同时代人，这种寓传记于编年的办法，可能是当时习用的。

在日本，除去记载神话传说的《古事记》之外，第一部历史《日本书纪》出现于八世纪初，也是编年体。《日本书纪》是用汉文写的，也在编年体中吸取了纪传体的做法。在每个重要人物死去时，比较详细地总括叙述其生平，有似列传。可以说综合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公元891年左右，藤原佐世把当时日本存在的中国书籍编了一部书目——《日本国见在书目》，是研究中日文化关系史上很宝贵的史料。此书在古史家中收有荀悦《汉纪》、袁彦伯（袁宏的字，未详何以不称其名）《后汉纪》和孙盛《晋阳秋》。这三部书可能早在编书目以前已传入日本。《日本书纪》名称的书纪二字，可能源于中国，书表示纪传，纪表示编年；而其兼采编年纪传体制之长，可能也是受袁宏和孙盛之书的影响。



（五）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以前以后都不相同的又一个特点，是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

《隋书·经籍志》谱系类载，汉初得《世本》叙黄帝以来祖世所出。西汉有帝王年谱，东汉有邓氏家谱，晋挚虞有《族姓昭穆记》。隋志所录四十一部（包括《竹谱》、《钱谱》、《钱图》各一卷，性质不同，实系附录），通计亡书合五十三部，几乎全部为魏晋南北朝时著作。实际上当时谱系之书还远不止此。《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所引用家谱即达四十种左右，而据杨殿珣氏统计的各书所见可以知名的谱系著作，计家谱六十二种，总谱二十三种，以州郡标题者十三种，皇室谱十五种，当然还远远非这个时期全部谱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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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隋志宋刘湛、齐王俭、王逡之、梁王僧孺、贾执、傅昭等都编有《百家谱》或《百家谱》的拾遗、抄、集抄等。颜之推的《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可见百家之称主要指南渡侨姓大族，百家谱是他们的家谱，也不一定限于百家。东南诸族另有《东南谱集抄》之类，不在百家之数。族谱之编集，早在东晋末年已盛行。《南史·王僧孺传》载，“始晋太元中（376—396），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笃好谱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南齐书·贾渊传》还说，“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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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王僧孺亦集《十八州谱》。晋太元时有实州侨州各九，合十八之数，但郡则实郡八十四，侨郡四十余，或侨郡之数有出入。隋志不载，止在注中提到梁武帝“总境内十八州谱，六百九十卷，亡”。疑此十八州谱乃合北来侨姓与南土高门，兼包士族与庶族在内，故而卷帙如此庞大。隋志除宋、齐、北魏、北齐等皇室宗谱和大族如京兆韦氏谱、谢氏谱之外，还有以一州或一郡氏族为对象的谱录，如《冀州姓族谱》、《江州诸姓谱》等。

隋志所载北朝谱牒很少。《北齐书·魏收传》载，杨愔说《魏书》中“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魏收回答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支派。望公观过知仁，以免尤责。”《史通·古今正史篇》也说魏收“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魏书》”。说明当时谱牒流传不多，所以需要大征，而魏收之修《魏书》是充分利用了这些史料的。《史通·书志篇》说，“谱牒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思殿格》。盖氏族之事尽在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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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有《后魏方司格》一卷。《柳冲传》在列举汉邓氏《官谱》、应劭《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姓氏一篇、宋何承天《姓苑》二篇之后，说“魏太和时，诏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为选举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称之”。方思与方司未详孰是，但从卷帙之少可以推知，这是把天下各郡士族按门第高下排列成为表格，以便一目了然，类似唐代的氏族志，而不是具有全部氏族的世系和人名的家谱族谱。

南北朝家谱族谱今天都已亡佚。据陈直先生《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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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太昌元年（532）薛道衡之父薛孝通有石刻贻后券，叙其五世祖强至祖父聪的世次，可借以想见家谱的大概。宋太始六年（470）临津侯刘袭墓志（见陶宗仪《古刻丛抄》）及正光五年（524）魏彭城王元勰妃李媛华墓志，皆刻有直系亲属及兄弟姊妹等姓名官位。隋志唐志列有《中表簿》、《亲表谱》，《北齐书·卢潜附怀仁传》有《中表实录》，其格式或即与墓志所列者近似。《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和宋汪藻《世说人名谱》，也可以使我们约略窥见南北朝家谱的原型。

东晋后期，贾弼开创了谱学。他的子孙贾匪之（宋）、贾渊字希镜（齐）、贾执（梁）、贾冠（隋）世传其学，绵延近二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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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书·柳冲传》说，“王氏之学本于贾氏”。王氏当指宋王僧绰、齐王俭父子一家，王僧绰在元凶劭时被杀，僧绰门客太学博士贾匪之株连而死，说明贾王两家密切关系。刘知几所说江左两王，则是指琅玡王俭、东海王僧孺两家。这一情况，正符合隋志谱系篇所谓“齐梁之间，其书转广”。除这些专精谱学的人之外，熟悉各族谱系，“谙练百氏”，是宋齐以后士大夫学识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梁傅昭“尤善人物。魏晋以来，官宦簿伐，姻通内外，举而论之，无所遗失”。（《梁书》本传）梁元帝《金楼子·戒子篇》也说，“谱牒所以别贵贱，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复中表亲疏，或复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宋齐以后谱学趋于极盛，是有其社会政治原因的。

刘宋以后改变了东晋“朝权国命，递归台辅”的局面，高门世族已由东晋时政治上的极盛逐渐走向反面。因而他们更要通过种种途径巩固其士族特权地位，而家族谱起了维护士族集团在社会上封闭性的作用。士族虽然缺乏实权，但某些官职仍要从他们中间选任，而一族之中又有区别，如琅玡王氏中有王僧虔所指名位稍次的“乌衣诸郎”，这就需要仔细了解各氏族谱系。熟悉谱系与否，成为担任吏部的主要条件之一。据各史本传记载，宋王僧绰“徙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究识流品，谙悉人物，拔才举能，咸得其分”。陈姚察官吏部尚书，“尤喜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娶，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孔奂任吏部尚书，“鉴识人物，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绅，莫不悦服”。宋刘湛“为选曹，撰百家谱，以助铨叙。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新唐书·柳冲传》，这里所谓撰，疑是删节之意）齐萧鸾因为“不谙百氏”，王晏不同意让他担任吏部尚书。北朝类似之例较少，但任吏部的人也须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朝廷旧章及人伦氏族多所谙记”的李神俊担任了吏部尚书。

从政府看，除作为任官参考或依据之外，谱牒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要用以辨别士庶，使应当服役的庶族不能冒充士族，逃避差役。这种逃避情况，到南齐愈益严重，“改注籍状，诈入仕（同士）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政府却籍，引起了唐寓之起兵。梁武帝时，这种情况仍然继续。《通典·食货》载，天监初尚书令沈约上书，建议用比较可靠的晋宋时旧黄籍，来核对当时黄籍。然后书中说，“臣又以为”云云，又提出应当检查那些根据伪造家谱而妄称祖先属于士族的“巧伪”，防止他们“百役不及，高卧私门，致令公私缺乏，是事不举”。例如南齐时，荒伧人王泰宝就从谱学专家贾渊那里“买袭琅玡谱”，贾渊差一点被处死（见《南齐书》本传）。为此沈约建议：“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人（《通典》避讳改民为人）郎、左人尚书，专供校勘所贵卑姓杂谱，以晋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对共仇校。若谱注通，籍有卑杂，则条其巧谬，下在所科罚”。这段话中，专供校勘云云以下几句文义较难理解，我想意思是：专门核对那些门第不高（卑姓）而自列为高门（所贵）的各类谱牒（杂谱）。方法是用保存的晋宋旧户籍册来纠正后来伪造的家谱。如果谱牒中记录为士族（若谱注通），而按晋宋户籍上却是寒门庶姓（籍有卑杂），那就根据保存下来可靠的户籍，对假造谱牒者处罚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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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谱牒记录也是区分士庶、确定从役与否的依据，所以必须慎重对待。《通典》在沈约奏文之下写道：“（梁武）帝是以留意谱籍，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由是有令史书吏之职，谱局因此而置。”盖梁时政府开始设机构掌管氏族谱牒，谱学由私家世代传授而变为国家过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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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对于避家讳一事很严格。《通典》载宋王弘好贾弼之书，“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正是由于熟悉各人家谱的缘故。《梁书·徐勉传》称其“又该综百氏，皆为避讳”。百氏当指百家谱，亦即侨姓高门的代称，是说徐勉熟悉这些氏族的家讳。至于谱牒在缔结婚姻时的重要参考作用，更不待言了。



（六）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特点，为以前所未有的，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

魏收（506—572）的《魏书》立《释老志》，叙述佛教与道教历史，在中国史学史上为创举。梁慧皎（？—554）著《高僧传》，记述自后汉至梁初的中国和外国僧人共二百五十七人，附见者二百余人。全书分十门：一译经，二义解，三神异，四习禅，五明律，六亡身，七诵经，八兴福，九经师，十唱导。以后唐代宋代僧人撰著《高僧传》，大体都沿袭这样的体制。

齐王俭的《七志》和梁阮孝绪的《七录》，都著录了佛经与道经。在儒家典籍目录如《汉书·艺文志》的影响下，不少僧人先后自己编制了各种“经录”。这些目录都已亡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东晋道安（312—385）于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在襄阳写定的《综理众经目录》。据梁僧祐所说，道安的目录不只是胪列经名，而且“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即依年代先后，逐家汇列，以经名为目，下注异名及译出岁月，并略述译经始末及译笔优劣。这种方法，比当时流行的各种儒家典籍目录，要细致得多，也确切有用得多。梁僧祐（445—517）在道安之书的基础上，撰《出三藏记集》，在体例上又有发展。全书分四大部分：一撰缘记，叙佛经及译经的起源；二铨名录，即历代出经名目，按时代及译者分类；三总经序，收录诸经序文与后记；四述列传，即译经人的传记。这样的佛经总目，其详尽又在道安目录之上，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历史上，作为分支之一，是应当大书特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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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史籍有东晋葛洪撰《神仙传》。梁陶弘景《真诰》中亦保存道士传记，但所述事迹不尽真实。葛洪《抱朴子·遐览篇》列举道书多种，类似总目。宋元嘉十四年（437）道士陆修静撰成《灵宝经目》，是当时道经的正式总目录。书已佚，分类方法亦不详。东晋以后，道士竞制新经，有的有目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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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修静经目所列经的卷数也不可信。其学术价值与道安、僧祐的佛经目录不可同日而语了。






1985年12月改订完








附记：



1986年1月，检得1984年10月魏晋南北朝史讨论会上辽宁大学顾奎相同志论文《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探源》（打印本）。文中所注意问题与本文略同，而考察角度及论述详略有异。其中论纪传编年两体相辅相成之义，颇为详尽。均希读者参看。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第2辑，1987年）





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有其特点。而这个时期的史学著作，总起来看，也有其值得注意的地方。本文分别谈四个问题。



“条　例”



古人所称的“条例”，实即指宗旨、标准、原则、方针等等而言。

荀悦（148—209）卒于曹魏受禅以前。但如以建安元年（196）作为三国时期的开端，则荀悦及其所著《汉纪》也可列入本文范围之内。荀悦奉汉献帝之命，重编《汉书》为编年体的《汉纪》。《高祖纪》中说，“夫立典（史书）有五志（目标）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灿然显著，罔不备矣。”这是荀悦所立的体例，提出自己书中应当包括的内容亦即史书所应达到的目标。虽然通古今列为一条，但荀悦五志的总精神，仍是《春秋》彰善罚恶的宗旨。据《史通·书事篇》，干宝解释五志云：“体国经野则书之，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词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这个解释与荀悦五志的本意不全相应，但总括起来，可以说干宝的宗旨是记录政治、军事事件和表彰德行、言语、技能三方面的殊异人物。在此以前的史书，虽未明白提出目标宗旨，实际内容也不外乎荀干两家所举。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春秋》和《左传》曾举例发凡，定出宗旨，“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说“安国（孙盛）立例，乃邓氏之规。”邓粲《晋纪》全书不可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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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条例已不可知。但《史通·序例篇》却说《春秋》以后，从战国到晋代，五百多年间出现不少史家，而始终没有提出史书内容的标准。“唯令升（干宝）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以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照刘知几的说法，魏晋南北朝史书中，定出凡例宗旨者，干宝在邓粲之前，干宝的书也可算起五百年之衰了。干宝以后，宋范晔《后汉书》、北齐魏收《魏书》、隋李百药《北齐书》等皆有序例，惜都不传。《南齐书·檀超传》载有檀超与江淹修齐史时“上表立条例”。其中有仿班固立艺文志一条，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修史诸家所忽略，惜檀超修史未成就死去了。

与荀干两家正面提出的著史宗旨相对照，当时也有人从反面提出修史应当避免的毛病缺点。东晋时，曾著《后汉书》百篇（《晋书》本传）的袁山松说，“书之为难（意为诘责，引申而有缺点之意）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史通·模拟篇》）历史应当据事直书，通过它来赏善罚恶，自然是正确的。但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但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也说，三国以后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以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这当然与纸的广泛应用以后文字不再求简练以省篇幅有关，袁山松的责难也不无理由了。



总　论



中国自古以来史官的职掌，是秉笔记录当代的事件。司马迁《史记》虽始于五帝，重点仍在汉代。以后史家，也都是编写当代史事为主。《隋书·艺文志》史部著录的著作，绝大部分出于魏晋南北朝人之手。而这些著作不论属于哪一类体裁，所处理的对象，主要也都是当代的内容。记述或考订魏晋以前的历史的，只占极少数。

编年体史书的名称，除以春秋或纪为名，如《魏氏春秋》、《晋纪》等之外，还以略或典为名，如《宋略》、《梁典》等。这些编年体史籍大都已经佚失，辑本难窥全豹。幸而体现其特征之一的总论还保存了几篇，即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唐修《晋书·愍帝纪》之史臣曰中节引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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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裴子野《宋略·总论》和陈何之元《梁典·总论》（俱见《文苑英华》七五四）。这三部史书，都是本朝人写本朝史或亲身经历过的前朝的历史。在此以前的编年体《左传》或纪传体《史记》、《汉书》，都没有总论这个体例，用以综论一代政治上治乱兴衰，指出历史经验教训。贾谊的《过秦论》和陆机的《辨亡论》有近似的内容，但不是历史书的总论。东晋南朝史家这三篇总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南方玄学盛行后，史家思路开阔，视野放大，思辨能力提高，因而更有可能宏观地观察一代的发展变化。至于总论在书中位置，从《文选》所载《晋纪·总论》前冠以史臣曰三字，及《宋略·总论》末裴子野简单叙述著书经过类似书后的自叙看来，总论当是在全书之末，用来总结全书的。也只有编年体史书，在胪叙一代历史之后，能够安排这样一篇总论的地位，纪传体就无法安插进去了。

三篇总论都从本朝取得政权谈起，中间叙述兴盛衰亡经过，和覆灭的原因。干、裴、何三人对于晋宋梁三朝政治上成功的估价和覆亡原因的剖析，各有见地，本文暂不涉及。这里只指出，他们有一共同之点，即都强调覆亡原因不在一朝一夕，而是长期以来政治、经济、社会等等各方面弊端所造成：“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辨之不早辨也”（裴子野）；“事非一夕，其所由来渐矣”（何之元）。而且，他们强调历史的发展变化在人不在天，“周汉灵长如彼难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时，亦人事也”（裴子野）。干宝甚至说：“故贾后肆虐于六宫，韩午（贾后之妹）助乱于外内，其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乎？”强调人事而不归之于天命，不把西晋的灭亡归咎于贾后个人，这在当时不能不推为卓识。唐修《晋书》摘录干宝的议论，偏偏把这几句删去了。

三篇总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把记述的对象和它以前的历史相比较，亦即何之元所谓“以曩求今，工拙可见”。如干宝用大段篇幅叙述周的兴亡与晋比较，裴子野拿周平王东迁以后和东汉章和以后趋于衰弱的历史与刘宋之衰亡相比较。何之元说，“夫创天下者，至明者也；丧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汤兴其功，桀纣废其业，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后君”。然后问道：“逮兹梁室，有异于此，”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但当时的史家并不能从比较古今历史得出正确的回答。如何之元对自己问题的回答是：“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自天所佑，归于有德”，又回到天道上去了。从历史的比较得出正确结论，无疑还需要高明的见识。像诸葛亮《出师表》所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是诸葛亮和刘备经常比较、讨论两汉的得失而共同得出的结论。他们的见识水平，显然为干宝、裴子野、何之元所不及。



史注、考订与新史料的发现



魏晋南北朝史家的首要任务，是修撰本朝或前朝的历史，至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史学研究，当时还远未提上日程。勉强与史学研究相接近的学术活动，只有为史书作注和极初步的史事考订。两汉以来，经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章句注解。当时对于班固《汉书》的兴趣，似乎大于《史记》，所以注《汉书》的特多。据《隋书·经籍志》正史类所载，注《史记》的有宋裴骃的集解、宋徐野民的音义、梁邹诞生的音；而《汉书》则有吴韦昭、隋萧该的音义，魏孟康、梁刘显、夏侯咏、隋包恺的音，晋晋灼的集注，齐陆澄、梁萧绎、刘孝标的注，梁韦稜的续训，陈姚察的训纂和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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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十余家。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所收注《汉书》者，晋人有近十家。《颜氏家训·书证篇》载，刘显“偏精班汉，梁代谓之汉圣。显子臻不坠家业”。《隋书·萧该·包恺传》称该尤精《汉书》，所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包恺大业时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犹言登记为门生）者数千人。”隋志说“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既然师法相传，必然墨守承袭，谈不到对历史本身的探讨研究。

除去像汉儒注经那样为前代史书作注之外，据《史通·补注篇》的分类，魏晋南北朝史家还有几种作注的类型。一种是“史传小书人物杂记”，举例有晋挚虞注赵岐的《三辅决录》、陈寿注杨戏的《季汉辅臣赞》、周处的《阳羡风土记》、常璩的《华阳国志》。除周处书无可考外，辑本《三辅决录》挚虞注多举书中人物的字与籍贯仕历。《三国志·杨戏传》收录戏所为《季汉辅臣赞》，杨戏和陈寿所作小传附于每人赞词之下。《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先列四言赞词，然后注其人事迹。注的用意，显然是为了用较多文字补充赞词所不能详叙的事实。这种体裁正符合刘知几所说的，“文言美词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注作为赞的补充，二者是溶为一体的。另一种类型的注，刘知几认为是“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词，补前书之所缺。”所举例为裴松之注《三国志》，陆澄注《汉书》，刘昭注《后汉书》，刘彤注《晋纪》，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裴松之注《三国志》，刘知几虽承认其“以广承祚所遗”，但又说他“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实际今天我们还应当感谢裴松之在注里保存了这么多史料，因为陈寿的书实在过于简要，刘知几的责难是不妥当的。关于刘孝标，刘知几承认他“善于攻缪，博而且精”，以他的才识“足堪远大。”但由于刘知几对《世说新语》的偏见，目之为“委巷小说”和“流俗短书”，因而牵连到《世说新语》注，被说成“劳而无功，费而无当”，显然这样评价也不近情理。郦道元之注《水经》，亦属此类，对于后人是功德无量的。据刘知几所说，陆澄用《史记》补充《汉书》，一言半句的异同，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刘昭注《后汉书》也多是范晔所舍弃的内容，“言尽非要，事皆不急”。可惜的是陆澄等人的注今皆不传，无从判断刘子玄的评价是否公正了。

第三种类型的史注，刘知几举了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这几部书都是作者自己加注，刘知几对这一类型带注的史书，评价是很低的。他说这些史家“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缺伦序。除烦则意有所恡；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四种史书中，只有《洛阳伽蓝记》尚存，它采取注的形式来保存更多史料，其作用与裴松之，刘孝标之注前人著作，意义相同。

陈寅恪先生《支愍度学说考》详考佛书合本子注之体。以后又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文中发挥此义，引支愍度《合维摩经序》，记此经先后三译，“同本人殊出异，或词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支恭）明所出为本，以（叔）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彼案此，足以释乖迂之劳”。陈先生在文末推论，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以及裴注《三国志》、刘注《世说新语》、郦注《水经》，皆是此种受佛家影响的体裁，并举《洛阳伽蓝记》五圆凝寺条记惠生宋云使西域事为例。杨衒之叙述完毕后云：“衒之案，惠生行记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记，故并载之，以备缺文。”陈先生举此节之文如“至乾陀罗城，东南七里有萑离浮图。道荣传云，城东四里”，谓“道荣云云”八字即正文“东南七里云云”九字的子注。《洛阳伽蓝记》此类例子确是比较符合“瞻上视下，读彼案此”的要求，犹之同本异译的佛经，同一内容而各家译文表达有别，并列起来易于比对。至于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不大好“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更不能“瞻上视下，读彼案此”。所以，这几家的注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

关于史事的初步考订，首先应当举蜀汉谯周（？—270）的《古史考》。隋志列于正史类，附于《史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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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书已佚，有章宗源辑本。谯周书的目的，是纠正《史记》不妥之处，如《赵世家》载周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谯周说：“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且王者行有周卫，岂闻乱而长驱日史（驶）千里乎？”断言“此事非实也”。《田敬仲完世家》载陈恒后宫以百数，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有七十余子。谯周辩驳云：“春秋陈恒为人虽志大，负杀君之名，至于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非苟为禽兽之行。”他认为司马迁的话“事岂然哉”，“非实也”。《仲尼弟子列传》记公伯僚向季孙诽谤子路，孔子说道之行与废有命，“公伯僚其如命何？”谯周也辩驳说：“疑公伯是谗诉之人，孔子不责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不同意司马迁把《论语》中所记公伯僚收入仲尼弟子之列。谯周是一个迂阔的儒生，但这些驳正《史记》之处却是合理的，有助于研究历史。隋志正史类有晋刘宝《汉书驳议》二卷，疑亦《古史考》之类。又有姚察《定汉书疑》二卷。姚振宗据《隋书》本传，姚察使于北周，刘臻向他请教《汉书》中“疑事”十余条。姚察一一剖析解释，“皆有经据”，刘臻十分佩服。姚氏怀疑这两卷书即刘臻所问的十余条，当亦属于考订史实之类。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对陈寿书及注中所引著作，亦多订正，如《鲁肃传》辩陈寿之矛盾，《诸葛亮传》辩郭冲五事之诬等，其例甚多，表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家对繁富史料实事求是进行考核的精神。刘知几说裴松之“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未免过于武断，不顾事实了。隋志又有诸葛亮的《论前汉事》一卷，姚振宗疑即《出师表》中所说“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这就不是史事考订，而是史论性质了。

在近代殷墟甲骨和敦煌文献之前，晋代汲冢五百八十多年前的古书之出现，是史学上非常值得注意的一次新史料的发现。据《晋书·束皙传》，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汲郡人名叫不准的盗掘魏襄王（一说安厘王）墓，发现写在竹简上的书籍《易经》、《国语》等数十车，共七十五篇。其中保存下来的史书有《纪年》十三篇和《穆天子传》五篇。后者记载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前者记录夏以来至三家分晋后魏襄王二十年的事，是魏国的史书。其中所载如夏启杀益，太甲杀伊尹，幽王亡后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而非周召二相共和等等，都与经典相传不同。

汲冢的发现，《晋书·武帝纪》系于咸宁五年（279）。《隋书·经籍志》作太康元年（280）。但荀勗所撰《穆天子传序》称太康二年，与束皙传同。清代学者有人解释为发冢出书在咸宁五年十月，次年即太康元年上报给皇帝，再次年即太康二年才命令整理竹书，所以各书记载有三个不同年份。但荀勗、束皙都是参加整理竹书的人，荀勗的话应较可信。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后序更足以为证。他说：“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始讫。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会字意为恰巧、适逢。杜预用“会”字，说明事在太康元年他著成两书之后不久，与二年之说合，不可能在太康之前。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一八云，“赵明诚《金石录》据太公庙碑及荀勗序《穆天子传》，俱云太康二年，以正晋纪年月之误，其说固确。”但钱氏此条下又注云，“杜预《春秋后序》亦作太康元年”，则未注意杜序中“会”字，遂致误解耳。



语言文字



我国自古各地即有方言。南蛮
 舌是中原人民对南方话的描述，而齐楚方言不同，也见于孟子。东晋十六国以后，中原人民大批南渡，以洛阳一带语言语音为主的北方话传入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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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则由于各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各族的胡语也流行起来。北魏统一北方，在孝文帝迁洛汉化以前，北方统治者中盛行鲜卑语。北齐统治下的北方东部，鲜卑语在上层统治阶级中又见流行。几千年来，口语方言的变化无穷。如果历代文学作品和历史记载都使用当时各地方言，必然给后代读者造成极大困难。幸而我国自古以来使用的汉字虽然字形字音有发展变化，其作用未变。用方块汉字写的文体成为书面语言，虽然语法词汇时有变化，周秦两汉以来文体结构基本相同。《春秋》、《左传》、《史记》、《汉书》都是沿用这种书面语言，所以两千多年后仍然可以读通。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家撰史虽然仍旧使用周秦以来的书面语言，却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文章模拟古人问题。南朝文士有重近而轻远的倾向，所以《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但史家似又与文士不同。《史通·模拟篇》曾经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从晋以降喜学五经。”这样的概括确切与否，尚待从文学角度研究史学著作的人来判断。当时的三史只能是《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而《东观汉记》是否著名到成为模拟对象，尚属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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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晋南北朝的史书文字，恐怕更不能认为一律“喜学五经”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史家在使用传统的书面语言时，往往模仿古代文章。

刘知几指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文章模拟的两种类型。一是形式上遣词造句模仿古人，而实际不恰当的，即他所谓貌同而心异；一是形式上不全同古人，而得古人文章神似的，即他所谓貌异而心同。前者如谯周《古史考》记李斯之死说“秦杀其大夫李斯”。《春秋》称列国之卿为大夫，谯周用诸侯属下的大夫这个名称，来称呼天子的丞相，是模仿春秋而貌同心异。《公羊传》为了解释经义，所以屡屡先引经文，然后说“何以书？记某事也”，这并非史书之体。而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所以刘知几云：“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耶？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貌异而心同的例子，如《左传》中人的名与字前后互举，不相重复。裴子野《宋略》亦是如此：前面用桓玄，后文即称其字敬道；上文举小字殷铁，下文即标出景仁。《左传》叙晋军败于邲，上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读者自然体会到兵士抢着攀登上船，乱刀砍断手指的景象。王劭《齐志》叙韩陵之战高季式追奔逐北，“夜半方归，槊血满袖，”读者也能领会到奋勇杀敌的情景。刘知几认为，这两个例子都是模拟《左传》而成功的，亦即貌异而心同。刘知几见到的魏晋南北朝史书，远远比我们多，《史通》所举的这些例子，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史书文章的遣词造句方面模拟古人的一些特点。

刘知几之前，裴松之对于史书文字盲目模仿古人，已有过针砭。如《三国志·魏武帝纪》注引孙盛《魏氏春秋》，载曹对诸将云：“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勾践将生忧寡人”语见《左传·哀廿二年》，是吴将灭于越时吴王夫差的话。裴松之批评说：“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他既批评了孙盛文章模仿古人的恶习，又指出此处模仿的不恰当，也属于刘知几貌同心异之类。《史通·言语篇》也举此例云：“故裴少（唐人讳世为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六朝时不仅史书如此，文学作品更所不免。所以《文心雕龙·指瑕篇》云，“若掠人美词，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也。

语言文字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以雅代俗。在书面语言的文体中，记述对话时如果用当时俗语或方言，可以更为生动。《左传》中有不少这种例子，《世说新语》之所以为后代人所爱读，这也是原因之一。可惜的是，魏晋南北朝史家在可以用生动活泼的口语使文章生色时，却代之以古雅而僵死的词句，使历史叙述丧失了时代感。裴松之《三国志·陈泰传》注已经指出，孙盛《魏氏春秋》改易旧史的文字，文词华美却失去真实性。裴松之大声疾呼：“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词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记言当使若出其口，这是关于史书记言的很好的一条原则，刘知几也信奉它。《史通·言语篇》的论述，包含一些对少数民族的偏见。但排除这些，从刘知几的话，可以看出南北朝史书语言文字方面以雅代俗的问题。他认为崔鸿《十六国春秋》、魏收《魏书》、牛宏《周书》叙述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时，“讳彼夷音，变成华语”，没有忠实表达当时人质朴的语言。相反，把古代汉族文献中的词句塞进他们口中，“妄益文采，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另一方面，王劭《齐志》和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两部记述北齐的历史，被刘知几赞为“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杂说篇中》又进一步论列，说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如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都是当时习语，幸在《齐志》中保存下来，以后读史者不至茫然莫晓。但刘知几又埋怨“今之学者”，说他们反而认为这两家的书“言多滓秽，语伤浅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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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王劭、宋孝王的书很能表达鲜卑化的北齐时代的精神风貌，可能也由于这个缘故而两书都不幸失传了。






1985年12月改订完



（《余嘉锡先生纪念论文集》）





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



从东晋渡江到隋平陈，南北分裂二百七十年。政治、经济等方面南北的情况不同，发展各异，文化也各有特点。从史学的发展说，南朝与北朝相比之下，也可以看出一些不同之处。

总的讲来，经济上南方比北方发达。沈约《宋书》卷五四“史臣曰”描述五世纪前半南朝的心脏地区荆扬二州说：“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代指北方的中心地带）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北方不但没有这样肥沃富庶的关键地带，而且直到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还要靠均田制来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上，去耕种境内荒废的土地。手工业与商业，也是北不如南。南方商税名目甚多，为北方所无，正反映其商业之发达。至于货币流通情况，北魏孝文帝以前未曾铸钱，大致是用前代货币及绢帛交易。孝文帝以后虽然铸了各种货币，还不能通行全境。而南方，据《隋书·食货志》所说：“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杂以谷帛交易。”虽然杂用谷帛，其通行货币的范围，在全境内的比例，似仍比北方为大，也是经济比较先进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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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朝有“元嘉之治”和梁武帝时“四纪之内，实云殷阜”的局面（《陈书·何之元传》所收《梁典序》）。而北方自十六国以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描述。《洛阳伽蓝记》中描写的迁洛以后的洛阳，固颇为繁荣富足，恐怕也像邺城，只限于个别都会一隅之地。梁将陈庆之进入洛阳后的观感是：“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给了他深刻印象的，是北方社会的礼仪风貌，而不是经济上的繁荣富有。

北方虽然保留了汉魏社会的遗风，但经济上的落后不免导致文化上的保守。而十六国以来长期胡族的统治，也使文化的进步发展多少受到阻碍。图书是文化发达的标志之一。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聚书篇》中自称：“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隋书·经籍志》载，元帝平侯景，收文德殿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江陵陷于西魏时，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资治通鉴》六五）。这大概是南朝藏书极盛时的数字。而北方则远不能相比拟。隋志说北魏“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又说北齐也曾搜聚典籍，“迄于天统武平（565—575），校写不辍”。但颜之推就在齐亡（577）后所作《观我生赋》自注中说，“北于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再从文学作品看，现今存世的诗文篇数和作家人数，南朝都大大超过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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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北学术倾向的异同，史料中有两段记载，而两处所指出的现象有相通之处，可据以推论南北史学的异同。《世说新语·文学篇二十五》载：“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刘注：“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褚裒卒于永和五年（349），此故事如可信，则褚孙对话时南渡才三十几年，所谓北人南人，主要恐怕还不是指十六国的北方与东晋，而是指魏晋以来的趋势，是为时已久的区别了。到南北朝对立时，这样的区别继续存在。《隋书·儒林传序》先说“自晋室分崩，中原丧乱，五胡交争，经籍道尽。魏氏发迹代阴，经营河朔，得之马上，兹道未弘”。说明十六国时期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北方文化学术一直处于衰落状态。“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搢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然后叙述南北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最后总结为：“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北史·儒林传》也沿用这几句话，说明是唐人公认的结论。这样的估计，与褚孙对话所指，是一脉相通的。就是说，北方受两汉以来章句训诂之学的影响，治学偏于掌握琐细具体知识，涉及面广，所谓渊综广博，穷其枝叶。南方则在魏晋玄学和新传入的佛教思想影响之下，偏重于分析思辨，追寻所以然的道理，即所谓清通简要，得其英华。刘师培《南北经学不同论》谓：“北儒学崇实际，喜以训诂章句说经；南人学尚夸夸，喜以义理说经。”南北对于训诂义理各有偏重，刘说不误。但其解释原因，说“北方大儒抱残守缺，不尚空言，耻谈新理”，而“自永嘉构祸，古学消亡，故说经之徒喜言新理”。这里忽略了玄学与佛学对所谓新理论推动促进作用，似乎不够全面。我想，用《论语》的话来概括，就是北方偏于学而不思，南方偏于思而不学。褚孙对话与《隋书》、《北史》的议论，都有助于探求南北史学不同之处。

古人修史，基本史实的叙述大体因袭前人著作为多。如袁宏《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而所记史事与范书无大异同，说明出自同一来源，而且取舍大致相近。又如范书中《光武本纪赞》有“系隆我汉”字句，及《章帝八王传》中所谓“本书”，皆沿用《东观汉记》旧文之明显证据。甚至论赞某些词句，亦沿袭旧史，如章怀注指出范本出于华峤《后汉书》者即有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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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约《宋书》亦多本于徐爰等之旧史，故百卷之巨帙一年而成书。但是，除去体制编排之外，纪传体史书仍自有最能体现作者特色的地方，就是序或论部分。《宋书·范晔传》载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自叙其平生，谈到编纂《后汉书》时，一则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再则曰：“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三则曰：“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归纳范晔的话，除文字方面的自傲之外，他的精意深旨，主要在所发议论，自以为“以正一代得失”，而贾谊的《过秦论》是他的榜样。《后汉书》的序或论，在范蔚宗的心目中，实为再三致意的全书之灵魂。

试以南朝范晔（398—445）的《后汉书》与沈约（441—513）的《宋书》和北朝魏收（506—572）的《魏书》中的序和论相比较，可以看出，范沈之书的序和论确实体现出“清通简要，得其英华”的精神。《后汉书·邓骘传》论谓汉之外戚东西京十有余族，多至颠覆，“其数有可言焉”，然后举出倾覆的四条原因，亦即外戚的四条教训。《党锢传》序不仅就后汉议论，而是从春秋以后世风的变化谈起。所据以评论的道理虽不外儒家观点，但这样处理的方式，却使人开阔了视野。《宦者传》序从先寺人之制谈起，胪陈两汉历代宦官事迹及其导致王朝覆灭的原因。传末又追究宦官之祸所从来久，非一朝一夕所致。《儒林传》序论述后汉二百年中学官设置及图书收藏的始末。《西羌传》论纵论后汉以来羌人活动，归结为“羌虽外患，实深内疾”，批评了迁徙羌人于内地的失误。

从范晔评论后汉王朝的覆亡与清流人士的关系，可见他认识到思想舆论对政治局势所起的重要作用。而这样的认识确是颇为深刻，称得起“牖中窥日”的见解。范晔这个观点多次表现在《后汉书》中。《左周黄列传》论证后汉“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是由于“硕德继兴”，“宏儒远智，高心洁行”的士流在起作用。《陈寔传》论云，虽然阉竖擅恣，政治腐败，因有陈寔这样一些人“据于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离群，行成乎身，而道训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权夺，王公不能以贵骄。所以声教废于上，而风俗清乎下也”。《陈蕃传》论更是大声疾呼，说陈蕃等“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孔融传》论说孔融“高志直情，其足以动义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终之规，启机于身后”。把曹操生前终不敢篡夺汉家政权，归功于孔融这些人的舆论。《儒林传》论认为桓灵以来“君道秕僻，朝纲日陵”，“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总之，范晔把后汉清流士人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舆论，看成声教废于上而风俗清于下，国家乱而政权不倒的原因。这是通过思辨分析而得出的看法，是很有识见的解释。有些论断，从今天角度来看，也还是站得住的。范晔的史识，正是南方学术倾向的特征在史学方面的体现。

沈约《宋书》的序或论，不如范晔之精辟，但也时时可以看出南朝史学如牖中窥日，对历史发展的洞察能力。《武帝纪》的“史臣曰”，以简洁文字描述了汉末到刘宋间政治历史的梗概，抓住了各时期要害。说“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解释了曹操何以慑于舆论，不敢及身篡夺政权。关于司马氏取代曹氏，沈约认为，“及魏室衰孤，怨非结下。晋藉宰辅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权，用基王业”。说明曹魏政权尚未到矛盾尖锐濒于崩溃局面，是司马氏巧取豪夺得了政权。关于东晋，沈约写道：“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这样的估计，要言不烦，恰中肯綮，是“王与马共天下”的确切诠解。以后叙刘裕之代晋，用“功格区宇”、“乐推所归”字样，大约是沿用刘宋史臣的套话了。《孔季恭等传》的“史臣曰”，纵论荆扬二州为南朝经济中心，能使“数郡忘饥”，“覆衣天下”。而统治者剥削无度，“田家作苦，役难利薄”，“并命比室，口减过半”，终于导致灭亡。《臧焘、徐广、傅隆传》叙述曹魏以来学术兴废及国学沿革。《谢灵运传》的“史臣曰”叙述魏晋以来诗歌流变，并表达了自己所主张的声调谐和理论。
 

【96】



 《史通·杂说下》不赞成沈约这种作法，以为这篇论“全说文体，备言音律。……如次诸史传，实为乖越”。应当说，刘知几这话表示他未认识到南朝史学的特点亦即优点。沈休文这些论述，都弥补了纪传体限于体制，未能对经济、学术、文艺综观全面，追溯源流来加以叙述的不足，同时也体现了“牖中窥日”，集中探求英华的学风。

南朝除范晔、沈约两大史家的著作之外，今存尚有萧子显《南齐书》，也可以窥见南朝历史著作中议论的倾向。《南齐书·刘
 传》回顾综述曹魏以来儒学情况，指出“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间业”，永明儒学一度兴盛，建武以后趋于衰歇。《幸臣传》论剖析幸臣得宠弄权原由。《文学传》论标出贵新尚变的宗旨，并以此为准绳，评论了曹魏以来作家。《魏虏传》追溯东晋以来南北关系及历次北伐成败，最后谈北魏迁洛以后之南逼，总结南方屡次失利的原因说：“岂不由将帅相临，贪功昧赏，胜败之急不相救护。号令不明，固中国（指南方）之所短也。”总而言之，从范晔、沈约、萧子显三家著作，看出南朝学风总倾向在史学上的表现，形成南朝史学不同于北朝的一大特点。

再看魏收《魏书》列传的序或论。相比之下的突出感受，是就事论事为主，拘泥于一人一事论其功过。其议论标准固是儒家伦理道德，而对拓跋氏一朝政治上兴衰得失，没有通观全局的评论，也没有指出哪些发展变化，更没有宏观地把北魏王朝与以前时代联系起来考虑观察。议论的思辨性不强，因而也不能像南朝史家某些议论之较为深入。北魏是十六国胡族争霸的统治基础上建立的政权，《魏书》论中看不到十六国与拓跋氏统治异同的比较。北魏历史亦自有其种种特征，但魏收除设立官氏、释老二志之外，不像南朝史学家那样，对于所处理时期的历史现象如党锢、恩幸、外戚等等加以剖析，总结经验教训。关于北朝经济、学术、文艺等发展的特点，由于《魏书·儒林传》已亡，今本乃后人用高氏《小史》所补，《文苑传》亦后人所补，无从与南朝史书对比。总的说来，北朝史学著作确似显处视月，广而难周。看不到敏锐深刻的高见卓识，给人以识暗之感，较之南朝史学大有逊色了。

当然，史学之外，例如经学，南北异同高下如何，有待另作探讨。《南齐书·五行志》载，建元二年庐陵石阳县山崩，水中得柱长短千余口，“头题有古文字，不可识。江淹以问王俭。俭云，江东不闲隶书，此秦汉时柱也”。说明北方还有人认识古文字，而南朝像江文通这样才学之士还是文盲。但一般而言，北人似乎对南人文化学识更多钦佩。如《梁书·王锡传》载，锡与张缵接待魏使刘善明，“善明造席遍论经史，兼以嘲谑。锡缵随方酬对，无所稽疑，未尝访彼一事。善明甚相叹挹”。此虽南朝记录，大致应得其实。

南北史学发展虽有不同，但双方并未完全隔绝，而是有所交流。据《魏书·李豹子传》载，正光三年（522）上书，为其父孝伯请求追封，称“刘氏伪书，翻流上国。寻其讪谤，百无一实。前后使人不书姓字，亦无名爵。至于张畅传中，略叙先臣对问。虽改脱略尽，自欲矜高；然逸韵难亏，犹见称戴。非直存益于时，没亦有彰国美。乞览此书，昭然可见”。沈约《宋书》成于齐永明六年（488），李豹子所称“刘氏伪书”，当即休文著作。今本《宋书·张畅传》中载有张畅与李孝伯对话，所以豹子以为“有彰国美”。

不仅南方史书流传北方受重视，南朝人的诗文亦复如此。邢邵诋毁魏收不只模拟任昉，“亦大偷窃。”魏伯起则反讥邢子才“常于沈约集中作贼”。《周书·柳庆传》载，苏绰曾对他说，“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于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后进祖述不已。”这些都说明，北方文士不论地位如何，都倾倒于南朝文学。虽然也流传有南人对北人文学钦挹的故事，如刘
 《隋唐嘉话》上称，“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南人皆嗤之，后乃钦服”。这已是南北朝末期的事。但更为流通的传说，是南人轻视北人作品。如《朝野佥载》六载，“南人问（庾）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隋唐嘉话》下称，“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沈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这些可能是带有夸张性的故事传说，然而反映当时的倾向是可以肯定的。

南朝与北朝文人好尚不同，文风仍各有特点，也可以与史学相比较，看出某些迹象。《隋书·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意旨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北史·文苑传》论亦沿用了这几句话，足见为唐人公认的定论。北人理胜其词，南人文过其意，这和北学渊综广博，南学清通简要的倾向，似乎也有相通之处。以佛教道教而言，北方重修行实践，南方重思索辨析，这两种不同倾向，与学术和文艺分野内的异同，似乎也并不相悖。我曾有一种想法，认为文化可分三个层次：文学、艺术、思想等属于狭义文化；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可算广义文化；而在一个民族的各不同文化领域内，还可能潜在一种共同的素质，贯串于各方面，名之为深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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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朝和北朝各自在史学、文学以至宗教等领域内的共同相通之点，也可帮助证成我的看法吧？






1990年1月27日修订旧稿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



像董狐、南史那样先秦时代史官，记述当代史事秉笔直书，毫不隐瞒回护的优良传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未断绝。史官当然也因此而获罪。史料可考的，如苻坚的母亲早寡，引将军李威为男宠，“史官载之”。苻坚在起居注和著作郎所写的纪录中看到，既惭且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由于执笔的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才作罢（《晋书·苻坚载记上》）。北魏太武帝时，崔浩撰国史，对于拓跋氏先世翁媳婚配一类旧习俗据事直书，因此得罪。清河崔氏以及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都遭诛戮。此次大狱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国史问题肯定是重要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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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像后代多数封建王朝一样，史官对统治者的行动有意涂饰粉刷的，恐怕还是多数。例如北魏太武帝灭赫连夏以后，看到著作郎赵逸所修国史，认为赫连屈丐暴虐无道，“史官安得为此言乎？”下令追究。还是崔浩讲情，把学者赵逸比作汉代扬雄之吹捧王莽，劝皇帝宽大为怀，“固宜容之”，乃作罢。赫连屈丐这样的统治者，史官还要为之粉饰美化，其他一般的皇帝，更可想而知了。史官考虑个人利害安危，害怕得罪皇帝，固然是直接原因；而《春秋·公羊传·闵公》所宣扬的“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之类儒家教条，在当时史家心目中必然也是占有地位、起了作用的。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用暴力推翻旧王朝，杀死所臣事的皇帝，取而代之，建立新王朝，应当是最为敏感的问题。

政权的禅代，在魏晋和南朝时期特别频繁。北方五胡十六国政权以后，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不存在什么禅代问题。到高氏宇文氏代魏，政权禅代在南方已经司空见惯，北方也就更不以为奇了。魏晋南朝四百年间，禅代问题其政治敏感程度先后有变化，因而表现于史书的修撰亦有所不同。自王莽代汉不久即被推翻之后，二百年间没有发生过篡夺情况。大臣推翻旧王朝而建立新政权，被目为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曹操虽然把皇袍当做内衣（翦伯赞同志语）穿了二十多年，始终没有亲自推翻刘氏政权，而是由他的儿子曹丕完成了经营二三十年的事业。司马氏“作家门”的时间也不短。从高平陵事件（249）以后，十六年间经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虽然权势炙手可热，却没有下手。到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才取代魏室，建立晋朝。绝非曹氏司马氏的政治、军事力量不足以夺取政权，而是舆论压力使他们不敢贸然从事。

在弥缝粉饰“篡弑”问题上，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了两种办法。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随着以禅代方式夺取政权愈益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之后，这两种手法中，前者已无必要，后者则由隐讳曲笔变成公开宣扬禅代为合理合法了。

现在看不到曹魏史官所修的后汉史或魏史。至于魏晋以后史家记述后汉史事，当然不怕公然谴责曹氏。如东晋的袁山松说曹操“回山倒海，遂移天日”，骂他是“窃国”的“盗贼”（《太平御览》九二引）。而范晔的《后汉书》也公正地指出了汉室早已衰弱：“天厌汉德久矣，山阳（汉献帝）其何诛焉（怎能责备）！”

西晋武帝时，曾把晋朝历史的断限交给大臣们讨论。按理说，一个王朝的开端，当然应该从取得政权，建立新朝之日算起。当时荀勗却主张从魏正始（齐王芳正始元年〔240〕）开始，而王瓒又主张从魏嘉平（齐王芳嘉平元年〔249〕）开始。为什么要把晋朝历史的开端向上推延到曹魏时期呢？又为什么不推向魏明帝时，而只上推到齐王芳时呢？我们先看荀勗之为人。他在魏末已倾心于司马氏。晋朝建立后，他“获佞媚之讥”，“时议以勗倾国害时”。但由于他“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颜忤争，故得始终全其宠禄”（《晋书·本传》）。荀勗的意图，是借断限的上延，赋予司马氏父子以孔子所赞颂的周文王那种“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至德”的形象（《论语·太伯》），从而冲淡“弑君”、“篡位”这一尖锐矛盾。按照荀勗的断限，齐王芳的废黜，高贵乡公的被害，都已经是大晋王朝至少在史书文字上矗立以后。他们的被废和被害，只证明他们已是受到挑战的统治者。在荀勗看来，这样就使两桩大事件在当时的非正义性多少有所减轻。武帝时讨论未有结果。惠帝即位后，又继续讨论。仍然主张“宜用正始开元”者，有荀藩、荀畯、华混。主张从嘉平起年者，有荀熙、刁协。荀藩、荀畯是荀勗的儿子和孙子。荀藩继其父之学，一切秉承荀勗的主张（《见晋书·律历志·乐志》），所以对修史断限的看法也不例外。今传陆机《晋书限断议》数语，见《初学记》二一，当亦此时所作。他说：“三祖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不（今本脱此不字，据严可均所引补）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称纪，则追王之义。”关于司马懿父子三人称传或称纪，陆机语气模棱，但他也主张司马懿等父子三人应入晋史，则是肯定的。只有王戎、张华、王衍、乐广等朝中主要大臣，都主张照贾谧的意见，从武帝代魏建立晋朝政权的太始元年（265，实际代魏在是年十二月，已入266年）开始。最后就这样定了下来。贾谧虽然是舞弄权势的纨袴子弟，看来确如《晋书·本传》所说，“好学有才思”，所以能笼络了潘岳、左思、刘琨等当时名流文士作为二十四友，而且能看重亡国之余的吴人陆机陆云兄弟。王戎等人附和他关于晋史断限的意见，应当说是正确的。不以向上延伸晋朝历史的办法来掩饰冲淡禅代过程中的阴谋与暴力，也应当说是公道的。

孙盛《晋阳秋》，王隐、虞预、臧荣绪诸家《晋书》，干宝《晋纪》都从司马懿叙起，均见汤球辑本。唐修《晋书》中司马懿父子三人都立本纪。看来贾谧意见未被以后史家所采用，实际仍是把断限向前延伸了。

司马氏代魏的斗争异常尖锐，发生了像高贵乡公曹髦谋杀司马昭而又被杀、淮南连续三叛讨伐司马氏等等，是历史上有名事件。史书记载和后人研究甚多，此不具述。当时舆论对司马氏之不满，不仅从阮籍、嵇康等名士的态度看得出来，就从司马氏家族本身，也可窥见，明显的例子是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晋书》本传载高贵乡公被害，百官无人敢奔赴，而司马孚却“枕尸于股哭之恸”，并且奏请追究主谋。太后命令以庶人之礼埋葬，司马孚“与群公上表，乞以王礼葬”。司马孚在司马懿执政时就不大与闻政事，“后逢废立之际，未尝与谋”。司马师昭兄弟因为他是长辈，也不敢逼迫。等到司马炎受禅，曹魏末代皇帝废居金墉城，司马孚“拜辞执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胜”。甚至说：“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实际上，和司马孚抱有同样思想的，还有八达之一的司马懿的七弟司马通父子。《三国志·杜恕传》载，明帝时恕上疏称“大将军狂悖之弟”，裴注谓即司马通。所谓狂悖不知所指，意即与司马懿不合。注又称晋初受禅，通之子顺，“以不达天命，守节不移，削爵土，徙武威”。《晋书·宗室传》亦载“顺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徙武威姑臧。顺虽受罪流放，守意不阿而卒”。由此可见，斗争尖锐，舆论沸腾，所以晋武帝即位以后，想通过修史来加以粉刷。王沈所撰《魏书》是突出之例，陈寿的《三国志·魏志》当然也不例外。

王沈是司马氏死党，曾将高贵乡公计划向司马昭告密，“甚为众论所非”。王沈的《魏书》今不传，王隐《晋书》已称其书“多为时讳”。唐修《晋书·本传》也说王沈的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刘知几更是一再说王沈的《魏书》是“假回邪以窃位”，“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史通·直书篇·古今正史篇》）。所谓“为时讳”的时，即当今朝廷之意，主要是“弑君”、“篡位”等王沈亲自参与的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时事。唐修《晋书》称陈寿之书为实录，实际他只是用务从简略的手法来回避真实，并不能符实录之称。如《魏志·齐王芳》只记皇太后列举莫须有罪名的废立之令，用一句“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了事。关于高贵乡公之死，只叙述一句：“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然后用皇太后诬蔑曹髦图谋加害自己的令文，说他“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为司马氏开脱。陈寿在评语中虽然赞扬曹髦几句，又归结为“轻躁忿肆，自蹈大祸”。而对陈留王奂则说“比之山阳（汉献帝），班宠有加焉”，近乎阿Q理论。评论中对曹爽、夏侯玄都不正面触及他们对司马氏的斗争，而从其他方面讽以微词。评王凌、毋丘俭、诸葛诞“心大志迂，不虑祸难”，也是就事论事的客观主义的议论。后人对陈寿在魏晋禅代史事的处理有种种看法，有人认为多回护，有人认为细微处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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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总起来说，恐怕与王沈只是五十步与百步。《史通·直书篇》有“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的话，这当然和他本人来自蜀国的孤臣孽子处境有关了。王应麟《困学纪闻·考史》说“干宝论晋之创业立本，固异于先代。后之作史者不能如此言也，可谓直矣”。王氏所指当即干宝总论中所云“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指三分天下有其二及八百诸侯会同武王伐纣）之会也”，“是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诸语。干宝距晋初已远，故而敢于指摘揭露。而他所揭露的司马氏“不及修”的“公刘太王之仁”，恰恰正是荀勗等人把晋史开端向上延伸所要达到的效果。

两晋历一百五十余年，最后桓玄夺取政权而未能立足，司马氏终为刘裕取代。宋人所修晋史，如何法盛《晋中兴书》，刘谦之、王韶之、徐广、裴松之的《晋纪》等书，现皆亡佚，只存辑本，无从考见其对晋宋禅代经过如何叙述。但刘宋时史家对于这个问题在宋史上的处理，与晋代史官有近似之处。他们也采用了把宋史断限向上延伸的办法。据《宋书·徐爰传》，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以后山谦之、苏宝生继续这个工作。大明六年（462），徐爰任著作郎修国史。他上表中所云：“其在殷颂，长发玄王；受命作周，实惟雍伯。……降逮二汉，亦同兹义：基帝创乎丰郊，绍祚本于昆邑。”意思是，殷周两朝受天命来统治，都早在商汤周武建立政权之前；而刘邦、刘秀之建国，也早在丰沛、昆阳之日。“魏以武命国志，晋以宣启阳秋。明黄初非更姓之本，太始为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准，式远之鸿规”。这是引证《三国志·魏志》从曹操开端，《晋阳秋》从司马懿开始，论述曹魏王朝不始于文帝即位的黄初元年，晋武帝即位的太始元年也不形成晋政权的开端。荀勗等人的依据今天不得而知，很可能与徐爰近似。徐爰的结论是，刘裕之德“巍巍荡荡，赫赫明明”，有如周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还谦让未遑，“恭服勤于三分，让德迈于不嗣”。所以宋朝的历史应当“起元义熙（晋安帝义熙元年〔405〕），为王业之始”。当时讨论徐爰的建议，江夏王义恭等三十五人的多数赞同徐爰的意见，“以义熙元年为断”。巴陵王休若、檀道鸾两人主张以元兴三年（404）即刘裕诛桓玄之年为始，虞和主张“以开国为宋公元年”，即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封宋公之年。最后徐爰的建议得到孝武帝的批准。齐时沈约修《宋书》，即遵照徐爰的断限，“始自义熙肇号，终于升明三年”。于是刘裕取代晋室，杀死顺帝等等，都在“巍巍荡荡”、“乐推”、“讴歌”的大帽子下面失去其尖锐性。

沈约在齐时修《宋书》百卷，只用了一年时间，因为绝大部分沿用了何承天、徐爰等人的旧史。只有永光元年（465）以后到宋亡的十多年“缺而不续”，才由他补足。所以从沈约《宋书》可以大致窥见宋代史臣所修国史旧本的内容。宋代史臣所修国史中，关于刘裕代晋的叙述，其态度远不像晋代史臣处理司马氏代魏问题时那么暧昧畏缩，隐瞒回护，而是比较鲜明，比较客观。这是由于曹魏末年远非主昏臣暗、民不聊生局面，司马氏夺权实在师出无名。而东晋末年，司马道子、元显的统治太不得人心，爆发了孙恩大起义，桓玄又一度夺权，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迫切需要改弦更张。《宋书·武帝纪下》的史臣论说东晋“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又《刘穆之传》也说东晋“主威不树，臣道专行”。而《武帝纪》史臣论评价禅代时说：“民已去晋，异于延康之初（220，汉献帝最后年号）；功实静乱，又殊咸熙之末（265，魏陈留王奂最后年号）。所以恭皇（晋恭帝）高逊，殆均释负。若夫乐推所归，讴歌所集，魏晋采其名，高祖权其实矣，盛哉！”公然歌颂刘裕代晋是众所乐推，不像魏晋两朝夺取政权那样空标榜美名而实不相符。这和陈寿在《三国志·魏志》中畏首畏尾的态度，是多大的差别啊！

萧道成代宋建立齐朝，建元二年（480）置史官，檀超与江淹担任史职。据《南齐书·檀超传》，修齐史“以建元（齐高帝纪元）为始”，“开元纪号，不取宋年”。这就是说，修齐朝国史的断限不再从本朝建立向上延伸，而是从萧道成即位之年算起。这一做法反映，当时对于禅代和杀死前朝末代皇帝，已经不以为意，并不感觉有任何理亏之处，无须借断限上移的办法，来隐瞒回护，以冲淡禅代过程中的暴力行动。齐朝史臣所撰本朝史今皆不传，萧子显的《南齐书》成于梁代，很可能是依据齐代诸家旧史，同时也反映齐梁时期政治、社会的共同倾向。《高帝纪》史臣曰开头即引“孙卿有言，圣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公然为禅代辩护。后面又说：“岂其天厌水行，固已人希木德。……虽至公于四海，而运实时来，无心于黄屋，而道随物变。应而不为，此皇齐所以集大命也。”把齐之得政权说成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政权禅代既然不构成敏感尖锐的矛盾，大臣对皇家一姓的忠节自然也就没有意义。如褚渊两世为宋朝皇室姻亲，而背宋投齐，身至高位。这样受宠前朝，又为新朝佐命的人物，齐以前并非没有，但当时史官对这种人的变节行为，往往采取回避态度，不去触及，更不敢公然赞颂。萧子显对褚渊却不然。论中首先把褚渊与袁粲对比：“褚渊袁粲俱受宋明帝顾托，粲既死节于宋氏，而渊逢兴运，世之非责渊者众矣。”然后从世家大族的发展变化来为褚渊辩解，说魏晋以后“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任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萧子显这一番话，确实道出了某些真实情况。东晋时皇帝没有权威，政柄军权操在世家大族之手。宋武帝加强皇权，扶植皇族势力，中央政权与地方兵力都操在皇族手中。门阀世家在社会上、经济上的力量和影响依然如故，政治上则远不能与东晋相比。因此，进入宋代以后，高门益发变成封闭排他的集团，形成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气氛。他们用高自标置的方式来抬高和巩固自己社会地位，以补偿政治势力的衰落。《隋书·经籍志》说家谱族谱之类氏姓之书“齐梁之间其书转广”，正是反映这一趋势。高门世族的命运，并不与王朝一家一姓的兴亡相联系，君臣之节只是虚名。尽管王朝更替，门阀世族利益不受波动，仍然平流进取，去充当那些名位很高而毫无（至少很有限）实权的公卿。因此，保家远远比殉国重要得多，褚渊的行为也就无可非议了。

梁武代齐后，沈约、周兴嗣、鲍行卿、谢昊等撰录国史，侯景之乱散失。何之元与刘璠又合撰了编年体的《梁典》，亦已佚去。我们没有看到梁朝讨论国史断限的记载，估计这时禅代已成司空见惯，梁朝史臣不像晋宋两朝那样，需要利用某种手段来冲淡所谓“篡弑”的名声，而是和萧齐一样，从本朝建立之日叙起。何况梁武帝还曾对萧齐宗室萧子恪说过：“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我起义兵，非唯自血门耻，亦是为卿兄弟报仇”。“我今日虽是隔代，情同一家”（见《梁书·萧子恪传》）。他根本不承认是革萧齐之命取而代之，因而也毋庸忌讳了。但是，梁武帝对史记记载也不是全无忌讳。《南史·吴均传》载，均撰《齐春秋》，“书称帝（梁武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竞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梁书·本传》文略同，而未称为明帝佐命。数十条作数条）《史通·古今正史篇》亦载其事：“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帝恶其实。”梁武帝在政治上有宽容一面，而且王朝禅代已成“例行公事”无须讳言。但是，充当齐明帝萧鸾这样一个皇帝的“佐命”，未免不光彩，有碍个人颜面，所以发怒。梁武帝这个人一向是狭隘护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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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禅代之际大臣出处的议论，我们未能从梁代史臣著作中找到材料，但从陈代史官议论却可窥见一二。在这个问题上，推想梁陈两朝思想观点应是一致的。谢朏在宋时任侍中，拒绝解下御玺交给受禅的齐高帝，但以后仍在齐朝和梁朝做了官。陈姚察评论云：“谢朏之于宋代，盖忠义者与？当齐建武之世（高帝时），拂衣止足；永元多难（东昏时），确然独善。……高祖（梁武帝）龙兴，旁求物色，角巾来仕，首陟台司，极出处之致矣。”他赞扬谢朏在齐朝时虽然出仕，而不露头角，独善其身，近于处士。到梁武帝时“首陟台司”，才算是出，而这样的“处”与“出”都是正确的。姚察完全抽去了齐梁不同政权的区别，把二者作为统一的封建统治者对待，讨论的只是谢朏个人与统治的君主之间的关系，与萧子显之论褚渊，可称异曲同工。梁代另一来自齐朝的大臣袁昂，起先对梁武帝表示不合作，以后终于归顺。《梁书·本传》的史臣曰虽不标姚察之名，姚思廉的思想与其父亦有共鸣。评论先说袁昂“存夷叔之风”，但笔锋一转，又说他“终为梁室台鼎，何其美焉！”这话并非对袁昂的讽刺，而是符合当时思想风气的倾向，超越异代禅让来评论人物，等于说袁昂也“极出处之致”。阳翟褚氏、陈郡谢氏和袁氏，都属当时有名的高门，也都是“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了。

陈霸先崛起南土，在侯景乱后取得政权，情况与宋齐梁迥异，所以也不存在需通过修史来冲淡矛盾之类问题。南方世家大族经过侯景之乱和西魏破江陵，受到沉重打击，因而也不存在以前门阀世族在禅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与王朝禅代有联系的另一问题，是所谓正统。封建史家即使在私人著述中，由于本人所处时代与环境，总是尊本朝和它所继承的政权为正统。如陈寿著书在西晋，西晋是取代曹魏政权的，《三国志》虽魏蜀吴并列，不得不以魏为正统。曹操一家称为帝，入本纪；而刘备、孙权等称为主，入列传。《蜀书》、《吴书》中君主即位必记魏之年号，以明“正朔”所在。东晋习凿齿著《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论》。他根据这个观点，撰《汉晋春秋》，以晋承蜀汉为正统。《晋书·本传》说习氏鉴于桓温图谋篡位，因而撰此书“以裁正之”。所以《汉晋春秋》于三国以蜀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晋书》这个解释过于迂曲，似不可信。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晋室南渡，偏安江左，有类蜀汉的缘故。正统问题是封建统治者为表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利用史书为之服务的。它不太牵涉到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与评论，只是史家笔下的安排，所以虽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敏感与尖锐程度，却远不及历史中禅代问题的处理了。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两晋南朝的清议



清议是东汉以来乡里中形成的关于某个人的舆论。魏晋实行九品官人之法，中正就根据清议或乡里的舆论，来厘定、提升或贬降某人的乡品，从而向吏部提供给予或升降他的官位的依据。如《晋书》卷九四《霍原传》载，“原山居积年，门徒百数”，“及刘沈为〔燕〕国大中正，元康中，进原为二品”。
 

【101】



 这是中正提升乡品的例子。又如卷三三《何劭传》载，劭死，袁粲吊其子岐，何岐辞疾不见。“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诠谓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见生？岐前多罪，尔时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谓中正畏强易〔抑〕弱’。粲乃止”。这是中正贬降乡品的例子。西晋时，中正根据清议贬黜官吏的事屡见，参看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第三章所引。这篇小文，试图考察两晋南朝清议与中正的关系和南朝时清议的作用。

晋宋正史本纪记录皇帝即位或其他庆典时实行大赦，除赐爵、赐谷之外，照例列举一系列“恩典”的内容，如减轻或赦免狱中囚犯的处刑，原除赃污淫盗罪犯，豁免捐税债务，放免奴婢等等。在这些内容之外，宋武帝以后的即位诏书中，还有一条特殊项目值得注意。宋武帝永初元年六月受禅后大赦，称“逋租宿债勿复收。其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宋孝武帝即位大赦，史文把诏书简括为“赃污清议悉皆荡除”一句话。宋明帝太始元年即位大赦，亦称“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并悉洗除”。以后齐高帝代宋，梁武帝代齐，陈武帝代梁，实行大赦，都有和宋武帝即位诏书相同的语句。而这样的话从未见于以前两晋皇帝的赦书中。当然，沈约修《宋书》大量沿用何承天、徐爰等当时人所修旧史，所载诸帝大赦诏书，文字保留原文较多，因而较唐修《晋书》为详。但东晋元帝即晋王位大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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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是全文，却并没有这类荡涤清议的语句。另一方面，元帝就在此项大赦时申明，“其杀祖父母父母，及刘聪石勒，不从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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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反映，当时汉族与五胡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对刘聪石勒是十恶不赦。而司马氏标榜以孝治天下，所以特别在赦书中有排除杀死祖父母及父母者的规定。

自从曹魏设立九品中正后，中正寻访乡论清议，以品评升降人才，再由吏部录用。乡论清议的作用大为重要。清议的作用，由中正表达出来，其核心内容，大都以儒家道德伦理作为衡量人物的标准，而孝道尤其受到特别的重视。司马懿执政时，夏侯玄论中正之“品度官才”，说“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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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举出中正考核人才的三项标准，而“孝行”居于“仁恕”、“义断”之前。司马昭执政时，何曾说“明公方以孝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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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密于晋武帝时上《陈情表》，仍然说“圣朝以孝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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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之际，阮咸居母丧遭清议，“沉沦闾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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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简居父丧遭清议，“废顿几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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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重孝道，于是父母的丧葬对于子女的婚姻和仕宦都产生莫大影响。齐王芳嘉平四年，魏军与吴诸葛恪战于东关，大败，魏军死伤甚多。“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除丧以后不废婚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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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即《晋书·礼志（中）》所谓“东关故事，限行三年之礼，毕而除也”。东晋南渡，王敦“复申东关之制于中兴”，亦见《晋书·礼志》。所以，如非像东关之例特有规定，则父母死后尸骨未还或未葬者，子孙的婚或宦都要受影响，甚至不得娶妻或进入仕途，否则便有违清议。西晋时，陈寿于父丧中有疾，使婢女制丸药，后又因葬母于洛阳，没有归丧于蜀。先后两遭清议，以致终身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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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予强聘杨欣之女为妻，欣有姊丧未经旬，张辅为中正，“贬予以清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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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二史札记》卷八“九品中正”条所收晋中正清议事例，几乎全属西晋时。中朝士大夫甚至利用清议，以压抑新附的蜀汉地方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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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的事例，有东晋末年兖州刺史滕恬没于丁零，尸丧不返，其子不废仕宦，遂遭清议，见《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还有一条是运用政权力量预先防止了清议，即王华由于其父王
 存亡不明，于是布衣蔬食不交游者十余年。刘裕爱惜王华的才能，想使用他，于是替王
 发丧，让王华按规定礼节服丧，服满后得以入仕，见《宋书》卷六三《王华传》。北方胡族政权统治的地区，也有继承西晋传统的。如《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载廷尉监常炜上言，说前燕境内因循魏晋之制，“祖父不殓葬者，独不听官身清朝”。他认为“自顷中州丧乱，连兵积年，或遇倾城之败，覆军之祸，坑师沉卒，往往而然，孤孙茕孑，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异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若斯之流〔指有才能而因祖父未殓葬遂不能入仕者〕，抱琳琅而无申，怀英才而不齿，诚可痛也。恐非明扬侧陋，务尽时珍之道。”慕容儁听从了常炜的建议，也认为丧乱未已，“未可才行兼举，且除此条，听大同更议”，实际是否定了这条清议。

结合两晋有关清议的具体事例和大赦诏书里的不存在荡涤乡论清议的条文，可以推断，当时乡论清议的势力还相当强大，士大夫必须受它的约束，帝王大赦不能也不敢随意宽宥触犯清议之人。但东晋与西晋情况又有所不同。两晋天下一统时，刘毅论中正制度的缺点已经指出，“今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异邦，或取给殊方。面犹不识，况尽其才力？而中正知与不知，其〔共？〕当品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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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南渡以后，北方士族纷纷过江，分散杂处各地，侨立州郡县，“寄寓迁流，迄无定托”，“百郡千城，流寓比室”。居住和仕宦情况，远不如一统天下时之稳固安定。乡论清议之形成，客观上自然也远不如西晋时之顺理成章。恐怕中正不仅“面犹不识”，有关的乡论清议也无从寻访了。另一方面，掌握大权的王敦和刘裕，都可以运用政治权势来否决清议这一社会势力，也意味着中正这个职位在走向衰落。

与此相适应，我们看到，东晋，尤其宋齐以后，根据清议来惩处官吏的，不再是中正贬降其乡品，而是政府，特别是御史中丞出面，来处理触犯清议的案件。东晋时，如温峤以母丧遭乱不葬，由司徒长史下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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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是由于中正定品必须申报司徒。淮南小中正王式由于为继母服丧事，御史中丞卞壶奏“式付乡邑清议，废弃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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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宋时，范泰、王准之、司马珣之“并居丧无礼”，御史中丞弹奏范泰，坐废徙丹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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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晔不及时奔赴嫡母之疾，奔丧时又携带妓妾自随，也被御史中丞劾奏。宋文帝爱其才而不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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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例都不是由中正根据乡论清议首先提出，而是御史中丞出面奏弹。中正由中央官吏兼任，这种官吏的品位与御史中丞相比，可能有高有低。但从清望而言，御史中丞便不能与中正相比，不像中正那样受尊敬。《南齐书》卷三四《刘休传》载休于建元初任御史中丞，上表说担任这个官职“里失乡党之和，朝绝比肩之顾”，“怨之所聚，势难久堪”。所以“宋世载祀六十，历职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过盈岁”。同卷《沈冲传》载，兄弟三人皆曾任御史中丞，邻家失火，沈冲的母亲怀疑别人有意放火延烧她家，“大呼曰，我三儿皆作御史中丞，与人岂有善者！”御史中丞直接弹劾代替了中正先降乡品再贬官职的做法，说明皇权支配下的官吏取代了高门士族所支持的中正的作用。

宋周朗丁母忧，不遵居丧常节，宋孝武帝“使有司奏其居丧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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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高帝时，乌程令顾昌玄坐父北征死尸骸不还，而昌玄宴乐嬉游，“有司请加以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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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明帝时，刘朗之“坐不赡给兄子，致使随母他嫁，免官禁锢终身，付之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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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由有司表达所谓清议，执行惩处。史书所说“加以清议”、“付之乡论”，实际乃是政府在起作用，沿用清议的名称，进行惩罚，而不是像西晋那样，靠州都郡正来起作用了。宫崎市定氏《九品官人法研究》本论第三章以为宋齐以后，各州的大中正只能品评推荐州郡僚属，成为刺史太守下面的属官，作用已大为削弱。这是就任命官吏的职能而言，然而也有助于说明，宋齐以后中正的职能作用，与魏晋相比，已经大见缩小了。

此条写定过程中，获读宫川尚志氏《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其第四章考订中正制度，颇为详审精确。论南朝中正一节，也说南朝中正制度只是形式上存在，用人大权完全操于皇帝和吏部手中。宫川氏并引《文苑英华》七五四裴子野《宋略》：“庶僚百位，专断于一司。按阀阅而选举，不遑采访于乡邑。”又得读越智重明氏《魏晋南朝之政治与社会》，其第二编“晋之政治与社会”第四章“五等爵制”节，也引宋齐梁陈历朝诏书中“荡涤洗除”语句，论证皇权超越清议，与鄙见相合，都希读者参看。《世说新语·尤悔篇》载，“温公〔峤〕初受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驻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唐长孺同志《九品中正制度试释》和越智氏书，都解释为东晋皇帝对清议犹不得不有所顾虑，但也开始能否定清议，所以每对温峤加封，必然同时以皇帝名义下诏加以说明。我以为两家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也恰恰反映中正的作用在东晋时处于走向衰落的过程中。

东晋初年的政治局面，是“王与马共天下”，琅玡王氏如王导、王敦等执中央和地方的大权。以后外戚庾氏、高门谢氏、桓氏相继执政，一百年间，司马氏的皇帝始终没有多大权力。刘裕代晋，吸取了东晋司马氏的教训，高门大族的社会、经济地位虽然照旧，政治军事权力——包括中央与地方，却集中到皇帝和皇族手中。宋代以后，大赦增加荡涤清议的内容，反映经过南渡百年，中央政权逐渐巩固。尤其刘裕建立宋朝以后，皇权大为加强，代表中央及地方世家大族之中正势力相对削弱，作用远不如昔，以至名存实亡。这样，皇帝才有权荡涤洗除清议所定的罪行。顾炎武《日知录》一三清议条云，“至宋武帝篡位，乃诏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自后凡遇非常之恩，赦文并有此语。小雅废而中国微，风俗衰而叛乱作矣”。顾氏只从风教观察立论，似乎没有触及这一现象的政治实质和意义。

《南史》卷一九《谢惠连传》，“先爱幸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余首，……坐废不豫荣位。尚书仆射殷景仁爱其才，言次白文帝。……文帝曰，若此便应通之”。此事与文帝之不罪范晔性质相同。所谓“通之”，即解除清议之所否定，使惠连得升高位。与东晋皇帝每爵温峤必下诏，用意相同。与诏书中洗除荡涤的话也是一致的。齐“长沙王晃属扬州大中正张绪选用吴兴闻人邕为州议曹，绪以资籍不当，执不许。晃遣书佐固请之，绪正色谓晃信曰，‘此是身家州乡，殿下何得见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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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中正在任用州的僚属时，尚非全无发言权。南齐时中正之职已似有若无。梁时中正作用也削弱，但《通典》所云“梁初无中正”的话，杨筠如和宫川氏都已辨其误。《梁书》卷六《敬帝纪》载，太平二年曾下诏，“诸州各置中正，依旧访举”。大概目的在于加强对乡议的访求，供选用人时的参考。当时萧梁已濒于覆亡，未必能见诸实施。《南史》卷六一《陈暄传》载，暄在梁陈之际“以落魄不为中正所品，久不得调”，说明中正当时偶亦发生作用。但就总体而言，中正出面反映乡论清议的作用大为减弱，中正之职名存而实亡。《隋书·刑法志》载，天监元年定律，有士人“犯清议则终身不齿”的规定。又称陈制“唯重清议禁锢之科。若缙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发诏弃之，终身不齿”。说明清议要等皇帝发诏，才能实现它的威力。关键在于发诏弃之，而不必由中正贬降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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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清议倚靠王权，王权支持并可左右清议。但清议内容的标准和权威性，士大夫之不得违犯清议，则南朝与两晋没有很大区别。《宋书》卷八《明帝纪》，“以边难未息，制父母陷异域，悉使婚宦”。
 

【123】



 《南齐书》卷三○《薛渊传》载，其母陷于北方，渊于永明元年上表，请求解除散骑常侍之职。齐武帝下诏说：“东关旧典，犹通婚宦。况母出有差，音息时至”，因而不许他辞官。崔模于宋元嘉中没于魏，“模子虽居处改节，而不废婚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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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时丘冠先出使吐谷浑被杀，“世祖敕其子雄曰，‘……丧尸绝域，不可复寻，于卿后宦途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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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例子都说明，由于提倡孝道而形成的某些不合理的习俗，因为它不切世情，终难于通行。泰始永明的规定，其精神无异于否定了历来乡论清议的标准。但另一方面，中正的作用尽管削弱，魏晋以来乡论清议所维护的士族应遵行的礼法，它的标准和要求，依然没有改变。下列的例子，足以说明这点。《南齐书》卷三九《刘
 传》载，其妻王氏“椓（《说文解字》：椓，击也）壁挂履”，墙土落在刘
 母亲的床上，其母不悦，“
 即出其妻”。又载刘
 弟刘琎事云，“兄
 夜隔壁呼琎共语，琎不答。方下床著衣立，然后应。
 问其久，琎曰，‘向束带未竟’。”此事亦见于《颜氏家训·兄弟篇》，刘琎的回答是：“向来未着衣帽故也。”刘
 在齐世名誉甚高，影响很大，齐梁两代学者如范缜等，皆从之学，被目为“关西孔子”，见《梁书》卷五○刘峻《辨命论》。刘
 是沛国人，而有这样的称号，大约是借用杨震的称号来赞誉他。萧子良、沈约、谢朓等都有过刘
 墓所咏诗篇。今天看来，刘
 兄弟的行事，竟然绝似宋代迂腐的道学家所作为，与魏晋崇尚玄风，纵情物外的放达之士迥不相侔。又如宋时崔怀慎的父亲“没虏。怀慎与妻房氏笃爱，闻父陷没，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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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顾协少娉舅女，未成婚而协母死，顾协免丧之后就不再迎娶。“至六十余，此女犹未他适，协义而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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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孝道笃行的事例，都达到不近情理的程度。魏晋南北朝注重避家讳。西晋时，“故事：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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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书所载之例甚多。东晋王允之以会稽郡名与祖父名同而乞改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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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昙以父名遐而求解右将军王遐府司马之职。
 

【130】



 刘宋时，王俭因父终于侍中之职，固让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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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齐时，王份被征为黄门侍郎，“以父终于此职，固辞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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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代陆缮、陆襄都因所授官职分别为其父死时所终之官，皆固辞不肯拜。梁武帝不许陆襄辞扬州治中之职，“听与府司马换廨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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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谢举因父于齐代任侍中，遂累表请求改授其他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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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朝地主阶级中，不少人崇尚三玄，倡导取法自然，或皈依佛法。即以刘
 其人而言，他也曾敬仰佛教，对释惠基“申以师礼”，对释法安“禀服文义，共为法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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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一方面，儒家伦理道德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根深蒂固，成为统治的思想。封建士大夫始终维护名教，恪守礼法，不得违犯清议，成为他们思想信仰的主流。南朝中正作用减弱，皇帝权力增强。而皇帝利用清议以维护统治秩序，则与中正发挥作用时并无二致。这种情况，和魏晋时把周孔名教和老庄自然两者合二而一，虽然解释成为“将无同”，而实际以名教为主，是一脉相通的。嵇康虽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并不排斥他是儒家，甚至更晚的李贽，虽然反对伪道学，却拥护真道学。这些事例不是都可以和两晋南朝清议的具有莫大权威联系起来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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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1983年）





从《礼仪志》考察官制



旧日所谓正史里记录典章制度的志，如《食货志》记载经济方面情况，《刑法志》记载法律方面的材料，《职官志》叙述官制，《地理志》讲地理建制等等，内容范围都比较明确。但有些志里却包含着研究其他某些问题有用的材料，如果善于利用，也能帮助说明本志范围以外的问题。如《五行志》、《符瑞志》之类，看起来虽是些荒诞无稽的事，而其中涉及的社会习俗和地理区划名称等，都可供考史。甚至某地出现某种禽兽的记录，也可以从而推测当时的气候情况。《礼仪志》一般是记录婚丧礼节的，而《宋书·礼仪志》里所收一些讨论礼制的记录，却提供了当时公文的样本。日本金子修一氏曾利用这篇志中的材料，写了《关于南朝时期上奏文的形态》一文（《东洋文化》第60号）。《隋书》的志旧称为五代史志，因为除隋代制度之外，还记载了梁、陈、齐、周四朝的典制。《隋书·礼仪志六》记录梁陈两朝各种官吏的冠服。这些官职，有的需要参考《百官志》的记载和南朝史书，才能明了；有的可以根据志文，来补充和阐明《百官志》所记之不足。因此，《礼仪志》的作用也超出礼节的范围，能为研究南朝官制提供资料。

《礼仪志》言“其在都坐，则东面最上”，“尚书廊下都坐门下使”。都坐犹今言大厅之意。《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苏峻之乱，成帝止兰台都坐，殆不蔽寒暑”。兰台谓御史台，兰台都坐当即御史台之大厅。《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晋朝八座丞郎朝哺诣都坐朝，江左唯旦朝而已。八座丞郎初拜，并集都坐交礼”。《梁书》卷二六《陆果传》言齐时“迁尚书殿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并到上省交礼，而果至晚，不及时刻，坐免官”，可与宋志相印证。《隋书·百官志上》记陈制，得官者“但闻诏出，明日即与其亲入谢，后诣尚书上省拜受”。上省即尚书省，都坐即尚书省之都坐也。《宋书》卷二八《符瑞志》中言晋咸康二年“甘露降尚书都坐”。《宋书》卷七五《蔡兴宗传》，“兴宗于都坐慨然谓颜师白曰”云云，时师白为尚书仆射，兴宗为吏部尚书，知此处都坐亦尚书省都坐。北朝之例，则《北齐书》卷四八《胡长仁传》载长仁为尚书令，“每上省，……省务既繁，簿案堆积。令史欲咨都坐者，日有百数”。此亦尚书省都坐，即用以代指尚书令。《北齐书》卷四七《毕义云传》，“又驾幸晋阳，都坐判拜起居表”，亦指尚书省。《北齐书》卷三四《杨愔传》载，长广王为大司马并州刺史，常山王为太师录尚书事，“及二王拜职于尚书省，大会百僚”，盖即拜职于尚书省之都坐也，都有总统之意。《隋书·百官志中》记北齐制，谓“录令仆射总理六尚书事，谓之都省”。又《百官志下》隋三公条云：“寻省〔三公之〕府及僚佐，置公则坐于尚书都省。”都坐之都与都省之都同义。《通鉴》一二八胡注谓北魏之都坐犹唐之朝堂，“或曰都坐为尚书都坐，即唐之政事堂”。卷一二九注谓宋之都坐乃尚书八座会坐之所，“犹今都堂也”。核以前引史文，似以胡氏后说为当。北朝之都坐，亦非朝堂而是政事堂也。

志云，“尚书秘书著作郎、太子中舍人、洗马舍人，朝服，进贤一梁冠，腰剑”。案：著作郎属秘书省，依志文体例，应言秘书省云云，尚书二字疑涉上文尚书左右丞而衍。洗马舍人文义欠明晰。据《百官志》载梁制，典经局洗马八人，位视通直郎。置典经守舍人、典事守舍人员，当即此所谓洗马舍人，实为同一衙署中两种不同官职也。太子属官有食官，朱衣，进贤一梁冠。据《百官志》，东宫有食官局。《南齐书》卷十九《五行志》：“永明中，雷震东宫南门，无所伤毁，杀食官一人。”梁当是沿用齐制。

志言“太学博士正限八人，着佩。限外六人，不给”。据《百官志》上，“太学博士八人，又有限外博士员”，未及人数。诸开国三将军（武贲、冗从、羽林）、典书、典祠、学官令、典膳丞长等官，皆“限外者不给印”。知某些官职有限外员，志文可补《百官志》未记限外官制度之缺。梁陈史书中时见限内限外之称，盖限内为定员，限外则员外也。《梁书》卷四五《王僧辩传》，“〔湘东〕王为荆州，仍除中兵，在限内”。又卷四七《何炯传》，“还为仁威南康王限内记室”。《刘霁传》，“稍迁宣惠晋安王府参军兼限内记室”。《褚修传》，“武陵王为扬州，引为宣惠参军限内记室”。《陈书》卷一○《程文季传》，“世祖嗣位，除宣惠始兴王府限内中直兵参军”。仁威、宣惠皆诸王所领将军称号。其言限外者，如《陈书》卷三四《张正见传》，“历宜都王限外记室”。自《礼仪志》关于限外博士之待遇，以及诸限外官不给印之制，知其低于限内官。所以设限外官者，盖即沈约所云，“且当今士人繁多，略以万计，常患官少才多，无地以处秀才”（《通典》卷一六《选举》）。门阀社会中，士族子弟莫不凭门第而得仕进，未弱冠即得出身。颜之推所云梁朝贵游子弟“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正足证明沈约所称之“秀才”不外乎此辈也。北魏末年亦有此种现象。《北齐书》卷三一《王昕传》载，魏末吏部尚书李神
 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无员限。今以王元景等为常侍，定限八员”。又卷五○《韩宝业传》，“多带侍中、中常侍，此二职乃数十人”，此又齐后主时事也。《百官志》记集书省置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各四人，散骑侍郎、通直郎各四人。又有员外散骑常侍，无员；员外散骑侍郎，未言有无员数，盖亦无定员。所谓员外当原为限外，而渐成定制，员外二字遂为官名之一部分。员外之升迁，必先转通直，见《北魏元略墓志》。通直再转为散骑常侍。故《北魏穆绍墓志》言“除散骑常侍，在通直，寻转正员”。《北齐书》卷四四《张景仁传》，“后主登祚，除通直散骑常侍。及奏，御笔点除通字，遂正常侍”。南朝之制亦如此。《宋书·百官志》有通直散骑常侍与员外散骑常待，而未言通直，员外与正员之区别何在。据《宋书》卷八三《黄回传》，“前世加官唯散骑常侍，无通直员外之文。太宗以来，多因军功至大位，资轻加常侍者，往往通直、员外焉”。由是知通直、员外与正员有资轻资重之别。《宋书》卷六六《王敬弘传》，“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求为奉朝请，“与恢之书曰，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于不竞之地”。所谓无限，即《宋书·百官志》所谓“奉朝请无员”，更无限内外之别。故《南齐书·百官志》言，“永明中，奉朝请至六百余人”，实无员限也。

志称“廷尉建康正、监、平”，据《百官志上》，“建康旧置狱丞一人。天监元年，诏依廷尉之官置正、平、监，革选士流，务使任职。又令三官更直一日，分受罪系。事无大小，悉与令筹”。故此志文廷尉与建康并列。盖京师事殷，狱讼滋多，《地理志》所谓“京兆王都所在，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又古今之所同焉”。因而建康仿廷尉设官。据《百官志》，廷尉三官六班，建康三官四班。陈时盖仍如此。故至德元年陆琼“除度支尚书，寻掌诏诰，并判廷尉建康二狱事”。然《刑法志》言梁武晚年“王侯骄横转甚，或白日杀人于都街。劫贼亡命，咸于王家自匿。薄暮尘起，则剥掠行路，谓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难于诛讨”。是建康虽依廷尉之制设正监平三官，亦无济于事耳。

志文于诸官所属下，屡见省事之称，如监令仆射省事、太子二傅省事、诸公府省事、录尚书省事等。省事南北朝皆有，而不见于诸史《百官志》，盖近乎令史之下级小吏。《南齐书》卷五六《幸臣传·吕文献传》，“升明初，为太祖〔萧道成〕杀尚书省事”。《魏书》卷七六《卢同传》，“请遣一都令史与令仆省事各一人”。《北齐书》卷四七《邸珍传》，“尚书令临淮王彧……遣省事谢远，三日之中，八度逼迫”。《北史》卷九二《韩凤传》，“及祖珽除北徐州刺史，即令赴任。既辞之后，迟留不行。其省事徐孝远密告”。《周书》卷十四《贺拔岳传》记尉迟菩萨“乃自骄倨，令省事传语岳”。省事之称亦见于宋爨龙颜碑（《八琼室金石补正》一○），而《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敬则虽不大识书，而性警黠。临州郡，令省事读词，下数判决，皆不失理”。知宋齐时刺史太守等地方长官所属亦有省事之职。《颜氏家训·涉务篇》，“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需”，省与典签并列，当即省事，隶属诸王，亦江南制也。《隋书》高祖开皇三年，“济阴太守杜猷身陷贼徒，命悬寇手。郡省事范台玫倾产营护，免其戮辱。……台玫可大都督假湘州刺史”。似隋时使用地方豪族为郡省事，故范台玫有产可倾，州郡省事之政治经济地位与前代亦有所不同，可以超迁颇高矣。

《礼仪志》载，“左右职局斋干已上，朱服，武冠。”案：职局非机构名称，而是官名。《南史》卷五三《梁邵陵王纶传》，“遣人就市赊买锦采丝布数百匹，拟与左右职局防
 为绛衫。”职局着绛衫，与此志文之朱服正合。《梁书》卷二二《南平王伟传》，天监十三年“加亲信四十人，岁给米万斛，布绢五千匹，药直二百四十万，厨供月二千万，并二卫两营杂役二百人，倍先置防
 白直左右职局一百人”。两传皆以职局与防
 、白直等并列，当是百姓服力役，从事于低级侍卫职务。《萧伟传》中下文即加解释云，“伟末年疾浸剧，不复出藩，故俸秩加焉”。则所赐防
 、白直、职局等，未必尽番上服役，或是输钱米作为萧伟俸秩以代役也。《礼仪志》以斋干与职局并列。《南齐书》卷五六《吕文显传》，“临海人也。初为宋孝武帝斋干直长”。又《茹法亮传》，“宋大明中，出身为小吏，历斋干、扶侍”。斋干当亦是侍从之流，而吕文显曾任其首脑，乃庶姓寒人所居职位。扶侍之性质恐亦略同。《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持”，持疑侍字之误。《礼仪志》有扶侍，朱服武冠，与主书、斋帅、监食、主食、主客等并列。太子属官亦有扶侍，朱衣武冠。《百官志》载梁制东宫官“又有外监殿局、内监殿局、导客局、斋内局、主玺、主衣、扶侍等局……各置有司，以承其事”。《礼仪志》前文云，“旧至尊朝会登殿，侍中常侍夹御，御下舆则扶左右”。扶侍一职所司者，或即此类任务与？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五给扶条云，陈朝待勋臣有给扶之制，他朝所未有。列举淳于量、黄法
 ，杜稜、王冲、晋安王伯恭、江总、鄱阳王伯山等例，谓给扶当即给扶持之人。

南朝有所谓斋仗，如《南齐书》卷七《东昏纪》，“又虚设铠马斋仗千人，皆张弓拔白，出东掖门，称蒋王出荡”。卷四十《鱼复侯子晌传》，遣卫尉胡谐之等“领斋仗诸百人检捕群小”。《梁书》卷二一《江蒨传》，“〔齐〕明帝敕遣斋仗二十人防〔蒨父〕墓所”。《南史》卷五三《梁邵陵王纶传》，“敕遣舍人诸昙灿领斋仗五百人，围纶第”。又据《南齐书》卷四二《萧谌传》，谌为卫军司马兼卫尉，废郁林王时，谌“领兵先入后宫，斋内仗身素隶服谌，莫有动者”。卷四《郁林王纪》记其被杀事云，“萧谌初入殿，宿卫将士皆操弓盾，欲拒战。谌谓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须动。宿卫信之”。合观诸文，知斋内仗身即宿卫者也。《南齐书》卷九《王奂传》，“奂使仗身三十人来，称敕录兴祖付狱”，此中央官有仗身。《梁书》卷三六《江革传》，“革至郡，唯有公给仗身三十人。百姓皆惧不能静寇”，是地方官亦有仗身。仗身大抵近似卫队，言官给，当亦是征调百姓服役。所谓斋仗，当即斋内仗身之省称。身犹言人，仗身犹言执仗之人矣。斋仗与斋干关系如何，有待考订。《三国志·司马芝传》，“门下循行，尝疑门干盗簪，门干不符”。门干当是征调为干而服役为门卫者，斋干可能为斋中之干，似为服一般力役，与斋仗之执仗护卫不同。

《礼仪志》有斋帅，与主书、主食、扶侍、鼓吹等并列，皆朱服，武冠。《百官志》中记北齐制言，“斋帅局斋帅四人，掌铺设洒扫事”。又有斋子，属领左右局。东宫亦有斋帅局，斋帅二人。南朝与北齐斋帅之职掌、地位似大体相同。如《北齐书》卷三一《王晞传》，“帝使斋帅裴泽、主书蔡晖伺察群下”。南朝斋帅见于列传者，则《宋书》卷八三《黄回传》云，“出身充郡府杂役，稍至传教。臧质为郡，转斋帅。及去职，将回自随。质为雍州，回复为斋帅”。《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文献王时内斋直帐阉人赵叔祖，天监初入为台斋帅”。《梁书》卷二二《安成王秀传》，“左右尝以石击杀所养鹄，斋帅请治其罪”。由此知不独皇家及太子东宫官属有斋帅，中央及地方官所属亦有斋帅也。

北魏有所谓直斋，如《魏书》卷七五《尔朱世隆传》，“肃宗末，为直斋，转直寝，后兼直阁，加前将军”。卷一一出帝永熙三年纪，“又增置骑官，厢别二百人，依第出身。骑官秩比直斋”。卷八十《贾显智传》，“除伏波将军冗从仆射，领直斋”。同卷《樊子鹄传》，“尔朱荣引为都督府仓曹参军。孝昌三年冬，荣使子鹄诣京师。……太后嘉之，除直斋，封南和县开国子，邑三百户”。北魏之直斋似地位颇高。北魏之斋帅，其地位与职掌亦与北齐及南朝颇不相侔。如《魏书》卷四九《李翼传》，“初为荡寇将军斋帅，又除员外郎，迁尚书郎，仍斋帅”。卷九三《王仲兴传》，“太和中，殿内侍御中散、武骑侍郎、给事中，出入禁内十余年。转冗从仆射，犹参密近，为斋帅”。“世宗即位，转左中郎将，仍斋帅”。斋帅似是重要职任，参预机密，与南朝斋帅之与主书、主食比肩、北齐斋帅之司铺设洒扫，迥乎不同矣。

《礼仪志》有内外监典事书吏、内监朝廷人领局典事、外监统军队咨详发遣局典事、内外监丞典事、太子内外监等名目，其职掌不详。考之《宋书》卷九四《阮佃夫传》，“元嘉中，出身为台小史。太宗初出阁，选为主衣。世祖召还左右，补内监”。又“佃夫以告外监典事东阳朱幼，又告主衣吴兴寿寂之，细铠主南彭城姜产之”。同卷《王道隆传》，“太宗镇彭城，以补典签，署内监”。似内监为皇帝及贵族侍从左右之官吏，与主衣等相去不远。《南齐书》卷七《东昏纪》，“自是〔茹〕法珍，〔梅〕虫儿用事，并为外监，口称诏敕”。卷二二《豫章王嶷传》，“每幸第，清除不复屏人。上敕外监曰，我往大司马第，是还家耳”。又《宋书·阮佃夫传》载，朱幼“太始初为外监，配张永诸军征讨，有济办之能，遂官涉二品”。从济办之能一语观之，外监似掌军需，与此志所云“外监统军队咨详发遣”之语亦相应。《颜氏家训·涉务篇》所谓“主书监帅”，“监帅”或即指内外监之长官而言。

《礼仪志》记太子所属有“廉帅、整阵、禁防，平巾帻，白布袴褶”。《南齐书》卷七《东昏纪》，“阉人禁防黄太平以刀伤其膝。顾曰，奴反耶！”是皇帝宫中亦有禁防一职，以阉人为之，地位甚低，故呼为奴。

志言“尚书都令史……主书、主图、主谱……朱衣，进贤一梁冠”。主书之称屡见南朝诸史，《陈书》卷三一《任忠传》，“有施文庆者，吴兴乌程人。起自微贱，有吏用。后主拔为主书，迁中书舍人”。可知主书地位不高，大致与令史略同，故《颜氏家训·涉务篇》中主书与台阁令史相联系而言。

《礼仪志》载梁朝侍卫之制多循萧齐，列举各种职称，可以补《百官志》之缺，并与齐梁两史纪传互证。志言“又置刀钐，御刀、御楯之属，直御左右”。《南齐书》卷七《东昏纪》，“唯亲信阉人及左右御刀、应敕等”，“分军又从西上阁入后宫断之，御刀丰勇之为内应”。卷一九《五行志》，“永元中，御刀黄文济家斋前种昌蒲”。卷四十《萧昭胄传》，“〔桑〕偃同党王山沙虑事久无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梁书》卷一《武帝纪》，“况以无算之昏主，役御刀、应敕之徒哉”。《通鉴》一四二胡注，“御刀，捉御刀在左右者；应敕，在左右应敕命者”。亦并称为刀敕。《南齐书》卷三五《长沙王晃传》，“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犹皇帝之有御刀。卷二二《豫章王嶷传》，“臣自还朝，便省仪刀。捉刀左右十余亦省”。“上答曰，仪刀捉刀不应省也”。所谓左右，即捉仪刀之人。所谓仪刀捉刀，乃是一词，亦指捉仪刀之人。既省仪刀，故捉刀之人亦省，如此理解，亦字方有着落。仪刀亦有由其他人捉者，如《魏书》七五《尔朱世隆传》，“令王嫌迟，遣二防阁捉仪刀催车”。

志言“又有左右夹〔亦写作侠〕毂、蜀客、楯剑、格兽羽林、八从游荡，十二不从游荡、直从、细射、廉察、刀戟、腰弩、大弩等队，凡四十九队，亦分直诸门上下”。担任护卫之夹毂，不只皇帝，诸王亦有。《南齐书》卷二二《豫章王嶷传》，“今所牵仗，二侠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上答曰，……侠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人以还正是耳”。又启曰，“侠毂白直，格置三百许人。臣顷所引，不过一百。常谓京师诸王不烦牵仗”。武帝答云，“汝一人不省侠毂，但牵之”。所谓牵或引，即率领排列之意。王敬则为夹毂队主（《南齐书》卷二六本传），此皇帝之侍卫也。晋安王子懋自襄阳迁江州刺史，“单将白直夹毂自随”（《南齐书》卷四一本传），焦度为晋安王子勋夹毂队主（《南齐书》卷三○本传），及上引豫章王嶷事，此诸王之侍卫也。

志文中有史书未见之职称，而史传中名称亦多有不见于《百官志》或《礼仪志》者。宋代皇帝有细仗及细仗主（《宋书》卷九一《卜天与传》、卷九九《二凶传》、《南齐书》卷三十《曹虎传》。梁代盖沿宋旧名，又有直厢、防殿，俱见《曹虎传》）。大臣有随身及随身队主（《宋书》卷八三《宗越、黄回传》）。南齐皇帝有细铠左右（《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大臣有服身（《南齐书》卷二二《豫章王嶷传》）。陈之大臣有荡主（《陈书》卷四废帝光大二年纪）。此等职位之任务与地位，皆与侍卫相仿佛。志文所称游荡、荡主之荡，有突击之义。“出荡”一词史书屡见（《南齐书》卷七《东昏纪》、卷五一《崔慧景传》，《梁书》卷一○《杨公则传》、卷二○《陈伯之传》、卷四三《江子一传》等）。《隋书·百官志中》记北齐制，领军将军下云，“其直荡属官有直荡正副都督、直入正副都督”，“直突属官有直突都督”。荡与突义当亦相近。

《礼仪志》言“车驾晨夜出入，及涉险，皆作函。卤簿应宿卫军骑，皆持兵执满，各当其所，保护方面。天明及度险，乃奏解函”。案：《宋书》卷八七《殷琰传》，“〔杜〕叔宝乃发车千五百乘，载米饷〔刘〕顺。……叔宝果至，以米车为函箱阵。”所谓作函，当即函箱阵之意，谓皇帝车驾居中，而以车布列四周守卫之也。






（《中国古代史论丛》第2集，1982年）





《宋书·礼志》札记





奈何奈何



魏文帝代汉未改朔，仍从夏建寅，以正月为岁首。其子明帝即位十年之后，改从商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因而改青龙五年（237）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明帝死于景初三年春正月乙亥朔即元旦日，齐王芳继位。次年元旦之前，朝廷议论谓皇帝于明帝忌日会群臣设盛乐不合于礼。或主正旦受朝贡，后五日乃大宴会作乐；或主过正旦一日乃朝贺大会；或主恢复建寅，以正月为岁首，则明帝忌日仍在十二月朔，无碍于正旦朝贺宴会。《礼志》一载齐王芳“诏曰：省奏事，五内断绝，奈何奈何！烈祖明帝以正日弃天下，每与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剥裂，不可以此日朝群辟，受庆贺也。月二日会，又非故也。听当还夏正月，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子孙哀惨永怀。又夏正朔得天数者，其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沈约书多载当时文献，文字每近口语，齐王芳诏亦此类。唐人遇丧事每唤“奈何奈何”，成为习惯，见拙作《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据齐王芳此诏，则悼念亡者称奈何实自魏晋时已如此也。《法书要录》卷十所收王羲之书札中，其例尤伙。凡道及逝者，几乎无例外呼奈何。如“慈阴幽绝，垂三十年。永维崩慕，痛彻五内，永酷奈何！”“从弟子夭没，孙女不育，哀痛兼伤不自胜，奈何奈何！”“茂善晚生儿不育，痛之恻心，奈何奈何！”“庾新妇入门未几，岂图奄至此祸！……奈何奈何！”“贤弟逝没，一旦奄至，痛当奈何！当复奈何！”“竟增哀感，奈何奈何！”“奄忽长逝，痛毒之甚，惊惋摧恸，痛切五内，当奈何奈何！”“发言痛心，奈何奈何！”类似之例不下十余处。项楚同志《说“奈何”》（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10期）引《三国志·
 丘俭传》裴注所引文钦与郭淮书，说明丧事称奈何三国时已尔。然文钦书中用法实不典型，盖除丧事外，遇不如意事亦往往称奈何也。

奈何似又用于另一情况，王羲之书札云：“初月二日，羲之顿首：忽然此年感远兼伤，情痛切心，奈何奈何！”“初月一日，羲之报：忽然改年，感思兼伤，不能自胜，奈何奈何！”“初月二日，羲之顿首：忽然今年，感兼伤痛切心，奈何奈何！”初月犹言正月。又“九月二十五日，羲之顿首：便陟冬日，时速感叹，兼哀伤切，不能自胜，奈何！”王献之有札云：“十二月二十七日具疏，操之献之再拜：岁尽无复日，感思兼怀，不自胜，兄亦同之，奈何奈何！”诸札为岁首岁尾，或秋去冬来之际，皆感叹时光之流逝不再，与伤死者之去而不返有近似处，岂因情感相类而称“奈何”耶？



太子冠礼



志载晋惠帝为太子时行冠礼，“武帝临轩，使兼司徒高阳王珪加冠，兼光禄勋屯骑校尉华廙赞冠。”《晋书·礼志》作兼光禄大夫华廙，《通典》五六《嘉礼》一文同。按《宋书·百官志》言“晋初又置左右光禄大夫，而光禄大夫如故”。《晋书·职官志》亦有左右光禄大夫及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无定员，多以为拜假
 赠之使，乃监护丧事。魏氏以来转复优重，不复以为使命之官”。《通典》三四《职官》一六谓光禄大夫“自晋以后多为兼官”。华廙盖在太子冠礼时兼任此职为赞冠。《隋书·礼仪志》四载隋皇太子冠礼，详记加冠者为宾，襄其事者曰赞冠者。宾赞之称皆沿自《仪礼》。晋志又有光禄勋，统武贲中郎将，羽林郎将以及掖庭、清商、华林园、暴室等令，为主司门卫之官。盖渊源于秦代掌宫殿门户之郎中令，汉武改名光禄勋者也。《宋书·百官志》光禄勋下亦称其主殿门。光禄大夫位较高，宋志在第三品，宜于参与仪式，则《宋书》此文当从《晋书·礼志》及《通典》作光禄大夫华廙。《晋书·华廙传》亦未载任光禄勋，而称“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禄大夫尚书令”。光禄大夫虽汉代曾为光禄勋属官，然晋时两官已不相干，固不应混为一事也。

志言“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典。于是制诸王十五冠，不复加命”。文义颇不明确。《南齐书·礼志》上载，“晋武帝诏称，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正典。此盖谓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义”。《通典》五六称“遂革使命”，意较显豁，谓不复遣使为诸王行冠礼。晋志作“不复加使命”，宋志盖脱“使”字。

志言“何祯《冠仪约制》及王堪私撰《冠仪》，亦皆家人之可遵用者也”。《通典》五六引作“东汉何休《冠仪约制》及晋王堪《冠仪》”。又卷五八有“东晋王堪《六礼词》”，知是东晋人。



纳后六礼版文



志载晋穆帝升平元年（357）纳皇后何氏（何琦侄女），太常王彪之定告庙六礼版文等仪，具录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版文。晋志全袭其文。记载六礼仪制，并详具版文及主人应对之词，作为社会史史料价值甚高。纳采版文及何琦自称皆曰“前太尉参军”，据《晋书》八八本传，太尉桓温辟命不就，未详。尤可注意者，问名时“主人（何琦）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诏，问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娄侯祯（当作桢）之遗玄孙，先臣故豫州刺史关中侯恽之曾孙，先臣安丰太守关中侯睿之孙，先臣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外出自先臣故尚书左丞胄之外曾孙（《通典》五八兼举姓作孔胄），先臣故侍中关内侯夷之外孙女，年十七”。何氏上溯及女之高曾祖父四代之外，并表明外家所出，溯及女之外曾祖及外祖父二代。此种方式为以前礼仪所无，如周制止问“敢请女为谁氏”，答曰某氏而已。而以后唐代皇太子、诸王纳妃时，问名之仪主人亦只言“臣第某女，某氏出”，公主“出降”，问名只称“皇帝第某女”，（俱见《通典》一二七及一二九所收《开元礼纂类》）不追溯祖先。晋穆帝纳后之仪，实反映东晋门阀政治之下，婚姻与世族家世关系之密切。庐江何氏为侨姓高门，何后传称其“以名家膺选”。其父何准乃何充之弟，自称“第五之名何减骠骑”者也。问名之仪不仅追溯父祖，更兼及外家。即梁元帝所谓“谱牒所以别贵贱，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复中表亲疏，或复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金楼子·戒子篇》）。此谱牒之学所以见重，而家谱、族谱、中表簿、亲表簿等等所以作也。（参看拙作《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志载纳何后之亲迎版文云，“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岁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礼以迎。今使使持节太保某、太尉某以迎”。两某字据《晋书》三二《穆章何皇后传》，“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中领军洽持节奉册立为皇后”。《司马晞传》在《晋书》卷六四，云穆帝即位迁太宰。《晋书》六五《王洽传》载其征拜领军，升平二年卒。太保太尉乃临时差遣之兼官也。请期仪志文作“吉日惟某可迎”。《通典》五八作“吉日惟八月壬子可迎”。《晋书》八穆帝升平元年纪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大赦。《通鉴》一百亦作八月丁未。壬子在丁未之后五日。何后传只记升平元年八月下玺书。岂丁未日先下诏立后，而五日后之壬子乃亲迎耶？

《通典》记六礼版文皆王彪之所定，下有注引博士荀纳云，“凡六礼版长尺二寸，以应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时；厚八分，以象八节。皆真书。后家答则以鲛脚书之”。知当时书札往来虽已习用纸张，婚礼应答犹沿前代旧制，双方皆书于版以昭郑重。所谓鲛脚书，鲛疑蚊字之误。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收有“宋王愔《文字志》三卷”，注云“未见此书，今录其目”。所列古书有三十六种中，有芝英书、垂露书、倒薤书、偃波书、蚊脚书、飞书（疑脱白字）、填书等名目。卷二梁庾肩吾《书品论》有云，“流星疑烛，垂露似珠。芝英转车，飞白掩素。参差倒薤，既思种柳之谣；去短悬针，复想定情之制。蚊脚傍低，鹄头仰立，填飘板上，缪起印中。……并以篆籀重复，见重昔时”。所列亦有蚊脚之目，疑是细长笔画之书体也。昔年曾见明清奏章，臣下自署官衔姓名字细如发，盖所以表示谦卑。皇后家礼版之用蚊脚书，倘亦此意？



皇太子纳妃叙宴



志载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纳妃，“其月壬戌，于太极殿西堂叙宴。二宫队主副，司徒、征北、镇南三府佐，扬兖江三州纲，彭城、江夏、南谯、始兴、武陵、庐陵、南丰七国侍郎以上，诸二千石在都邑者，并豫会”。按此处二宫指皇帝及太子宫，参看拙作《晋书札记·二宫条》。司徒征北镇南三府佐指三公及将军开府所置佐吏，扬兖江三州纲指三州刺史府佐吏，具体则为彭城王义康、江夏王义恭、南谯王义宣三王作为府主及州将之下属也。始兴王浚、武陵王骏及庐陵王绍皆文帝子，南丰王朗则义恭之子。《通典》五八亦载此事，作“二宫队主副，司徒侍郎以上，诸二千石在都邑者，并在会。”缺“征北……七国”二十九字，遂不可通，殊失沈约书原意，不知为杜君卿删去，或有脱简也。



晋诸王来朝之制



志称“晋太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若临时有解，却在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不得从本数”。文义不甚清晰，易致误解。晋志及《通典》较明确，足释志文之疑。晋志云：“若临时有故，却在明年。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朝，不得违本数。”《通典》七四云：“临时有故，则明年来朝。明年朝后，更满三岁乃朝，不得依恒数。”



庆　冬　使



志称“魏晋则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寮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旦。晋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诏曰，庆冬使或遣不，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庆不得废耳。郡县遣冬使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志载诏书有缺文，据永初元年八月纪：“诏曰，诸处冬使或遣或不，事役宜省，可悉停。”文义较完。先秦以来即重视冬至。汉代崔寔《四民月令》称冬至日祭祀及谒贺君师耆老“如正旦”。《颜氏家训》谓“南人冬至岁首不诣丧家”，“北人至岁之日重行吊礼”，皆以冬至与元日并举。至唐代冬至朝贺一准元日，见《唐会要》二四受朝贺条。元正冬至内外官吏各给假七日，见于《六典》。知至唐代冬至犹与元旦并重。宋武帝罢庆冬使在于省劳费，固未能禁断民间庆贺冬至之习俗也。



戴邈表文



志载东晋元帝时戴邈兴学校表文，有云“夫上之所好，下必有过之者焉。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阮籍《乐论》亦云，“吴有双剑之节，赵有挟琴之客”。疑志文容字当作客。二语出典未详，著之以待高明。





五十六年之前，公元1932年，转学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始受教于先师邓文如（之诚）先生。所授中国通史及诸断代史，皆曾侍讲席，而于先生所讲魏晋南北朝史尤感兴趣。由此粗识三国两晋八书二史之门径，为以后数十年从事之专业奠定基础，而开蒙指引，实赖先生。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松川（原姓永井）育代女士研究沈约思想，1986—1987年来北大进修，从余读《宋书·礼志》。教然后知困，质疑问难，教学相长，促使余为《礼志》粗作诠释，未竟其业，亦未能尽通解也。兹有刊印论文集以纪念文如先师之举，因撮录《礼志》札记若干条奉献，以致敬于先生，兼怀松川女士。


1988年12月周一良谨记



（《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1991年）





魏晋南北朝词语小记




郑毅生（天挺）先生道德文章都为我师表，纪念论文集征文，理当遵命而愧无以应。魏晋南北朝文献中的词语，难解者颇多。昔撰《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曾略有诠释，远未能尽通晓。



兹从旧日笔记中摘录经过对比归纳而可解者若干条，写成小记，奉献给纪念论文集，借表向毅生先生致敬之意。至于词义的上溯根源，下穷流变，则有待于语言文字之学的专家了。



一九八五年十月周一良谨记




发　　名



《三国志·魏志·杨阜传》注引《魏略》，“阜少与同郡尹奉次曾、赵昂伟章俱发名”。《吴志·张昭传》称昭“少好学，……与琅玡赵昱、东海王朗俱发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吴志·钟离牧传》注引《续汉书》载承宫事，“尝在蒙阴山中耕种，禾黍临熟，人就认之，宫便推与而去，由是发名”。又传称“牧由此发名”。《世说新语·贤嫒篇》注引《魏略》，说许允“少与清河崔赞俱发名于冀州”。又《方正篇》注引《晋诸公赞》，诸葛靓“以至孝发名”。从杨阜、张昭、许允三人之事看，发名是少年（弱冠前后）得名之意。《太平御览》卷四一二《人事部》引王隐《晋书》载李彻父早亡，母改嫁。“彻有识之后，降食哀感，亦如遭丧之礼。……由是发名”。所谓“有识之后”，意为儿童长大懂事以后，则此处发名亦指少年得名。后汉三国以来，社会风气注重人伦鉴识，士人少年即邀延名誉为仕进张本，而品评标准则以儒家道德伦理为主也。



护　　前



《三国志·蜀志·关羽传》，“亮知羽护前”，吹捧他一顿。《吴志·朱桓传》，“桓性护前，耻为人下”。《宋书·刘瑀传》，“瑀性陵物护前，不欲人居己上”。《梁书·沈约传》载，约陪宴梁武帝，“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亦称妒前，《魏志·傅嘏传》注引《傅子》说邓飏“多言而妒前，……妒前无亲”。又称忌前，《魏书·李业兴传》，“每语人云，‘但道我好！虽知妄言，故胜道恶’。务进忌前，不顾后患，时人以此恶之”。三者意义相同。南北朝时文人以博闻强记相尚，并且用于诗文，所以记忆的典故愈多愈好。《南齐书·陆澄传》载，“（王）俭自以博闻强识，读书过澄。……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意即数百条，千字只为加强语气。犹《史记·项羽本纪》之“籍所击杀数十百人”，实为数十人。《索隐》云，“此不定数也。自百已下或至八十九十，故云数十百”）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几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南史·刘峻传》载，梁武帝“曾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这里的“隶事”，是就王俭所展示的物品举出有关典故，亦犹梁武沈约关于“栗事”的各疏所忆。沈约心僻恶，见人一善如万箭攒心，见唐李冗《独异志》。以这样狭隘好胜的人，在皇帝面前竟也不得不退让。



本末　次序



《晋书·陶侃传》，“侃乃以运船为战舰。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讨官贼，但须列上，有本末耳”。《宋书·巴陵王休若传》，“休若在东，纵恣群下，无本末，还朝被贬”。本末犹言道理。《南齐书·刘善明传》，“忧深责重，转不可据。还视生世，倍无次绪（序）”。《陈书·戚衮传》，“（徐）摛词辩纵横，难以答抗。诸人慑气，皆失次序”。《世说·言语篇》，“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无次绪（序）、失次序意略同，皆茫然自失、混乱无秩序之意。有次序则有秩序、井井有条之意。如《搜神记》十五前汉宫人条：“问汉时宫中事，说之了了皆有次绪。”《魏书·夏侯夬传》，“又发擿阴私窃盗，咸有次绪（序）”。《隋书·刑法志》载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无次”。无次当即无次序之略，谓混乱无秩序。



经　　通



《晋书·王浚传》，“诏曰，浚前受诏，经造秣陵，后乃下受浑节度诏书。稽留所下不至，便令与不受诏同责，未为经通”。又《温羡传》，“今以（张）华不能废枉子之后，与赵盾不讨杀君之贼同，而贬责之，于义不经通也”。《宋书·孔琳之传》，“纵而不禁，既乖国宪，禁而不止，又不经通”。经通意为合理。又有名通一词，亦有通达合理之意。《世说新语·文学篇》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条，“一时绝叹，以为名通”。又人有问殷中军条，“时人以为名通”。目加田诚氏日译本《世说新语》两处皆译名通为“完美”。马瑞志氏英译本第二处漏译，第一处直译名通为“有名之解释”，似皆未谛。



参　　承



《宋书·谢景仁传》，“时（刘）毅疾病，佐吏皆入参承”。《南齐书·张瓌传》，“郁林废，朝臣到宫门参承高宗”。又《王延之传》，“世祖幸琅玡城，（延之子）伦之与光禄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参承，为有司所奏”。《全晋文》二五王羲之书札，“前从洛至此，未及就彼参承”。《广韵·下平·廿二覃》参字下云，“参承，参觐也”。盖对皇帝及大臣皆可用，兼有谒见、问讯之意。敦煌变文中亦屡见此语。亦可省为参，《隋书·百官志上》，“在府之日唯宾游宴赏，时复修参，更无余事”。参亦用作问讯而不必谒见，如《南史·晋安王子懋传》，“以方二寸绢为书，参其消息（消息谓调养病体）”。又《巴陵王子伦传》，“西阳王子明欲送书参侍读鲍僎病”。



声



声有风声、谣传之意。《宋书·庾炳之传》，“试以诸声传普访诸可顾问者”。《南齐书·豫章王嶷传》，“外物（犹言外人）政自强生闲节，声其厚薄。……外声乃云，起臣在华林。……比借声听，皆云有由而然”。又《刘善明传》，“太祖忧恐，常令（刘）僧副微行，伺察声论”。《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刘伶《酒德颂》，“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风声亦风传、传闻之意，与《左传·文六年》、伪古文《尚书·毕命》的“树之风声”、陆机《文赋》的“宣风声于不泯”之作风化声教解，以及唐代的“风声妇人”（见《唐语林》七杜牧条。《朝野佥载》二载“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别宅女妇风声色目”。此风声二字疑与风声妇人意同）皆非一事。有时用音代替声，如《魏书·李彪传》，“臣以直绳之官人所忌疾，风谤之际，易生音谣”。《北齐书·王昕传》，“我比亦惊此音谣，每欲陈问，则口噤心战”。所谓音谣，亦风闻、谣传之意，与音乐、歌谣无干。



手



南北朝史书中，除称打为与手之外，以手字为词者，如《宋书·孔觊传》，“共议（程）捍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王）道隆便率所领急攻之，俄顷城陷”。《南齐书·柳世隆传》，“卿视兖部中可行此事不？若无所扰，春便就手也”。《周书·韦孝宽传》，“请成此城，十日即毕。……一日创手，二日伪境始知”。藉手、就手、创手，皆着手之意。藉手与《左传·昭十六年》的“敢不藉手以拜”义异。《宋书·王微传》载微与王僧绰书云，“相见亦不胜读此书也。亲属欲见，自可示，无急付手”。意为我们见面也不比看我的信更好。此信可示亲属，“无急付手”疑是勿急于处理掉之意。《南齐书·豫章王嶷传》，“连年恶疾余，顾影单回。无事畜聚，唯逐手为乐耳”。逐手疑放手之意。



迟



迟字古训有等待、期望之意。魏晋南北朝文献中犹如此用。如《世说新语·规箴篇》注引《晋阳秋》云，“主上侧席，迟得见公”。当时书札中，更习用此词，表示期待，成为套语。《全晋文》卷二三至二五所收王羲之书札：“此段不见足下乃甚久，迟面，明行集冀得见卿。”“迟面一一”。“迟见玄度，今或已在道。”“迟言面，不可复得。”“今日实顾不？迟面。”“迟后问。”“迟具问。”“疾患小差，与弘远俱诣，迟共写怀。”“迟见此子，真以日为岁。”《全齐文》二收高帝书札：“寻还，迟见卿不远。”《全陈文》四陈后主迎智
 书，“迟近会言，此未委悉”。又“会言在近”。迟面、迟见是期待见面，后问、具（即详细）问指对方来信，写怀谓畅谈。面与会同，会言即面言。慧皎《高僧传·僧远》载齐武帝致书沙门法献，亦云“一二迟见法师”。



起　　疾



《北齐书·王晞传》，“晞称先被大伤，困笃不起。有故人……书劝令起。晞复书曰，辱告存念，见令起疾”。起疾犹言力疾而起，带病从公。《梁书·邓元起传》载元起进军益州，“在道久，军粮乏绝。或说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诈疾。若检巴西一部籍注，因而罚之，所获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谏曰，……何必起疾，可以济师？膺请出图之”。亦谓检括蜀人诈为生病者起之，加以刑罚也。



剧　　谈



剧谈为畅谈之义。《汉书·扬雄传》称其口吃不能剧谈。左思《蜀都赋》有“剧谈戏论”。唐康骈取以名书曰《剧谈录》，近人有误为谈戏剧之著作。实则此词在晋南北朝文献中不断出现，如《世说新语·文学篇》谢车骑在安西艰中条，“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且可分割使用。如《文学篇》江左殷太常父子并能言理条云，“扬州（殷浩）口谈至剧”。《陈书·戚衮传》，“徐摛驰骋大义，间以剧谈”。《北齐书·邢邵传》，“对客或解衣觅虱，且与剧谈”。又《许惇传》，“惇不解剧谈，又无学术。”《周书·萧大圜传》，“田畯相过，剧谈稼穑”。当时剧谈似用以指谈论玄远之理或家常。以后可能亦用指杂谈戏谑，如《隋书·高构传》：“时人以构好剧谈，颇谓轻薄。”《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启颜录》吃人条，“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杨素每闲闷，即召与剧谈。尝岁暮无事对坐，因戏之云……”。又卷二四九引同书长孙无忌条，“唐长孙元同幼有讥辩，坐中每剧谈，无不欢笑”。皆指玩笑戏谑而言。



冰　　矜



《世说新语·规箴篇》郗太尉晚节好谈条，“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余嘉锡先生《校笺》谓衿当从唐写本作矜，“盖郗公不善言辞，故瞋怒之余，惟觉其颜色冷若冰霜，而有矜奋之容也。陈仅《扪烛脞存》十二谓，冰衿谓涕泗沾衿，未是”。案余说是也。嵇康《家诫》，“而勿大冰矜，趋以不言答之，势不得久，行自止也”。正作矜。矜盖矜持之意，冰则谓其严厉。嵇康意谓遇有议人缺点者，不必表现过于严厉，但趋（趋同趣，犹言急速）以沉默应付之，对方自然停止。叔夜高士，而《家诫》中不少有关人情世故之处世哲学，千载下读之，犹如娓娓面对而谈。然嵇康在曹马斗争中，终不免于祸。于以知生活小事之谨慎与政治斗争大节之祸福固不尽相干也。目加田诚氏日译本《世说新语》译冰衿为胸如冰结，解释为犹如爽然自失。马瑞志氏英译本亦译为胸襟如冰，皆不知冰衿之当作冰矜也。



附　　益



《魏书·天象志一之三》，“是时冯太后宣淫于朝，昵近小人，而附益之”。又《天象志一之四》，“侯景窃河南六州而叛，又与连衡，而附益之。”语出《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意为增加其财富势力。



纵　　横



纵横由恣纵引申而有纷然、杂乱之意。萧综《悲落叶》诗，“悲落叶，联翩下重叠，重叠落且飞，纵横去不归”。邢邵《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馆》诗，“年病从横至，动息不自安”。庾信《谢滕王序集启》，“始知逾扬过差，君子失辞；比拟从横，小人迷惑”。比拟从横，子山自谦，谓滕王比拟纷乱不当也。《游仙窟》有“纵横照罗绮”，亦纷乱之意。



有　　相



《北史·北齐文宣纪》，“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产，命之曰侯尼于，鲜卑言有相子也”。《太平广记》卷二五四狄仁杰条引《御史台记》，“王及善、豆卢钦望拜左右相。仁杰以才望时议归之，颇冀此命，每戏王豆卢，略无屈色。……或曰，左相事云适己白右相。狄谓曰，不审唤为右相，合呼为有相。王豆卢问故。狄曰，公不闻，聪明儿不如有相子。公二人可谓有相子也。二公强笑，意亦悒悒”。印度古代英雄人物所具身体特征称为相，佛教徒沿用，称释迦牟尼身备三十二相（lakshana）。有相意为具有瑞相，当即译自梵语之lakshanavat一词，慕尼-威廉斯氏《梵英大辞典》解为具有瑞相之意，可用为阳性、阴性或中性。北魏吉迦夜与昙曜译《杂宝藏经·优陀羡王缘》云，“昔优陀羡王……其一夫人，名曰有相”（参看陈寅恪先生《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有相一词习见于佛经，盖引申而有漂亮、美貌之意，男女皆可用。故高氏以鲜卑语译有相之义以名高洋。至唐代犹流行此语，故狄仁杰用以讥讽王及善与豆卢钦望，言其徒有相貌而不聪明也。陈寅恪先生推论有相夫人生天因缘事当为西北当时民间盛行之故事，或者高洋之命名竟与昙曜所译经有关联耶？



无　　校



《弘明集》六载晋释道恒《释
 论》，“考其言行，而始终不伦；究其本末，几有无校？”《广弘明集》二九梁武帝《净业赋》，“后遣刘山阳灼然见取，壮士
 虎，器甲精锐。君亲无校，便欲束身待戮”。无校盖顺当、顺从之意。“究其本末，几有无校”，意谓考究其道理，哪里有顺当之处？“君亲无校”谓对君主（指齐东昏）应当顺从，原想束身待罪。灼然此处当是公开、公然之意，指东昏毫无理由公然派刘山阳率兵袭击萧衍。《南齐书·豫章王嶷传》，“若天道有灵，汝等各自修立，灼然之分无失也”。或解作“灼然二品”定能无失。但亦可解释为公开应得的待遇可以保证。灼然后又用为突出、优异之意。如《唐六典·考功郎中》云，“虽解弓马，非是灼然者为中”。灼然与优长意同。



平　　交



《广弘明集》二四徐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才脱袈裟，逢人辄称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自不论，下劣者亦恐不让”。平交指平辈之人，唐代书仪中屡见。李白诗中亦有“平交人”。宋司马光《书仪》中犹存此语。



无　　素



《晋书·郭默传》载，征为右军将军，谓右军主禁兵，“若疆埸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给。将卒无素，恩信不著，以此临敌，少有不败矣”。无素似指将与卒之间无素旧，故乏恩信。《太平御览》卷二三八《职官部》右将军条引何法盛《晋中兴书》记此事，作“禁兵不妄出，有急方更配给。兵将无素，是谓弃之，安得不乱！”意似相同。犹东坡诗所谓“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识”。然干宝《晋纪·总论》云，“故于时天下非暂弱也，军旅非无素也”。（《晋书·愍帝纪》引干宝文省此二句）无素又有缺乏训练纪律之意。《新唐书·苏定方传》，“都曼惊，战无素，遂大败”。用法与干宝同。《汉书·江充传》云，“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同无）素者”。师古注，“言素不教敕左右”，似不可通。此处无素疑亦无纪律之意。






（《郑天挺纪念论文集》，1990年）





读《邺中记》





（一）



邺城（今河北临漳、河南安阳交界处）是十六国时前燕慕容氏和后赵石氏的首都，以后东魏北齐也建都于此。《邺中记》一书，《隋书·经籍志》作二卷，称晋国子助教陆翙撰。唐代此书还存在。贞观时欧阳询编《艺文类聚》，开元时徐坚编《初学记》都曾征引。以后亡佚，清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四库总目提要》说，“六朝旧籍，世远逾稀。断璧残玑，弥足为宝。佚而复存，是亦罕见之秘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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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史料保存下来的很少，《邺中记》确是值得重视的。陆翙当是西晋东晋之交的人，可能后来过江，做了东晋的国子助教。所以《隋志》题为晋人，把这部书和晋宋人著作列在一起。在记述石虎统治时的邺城以外，其中涉及高欢高洋的记载，大约是后人羼入。

十六国中“五胡”或“六夷”等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的首都，有专书记载的，只有邺都一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邺都在当时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较特殊的重要地位。我们再综观一下《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所著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书，加上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里所搜集的《隋志》未著录的地理书，二百五十余种当中，以州为对象来记述的，南方如《扬州记》、《荆州记》、《湘州记》、《益州记》等，北方有《冀州记》、《秦州记》、《沙州记》等，可以说南北都有。以郡为对象来记述的著作，南方有《吴兴记》、《吴郡记》、《会稽记》、《豫章记》、《宣城记》、《安城记》等十多种，个别的郡还不止一部。而北方诸郡，只有《上党记》、《仇池记》两书，作者姓名时代皆不详。有关陈留的记录，有后汉圈称著和东晋江敞著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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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留是后汉三国以来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之区，所以有人写书，甚至东晋渡江以后，还有人记述陈留郡的事。仇池郡地势险要，氐人杨氏长期据有其地，有它的特点。而北方其他多数的郡，则记载寥落，书名著录下来的很少见，和南方各郡不能相比。这种现象，恐怕一方面反映北方社会经济不如南方繁荣发达，一方面也由于文人学士不如南方多吧？至于以县甚至城作为地理书叙述对象的，南方也有著录，例如县有《钱塘记》，城有《京口记》；而北方一县或一城的记载，除几种《洛阳记》之外，只有记述邺都的《邺中记》。章宗源氏书中，在旧事类还收有《邺都故事》和《邺城故事》，皆《隋志》所未著录。这些情况，不是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邺城在魏晋十六国以至北朝时期历史上的地位么？

可惜的是，《邺中记》残缺不完，今天所能见到的部分，都是有关石虎都邺时的事情，而没有邺城历史和其他方面的材料。



（二）



十六国各政权选择建都之地，有几种不同情况。大多数都是选择本族人长期居住或聚居较多，有历史渊源的地点，如汉刘渊都于匈奴五部长期定居的汾水流域的平阳。前燕慕容氏先都龙城，是鲜卑慕容部居住的地方。氐人苻氏和羌人姚氏虽然和大批氐人羌人一起，曾被羯人石氏迁徙到东方，但关中到底是氐族羌族长期活动的所在，所以他们建立前秦、后秦政权，都在长安建都。拓跋氏建代国，先都盛乐，亦属此类。另一种情况，是选择创业者个人原来所在的根据地，和那里有历史的、政治的关系，如前赵刘曜都长安，前凉张氏都姑臧，西凉李氏都酒泉。而且，在当时情况下，除刘曜还有向东扩张的可能条件外，五家凉政权只能局促于河西陇右，不可能越过关中，到河北山东来争霸。它们的都城所在，自然也只能适应这种形势。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既要保存自己，不被吞并，又要向外发展，扩大势力，因而必须选择军事易守难攻，经济上繁荣可以倚靠，交通上便于向外扩张的地方，作为都城和据点。对于争霸于河北山东的政权，这个问题更属重要。后燕被魏击败，失去都城中山之后，慕容德即位，都于滑台，为南燕。但滑台“介于晋魏之间，地无十城，众不过数万”，于是拟议迁都。谋臣潘聪分析形势说：“滑台四通八达，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强秦，此二国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旷人稀，地平无险，晋之旧镇，必拒王师。又密迩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为湖。且水战国之所短，吴之所长，今虽克之，非久安之计也。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土方二千，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广固者，曹嶷之所营，山川阻峻，足为帝王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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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南燕从辟闾浑手中夺取了广固，定为都城。邺城在十六国时期被前燕和后赵选定为都城和据点，以后北方东西对峙局面之下，成为东魏北齐的都城，其原因是和潘聪之推荐广固基本相同的。

古代邺城在漳水南岸。战国时，邺城就以魏国西门豹和史起引漳水灌溉田地，促进农业生产而著名。当然，有利亦有弊，漳水也能对邺城为害，如曹操围袁绍，慕容垂围苻丕，以及唐代郭子仪围安庆绪，都曾引漳水以灌邺城。袁绍拥有冀幽青并四州，而中心据点在邺。曹操拥立汉帝于许，而自己留驻邺城，作为魏都，从那里发号施令，东征西讨。曹操攻下汉中东归后，王灿作诗歌颂说：“拓土三千里，往返速如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曹丕代汉后，邺城以“王业之本基”（《水经注》语），与许昌、谯、长安、洛阳并列为五都。左思的《魏都赋》，就是描写邺城。地理形势是：“尔其疆域，则旁及齐秦，结凑冀道〔冀与道皆国名〕。开胸〔胸犹言前〕殷卫，跨蹑燕赵。山林幽岟，川泽回缭。”左思笔下的邺都农业生产是：“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墱流十二〔引漳水为十二渠，参看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卷六〕，同源异口。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水澍粳稌，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纻，均田画畴，蕃庐错列，姜芋充茂，桃李荫翳。”邺城工商业的繁盛，左思也有概括扼要的描写：“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阛阓以襟带。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抗旗亭之峣薛，侈所眺之博大。”左思去曹操时约五十年左右，石勒去左思时，也约五十年左右。即使左太冲文人作赋，颇有铺陈，也不能全无依据。而东晋初年时的邺都，山川形势当然未变，推想其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等方面，经过晋武帝前期的休养生息，恐怕也不会比曹魏时退步。

十六国中，石虎第一个建都于邺，但实际上石勒时早已有此动议了。据《晋书·石勒载记》，311年石勒屯大军于葛陂，“课农造舟”，准备“饮马江淮”。适逢大雨三月不止，军中饥疫，死者大半。石勒的谋士汉人张宾劝他不要进攻东晋，说“邺有三台之固，而接平阳（刘聪所在地），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之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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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勒欣然听从，撤兵向北。张宾的建议和北魏崔浩劝阻魏太武帝伐宋一样，都是以汉人谋士身份，劝阻胡族统治者攻打江南。他们是否出于保护南方汉族政权的动机，不得而知。但张宾当时劝石勒取邺城作为据点，则确是良策。只是因为刘琨的侄子晋北中郎将刘演占据邺城，虽然他部下有几万人投降了石勒，张宾认为，“刘演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守未可猝下，舍之则能自溃”。所以他主张石勒乘人不备先去攻打大敌幽州的王浚和并州的刘琨。同时，张宾反对石勒长期游击作战，以为“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难以保万全，制天下”，主张“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石勒又听从了他的建议，312年进据襄国。以后称王称帝，就建都于此了。但是，石勒并未放弃建都邺城的计划。石虎自以为功劳很大，倚仗邺城作基地，不愿离开。石勒则准备经营邺城宫殿，命世子石弘镇邺，“配禁兵万人，车骑所统五十四营悉配之”。足见邺的地位和他们对邺的重视。以后石勒又将经营邺宫，由于廷尉续咸切谏而暂时中止。《载记》说：“中山西北暴水，漂流巨木百余万根，集于堂阳。勒大悦，谓公卿曰，诸卿知不？此非为灾也，天意欲吾营邺都耳。于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张渐等监营邺宫，勒亲授规模。”不久，石勒又想移都洛阳，未及实现就死去。石虎长期镇守邺都，而旧都襄国又是石勒几个儿子的势力所在，即位之后不久，他就由襄国迁都于邺了。

前燕慕容氏原以棘城（今辽宁义县）为根据。341年，慕容皝迁都到稍西的龙城（今辽宁朝阳）。慕容
 350年从后赵夺取幽州，更向西南迁都于蓟（今北京）。消灭冉闵后，夺取邺城。为了向中原扩张，357年慕容
 又自蓟迁都于邺。前燕逐步向西南迁都的过程，也是前燕势力逐步强大的过程。为何后赵与前燕都看中了邺城，而不都于“天下之中”的周汉古都洛阳呢？如果从曹操起顺时代溯下来，关于分裂割据政权的建都所在，似乎可以看出一点规律性的东西。

洛阳虽号称“天下之中”，但如果建都于此，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西边的关中统一于同一政权之下，否则洛阳是很难作为可靠据点的。曹操放弃洛阳，而奉汉献帝都许，首先当然是因为洛阳经董卓之乱残破衰败，但也可能由于当时关中尚有马腾韩遂等异己势力的威胁，所以避开洛阳。他让汉帝居许，自己却远处于邺，政治上遥控朝廷，军事上无论对东方或西方都可攻可守。石勒不都洛阳，显然是因为关中有前赵刘曜势力，洛阳容易暴露在敌人兵力之下。等到石勒消灭刘曜之后，晚年他便“以成周土中，汉晋旧京，复有欲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治书侍御史于洛阳”。但迁都计划未实现而石勒死。

淝水战后建立后燕的慕容垂，在决定是否攻打尚在苻秦手中的洛阳时，关于邺与洛阳有这样的议论：“洛阳四面受敌，北阻大河，至于控御燕赵，非形胜之便。不如北取邺都据之，以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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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慕容垂的后燕终于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县），而不在邺城。因为苻坚之子苻丕坚守邺城，慕容垂包围了一年半之久才攻克。或者由于战争破坏太甚，或者这座前燕故都在苻秦统治下已经十多年，邺城居民对慕容垂的长期围攻敌忾未消，因而不宜在此建都。再晚一些的例子，有东魏之由洛阳迁邺。534年魏孝武帝与高欢闹翻，九月西向入关投奔宇文泰。高欢迎立十一岁的孝静帝。他十一月丙寅即位于洛阳，壬申下诏迁都，丙子就“车驾北迁于邺”，下诏到启程中间才隔三天。诏书只是冠冕堂皇地说，自古以来迁都是“事由于变通，理出于不得已”。“今远遵古式，深验时事，考龟袭吉，迁宅漳滏。”而实际原因，《北齐书·神武纪》却讲得明明白白：“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乃议迁邺，护军祖荣赞焉。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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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狈就道。神武留洛阳部分，事毕还晋阳。”高欢操纵下的东魏政权，这样匆匆忙忙地放弃洛阳，迁都于邺的原因，不正是由于洛阳西边无险可守，易受威胁；北边隔河，不易控制燕赵，而南边又接近南朝，易受攻击吗？这不正是曹操之后三百多年来，北方割据政权选择都城的一条规律吗？慕容德的谋臣潘聪说“滑台四通八达，非帝王之居”。他心目中的帝王，是割据的君主。如果天下一统，正是需要建都于四通八达之地。相反，潘说广固“山川阻峻，足为帝王之都”，也是从分裂割据的局势考虑，如果是统一政权，又何必一定建都于“四塞之固”、“山川阻峻”之地呢？刘曜争霸东方，石勒加以阻遏，消灭其势力，在于洛阳金墉大战。东西魏和北齐北周东西对立期间，洛阳也是兵争要地。北周时，武帝“出兵巩洛，欲收齐河南之地”。赵熙劝谏说：“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
 

【142】



 这些都帮助说明，洛阳四面受敌，在分裂割据局面之下，决非建为都城的好所在。而邺城，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评论说：“夫相州唇齿泽潞。臂指邢洺，联络河阳，襟带澶魏。其为险塞，自关以东，当为弁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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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评价是非常确切的。关于北齐周时邺城的材料，王仲荦先生《北周地理志》卷十搜集甚备，读者可以参看。

但是，北魏孝文帝从平城南迁，为何不选邺城而选洛阳呢？《后魏书》载，“文帝太和十八年卜迁都。经邺，登铜雀台。御史崔光等曰，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旧迹，可以饶富。在德不在险，请都之。孝文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夸，暴成速败。且西有枉人山，东有列人县，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饮盗泉，恶其名也。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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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崔光等从经济和交通看邺城建都的优点，孝文帝并不能驳倒。孝文所指出的缺点中，“恶其名也”是迂腐的儒家道理，他自己也未必真相信。石氏慕容氏的覆灭，更不是建都于邺的过错。而且，孝文帝也承认后赵前燕是“国富主夸”，说明邺城一直保持富庶。实际孝文帝之选中洛阳，因为西边关中在北魏统治之下，东边他也无须再经营燕赵，东西都可放心。他的目的，一是汉化，二是南伐。要吸收汉文化，所以数百年政治文化中心的汉晋旧都成为理想的都城。当南北军事力量相等时，洛阳接近南境，就是不利条件；但当北方势力强于南方时，洛阳便于南向扩张的地理位置，又成为孝文帝迁洛的主要依据之一了。



（三）



从《邺中记》来看，羯族统治者石虎控制下的邺城，确实给人以“国富主夸”之感。

以建筑言，如记载南门西头的凤阳门“高二十五丈，上六层反宇向阳，下开二门。又安大铜凤于其巅，举头一丈六尺。……朱柱白壁，未到邺城七八里，遥望此门”。反宇指宫室亭台四阿檐角扬起向上，语见于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水经注浊漳水·邺城条》。本书记石虎皇后浴室亦以此语描写。七八里外即可望见凤阳门，足见其高大壮观。

当时手工艺发展水平，可以从衣着、用具等方面的描述，得其大概。如所记中尚方织锦署产品，“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皇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绨是用来作底子在上面织锦的厚缯，具有各种色调：大登高等等，则是锦的花纹图案。五六种不同颜色的绨，再和十多样素花绘相搭配，便有形形色色的组合。如书中提到，斗帐用青绨光（当即明光）锦，或用绯绨登高纹锦，或紫绨大小锦。“工巧百数，不可尽名”，可能不为夸张。

用具方面，如正会“殿前设百二十枝灯，以铁为之”。所谓多少枝灯，和今天所说若干灯光的灯泡意义相近，是指一只灯架上有若干个燃油的盏或插烛的签。《西京杂记》卷三记载秦咸阳宫“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卷一载汉宫中有七枝灯。魏晋南北朝文献中，如晋傅玄《朝会赋》云，“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周庾信《灯赋》云“乃有百枝同树，四照连盘”。晋孙惠有《百枝灯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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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百枝灯为皇家或贵族所常用，百二十枝灯当是需要更高工艺技能的奢侈品。考古发现亦可资参证。如平山中山国一号墓出土十五枝灯，洛阳烧沟出土十二枝灯，洛阳七里河出土十三枝灯，见叶小燕《战国秦汉的灯及有关问题》，载《文物》1983年第7期。

《邺中记》载，“石虎作云母五明金箔莫难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纯金如蝉翼，二面采漆，画列仙奇鸟异兽。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随扇大小，云母贴其中，细缕缝其际。虽罨画而采色明彻，看之如谓可取，故名莫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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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薄金箔上镶嵌云母片的装饰或仪仗用扇。“色采明彻，看之如谓可取”，当是指云母片薄得近乎透明，彩色可以透过。当时琉璃之外，云母恐怕是最近似的玻璃装饰材料。书中说西台“窗皆铜笼疏云母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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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幌即帷幔。《文选》张载《七命》云，“重殿叠起，交绮对榥”李善注引《文字集略》“榥，以帛明窗也”。疑本当作幌。云母是能透过光线的，所以用它代替窗上的丝织物帷幔。《太平御览》卷六九九《服用部》引《晋惠帝起居注》和华延隽《洛阳记》都有“云母幌”，不知是否指室中窗上的云母幌。梁简文帝《对烛赋》有“云母窗中合花毡”，又《谢贲碧虑棋子屏风启》有“使云母之窗，惭其丽色”。窗不言幌而言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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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有可能不是窗上挂幌，而是把云母片镶嵌在窗框上。《太平御览》卷八○九《珍宝部》云母条引《洛阳宫殿记》称“宫中有林商等观，皆云母置窗里，日照之，炜炜有光”。
 

【149】



 疑亦窗框上嵌云母，故云母置窗里。从云母屏风、云母车等语看来，在玻璃普遍应用以前，云母在封建统治阶级日常生活中是用途很广的。

本书在记述石虎膳食时说：“石虎大会上御食游盘两重，皆金银参带，百二十盏，雕饰并同。其参带之间，茱萸画微如破发，近看乃得见。游盘则圆转也。”所谓圆能旋转的“游盘两重”，疑类似今天大饭桌上装有旋转的小桌面之类。百二十盏指盛食品之杯盘。由于品种太多，所以需要“游盘两重”，才能取到。杯盘上的画“微如破发，近看乃得见”，可见工艺精细。“参带”一词，疑指雕镂或镶嵌而言。《全三国文》卷一辑自唐宋类书的曹操《上杂物疏》中所列，有“纯银参带砚”、“纯银参带圆砚”、“纯银参带唾壶”、“纯银参带五皇子银匣”、“纯银参带画方银参带镜台”，而《太平御览》卷七一○《服用部》案条引此疏，又有“纯银参镂带漆画案”。纯参带与参镂带恐是一事。这两个名词确切解释，有待研究工艺史的专家考订。

书中记载石虎床“冬月施蜀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组成
 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帐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这样华丽而附有许多装饰品的锦帐，必须有颇为结实的架子，才能支撑起来，这就是铜木结合制成的帐构。这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帐构部件，近年屡有发现，请参看易水《帐和帐构》和作者《关于帐构》（《文物》1980年第4期、第9期）。《邺中记》还记载了石虎朝廷殿前作乐的各种杂伎，可以和晋宋史中所记互相参证，参看拙作《宋书札记·乐舞杂伎条》。

《邺中记》反映了石虎宫廷的穷奢极侈，和他统治下的邺城的繁盛。虽然宫廷所属尚方的工艺不代表广大民间的水平，但必然在民间工艺的基础上，才能精益求精，提高到尚方所要求的程度。所以，统治者衣食住行的享受，既表现他们的奢华腐朽，也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技能。没有劳动人民辛勤生产和精湛工艺，就不可能出现这些瑰丽的生活用品。

石虎之所以能如此挥霍浪费，一方面由于他加紧剥削，一方面也由于石勒十多年的统治为他创造了条件。在五胡的君主中，石勒是比较有识见、有作为的。近来有些学者已经对他作了公允的评价。
 

【150】



 在他统治下的人民，比当时某些割据政权下人民的生活，多少安定一些，生产因而可能正常进行或有所发展。在十六国政权中，一般认为河西和辽东的人民较为安定，而中原地区往往被目为始终一团漆黑，民不聊生。这种看法，恐怕值得商量。在割据分裂局面下，一个地区的执政者，为了既保存自己又与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需要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中国的春秋战国、十六国和五代十国时期如此，日本战国各大名割据时期也是如此。因此，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并不排斥某些个别地区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邺中记》里的记录，也可以算一个佐证。

邺城的繁盛，经历石氏、慕容氏、东魏、北齐，直到隋代而不衰。苻秦灭前燕，苻坚命其子丕镇守邺城。淝水战后，384年正月，慕容垂攻拔邺城外郭，苻丕退城中城。慕容垂筑起长围，中间一度撤退，又重来围攻。苻丕坚守一年半左右，到38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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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弃城奔并州。这样长时期的固守，除去城里的士气而外，经济力量能够支持应当也是重要因素。北齐时，首都邺城置邺、临漳、城安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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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代一城数县的例子看来，都是人口比较众多，经济比较富裕的情况下，才在一城置两县，以便于治理，充分剥削。邺城之设三县，当亦如此。

隋代有关邺都难治的材料，一再见于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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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齐亡后，衣冠士人多迁关内。唯技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州郭。由是人情险诐，妄起风谣。诉讼官人，万端千变”。“邺都杂俗，人多变诈”。樊叔略任汴州刺史，甚有名誉。“邺都俗薄，号曰难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称，迁相州刺史。”令狐熙治理汴有成效，隋文帝“顾谓侍臣曰，邺都天下难理处也。敕相州刺史豆卢通令习熙之法”。长孙平经历数州，俱有善政。“邺都俗薄，号曰难治，前后刺史多不称职。朝廷以平所在善称，转相州刺史。”隋炀帝曾对卫玄说，“魏郡名都，冲要之所。民多奸宄，是用烦公”。在封建社会里，所谓民风纯朴的地方，大抵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商业不甚发达；而工商业繁盛，商人活跃的地方，往往被目为人情险恶，难于治理。直到唐代，杜佑《通典》在魏郡条下重复了《隋书·梁彦光》传里的话以后，还说“由是人情险诐，至今好为诉讼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说，“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镇街衢，绮罗盈府市。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鲜卑族早期男女较为平等，北齐北周皇帝之祭祖庙，皆以皇后预祭，成为恒代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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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邺城妇女的活跃，恐怕更主要还是由于工商业发达社会经济繁荣的结果，封建社会里孔孟之道指引下的旧秩序因而小小有所突破。以上《邺中记》书中关于邺城的记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邺城的繁盛。而这种情况，可能曹操以邺为据点以来，四百年间一直在向上发展，石氏统治时期也不例外。



（四）



最后谈一下邺城有名的铜雀、金虎、冰井三台。《邺中记》是详细记述三台的最早记录。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浊漳水条》关于三台的记载，显然是利用《邺中记》材料而加以删节的。但《邺中记》里“至后赵石虎，三台更加崇饰，甚于魏初”这几句对于邺城和三台的历史颇为重要的话，却被郦氏删去。推寻其原因，可能与郦氏对待十六国中五胡君主的态度有关。郦道元对于与北魏敌对的南朝君主，态度比较尊敬，往往称谥号；而对五胡出身的君主，如刘渊、刘曜、石勒、石虎、苻坚，无一不直呼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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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他有偏见，因而对石虎有关三台的积极措施，也就一笔抹煞了。

三台营建之初是为了游乐。所以《邺中记》说，“建安十五年铜雀台成，曹操将诸子登楼，使各为赋。陈思王植援笔立就”。现在见到的，如曹丕《登台赋》有云，“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严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于西山”。曹植的《登台赋》云：“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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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描述建筑和景色的。晋左思《魏都赋》也描写建筑之巍峨说“三台列峙以峥嵘”。左思赋中又针对冰井台的藏冰作用写道：“上累栋而重霤，下冰室而沍冥。”晋庾倐有《冰井赋》，说“及至股肱或亏，卿士殒丧，宁神扇暑，肃厉清凉，用处凶礼，无失典常”。
 

【157】



 这是指晋宋以来大臣丧礼的赐冰之制。《全北齐诗》收荀仲举《铜雀台诗》，也是吟咏高台、秋色、风声等。这些都说明，三台中至少二台最初主要是点缀风景，以供游乐的建筑群。

但是，十六国时期，三台似乎还起过颇为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邺城的易守难攻，好像与“三台之固”很有关系。当然，据本书，曹操时冰井台“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石墨可出，又热之难尽，又谓之石炭”。
 

【158】



 又有“窖粟及盐（当从《水经注》作又有粟窖及盐窖），以备不虞”。说明曹操时冰井台已有作为仓库以备战争的作用。但《晋书·石勒载记》屡次提到“三台之固”、“三台险固”，又载石虎攻邺三台，邺溃，刘演逃走。《石季龙载记·附冉闵》记闵将蒋干守邺，乞师于晋，晋将戴施“率将士百余人入邺，助守三台”。本书说“三台皆在邺都北城（邺有南北二城）西北隅，因城为基址”，“三台崇举，其高若山”。似乎三台虽在西北一隅，但因形成制高点，造成邺城易守难攻的形势。石虎“更加崇饰”，益发加高，可能更增加了军事防守的重要意义。






附：



田余庆同志讨论函


关于石氏建都于邺一事，有如下几点意见，供参考。

1．石氏占领北方时，匈奴人漫布各地，鲜卑在其北，氐羌在其西，形势是不稳的。徙诸部于襄国，正好说明羯人的不自信。择地而都，不能在僻远之幽州，亦不能在冀、青、兖平原四战之地。其时东晋虽弱，还不时有北伐之举，如钱大昕《考异》卷十八所说，东晋曾三次收复旧京，所以此时石氏都洛阳也是不可能的。尊作谓建都洛阳者必须控制关中，甚是。但对石赵说来，建都洛阳至少还必须拒东晋于淮汉以南，而此点石赵时并无绝对的把握。（一百多年后，拓跋氏征服了境内各族，其形势比石赵时有利得多，始有迁都洛阳之举。不数十年，尚有元颢，陈庆之争洛阳之事。而齐周对立时，齐亦不敢贸然都洛）这是石氏都邺的背景之一。

2．石氏重心始终放在襄国—邯郸—邺这一线上，这一线西依太行得其屏障；逾太行诸口以及漳水河谷，又得与并州相通，而并州正是羯人所从来之地。羯人留在并州未曾随石勒东来者亦复不少（如以后的契胡等），这些正是石赵可以依靠的力量。石氏居此，可进可退，这是石氏择都于此的背景之二。

3．自古由北南下，道路虽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即是相当于今天京广铁路自北京沿太行东麓南行的大道。慕容氏南来，即循此线。拓跋氏居代北时，其与中原交通，亦多半是越恒山、太行山的飞狐、井陉以及迤南诸隘，然后沿上述大道东出南行。《御览》卷九五六引《赵书》：“从幽州大道滹沱造浮桥，直行榆，五十里置行宫。”此当为石勒攻灭王浚，并与鲜卑段氏周旋时行经之地。所谓幽州大道，即太行东麓之道。石勒时植树筑宫，大加修整，可见其重视。此或可视为石赵对北方的一项建树。这是石氏择都邺城的背景之三。

当然还有曹魏以邺为王都，以后司马氏又以此地为软禁曹氏宗室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八王之乱时，邺城亦为内战的重要据点。大抵曹魏至西晋，邺—洛—许一线具有政治上的特殊重要性。这个历史背景似乎也应考虑。






祝总斌同志讨论函


潘聪说广固“山川阻峻，足为帝王之都”，文中认为这是从分裂割据的局势考虑的，统一政权不必建都于险要之地，似可酌。首先，西汉、唐代建都长安，也是着眼于关中险要（西汉还有经济因素），然而却全是强大的统一政权。东汉是因王莽残暴统治和战乱破坏，关中无法建都，才迁都洛阳的。其次，北魏孝文帝迁洛阳，当时南北分裂，也不能说是统一政权。当然，控制了关中方建都洛阳一说非常正确，却并不意味就是全国统一。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洛阳伽蓝记》的几条补注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有名的历史著作，也是有名的文学作品。解放以后，出版了范祥雍先生的《洛阳伽蓝记校注》和友人周祖谟先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范注对于名物典故注解甚详，并且收录了一些有关本书的论述，便于寻检。周释谨严简练，于校勘之外，对某些难解之处，颇有阐发。听说陈寅恪先生的弟子中，也有人为此书作过注释，惜未得见。这里就个人读此书时注意所及，试为前贤拾遗补缺，以供爱读《洛阳伽蓝记》者之参考，并就正于范周两先生。

卷一永宁寺条，“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阴里，即四朝时藏冰处也”。范注，“四朝谓后汉、魏、晋及后魏。周延年注谓：‘四朝谓魏迁洛以后，孝文、宣武、孝明、孝庄四帝之朝’，并无佐证。且此时孝庄尚未即位，其说非”。范注驳正周延年说，但认为四朝包括后魏，亦有未谛。周释以为“四朝者，即中朝也。谓晋之武、惠、怀、愍四世也”。这个说法比较接近。我想四朝当是西朝，因形近而致误，西朝是南渡以后东晋南朝对于西晋王朝的称呼。如《文选·宋书谢灵运传论》：“降及元康，潘陆持秀”，李善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有文质而宗师不异。”《文选·沈约奏弹王源》：“满奋身殒西朝，胤嗣殄没，武秋（满奋字）之后，无闻东晋。”李善注云：“晋初都洛阳，故曰西朝。后在江东，故曰东晋。臧荣绪《晋书》，陈晷有誉西朝。”《陈书》三三《儒林传》中《沈洙传》，记载他讨论久丧未葬的服制问题，先说“魏氏东关之役，既失亡尸柩，葬礼无期”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又讲到“晋氏丧乱，或死于虏廷，无由迎殡江左”云云，然后说“自天下寇乱，西朝倾覆，流播绝域，情礼莫申”。西朝倾覆即谓西晋王朝灭亡。东晋都建业，洛阳在其西北，因而有西朝之称。南朝因而不改，杨衒之又沿袭了南方的习惯。唐人还有这种用法，《晋书》七二《郭璞传》的史臣曰：“袭文雅于西朝，振词锋于南夏”，西朝与南夏即指西晋和东晋而言。《颜氏家训·杂艺篇》记吴郡顾士端任湘东王国侍郎，儿子是“西朝中书舍人”，父子都受梁元帝重用。这里的西朝，指梁元帝在江陵所建朝廷，乃与东方的建康相对而言。至于《文选》所收刘琨的《劝进表》，也有“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复沈虏廷”的话，则西朝乃对在东之洛阳而言，又是指长安了。

西朝一词用作西晋朝廷或洛阳而言，《世说新语》数见。如《品藻篇》，“王大将军在西朝时，见周侯辄扇障面不得住。后度江左，不能复尔”。又“刘丹阳王长史在瓦官寺集，桓护军亦在坐。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黜免篇》，“诸葛雄在西朝，少有清誉，为王夷甫所重”。《文学篇》亦有“西朝之末”语。





永宁寺条，“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卷二宗圣寺条，“有像一躯，举高三丈八尺”。卷三龙华寺条，“南北两岸有华表，举高二十丈”。举字未详何义，然举高一词盖魏晋南北朝习语。《水经·伊水》记，“阙左壁有石铭云，黄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洛阳伽蓝记》某些本子高字上脱去举字，当是后人妄删。敦煌写本《前汉刘家太子传》（共存四写本，见《敦煌变文集》卷二）云：“其山举高三千三百六十万里。”

永宁寺条载孝庄帝被害前所作诗：“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案：温子升《相国清河王挽歌》也有句云，“何言吹楼下，翻成薤露歌”（《全北魏诗》）。何言与言语无干，乃是想不到的意思。





卷一修梵寺条，“寺北有永和里，……里中有太傅录尚书事长孙稚……等六宅”。据北魏长孙稚的四子长孙士亮之妻《宋灵妃墓志》（赵万里先生《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十一），称“永兴二年正月十四日终于洛阳永和里第”，可相参证。卷三“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据北魏《鄯乾墓志》（赵氏《集释》五），鄯乾是“鄯善王临泽怀侯视之长子。考以去真君六年归国。自祖以上，世君西夏”。鄯善王投归北魏在迁洛以前，而鄯乾之死则在永平五年即延昌元年，已是迁洛之后。墓志称鄯乾为“同州河南洛阳洛滨里人也”，这个洛滨里当即洛水南岸四夷里一带之地。鄯乾的族姓家世，正与《伽蓝记》所述归化的异族居住在城南永桥以南之地相符合。卷四叙述西阳门外洛阳大市四面的八个里之后，又言“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这个金肆里，在墓志里也可找到。隋《张涛妻礼氏志》称（赵氏《集释》十一），“夫人礼氏，高密胶西人也。魏故奉车都尉张涛之妻，昌黎太守训之季女。……以魏延昌四年乙未岁诞于京雒之金肆里焉。方颐大颡，表货殖之饶；修耳隆准，著年龄之远”。礼氏卒于大业七年，年九十七，所以有“修耳隆准，著年龄之远”句。可以推断，“表货殖之饶”这句话必定也非虚构，礼氏当是出于富有之家。墓志所记，和杨衒之的叙述相一致，证明《洛阳伽蓝记》这部书的可靠性。





卷二平等寺条，“永安中，遁于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执而送之”。《周书》四四本传“泉企字思道”，亦作企。《北齐书》二一《高昂传》亦称“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北史》六六本传其字作入下着山字，盖仙之别体，名仙始与字思道相应，《伽蓝记》及《北齐书》、《周书》作企皆误。《通鉴》一五六考异称《北史》作泉仚，今从《周书》。亦误。隋诸葛子恒造象记企字作
 （见罗振鋆《碑别字》四），与仚甚近，故而致误。





卷三景明寺条记邢子才事，“是以衣冠之士，辐辏其门，怀道之宾，去来满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门；沾其赏者，犹听东吴之句”。周释说东吴之句“事未详”。范注引《三国志》吕蒙事和虞翻事，但也抱存疑态度。案：《北齐书》三六邢邵传载，邵对侄儿邢恕“慈爱特深”，恕死后，邵“痛悼虽甚，竟不再哭。宾客吊慰，抆泪而已。其高情达识，开遣滞累，东吴以还所未有也”。标点本据《北史》东下补门字。殿本考证指出，东门吴事见《列子·力命》：“魏人有东门吴者，其子死而不忧。其相室曰，公之爱子，天下无有，今子死而不忧，何也？东门吴曰，吾常（当作尝）无子，无子之时不忧。今子死，乃与向无子同，臣奚忧焉？”《伽蓝记》叙邢邵事用“东吴”典故，当亦指东门吴而言。南北朝时人常引用东门吴的故事，如《颜氏家训·勉学篇》：“王夷甫悼子，悲不自胜，异东门之达也。”北齐《姜纂造老君象铭》：“父纂情慕东门，心凭冥福，特为亡〔息无〕略敬造老君象一躯。”《史通·叙事》亦云：“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恸，自东门吴以来未之有也。”（《全北齐文》九据拓本录）东门吴省称东吴，犹诸葛亮之省称葛亮。所谓“东吴之句”，不一定专指丧子不忧时的话语，而是泛指东门吴阔达的议论吧？（关于东门吴子死不忧的故事，参看杨伯峻，《列子集释》六）





卷三正觉寺条，“唯茗不中，与酪作奴”。范注未作解释，周释云，“谓茗汁远不能与酪浆相比也”。但范周两家都在不中两字下面标了逗号。我以为不中是不值、不配的意思。陆羽《茶经》引《后魏录》作“肃曰，茗不堪与酪为奴”，正是《伽蓝记》里这句话的正确解释。《北齐书》四十《唐邕传》，“显祖或时切责侍臣不称旨者，云观卿等举措，不中与唐邕作奴。其见赏遇多此类”。也与《伽蓝记》此语互相发明。《齐民要术·种谷楮第四十八》云，楮“三年便中斫”。《礼记·王制》里，中字已有这种用法：“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中，此例尤多，孙人和《抱朴子校补》曾有解释：“审举（篇）：可以莅敦御朴，而不可以拯衰弊之变也。（原注：陈曰，刻本作不中，中为可字之讹，当改正）人和案：《守塉篇》云，庸俗不可说以经术。陈氏亦谓刻本作不中，中字误，当依上三句一例改作可字。窃谓陈说未核。中可形不相近，无缘致误。刻本作中，当仍其旧，不当以意辄改，致失本真。《抱朴》之文颇逞词藻，复工对仗，往往互文见意。且本书不可、不得、不能诸语，多作不中。《对俗篇》云，何以既斩之而不可续，已洒之而不中服乎。《仙药篇》云，不中服食，不可误也。又云，腌腌纯黑色起不中服。《极言篇》云，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对之者也。《登涉篇》云，然不中以笔传。《遐览篇》云，未中以经深涉远耳。《良规篇》云，但吾亲不中奉事，故弃去之。《交际篇》云，天下不为尽不中交也。《自叙篇》云，不中为传授之师。并其证。”案：《抱朴子》中诸例，有些可以照孙说释作不可、不能，但更多的句子如登涉、遐览、良规、交际、自叙等篇的不中，都是不堪、不值、不配的意思，与《伽蓝记》用法相同。慧皎《高僧传》五《释道安传》：“坚敕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故京兆为之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中也是值得的意思。






（《文献》第3辑，1980年）





评介三部魏晋南北朝史著作



继王仲荦同志的《魏晋南北朝史》和韩国磐同志的《魏晋南北朝史纲》两部系统叙述这段历史的著作之后，近几年国内和日本又出版了三部论述本段历史的新著。这四百年的历史承前启后，比较错综复杂，国内外对此感兴趣的学者逐渐多起来，有关论文数量增加，专著不断出现，是十分可喜的现象。现对三部新著加以介绍和评论，是我在欢喜赞叹之余，谬以识途自居，想给读者尽一点指引之责。所言未必有当，尚待作者及专家教正。



一



《魏晋南北朝史论稿》，万绳楠著。正文372页，1983年8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万绳楠同志解放前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研究院，曾受教于陈寅恪先生，现在安徽师范大学任教。

此书读后的头一个感想，是写作体裁比较新颖。近几十年以来的历史著作，从体裁上看，主要不外乎三大类：一是划分章节目进行系统叙述的教材；二是篇幅较小，不征引原始材料的通俗读物；三是引经据典的研究论文或专著。单就体裁而言，像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那样，有线索又有重点（特别是打通近现代），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生动活泼的历史著作，却不多见。本书作者在前言中提出的第三条宗旨是：“各章各节概以论为主，提出个人的看法，力求言之有理、有据。不重复众所熟知的东西，不作教材一类的叙述，并保持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以窥全豹，故也不同于论集。这也可以说是体例上的一个‘创新’吧。”我觉得作者确是本着这个精神，按照这个体例来写的。当然，已有胡绳同志的著作在前，不一定算作创新，但本书读起来确实多少给人以清新之感。文字也不像教材所要求的那样凝炼简洁，论文所习见的那样庄重严肃，所以比较容易读下去。可惜有时似乎信手拈来，未免过于随便一些，有不够准确严谨的地方。

作者前言提出的第一条宗旨是：“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这段历史，力求得到一个接近科学的解释。”读后的感想，觉得作者是努力实现这条宗旨的。在处理“五胡十六国”历史时，作者认为，各民族要求和平、友好、融合，是历史趋势和规律。根据这个观点，考察了五胡各国政权的政策。作者既指出早期有像匈奴刘氏、羯胡石氏那样采取依靠“国人”武力，违反民族融合趋势的措施，又阐明前燕鲜卑慕容氏依靠汉人和魏晋旧法，消除民族之间的纷扰隔阂，顺应了融合的趋势。对于苻坚，作者也从这个角度肯定他：“苻坚的和戎政策，是永嘉以来，在民族融合的道路上迈出的极可贵的一步。”他认为苻秦之亡并不是由于分散氐族于四方而聚鲜卑于畿甸，称赞苻坚所说“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以为这种气魄在西晋、汉、赵、燕以及李成统治者身上，都看不到。（见第七章“民族矛盾的激化及其演进”第四节）在谈后秦等政权时，也多从它们在民族融合道路上所起作用这个角度考察。第九章“淝水战后北方各族的斗争、进步与融合”中大书特书道：“这一百三十六年〔指304—439〕是北方各个少数民族获得进步之年，与汉族自然同化之年，各族大融合之年，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获得发展之年。”我想，作者这样的估计是不为过分的。东晋视刘、石为夷狄，不与通交，南北之间民族矛盾显占主导。刘宋以后，南朝对北方看法有所改变。到萧梁以后，即使对于高氏控制下的东魏北齐那样强调鲜卑化的政权，南方也主要作为封建敌国相对待，而并不以胡虏相轻。这当然有各种原因，而作者所指出的中原地区的民族日益融合，胡人政权之日益汉化亦即封建化，不能不算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原建立过政权的五胡，到隋唐时期无复踪迹，因为都与汉族融合无间。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到隋唐时期还在独立活动的，主要是被迫僻居边远的如僚、俚诸族。两晋南北朝时期，他们从未强大到建立地方政权以统治汉人，因而也不必顺应融合趋势而自然同化。这也是他们迟迟未走上融合道路的一个原因吧？

作者力求做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于著名的孙恩起义，作者引用《晋书·司马元显传》所记，他“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去充兵役，于是“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孙恩乘衅作乱”。又对照《晋书·何充传》所记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作者认为，司马元显把士庶地主的主要劳动力——客征发去“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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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地影响到了士庶地主的利益。所谓‘东土嚣然’与骚动，十分明白，是士庶地主的不满，与庾翼发奴为兵，引起‘士庶嗷然’正同”。作者还分析了响应孙恩起兵的谢
 、陆环、丘尪等人的族姓，都是八郡的豪族地主，被征发的正是他们的客，因而加入孙恩起兵的行列。所以作者的结论说：“这不是农民起义，而是一次五斗米道上层士庶地主利用宗教发动的、维护本身利益的反晋暴动。”（见第十章“淝水战后的东晋”第二节）

关于六镇起义，作者也从领导人的阶级分析出发，提出看法。他认为破六韩拔陵的起兵“是由地位降低了的镇民发动的，且有铁勒部人参加，有起义的意义”。而后期葛荣的斗争，性质便有变化，“葛荣部下将领概非镇兵（包括由良家充当的地位降低的镇兵），而全是北镇上层人物”。作者认为，“六镇降户自转到葛荣手上，斗争性质便转化成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转化成为北镇鲜卑化军人集团反对洛阳汉化集团的斗争，转化成为鲜卑化和汉化乃至鲜卑人和汉人的斗争”。（见第十三章“北朝晚期鲜卑化和汉化两种力量的斗争”）当然，斗争领导人物的阶级成分，不能决定斗争性质，但遇见反对政府的斗争即目为起义，却是解放以来历史学界易犯的毛病。作者关于孙恩起义和六镇起义的论点，仍然是很值得倾听的。

对事物进行具体分析，辩证地加以考察，发现其间的内在联系，如意识形态的不同倾向如何联系政治分野之区别，作者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作者认为，在曹氏统治集团中，有两个以地区相结合的派别。一为以汝颍地区士大夫为首的世族地主集团，是以门第与儒学相结合的政治集团，多任文职，如荀彧、钟繇、陈群等。一为以谯沛地区人物为首的新的官僚地主集团，虽也有出身世族者，但更多的是镇压黄巾和历次战争中起家的“功臣”，多任武职，如夏侯惇、曹洪、许褚、史涣等。由此联系到四本论才性问题的两派，作者指出，主张才性同与合的傅嘏原由陈群引进，钟会为钟繇之子，政治上都属于汝颍集团。他们出身于世族儒门，标榜才性同与合，认为性行和才能二者是一事，因而选举根据性行是天经地义。主张才性异与离的李丰为夏侯玄一党，王广乃王凌之子，都属于注意事功的谯沛集团。他们的主张则是反对九品中正制度的选举标准及其理论根据，要求以才为先的。（见第五章“曹魏政局的变化与西晋的统一”第一、二节）这样的分析与联系，也是颇具启发性的。

解放以来，我们学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分析解释历史，注意经济基础，对于历代土地所有制给予充分重视，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也由于这个原因，往往求之过深，因而容易陷于钻牛角尖，反而违反常识，偏离了历史事实。近些年来，有的学者夸大曹魏屯田，甚至认为屯田也是当时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土地所有制。又如日本学者越智重明氏，从另一角度认为曹氏政权基础不是州郡百姓，而是兵户及屯田耕作者，二者合计起来当较自耕农的比重还要大。本书作者举出具体史料说明，自由农民在曹魏时比屯田客比重更大，屯田客人数显然要少得多，强调了曹操时期自耕农民生产的广泛性和重要性。（见第二章“建安时期北方的变革”第二节）这样的看法，我认为是比较近情理的。

近些年来，史学界似乎有一种倾向，在《三通》之中重视《通典》较多。杜君卿时代较早，又被认为识见卓越，而马贵与的《通考》则不那么受重视。其实，马端临的功力与见解也是很高超的，不宜忽略。作者在第十二章“北魏时期北方各族的进步”第二节论北魏均田制时，引用《通考》：“意桑田必是人户世业，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树，则似所种者皆荒闲无主之田。必诸远流配谪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则固非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又……尽令其从便买卖以合均给之数，则又非强夺之以为公田而授无田之人。”作者下文又概括起来说：“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一、北魏均田根本不是从国有私有出发，而是着眼于生产。……二、封建社会的土地占有形态〔应说明在中国——周〕，总是以地主的土地占有形态为主要形态。”其他地方，作者还有引用《通考》之说来解释的。我认为马端临的一些看法是通达之论，作者采用它，也可以说是学风平实的表现吧？

作者在前言里表示，书中主要提出个人看法，而书中有些看法是可以商榷的。作者认为，东晋王朝的王导、桓温、谢安三人对内部是采取“镇之以静”的政策，对北方则三人都是以攻为守，亦即镇之以静方针的延续。（第八章“淝水战前东晋的镇之以静政策”）这样的概括，恐怕不符合历史事实。王、桓、谢三人所面临的内部政治社会形势不同，北方敌人的情况不同，三人的主观条件与意图也不同，怎么能说三人都主张“镇之以静”呢？王导在位时，东晋政权刚刚建立，内部矛盾很多，他确有努力安抚，镇之以静的思想。至于作者说王导支持北伐，以攻为守，是没有依据，也不符合当时实际的。虽然王导在新亭反对楚囚对泣，大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高调，实际并无诚意北伐。他对北来而晚渡的流民首领如祖逖、郗鉴、苏峻等，恐怕兼有歧视和畏惧心理，因为后者拥有王导所不具备的武装。元帝对祖逖北伐规划之全不支持，也正反映了王导的主张。到了桓温时期，东晋内部已比较稳定。桓温雄才大略，有所作为，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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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北方适值石赵末年，石虎的残暴统治与冉闵的大屠杀，前燕初初建立，西北的苻生和西南的李势都有可乘之机。这些是桓温四次北伐时的客观形势。他的北伐，除最后一次有建立功勋以利篡位的意图外，应该说是有志于恢复中原的。远非诸葛亮那样，以益州一隅抗击统一强大的中原，才真正是以攻为守。至于谢安，淝水之役苻秦大军压境，进行抵抗是生死存亡的斗争，更非什么以攻为守了。

本书在史料引用与解释方面，有一些不妥之处，现按原书页码列举于下：

第13页《笔丛》尝说云云，括号中注，据《浙江通志》卷一九八《仙释一》引。案：《笔丛》书名似不完，不知是否指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此书现存，不宜从《浙江通志》转引。

第32页《魏志·高柔传》说，在合肥逃亡的征士鼓吹宋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表明士出征，家属则服官役。案：据传文明言“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可见宋金家属“给官”，是惩罚其逃亡，并非由于其出征，作者误解。

第83页曹丕虽为曹操长子，但地位一直是不稳定的。案：曹丕非长子。曹操长子曹昂在曹操与张绣作战时被杀，见《三国志·魏志一·建安二年》及《魏志·张绣传》。曹丕继承地位之不稳定，部分原因正由于他不是长子。

第91页王凌为司马师所镇压。案：王凌起兵，为司马懿亲自镇压，非司马师。

第119页西晋一百七十二郡。案：据《晋书·地理志》当是一百七十三郡。

第132、140页匈奴左部居于太原故泫氏县，括号内注晋属并州上党郡。案：《晋书·刘元海载记》称“左部居太原泫氏”。泫氏在晋南，今高平县，属上党郡，不在汾水流域。载记泫字误，当作兹氏，在今汾阳。

第158页作者引《南史·王僧孺传》所载沈约关于户籍的议论。案：《通典·食货三》载沈约的话更详细，应一起征引。

第161页壬辰诏书一目下云，成帝咸康二年（336）壬辰，东晋发布诏书禁止占山护泽。案：此据《宋书·羊希传》中“咸康二年壬辰之科”之文，而误以为壬辰指咸康二年。实则咸康二年（336）为丙申，此处壬辰指日而非指年。犹如有名的庚戌土断不是指庚戌年，而是指兴宁二年（394甲子）三月初一庚戌日。自东汉以后始以甲子名岁，但以甲子称日的古风犹存，参看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古人不以甲子名岁”条。

第216页文中引用谢灵运《山居赋》中一段：“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资待各徒，随节〔引文误作即〕竞逐。”然后解释说：这十六个字，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在南朝之初，在会稽始宁谢灵运的山庄中，实行的是一种剥削雇佣劳动的方式——“资待各徒”，而非“其佃谷与大家量分”。谢灵运山庄中的“徒”（门徒义附或客户），已非汉魏田庄中的徒附，而是受“资待”的具有雇佣性质的农民了。“随即竞逐”四字，还表明了“资待”的出现，提高了客户的劳动积极性。案：《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所载魏超俊、杜绍顺两同志的《试论门阀制度的基础》，也引《山居赋》文，作了类似的解释。南朝固然是有雇佣劳动，但《山居赋》这段话，却不能作证。几位作者以为“资待”即出资雇佣，近于望文生义，牵强附会。资待两字的本义，从《山居赋》即可得到解决。上文云，“供粒食与浆饮，谢工商与衡牧。生何待于多资，理取足于满腹”。意思是说，吃的喝的都能自足自给，不必求之于工商或掌管物产的官府。生活何需太多的必需品，只要吃饱就够了。自注云，“谓人生食足则欢有余，何待多须耶”。正是用“多须”释“多资”，知资有须义。《史记·天官书》“传其人，不待告”。张守节《正义》云，“待，须也”。可见资待二字都有须或需要之意。所以赋中下文又说“春秋有待，朝夕须资”，意即四季和早晚的需要。“山作水役，不以一牧”的作役，犹言功役，意思是在山上水中砍伐采摘的劳动，各有负责之人。“资待各徒，随节〔作即则不可通〕竞逐”两句，是说山区和水域所需要的各色人手，随着季节的变化竞相努力从事劳动。下文所云“陟岭刊木”，“摘蒻于谷”，“六月采蜜，八月扑栗”，即其具体内容。谢氏田庄中的劳动者，仍然是依附身分的部曲、客、义附之类，而不是什么出资雇佣来的人。

第282页据《魏书·咸阳王禧传》所载“于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禧取任城王隶户为之，深为高祖所责”，说元禧与隶户为婚，把自己降同北方人物看不起的庶人了。案：元禧是任命隶户为王国的舍人，并非与隶户为婚。本传下文紧接诏曰云云，是高祖指示为六个兄弟娶高门之女，才涉及婚姻问题。作者说“与隶户为婚”，难道是把官位的王国舍人误会为诸王妃嫔？

第299页引庾信《哀江南赋》中“河南有胡书之碣”一句及《颜氏家训·省事篇》，说北齐时语言既重鲜卑，书写亦贵胡书，似把胡书解释为鲜卑语的文字。案：史书多处提到鲜卑语，但从未言鲜卑族自有文字。北魏墓葬及被怀疑为拓跋氏兴起以前的鲜卑墓葬中，都从未发现过他们的文字。如果有自己的文字，嘎仙洞里祭祖宗的祝文就应用鲜卑文，或汉文鲜卑文并用，而不应只有汉文。《颜氏家训》虽把鲜卑语与胡书并列，而分别提，亦不意味胡书即鲜卑文字。颜氏所称胡书，疑是粟特文，为当时西域商胡所使用，因而时髦。《广弘明集》二十萧绎所撰《简文帝法宝联壁序》中称“大秦之籍，非符八体；康居之篆，有异六爻”。康居正是粟特人所居之地，“康居之篆”当亦指胡书。至于庾信赋中的胡书，疑另有其义。赋云“新野有生祠之庙，河南有胡书之碣。况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头两句叙述庾氏祖先所居之地的遗迹，少微真人以下追叙祖先人物，所以这里的胡书之碣不可能与粟特相关联。倪璠注庾集云，“胡书，科斗文也。任昉《述异记》，伏滔铭曰，胡书龟历之之文”。解释亦不切当。吴兆宜注亦引《述异记》，但说“新野河南庙碣必庾氏先世事，今无考”。这样推测也许比较切近。



二



《魏晋南朝之贵族制》，越智重明著，正文395页，1982年10月日本研文出版社出版。越智氏生于1923年，1947年九州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毕业，1968年任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著作有《魏晋南北朝之政治与社会》，1963年吉川弘文馆出版。

本书序言、结语之外共分八章：汉代的国家，曹氏政权与九品官人法，西晋政权与西晋贵族制，东晋政权与东晋贵族制，关于“身分族门制”，宋齐政权与宋齐贵族制，梁陈政权与梁陈贵族制。每章下分节，各节大都以作者过去发表的论文为基础，各节之间不一定具有联系。序言中提出对魏晋南朝贵族制看法的要点，认为这个时期天子的统治权力有两面性，一面为由古代国家的君主权力过渡到专制君主权力，另一方面是与乡论具有相同性质，表现在用人制度是以乡论为基础的。贵族制的性质，应从它和具有上述两面性的天子统治权力之间的联系去寻找。南朝天子对具有世袭性的贵族之存在无能为力，而贵族制也没有发展到足以从中产生天子。妨碍其发展的有下列因素：天子拥有兵力而贵族特别是居于上层的北人贵族无兵力；南北贵族对内不能协同；贵族缺乏事务能力；所谓“三五门”的纯粹庶民阶层抬头，贵族无法应付；天子通过官位对贵族阶层实行个别支配。除妨碍发展之因素外，南朝贵族制之衰落原因还有：天子力求使统治权力凌驾于乡论之上，使统治权力一元化；乡论本身产生变化，出现新的有力的庶民阶层的乡论；梁末侯景之乱与西魏攻陷江陵。这些都动摇、打击了贵族制。梁武帝重用次门人才，并使有功武人进入贵族阶层。到梁末，旧有的贵族层几乎灭亡，陈时出现了出身次门以下的新贵族，但未得充分发展而陈亡，所以魏晋南朝的贵族制迄梁而止。

作者指出东晋贵族的特点是：贵族层成员发生变化，即江东名族地位比西晋时上升；南北贵族皆受乡论制约，州大中正为主持名教之最高权威；北人贵族层之优越地位日益巩固，门阀趋于固定，逐渐变为无能；竞相占夺山泽，影响国家税收与力役。关于宋齐贵族制特点，作者举出：士人内部上下阶层的区分日益显著；天子权力凌驾于乡论之上；经济富裕而被排于政治舞台之外的三五门抬头；中书舍人地位增强，反映天子支配权力扩大。作者认为梁代贵族制特点为：梁武帝本着人才主义，从制度上使次门出身者任清官，从而挤进甲族行列；制定流外七班、三品蕴位以下的等级，以安插出身庶民阶层的令史等；国家权力向地方分散的倾向加强；官虽分清浊，而清官经营商业，并得豁免关市之税。作为陈代贵族特点，作者举出：梁末的旧贵族，除与乡土关系较密（作者称为“在地性”）之南方大族如吴兴沈氏、会稽虞氏外，大都已消亡殆尽。陈代出现新贵族，但至少形式上仍以乡论及中正之品定为基础。

全书最有特色使人感兴趣的，但也是最值得商榷讨论的，是第五章第一节提出的所谓“身份——族门制”。作者认为，西晋末社会上已形成士人上层、士人下层、庶人上层（乡品第六至九品，担任下级官员者）、庶人下层四个等级，与之相对应的政治身份即甲族、次门、后门、三五门。这就是作者所称“族门制”。作者据《梁书·武帝纪》中“甲族二十任官，后门三十试吏”之文，和《梁书·朱异传》中“尚书令沈约面试朱异。当时异二十一岁，旧制二十五岁方起家”之语，推定甲族起家为二十至二十四岁，朱异所属当为次门，其起家年龄为二十五至二十九岁，后门则为三十岁以上。作者认为，《宋书·宗越传》的役门即三五门，亦即《宋书·索虏传》所称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的庶人下层。所谓旧姓，通常当为次门，即士人下层。建立军功的，称为勋门。勋门的人授官之后，即可编进次门、后门等族门。作者还说，族门一般世袭，没有变化。但父亲的族门如下降，则其子须按与新族门相应之官起家。即使有名的家族，一族之中族门也有高下，不一定完全属于甲族。如琅玡王氏中，王僧虔一度沦为后门以下，王奂诸兄曾列入次门。甲族犯罪，如谢灵运，其孙超宗、曾孙几卿都只按次门起家，为奉朝请或王国常侍，而没有任秘书郎或著作佐郎。属于同一族门之同一家族各支，经济状况可以有很大差别。南朝地方长官州刺史有权审定族门，而天子掌握最后决定权。

第五章第三节标题为“宋齐时代的寒士、布衣、寒素、大选、小选、大官、小官、清官、浊官”，是对第一节的补充。一、作者根据宫崎市定氏说，以为乡品三至五品者，为寒士、寒门，宋齐时寒士任官最高到第五品。徐羡之被目为“中才寒士”，据《宋书》本传，羡之东晋末经历琅玡内史（第五品）至太尉左司马，他当时自称“吾位至二品，官为二千石，志愿久充”。二千石指琅玡内史，而“位至二品”当指以乡品二品而官为太尉左司马。所以寒士是指第五品官。二、关于布衣，据《宋书》称徐羡之、傅亮、刘穆之等为出身布衣，推定南朝布衣亦可指出身次门之寒士。三、引《南史·袁灿传》，袁灿以颜师伯寒素而凌之，谓寒素亦指次门。四、作者认为，吏部尚书掌管甲族的人事，吏部郎掌次门、后门的人事；前者称大选，后者称小选。但吏部郎有时亦参预大选，而寒士的选举吏部尚书有时也过问。五、南朝有大官小官的区别，一般第四品以上为大官，第五品以下为小官，但甲族亦就任第五、六品官。六、作者断言，宋齐时代甲族所任多为清官，次门以下所任多为浊官。

两晋南北朝的门阀社会，史书中从未作为制度全面系统加以记述。南北朝以后，出现许多属于不成文法或约定俗成的习惯。贵族在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作用，几百年间前后也大有变化。作者根据有限的零散的史料，把所谓“身份——族门制”描述成整齐划一的制度，是很有意思的尝试，但也可能把不同时期的现象混到一起。把这些论点较详细地介绍给我国读者，也许可以引起进一步的讨论、研究。

本书史料翻译有不妥之处，现按页码列举如下：

第37页《南齐书·巴陵王子伦传》，茹法亮衔命杀子伦，子伦对法亮云，“君是身家旧人”。身为第一人称，身家犹言吾家。误译为“你身为我家人”。

第135页《南史·蔡兴宗传》“陛下自杀贼，臣自葬周旋”。案：周旋义为朋友，是名词。译文误为与葬字相并列的动词，义不可通。下面介绍的川胜氏书（第282页）引这段话，译作“旧友”，是正确的。

第221页《晋书·范宁传》，“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案：考课一般指考核官吏而言，但课有课税之意，此处考课疑指征纳赋税，谓土断之后，原属侨州郡县不纳赋税的人，一律与编户同其负担。作者释为“人物考课之法”，说是由侨州所在的南土州大中正来给予乡品，恐非原意。

第250页《南史·袁灿传》，“袁濯儿不逢朕，员外郎未可得也，而敢寒士遇物！”作者解释为袁灿不顾自己是寒素出身，而欺凌颜师伯，是忘记自己身份来对待别人。案：这样说明是不正确的。首先陈郡袁氏不是寒门。“以寒士遇物”意思是目他人即颜师伯为寒士，不是自居为寒士。物常用以指人，如宋文帝告诫刘义恭，“以贵凌物物不服”。沈文秀劝说沈庆之：“而一门受其宠任，万物皆谓与之〔指废帝〕同心。”《通鉴》一三○胡注，“人亦物也，此万物谓人”。物训为人之例甚多。

第267页《南史·到溉传》载何敬容讥祖父彦之曾以担粪自给，故讥讽“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案：作者译为致力学问，遂成贵人，误。此处语含讥讽，学作乃仿效之意。

还有某些史料的解释，以及根据作者解释所作的推论，如曹操屯田、异姓养子、土断与黄白籍等问题，多有待商榷。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涉及。有兴趣的读者，请看原书。



三



《六朝贵族制社会之研究》，川胜义雄著，正文435页，1982年12月岩波书店出版。川胜教授生于1922年，1948年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毕业，1973年任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教授，次年兼任东方部部长，多次赴法国研究和讲学。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史》，1970年岩波书店出版；《中国中世史研究》（合著），1973年东海大学出版会出版；《魏晋南北朝》，1974年讲谈社出版。

川胜教授热心于中日人民友好和学术交流工作，1977年参加日本大学教师友好访华团，访问我国。1978年参加发起京都日中学术交流座谈会，担任理事。其著作中，多次征引陈寅恪先生及唐长孺、何兹全等同志有关论著，颇致推挹。

评者1973年参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受到川胜教授热情接待。1982年秋由美返国，途经京都，想去拜访他，听说因病住院，未获晤面。当时用日本“色纸”以隶书写了“将无同”三个大字，并题云川胜教授喜谈魏晋南北朝史，因写此三字相赠，托人转送并致意，祝其早日康复。年余以来，时以为念。今年六月初，谷川道雄教授来京访问，才惊悉川胜教授竟于四月间以癌症逝世，为之悲怆无已。日本学者多享高龄，庆还历、古稀之论集不断出版，而祝喜寿（七十七）、米寿（八十八）以至白寿（九十九）者亦不乏其人。独川胜教授才过花甲遽而谢世，实堪痛惜！回忆评者几年前开始重理旧业，曾将小文《崔浩国史之狱》及《从北魏几郡的户口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两篇寄请川胜教授教正。1981年1月7日复函略云，“自来暧昧不明之北魏初期皇帝世系，可谓从此最后解决。三长制实施之效果，可以从人口统计如此明显看出，亦非意想所及。《三国志札记》诸条中该博之知识与精密之考证，至为叹服。要之，实疼感我辈外国人终难与本国学者相匹敌耳”。川胜教授为人长厚，对我国同行虚怀若谷，寥寥数语可以想见。今执笔介绍其著作，不仅志个人沉痛悼念之忱，更为中日两国史学界深切惋惜共同之损失！

《六朝贵族制社会之研究》分为三编，第一编“贵族制社会的形成”。第一章“贵族政治之成立”，认为后汉末政治上清流浊流两种势力对立，构成清流的士大夫，有以颍川荀氏、钟氏、陈氏为中心的颍川集团，和以北海相孔融、大儒郑玄为中心的北海集团。他们结成师友或门生故吏关系，根据儒家的国家与道德观念，评议政治，月旦人物，形成不依赖国家、政府而为舆论所支持的集团。各地军阀需要这些士大夫，他们所形成的清流势力遂成为魏晋贵族的母胎。第二章“汉末的抵抗运动”，认为后汉末反对外戚宦官等浊流所把持政府的“抵抗运动”，包括三种势力：清流、逸民、黄巾。他们有共同的基础，即乡里社会共同体。乡村豪族拥有财力武力，周围小农没落而受其支配，破坏旧共同体，加速领主化倾向。豪族勾结宦官，成为清流与逸民的反对对象。党锢之祸以后，被镇压的清流之残余与逸民转而与黄巾农民有所联系，共同反抗政府。这种反抗带有要求重新建立乡里共同体，阻止豪族走上武人领主化的性质。同时，士这一阶层发展起来，形成了与领主化方向相反的文人贵族制。第三章“魏西晋的贵族阶层与乡论”。作者认为，乡论的构造是理解魏晋贵族制社会的钥匙。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豪强领主化倾向及社会的阶层分化，与阻止它并力图再建共同体的倾向之间的矛盾。乡论与清议为同义语，指地方有德望者的人物评价。九品中正制度就是忠实继承汉代乡举里选精神，建立在乡论之上的。这个制度促成了文人贵族制。

第四章“贵族制社会的成立”。矢野主税氏反对作者六朝贵族出于汉末清流势力之说。他统计《后汉书·党锢传》，认为清流人物之子孙西晋时代无任显宦者。矢野氏主张西晋门阀贵族渊源于汉末三国以来与三国政权关系密切的人们。作者反驳，认为应从社会构造的变化这样一个更深刻的根源去寻找原因。他认为贵族制成立的第一个社会条件，是汉代各地乡里共同体中成长起来的豪族。随着生产力发展，乡里共同体阶级分化，出现富裕的豪族与贫农。前者扩大对后者的支配，可能走上武人领主化道路。但汉以后没有出现武人领主社会，而是出现了具备知识、教养的文人贵族制。这是由于有第二个社会条件——广大社会从知识阶层到贫农长期有力地坚持抗拒豪族领主化的运动，反对支持豪族的宦官外戚政府。知识阶层和由于生产力提高而加强独立性的自耕农，都要求抑制豪族领主化，维护原有乡里共同体的秩序，清流文人从而形成文人贵族制。本章实际是重新申述了前两章的内容。

第二编“趋向封建制的倾向与贵族制”。第一章“曹操军团的构成”，作者指出曹操军队有三个来源：一、招募及征发逃亡户；二、自动归附的武力集团；三、改编投降部队。第二类有李典、李通、臧霸、吕虔、许褚集团。作者认为这些集团成员多是少年轻侠之辈，曹操和他们是以信义为基础，以质任为纽带的。第二章“孙吴政权与江南开发领主制”，认为孙吴政权下的江南还没有形成贵族社会，因而北方亡命南来的司马氏能在江南建立统治体制。孙吴实行世兵制，其经济基础为奉邑制，将军任命奉邑之长官，收取租赋。受奉邑者，孙氏之外，一般皆江北出身。作者认为这是由于江南原有家族拥有多数佃客及土地，如顾氏、陆氏等，多任武将，有武人领主性质，无须再给奉邑。奉邑制废后，军团给养转而依赖屯田，开发土地的兵士仍不免于将军所领私兵性质，其主将也已开发领主化。作者概括说，古代（当是指奴隶制）帝国崩溃后，封建领主制的出现，多在帝国周围边境的后进地带，江南亦是此例。

第三章“从孙吴政权的崩溃到江南贵族制”，意在说明江南开发领主制的解体，和北来贵族如何在江南建立统治。孙权死后，作为开发领主的各个将军分立倾向加强，中央权威衰落，豪门地主“开立占募”。屯田兵民苦于负担过重，或弃田经商，或“逋逃入占”，投附豪门。屯田体制削弱，屯田民流动，开发领主制的基础从而崩溃。到4世纪初，江南大土地所有的现象加强，豪族虽有经济实力，但有三方面弱点：一、在北来农民的冲击下寻求安定。二、内部彼此不协调，有的更多关心个人田产或家乡之安宁，如贺循、周札等；有的更多从政治上关心江东全面的安定，如顾荣、周勰等。三、对北方的先进文化、乡论力量等，多少有自卑感。北方乱后，江南豪族虽有意推出自己领袖而割据独立，未能成功，遂拥戴、利用实力尚弱的司马睿。由于王导的手腕，北来势力终于形成驾驭吴人的局面。第四章“东晋贵族制确立的过程”，主要论述东晋建立后江南各个武力集团的作用。晋元帝最初倚赖义兴周氏等江南土著豪族，讨伐江州刺史华轶。虽然依靠他们，却任命代表北来势力的王敦为统帅。王敦一面对土著豪族如甘卓、周访、陶侃等利用以后又加排挤，一面在江荆逐渐培植自己的军事力量。王敦起兵不可能从被排挤的周访（梁州）和陶侃（广州）取得支持，所以与吴兴沈氏、义兴周氏这样的土著豪族（可能他们的利益由于元帝取奴客供征役而受到损害）结成联盟，反抗吴会第一流名门所支持的政府。建康政府则倚靠郗鉴、苏峻、祖约等北来流人兵团，平定了王敦。儒雅之士郗鉴被吸收进建康政府，而其他流民首领如苏峻、祖约则受到歧视。苏峻叛乱，是对建康政府文人贵族等级制的强烈反抗。在郗鉴北人兵团和陶侃南人兵团联合打击下，苏峻失败。郗鉴所统北人定居京口广陵一带，成为以后北府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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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谯城的桓宣所率流民集团进入江州，归附陶侃，以后为庾氏、桓氏所继承。作者认为，东晋政府驾驭这些武力集团的支柱，是所谓以“乡论主义”为原则的意识形态的支配，这就是江南贵族制的本质。他们所发展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基础，都由此派生出来。这种意识形态所以成为统治力量，是在于它具有先进性和江南社会的落后性。第五章“门生故吏关系”指出，门生故吏地位有高低，但其身份是自由的，与主人之间是私人的个人间的主从关系，不是受支配的隶属关系。

第三编“贵族制社会的变质与崩坏”。第一章“刘宋政权的建立与寒门武人”，认为刘裕是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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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门武人掌握军权，表示贵族对军队支配力量的减弱，在南朝贵族制衰落过程中不可忽视。作者指出，协助刘裕起兵者多居京口，当与北府有关，推断即郗鉴集团中的徐州兖州人。北府兵一度被桓玄打散，又在刘裕领导下讨伐桓玄，贵族不再能控制。刘宋时军府长官皆任诸王或寒门武将，贵族被排斥；而东晋以来为贵族压抑的土著吴兴沈氏，入宋以后却以武功飞黄腾达起来。刘宋时代是贵族制在制度上趋于稳固完备的时期，士庶区别虽皇帝也不能改变。但强调维护制度，正由于顾虑如果不坚持则贵族制就会崩溃。贵族制固定化的反面，就是贵族丧失生气，居于被动防御地位。贵族在五世纪前半失去军事上支配权力，5世纪后半又失去了经济力量。

第二章“《世说新语》的编纂”，副题为“元嘉之治的一面”。作者认为，“元嘉之治”是贵族社会最后的黄金时代，描述生气勃勃的贵族社会的《世说新语》，正产生于此时。书中人物下限涉及刘宋时人者五处，但只有谢灵运是作者抱有同情作为故事主人正面来叙述的。谢灵运于433年以反对刘宋被杀，宋宗室刘义庆不可能再赞扬他，因而推断此书当成于433年以前。但刘义庆纂辑《世说新语》又不能早于任荆州刺史（432—439）时。作者同意鲁迅说法，认为此书出于刘义庆幕下文人，而且推论是对谢灵运反宋态度明显同情的文人之手。东海何长瑜为灵运至友，喜月旦人物，对刘宋有不满情绪，《世说新语》的主要编者可能是他。书中时时流露蔑视或反对武人倾向，而被刘宋推翻的桓玄，因出于名门，具有贵族文化教养，反得到较高评价。所以此书反映文人贵族日趋没落，怀想旧时代的情绪。

第三章“货币经济的进展与侯景之乱”。作者据何兹全同志《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一文的论证，指出南朝生产力提高，剩余产品商品化，商品价格总额增加，需要货币。货币经济发达，农民负担加重，流亡日多，而商人得利。皇帝恩幸多来自商人，地方商人又勾结各地军府府主，随之进入中央，政治上取得势力。侯景渡江后部众达十万，即由于流民、半失业者应募为兵。侯景乱后贵族衰落，而商人及地方土豪将帅势力抬头。第四章“南朝贵族之崩溃”。商品货币经济发达后，田庄不再停留在自给自足，开始以生产产品换取货币。贵族不屑从事商业，因而托付商人处理，或由门生经营。以钱支付的俸禄成为贵族主要生活来源，也反映贵族经济力量衰落。侯景乱后，建康贵族备遭摧残，多西赴江陵，又成西魏俘虏。南朝贵族从此全面崩溃，陈时谢安坟墓公然被掘，是一个象征。王谢等贵族在陈朝，成为点缀朝廷的文化人而已。

以上较详细地介绍了川胜教授书中要点，供我国同行参考。川胜教授的业绩，对我们研究魏晋南朝历史很有启发作用。如本书注意宏观地考察历史，围绕着魏晋南朝贵族制的发生、发展、衰亡过程进行探讨，研究工作有一条中心线索，同时也试图阐明历史发展的中心线索。如认为贵族制之成立不能只局限于从政治史、制度史的角度去研究，而应当更深地从社会构造的变化去发掘探讨。如认为南朝贵族制趋于完备和稳定的阶段，也就是它衰落、崩溃的开始，等等。这样的方法和观点，都是很有意义的。作者熟悉史料，对于材料的理解与阐释，也很确切。如“羸民”的“羸”字不从滨口重国氏解为贫困，而解为羸弱（第169页）；“周旋”解作朋友（第282、299页）；“告裒求属令”解为请求王裒去嘱托县令，辨五井直弘氏读令为命，把属命作为一词之误（第298页）；都足见汉文修养之深厚。

本书读后也有感到不满足之处。如对贵族制从外国考察较多，贵族制本身有关问题涉及太少。从意识形态方向（乡论主义）论证较多，从人与人关系方面论证较少。书中一再提及的“乡论主义”、“乡论体制”的含义未有具体阐述，不易理解。关于东晋政权之能在江南立足，强调北方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太多，其他因素相对而言远嫌太少。史料方面，如说南朝贵族家世来源于后汉的清流人士，但并未能举出足够的、确凿的证据，以驳倒矢野氏说。有些问题，根据单文孤证进行推论过多过远。如第419—420页根据《南史·谢侨传》“尝一朝无食，其子启欲以班史质钱”之文，推论以为谢氏没落，庄园无用，及货币作用之重要等等，似欠说服力。可惜这些问题都没有机会再与川胜教授讨论，写到这里，只有怃然掷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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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



1978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述北朝门阀士族的著作，名为《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副题为《博陵崔氏个案研究》（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作者美国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女，1947年生），当时是乌尔巴那的伊利诺大学亚洲研究的客座副教授。个案研究是社会学的术语，这本书实际上就是研究自汉代到唐末一千年间博陵崔氏家族的历史。近几年来，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开始注意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版了一种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通讯。1980年8月，在斯坦福大学召开过“中国早期中世纪的国家和社会的性质”讨论会，会上宣读的论文，主要都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也陆续有了英译本，如《世说新语》（R. Mather译）、《颜氏家训》（邓嗣禹译）、《洛阳伽蓝记》（王伊同译）。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来日本和西方的学者喜欢采用社会学或民族学的方法，往往对魏晋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谓个案研究，如矢野主税氏有《张氏研究》、《郑氏研究》，丹羽兑子氏有《关于魏晋时代之大族荀氏》等。现在评介的这本书，是这类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部。

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序言，第二章概述门阀士族的历史发展，第三章汉代的崔氏家族。第四、五章分别论述北朝和唐代的崔氏，这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第六章结论。另有三个附录。

作者举出选择博陵崔氏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有二：一、这个家族不太出名，冒充其成员的人少。二、材料比较充分，从汉到唐末，“正史”里有传或提到的博陵崔氏成员，达三百余人。对于有关门阀制度的十几个名词，如右族、次门等等，作者都作了颇为恰当的英译。把士族译为scholar-official families，显然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作者给世族一词所下界说是：“What made a family aristocratic was hereditary high social status, independent of full court control”，这是对的。但把世族译为hereditary families，则只顾了字面，不够确切。把门阀译为great bureaucratic houses，着重了官僚一面，而忽略了贵族一面，倒不如与门第一词一样，都译成great houses更妥当。

关于汉代的崔氏，作者追溯到汉昭帝时的崔朝，王莽时的崔发、崔篆兄弟，以及后汉的崔瑗、崔寔父子等。根据保存下来的很少的材料，作者推论认为，汉代崔氏家族长期的据点不在首都，而在地方——他们的家乡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崔氏家族的成员注意礼法，遵守儒家道德，官位虽不高，在地方却颇有声望。从崔骃与班固、王符、张衡、马融等相友好看来，崔氏家族中出过有学问的人。至于作者说崔氏居住本乡本土，安于贫穷，并从崔寔的《四民月令》可以看出崔氏家族是接近农民的，这些都是从作者的立场、观点出发得出的结论。崔氏家族的确不同于朱家、郭解那样的豪强，也不同于富埒王侯的富商大贾，更不同于权势煊赫的梁、邓外戚。但仅从《四民月令》看，崔氏必然是广占田园，而并不贫穷；必然是奴役大量劳动人口，依靠剥削来维持其奉行儒家礼法的生活，而说不上什么接近农民。

关于北朝的博陵崔氏，作者指出一些现象，提出某些论点，是很有启发的。作者从仕于前燕为秘书丞的崔懿开始叙述，指出博陵崔氏见于北朝史书者有百人以上，而不见于南朝史书，但未说明何以会如此。其实，这与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和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之成为北朝大族，而不见于南朝，道理相同。因为他们的家乡远在河北和河南北部，不是距匈奴人、羯人、鲜卑人统治中心不远，就是远处北方或西北，中间障碍甚多，难于在坞主率领之下举族南迁。琅邪王氏、高平郗氏、兰陵萧氏、陈郡谢氏和袁氏、彭城刘氏等，原在河南、山东的南部或江苏的北部，处于后赵、前燕等少数族统治区以南，因而南迁较易，终于成为南方侨姓大族。范阳祖氏虽在河北北部，与卢氏相同，但祖氏家族早已南徙，永嘉之乱时是从陈留南下的（参看评者的《晋书札记·祖氏兄弟传条》），所以与卢氏之远隔在胡族统治地区以北者不同。

关于北朝和唐朝博陵崔氏的经济状况，由于材料缺乏，作者未能作具体叙述。这几百年间，门阀士族得以长期存在的经济支柱如何，其间有无变化，有何等变化，书中都无交代，这是需要以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作者指出，北魏时博陵崔氏还是居住在家乡为主，拥有土地。家族多以孝友著称，与乡人关系融洽，这些大致与汉代崔氏家族情况相似。到6世纪后期，崔氏家乡安平作为全族根据地的作用逐渐减弱，多数人离开，或南移或西徙。如崔昂夫妇死后，就葬在常山（《文物》1973年第11期），不再归葬安平了。单从本书对崔家这些粗略的勾画看来，从东汉到魏晋之间，似乎生产关系没有大变化，看不出魏晋封建论者所主张的新生产关系的出现。

婚姻与仕宦，是南朝士族最重视，也最足以构成士族标志的内容，而史料也恰恰是有关这两方面的比较多。作者有关博陵崔氏的论述，实际上也集中在这两个问题上。作者举崔巨伦的姑母（嫁给赵郡李氏）所说“岂令此女屈事卑族”的话，和她命儿子娶这个眇一目的内侄女的故事（《魏书》卷五六），作为典型，说明博陵崔氏不肯降低身份，与士族以外的家庭联姻。作者根据所见崔氏墓志统计，联姻者多是河北大族，计赵郡李氏十例，勃海高氏三例，荥阳郑氏、巨鹿魏氏各二例，范阳卢氏一例。另有郡望不明的李氏二例，宋氏一例，杨氏一例，估计也是大族。关于博崔、赵李之间重重的婚姻关系，作者用表的方式加以表达。关于崔李两家通婚关系，还可参考赵万里先生《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六魏李宪志、卷七齐李琮志的解释。作者又说，崔李之间通婚关系虽然错综复杂，而辈分都相同不变，因为按中国礼法的规定，不同辈的人不得通婚。作者这一论断是不确切的。南朝和北朝都有不同行辈的人结婚的情况，恰恰在这个时期中国礼法规定未被遵守（见评者的《宋书札记·婚姻不计行辈条》），只是崔李两家的通婚关系中，没有发现类似的例子而已。

关于北朝博陵崔氏的政治情况，作者说，5世纪中期，在地方上任官的较多。5世纪末到6世纪前期，任武职或武官的辅佐职务如参军以至长史、司马的较多。她举出崔敬邕、崔游随从中山王英南伐，崔游、崔融随从高肇伐蜀，至少有十二人参加了对六镇起义的镇压，等等（作者在第四章注十一还指出一个现象：士族成员长子多任文职，次子以下才多任武职）。崔氏也有担任中央较重要职务如尚书、尚书丞等官的，但没有人与闻中央决策，在废立皇帝等重大政治事件中，主要是皇室、外戚或鲜卑贵族操纵，不见有博陵崔氏或其他汉族门阀士族参与。与此现象相联系，作者在第二章里提出，南北门阀士族有所不同：南朝士族不亲世务，内部又分高下层，轻视低级门阀。北朝士族有些像南方的吴姓大族，财力可能富裕，而地位不太高，所以北朝士族还肯于担任地方官和军事职务。作者这个看法颇有理据。如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之勤于吏治，以干练见长，确为南朝上层士族中所未见。因此作者认为，博陵崔氏“从担任官职所得到的权力，与其说是政治的，无宁说是官僚的”。作者还认为，北朝门阀士族中，不像南朝那样再分高下。她引用毛汉光氏所作北朝三十三个大族中一○八八人官位的统计：一一七人官至大中正，十人中一人；三七五人官至太守，三人中一人。而博陵崔氏中担任这些官职者的比例，和这个总的比例约略相同。因而作者认为，清河崔氏高于博陵崔氏之说不可信。但有明确史料可以证明，事实与作者这一看法相反。《魏书》卷二一上《高阳王雍传》：“元妃卢氏薨后，更纳博陵崔显妹，甚有色宠，欲以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久乃听许。”所谓东崔，或是把博陵崔与清河崔对待而言。但博陵在清河之北，似不应称为东。也许是指崔显在博陵崔氏中这一支而言，至少博陵崔氏中有一支地寒望劣，当可无疑。《北齐书》卷二三《崔
 （清河人）传》载：“
 每以籍地自矜，谓卢元明曰，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崔暹闻而衔之。”看来当时北朝社会有一种不成文的看法，把清河崔置于博陵崔之上，以为前者社会地位高于后者。崔
 以博崔与赵李并举，可能赵李也在陇西李之下。所以博崔赵李通婚频繁，而崔廓“与赵郡李士谦为忘年之友，每相往来，时称崔李”（《隋书》卷七七《李士谦传》），都说明这两家门户相当。《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载，收娶其舅女，即（博陵）崔昂之妹（参看《崔昂传》称崔昂、魏收为“妇兄妹夫”语）。而《崔
 传》又说
 与魏收不协，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两崔氏间之矛盾。当然，北朝门阀士族内部不像南朝那样，比较明显地分成两个阶层。

关于博陵崔氏作为一个大家族，作者还指出值得注意的一点。六镇起义后，崔氏家族成员少数留在家乡，有的在地方任太守，有的参加镇压起义。以后有的在尔朱荣控制下的朝廷中任官，崔暹依附高欢，崔孝芬则被高欢所杀。孝芬的长子崔勉投高欢，而勉弟宣猷则逃往长安，投奔西魏。魏分东西及齐周对立之际，大部分博陵崔氏成员留在东方，一部分西去，多立武功。但西去的仍然保持博陵的郡望。作者论断说：作为门阀士族的崔氏，虽然成员彼此之间维持着亲族血缘纽带，在危急之际可以互相信赖，但并不存在作为整个家族中心的决策机构，也没有任何一支崔氏居于领导指挥地位。因此，成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各行其是。他们主要是向自己的上级特别是向朝廷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如果作者所推断的这种情况可信，比起后代大家族之具有宗祠、祠田以及族长等等一整套族权制度，门阀士族在组织上似乎松散得多。《北齐书》卷三九《崔季舒传》：“于是宾客辐辏，倾心接礼，甚得名誉，势倾崔暹。暹尝于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仆射，皆叔父之恩。其权重如此。”又卷四六《崔伯谦传》：“族弟暹当时宠要，谦与之寮归同门，非吉凶未曾造请。”这两段史料反映，崔氏成员虽属同族，甚至以叔父相称，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首先是家族的关系，而是同门，同寮、政治势力上的关系。崔暹和崔伯谦的事例，可以帮助证明作者的论点。此外，据《魏书》卷四五《杜铨传》所载：“京兆人，……仍侨居赵郡。……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长老一人，以为宗正，命营护凶事。浩曰，博士杜铨，其家今在赵郡，是杜预之后，于今为诸杜之最，即可取之。……以为宗正，令与杜超子道生迎豹丧柩，致葬邺南。铨遂与超如亲。超谓铨曰，既是宗近，何缘复侨居赵郡？乃延引同属魏郡焉。”这个大族杜氏的宗正，性质近于族长，但其作用止于临时营护丧事。杜铨这个宗正还是临时拉来，平时既和杜氏其他家族没有联系，又不同居一地。杜铨的例子，似可从另一方面证明，由许多支派组合构成的整个博陵崔氏或其他士族，并不存在类似全族之长的经常起支配领导作用的人物或机构。当然，聚族而居是北朝的风气，数十人上百人的大家庭，必然有家长类型的人物主持家务，但不具有指挥全族的权威。而且随着成员逐渐向外迁徙，不再在本乡本土聚居，这种在聚居情况下产生的家长，也会随之消失。至于三长制以前五十、三十家为一户，对它们进行督护的宗主，则是对荫庇户口而言，与士族里平等成员中的首脑，又不是一回事了。

书中关于北朝博陵崔氏的第四章，标题是“贵族时代的崔氏”，而关于唐代崔氏的第五章，则标为“唐代作为旧族（Old family）的崔氏”。这样的提法，区别了北朝和唐代门阀士族的地位作用，体现了作者对两个不同时代的认识。作者所见唐代崔氏成员的墓志，没有记载家住安平的（作者应当同时指出，虽不居住在家乡，并不排除他们在别处拥有大片土地，奴役大量人手）。作者认为，博崔这时已散在全国各地，河南、河北、尤其洛阳为多。从墓志得知，他们居住在洛阳至少十个不同的坊。在外地做官的，从唐初即多归葬洛阳，但并没有共同墓地，聚族而葬。同属一房的博陵崔氏，也埋葬在不同的乡。他们虽同为博崔而关系疏远，所以同时担任高官，也无须相互避嫌。作者说，从墓志记载看出，唐代崔氏家族注重礼法，崇尚孝道，如崔沔娴于丧礼、仪制。对于早丧父母的孤儿，伯叔等无不竭尽教养抚育的义务。崔氏成员在家庭中对待长辈和幼辈的不同态度与方式，可以转移运用于仕途中对待上级和下级。家庭中的礼法教养，对于出外做官同样有用。作者这一见解，触及到封建社会中孝亲与忠君之间的关系，很有启发。因为儒家早已如此教导，如《礼记·丧服四制》所谓“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孝经·广扬名章》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以及后代所谓“移孝作忠”，都是这个道理。

作者认为，唐代以皇室为首包括勋臣形成了新的贵族，而推行科举制度后，又出现了通过考试而得官职的官僚。但旧的门阀士族在科举制度下仍然处于优越地位。据作者统计，唐史中所见博陵崔氏家族有十二支，其中只有八支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北朝和隋代。作者未加解释，很可能这十二支崔氏主要是依靠科举取得地位的。作者运用所见唐墓志的材料，得出一些统计数字，有参考价值。作者根据妻家可知的九十二名墓志主人，分析博陵崔氏成员妻家的社会地位，考察其婚姻关系，列为下表：




作者把“正史”中有传的人称为政治上重要者。七姓这一阶层，指659年（显庆四年）唐高宗禁止他们“自为婚”的七个旧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见《新唐书》卷九五《高士廉传》。当然，博崔不会同族自相为婚，也不可能与清河崔氏为婚。所以，七姓之称只是概指这个阶层，此项下所列与博崔通婚的，只可能有五姓）。其他旧族一项，指柳芳所列举的南北朝以来的廿几家旧族（见《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所列共廿六姓，作者以为王姓当兼指太原、琅邪两王氏，崔姓兼指清河、博陵，李姓兼指陇西、赵郡，所以实际应是廿九姓）。从这张表可以看出，尽管高宗禁止七姓不得自相为婚，并未行得通，博崔与七姓阶层通婚者占52％。《高士廉传》又称，“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凡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为敝云”。表中博崔和七姓及其他旧族通婚者共占82％，不正是具体明确地说明“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的情况吗？

在63份墓志的叙述中，有75％以上详叙博陵崔氏祖先谱系，甚至上溯到炎帝、太公。安史乱后的墓志中，这种情况渐少，往往只追溯到后汉崔骃等，而不提北朝诸崔。这里作者发现一个现象，而未加申论，即有5篇墓志的叙述中误以清河崔氏为祖。其中4例溯到曹魏的崔琰，一例则认北魏崔浩为祖先，而墓志作者有的还是中了进士的文人学者。南北朝时，门阀士族极为讲究谱牒之学，其目的一是坚持排他性，保护士族的“纯洁”，以维护门阀士族的地位。一是通过谱牒“以定门胄，品藻人物”，“别贵贱，分士庶”（柳芳语），作为遴选人材，任命官职的依据。所以南北朝门阀士族对谱牒的熟悉亦即所谓“谙百家”，达到惊人的程度。刘宋时的王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就是熟悉士族谱牒的标志。博陵崔氏竟误认清河崔氏成员为祖先，崔琰、崔浩到唐代，多不过相隔四五百年，少则二三百年，根本不可能是为了附会祖宗，而是搞错。这在南北朝时是不可想象的事，会成为天大笑话。唐墓志中出现这样的现象，恰足说明唐代门阀士族的衰落。在李唐皇室极力打击之下，他们没有完全失去地位，甚至还努力通过互相联姻团结起来，进行抵制，以求保存过去的地位声望。但科举制兴起之后，庶族地主阶级在政治舞台上逐渐占较大比重，旧日门阀士族亦即所谓旧族日趋衰落，作为门阀制度特征的一些风俗习惯，自然也随之变化或消失，因而像博陵崔氏这样的旧族，竟然也数典而忘祖了。

关于唐代博陵崔氏的政治生涯方面，作者指出，在一百三十三份墓志中，有一百二十二个主人（占91％）有官位。没有官职的十一人中，一人早死，一人出家为僧。据不少墓志的记载，不仅本人，其父、祖、曾祖都有官位。这一百二十二名博陵崔氏成员的最后官职，有31％到了五品或五品以上。此外三十二人至县令、丞、尉，十二人至参军，十五人为七、八、九品官。总之，一半是七品以下的官职。安史之乱以后，长期任地方官的更多。一百二十二人中，还有六人任折冲及果毅都尉，父子皆任此者有二例。与北魏相比，那时博陵崔氏多以七品入仕，而唐代则任低职者较多。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博陵崔氏在仕途上似乎仍然有较好机会。作者列举了可能的原因：门第，财富，地方势力，政治联系，个人品德，个人能力，但没有下断语。其实，作者在关于入仕途径的统计中，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解答了这个问题：崔氏入仕途径，多是通过考试的。“正史”有传的三十六人中，二十六人经过考试，计进士十九人，明经五人，弘文馆考试二人，共占72％。崔氏墓志记载入仕途径者二十六人，经考试者十一人，占42％。此外恩荫者四人，占15％；军功者二人，占8％；直接任命者三人，占12％；不详者六人，占23％。总起来看，在科举制度下，依靠考试进身的占大多数。可能门第、财富、政治联系等等因素还在起作用，在个别情况下甚至起不小的作用，但个人的品德才能究竟已成为比较主要的因素。科举制度之下，多少要有些才能的人方能得到官职。南北朝时那种全靠门第家世，凭“冢中枯骨”与特权做官，“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的情形，早已不复存在，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进步。

作者说，940年以后，博陵崔氏在史书中已少见，唐史中崔姓有传者八十三人，《宋史》中十四人，《明史》十二人，而且，宋明时代崔姓的人也不再标榜博陵的郡望高。在结论章中，作者做了这样的概括：博陵崔氏在汉代是具有地方血缘关系的松散的家族群；北魏时是严格意义上的门阀贵族；到唐代则成为具有共同祖先和较高社会地位的分散的家族群。关于门阀士族与朝廷的关系，作者认为独立于朝廷和依赖朝廷这两种看法都对，只是因时代而有异。博陵崔氏在汉代拥有多样的资本如土地、教养等等，使他们在地方有独立性，并能获得官位。自汉至晋，他们从未与最高统治者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北魏后期以来，崔氏担任各种官位，获得荣誉与权力，但在家乡的地方势力受到限制。他们的社会地位更多依赖于官位，因此朝廷当权集团对他们的态度和恩遇有很大影响。六七世纪时，崔氏成员一方面尽力争取猎获官位，一方面通过婚姻关系与有声望的旧族结成排他性集团，企图靠社会地位来抗衡高官显宦。

本书的附录一题为“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可靠性”。作者认为，《世系表》中关于受姓起源以及始祖的说法大都不足信。但她利用五十份崔氏墓志中所见《世系表》中人物来核对，发现《世系表》大体与墓志符合。《世系表》中有些世代或人名空缺，但用墓志所记补入后，双方所记父子、兄弟、祖孙等关系也相符合，证明表中未空缺的部分是可靠的。有时《世系表》与两唐书中的传都不相同，考之墓志，也证明表是正确的。作者推断，《世系表》除利用墓志外，大约依据的是官方关于氏族的综合性著作。她认为《贞观氏族志》（638）和《大唐姓族系录》（713）是《世系表》的主要来源，所以表中唐朝前期（7世纪）比较详细，而8世纪以后大约是利用了《元和姓纂》（812）。关于《宰相世系表》崔氏部分的可靠性，作者的论据颇为充分。这里附带提一下，1933年春，评者在燕京大学读书时，读了一门洪煨莲（业）先生讲授的必修课程“高级史学方法”。作为这门课程的作业，写了一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评》，后来印在《世系表引得》前当作序言。序言中涉及博陵崔氏，怀疑本传所载较《世系表》为可靠。本书作者根据墓志，证明序言的怀疑无据，而《世系表》却是正确的。这篇少作的序言，刊布以来未曾引起注意，而将近五十年之后，太平洋彼岸的青年女学者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对于年近古稀执笔评介此书的引得序言的作者，的确有空谷足音之感了。附录二为唐代崔俨、崔沔一房的世系表，并附有成员婚宦等方面的简述。目的是提供具体事例，使第五章中有关唐代博陵崔氏的概括叙述和统计数字得以形象化。附录三是“唐代博陵崔氏婚姻关系表”，根据墓志以及其他史料制成，是上文所列婚姻关系表的扩大。这个表仍然显示，博陵崔氏通婚的，大部分是659年高宗禁止互婚的七姓阶层。

伊佩霞教授这本书用了不少功夫，指出了有意义的现象，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论点。这篇评介文章试图把书中对中国研究者有参考价值的部分扼要介绍，并加评论，希望中美同行今后加强交流联系，促进两国学术的繁荣发展。






（《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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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文字
 秀，描绘人物入神，向为学子所重。刘孝标注，引撷广博，尤与裴注《三国志》，六臣注《文选》齐名。自1976年美国学者马君瑞志英译《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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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海外士林，鉴赏是书者益众。马君穷廿年之精力，除《世说》正文外，兼译刘注，译竟，特制附录四种：曰传略（112页），曰释名（51页），曰缩写（12页），曰书目（12页），便利读者，尤见苦心。其中传略最有用，诚以《世说》惯例，举人名，恒用字号或官衔，如袁奉高、郄嘉宾、王大将军、刘尹之类，非熟谙魏晋掌故者，不能遽辨甲乙也。

马译通体顺适，然以牵涉太广，不能无瑕疵。六朝文义，有非今日所易了悟者，马君未能详考，遂致错解。本文作者，就阅读所得，随时过录，得四百余条。于魏晋间语，以及名物训诂，探奥诠微，尤三致意。其他马译未尽善者，亦逐条推敲，顺次迻译，与马文齐列并观。有志六朝文史、或从事翻译者，谅有所取资焉。



序



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撰《世说新语》，自汉徂晋，轶事旧闻，嘉言妙语，网罗甚尽。厘为三十门，而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冠，则《论语》“先进”之遗教也。其书所涉甚广，所载人物、名宦贤媛，逆臣孝子，辄多毁誉。序事简净，词竟而意未尽，品尝有余味。自来治文史者，靡不推奉。遂令临川享名千载，历久弥新。两晋六朝文士，叙事修词尚简。后人病其太甚，则博采他书，补所未足。故陈寿（233—297）《三国志》而有裴注，昭明（501—531）而有六臣。刘峻（孝标，462—521）于《世说》亦然。凡引经史杂著四百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间亦参益己意，笺释求真。所引书，后多亡佚，故有清辑佚诸家。罔不视同瓖宝。

《世说》诸本，所知者四：一为日本尊经阁影印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董弅本。二为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1125—1209）本。明世宗嘉靖（1522—1567）间吴郡袁褧嘉趣堂据以重雕。清宣宗道光（1821—1850）中浦江周心如纷欣阁重刊，而德宗光绪（1875—1908）间长沙王先谦（1842—1918）又据纷欣阁版重刻。今《四部丛刊》及《四部备要》刊本，即据袁氏之旧也。三为清徐乾学（1631—1694）传是楼所藏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湘刻本。四为日本旧藏唐写《世说新书》残卷，上虞罗振玉（1866—1940）影印本。唐时《世说》固称《新书》，非《新语》也。诸本文字颇多异同，唯世推尊经阁本为最善。

有清治《世说》者，初有沈严之《校语》（上海涵芬楼，1929），继有李慈铭（1830—1894）之《批校》，程炎震之《笺证》，李详之《笺释》。稍近则有刘盼遂之《校笺》，贺昌群之《札记》，杨勇之《校笺》（香港，1969），余嘉锡（1883—1955）之《笺疏》（北京，1983），徐震堮之《校笺》（北京，1984），及一良之《札记》（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页397—401，北京，1963）。余著诠解史实为多，徐震堮则侧重训诂注释。

本书译者马瑞志先生，籍美国而生于吾国河北保定，就学于北京近郊通县。幼擅华语，而好吾国史。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既卒业，入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研究院。时Peter Alexis Boodberg（1903—1972）主东亚语文系，延吾国硕儒赵元任（1892—1982）先生主讲音韵学，马氏为入室弟子。Boodberg特嗜北朝史，尝主编《中古史译丛》（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Translations）。从游者承其衣钵，多迻译南北朝史籍，如丁爱博（Albert E. Dien）译《宇文护传》（Berkeley, 1967），Michael C. Rogers译《苻坚传》（Berkeley, 1968），马氏译《吕光传》（Berkeley, 1959）。马书先就，其前驱也。学成离校，任教明州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从事《世说》，历廿载而成书。

马氏功力甚勤。其译《世说》也，广集佳本，勘校异文。除推敲临川正文外，孝标注，亦兼收并蓄不稍弃。犹不足，则采日人及西方学者之论著，参读唐宋诸大类书。于史事之递传，训诂之得失，慎思明辨，必求心安而后已。译文竟，附〈传略〉（499—611页），〈释名〉（613—644页），〈缩写〉（665—677页）〈书目〉（679—726页），共二百二十七页。西人治汉学，精微若君者，不多见。而君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其雅量尤不易企及。当今美籍学者，咸推君为吾国中古史祭酒。实至名归，非溢美也。

虽然，肇基之士，往往草创，顾此失彼，势有宜然。《世说》所载，始于汉武而止乎晋末。上下五百年，所涉人物，几达六百。其间国体之分合，人事之变幻，制度之兴革，无论矣。魏晋人语，当时特等常耳，有非今人所易解者。苟望文而生义，必郢书而燕说。阿堵物，宁馨儿，将毋同，固人所尽知矣。如民、民家、我家、自称、犹下官也（Ⅴ/20, ⅩⅧ/12, Ⅷ/132）；大家，家主（Ⅴ/18）。君家，君也，犹言尔也（Ⅸ/6）。陵迟，坎坷也（Ⅱ/5）。善于托大，高自位置也（Ⅷ/44）。方幅齿遇，相待如常礼也（ⅪⅩ/18）。优润，假借也，宽贷也（ⅩⅢ/17）。风尘，谣诼也，仕宦也（Ⅴ/13注引《中兴书》ⅩⅤ/2注引虞预《晋书》）。修为家之治Ⅸ/47），造作（同上），善居舍（ⅩⅩⅢ/10），皆言治产也。小极，困疲也（Ⅱ/33）。小却（Ⅸ/79），小悉（Ⅷ/132），须臾也。消息，调治也（Ⅹ/23）。人情，犹今言民意也（Ⅶ/28, ⅩⅩⅩⅢ/17）。前，谒见也（Ⅶ/30, ⅩⅩⅢ/44, ⅩⅩⅩⅥ/5）。举，待也，视也，接也（ⅩⅢ/10）。觉，差也，距也（ⅩⅩⅥ/13）。此第举一二言之，足征译述之匪易。盖译事欲其精，非工于文字，明于义意，畅于表达，不为功。况吾国文史，实相辅济。马迁班固以史鸣，亦文苑之雄也。今马氏以一人之力，从万卷书中，译数百年间事。虽优为之，然不免小疵。势也，人情宜然也。余嘉锡、徐震堮书均晚出，马氏未及见，亦滋可憾。

马氏书出，声誉鹊起。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之David R. Knechtges，闻风起效，拟译《文选》全书六十卷（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已出两册，分别为1982及1987）则马氏开山之功为何如？台湾书肆，得其书，竞相翻版，俄顷两家（敦煌书局，1978；南天书局1978），其纸贵都邑，传播士林又若是。一良、伊同，燕京哈佛同学，又同癖南北朝事。伊同自卒业哈佛，久留北美，甚少他动，一良颇异是。既离哈佛教职，返国任教，屡访欧亚非各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1982年，受聘加州大学，寓柏克莱（Berkeley, CA），得马氏书而善之。东访哈佛，道出匹资堡（Pittsburgh, PA），晤伊同。契旧邓嗣禹，亦自印地安那大学（University of Indiana）来会。嗣禹，出燕京哈佛，留意北朝史，尝译《颜氏家训》（Family Instructions for the Yen Clan, Yen-shih chia-hsun, Leiden, 1968），以富赡典雅负盛名。谈次论学，咸谓临川书，自马译行，益见重于海外。吾辈宜尽愚陋，竭见闻，使原文晦涩者白于世。事未即行。1989年一良再访美，假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ss）与彼邦主司，研商吾国善本编订国际总目事。会罢，游匹城，借伊同所藏中英《世说》。既返纽约，逐款厘订，各就所见，函电咨商，庶几乎无憾；历数月而稿初定。凡与马氏异趣者，择其尤，若札记体，笔而出之，得四百余事，公诸世。初非有心立异也。瑕疵所举，铅黄所施，锱铢毫芒耳，余则醇且粹，莹琰自若也。所翼翼自期者，踵事增华，度长絜大，在马氏为功臣，在读者为益友，若是焉已耳。至《世说》原文，有未能遽解，而马译又未尽安者：如“可将当轴了其此处”（Ⅵ/36），如“风领毛骨”（Ⅷ/88），如“省率治除”（Ⅷ/89），如“鉴方臣如有功夫”（Ⅸ/14），如“大修计校”（Ⅸ/24），如“钞撮清悟”（Ⅸ/82），如“扬州吏民寻义逐之”（ⅩⅩⅧ/3），凡七条。冠诸首，以憿高明。1990年2月，东至周一良，江阴王伊同。



凡　例



（1）《世说》凡三十六门，门各系若干条，多寡不定。〈赏誉〉最多，凡一百五十七条；〈自新〉最少，二条而已。今部门用罗马字，属条则用阿拉伯字。如ⅩⅣ/7，即〈容止〉第十四第七条。

（2）中英文文法不尽同，译述时或需增损。原文有而译文从略者，用圆括弧（），译文有而原文无者，用方括弧〔〕以明之。译文有说明处亦用圆括弧（如i. e., …之类）。

（3）刘孝标所引书，皆写明出处，如《管辂别传》、《晋中兴书》之类。正文则免。

（4）每条大抵分为三行。首马译，次《世说》原文或刘注，末行则为修正稿。其中关键紧要字句，英文用斜体字（italics），中文则加底线。

（5）马氏有漏译或衍译者，悉逐条注明。



译文商兑



Ⅰ/1 "went directly to a spot outside the crowd who had come for the funeral."

注引谢承《后汉书》：“径到所赴冢
 队外。”冢，非众。

"went directly to the outside of the inner passage leading to the designated grave."

Ⅰ/2 "Tai liang in his youth was condescending toward Huang Hsien."

注引《典略》：“戴良少
 所服下。”少，上声，非去声。

"Toward few was Tai Liang condescending."

Ⅰ/4 "Among the gentlemen who later progressed in office."

“后进之士。”

"Among the juniors."

Ⅰ/5

(1) "were all heroic and outstanding."

注引《先贤行状》：“皆为英
 彦。”英，秀拔，非英雄。

"were all eminent and outstanding."

(2) "Pure understanding."

“清识。”识，识见。

"sagacious insight."

Ⅰ/6 "When Ch'en Shih accompanied his Sons, visited…."

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陈仲弓从诸子侄造荀父子。”

"When Ch'en Shih, accompanied by his sons, visited…."

Ⅰ/8 "It's hard to regafd either Chi as the older brother or Ch'en as the younger."

“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为，非视若。

"Its hard for Chi to be the older brother and Chen the younger."

Ⅰ/12 "understanding and capacity."

“识度。”度，度量。

"understanding and forbearance."

Ⅰ/13

(1) "Right now we are already in danger, and the chances of good or evil fortune are about equal. But…, there is no telling what the chances will be…, it's not right to abandon him."

注引华峤《谱叙》：“今在危险中，福祸患害，义
 犹一也。今无故受之，不知其义，…弃之不义。”三义字，首义字为一义，余二义字义同。

"Even though we are now in danger, not knowing whether good or evil fortune lies ahead of us, righteousness is the one〔principle we must uphold〕. I do not know if it is right or not…, it is not right to abandon him."

(2) "and after that he parted from them."

注引华峤《谱叙》：“卒共还出之而后别。”

"and after that they parted from him."

Ⅰ/14 "Hsiang embraced the tree, weeping. When dawn came and his mother saw him…."

注引萧广济《孝子传》：“祥抱泣至晓
 ，母见之…。至晓，连读。”

"Hsiang embraced the tree, weeping until dawn. When his mother…."

Ⅰ/16 "to escape a grievance."

注引王隐《晋书》：“避怨。”怨，雠也。

"to escape an enemy."

Ⅰ/17 "Have you ever observed…?"

“卿数省
 王和不？”省，调侍也。

"Have you ever looked after…?"

Ⅰ/18 "slanderous remarks."

注引《名士传》：“毁誉。”誉，漏译。

"defamatory or flattering remarks."

Ⅰ/21 "loyal friends in the nine commanderies where he had successively served."

“所历九郡义故。”义故，义从故吏省称。

"voluntary followers and former subordinates in the nine commamderies of the Liang Province."

Ⅰ/23

(1) "After him his disciples who valued free wandering."

注引王隐《晋书》：“其后贵游
 子弟。”贵游，连读。

"Later on youngsters of aristocratic families."

(2) "exposed their foul ugliness."

注引王隐《晋书》：“露丑恶。”丑恶，私处也。

"exposed their private parts."

Ⅰ/24 "But we're afraid we can't survive if we feed the children too."

“恐不能兼
 有所存。”

"But we are afraid that we can't afford to have all of you survived."

Ⅰ/27

(1) "Before he went up to court."

“未及上。”上都也。

"Before he reached the capital."

(2) "When he announced that he was returning."

注引《晋阳秋》：“及告归
 ”。告归，犹辞别也。

"When he bade farewell."

Ⅰ/28

(1) "Pursued him."

注引邓粲《晋纪》：“遣之。”

"dismissed him."

(2) "to carry both boys on our backs."

注引王隐《晋书》：“儋两儿。”儋，同担。

"to carry both boys with a carrying-pole."

Ⅰ/35 "obscene offerings."

“淫祠。”淫，杂也，非淫秽之谓。

"unauthentic worship."

Ⅰ/37

(1) "baton."

“手板”

"tablet for taking notes."

(2) "rebuked him, saying…."

“教曰。”教，令也。

"issued a decree, saying…".

Ⅰ/38

(1) "left him a hundred bolts…."

“遗绢百匹。”遗，赠贻也。

"presented him a hundred bolts…."

(2) "thatched cottage was unfinished."

注引《中兴书》：“茅茨不完。”完，整也。

"thatched cottage was imperfect."

Ⅰ/39 "I remember being divorced from my wife…."

“唯忆与郗家离婚。”

"I remember having divorced my wife…."

Ⅰ/40 "because I have accepted office in the present province…."

“勿以我受任方州…”

"because I have assumed the office…."

Ⅰ/41 "he went directly to his private residence and never returned."

“率尔去下舍，便不复还。”率尔，不经心也。

"he casually left his official residence…."

Ⅰ/42

(1) "in everything he suffered a decline."

“每事有降
 。”降，损抑也。

"in everything he showed moderation."

(2) "a son who is tasting the mourning of his parents."

“试守孝子。”试守，权当也。

"a probatory candidate for a son mourning for his parents."

Ⅰ/43

(1) "What will she do?"

注引《中兴书》：“将欲何行？”

"Where will you go?"

(2) "Today it's all the same if I live or die. Please don't wait any longer!"

注引《中兴书》：“今日死生是同，愿少见待
 。”谓死生与共，忍死须臾也。少，上声。

"Today I shall die or live together with you. Please wait for me for a while!"

(3) "he'll never be able to comprehend your sincerity or integrity."

“未能取卿诚节。”取，亮。

"he'll never be able to appreciate.…"

Ⅰ/46 "When the emperor was buried at Shan-ling (the imperial mausoleum near Chien-k'ang)…."

“烈宗山陵。”山陵，奉安之异称。

"When the emperor's funeral ceremony was held…."

Ⅰ/47 "were living in Tan-yang Commandery."

“居在丹阳郡后。”郡，郡治公廨也。

"were living in the rear of the Tan-yang Commandery office."

Ⅱ/1

(1) "got the order of precedence backward."

“失次序
 。”次序，伦次，谓举止失措也。

"lost his composure."

(2) "refused to eat improper food."

注引皇甫谧：“邪膳不食。”邪膳，食器不正。

"refused to eat from vessels improperly arranged."

Ⅱ/5

(1) "is really without parallel."

注引裴松之语：“诚所未譬。”譬，喻也。

"is really incomprehensible."

(2) "to transcend the calamity that had struck, …."

注引裴松之语：“能悬了祸患。”悬了，豫识也。

"to be able to foresee the calamity…."

Ⅱ/7漏译：“依据者何经？”

"What classics are you based on?"

Ⅱ/8

(1) "the card had disappeared."

注引《文士传》：“遂至漫灭。”漫灭，模糊难识也。

"the characters on the card have become blurred."

(2) "though he often talked about it."

注引《文士传》：“而数有言论。”

"yet he often expressed his〔critical〕opinions."

(3) "As each drummer finished, he was to take off his old clothes and put on the new…."

注引《文士传》：“鼓吏度者，皆当脱其故衣…。”

"As each drummer appeared, he was…."

(4) "After he was finished, he was unwilling to change…."

注引《文士传》：“既度，不肯易衣。”

"After he appeared, he was unwilling…."

(5) "The other drummers taunted him, saying, Drummer, how comes…."

注引《文士传》：“吏呵之曰：鼓吏，…．”

"A peer officer taunted him, ……"

Ⅱ/9

(1) "he would not make any distinction whatever between the man's high or low qualities."

注引《司马徽别传》：“初不辨其高下。”

"he could not even see the distinction whether the man was of high or low quality."

(2) "how is anybody going to find out your opinion?"

注引《司马徽别传》：“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

"That could not be the reason they asked you."

(3) "Hui for his part declined and thanked him profusely."

注引《司马徽别传》：“徽又厚辞谢之。”厚辞，连读。辞，名词，不作逊谢解。

"Hui for his part thanked him profusely."

(4) "observing how homely and low-class he looked."

注引《司马徽别传》：“见其丑陋。”

"observing how ugly he looked."

(5) "What class of slave are you, …."

注引《司马徽别传》：“汝何等田奴。”

"What sort of…."

（6）漏译（注引《司马徽别传》）：“世间人为妄语。”

"People in the world are talking irresponsibly."

（7）漏译（注引《庄子》）：“伯成子高立为诸侯。”

"Po-cheng Tzu-kao was installed as a feudal lord."

(8) "With a mat door which was unfinished."

注引《家语》：“蓬户不完
 。”完，完整也，非谓完成。

"with an imperfect door."

Ⅱ/12 "Their father, who was awake at the time…."

“其时父觉。”觉，醒也。

"Their father, who was awakened all of a sudden…."

Ⅱ/14 "those who used it sought each other out."

注引秦丞相《寒食散》：“服者相寻
 也。”寻，接也。

"those who used it followed one aftet another."

Ⅱ/15

(1) "I might do that, but nothing more."

注引嵇绍《赵至叙》：“可尔耳。”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is."

(2) "writing ancient-style characters for the stone-engraved classics."

注引嵇绍《赵至叙》：“写
 石经古文。”写，录也。

"copying ancient-style…."

(3) "You are quite young; why do you ask?"

注引嵇绍《赵至叙》：“年少
 何以问我？”年少，名词。

"Why do you ask me, young man?"

(4) "your manner and ability are outstanding."

注引嵇绍《赵至叙》：“观君风器非常。”

"your manner is outstanding."

(5) "with black hair streaked with white."

注引嵇绍《赵至叙》：“洁白黑发。”洁白，肤色。

"white complexion, black hair."

(6) 误衍："In his capacity as a judge…composure."

（7）注引嵇绍《赵至叙》漏译：“闲详安谛。”

"casual and at ease."

(8) In examining a case or passing judgement."

注引嵇绍《赵至叙》：“视瞻停谛。”

"attentive in look."

(9) "He is modest and frugal as a person."

注引严尤《三将序》：“廉颇为人
 。”廉颇，人名。为人，言其人如何也。

"As a man, Lien Po is…."

(10) "If you fight with him…."

注引严尤《三将序》：“与之野战，…持守足以当之。”

"If Lien P'o fights with Po Ch'i…, but if Lien P'o holds out, he will be able to withstand Po Ch'i."

Ⅱ/18

(1) "recommended for office in the quota for his commamdery and went to Loyang."

“举郡计入洛。”计，计吏也。

"recommended as a man〔of Outstanding Talent〕to proceed to Lo-yang 〔in the company of〕an officer responsible for local finances and other matters."

(2) "timid, pusillanimous men."

“狷
 介之士。”

"narrow-minded, bigoted men."

Ⅱ/19 "the emperor was plainly dismayed."

“帝既不说。”

"the emperor was displeased."

Ⅱ/31 "an inspestion of army headquarters."

注引《春秋传》：“观军府
 。”

"an inspection of armory."

Ⅱ/32 "The wife and her father have…."

注引《卫玠别传》：“妻父有…。”

"The father-in-law has…."

Ⅱ/33

(1) "slightly disposed and sat opposite him looking tired and sleepy."

“丞相小极
 ，对之疲睡。”小极，困疲也。

"Somewhat worn down sitting opposite him, fatigued and drowsy."

(2) "the emperor sought him for his…."

注引邓粲《晋纪》：“求为安东司马。”

"He asked the emperor to appoint him…."

Ⅱ/37 "With mud on his head to apologize…."

注引《中兴书》：“泥首
 谢罪。”

"to apologize with his forehead touching the ground."

Ⅱ/39 "he admired him and declared, I am his disciple."

注引《高坐别传》：“一见奇之，以为吾之徒也。”

"…and declared, He is my type of person."

Ⅱ/44 "moreover, he wore the same fox-skin coat for several decades."

“犹
 狐裘数十年。”犹，尚也。

"[Despite his thriftiness, Yen-tzu]" still wore a fox-skin coat…."

Ⅱ/45 "used to roam about in company with the Shihs."

“与诸石游
 。”

"used to keep the company of…."

Ⅱ/47

(1) "he left no word whatever either of approval or disapproval concerning a successor."

“都无献替
 之言。”献替，连读。替，非瓜代之谓。

"he left no word whatsoever of positive suggestions."

(2) "naturally we don't have T'ao K'an's last instruction."

“胡不贻
 陶公话言。”

"naturally T'ao K'an did not have to leave instruction."

(3) "sufficient to carry out the plan of Emperor Hsuan…."

注引陶侃《临终表》：“足以奉宣王酞
 。”奉宣，连读，王酞，同。

"able to carry out Your Majesty's plan…."

(4) "If you are not averse to discussing it…."

注引《吕氏春秋》：“如不讳。”不讳，物故也。

"If you happen to pass away…."

(5) "To take a man from the palace apartments to serve his ruler…."

注引《吕氏春秋》：“自宫
 以事君。”宫，阉也，非谓宫殿。

"To castrate himself in order to serve his ruler…."

(6) he rebelled against Ch'i."

注引《吕氏春秋》：“后果乱齐。”

"eventually he plunged Ch'i into disaster."

Ⅱ/50

(1) Yü asked, "And what is your courtesy name?"

“齐庄何字？”齐庄，漏译。

"Yü then asked Ch'i-chuang what his courtesy name was."

(2) "After Yü had appraised it, he asked…."

注引《孙放别传》：“公题后问之曰…。”题，书写也，非谓品题。

"Yü asked in writing…."

Ⅱ/52 "an avaricious man doesn't give them away…."

“贪者不与。”贪者，受词。

"I would not give it to an avaricious man…."

Ⅱ/53

(1) "and the effort no more."

注引传咸《羽扇赋序》：“而功无加。”功，工技。

"but the craftmanship was not any more."

(2) "no one made a business of them."

注引传咸《羽扇赋序》：“莫有生意
 者。”生意，此处非联绵词。

"no one had the intention to make it."

Ⅱ/54 "Why do you need me?"

“何以处我？”处，位置也。

"Where am I going to be placed?"

Ⅱ/57 "Suffered considerable bodily deterioration in the world."

注引顾恺之《顾悦传》：“陵迟
 于世。”陵迟，坎坷，非谓刑罚。

"suffered serious vicissitudes〔in my life〕."

(1) "The length or shortness of the heavenly mandate is basically not within human control."

“天命修短，故非所计
 。”非所计，非所关怀也。

"〔I for my part〕do not care about the length and shortness of the heavenly mandate."

(2) "Surely there will not be a repetition of recent events?"

“政当无复近事不？”

"Hopefully there won't be…?"

(3) "from now on we are unable…."

“自是身不能。”

"It is because we are unable…."

Ⅱ/65 "wrote a preface for his collected works."

“为之叙
 。”叙，叙传也。

"wrote a biography for him."

Ⅱ/69 "came out of retirement to the capital."

“出
 都。”出，谓入。

"came to the capital."

Ⅱ/74 "like the lords of Ch'in and Han, to feel that I must surely…."

“若秦汉之君，必当…。”

"In the case of the lords of Ch'in and Han, they must feel…."

Ⅱ/76

(1) "hung their hand, and looked at Chih…."

“视之，如有懊丧意。”之，谓翅，非谓支遁。

"and looked at their wings…."

(2) "how could they be willing to perform vulgar tricks of the ear and eye for humans?"

“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
 。”

"How could they be willing to become pets for the pleasure of human ears and eyes?"

Ⅱ/82

(1) "…was exhausted and his head nodded?"

“谢疲顿。”

"…was exhausted."

(2) "Kao proceeded to read him a lecture 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se of power."

“高便为谢道形势
 。”形势，非谓权势。

"Kao proceeded to analyse the situation for him."

Ⅱ/90 漏译：“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

Yüan said, There is no need for such suspicion. Ch'e said, How do you know it is so?"

Ⅱ/96 "confident of his talents and prowess."

“负其才气。”才气，气语尾。

"proud of his talents."

Ⅱ/101 "he rediculed the court."

注引《晋安帝纪》：“讽朝廷。”讽，讽示。

"he hinted the court."

Ⅱ/102 "all had memorials proposing them as suitable seats for imperial or royal rule."

注引《晋阳秋》：“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
 。”表，表率也，非谓奏表。

"In olden days it was designated as a suitable seat for imperial or royal rule."

Ⅲ/2 "and had been caught by members of the richman's household."

“主者
 捕之。”主者，主其事者，非家主也。

"had been caught by the officer in charge."

Ⅲ/3

(1) "fortified the weak with goodness."

“弱者抚
 之以仁。”

"accomodated the weak with goodness."

(2) "since he was accomodating to what was most comfortable for each, …."

“恣其所安。”谓听其所欲也。

"Let the people do whatever they saw fit."

Ⅲ/4

(1) "to their various castles."

“于是至诸屯邸。”邸，所以存货。

"to their various castles and storage rooms."

(2) "The guilty thus exposed were extremely numerous."

“罪者甚众。”

"Those to be punished were extremely numerous."

Ⅲ/5 "he was doing night duty at the palace with Shih Chien."

“与石鉴共传
 宿。”传，驿舍也。

"he was staying at a post house with Shih Chien."

Ⅲ/12

(1) "several hundred guests gathered to give him a warm welcome."

“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
 。”沾接，推恩相待。

"several hundred guests were all greeted kindly by him."

(2) "there were few who were erer put off by him."

注引《晋阳秋》：“少有牾
 者。”牾，同忤，逆也，慢也。

"there were few ever neglected by him."

Ⅲ/13 "…once went to see Chancellor Wang Tao to consult about some matter, …."

“诣王丞相咨事，过后辄
 翻异。”

"often went to…."

Ⅲ/14 "If you were to neglect your affairs…." (italics Mather's own)

“公之遗事。”

"…to neglect affairs as you did, …."

Ⅲ/16

(1) "if it had been gotten from someone else. …."

注引《晋阳秋》：“若他
 所得。”

"if it had been gotten otherwise, …."

(2) "every family supplied enough for men's needs."

注引《晋阳秋》：“家给
 人足
 。”

"every family and every person was provided with adequate food."

(3) "yet T'ao offered no objection whatsoever."

“都无所妨。”

"no inconvenience of any kind was felt."

(4) "he was issuing bamboo punting poles…."

“尝发
 所在竹篙。”发，征发，非发放。

"he ordered to requisition bamboos for punting poles."

Ⅲ/17

(1) "I'll make some suggestions."

“作教
 。”

"I'll give an instruction."

(2) "he took a brush and signed the petition. Afterward he said…."

“取笔题
 白事后
 云。”题，写；后，末。

"he took a brush and wrote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 …."

Ⅲ/26 "he did nothing unworthy, …he never did anything unkind."

“不为不贤，…未为不仁。”

"he was not considered unworthy, …he was never regarded as unkind."

Ⅳ/4 "he briefly assem bled the disciples and reviewed its short and long points."

“稍共诸生叙其短长
 。”短长，学之所就也。

"occasionally he called up the disciples to evaluate their achievements."

Ⅳ/6 "He was befriended by Fu Chia."

注引《王弼别传》：“为傅嘏
 所知
 。”嘏，音古；知，赏也。

"He was esteemed by Fu Ku."

Ⅳ/7 "the frontier between Heaven and Man."

“天人之际
 。”际，交也。

"the relation between…."

Ⅳ/12 "Later Yueh Kuang found himself at leisure with P'ei."

注引《晋诸公赞》：“后乐广与
 清闲
 。”清闲，谈也。

"Later Yueh Kuang had a chat with P'ei."

Ⅳ/17

(1) "You'll only be forsaking the company of other people to do what you enjoy."

注引《向秀别传》：“徒弃人作乐事耳。”弃人，弃人之所应作。

"You will be forsaking what one should do to enjoy."

(2) "he merely established the punctuation for the sentences of the text."

“或定点
 文句而已。”定点，窜定，非今世之所谓标点。

"he merely added or deleted some words in the sentences."

Ⅳ/18

(1) "Aren't they the same?"

“将
 无同。”将，疑词，得毋也。

"Perhaps they are the same."

(2) "If this is what people in the world are looking for…."

“苟是天下人望，…。”望，企慕。

"If this is the person admired by all the people in the realm, …."

(3) "he would immediately remove himself and haughtily disregard them. Though his household might be without a single picul…."

注引《名士传》：“郎舍去，傲然无营，家无担石之储…。”傲然无营，连下句读。

"he would immediately remove himself. Haughty and unconcerned with earning a living, …."

Ⅳ/20

(1) "heedless in the extreme."

“忽极。”

"〔his conditions〕suddenly became exasperated."

(2) "he kept sighing in admiration in spite of himself."

注引《卫玠别传》：“咨嗟不能自已
 。”自已，自休也。已，非己。

"he could not help but sigh continuously in admiration."

Ⅳ/22

(1) "as he was about to set out from the capital."

“下都。”下，至。

"as he arrived at the capital."

(2) "personally rising and pushing aside the curtains, took his sambartail chowry from his girdle…."

“…自起解帐带麈尾。”麈尾，系诸帐，故云。

"personally rising and unfastening the sambartail chowry from the curtain."

Ⅳ/24

(1) "Juan discussed it for him in order to show what it meant."

“为论以示谢。”论，论说也，名词。

"Juan wrote a treatise to show Hsieh."

(2) "but precisely the man who probes for explanations who's equally hard to find."

“正索解人
 亦不可得。”解人，能解之人。

"but it is also hard to find a man who understands."

Ⅳ/28 "and belonged to the same generation."

刘孝标注：“便是时流
 。”时流，当时之胜。

"yet he was regarded as a talented contemporary."

Ⅳ/30 "…were also present listening to what this mond had to say. The monk frequently posed…."

“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悉共听，句；此道人，句主。

"…were also listening. In his talk, the monk…."

Ⅳ/34 漏译：“无可攻之势。”

"There is little likelihood that one can launch an sttack."

Ⅳ/35 "who can be appreciated?"

“谁能见赏
 。”见赏，自动词。

"who can appreciate me?"

Ⅳ/44 "put an end to the defilement."

注引《释氏经》：“断烦恼
 。”

"put an end to the bewilderment."

Ⅳ/45 "he demonstrated what Chih would say, and then attacked it with objections."

“因示语攻难
 数十番。”攻难，攻之难之也。难，去声。

"he demonstrated how to attack by raising objections."

Ⅳ/49 漏译：“时人以为名通。”

"It is considered as a subtle interpretation."

Ⅳ/55 "What we've said today still seems not quite to have exhausted what we feel."

“今日之言，少
 不自竭。”指人，非指所言。

"None of us have not exhausted what we felt in today's talk."

Ⅳ/60 "then I could converse forever!"

“谈不翅尔。”翅，同啻。不翅，不止也。

"then I could converse even better."

Ⅳ/64 "taking from among the present three of four monks who were willing to accompany him."

“即于座分数四有意
 道人。”有意，有识。

"three or four monks who were intelligent."

Ⅳ/67 "without any blots or corrections."

“无所点定。”

"without any deletions or corrections."

Ⅳ/68

(1) "From now on, instead of The Two Capitals, people may talk about The Three."

“此二京可三。”

"From now on, your writings may〔rank with〕The Two Capitals as The Third."

(2) "consequently his peers did not respect him."

注引《左思别传》：“故齐
 人不重也。”齐，地名。

"consequently the people of Ch'i did not respect him."

Ⅳ/76

(1) "Kuo P'u had an impediment in his speech and was inferior at chanting poems, and ordinary people did think him outstanding."

注引《郭璞别传》：“而讷于言
 。造次咏语，常人无异
 。”常人无异，谓不异常人也。

"Kuo P'u had an impediment in his speech, but on occasions when he chanted poems he did not show any difference from ordinary people."

(2) "What I've received has been rationed."

注引《郭璞别传》：“吾所受有分
 。”分，去声。

"My lot is what I have inherited."

Ⅳ/80 "his health became impaired."

“性理
 遂错。”错，乱也。

"his mind became confused."

Ⅳ/84 "is like draping brocade."

“烂若披锦
 。”

"is like a spread-out brocade."

Ⅳ/92 "Now we can't help recommending Yuan because of this!"

“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
 袁。”推，非荐，崇尚也。

"Now because of〔having seen〕this〔show of talent〕, we can't help but bow to Yuan!"

Ⅳ/95 "letter of introduction."

“白事
 。”白事，犹今言报告。

"report."

Ⅳ/98 "Taken together, they are exactly in balance."

“合而论之，正平平
 耳。”平平，非平衡；寻常耳。

"Taken together, he is nothing but mediocre."

Ⅴ/3 "knelt for a long time."

注引华峤《谱叙》：“长跪。”长，非谓历时不起也。

"Knelt with his body straightened up."

Ⅴ/4

(1) "the people of Fang-feng arrived late, and Yu had them slaughtered on a large scale."

注引《魏志》：“防风氏
 后至，便行大戮
 。”氏，非民。大戮，谓正法，非谓大屠杀也。

"the feudal lord Fang-feng arrived late, and Yü had him decapitated."

(2) "a coffin and nails."

注引《魏略》：“棺钉。”

"coffin nails."

(3) "Both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in the provincial headquarters."

“州府文武
 。”文武之在州府者。

"Both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in the provincial and military headquarters."

Ⅴ/6

(1) "Why don't you look at the facts?"

注引《魏氏春秋》：“卿何不见事
 乎。”见事，解事也。

"Why are you so dull-witted?"

(2) "This man can still deal with me through the younger members of his family."

注引《魏氏春秋》：“此人犹能以通家年少
 遇我。”通家之年少，非家中之少年。

"This man may (still) treat me as a youth from a family closely related to him."

(3) "took occasion to make fun of him."

“因便狎
 之。”狎，近也。

"took occasion to be intimate with him."

(4) "at first he uttered not a single word."

“初
 无一言。”初，终也，竟也。

"he did not utter a single word at all."

Ⅴ/8

(1) "Vice-president Li Chao."

注引《魏氏春秋》：“冗从仆射
 李昭。”冗从仆射，官阶甚低，非仆射也。

"random attendent Li Chao."

(2) "a yellow-and-white order."

注引《魏氏春秋》：“黄素诏。”黄素，纯黄色。

"a rescript written on yellow silk."

(3) "the emperor still had the title 'Son of Heaven'."

注引《魏氏春秋》“帝犹称
 天子。”犹称，自称也。

"the emperor still called himself 'Son of Heaven'."

(4) "Ch'ungs daughty commander…."

注引《魏氏春秋》“充率厉
 将士。”率厉，激扬也，动词。

"Ch'ung rallied and instigated his lieutenants and soldiers…."

(5) "People in the world say I am more square than you, and now you are proving you're not my equal."

注引干宝《晋纪》：“世之论者，以泰方之于舅，今舅不如泰也。”方，比拟也，动词。

"People in the world used to take us as a good match, …."

(6) "I can only go this far."

注引干宝《晋纪》：“唯有进
 于此。”进于此，自此更进，非谓止于此。

"I can only go beyond this."

(7) "you might even yet preserve your own brightness."

注引《汉晋春秋》：“犹可以自明
 也。”自明，自雪，动词。

"you might still be able to clean yourself."

(8) "My thoughts only go this far."

注引干宝《晋纪》：“意唯有进
 于此耳。”

"I can only think of going beyond this."

Ⅴ/9 "I'm worried that the crown prince doesn't really understand Your Majesty's family affairs."

注引干宝《晋纪》：“忧太子不了
 陛下家事。”了，营也，理也，非了解之了。

"…the crown prince can't take care of Your Majesty's family affairs."

Ⅴ/Ⅱ "to be banished to the frontier."

“当出藩
 。”出藩，离京归藩。

"to be dismissed to his fief."

Ⅴ/14

(1) "director and president shared the same carriage in coming to, or leaving the court."

“监令由来
 共车。”由来，连读。

"director and president always shared the same carriage."

(2)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privately plotting to destroy the state and harm the people, like Sun Tzu or Liu Fang."

“当时私议：损国害民，孙刘之匹也。”

"At the time, there were secret discussions that he would destroy the state and harm the people just as Sun Tzu and Liu Fang〔did before〕."

Ⅴ/16 漏译：“武帝从之。”

"Emperor Wu agreed with〔Hsiang Hsiung〕."

Ⅴ/18

(1) "Fan-yang (Shensi);"

“范阳。”今河北，非陕西。

"Fan-yang (Hopei)"

(2) "there came an old slave woman who…. He rushed home and reported to the entire household that she was the girl's aunt."

注引孙氏《志怪》：“一老婢…还报其大家
 ，即女姨也。”大家，女主妇。

"…. She rushed home to report to her mistress who was none other than the girl's aunt."

Ⅴ/25 "…contract a marriage with your son."

“…与谢裒
 儿婚。”

"…contract a marriage with Hsieh P'ou's son."

Ⅴ/3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ce for this."

“无缘尔
 。”无缘，无故也。

"there was no reason for this〔action〕."

Ⅴ/32 "…had corrected his statement."

注引刘谦之《晋纪》：“峤既正
 方。”正，得当。

"…made a correct statement."

Ⅴ/33 "in company with other warriors of the court."

注引《晋阳秋》：“乃与朝士
 诣敦。”朝士，执笏立朝者。

"in company with other court officials."

Ⅴ/36 "But if it's wrong to transmit the Way of the Former Kings, then it's not my crime, but fate."

注引《家语》：“若述先王之道，而为咎
 者，非丘罪也，命也夫。”

"But if I ever commit mistak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mitting the Way of the Former Kings, then it's not my crime, but fate."

Ⅴ/37 "After the separations caused by the rebellion, …."

“乱离
 之后。”乱离，犹言干戈云扰。

"After the turmoil caused by the rebellion. …."

Ⅴ/45 "I used to travel about with…."

“昔尝与…周旋
 。”周旋，往还也。

"I used to keep company with…."

Ⅴ/47 "it turns out you are not even my equal."

“定
 不如我。”定，断然。

"After all, you are not my equal."

Ⅴ/50 "It happens to be one you can't use."

“会不能
 用。”

"Perhaps you would not use it."

Ⅴ/53 "he also was aware that the fashionable crowd would surely pursue him."

“既已知时流
 必当逐己。”时流，一时之胜。

"he also was aware that the contemporary notables would surely pursue him."

Ⅵ/8 "raised his wine cup…."

“便举樏
 。”

"raised his food plate…."

Ⅵ/9 "wanted to drink a toast with him."

“行酒。”

"served him with wine."

Ⅵ/13 "the wind and dust were dissipated of themselves."

注引《中兴书》：“于是风尘
 自消。”

"the rumors were set to rest by themselves."

Ⅵ/14

(1) "I'd make the rounds with you."

“欲与主簿周旋
 。”

"I'd like to keep you company."

(2) "to make sure you don't try to find out about other people's legal cases."

“无为知人几案间事
 。”几案间事，公事也。

"but don't meddle with other people's official files."

Ⅵ/15

(1) "Both were continually tired out by their labors."

“同是一累
 。”累，累赘也。

"They were burdened just the same."

(2) "His guest on this occasion sighed and said…."

“因叹
 曰…．”

"whereupon he sighed and said…."

Ⅵ/16 "At that time they had already met, …."

“尔时已被遇
 。”遇，知遇。

"At that time they had already won〔Wang's〕favor…."

Ⅵ/18

(1) "rice cakes."

“
 。”

"flour cakes."

（2）漏译：“姓何等？”

"What is your surname?"

Ⅵ/19 "lying sprawled out on the eastern bed."

“在东床上坦腹卧
 。”坦腹卧，漏译。

"lying sprawled out on the eastern bed with his belly exposed."

Ⅵ/20 "with no questions asked about high or low rank."

“不问
 贵贱。”

"regardless of (being high or low in) rank."

Ⅵ/28 "his tolerance was adequate for a governing post, either at court or in the province."

“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朝野，言朝廷及黎庶。

"…adequate for a governing post, capable of giving assurances to both the court and the people at large."

Ⅵ/29 "As they went to visit the imperial mausoleum…."

注引《安帝纪》：“入赴山陵。”

"As〔Huan Wen〕went to…."

Ⅵ/30 "they had not yet gotten an opportunity to go in."

“未得前
 。”未得前，谓欲谒未得。

"they had not yet been admitted〔to see Ch'ih〕."

Ⅵ/31 "I had no designs on your face."

“我本不为卿面作计
 。”作计，为虑也。

"I had no concern for your face in the first place."

Ⅶ/2 "Liu Pei isn't the calibre to become a hegemon…."

注引《魏志》：“刘牧
 非霸王之才。”漏译牧字。

"Governor Lin Pei isn't…."

Ⅶ/14 "Kneeling for a long time."

“长跪。”长，非谓久暂。

"Kneeling with his body straightened up."

Ⅶ/15

(1) "What crime is there in weeping for him?"

注引《王彬别传》：“有何罪？”in weeping for him，衍。

(2) "Even if I'd come for an audience with the son of heaven, I still wouldn't want to do obeisance."

“比来
 见天子，尚不能拜。”want. 衍。

"Lately, even when I came for an audience with the son of heaven, I still did not do obeisance."

Ⅶ/21

(1) "he kept a female entertainer…."

“畜妓。”妓，复数。

"he kept a troupe of female entertainers…."

(2) "hand in hand, they would wander about freely enjoying themselves."

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携持游肆也。”

"he would bring along the troupe and enjoy their performance."

Ⅶ/28

(1) "had not yet granted his capability as a pillar of state."

“人情未以方岳
 相许。”许，期也。方岳，州郡之繁剧者。

"the public (sentiment) did not hold him as a promising head of an important province or commandery."

(2) "Hsün thereupon made successive inquiries among the nobles and courtiers, and they all said this was not so."

“王历问公卿，咸云非
 。”历问公卿，谓举公卿以询，殷咸曰非是。

"…inquiries about whether it was this or that noble and courtier, and they were all denied by Yin."

Ⅷ/9

(1) "As Yang reached his territory, Kuo dispatched a man to invite him to stay in the area…."

“羊至界，遣人要
 之。”

"As Yang reached Kuo's territory, he dispatched a man to invite Kuo for an interview."

(2) "and returned after getting to know him slightly."

“小悉
 还。”小悉，已而也。

"and returned after a short while."

Ⅷ/17

(1) "…for thirty or forty days."

注引邓粲《晋纪》：“十数日。”十数，非数十。

"more than ten days."

(2) "then tried it out with Chan."

注引邓粲《晋纪》：“与
 湛试之。”与，予也。

"then gave it to Chan for a trial ride."

(3) "and at last Chan fell to the ground."

注引邓粲《晋纪》：“果倒踣。”

"Chi in the end fell to the ground."

(4) "and even when he was young he had a fin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ivated and the vulger, the true and the false."

注引《晋阳秋》：“其雅俗是非，少所优润
 。”优润，假借也，宽待也。

"and he relentlessly distinguished the cutivated from the vulgar, and the true from the false."

Ⅷ/18 "To match him in discussion was difficult."

注引《惠帝起居注》：“赡
 于论难
 。”赡，长也。难，去声。

"He is proficient in debating and arguing."

Ⅷ/21 "This man at first was unwilling to occupy himself with conversation."

“此人初
 不肯以谈自居
 。”自居，自拟也。

"This man had never been willing to regard himself as a conversationalist."

Ⅷ/44 "skillful in great undertakings."

“善于托大
 。”托大，高自位置。

"skillful in keeping himself aloof."

Ⅷ/48 "Yü Liang, Chou I, Huan I, and their whole generation of famous gentlemen…."

注引《高坐传》：“庾亮、周
 、桓彝、一代名士
 。”一代，当代。

"Yü Liang, Chou I, and Huan I were famous gentlemen of their time."

Ⅷ/58 "even you are good enough to occupy the same place with him."

“卿亦足与之处
 。”处，周旋也。

"even you are good enough to keep his company."

Ⅷ/62 "why should every single thing he says be so."

“何得事事皆是
 。”是，非之反。

"why should…be correct."

Ⅷ/65 "Finally several years later…."

“乃经
 年。”经年，犹言逾年。

"Finally after the elapse of one year…."

Ⅷ/115 "he is worthy to take part in the conversation of the time."

“足副
 时谈。”副，餍也。

"he is up to the expectations among the conversationalists of his time."

Ⅷ/132 "and my family…also considers him pellucidly transparent."

“我家
 亦彻朗。”我家，自称，犹“予”也；单数。

"I myself also…."

Ⅷ/134

(1) "whenever he went to visit Wang Hsiu…."

“迎
 敬仁。”

"whenever he sent for Wang Hsiu…."

(2) "went to meet Hsiu on horseback…."

“后以马迎
 敬仁。”迎，取也。

"sent a horse for (i. e, to invite, to fetch) Hsiu…."

Ⅷ/135 "yet able to speak."

“而能不
 言。”

"yet able not to speak."

Ⅷ/152 "nevertheless he was a chieftain of the border peoples."

“亦边人之桀
 也。”桀，非谓豪酋。

"nevertheless he was a distinguished man…."

Ⅸ/1 "possessed the restraint proper to a minister in felation to his sovereign."

注引姚信《士纬》：“有王臣之节
 。”节，节操，非节制。

"upheld noble principles proper to…."

Ⅸ/3 "I would seem to be a day or so older than you."

“吾似有一日之长
 。”长，平声，非上声。

"I would seem to be somehow superior to you."

Ⅸ/4 "But he withdrew from the interview without betraying any private feelings in his face."

注引《吴书》：“反无私面
 。”私面，私与一晤也。

"After he had withdrawn from the interview he had no private audience with Liang."

Ⅸ/11

(1) "Yü Ai walled slightly behind and to the side with Wang Ch'eng."

“庾中郎与王平子雁行。”雁行
 ，齐驾也。

"Yü Ai matched Wang Ch'eng in reputation."

(2) "Yü Ai's reputation in the world returned to where it had been in the beginning."

注引《晋阳秋》：“敳世誉如初
 。”如初，如前。

"Yü Ai's reputation in the world remained unchanged (i. e. , same as before)."

Ⅸ/18 "to Ho Ch'iao (和峤)."

“敞比温忠武。”

"to Wen Ch'iao (温峤)."

Ⅸ/21 "Wang Tun is to you as a peasant is to a nobleman."

“王比使君，田舍
 贵人耳。”田舍，非谓老农。

"Compared to you, Wang Tun is merely a nobleman from the countryside."

Ⅸ/23 "he'd be no match for you."

“故当不如尔
 。”

"he should not have been so (i. e., unlike his forefathers)."

Ⅸ/29 "had ideas in every subject."

“事事有意。”有意
 ，有识。

"intelligent in every subject."

Ⅸ/32 "the humblest clerk."

刘孝标注：“舆隶。”

"the humblest slaves."

Ⅸ/37 "like me."

“我辈。”复数。

"like us."

Ⅸ/38 "but after I gave it up, he immediately seized upon it. Of course he's turned out to be less skillful at it than I was."

“我弃去。己
 辄取之，故当出我下。”己，彼也。

"Whenever I abandoned my bamboo horse he himself would pick it up. Of course he's turned out to be inferior to me."

Ⅸ/47

(1) "Since Wang Hsi-chih was s personal friend of the Prince of K'uei-chi, he was transferred to become…."

注引《晋中兴书》：“羲之自会稽王友改授…。”会稽王友
 ，友，官名。

"Wang Hsi-chi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post of Friend to the Prince of K'uei-chi to…."

(2) "he had for the most part to make his household furniture, and at the beginning there were rumors of his living in drudgery and want."

注引《晋中兴书》：“多修为家之具
 ，初有劳苦之声。”修为家之具，为己治产也。

"he spent a good deal of time in making profit for his household and from the start he had been known for extortion practices."

(3) "For the son of a famous father to demean himself in a tiny prefecture is extremely improper."

注引《晋中兴书》：“名父之子，屈临小县，甚不宜尔。”指王述。

"Son of a famous father, you are demeaning yourself in a tiny prefecture. It is extremely improper for you to act this way."

(4) "but never took up the posts."

注引《晋中兴书》：“无所造作
 。”造作，治生产。

"but never〔again〕attempted to amass fortune."

Ⅸ/53 "but the places where it matches your reputation are more numerous."

“然会名处
 多。”处，犹言机遇也。

"but the occasions on which you can earn reputation are more numerous."

Ⅸ/57 "in company with the grand master of charriots."

注引石崇《金谷诗叙》：“从
 太仆卿出为…。”从，自。

"from the post of the grand master of charriots."

Ⅸ/60 "fond of conversations and esplications."

注引《王胡之别传》：“好谈谐。”谐，谑。

"fond of conversation and jesting."

Ⅸ/69 "How does your family characterize Wei Yung?"

“君家
 道卫君长云何？”君家，谓尔也。

"How do you…?"

Ⅸ/79 "He'll surely understand that one who beats and flogs his way is, naturally, hardly a human being. Let's hope that if he retreats a little, he'll improve."

“故知捶挞自难为人，冀小却
 当复差耳。”小却，须臾也。

"He'll surely come to know that it's hard as a human being to be beaten and flogged. I hope after a while he'll get the better of it."

Ⅸ/80

(1) "Never yet with letter of card has he called anyone."

注引嵇康《高士传》：“未尝书刺
 谒一人。”书刺，刺之有字者。

"Never yet with a written card…."

(2) "because of his ability, inspired the court with awe."

注引嵇康《高士传》：“贵震朝廷。”

"because of his nobility, swept…."

(3) "Tan went immediately to offer his condolences."

注引嵇康《高士传》：“丹一往吊之。”一往，往一次也。

"Tan went for once to offer…."

Ⅸ/81 "However, in the matter of peace and quiet of their households, even though naturally he possessed the cultivated air of a famous gentleman, Yin was not the equal of Han."

“然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殷不及韩。”

"However, in so far as he obviously possessed the cultivated air of a famous gentleman within a peaceful and quiet household, Yin…."

Ⅸ/83 "People surely have no right to do so simply because he didn't have as many years to live."

“人固不可以无年
 。”无年，犹言不寿。

"Certainly one can't afford not to have longevity."Ⅹ/1 "make the Lord of men agree with her."

注引《史记滑稽传》：“然令人主和说
 。”和说，同和悦。

"make the Lord of men feel pleasant."

Ⅹ/6

(1) "was therefore frequently consulted."

注引《管辂别传》：“得人辄问。”

"he would inquire of experts whenever he happened to meet with."

(2) "Sage-king Yao."

注引《管辂别传》：“重华。”

"Sage-king Shun."

Ⅹ/7

(1) "the feebleness of the crown prince."

“太子之愚
 。”愚非弱。

"the stupidity…."

(2) "At which he had the attendants request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ivil Office to perform some business as a demonstratio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rown prince, to have him make a judgment."

注引《晋阳秋》：“令左右斋尚书处事
 以示太子，令处决。”处事，今言公文。

"At which he had the attendants bring some documents from the Imperial Secretariate to show the crown prince and ask hime for his judgment."

(3) "The prince should simply see a case and judge accordingly."

注引《晋阳秋》：“宜以见
 事断。”见，现。形容词，非动词。

"The prince should simply jud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ase in question."

Ⅹ/12

(1) "keeping an empty seat by his side, waiting for a chance to see Your Excellency."

注引《晋阳秋》：“主上侧席
 ，迟得
 见公。”

"was not sitting squarely in the hope of seeing…."

(2) "If I just killed a few hundred fellows like you…."

注引《晋阳秋》：“正复杀君等数百…．”

"If a few hundred fellows like you were killed."

Ⅹ/14

(1) "Even when, as was frequently the case, the topic was a subject on which he was not well informed…."

“既雅
 非所经，而甚矜之…。”

"Even though he was not well versed on it at all…."

(2) "feeling that Chancellor Wang Tao's behavior was mostly contemptible."

“以王丞相末年
 多可恨。”

"feeling that Chancellor Wang Tao's behavior in his waning years was mostly deplorable."

(3) "Since we've not made any appointment to meet again…."

“后面未期。”

"Since I don't know when we shall meet again…."

Ⅹ/19 "I didn't investigate. Tell me, what kind of man would you say Hsieh Shang is?"

“不审
 公谓谢尚何似人？”不审，不详也。

"I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an you would say Hsieh Shang is."

Ⅹ/20 "It won't be accepted by the people."

“民
 所不取。”民，己也。

"It won't be accepted by me."

Ⅹ/21 "had never said anything whatever to Wan either of blame or praise."

“前后初无损益
 之言。”

"had never said any word〔in the nature of〕advices or suggestions."

Ⅹ/23 "enjoined Chi to get over his ailment."

“属以消息
 所患。”

"enjoined Chi to carefully nurse his ailment."

Ⅹ/25 "bright red wool rope."

“绛绵绳。”绵，非毛。

"bright red cotton rope."

Ⅹ/26 "When Kung arrived he beheaded Hsü…."

注引《晋安帝纪》：“及恭表
 至，乃斩绪。”

"When Kung's memorial arrived, Tao-tzu beheaded Hsü…."

Ⅺ/1 "he was supervising the construction…."

“时作相国门。”

"the gate of chancellery was being constructed."

Ⅻ/4

(1) "at the time were listening to the conversation so intently that their spirits and senses seemed not to belong to them."

“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神情如不相属，谓神情异处也。

"at the time they did not seem to pay any attention when they were listening to the conversation."

(2) "putting his mouth close to their ears."

“而提
 其耳曰。”

"snatching their ears."

Ⅻ/5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of state."

“国器
 。”

"an important timber for the state."

ⅩⅢ/7 "Three times he rose up and repeated this statement."

“遂三起
 三叠
 。”叠，中的。

"Three times he shot the arrows and three times he hit the target."

ⅩⅢ/9 "Who could be so petty and perverse as to live by himself?"

“谁能作此溪刻自处
 ？”

"Being so petty and perverse, who could conduct himself like this?"

ⅩⅢ/10 "before he had been recommended."

“未被举
 。”举，礼遇。

"before he had been accepted as a member of the family."

ⅩⅣ/9 "sworn brothers."

注引《八王故事》：“著契。”

"on intimate terms with each other."

ⅩⅣ/13 "homely and dissipated."

“丑
 。”

"homely and sickly."

ⅩⅣ/23 "Yu's manner and bearing had the aspect of a god."

“风姿神
 貌。”神，非祭祷之神。

"Yü's manner and bearing had an imposing air."

ⅩⅣ/32 "I start thinking of a realized man from the edge of heaven."

“故自有天际真人想。”

"surely he would imagine as if he were a Realized Man from the edge of heaven."

ⅩⅣ/38 "withdrew at once."

“一时
 退匿。”一时，同时。

"all withdrew at the same time."

ⅩⅤ/2

(1) "his words were extraordinarily poignant."

“辞
 厉非常。”

"his speech carried extraordinary sincerity."

(2) "crossroads of official life."

注引虞预《晋书》：“康衢
 。”

"thoroughfare of official life."

ⅩⅦ/7 "When he was buried."

“及丧
 。”

"After he died."

ⅩⅦ/12 "my little boy."

注引《晋阳秋》：“小子。”

"this little rascal."

ⅩⅦ/14 "This was a man who may be mourned by the whole family of the state."

“是国家
 可惜人。”

"This was a man to be mourned by the whole empire."

ⅩⅦ/15

(1) "hearing Hsün's voice."

“闻其言
 。”

"hearing what Hsün had said."

(2) "It's just what I might have expected from you."

“所望
 于法护。”

"It's just what I have expected from you."

ⅩⅧ/4 "Wang Tao is just using a title to borrow a man."

“茂弘乃复以一爵假
 人。”假，加也。

"Wang Tao is just conferring a title on a man."

ⅩⅧ/12 "I can't endure the misery of poverty."

“下官不堪其忧
 。”

"I can't but worry for the state."

ⅩⅨ/3 "Chieh-yu was granted full rights of burial in the imperial mausoleum."

注引《汉书外戚传》：“婕妤充奉园陵。”

"Chieh-yu was appointed to serve in the imperial mausoleum."

ⅩⅨ/4 "When she went to (his burial in) the imperial mausoleum, she did not even perform the ritual mourning."

“至山陵，亦竟不临
 。”临，临吊。

"When the burial ceremony was held, she did not even go to mourn either."

ⅩⅨ/8 "Don't concern yourselves with the sons' affairs."

“无豫
 诸儿事。”无豫，犹无关。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ons."

ⅩⅨ/18 "from this time onward, as long as Lady Li lived, her family recieved openly equal treatment with members of the Chou family."

“由是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
 。”方幅齿遇，正当礼遇之。

"For this reason the Li family received openly equal treatment in the society."

ⅩⅨ/19 "I have an ambition to become grand warden of a commandery."

注引《晋阳秋》：“有仕郡
 意。”仕郡，谓仕于郡，非谓志在郡守。

"I intend to serve on the staff of the commandery."

ⅩⅨ/20 "…and as a consequence, my two parents suffered want."

注引《陶侃别传》：“二亲见约
 。”约，规约。

"my two parents set a limit〔to my drinking〕."

ⅩⅩ/1 "granaries."

注引《晋后略》：“仓库
 。”

"storehouses."

ⅩⅩ/3 "Yang Hu was a skillful horseman and charioteer."

注引《幽明录》：“羊祜工骑乘。”乘，非车乘。骑乘两字义同。

"Yang Hu was a skillful horseman."

ⅩⅩ/4 "In front of him was a stream which the horse steadfastly refused to cross."

“前有水，终日
 不肯渡。”终日，漏译。

"…refused to cross for a whole day."

ⅩⅩ/7 "The black-haired Chinese are about to share a common fate with other peoples."

注引《郭璞别传》：“黔黎
 将同异类矣。”

"The masses will turn to be barbarians."

ⅩⅩ/l0 "he went to consult him. After he had come, Fu-k'ai took his pulses and said…."

“往迎
 之，既至便脉。”

"he sent for〔Fa-k'ai〕. After he had come, Fu-k'ai…."

ⅩⅪ/11 "But Your Excellency, it's precisely on account of your eve that I want to do it."

“明府正为眼尔。但明点童子…。”两句应分读。

"Your Excellency, it is simply because of your eye. But I'll clearly dot the pupil and then…."

ⅩⅩⅢ/2

(1) "during an important period of mourning."

“以重
 丧。”

"during the period of severe mourning."

(2) "How do you imagine the likes of you can survive?"

注引干宝《晋纪》：“若卿之徒，何可长
 也。”长，上声，增盛也，非生存。

"How can〔the tainting influence of〕people like you be permitted to prevail (literally, to spread)?"

ⅩⅩⅢ/8 "…after careful investigation he ceased after a while to think anything amiss."

“伺察，终无他意
 。”无他意，谓别无他图也。

"…after careful investigation it was found that Juan had no other intention."

ⅩⅩⅢ/10 "accustomed to occupying posts."

注引《竹林七贤论》：“善居室
 。”居室，谓治生产也。

"skillful at making money."

ⅩⅩⅢ/15 "but after the end of Wei they were hushed up and relegated to back alleys. By the middle of the Hsien-ning era (275-279), however, they began again to mount the king's highway."

注引《竹林七贤论》：“自魏末沉沦闾巷，逮晋咸宁中始登王途
 。”

"After the end of Wei he was relegated to back alleys. By the middle of the Hsien-ning era (275-279), however, he began to launch〔a career〕of imperial service."

ⅩⅩⅢ/17 "There is no further need to repay me."

“无可复用相报。”

"I have nothing more to repay you."

ⅩⅩⅢ/20 "Do you think it's all right to do as you please without making a name for yourself…?"

“卿乃可纵适
 一时…。”

"Would you rather do as you please for the present moment than make a name for yourself…?"

ⅩⅩⅢ/21

(1) "Pi Cho becam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ivil Office, …. The man in the neighboring house…."

注引《晋中兴书》：“为吏部郎
 …比舍郎
 …。”

"Pi Cho became a clerk in the Board of Civil Office, …the clerk in the neighboring house…."

(2) "realizing it was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注引《晋中兴书》：“知为吏部也。”

"realizing he was from the Board of…."

ⅩⅩⅢ/23

(1) "with no love of fine clothing or the other amenities."

“无好
 服玩。”好，上声，非去声。

"without fine clothing or trinkets."

(2) "tolerated it and asked no questions."

“亦容而不问
 。”

"tolerated it and made no inquiries."

(3) "Contemporary discussions for this reason minimized (his activites), and therefore for a long time he was not subjected to criticism."

注引《晋阳秋》：“谈者以此少
 之，故久不得调
 。”少，轻视；调，迁也。

"Contemporary discussions for this reason looked down upon him, and therefore for a long time he was not promoted."

ⅩⅩⅢ/25 "wanted to communicate with…, thus exposing his depravity, …."

注引邓粲《晋纪》：“欲通其妾，…露其丑秽
 。”

"wanted to have intercourse with…, thus exposing his private part, …."

ⅩⅩⅢ/28 "his wife's funeral."

注引《语林》：“姊
 丧。”

"his elder sister's funeral."

ⅩⅩⅢ/34 "now, of course, you're… not playing at being Yuan Tan, are you?"

“汝故当不办作袁彦道耶？”

"now, you can't possibly play [the game] like Yuan Tan, can you?"

ⅩⅩⅢ/41 "went back home to resolve the problem."

注引《晋阳秋》：“回还
 以解。”

"I tried to explain〔by going over the story〕back and forth."

ⅩⅩⅢ/43 "Every time he was exhilarated with wine he would sing it, following his own adaption."

注引《续晋阳秋》：“每因酒酣，从
 而歌之。”

"Every time he was exhilarated with wine he would sing it as a consequence."

ⅩⅩⅢ/44 "I made bold to seek a front seat."

“故冒求前
 耳。”求前，求谒见。

"Therefore I made bold to ask for an audience."

ⅩⅩⅢ/50

(1) "had a record of disloyalty."

注引《桓玄别传》：“有不臣之迹
 。”

"bore marks of disloyalty."

(2) "Huan unthinkingly said to his attendants."

“频
 语左右。”频，数数也。

"Wang said to his attendants repeatedly."

(3) "After doing so, he burst…. What has my violation of my father's taboo name…got to do with you?"

“桓乃流涕呜咽。……犯我家讳
 ，何预卿事？”

"Huan burst…. what has the violation of my family taboo got to do with you?"

ⅩⅩⅣ/3 "Chung wanted to go to visit K'ang in company with other worthy and outstanding gentleman of the time."

“鍾要
 于时贤俊之士，俱往
 寻康。”

"Chung invited the worthy and outstanding gentleman of the time to go together to visit K'ang."

ⅩⅩⅣ/4 "Hsi still took it for a compliment, but An had done it on purpose."

“犹以为欣故作。”

"He still took it for a compliment specially presented to him."

ⅩⅩⅣ/5 "Liu Pao was the first on the list."

“刘道真是其一
 。”

"Liu Pao was one among them."

ⅩⅩⅣ/6 "Both Ch'eng and Tun visited the grand marshal to decline the post."

注引《晋阳秋》：“澄敦俱诣太尉辞
 。”辞，告别。

"Both…the grand marshal to bid farewell."

ⅩⅩⅣ/10 "It's just a case of delayed appointment to office, that's all.

“但晚令耳
 。”令，佳誉。耳，谓晚年始显。

"It's〔because〕I gained fame only in my later life."

ⅩⅩⅣ/16 "had watered and swept and put everything in order…."

“乃洒扫施设
 。”施设，具饮食。

"had watered and swept and prepared food and drink."

ⅩⅩⅣ/17 "isn't even fit to be classified as a northern boor…."

“不足齿人伧耳。”

"is merely an unworthy northern boor."

ⅩⅩⅤ/2 "On another occasion the "Emperor" asked Hui…."

“帝复
 问会。”

"Again…."

ⅩⅩⅤ/20

(1) "…new clothes from the table."

“枕上新衣。”

"…new clothes from the cloth-horse."

(2) "walking clothes."

“行来衣
 。”

"clothes for going out (i. e., travel outfit)."

ⅩⅩⅤ/55 "getting into his clogs."

“蹑履
 。”

"getting into his shoes."

ⅩⅩⅤ/60 "…you may more or less use your discretion. But on the other hand, someone who likes to meddle in other people's affairs is definitely not what I want."

“且小如意
 ，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如意，得志也。

"Morerover, whenever they fare better, they would like to meddle in the affairs of other family. This is definitely not what I want."

ⅩⅩⅤ/61 "Huan Hsuan was once playing 'sequences' …with Yin Chung-k'an and everyone was playing sequences on the word lieu, 'ended' …. Next they did sequence on the word, jwie 'danger'."

“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
 。”“次复作危语
 。”了，了然，非竟。

"Huan Hsuan was chatting with Yin Chung-k'an. They competed to describe something which is obvious. Next they depicted something which it dangerous."

ⅩⅩⅤ/64 "…seems to be coming from the middle of the darkest corner of the room."

“如从屋漏
 中来。”

"…seems to be coming from a room with a leaking roof."

ⅩⅩⅥ中文应题轻诋，不应题简傲。ⅩⅩⅣ简傲作轻诋，亦误。

ⅩⅩⅥ/6

(1) "the Terrace of Blue Green Distance."

注引：《妒记》：“青疏
 台。”青疏，门户之有画饰者，疏或作琐，非疏密之疏。

"the Terrace with Windows Painted in Blue Designs."

(2) "The girl did not carry out her order."

注引：《妒记》：“给使不达旨
 。”

The girl failed to comprehend〔Wang Tao's〕instruction."

(3) "she herself seized a kitchen knife."

注引：《妒记》：“人
 持食刀。”

"each with a kitchen knife."

ⅩⅩⅥ/9 "In his whole life Liu Tan never had any relation with you."

“真长平生何尝相比数。”相比数
 ，见重也。

"Liu Tan never thought much of you."

ⅩⅩⅥ/10 "He's constantly talking about…."

“尝谓使君降阶为甚。”

"I am constantly thinking about…."

ⅩⅩⅥ/11 "When Huan Wen invaded Lo-yang."

“桓公入
 洛。”

"When Huan Wen marched toward Lo-yang."

ⅩⅩⅥ/13 "who in her twentieth year had the perceptiveness of someone twice her age."

注引孙统《高柔集叙》：“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觉
 。”觉，差别也。

"She was in her twentieth year. In addition to〔her youthfulness〕, -there was a twofold a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ⅩⅩⅥ/14 "rapacious clerk."

“酷吏。”

"harsh clerk."

ⅩⅩⅥ/23

(1) "It is only Hsieh Wan who alone in our family will have a thousand-year reputation."

“中郎始是独有千载
 。”独有千载，谓千载独有也。

"It is Hsieh Wan who came into being once in a thousand years."

(2) "how does he alone get to have such a reputation…?"

“复那得独有？”

"how could he be a unique being…?"

ⅩⅩⅥ/24

(1) "the style was flowing and smooth."

注引《续晋阳秋》：“文遂流行
 。”

"thereupon the text had a〔widespread〕circulation."

(2) "An thereupon picked one from among them and carried it in his hand."

“安乃取其中
 者捉之。”中，去声。

"An thereupon picked a suitable one and carried…."

(3)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emulating him, wearing the fans on their persons."

“竞慕而服
 焉。”服，用也。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emulating and using the fans."

ⅩⅩⅥ/27

(1) "but Yü was never appreciated."

“庾每不推
 。”

"but Yü was constantly unappreciative of him."

(2) "is that enough to make him a great man?"

“足作健
 不？”健，善也。

"is that enough to be proud of?"

ⅩⅩⅦ/6 "Whereupon he ordered some horsemen to pursue him." "After a while the pursuing officers began to sense they had been traveling a little too far…."

“命骑追之，已觉多许里
 。”

"Whereupon he ordered some horsemen to pursue him, but they were already outdistanced by many li."

ⅩⅩⅦ/8 "Yü Liang's niece."

（据注引《晋阳秋》，知成帝母乃庾亮之妹）

"Yü Liang's younger sister."

ⅩⅩⅦ/9

(1) "great-aunt."

“从姑。”

"aunt."

(2) "This old battered relic is only looking…."

“丧败之余
 ，乞粗存活。”

"As our family has undergone〔military〕devastation, I am only looking…."

(3) "the son-in-law himself is a famous official, in no way inferior to myself."

“婿身名宦
 ，尽不减峤。”名，宦为二事。

"As far as his fame and official position are concerned, the son-in-law is no inferior to me."

(4) "It turned out just way the diviner said it would."

“果
 如所卜
 。”卜，料也。

"It turned out just as I have anticipated all along."

ⅩⅩⅦ/10

(1) "I myself am a man of the world. What have my nightmares to do with you that I should be called?"

“我自是天下男子厌
 。何须卿事而见唤邪？”厌，连上读。

"I am just a man of the world who may at times have nightmares. What has it to do…?"

(2) "But since we have this mutual relation…."

“既尔相关
 。”关，关注。

"Now that you are so concerned about me…."

ⅩⅩⅦ/11 "the Theory of Nonexistance is completely unfounded."

“无义那可
 立？”

"how can the Theory of Nonexistance be established?"

ⅩⅧ/1 "his friends, all followeres of Wang Yen, went to visit him in prison to bid him farewell."

“友人王夷甫之徒，诣槛车
 与别。”徒，辈也。

"his friends, such as Wang Yen and others, all went to the prisoner's van to bid him farewell."

ⅩⅩⅧ/8

(1) "His mood appeared somehow to be no longer what it was in days gone by."

“意似二三
 ，非复往日。”二三，不一也，变易其志也。

"His mood, being different, appeared……."

(2) "were all persons he had despised in the past."

注引《晋安帝纪》：“皆畴昔之所附
 也。”附，从。

"were all persons subordinate to him in the past."

ⅩⅩⅨ/2 "proceeded to send him a bill for it."

“后更责
 之。”责，求也。

"proceeded to ask for its return."

ⅩⅩⅨ/3

(1) "Wang Jung was worth a great deal in property and money."

注引《晋阳秋》：“戎多殖
 财贿。”殖，治产。

"Wang Jung accumulated a great deal…."

(2) "Since he was intelligent and wise. he survived."

“既明且哲，于是在
 矣。”在，非谓存在，谓在此等处也。

"Here lies〔the truth〕known as, both intelligent and wise."

ⅩⅩⅨ/6

(1) "but he provided no entertainment for him whatever."

“都不料理
 。”料理，关照也。

"but he did not take care of him at all."

(2) "My materal uncle is so penny-pinching that he's even hard pressed over having to part with plants and trees."

“家舅刻薄，乃复驱使
 草木。”驱使，处置也。

"……so penny-pinching that he even goes〔so far as〕to dispose of plants and trees."

ⅩⅩⅨ/9

(1) "so that when he had gotten all the way around, the treasure was almost completely exhausted."

“乞与亲友周旋，略尽。”

"so that the treasure was almost…."

(2) "When Yin heard of it he was alarmed and dismayed, but could do absolutely nothing about it."

“惊怪不能已已
 。”

"When Yin heard of it, he could not help being alarmed and dismayed."

ⅩⅩⅩ/1

(1) "If he wants to go ahead and kill somebody from another family…."

“自杀伊
 家人。”

"He kills people of his own family."

(2) "We are bound to have this kind of incident."

注引《王丞相德音记》：“当有如此事。”

"He is bound to…."

ⅩⅩⅩ/6 "never missing in a hundred thousand cases."

注引《相牛经》：“千百不失。”

"never missing in a hundred of thousand cases."

ⅩⅩⅩ/7 "later, after an intermediary offered to die in his stead, he finally got to come out."

“后因缘相为
 ，垂死
 乃得出。”因缘相为，谓因缘人助也。垂死，几死。

"Later, thanks to a friend's help, he finally came out at the point of death."

ⅩⅩⅩ/8 "many more than there ever were in K'ai's place."

“如恺许比
 其众。”许，量词，不解作“处”。比，可相较者。

"those like K'ai's were found in great abundance."

ⅩⅩⅪ/1 "or again he wanted to dismiss her, but could not bear the thought."

“欲置
 则不堪。”置，留。

"or again he wanted to keep her, but could not tolerate〔her bad temper〕."

ⅩⅩⅪ/2 "he lay on the ground and seized it in his mouth."

“复于地取内
 口中。”取，拾取。

"he picked it up from the ground and…."

ⅩⅩⅪ/6 "but people have boasted about him so much, it's been just enought to make him lose his spontaneity."

“但人为尔，多矜咳
 ，殊足损其自然。”矜咳，整峻。

"but, being a person as punctilious as this, it's been just enough to…."

ⅩⅩⅫ/1 "it would be hard for anyone to accomplish your death."

注引邓粲《晋纪》：“难得其死
 。”难得其死，谓不得享天年也。

"you can hardly die a natural death."

ⅩⅩⅫ/2

（1）漏译：“此皆是病痛事，当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

"These all caused me headache. What is the use of them? The most essential thing (i. e., writing) in the world is none but The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2) "who made Yüeh responsible for the other's offenss…."

注引《袁氏谱》：“乃托以它罪
 。”它罪，非它人之罪。

"who made Yüeh responsible for another offense…."

ⅩⅩⅩⅢ/3

(1) "schemed with Chih, biding his time until a convenient day should arrive."

注引《陆机别传》：“与志谗构日至
 。”日至，无虚夕也。

"schemed with Chih to slander him day after day."

(2) "Those who knew this blamed K'ang for it."

注引干宝《晋纪》：“有识
 尤之。”

"Those who were comprehensive blamed…."

ⅩⅩⅩⅢ/8 "and then when I offered him the Three Ducal Offices, how could I have been plotting any mischief? I was coerced by the royal laws."

注引邓粲《晋纪》：“一面披矜
 ，便许
 之三司，何图不幸
 ，王法所裁。”

"…opened our hearts to each other and I predicted that he would someday occupy the Three Ducal Offices. Unexpectedly and by a stroke of misfortune, he was punished according to the imperial laws."

ⅩⅩⅩⅢ/9 "estimates of his character in his home village in the north never exceeded what he had been before."

“乡品犹不过
 也。”过，入格也，非谓超越。

"evaluation of his character in his home village never passed him."

ⅩⅩⅩⅢ/10 "The inhabitants of the one commandery of Hsi-yang fall short of the truth."

注引《寻阳记》：“西阳一郡，户口差实
 。”实，充实，非谓信实。

"The commandery of Hsi-yang is fairly populous."

ⅩⅩⅩⅢ/11 "If a man makes a request by prayer, expecting it to be efficacious, he is denying experience and nullifying his own doctrine. Surely he is only a vulgar disciple and nothing more."

刘注：“若请祷而望其灵，匪验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

"If a man makes a request by prayer and expects it to be efficacious, but nullifies his own doctrine when his petition stands unanswered, then he is only a vulgar fellow and nothing more."

ⅩⅩⅩⅢ/12 "setting forth the pros and cons of deposing or establishing the emperor."

“陈废立之意。”

"setting forth the reason for deposing the emperor."

ⅩⅩⅩⅢ/16 "when unexpectedly he heard news…."

注引《续晋阳秋》：“俄
 闻大勋克举。”

"soon afterwards he heard news…."

ⅩⅩⅩⅢ/17 "Yin Chung-k'an was drawn to Hüan Hsüan because of human sentiment."

注引周祗《隆安纪》：“仲堪以人情
 注于玄。”

"As the popular sentiment was inclined〔to favor Hü an〕Hsüan, Yin Chung-k'an suspected that…."

ⅩⅩⅩⅣ/4

(1) "he seemed to lose his ambition."

“便失志。”

"he seemed to lose his sense of discretion."

(2) "they were drinking toasts."

“下饮。”

"they were drinking tea."

(3) "Once he followed a funeral procession as it passed beneath his lodgings…."

“尝行从棺邸下度。”

"Once while walking he passed by a storehouse of coffins…."

ⅩⅩⅩⅤ/1 "Ts'ao really thought this was what the Book of Documents and the traditions recorded."

注引《魏氏春秋》：“真所谓书传
 所记。”

"Ts'ao really thought this was what was recorded in books and traditional documents."

ⅩⅩⅩⅤ/2

(1) "and claimed that he himself considered their beaut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注引《荀粲别传》：“自
 宜以色为主。”自，自然，非己也。

"Naturally their beauty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most important."

(2) "It's indeed difficult to lose her."

注引《荀粲别传》：“妇人才色并茂为难。”

"it's indeed difficult to find."

(3) "it shouldn't be such a difficult experience."

注引《荀粲别传》：“非难遇也。”

"it shouldn't be difficult to come across."

ⅩⅩⅩⅤ/3 "fondled him in the wet nurse's arms."

“充就乳母手中呜
 之。”

"kissed him in…."

ⅩⅩⅩⅤ/5 "the blue-green chain-decorated doorway."

“青琐。”

"windows painted in blue designs."

ⅩⅩⅩⅥ/5

(1) "Hsi-chin departed without coming forward."

“不前
 而去。”

"Hsi-chih departed without meeting the host."

(2) "Shu's order was, in his own eyes, doing the appropriate thing."

“令自为
 其宜。”

"Shu meant to let himself take an appropriate action."

(3) "the two were unequal in ability."

注引《中兴书》：“而两不相能
 。”不相能，谓不相得也。

"the two did not get along well."

(4) "searching out its assests and liabilities, and found that the one in charge (Hsi-chin) had been remiss in forwarding taxes."

注引《中兴书》：“求其得失，主者疲于课对
 。”课，非征税。

"searching out merits and faults of〔Hsi-chih,〕administration. The officer in charge〔of investigation〕was exhausted in preparing answers."



补遗（一）



Ⅵ/14 "Chancellor Wang Tao's superintendent of records was about to make an investigation of all the personnel under Wang's jurisdiction."

“王丞相主簿欲检校帐下
 。”帐下，厨下。

"…was about to take an inventory of foodstuffs."

ⅩⅩⅨ/7 "Chancellor Wang Tao was economical and frugal by nature. His headquarters were full to overflowing with delicious fruits…. When the inspector-general reported it, …."

“王丞相俭节，帐下
 甘果。盈溢不散。……都督
 白之。”帐下，食物储蓄之所。都督，司其事者。

"…His food storehouse is full to overflowing…. When the head-manager reported it, …."

ⅩⅩⅩ/5 "Finally he secretly bribed the steward of Ch'ung's household…."

“乃密货崇帐下都督
 。”帐下都督，典领膳食者。

"Finally he…the steward of Ch'ung's kitchen."

（以上据日本川合安氏说）



补遗（二）



稿就，寄马君商榷。马君细阅后以为未安者四十四条，今择从十五事，衔曰补遗（二）。刊诸篇末，以酬马君雅怀。

Ⅰ/2 “Toward few….”改为“Tai Liang seldom yielded superiority to anyone.”

Ⅱ/57

(2) "Hopefully there…?"改为"I trust there…?"

Ⅱ/90 全句改读为"Yuan said, There is no need for such anxiety." "Ch'e said, How do you know there isn't?"

Ⅱ/101 "he hinted the court."改为"he hinted to the court."

Ⅲ/14 全句改读“In the case of your Excellency's neglect of your own affairs, the whole realm also has not found it entirely satisfactory either…."

Ⅲ/16

(2) "every family…."改为"every family was provided for, and every person had enough."

Ⅳ/44 "put and end to the bewilderment."改为"put an end to the afflictions."

Ⅵ/20 "regardless of…."全句删。

Ⅸ/3 "I would seem to be somehow…."改为"I would seem to be somewhat…."

Ⅸ/11

(1) "Yu Ai's reputation…."全句删。

ⅩⅩⅢ/23

（2）全句删。

ⅩⅩⅥ/6

(2) "The girl failed to comprehend〔Wang Tao's〕instruction."改为"The girl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The girl was unaware of the implications似更佳）。

ⅩⅩⅦ/9

(2) "As our family…."改为"As our family has barely survived loss and devastation, …."

ⅩⅩⅩ/7 "…, he finally came out at the point of death."改为"…, he finally came out on the verge of death."

ⅩⅩⅩⅣ/4 (1) "he seemed to lose his sense of discretion."全句删。

补遗（一）ⅩⅩⅨ/7 "…His food storehouse…."改为"His larder…."





一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四校毕。时距老友杨莲生教授之丧才一周。人琴并杳，把卷潸然。


（原载台北清华大学《清华学报》新20卷第2期）





马译《世说新语》商兑之余



美国米尼索达大学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教授，赵元任先生入室弟子也。以二十年精力，英译《世说新语》正文及刘孝标注，嘉惠西国士林，功莫大焉。然临川之书夙称难解，异国学人更不免于隔阂。两年前居美就养，与老友匹资堡大学王伊同（斯大）教授研讨译文，举四百余事与马教授商榷。马氏欣然采纳，于所未安者并通函讨论。因成《马译世说新语商兑》一文，1990年12月刊于新竹清华大学之《清华学报》新20卷第2期。今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创刊征稿，愧无以应。《商兑》文成以后，不无剩义，因摘录以供补白，并就正于大洋彼岸之王马两教授。

依《商兑》之例，以罗马数字代表篇，阿拉伯数字代表节。首列马氏译文，次列原文及解释，最后附订正之译文。

Ⅰ/27　The director-general from Chih's staff had been secretly laying aside provisions and wanted the silk. ……and furthermore ate very little rice himself. ……Wei therefore repaid and thanked him and sent him on his way.

“质帐下都督阴赍粮要之，……又进少饭。……谢而遣之。”“进少饭”谓都督进饭于胡威，非指其自身。译文中都督索绢及胡威付与云云皆译者所增。绢原为威父所赐，初无付与都督之必要。

……had been secretly carrying provisions…… offered some rice to Wei. ……thanked him and sent him away.

Ⅰ/29　When Yüeh talked with the chancellor he always made a discreet intimacy his first principle.

“长豫与丞相语，恒以慎密为端。”“慎密”两字为一词，犹言小心谨慎，密字无亲密之义。译文每割裂一词中两字，分别迻译，遂不可通。

……he always made caution his first principle.

Ⅰ/30　Since this gentleman had a reputation in the past, and in addition enjoyed the praise of the former generation,……

“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公”字承上文深公而言，乃尊称僧人。“宿名”犹言久有名誉，非过去之意。“先达”犹前辈。法深亦渡江南来，与桓彝同时人而年辈略长，译文径作为前一代人所知称，似欠贴切。

Since this master has long been held in good reputation, and in addition enjoyed the praise of the elders.

Ⅰ/41　……he went directly to his private residence and never returned.

“率而去下舍，便不复还。”

《商兑》建议改正译文为he casually left his official residence，而未暇申论，兹补述之。此节正文中“去”字，日本诸家所译《世说新语》亦皆解为“往”、“赴”之意。如川胜义雄等译本（《世界文学大系》第71卷《中国古小说集》）作“ふらっと私邸に向ぅ；”大村梅雄译本（《中国古典文学全集》第32卷）作“にわかに私邸ヘぃつて……；森三树三郎译本（《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9卷）作“急に私宅に入りこみ……”。（以上三条皆承刘俊文君从日本录寄美国，谨志感谢）目加田诚氏译文（《新释汉文大系》第76卷）最晚出而其口语译文最能表达六朝语气，亦作“ちつちと私宅ヘ归り……”。马氏英译及诸家日译皆有两误：去乃离去而非往或赴之意，下舍乃官舍而非私邸也。

《说文解字》云：“去，人相违也。”段注：“违，离也。人离故从大，大者人也”。去之本义为离去，参看《说文通训定声》豫部第九。检《世说》用例，凡言去者皆离去之义，如“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言语30）。“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殷去后……。”张退，刘曰：“卿且去……”（文学33、53）。“太丘舍去，去后乃至。……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庾公临去（指逃离建康）。”“王饮酒毕，因得自解去”（方正1、35、63）。“日旰未得前，王便引去”（雅量30）。“刘晨去夕反。”“贺未语，令：且去，见张廷尉当为及之”（规箴4、13）。“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捷悟1）。“康临去，登曰……”。“山公将去选曹”（栖逸2、3）。“侃犹不返，达曰：卿可去矣。”“汝去郡邑数年”（贤媛19、23）。“卿复少时不去，我成轻薄京尹”（宠礼4）。“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任诞30、31）。以上训离去之去字诸例以外，唯贤媛13“卿往不如不去”，往与去互文，与今日口语用法相同。此中消息，治中古语法词汇者必将有说，非我所敢妄论。然“率而去下舍”之去必作离去解，则可以无疑。今日口语之去字，《世说》多用往字，其例甚夥。偶亦用之字，不过数见。

《说文解字》舍字下云：“市居曰舍。”南朝史科有时“邸舍”连称，尚存市居之义。《释名·释宫室》称：“舍，于中舍息也。”舍指止息之处，而非家宅。汉代丞相、御史大夫、郎、吏皆有居住之官舍，盖在衙署附近，便于办公，休沐之日始归家。（参看木言《官舍和廉吏》，载1990年8月29日《光明日报·史学》）下舍云者，盖晋代官舍之称。《晋书》五九赵王伦传言，“（义阳王）威惧，自崇礼闼走还下舍。”司马威时官中书令，下舍当即中书令所居处。《初学记》十一尚书令条引《十洲记》：“即尚书令下舍之门”。殷仲堪欲夺殷觊所任南蛮校尉之职，《世说》此条之下舍即南蛮校尉之下舍。殷觊去任不使人知，“便不复还”即不还下舍。如解下舍为其私宅，则还字无所承矣。文字表面明白，而理解可以完全相反，此《世说》之所以难读，吾侪固不宜苛求于外国译者也。

……he casually left his official residence and never returned.

Ⅰ/45　……this was the reward of the "unmixed filial devotion".

“时人以为纯孝之报也。”“纯”字直译为不杂似欠妥。

……the reward of the genuine filial devotion,

Ⅰ/47　(1) ……also was well aware of the situation.

“康伯亦甚相知”。“相知”犹言见知，所知者吴氏兄弟之为人，非指任何情况。

Po himself also knew them well.

(2) was an intelligent and enlightenecl woman.

“聪明妇人也。”聪明二字为一词，译作intelligent已足。

(3) till the end of the funeral.

“终其丧如此”。此“丧”字指服丧期间，非指下葬。

till the end of the mourning period.

Ⅱ/1 (1) summoned the recluse Hsü Yü for an interview.

“昔尧聘许由”。“聘”即《礼记·月令》所谓“聘名士，礼贤者”，指礼敬之意。译文未见，殊失帝尧礼敬许由欲让天下之旨。译为invited较妥。

(2) made an offering of food equivalent to that for the Five Sacred Peaks.

“以配食五岳”。“配食”谓祭五岳之神时以箕山公神配享即陪同受祭，乃指祭礼规格而言。

made an offering of food worthy of the same rank as that of the Five Sacred Peaks.

Ⅱ/6　whereupon he made no further reply.

“故不相答”。此四字亦元方之语。“故”字解释其不回答原因，皆应在引号之内。译文误解为叙述之文。

Therefore I don't want to give you any reply.

Ⅱ/9　to hide behind "goodness and morality".

“仁义之慝”。译文误解慝字为匿。慝有邪恶之义，即harmful to…

Ⅱ/10　Tsao Tsao was subtle in his literary tastes.

“妙选文学”。此句主语为曹操不误，但非记述其本人之文学修养，乃谓其精心选择文学优长之士随侍太子。

Tsao Tsao carefully selected some distinguished literary talents.

Ⅱ/14　first discovered its divine properties.

“首获神效”。“神效”犹云miraculous effect. 译文直译神字，误译效字，遂失原意。

Ⅱ/15　(1) began to study reading and writing.

“归便就师诵书”。“诵书”谓读书，译文分割诵与书为两事，误解书为写。

(2) That's the only reason I ask.

“故问耳”之“耳”此处不宜拘泥于而已之训，译文以only表达，反失原意。

That's why I asked.

(3) he would examine cases calmly and pass sentences with composure.

“闲详安谛”四字指神态安详，与决狱判案无干。

He would keep calm retaining great composure.

Ⅱ/18　(1) never copied.

“弃而不录”之“录”非指抄录，乃保留、保存（keep）之意，如此理解始与下文“好事者或存之”相呼应。

(2) practical joker

“好事者”译为恶作剧者，误。译curious person较近似。

(3) What Just that thing?

“可复尔耳。”不知译文何据。原文意为All right, it can be done.

Ⅱ/19　sighed with relief.

“叹服”。译文未见“服”字，实为sighed in admiration.

Ⅱ/36　was immediately encourage any exclaimed.

“便游乐不住”。原文之意似为温峤遂安心而悠游自得thereupon he enjoyed himself without any worry.

Ⅱ/58　was travelling to take up his assignment.

“行部”。译文嫌不明确，行部乃汉代以来成语。

was making a tour of inspection.

Ⅱ/59　(1) The grand narshal has newly…

“大司马方将……”此句非完成式而应是未来式is just going to…。

(2) pacified the gods of soil and grain.

“内镇社稷”。社稷分别为两神名，此处复合为一词，应译regime或government.

Ⅱ/61　wrapped in a napkin preserved in the ancestral temple.

“巾笥而藏于庙”。“巾笥”乃笥上覆以巾——box covered with cloth.

Ⅱ/63　A holy man and raising horses don't go together.

“道人畜马不韵”。译文盖释“韵”字为协调，不确。

It is not graceful for a monk to raise horses.

Ⅱ/65　(1) most memorable.

“绝可想”。“想”非指记忆，乃想念、想慕之意，当译admirable.

(2) Ping 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his father implicitly, performing all the observances.

“秉群从父率礼相承”。此句中“父”字为衍文，参看徐震堮《校笺》，故译文全误。原文谓秉与其群从兄弟之间以礼相处——on courteous terms with one another.

Ⅱ/71　discussing the meaning of literature.

“讲论文义”。“文义”乃六代习语，义指谈义，即玄学，应译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Ⅱ/75　(1) Though worthies and sages are set apart from other men, the distance between is also slight.

“贤圣去人，其间亦迩。”译文误解“去”字为隔离，分句中八字为两事，以为贤圣远离众人，而又相去不远。原文实仅谓圣贤与众人相距不远。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ages and other men is rather slight.

(2) he certainly wouldn't have considered it "as limitless as the Milky way".

“必不至河汉”。“河汉”一词直译较费解，不如迻译为disagree.

Ⅱ/78　gathering of his nephews and nieces at a banquet.

“当与子侄燕集。”原文只言“子侄”——sons and nephews。侄字古代虽包括妇女，刘义庆时侄当已只指男子。

Ⅱ/82　(1) Hsieh finally rose from his seat.

“谢遂起坐”。原文当指谢于委顿之后闻高之议论，遂精神振奋。起坐非离坐而去，而是sat straight.

(2) By this means he was able at last to quit his seat.

“谢因此得终坐”。译文理解终坐为离席，与原文之意恰相反。原文意为谢万由于高崧之谈论而终未离坐而去。

On account of this Hsieh afforded to sit through the meeting.

Ⅱ/88　until evening of the funeral day he had not gone to the coffin to weep.

“至暝不临。”

黄昏临哭乃依丧中常制，原文无“葬日”二字。

Ⅱ/90　I can't begin to describe them.

“使人应接不暇”。此指景色之变化多端，使人目不暇接，与描述无干。

There are too many things for the eye to take in.

Ⅲ/1　to visit the jail.

“付狱”应是to put in jail.

Ⅲ/2　a mother who had abandoned her child on the grass receiving mat and had not picked it up.

“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在草”谓怀孕生产，“起”犹言举，谓喂养。译文未明其义，误解为抛儿于草褥而不抱起，殊失原文意旨。

a mother who has given birth to a child but does not raise it.

Ⅲ/5　he was disappointed and frustrated.

“非望路绝”。原文谓由于山涛领吏部，抱非分之望者路绝即不得进用。译文误以山涛为主语，遂不可解。

those who were unduly ambitious got frustrated.

Ⅲ/6　to sort out and establish…

“分定礼仪律令”。“分定”谓数人分别——respectively——制定，译文误解为分出。

Ⅲ/16　if it had been gotten from someone else…

“若他所得”。译文误解“他”为他人。实则他字乃相对于上文之力役而言，指所得方式。

if it had been gotten otherwise (or by other way)…

Ⅲ/18　documents and letters.

“看文书”。“文书”一词即documents，与信札无干。

Ⅲ/20　affairs moved so slowly it took years before anything got done.

“事动经年然后得过。”“事”指文书，非事务。参看《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南史》。“经年”非多年。

It often took a year or so to have any document handled.

Ⅳ/1　(1) Whenever he passed any mountain or stream he would take in it's aspect in a single glance, never forgetting any of it to the end of his life.

“每经历山川，及接颜一见，皆终身不忘。”“接颜”谓与人晤面，与经历山川并列，言两者皆终身不忘。译文混为一事，遂不可通。

Whenever he passed any mountain or stream and met any people even for once, he would never forget to the end of his life.

(2) despoiling a great man.

“贼夫人之子”，语出《论语·先进》，意为委巷之言为害于青年——harmful to the young men，译文误解为有害于马融。

Ⅳ/5　barely finished editing

“撰四本论始毕”，“撰”应为writing．

Ⅳ/6　Do you care to raise any objections?

“可得复难不？”

Is it possible for you to raise any objections again?

Ⅳ/24　working on grand schemes and intrigues.

“大修计校”。“计校”一词不易解，译文亦不知所云。田余庆教授《东晋门阀政治》104页引《世说》此条，有注云：计，计簿；校，校实。“大修计校”当谓大聚甲兵钱谷诸事。《三国志·魏志·崔琰传》曹操领冀州牧，“校计、甲兵”，《太平御览》卷二六引此，作“计校甲兵”。据此则“计校”与甲兵相关联，计盖指计数即清点，校盖指检查，姑试译为to examine and make an inventory of the armament on a large scate.

Ⅹ/10　little boy

“小郎”即今语小叔——husband's younger brother，译文误。

ⅩⅨ/4　went to farther.

“因不复前”。“前”指见面，非前后之意。参看《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晋书》。

thereapon she no longer wanted to see him.





1990年夏返北京后，得读唐异明《评世说新语英译本》，载《读书》1986年第2期。嗣又得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曾出版《梁实秋读书札记》，其中亦有文评马氏译本。附记于此，以供海内外嗜读临川之书者参考。

此稿中之英文翻译承北京大学王岷源教授审核，谨致谢忱。






1992年6月4日写成



（原载《国学研究》第一卷）





周昙《咏史诗》中的北朝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具有悠久的撰写历史的传统的国家。中国的历史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记录这些内容的历史著作，其体裁也多姿多样，异彩纷呈，为其他国家所少见。中国自来说文史不分家。就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而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历史的内容与诗的体裁的密切结合。我们没有外国那样用长诗形式叙述历史的史诗，但咏史诗却是我国所独有的。《北朝研究》创刊索稿，因就北朝历史在咏史诗中的地位写成小文，聊供研究北朝历史者之谈助云尔。

梁萧统《文选》已有咏史一类，收录了曹植、王粲哀“三良”以及左思咏史诗等，都是以历史人物、事件以至某一时代为题材而吟咏的诗篇，以后的诗人以历史人物、事件甚至更广泛的历史场景为内容而写咏史诗，历代不乏其人。一般咏史诗用七言绝句，也有采乐府形式的，如清陈启畴的《咏史拟古乐府》二卷（刊于嘉庆廿年；1818），以三字为题，咏春秋至明史事。吴国贤的《读两晋后妃传廿六绝并序》（光绪十六年；1890所刊《莲鹭双溪舍文抄》中），则仅咏《晋书后妃传》中史事，并附骈文长序。虽然文辞华丽，极见功力，但近于卖弄，意义不大。如果说西方也有悼亡题材的诗可与中国悼亡诗相比较，那么，中国的咏史诗恐怕在西方找不到相对应的体裁。

中国的咏史诗还有另一种类型，即以所谓“讲语”讲述历史事实，然后引诗为证，借诗句作评论，以表惩劝。这种讲史，成为后来平话的先驱。友人张政烺教授四十年前曾撰长文《讲史与咏史诗》（194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详细论证了宋元以后的讲史平话即渊源于唐代之咏史诗，并举唐胡曾、周昙两家咏史诗为例。胡曾咸通中举进士不第，他的咏史诗当成于唐末。周昙的年代，据张政烺教授推断，可能生活于唐末至五代时。胡曾咏史以地为题，不按史事先后编次，张文认为大约承唐人习惯之题壁诗风气而来。胡曾咏史诗盛行数百年不衰，刻本甚多，可能与用它作为训蒙课本及讲史话本有关。张文比较胡周两家咏史诗之不同为：胡氏以地名为题，不以年历为先，无讲语；周氏以人名为题，按时代区分门类，有讲语。

周昙《咏史诗》分为十门：唐虞、三代、春秋战国、秦、前汉、后汉、三国、晋、六朝、隋。共七绝二百三首，而春秋战国门几近其半，占九十一首。结衔题“守国子直讲臣周昙撰进”。国子直讲之官始置于唐，张文推测周昙之任直讲职及撰诗进讲，可能在五代后唐明宗之世。唐虞门下标“吟叙”云：“历代兴亡亿万心，圣人观古贵知今。”“圣人”当指进讲对象之皇帝，而非古圣先贤。又标“闲吟”云：“考摭妍蚩用破心，剪裁千古献当今。”“当今”亦指皇帝，其词鄙俗而为以后平话小说戏曲中所习用。诗中无论帝王或臣下，男子或妇女，都是突出其足为帝王鉴戒的事迹入诗，亦即所谓“考摭妍蚩”了。可见咏史诗及讲语是专为讲给皇帝听的。春秋战国部分特别多，可能由于作者比较熟悉，有所偏爱，晋门以后即是六朝门，包括了十六国及南北朝，共诗十九首。以十六国归入六朝门，已欠妥当，说明作者对这段历史的忽视甚至无知。十九首中，十六国五首，苻坚占其三。南朝十一首，而梁武帝占其二。北朝总共只有三首。说明作者对北朝历史更不熟悉，且乏兴趣。前面提到的清人陈启畴包括春秋至明代的《咏史拟古乐府》，其中南朝十六首，而北朝亦只八首，情况相类。大抵自来文人对南朝历史比北朝历史兴趣更大一些，注意也更多一些。其终极原因，不外由于北朝的文化成就逊于南朝。其实北朝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对隋唐历史发展的影响都远远超过南朝。

明人胡震亨编《唐音癸签》及清修《全唐诗》中，都收了周昙的咏史诗，但不完全，讲语则全被删去，不能窥见这种类型咏史诗的全貌。张文列举所知周昙《咏史诗》凡有四本，第二本为“三卷本，存诗二百三首，有讲语。清代流传有宋刊本及景宋抄本，见延陵季氏宋板书目、天禄琳琅书目、知圣道斋读书跋，及开卷有益斋读书志。今日有传本，惜未见”。张文所指的第二本即清内府藏宋本，天津古籍书店于1980年影印出版。现录其后魏（北魏）太武帝一首如下，圆括号中为原书小字：






后魏武帝（悯伤残）



太武南征以卷逢，〔当从《全唐诗》作似卷蓬〕徐杨兖蔡杀皆空。从来吊伐宁如此？千里无烟血草红。（姓拓跋，名焘。道武之孙，明元之子。帝用崔浩为相，能尽其谋，破蠕蠕，平源〔当作凉〕州，南掠江淮，前无敌者。帝性好杀，自淮南至瓜步，睹大江不敢渡之，班师。然其所经过徐扬兖蔡数十州之地，少壮者虏之，老弱者杀之，罄空〔当作室〕而尽，又悉〔脱焚字〕之。其屋宇千里绝人烟，无复鸡鸣犬吠。所有郡邑，罔有孑遗，春燕回，巢于林木也。）






北魏值得提到的皇帝，不只太武帝拓跋焘一人；而拓跋焘的事迹，又不只残暴好杀而已。他不幸被周昙选为好杀的典型，作为“悯伤残”的主题人物，未免不太公道。关于北朝的另一首：






三废帝（哀乱亡）



明庄节悯〔当作闵〕并罹殃，命在朱高二悖王。已叹一年三易换，更嗟欧〔当从《全唐诗》作驱〕辱下东廊。（讲语略）






魏孝明帝为胡太后所杀，孝庄帝为尔朱氏所杀，节闵帝即前废帝为高氏所杀，所谓并罹殃也。“一年三易换”为节闵帝被废时诗句，谓己及后废帝安定王元朗及出帝元修也。这种情况在封建社会中亦属少见，故而周昙引用为乱亡的典型。

关于北朝的第三首诗是：






李集（匡政）



忠谏能坚信正臣，三沉三屈竟何云？每沉良久方能语，及语还呼桀纣君。（北齐李集为典御史，文宣帝障〔当作高〕洋既受魏禅，以业自矜，遂以威荐，手刃罪人，酷为不道。李集谏之不已，洋怒曰：以我为何主？集曰：陛下威虐如此，乃桀纣之主也！洋大怒，令缚沉于中流，良久出之。洋曰：何如？集曰：桀纣矣！又令沉之，如是者三，其对如初。洋乃笑曰：信有如此痴人，方知龙逢比干不亦过〔？〕哉！赦之。）






李集事迹的劝诫作用颇为明显。唯李集官职之典御史，《通鉴》卷一六六载此事作典御丞。胡注引《五代志》云，后齐制官多循后魏之由，尚食尚药二局皆有典御及丞。所谓《五代志》即《隋书·百官志》。《咏史诗》之作典御史，或系刊刻之误，或是周昙不谙历史官制致误，看来周昙原非饱学之士也。





最后我想借此文篇幅，介绍一条关于周昙《咏史诗》这部宋版善本书的掌故，或为有兴趣研究藏书史者所乐闻？此书1980年由天津古籍书店影印时，曾请先父叔弢先生写了一篇跋文。但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印出后的跋文有所改动，略去了此书为人间孤本及“文化大革命”中闻此书被火毁时的心情二义。先父给了我一本他亲自用朱笔改回跋文的《咏史诗》，并命我把跋文照抄一份送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冀淑英同志，以存他原稿的本来面目。老人的跋文充分表现出他一贯的热爱古书的深情和善本乃天下公物，非个人所得而私的胸怀。现谨将这篇跋文移录于下，以结束此文。






经进周昙《咏史诗》三卷，揭衔守国子直讲臣周昙撰进。分十门，自唐虞至隋，以人系题，得诗七言绝句二百三首。每首题下注大意，诗下引史事，而间以己意论断之，谓之讲语，此当时体式也。宋福建刻本，纸印精美，宋本之佳者。曾藏季沧苇家，有季氏藏印及墨笔题字。五十年前，北京琉璃厂书友曾携此书及宋本寒山子诗来天津求售。当时为财力所限，只收寒山子诗，而此书交臂失之。久之消息杳然，时时形之梦寐。解放后，从张君重威处得悉此书现在天津吴某家。此书除天禄琳琅著录外，明清两朝未见传本。当时我深喜孤本犹在人间，不必其为我有也。“文化大革命”时期，传闻此书已成灰烬，忿惋之情不能已。既为书痛，何暇自悲！前年余阅书于天津古籍书店，张振铎同志出示此书，为之惊喜过望。五十年前初见此书光景，如在目前。询其从何处得来，则云收于废纸堆中。死者复生，断者复续。冥冥之中若有神物护持。偶然之事良有不可思议者。今者古籍书店拟付之影印，使人间孤本化身千万，甚盛事也！因略识数语于后，以述此书之幸存为不易云。1980年12月周叔弢时年九十。







1988年12月26日写成记于北大燕东园



（《北朝研究》1989年第1期）





关于帐构



《文物》1980年第4期刊载了易水同志的《帐和帐构》一文。从前读《晋书·桓玄传》、《宋书·江夏王义恭传》、《西京杂记》、《邺中记》等，对于帐构形制不甚了解。以后看到《考古通讯》所载洛阳十六工区曹魏墓清理报告里描述的“铁帷帐架”和复原图，才恍然大悟。现在读到易水同志的文章，古代帐和帐构的形制就非常清楚了。现就注意所及，再补充几点材料。

《考古》1974年第1期所载《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一文，提到发现铜杆头一件，长12厘米，圆锥形，内空留有木屑，近銎端有一道凸起绳纹和铆钉眼。我推测这大概也是帐构的一个部件。《文物》1979年第6期载《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中，提到鎏金帷帐架部件三通，并有附图。又《文物》1979年第3期所载《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所列出土器物一览表，有“铜帐首”四件，高13厘米，主要特征是“形如倒L，下节有圆裤，上节扁平，作龙首状”。后者的描述与前者附图相合，虽然两文都没有使用帐构这一名称，似也属于帐构的部件。日本冈崎敬氏《汉魏之尚方及其新资料》一文（载《东方学》第31辑），也谈到洛阳十六工区发现的帐构。

《南齐书》二八《崔祖思传》：“刘备取帐钩铜铸钱。”《南史》四七本传作帐
 。如果作钩，会被误解为后代蚊帐前两旁卷帐门的金属钩，当然不符实际。《西京杂记》和《宋书·刘义恭传》及《礼志》都作
 。据《释名·释用器》，
 本义为农具。大约因为帐构的主要部件是金属所制，因而借用从金的
 字，又误为钩。帐构本字还应当从木旁。容庚先生《汉金文录》四所收魏帐构三件的拓本，字都从木。《说文》：构，盖也。段玉裁注：与冓音同义近，冓义为交积材，凡覆盖必交积材。许书和段注的解释都和帐构的意思相符合。易水同志的文章采用木旁的构字定名，是正确的。帐构的金属部件用木连接起来，形成帐架，可以说牢固与实用相结合，与近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架之用铜木结构一样，具见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匠心。《西京杂记》说“铜
 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
 坠落”，即指连接各金属部件的木棍朽烂，因而顶部的铜
 落于床上，底部四角的留在地下。这一记述，与考古发现若合符节。昔人每怀疑《西京杂记》为伪书，这段记载，也可以帮助推断这部传为葛洪纂辑汉人著述而成的书，是可靠的了。易水同志文中列举了一些壁画中的斗帐及其装饰。在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有榜题“卧帐”者，顶端和两角也有流苏下垂，可惜看不见支撑的帐构。易水同志文引用《晋书·桓玄传》所载绛绫帐“缕黄金为颜”之文，颜字不大可解，是否应从《魏书·桓玄传》作额？

清代诗人厉鹗的《樊榭山房续集》卷七收有一首《魏景初帐构铜歌》，自注里描述了帐构的形制，著录了铭文，即《汉金文录》卷四所收“魏中尚方帐构铜”。卢文弨《龙城札记》卷三帐构条引用了厉鹗诗作解释。事实是两百年前的厉鹗只见到一个帐构部件，只能就曹魏景初年号的铭文作怀古文章；卢文弨解释帐构，也只能引用厉鹗所见之器。两人都不能像今天这样，根据大量考古发现，原原本本地阐述帐与帐构的形制与作用。

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发展。我们处处有这样真切的感觉，因而也有理由要求自己，做出远远超过前人的成绩。


（《文物》1980年第9期）





“瞎巴三千生啖蜀子”解



《魏书》七九《董绍传》载，为洛州刺史，时萧宝夤在长安起兵反叛，“绍上书求击之，云臣当出瞎巴三千，生啖蜀子。肃宗谓黄门徐纥曰，此巴真瞎也？纥曰，此是绍之壮词，云巴人劲勇，见敌无所畏惧，非实瞎也”。

据《地形志下》，洛州于太延五年置荆州，太和十一年改，治上洛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三十谓当作十八年。）上洛相当今天陕西商县，北朝时是蛮人聚居之地。所以卷一○一《蛮传》说：“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卷四四《苟颓》传载，拜洛州刺史，“山蛮畏威，不敢为寇”。卷三三《贾
 传》云，“先是上洛置荆州，后改为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学”。所谓重山中不知学之民，恐怕主要也是蛮人。但这个地区除蛮人之外，也是巴人聚居之地。董绍部下军队必有不少善战的巴人，所以才作此壮语。《隋书·地理志中》云：“上洛弘农，本与三辅同俗。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帅七姓居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卷六六《李崇传》，“时巴氐扰动，诏崇以本将军为荆州刺史，镇上洛”。所谓巴氐，是史家沿用的连称，实际只指巴人，与氐人没有关系（参看作者《晋书札记·李氏称巴氐条》）。

上洛地区的巴人，从北魏早期，就和拓跋氏政权有联系。一方面隶属北魏郡县，成为编户齐民；一方面似乎又有相当独立性，由北魏政权任命巴人酋豪担任地方长官。《魏书》卷四上太武帝神
 元年纪，“上洛巴渠泉午触等万余家内附”。又太延四年纪，“上洛巴泉
 等相率内附”。卷八宣武帝永平二年纪，四月诏云“〔先朝时〕伊阙西南，群蛮填聚；沔阳贼城，连邑作戍。蠢尔愚巴，心未纯款。……今京师天固，与昔不同，扬郢荆益，皆悉我有。保险诸蛮，网不归附。商洛民情，诚信往日”。“蠢尔愚巴”两句与“商洛民情”两句相对应，反映迁洛以后上洛地区的巴人由于北魏政权中心南移，对于北魏朝廷的态度有所变化。《周书》四四《泉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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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洛丰阳人也。世雄商洛。……世袭本县令。……年十二，乡人皇平陈合等三百余人诣州请企为县令。州为申上，……孝昌初，又加龙骧将军假节防洛州别将，寻除上洛郡守。……〔萧〕宝夤又遣兵万人趣青泥，诱动巴人，图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应之。企与刺史董绍宗潜兵掩袭，二姓散走”。董绍宗当即董绍之一名，与本传所称“字兴远”意义亦相呼应。上洛豪族之泉杜两姓当皆是巴人。泉企一家之世袭县令，也因为是巴人酋豪，所以宣武帝诏书说他“为本乡所乐”。尽管泉企年仅十二岁，北魏朝廷也竟然依照所请，任命为县令，足见当地巴人势力和影响之大。从神
 元年（428）到孝昌元年（525）一百年间，大约一直是这样的情况。

巴族酋豪泉企历任淅州、东雍州刺史，后入西魏，任洛州刺史。东魏高欢率兵到潼关，泉企本传载“企遣其子元礼督乡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御之。齐神武不敢进。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与顺〔拒〕阳人杜窋等谋翻洛州以应东军。企知之，杀岳及猛略等，传首诣阙。而窋亡投东魏”。所谓乡里，自然是指巴人。泉企为西魏守洛州，败于高敖曹，被擒入邺。《北齐书》二一《高昂传》载昂攻商洛，“山道峻隘，已为寇所守险”。《北史》三一《高昂传》则说“山道峻阻，巴寇守险”，点明巴寇，文义更为明确。杜窋投东魏，为洛州刺史。《周书·泉企传》说“巴人素轻杜而重泉”，泉企的儿子泉元礼“潜与豪右结托，信宿之间，遂率乡人袭州城，斩窋，传首长安”。泉元礼遂世袭洛州刺史。其弟泉仲遵十四岁为本县令，元礼死后，又被西魏任为洛州刺史。《周书》称“仲遵虽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从这些材料看出，6世纪中期魏分东西之后，在东西斗争中，巴族人在上洛地区还有举足轻重之势。

综上所述，可以推定：一、巴族人不只集中于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等郡，商洛一带也是巴人聚居的一个中心。而且，到6世纪末北周时，犹是如此。《隋书》四十《王谊传》载谊讨伐司马消难，“于时北至商洛，南拒江淮，东西二千余里，巴蛮多叛”。足见商洛还是巴人众多的地区。二、北魏境内少数民族分布颇广，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很不相同。拓跋氏统一北方后，虽有孝文帝努力仿效汉晋两代的中央集权，已经和十六国的局面大不一样。但和隋唐时代的统一大帝国还远不能相比。举例而言，首都洛阳以南，还有大量蛮人居住，“陆浑以南，满于山谷”（《魏书》一○一《蛮传》）。太阳蛮酋桓诞“拥沔水以北滍叶以南八万余落”内属，孝文帝拜为东荆州（治沘阳，今河南泌阳）刺史襄阳王，“听自选郡县”。以后桓诞之子晖继任东荆州刺史。晖弟叔兴又任南荆州刺史，居安昌（河南确山），隶于东荆州。从孝文帝历宣武帝到孝明帝时，父子兄弟相继担任刺史。洛州则有巴人。北方秀容川有未入编户的契胡，契胡尔朱氏世为酋帅领部落。蛮人桓氏世袭州刺史，自选郡县长官。巴人泉氏世袭本县县令。他们相对独立于中央政权的性质大体相同。契胡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很低。而巴人则文化颇高，如泉企“虽童幼而好学恬静”，其子仲遵“涉猎经史”，似与蛮人及契胡都不相同。

蜀子的子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带有侮辱性的称呼，如北人称南人为吴子和貉子，汉人称胡人为胡子，称奚人为奚子之类。关于河东的蜀人，陈寅恪先生《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见《金明馆丛稿初编》）已经引证史料，详加论述，这里补充几点意见。

据《魏书》本纪，从天兴元年（398）到泰常三年（418），河东蜀人多次分批“内附”或“内属”。但他们何时由蜀地往东北迁到河东，史无明文，更不了解迁移的原因。《北史》三六《薛辩传附聪传》载薛聪对魏孝文帝说，“臣远祖广德，世仕汉朝，时人呼为汉。臣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今事陛下，是虏，非蜀也”。薛广德和薛永后裔之说自是附托，不足信。蜀人薛氏何时到了河东汾阳，从这段记载也看不出来。《资治通鉴》一四○也记载这件事，却根据元行冲的《后魏国典》，作为薛宗起回答孝文帝：“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复归河东。今六世相袭，非蜀人也。”前一句意义不太明确，“二世”二字可能属上，也可能属下。可能指薛氏家族本身，也可能指刘备刘禅两代。但他们到达河东已经历六世，则语义甚明。如以三十年为一世计算，从《通鉴》此事所系的齐建武三年（496）上溯一百八十年，正当东晋南渡前后，也许蜀人之迁徙到河东，和西晋末年民族大迁徙，巴族氐族的动荡迁移有关？总之，司马光这段记载，不采《北史》而采用元行冲的书，显然是经过比较，有所考虑的。

关于蜀人与北魏朝廷发生联系的最早的史料，是《魏书》二太祖天兴元年（398）纪：“鄜城屠各董羌、杏城卢水郝奴、河东蜀薛榆、氐帅苻兴，各率其种内附。”陈寅恪先生怀疑“蜀薛”下有脱文。但仔细考察文义，河东指地区，蜀是民族，薛榆为姓名，与前面鄜城地区屠各族人董羌、杏城地区卢水胡人郝奴体例正相同，似乎没有脱文。但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天兴二年条称“……蜀帅韩砻并相率内附”。永兴三年条称“河东蜀民黄思、郭综等率营部七百余家内属”。称“帅”，称“营部”，似乎蜀人是用军事编制形式来组织的，家庭大约也包括在内，所以“营部”和“家”并列。蜀人可能从西晋末即采取堡坞自固的形式，按军队方式部勒人民，抵御进入中原的胡族，以保卫自身的安全。《魏书》四二《薛辩传》的记载，可以证成这个看法：“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因家焉。祖陶，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故世号三薛。父强，复代领部落，而祖、落子孙微劣，强遂总摄三营。善绥抚，为民所归。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仕姚兴为镇东将军，入为尚书。强卒，辩复袭统其营。为兴尚书郎建威将军河北太守。辩稍骄傲，颇失民心。刘裕平姚泓，辩举营降裕。……及裕失长安，辩来归国，仍立功于河际。”《北史》三六本传文饰较多，似有意掩盖薛氏武勇起家的情况，但也说薛强“遂总宗室强兵，威振河辅”。所谓“宗室”，不是指皇家，而是薛氏宗族。薛家所统部众称为营，而且凭河自固。虽然担任北魏朝廷的地方官，似乎仍然统帅蜀人部众。薛氏首领世代相袭，则各营的人民也必然是世代继承的。这种情况，看来与西晋东晋间沿黄河建立堡坞的乞活很近似，是据有河东一带的重要势力，所以太平真君年间，盖吴在关中起兵，“薛永宗屯据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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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武帝命令蜀人薛初古拔“纠合宗乡，壁于河际，断二寇往来之路”（《魏书》四二本传）。薛氏后来逐渐舍武就文，还出了薛道衡这样有名的文人。可能因此李延寿《北史》里薛氏诸传加意铺叙，把武勇见长，善于战斗的蜀薛，描写成具有文化传统的旧门，看来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关于北魏境内蜀人的分布，史料说法比较一致，如河东（指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带）蜀薛榆，西河（指今山西中部偏西的离石、石楼、介休一带）蜀帅韩砻，河东蜀民黄思等等。泰常三年有河东胡蜀五千余家内属。《魏书》六九《裴延
 传》，“父嵩，州主簿，行平阳〔今山西临汾〕事。以平蜀贼丁虫功，赠东雍州刺史”。同卷《裴良传》，为汾州刺史，“时南绛蜀陈双炽等聚众反，自号建始王”。“绛蜀”和“汾绛蜀贼”之称，又见于《魏书》六九《裴庆孙传》、《北史》四五《李苗传》。元袭为河东太守，建义永安间“平绛蜀”，见墓志。《通鉴》一五一胡注，“蜀人徙居绛郡者，谓之绛蜀。绛县汉属河东郡，元魏分置绛郡。魏收志郡属东雍州”。《魏书》四二《薛辩传》称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卷二五《长孙稚传》，“正平郡〔今山西新绛〕蜀反，复假稚镇西将军讨蜀都督”。又云，“时薛凤贤反于正平，薛修义屯聚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夤”。《魏书》十九下《章武王融传》载，“汾夏山胡叛逆，连结正平、平阳。诏复融前封征东将军持节都督以讨之”。元鸷墓志记此事，称正光五年元融“讨胡蜀贼失利”，可知本传里的正平、平阳当是蜀人所属地区代指蜀人。蜀人大约自五胡进入中原之后，直到北魏之末，近二百年，始终聚居于西河与河东之地。萧宝夤反叛，河东的蜀人响应他，董绍所说蜀子，就是这些人。

蜀人虽然主要在黄河以东汾水流域一带，但关中也有蜀人分布。《魏书》五八《杨昱传》载，孝昌初，“雍州蜀贼张映龙、姜神达知州内空虚，谋欲攻掩。……〔杨〕昱曰，长安关中基本，今大军顿在泾豳，与贼相对。若使长安不守，大军自然瓦散。此军虽往，有何益也？遂与〔都督李〕叔仁等俱进，于阵斩神达及诸贼四百许人，余悉奔散”。此事在萧宝夤起兵前不久，说明关中有蜀人。这些蜀人在关中哪一带呢？也有迹象可寻。《周书》十四《贺拔岳传》，为雍州刺史尔朱天光之副，入关中讨伐万俟丑奴。“时赤水蜀贼阻兵断路，天光之众不满二千。及军次潼关，天光有难色。岳曰，蜀贼草窃而已，公尚迟疑。若遇大敌，将何以战？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公宜为吾制之。于是进军，贼拒战于渭北，破之，获马二千匹，“军威大振。天光与岳进至雍州”。《周书》十五《寇洛传》也说“及贺拔岳西征，洛与之乡里，乃募从入关，破赤水蜀”。《通鉴》一五四胡注，“《水经注》赤水在郑县北，即《山海经》之灌水也。北注于渭。蜀贼本蜀人之迁关中者，乘乱相聚为贼”。据此可知，潼关以西，长安以东，渭水流域也有蜀人居住。萧宝夤起兵，号召了河东和关西雍州的蜀人。他们很可能是萧宝夤部队中的一部分主力，有相当代表性，所以董绍就以蜀子来指萧宝夤的军力了。《魏书》六五《邢峦传》载他的表文，估计当时属于梁朝版图的益州的形势，说如果梁朝军队迎战的话，“庸蜀之卒，唯便刀矟，弓箭至少。假有遥射，弗至伤人”。这里庸蜀并称，是沿用《尚书·牧誓》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句，借以指益州人，庸蜀之蜀不是特定指南北朝迁徙到河东与关中的蜀人，自然也不能由此推断蜀人的战斗能力。至于萧宝夤之所以能号召蜀人，是否由于他本是北来的南人，在北魏也处于少数的地位，就难于判定了。






附记　作者关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工作中辍多年，因增订旧日读史札记，写成小文，敬献给汤锡予先生。1982年11月3日周一良谨记。







（《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4月）





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



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漫长悠久。以封建社会的历史而言，如采取西周封建论，到1840年就将近三千年；按照战国封建论，有两千三百年；即使认为魏晋时期才进入封建社会，也有一千五百多年之久。所以，学术界往往把封建社会的历史按朝代进行分段研究。这不是尊重什么王朝体系，而是为了使研究能细致深入。因为每个时间比较长、比较重要的朝代，它的历史都各自有其丰富多彩而又不同于其他王朝的内容。等到将来研究工作愈加深入，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封建社会内部的阶段划分等问题，得出比较一致的看法，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按照封建社会内部的发展规律和阶段，划分历史时期来进行研究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下限算到589年隋朝灭陈，统一中国，是没有疑义的。但上限却有不同看法。有人从184年黄巾起义算起，有人认为应当始于192年董卓之死和曹操镇压黄巾军。我个人以为，196年（建安元年）也许更合适。因为这一年曹操迎汉献帝建都于许，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汉室名存实亡。魏虽尚未代汉，但正如翦伯赞同志所说：曹操已经“把皇袍当作衬衣穿在里面”了。如果从196年算起，到589年总共将近四百年，则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长，仅次于绵延四百余年的两汉，比起唐、宋、明、清等时期都更为长远。单从这一点看，魏晋南北朝也是古代史中应当重视的时期。

学习和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首先要弄清楚时、地、人。时，就是应该知道并且尽可能记住，这一时期中有哪些主要年代。主要年代记牢之后，重大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便有条不紊，了然于胸中，进一步分析、研究历史事实，才有可靠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的若干重要年代，如果在头脑中构成一副框架，形成一个个路标，重大历史事件便有所归附。遇到发生在这些路标之间的史事，立即会察觉到，它是在哪些事件之前，哪些事件之后，因而比较容易寻找来龙去脉，当然也就比较容易记住它发生的年代。例如，记住曹操给袁绍以致命打击的官渡之战是在公元200年，那么，八年以后，曹操大军南下，与孙权刘备所进行的赤壁之战在208年，就容易记忆了。记住苻坚大败于东晋的淝水之战是383年，因而苻秦统治下的北方各族人民纷纷思动，那么，三年之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自立称代王在386年，就容易联想起来。又如，司马炎代魏，建立晋朝，在265年，这显然是乘263年灭蜀的余威而采取的行动；杨坚代周建立隋朝，在581年，而周之灭北齐也只在四年以前的577年，情况与司马氏代魏很相似。因此，曹魏灭蜀和北周灭齐的两个年代，可以由司马氏建晋朝和杨氏建隋朝的年代联想起来。所谓时，就是从纵的亦即时间方面来建立框架，帮助记忆，理解历史。

地，是指历史人物所活动的地理舞台，亦即空间方面。对于所研究的时代的疆域四至、行政区划的沿革等等，都应当有所了解。西汉时，今天江苏省长江以南和浙江、福建两省，只设立了一个会稽郡。东汉在长江以南又设立了吴郡，会稽郡仍然包括今天的两省。经过孙吴和南朝，南方得以开发，经济大为发展，反映在地理建制上，就是郡县数目大为增加。魏晋南北朝不是汉唐宋明那样长期统一的局面，州郡建制和地理沿革特别错综复杂。汉代的十三部州到三国时，魏得其九，蜀得其一，吴得其三。西晋时，全国分为十九州，州下有郡和县。这些都还容易掌握。西晋末年，北方各族纷纷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汉族人民大批向淮南江南流移，形成了一次民族大迁徙。由于流寓到南方的北方人怀念桑梓，同时享有豁免赋役的权利，所以，东晋政权在这些北人所居的南方州郡中，暂时建立了北方州郡名称。这些虚设的州郡，后来逐渐划定了实土。刘宋以后，又在地名前冠以南字。如兖州原在山东，在广陵设置了南兖州；徐州原在苏北，在丹徒设置了南徐州。雍州原来是关中的地名，南朝却从荆州分出了雍州，设在襄阳。西晋时司州在洛阳一带，南朝却在信阳立司州，所辖河南及湖北的一部分。某些南方原有的州下面，又设有侨郡侨县。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与分合，错综复杂，当时的学者已经说，精于历算的人都难于搞清楚。北方的情况稍为单纯一些，但也有借南方建制之名来称呼北方土地的。如北魏在河南鲁山设置荆州，东魏又在鲁山设立广州之类。与此相关联，从东晋到陈朝，实行过九次规模和范围不等的所谓“土断”，即改变北来侨户的特殊身份，就地划归当地郡县管理，从而取消其免除赋役的特权，借以扩大政府的财源和兵源。侨州郡县与土断，是南朝历史上的特殊现象，为此前和此后各历史时期所无，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需要注意。

人，是指活跃于当时历史舞台上的是那些民族。这个问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突出。中国虽然始终是多民族国家，在封建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中，各少数民族建立独立的地方政权，如此之多的，却仅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这个时期的汉族以外各族，北方塞外过着游牧生活的，先后有柔然、高车、突厥。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有匈奴、羯、氐、羌、鲜卑，即当时所谓“五胡”，加上
 人称为“六夷”。五凉、四燕、三秦、二赵、成汉、大夏这十六国中，除张氏的前凉、李氏的西凉和冯氏的北燕是汉族外，都是他们所建的地方政权。这些少数民族中，鲜卑所建政权最多。统一北方达百年之久的北魏，就是鲜卑族建立的。鲜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影响和痕迹，一直存在到唐代。南方的少数民族，一般说有：巴、蜀、蛮、僚、奚、俚、楚、越。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频繁活动，一系列有关民族的问题成为研究这段历史必须注意的对象。各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问题，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而采取的汉化政策或加强胡化政策问题，少数民族统治胡汉人民的各种制度问题，以及魏孝文帝改鲜卑姓为汉姓以及西魏、北周改汉姓为胡姓问题，等等，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时必然会触及的。

在时、地、人这样的历史框架之外，还有类似骨骼的成分，这就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这些方面的典章制度问题。政治制度是封建帝王赖以统治和实行剥削的主要制度，体现在封建政权的官制和法制上。汉代选拔官吏，是通过乡举里选和辟召察举方式登用人才。曹魏开创了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作为南北朝特有的登用人才的办法，持续沿用了三百多年，到隋时才正式废止。这期间中正的作用颇有变化，逐渐趋于减弱，这是和皇帝与大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及势力消长有关的。中央与地方官制，东晋、南朝大抵沿袭魏晋旧制。东晋时，门阀士族担任高官，掌握实权。南朝的大族虽也担任高官，而不能从事管理，因而出现一种现象，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不居高位而实际掌握国家机要。北朝在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以前，实行胡汉杂糅的制度。汉化以后所定官制，更接近于南朝。法制方面，皇帝统治的工具在刑律法典以外，汉代往往以皇帝诏敕形式来颁布行政法规。西晋时开始采用完整的形式，用“令”来表现行政法规，与“律”并称为“律令”，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唐代。

像任何封建王朝一样，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代统治阶级内部政治上的矛盾不曾间断过。如魏末皇室曹氏与司马氏之争，西晋八王之乱，东晋皇室司马氏与大族王氏、桓氏的斗争，以及宋、齐、梁、陈王朝禅代的斗争。北朝统治阶级内部又有胡汉对立的因素，更形复杂。这些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共同之点和不同之点，各次禅代过程中有无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都是值得探讨的。东晋渡江以后，民族矛盾居于主要地位，所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孙恩起义，直到八十年之后才爆发。在北魏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不断发生以汉族人民为主的暴动和起义。到6世纪初的六镇大起义，则是鲜卑族下层所发动，并联合了广大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大起义，终于覆灭了拓跋氏政权。政治制度的特点与演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根源、发展和解决，都是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上的课题。

经济和军事制度方面的资料，魏晋南北朝不如唐宋以后那样丰富，因而不少问题一时还难于彻底明了。但是，这一时期南方经济有显著发展，则是时代的特征。经济方面，曹魏的田租户调制度，北魏的均田制度；军事方面，曹魏的兵户制，西魏北周的府兵制，皆前代所未有，是这时期所创始。其中有的成为唐代租税制和兵制的原型，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必须结合这些制度在唐代的发展来进行研究，才能充分估计出这些制度的意义，从而给予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以适当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门阀制度由形成到极盛发展的时期。社会上的不成文法约定俗成，区别士族与庶族，他们之间不通婚姻，甚至不相交往。在担任的官职，赋役的负担，刑罚的承受等方面，也有区别。所谓高门士族，一般广占田园，垄断山泽，但也不一定尽是富有之家。他们依靠家门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教养，垄断某些属于所谓清官的官位（这个清官是与浊官相对的，和清官海瑞的清官不是一回事）。士族内部有高下不同阶层，在南朝，不同阶层一般也不通婚。士族中又有不同集团。如南朝士族中有来自北方的侨姓王谢袁萧诸家，又有江南孙吴以来的土著即吴姓朱张顾陆诸家。北朝有鲜卑贵族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各家，又有中原旧族崔卢李郑诸姓。其中也有高下之别，如清河崔氏就自以为在博陵崔氏之上。庶族寒门社会地位低下，但不一定都贫穷，也可能经济上很富有而社会地位仍属寒庶。这就是封建社会里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又有等级的区分。寒庶也分成许多阶层，包括依附身份的部曲、杂户，直到奴隶等等。南朝人喜欢说士庶之别实自天隔。我们只能把士庶之别理解为阶层的区别，要经过细致的研究来划分当时对立的阶级，因为封建社会里的阶级对立是远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明白单纯的。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门阀制度与士庶关系是理解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很多问题的关键之一。士庶区别与两者内部的阶层，处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各色人等，门阀制度的起源、发展，南北士族的异同，门阀与皇权的关系等等，都是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必然会遇到的重要问题。

在文化思想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具有灿烂成就的。这个时期不仅出现了不少著名文学家、艺术家，而且出现了评论诗、文、书、画的著作。残缺不全的姑且不论，保存完整的就有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羊欣、王僧虔、虞和、萧衍、陶弘景、庾肩吾、袁昂等论书法的文章，谢赫的《古画品录》、姚最的《续画品录》等等。这些著作提出有关文学艺术作品的评论和一些初步形成的理论，说明这时文学艺术的发展达到了较高的阶段。史学也有较大发展，修成了不少史书。西晋时期开始改变了汉代把史书附于春秋之后的图书分类法，使史书成为四大部类之一，这种分类法一直沿袭到近代。历来被人称赞的前四史中，就有两部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玄学对于汉儒谶纬神学和烦琐章句之学，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构成中国哲学思想史上重要的一章。印度佛经的翻译，这时进入高潮。小乘和大乘经典都广泛流传。不仅过去零碎不全的经、律、论三藏有了完整译本，而且开始了佛典的结集著录工作。佛教对中国的思想、文学、艺术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由于佛教的盛行，反佛教的唯物主义思想，其代表人物如范缜，也在这个时期出现。道教方面，对原始道教进行改造的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也都是南北朝时的人物。至于马钧、刘徽、贾思勰、祖冲之等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云冈、龙门的雕刻，各地石窟壁画等等，都是人所共知的，不待列举。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当然不能忽略这些内容。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十分重要、值得研究的时期。过去往往被目为一团漆黑乱糟糟，显然是不正确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肯定欧洲中世纪巨大进步的名言，其精神恰恰也可以适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

如果学习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最好先读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诸老主编的中国通史中的魏晋南北朝部分。然后读有关这一时期或详或略的断代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柳春藩《三国史话》、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程应镠《南北朝史话》。关于这一时期各方面问题的论著有：陈寅恪《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续编、何兹全有关魏晋南北朝经济军事的论著、缪钺《读史存稿》、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等。关于这一时期专门问题的论著，社会经济方面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王伊同《五朝门第》、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韩国磐《南朝经济试探》、《北朝经济试探》；民族方面有：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北狄与匈奴》；文化思想宗教方面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及任继愈《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任继愈《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陈国符《道教源流考》、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没有集结的论文，解放以前的可以查《中国史学论文索引》。解放以后，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各种问题的论文，就更多了。有几种经过编排整理的原始材料：唐长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魏晋南北朝）、张泽咸及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历史研究所《柔然史料辑录》。如果有志于进一步从事这段历史的研究，就必须广泛阅读掌握原始材料，同时还应当参考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的著作，这些就不是本文所能细谈的了。

谈到史料，我想引用前北大历史系主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同志的话，供青年读者参考，来结束这篇入门介绍的小文：史料譬如一堆散乱在地上的大钱，必须用一根绳才能把它贯串起来，这根绳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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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济与南朝的交往



朝鲜三国时期，和高句丽，新罗相比，百济与东晋南朝的关系最为密切。据田村周澄与黄寿永所著《百济文化与飞鸟文化》的统计，百济遣使于中国南方的次数：东晋2次，刘宋11次，南齐6次，梁5次，陈4次。即刘宋时平均约五年多一次，南齐时约三年多一次。450年，百济向刘宋表求《易林》、式占（当指用于占卜的式）、腰弩，宋文帝满足其要求。梁代间隔稍长，约十年一次，但萧梁一代百济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却盛于前代。东晋刘宋各遣使百济二次，而萧梁时由中国去百济的人，其质与量都超过东晋、宋、齐，形成百济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高潮。

印度的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经历四五百年，已经大为汉化。对于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而言，译为汉文的佛经，和与之密切相联系的一套佛教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成分多于印度成分。接受佛教文化与接受汉文化，已经几乎是一回事。高句丽与中国壤地相接，接触较早，372年从前秦接受了佛教。约在同时建立太学，教授五经。二十年后即位的广开土王时，国内汉文化相当普及，414年所立“广开土境好大王碑”的汉文可以为证。据《三国史记》卷二四近肖右王（346—374）纪称：“古记云，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然高兴未尝显于他书，不知其何许人也。”从姓高看来，可能来自高句丽。384年胡僧摩罗难陀从东晋来到百济，传入佛教。高句丽与百济之接受佛教，在社会上、思想上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多少可以说明，两国在接受汉文化方面有一定基础。新罗的情况则颇不相同，直到528年才传入佛教，晚于高句丽和百济一百四五十年。而且与佛教之初传入日本相似，在社会上、思想上遇到强烈抵抗，经过斗争才顺利发展。再结合新罗社会结构中一些特殊之处来考虑，如骨品制、和白制、花郎制等与汉文化迥然不同的特点，就可以设想中国文化在新罗格格不入是不为无因了。

百济与北朝也不是全无交往。但其主要目的是联合北朝势力，以南北双方夹攻不断威胁百济的半岛上最强大的高句丽。据《三国史记》卷二五，毗有王三年（429）遣使入宋朝贡。四年（430）宋文帝遣使来百济。十四年（440）又遣使入宋。来往不可谓不密，而十八年（444）却又派遣使臣到北魏太武帝那里，表文说高句丽“或南通刘氏，或北约蠕蠕，共相唇齿，谋凌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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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代百济遣使四次，而对北方的北齐北周亦各遣使二次。恐怕也是意在联络北朝，共图高句丽吧？《南齐书·百济传》载北魏派兵数十万进攻百济，孙同勋氏已辨其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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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济与梁朝的文化交流



百济与梁朝关系最为密切，两国友谊与文化交流留下的痕迹也最明显。首先难得的，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当年来华百济使者的形象，即“职贡图”或“贡职图”中所绘。据金维诺先生考订，现今传世的图，是北宋所摹梁元帝萧绎约在大同六年（540）画的原图，忠实保存着梁代原图风貌。据王素先生的研究，原图不是大同六年的“职贡图”，而应是萧绎即帝位后的承圣三年（551）所创作的“贡职图”。现存的图虽已残缺，但百济使者的图像与说明文字都保存完好。“职贡图”共二十五段，现只余十二段。其余十三段在清初尚存，清吴升《大观录》中有记载。所列各国次序，据王素《梁元帝职贡图新探》所列表，吴升所见图及今南京博物院所藏图，百济皆在第三位（唯宋李公麟所见图百济列第十一位，未详）。第五为倭图，六为高丽，八为新罗。从百济排列位次较高，可以想见其在梁朝的地位及与梁的关系。《艺文类聚》卷五五梁元帝《职贡图序》称“度青丘而跨丹穴”，卷七四元帝《职贡图赞》说“北通玄兔，南渐朱鸢”，所谓“清丘”、“玄兔”，都是指包括百济在内的半岛上三国。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礼异篇》记梁武帝正旦朝贺，皇帝南面幄内坐，“马道南近道东有茹茹、昆仑客，道西近道有高句丽、百济客”。百济使人位次也较近较前。《广弘明集》卷十九梁陆云《御讲般若经序》记述梁武帝在华林园重云殿讲《般若波密三慧经》盛况，“凡诸听众”中皇太子及众高官之外，有“外域杂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九译，途遥万里。仰皇化以载驰。闻大华而跃踊。头面伸其尽礼，赞叹从其下陈”。当亦包括百济使臣在内。不仅使者听皇帝讲经，百济也有僧人入梁求法。《观音灵验记》云：“有沙门发正者，百济人也。梁天监中负笈西渡，寻师学道，颇解议趣，亦明精进。在梁三十余年，不能顿忘桑梓，还归本土。”

从以佛教为纽带的联系而言，百济对梁武帝似乎尤为尊崇。《三国遗事》卷三原宗兴法条云：“又于大通元年（527）丁未，为梁帝创寺于熊川州，名大通寺。”注云：“熊川即公州也。……然恐非丁未也，乃中大通元年己酉岁（529）所创也。”不论是何年创立，但在首都所在之地为邻国皇帝立寺，在当时各国总算是少有的例子。

梁朝赴百济的中国人，遍及各个不同阶层，无论他们在两国史书上留下姓名与否，都对梁与百济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贡献。《梁书·百济传》载：“中大通六年（534），大同七年（541）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南史》文同。这里的《涅槃》等经义，当是指梁武帝自己所著各经的注解，即《梁书·武帝纪》所称“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悲》诸经义记数百卷。”《广宏明集》卷二一所载昭明太子萧统文章，有《谢敕赍制旨大涅槃要讲疏启》，称“后阁应敕木佛子奉宣敕旨，垂赍《制旨大般涅槃经讲疏》一部十帙，合目百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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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露妙典，先降殊恩。”又《谢敕赍制旨大集经讲疏启》称“宣诏王慧宝奉宣敕旨，垂赍《制旨大集经讲疏》三帙十六卷。……俯应天机，垂兹圣作。同真如而无尽，与日月而俱悬。”制旨意如后代所谓“御撰”。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七云，梁武作诸经“义疏”数百卷。讲疏、义记、义疏当为一事，指讲解注释。所谓“涅槃等经义”，当即泛指各经注解。这些讲疏或义记，可能就藏在前几年所建大通寺内吧！

据唐杜佑《通典》卷二七国子监条，梁国学有博士二人，太学博士八人。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百济传》的《毛诗》博士，当即五位五经博士之一，为高级专家，而非一般的太学博士了。

523年逝世的百济武宁王（斯麻王）墓中志石上，有南朝五铢钱，凝集成块，约九十枚。墓中还发现可能为梁朝遗物之青瓷六耳壶、环头大刀，和铜钵、铜匙各一对，都是文化交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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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赴百济的画师和工匠，其姓名人数都没留下记录，但他们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业绩，也可以从考古资料得到证明。公州宋山里百济古坟砖上的花纹，与南京所出梁代砖文酷似。宋山里茅六号坟发现的砖上，有用篦子刻画的文字：“梁官瓦为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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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梁朝匠人和他们的劳动成果在百济所起作用。

研究梁与百济关系时，有一件伤感动人的故事必须提到。《梁书·百济传》云：“太清三年（549），不知京师寇贼，犹遣使贡献。既至，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泣。侯景怒，囚执之，及景平方得还国。”（《南史·百济传》文略同）《梁书·侯景传》记述稍详：“是月（十一月），百济使至，见城邑丘墟，于端门外号泣，行路见者莫不洒泪。景闻之大怒，送小庄严寺，禁止不听出入。”（《南史·侯景传》文略同）《三国史记》卷二六综合两传，亦记此事。《百济传》用“并”字，说明使者不止一人。《侯景传》称“于端门外号泣”。据《酉阳杂俎·礼异篇》云，“梁正旦使：北使乘车至阙下，入端门，其门上层题曰朱明观。次曰应门，……次曰太阳门。”说明端门为宫阙头道正门，为贺正旦之北朝及外国使臣入朝所必经，亦临通衢大道，故使臣号泣于此，且有行路者得见也。



三、赴百济讲学的陆诩及其师友



《陈书·儒林传》郑灼下附陆诩传云：“陆诩少习崔灵恩《三礼义宗》。梁世百济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还除给事中、定阳令。天嘉初、侍始兴王伯茂读，迁尚书祠部郎中。”《南史·儒林传》陆诩亦附于郑灼传后，文略同，唯《三礼义宗》书名脱宗字。陆诩吴郡陆氏，疑亦五经博士之一，唯何时赴百济不可考。陆诩事迹虽其详不可得知，其人之师友却尚可踪迹。

盖崔灵恩见《梁书·儒林传》，称“清河武城人也。少笃学，从师遍通五经，尤精三礼三传。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国，高祖以其儒术，擢拜员外散骑侍郎，累迁兵部校尉兼国子博士。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南史》本传文同。陆诩少年时当在听讲者数百人之中。《三礼义宗》一书，《南史》及隋唐诸志皆作三十卷，《梁书》本传作四十七卷。其书宋元时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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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成四卷。《崇文总目》称其书合《周礼》、《仪礼》二戴之学，敷述贯事，该悉其义，推演宏深，有名前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凡两戴王郑异同，皆援引古书，商略可否，为礼学之最。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其说推本三礼，参取诸儒之论，博而核矣。可见崔灵恩为梁代礼学大师，陆诩亦专门名家，故梁武派遣他到百济去讲授礼学。

《陈书》、《南史》陆诩皆附于郑灼传。《陈书》称灼东阳信安人，少受业于皇侃。以本职中散大夫兼国子博士，卒于太建十三年（581）。传称灼精勤，尤明三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毫尽，每削用之。”传末又云，时有吴郡陆诩等，“俱以礼学自命”。可知陆诩年辈大致与郑灼相等或稍晚。日本有写本《丧服小记子本疏义》第五十九一卷，原藏田中光显家，后归早稻田大学。卷尾书名上有“内家私印”章，据传为光明皇后（701—760）之藏书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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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罗振玉考订，书中每见“灼案”字样，当即《陈书》之郑灼。其书当为皇侃《礼记子本义疏》。郑灼传只言“抄义疏”，文义不明确。罗氏以为郑灼抄义疏，同时附以自己见解，故本传不言其别有著述。罗氏又云，此卷用纸质松而薄，色浅黄，与唐代麻纸滑泽坚厚而色褐或深黄者大异。卷中不避陈隋唐诸帝讳，疑即郑灼在梁朝时所手书。罗氏之言，似可信据。今细检全卷，有数处称“崔云”，当即郑灼引用崔灵恩语。南朝尚玄学不重名物训诂，而喜义解，多以玄学解经。然《北史·儒林传》记南北治经学风，虽好尚不同，亦因经而异，“《礼》则同遵于郑氏”。此卷中讲释《礼记》，殊不见玄学解释，纯是汉儒训诂旧章。盖崔灵恩来自北方，原宗郑氏，南朝之《礼》学亦以郑氏为主，互相合拍，故郑灼所传者如此。估计陆诩在百济所讲授之礼经，亦本郑康成之学也。这些假设与推论如能成立，这个卷子与陆诩的师友都有关联，进而可以推想梁朝传入百济的礼学之渊源所自，对于研究百济与梁朝的文化交流，庶可由此再深入一步。






（《冰茧彩丝集》，成都出版社，1994年9月）





学术自述



我于1913年1月19日生于青岛。原籍安徽东至县，在北京、天津生长。自8岁起在天津家塾读书，计10年之久。在这期间，我读了四书、五经、《古文辞类纂》等，学习写作古文，对清儒考据著作也有所接触。塾师中受益最深的是24岁来周家、28岁即去世的南皮张潞雪先生（张曾敭次子）。在家塾里我还曾先后学习日语和英语。

1930年我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因专修科不算“正途”出身，1931年秋进入创办不久的辅仁大学历史系。辅仁的历史大师们不担任一年级的课程，因而次年又转回燕京大学历史系，成为二年级的插班生。在燕京大学，我受知于邓之诚（文如）、洪业（煨莲）先生。邓先生学识渊博，口才极佳，他讲授魏晋南北朝断代史，娓娓而谈，引人入胜。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就是由邓先生这门课培养而成的。洪先生教授史学方法（初级和高级），给了我考证和处理史料的严格训练。作为邓先生课程的学年论文，我在三年级时写了《魏收之史学》。我毕业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则是由洪先生出题并指导的，这是中国学人第一篇全面评价日本重要史学著作的文章。大学毕业时，我被推选为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毕业后我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肄业一年，此时曾去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感到眼前放一异彩，由衷佩服。后由陈先生推荐，我进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史语所的一年中，我尽情享受了自由自在无拘束地遨游书海的乐趣。在陈寅恪和傅斯年两先生的指导和熏陶之下，我水到渠成地写成了几篇文章。《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研究南人北人等各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及其消长，以及南朝少数民族问题，采用的视角在当时颇为新鲜。其中某些问题我曾写信请教陈寅恪先生，他的回信使人深感其思想的敏锐与活跃。《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一文解释了北朝史上这两个重要名词的含义，遂成定论。《论宇文周之种族》是根据傅斯年的启示写成的，以后也为学术界所承认。

1939年秋，母校燕京大学推荐我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后改名东亚语言文化系）学习。燕京给我的任务是研究日本语言文学。我深深服膺陈寅恪先生，感到要走他的学术道路应先具备他的条件，亦以到哈佛有机会学习梵文而私喜。在哈佛大学，我主要受教于叶理绥先生和柯拉克先生。叶理绥先生为俄裔法籍，是明治年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一个在国文学科毕业的外国人，后来被誉为“西方日本学之父”。柯拉克先生是哈佛第一代梵文教授兰门的弟子，兴趣在印度佛教，故而指导学生通读《佛所行赞》、《妙法莲华经》等为教材。1944年，我以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文包括天竺密教三位大师汉文传记的英译，以及脚注和考据性的附录20则，因是第一手资料，对西方佛教史学界颇有裨益。论文发表后，当即有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富路特教授致书称道，一本英文佛教史论著索引也推荐介绍了此文。我在1982年访美时，几位青年佛教史学家得知我是“三僧考”一文的作者，便告知曾复印此文以供随时参考，颇致钦挹。在哈佛读书期间，我曾担任美国陆军特别训练班的日文助教约两年。1944年毕业后，又在哈佛大学任日文教员两年。

1946年夏归国后，我先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副教授一年，讲授高级、初级日语及佛教翻译文学。1947年起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任课相同。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回忆初回国三四年间，意气风发，时时思如泉涌，研究精力颇为旺盛。这期间我在魏晋南北朝方面完成了《乞活考》、《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等，佛教史方面写了《牟子理惑论时代考》（胡适之先生曾致长函反驳此文观点）、《能仁与仁祠》等，敦煌学方面写了《杂抄考》，还参加了对“俗讲”的讨论。解放前夕，我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马坚、金克木、王森，清华大学的邵循正，燕京大学的翁独健等发起组织了东方学会，轮流举行学术报告，并准备出版刊物。在学会中，我曾作过关于牟子的报告。此时北京高校无人教授日本史，燕京、清华、北大三校的日本史课程由我一人承乏包办。

解放后，我在1951—1952年兼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52年秋院系调整后，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这期间，先后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历年在各校所教课程，有初级及高级日文、佛典翻译文学、中国通史（宋以前）、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中国历史文选等。1986年离休。

解放后一段时间中，和许多单纯而正派的知识分子一样，长期有一种负罪感，其来由不外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留学美国、脱离政治等等；因而自我改造的要求严格而迫切，对历次政治运动，思想上始终感到要紧跟、要革命。50年代初，北大历史系学习苏联教学计划，准备开设亚洲史的必修课和建立亚洲史教研室。领导提出要我负责，我觉得责无旁贷，毅然放弃从事多年的中国古代史而承担下来，着手草拟亚洲史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培养青年教师。这时我自己的亚洲史研究重点仍在日本史，以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辩证观点，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其成果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写于1956年号召“向科学进军”之时）、《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写于1962年所谓“回潮”之时）。还有一篇《明治维新前夕的对外关系》，原为1968年纪念维新百年而作，但因“文革”灾难未能完稿。这些文章把明治维新的性质确定为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这被中国学界接受为主流观点，《几个问题》一文还被日本左派史学家译成日文发表。80年代中期退休后，我得以把重点放在更感兴趣的江户时期。1990年我出版了《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共收有论文18篇，除去两篇关于明治维新的论文外，其余各篇均为这些年中完成。近年来我致力研究新井白石，并翻译了他的自传。

新中国成立后，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我广泛搜集资料，先后写作了一系列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文章，并出版了《中朝人民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这些工作不足以称研究，但很好地完成了当时的政治任务。

1958年“大跃进”时代曾兴起学生自编教材之风，60年代初周扬同志便采取纠偏措施，成立文科教材办公室，由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同志和我共同主编了四卷本的《世界通史》。此书力破“欧洲中心论”观点，材料具体丰富而确切，观点不求新奇，采用可信有据的公认结论；增加了大量亚非史及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比起前苏联的教材，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各大学历史系教师普遍认为相当合用。

80年代我还参与主持了两项工作。一是受周扬同志委托，主编了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我发凡起例，邀约19位有关专家，分章撰写了中国与22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交流史。力求以原始史料为基础，尽量吸收前人成果，重点放在文化的相互交流与促进上，避免只谈单方面影响。这是一部对史学工作者和外事工作者都有裨益的参考书。另一项工作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常务副主编孙毓棠逝世后，我接替了有关任务；同时并兼任魏晋南北朝部分的主编，还参加撰写了“南朝”等条目。中国历史卷计430万字，是40年来中国史研究成果的总检阅，也是第一部以中国历史为对象的百科全书。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写的七卷本巨著《人类科学文明发展史》，我在1980年应邀担任其第三卷（公元前7至后7世纪）编委会的委员。与旧版相比，对我所写日本、朝鲜两节，国际学界有“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之誉。

解放后我多次到亚、非、欧、美国家访问。80年代以前的访问，着重在文化学术交流名义下发展人民间的友谊；80年代后则多以交流学术为中心，同时也自然增强了友好关系。1997年2月我应邀赴日，接受大阪府所赠的山片蟠桃奖。这个奖项，是日本方面为介绍和研究日本文化成绩卓著的外国学者而设，每年颁予一人，已有十几人获奖，但中国人获得此奖尚属首次。

在敦煌研究方面，我在解放前的工作多是为发现的个别文献作跋；80年代进而接触了大量新材料，得以对敦煌书仪进行全面研究，这是“敦煌学”中极少有人耕耘的领域。我先后写作了《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与之二）》、《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书仪源流考》、《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等，并与赵和平合作出版了《唐五代书仪研究》。这些论著，对于写本书仪的类型、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等做了系统论述，填补了“敦煌学”的研究空白。我在日本所作报告，被收入《讲座敦煌汉文文献编》等书中。

少年在家塾读书时，就最喜读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佩服其分析推理之细密周到。后来遂打算继承郝懿行《晋宋书故》，着手对魏晋南北朝文献中的语词进行研究。在70、80年代之交，我完成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札记》中对大量名物制度进行追根寻源，充分利用了史书、诗文、敦煌写本、考古报告以及金石等材料，时或引证西周金文铭文、《仪礼》一类史料与古籍。而且对日本文献的熟悉也给我颇多助益。例如在“相闻、相知”条中，我不但说明了“相闻”是“通知某某”之意，而且指出此种用法沿袭至唐代并传入日本，日本古歌集《万叶集》中专立“相闻”一门，即指相互酬答。

《札记》除疏通语词本义之外，也尽力“通古今之变”，对诸多历史表象背后的重大政治线索予以深究。例如“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条，通过两段话语，揭示了宋文帝时身为宗室的临川王刘义庆在面临猜忌和诛杀时力图免祸之窘境，显示了“元嘉之治”的光晕之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尖锐。又如“曹氏司马氏之斗争”、“名教自然‘将毋同’思想之演变”、“西晋王朝对待吴人”、“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东晋以后政权嬗代之特征”、“王敦、桓温与南北民族矛盾”、“尔朱世隆传中所见官制”等条，都包括长篇综论，对当时政治、军事、文化、制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关节点深入剖析。

《札记》的这些工作，我认为还未能构筑巍峨大厦，而只起了加瓦添砖作用；但也扫除了不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时的“拦路虎”。日本学者川胜义雄1981年1月7日曾来信说：“……诸条中赅博之知识与精密之考证，至为叹服。要之，实痛感我辈外国人终难与本国学者相匹敌耳。”日本学者吉川忠夫称此书“是卓越见解与渊深广博知识的精彩结晶，堪以名著相称”。

80年代我针对魏晋南北朝史学作了一些探讨。解放前我对魏收之史学的研究，虽然细密，但今天我感觉还未超出传统史学的史例、史法之类衡量标准，是比较死板的一种做法。例如对崔浩“国史狱”这个重大事件，以往未能提出新的看法，视野也比较狭窄。80年代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深度和广度都不相同了，进而提出，崔浩所修国史的“备而不典”，如实记录了拓跋早期失国、乱伦等事，暴露了北魏统治者祖先的羞耻屈辱，是其罹祸的主要原因。我对拓跋氏早期历史和世系的有关辨析，被誉为“自来暧昧不明之北魏初期皇帝世系，可谓从此最后解决”。

在讨论史学史上的编年体和纪传体时，我指出最早的历史记载，大抵都是依年代顺序来叙述。中国最早的历史《春秋》是编年体，晋国、楚国的国史大约与鲁国史一样也是编年体，汲冢发现的魏国国史《纪年》也是编年体。编年体流行了约五百年后，才出现了纪传体的司马迁《史记》。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如公元前5世纪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本上是按年代顺序编写的。罗马著名史学家李维的《罗马史》，更是明确的编年体史书。在希罗多德之后约六百年，才出现了普鲁塔克的列传体《希腊罗马名人合传》。这就显示，要从人类思想的脉络和中外史学的比较，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阶段和意义。

史学的变迁与社会文化政治密切相关，因而我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也不限于史学史本身。魏晋以来王朝更迭多用禅代，政权交接以及其间的政治斗争，就直接体现在“国史断限”这类纠葛之上。西晋编撰国史时，曾有人提出把晋朝历史断限上延到曹魏正始元年或嘉平元年，我指出其目的就在于使曹芳被黜、曹髦被害等大事的非正义性有所减轻，以掩饰冲淡禅代过程中的阴谋与暴力；西晋和东晋的史学家，在这个事件上各自显示了不同面目。

我对南朝、北朝之史学特点加以比较，认为各有异同。南朝史学注重议论的“精意深旨”，看重对历史发展的洞察能力。如范晔《后汉书》的《党锢传序》从春秋以后世风的变化谈起，《宦者传序》从古代寺人制度谈起，《儒林传序》论述了东汉二百学官发展，《西羌传论》纵论了东汉以来羌人活动及汉廷迁徙政策的失误，这都是通过贯通今古、思辨分析而得出的深刻看法。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也有同样风格。而北朝如魏收《魏书》的“序”或“论”，就给人以就事论事、拘泥具体功过得失的感觉，缺乏通观全局的评论和对变化发展的把握。我进而从更高层次上，就南北文化的总体风貌来分析其南北史学异同的缘由。在文学上，“江左宫商发跃越，贵于清绮；河朔词意贞刚，重乎气质”；在佛学上，南朝重佛理辨析，北朝重修持实践；在经学上，也有“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的情况。南朝文化在玄学和佛学的推动促进下，偏重于分析思辨，故与北朝不同。用《论语》之言来概括，就是北方偏于“学而不思”，南朝偏于“思而不学”。这样，就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南北朝史学发展的不同趋势。

从南北朝史学异同入手，就可以体察到文化是既区分不同层次、类别的，又往往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贯穿其中。由此我提出，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文学、艺术、思想等属于“狭义文化”；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可算“广义文化”；而在一个民族的各个文化分支中，还可能潜存着一种共同素质，贯穿于各个方面，我名之为“深义文化”。南北史学的异同，与文学、宗教、经学等等的异同密切相关，从而显示了南北朝文化在格调和风貌上的总体差异，这就证明了“深义文化”的存在。

与之相类，我感到日本与中国的文化差异，也同时体现在“狭义文化”、“广义文化”和“深义文化”诸多方面。日本文化对自然的亲近和敏感，衣食住行上朴素、纤细的特点，重视体现责任与义务的“义理”，包容性、实用主义和善于模仿，以及蕴藏于日本文化深处的“苦涩”、“闲寂”情调等等，都构成了日本独有的文化特性。这就说明，文化是个整体，各个特点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离开了哪一方面，都解释不了这个文化整体。这三个层次由狭而广、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共同组成一个立体的文化定义和文化类型的分析模式；而“深义文化”，则最终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在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现象时，我发现有些影响在对方国家和民族中生根、发芽、结果，交流的结果长期存在；但也有一些影响在较短期间风靡一时，却未能生根发芽，不久即成陈迹。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不同情况呢？通过对具体例证的研究，我认为这取决于：一、交流的内容本身是否属于某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中有长远价值、经得起考验的精华；二、这种影响是否适应对方国家或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例如日本从7到9世纪尽力仿效唐代典章制度，但进入10世纪后庄园制兴起，贵族控制了政权，幕府取代了皇室地位，唐制不再适用，就形成了另一套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则不仅影响到了高丽王朝、越南李朝，还影响到了西方文官制度的诞生，这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则显示了文化交流中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不平衡现象。印度的佛教文化，影响了中国文化近两千年，在中国土地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印度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殊不显著。这都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研究。看来，狭义和广义的文化是比较容易相互学习、引进的，而深义文化，却不大容易被移植或引进。

培养研究生应是一个教授的职责，但我在这方面是有欠缺的。我的第一位研究生沈仁安同志是由助教转来，他识见敏锐，理论修养较好，研究的题目是日本现代工人运动，我不能赞一辞。他后来转而研究日本古代史和德川时代，取得很好成绩，现在已是将要退休的博士生导师。1963年又通过考试招了两名日本史研究生——叶昌纲、周启乾。由于1964—1965年的“四清”运动和1966年“文革”开始，既没有课程考试也没有作论文。其中，周启乾根据当时中央文件规定的“在职调干研究生原则上一律回原单位”的精神，于1968年回到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次年又随天津市万名干部“转”为工人，1972年入天津市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1981年赴日本一桥大学进修，1987年任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1989—1995年任所长，1999年退休，著有《明治的经济发展与中国》（日文）、《日俄关系简史》等，译有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四卷等，以及论文多篇。叶昌纲考取研究生后开始接触日本史并学习日语约一年。“文革”开始后，号召研究生揭发导师，叶昌纲农民出身，为人淳朴，积极追随“老佛爷”把我打倒，后分配至山西大学，未再见过面。

1978年梁效审查结束回系之后，曾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生。其中一人被派出国后主持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事务；一人原喜音乐，辗转数年以后终于归队成为音乐编辑；另一人出国，除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外，还攻读商业贸易获硕士学位，在公司中工作。三人可谓皆得其用，然与魏晋南北朝史无关。另有胡宝国在历史研究所，郭熹微被分配至宗教研究所，皆喜爱专业，努力奋斗，成绩卓著。

1998年秋，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周一良集》五卷，包括一、魏晋南北朝史论；二、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三、佛教史与敦煌学；四、日本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五、杂论与杂记。

我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史学方面。早年进学，受的是乾嘉朴学教育；在解放前的大学阶段和研究所中，又受到了西方近代史学的训练；建国以后，进而逐渐树立了另外两个观点：唯物的与辩证的，进入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阶段。我今天的看法是，这三种类型的训练有一共同之点，即要求历史必须真实或尽量接近于真实，不可弄虚作假，编造窜改。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后事之师”，起参考、借鉴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具备鲜明的辩证观点，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能由此而及彼，因小以见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纭错杂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如果说五十年来我的学问多少有些进步的话，那就是由于初步建立了这些观点。






1999年1月12日，由本人口授，阎步克执笔





我和魏晋南北朝史



两年前，张世林兄编辑学者自序的《学林春秋》，邀我写文，当时因病无法应命，勉强写了三首韵都押得不正确的小诗。现在世林兄又准备把上次未及收入的文章重新编入，作为再版，又来邀我。我深为世林兄的决心和热心所感动，这次一定应命，虽然我的学术成就是没有太多可说的。

我最初接触魏晋南北朝史，是在燕京大学听邓之诚先生讲断代史的时候。邓先生学问渊博，口才也好，讲课每每引人入胜，而魏晋南北朝史讲得尤其令人神往。听说他年轻时，关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写过专书，名为《南北朝风俗志》。燕京规定学期末不考试，写一篇学年论文。我在这课就写了一篇《魏收之史学》。魏收的《魏书》受人诽谤，我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魏书》并非“秽史”，实际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后来这篇文章登在《燕京学报》，那时我二十一岁。这就是我最初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著作的开始。四十七年以后，我为《百科全书》写“魏书”这一条，重翻旧文，发现其中颇有余季豫先生《四库提要辩证》所未及道者，因记以自勉。

但是，我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终身研究对象的决定，却是在听了陈寅恪先生的课以后的事。1935年毕业后，在燕京做了一年研究生，这时同学俞大纲兄盛赞他的表兄陈寅恪先生学问如何精湛。他正在清华讲魏晋南北朝史，我于是就去偷听。我听的第一课是讲石勒，从羯胡讲到唐代昭武九姓，讲到石国，旁征博引，非常精彩。对我而言，真是大开眼界，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那时听课的还有余逊、劳榦两兄。我们几个青年都喜欢听戏，大家共同欢喜赞叹，说听了陈先生这一堂课，就好像看了杨小楼的一场精彩表演。我由此暗下决心，决定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终身的研究对象，定要走陈寅恪先生的道路。

大概俞大纲先生把我的情况介绍给了陈寅恪先生，陈先生为了吸引人才，就推荐我去史语所工作。当时的史语所真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图书资料丰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完全自由研究；更没有什么升级、评工资等等的干扰，一心一意只是读书。从1936年秋天到1937年的6月间，我把八书二史读了一遍。我还是用旧的笨法子，遇到人名就查列传，遇到地名就查《地理志》，遇到官名就查《职官志》，这样互相比勘，同时参考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等等。

我注意到南朝境内汉族的侨人和旧人的区别。南朝境内少数民族很多，也注意到宋齐梁陈政府对于侨人和旧人的政策的前后不同，如此等等。同时也注意到社会上对于“婚”和“宦”两方面的重视。顺着这些思路，水到渠成，完成了第一篇论文《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和政府对待之政策》。北朝方面，我首先注意了北朝自始至终存在着“领民酋长”这个称号和晚期出现的“六州都督”。据我研究的结果，北魏除了像高车这样大的部落没有解散以外，还有一些属于鲜卑或者附属于鲜卑的匈奴、敕勒等等较小的部落也并没有解散，依然未成编户。而这些小的部落，他们的酋长就称为“领民酋长”。“领民酋长”最初是领有部落，逐渐演化成为没有部落但依然领民，所以称为“领民督将”或者“领民都督”。所谓“六州”，最初是指恒、云、燕、朔、蔚、显六州的流民，这些流民由北部南迁到冀、定、瀛三州，当时统率这六州流民的官，就称为“六州都督”，而“六州”这两个字，逐渐由实指地名，变成北方流民的代号，所以“六州都督”的“六州”已经不是指这六州地方的人了。这些名词的变化，实际是表示着历史发展的轨迹，要从历史发展变化来理解各个名词的真正含义。我又根据傅斯年先生的启发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宇文氏是匈奴而不是鲜卑，这个说法后来也得到承认。我还研究了北魏的镇戍制度。在这篇文章里面，我指出，研究一种制度，不能仅从静止的方面来考虑，还要从“动”的方面，就是它的运行方面来研究，这种说法也是对头的。我还写了两篇书评，一篇是评美国魏楷英译《魏书·释老志》，还有一篇是评日本冈崎文夫的《魏晋南北朝通史》。做了这样一些工作，可以算是我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第一阶段。

1937年抗战爆发，我回到天津家里，准备结婚以后再到南方去。而这期间，燕京大学的洪煨莲老师准备送我到哈佛大学去读书，改变了我的计划。在哈佛大学，燕京大学给我的任务是学习日本的语言文学，但我同时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去学习梵文，目的也是准备将来走陈寅恪先生的道路。在哈佛又教了两年日本语后，1946年回国。在这期间，就没有做关于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了。

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第二阶段，是从1946年回国一直到解放初期。在这期间，我的教课任务主要是日语，不需要太多准备，因此有充分的时间来搞研究。我写了一篇《乞活考》，考证西晋东晋之间的流民。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篇文章招来了灾难。但是这场灾难，三十年之后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请参看1998年8月号《读书》杂志）。我写了《北朝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又研究了南朝的官制和清浊问题，等等。同时还做了关于佛教史的研究，写了一篇《〈牟子理惑论〉时代考》。根据我的考证，《牟子理惑论》“序言”和本文一部分大概是公元2世纪末或3世纪初牟广的著作；而许多关于佛教的话，都比较迟，大约是3世纪末或4世纪初加入的。佛教史之外，还就敦煌文献写了一些文章。总之，这几年自己感到意气风发，有时候思如泉涌，觉得研究的潜力很强，可以涉猎许多方面。在哈佛时，老友杨联陞勉励我说将来可以继承陈寅老的衣钵。我觉得自己的聪明才智、悟性和记性都远远比不上陈先生，而陈先生的中国古典、外国语文各方面同样非我所能及；但是当时觉得，如果锲而不舍，努力用功，以后在某些问题、以至个别方面，接近陈先生的水平也不无可能。80年代与联陞兄在剑桥重晤时，他听说我有《札记》之作，便又赋诗勉励我说：“谁道沧桑荒旧业，犹能健笔作龙蟠。”岂知五十年来时移事异，我当年的幻想早已破灭，良友的期望也已成为泡影了。噫兮！

我在燕京教过一段魏晋南北朝史，当时就用陈先生的方法，讲课内容主要是自己的研究结果，颇受学生欢迎。在清华1949年以后才转到历史系，也讲过一段时间的魏晋南北朝史。院系调整以后，魏晋南北朝这一段断代史，由我的前辈魏晋南北朝专家余逊先生担任，我服从需要，改搞亚洲史。再加上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几十年魏晋南北朝史完全束之高阁了。

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第三个段落，是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的。我受审查期间，每天三段时间都要到工人师傅所在的办公室去。开始是写材料，很快就没的可写了。于是我就读二十四史。一部二十四史从头读起，读到《三国志》，如睹故人，坠欢重拾。于是我就开始写点札记，积累资料。我想先把史料复习一遍，然后再来从事研究。这就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的由来。《札记》一共三百四十几条，三十五万字。《三国志》和《晋书》有卢弼、吴士鉴两家的注解，而八书、二史，前人都没有笺注过，今天为它们作全面注解，也缺乏足够的材料。我于是乎仿照清代郝懿行《晋宋书故》的办法，就自己的理解所及，对史料做一点类似注解的工作，特别是词语方面，以供认真阅读这部分史书的同志参考。《札记》里面考证比较多，也有些议论讨论一些问题，类似《廿二史札记》。记得陈援庵先生逝世之后，邵循正兄有挽联说：“校雠捐故伎，不为乾嘉作殿军”，当时传诵。我现在这部《札记》，可以说是“愧为乾嘉作殿军”了，但是自信对今后读这些史书的同志，还是会有些帮助的。

1981年《札记》交稿以后，我又陆续写了十五六篇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文章和书评，这些论文涉及的以文化、典制、语言、文字为多，这和早年文史传统的熏习，以及由此养成的兴趣有关。这些文章虽不无一得之见，但殊乏突破之功，它们在有关领域中未能构筑巍峨大厦，而只起了添砖加瓦的作用。“史无前例”的十年之后，体力脑力犹堪驱使，贡献区区余热，对学术言，对个人言，都属大幸了。1989年，我在美国与老友王伊同教授共同写了一篇书评——《马瑞志教授英译〈世说新语〉商兑》。从此以后，我的主要精力就转移到敦煌写本书仪的研究和日本史料的翻译上来了。

我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前后二十几年，这些研究总体来讲，有什么特点呢？我想，我的研究工作的特点和别人比较之后，才能看得出来。就拿我们系里中国古代史方面的几位先生来说吧，我认为邓广铭先生的宋史研究可以说是面面俱精。他不但研究北宋，而且研究南宋；不但研究政治、经济，而且研究文化；不但研究而且能够注释文学作品，像《辛稼轩词》；特别是他除了研究考证之外，还能够自己写历史。这是非常难得的。再看王永兴先生的唐史研究，他在同一类型的题目上几十年步步深入，进步的轨迹可以说斑斑可考。田余庆先生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好学深思。我自从1997年右手不能握管，每天用左手简单写几句日记。记得1998年4月20日的日记里边，只有这样一句话：“看田文，苦心冥索，难怪得心脏病也。”盖指其考求北魏立太子后杀其母之制也。祝总斌先生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能够观其会通，诚如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他的宰相制度的研究是其一例。用别位史学家的研究特点来照一照自己，似乎看得更清楚一些。我对魏晋南北朝史没有总体的看法，也没有计划一个一个问题地突破。但是，我觉得在“通古今之变”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倾向。比如说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从《魏收之史学》到《论崔浩国史之狱》，一直到最后《论南北朝史学的异同》，这中间就在逐步融会贯通。陈琳国兄评我《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的文章题为《融会贯通渐臻化境》，虽然提得太高，我不敢当，但我觉得却也不是完全不着边际。我学术研究的另一个不同于诸家的特点，就是像西方谚语所说，自己是各个行业的小伙计，没有一行是老师傅。这是自谦的话，同时又不无自豪，可以说是未盖棺而定论了吧。

关于我三部著作的题签问题，想谈一点掌故。我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是由我父亲九十老人所题，老人的书法初学“蝯叟中年字”，后来又受唐人写经的影响。他的书法，直到九十多岁还写得既飘逸有致，又遒劲有力。但是老人非常谦虚，给我的家信里说，写了几条都不满意，都寄给我，由我自己选择吧。老人的谦虚可敬如此。《论集续编》的书名，是由远在大洋彼岸的堂叔志辅先生所题，他活到九十九岁，平生研究戏曲，有关于京剧历史的著作多种。编《百科全书·戏曲卷》时，协助张庚同志主持实际工作的俞琳同志，曾经提出要为他立一个条目，但是因为他侨居美国而放弃了这个意见。以后再编《百科全书·戏曲卷》，恐怕就该有他一席之地吧。6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是由亡弟珏良题签。珏良研究英美文学，有五十万字的文集，同时他非常喜欢书法，学习号称陈朝智永所写的《千字文》，同时受唐人写经的影响也很深。所以我挽他的联语中有“诗精中外，书追晋唐”之语。可惜的是，当时书名题签还没有署自己名字的习惯，所以这本书的题签就成了无名氏了。

关于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问题，需要在这里讲一下。根据陆键东同志的书，我似乎是被陈寅老处以“破门”之罚，但是我始终对这件事毫无怨怼之情，因为我深深了解陈先生的心情。还有一点我以前没有讲过，就是我自己心里始终很坦然，在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中，自信没有受到政治干扰，是没有违背陈先生的主张的。当然我也写过“奉命”文章，如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和论诸葛亮的法家思想，同时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中国与某些国家友好历史的文章，这些都是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我不认为这些是研究工作，把它们和研究论文严格分开。我认为属于研究工作性质的，是1976年以后出版的那两本书，与这些文章迥然不同，我认为是没有违背陈先生的宗旨的。在梁效时所写的《论九世纪前半期的唐朝政治》，是为了说明唐代某些诗人的政治背景，所以我才敢于拿它来为季羡林先生祝寿。总而言之，我自信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从来没有由于为“办得食”而“遂负如来”也。






（此文由阎步克同志笔录，谨致感谢。




1999年5月7日记。）





史语所一年



我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过一年——1936年秋至1937年夏。这一年，时间虽然不长，但我饱尝到在书海中遨游、自由自在搞研究的乐趣，打下了我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基础，也写出了几篇在这一尚少人耕耘的领域中还算有见地、有内容的文章。对我来说，这短短的一年确是很值得回忆的宝贵的一年。

我1935年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因未找到适当工作，在燕京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年五百元），做了研究生。当时燕京的制度是第一年按照两个颇长的书单自己阅读，学年终了举行笔试。中文书单包括《资治通鉴》等，西文书单有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回想起来，我当时未作长久之计，认真读这些书，这一年的时间，大部分用在陪女朋友在诗一般的燕京校园共度花晨月夕。她当时是国文系四年级学生，在写毕业论文。我实际上在等待她毕业一同离校。（俞平伯先生曾比喻过，清华园是散文，燕京是诗。）

另一方面，这一年我在学术上却又有极大的收获，就是偷听了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课，眼前放一异彩，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决心走他的道路。关于这一个情况，我在别处已谈得很多，兹不赘述。1936年暑假中，忽然得到同学俞大纲自南京来信告诉我，经陈先生推荐，史语所聘请我去工作。原来他已向陈先生（历史组组长）介绍了我的情况，陈先生同意向所里推荐通过，他才通知我。接受陈先生指导和搞研究工作，这两个条件对我而言都是求之不得的，我当然极愿意去。女友当时刚考上清华大学中文系做研究生，对我去南京也支持。我父亲与陈家关系很深，我祖父殁于南京，墓志即出于散原老人之手。师曾先生是他老友，为他画过不少画、刻过不少印章。他与方恪先生是青年时代同学，莫逆之交，至老不渝。父亲听说是陈寅恪先生推荐并跟他工作，也很高兴。但我同时又有一点顾虑，怕燕京的洪煨莲先生为燕京保存可能有用的力量，不同意我走。以前燕京搞明史的李晋华先生去史语所工作，洪先生曾为此大不高兴。俞大纲当已考虑到此，在信中赘了一句：“至于哈燕社奖学金、燕大硕士学位，我兄谅无所留恋也。”这话说得对，我当时对寅恪先生景仰之诚和追随之幸都远远在名利与学界派系考虑之上。凑巧当时暑假，洪先生不在学校，对我的决定未形成阻力。

南下前，我叮嘱女友，到清华后一定去听陈先生的课，并作详细笔记，以便我学习陈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

赴南京前，到清华园西院谒见陈先生。他对我的情况似颇了解，未多垂询。说他作历史组组长，也是遥领，参预决策，组中一切事务均由所长傅孟真先生处理。但研究工作中的问题由他负责，可以通信联系。

俞大纲先生到浦口相迎，共乘轮渡过江。黄而浊的扬子江水使我颇感失望。中央研究院在北极阁下，史语所占其中一座大楼。傅先生见我表示欢迎后说：“请你来做助理员，但目前没有名额，暂时给你图书员名义，但做助理员工作，薪水同样八十元一月，明年再改为助理员。”这些我都无意见。傅先生交代我的研究任务是魏晋南北朝史，并说“将来写出文章，够水平就在集刊发表”。他没有命题作文，也没有给任何条条框框，更没有把文章和升级、提薪联系起来。因此我感到，史语所的研究工作是纯粹为学术而学术，不带任何一点功利主义，是完全自由研究。

我在燕京时写《魏收之史学》，对北朝史有所涉猎，因此现在计划从南朝着手，先读沈约《宋书》。我仍采用私塾办法，用朱笔点读。因为只有自己断句，才能理解得比较确切，而无遗漏。如果自己断不了句，必然是没懂，就迫使你思考。

史料多多益善，越完备越好，才便于比较，去伪存真。在索引工作很不完备，更无计算机可言的年代，只有靠笨法子。我每逢人名就去查本传，逢地名就查地理志，逢官名就查职官志。关于重要时代和事件，我必然翻阅《资治通鉴》。宋代保存的魏晋南北朝史料比今天多，而司马温公断制有方，所叙多可信赖也。清人长于史料考证，读史必须利用。我读正史必同时检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书考订最精，赵书融会贯通史事，王书稍差，亦不无用处。

在精读正史之外，我还涉猎一些有关时代的子部著作，如《世说新语》、《异苑》、《颜氏家训》等；集部著作，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有关部分；金石书如《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证》等。

总之，在史语所的这一年，我比较仔细地读了八书中《隋书》以外的七部，参阅了《南北史》，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在广泛阅读史料过程中，自然遇到某些引起注意的现象。对这些现象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思考，得出所以如此的原因。再从其他未利用过的书中，有针对性地寻找补充证据，最后形成结论。一篇论文也就完成。我这一年中，写了四篇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论宇文周之种族》、《评魏楷英译魏书释老志》。宇文周一文是根据傅先生启示，为之论证。书评不算所里工作，给了母校历史系的《史学年报》。另外两篇则是广泛自由阅读基础上水到渠成写出来的。南朝各种人一篇，人口的计算方式可能不妥，但关于南北人在政治、社会各方面地位之消长，以及少数民族问题，所论在当时却颇新鲜。关于溪人曾通函请教陈先生。陈先生喜欢用明信片。想到一点就寄一张明信片，有时我一天收到好几张。他说自己“胸无定见，殊可笑也”，实际反映陈先生思想之敏锐与活跃。后来陈先生在关于《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文章中，回忆当时研讨之乐，有一段颇富感情的话。我在美国，胡适之先生举以见示，我读后深为感动。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都是北朝史中习见之称而不得其解者，我的文章初次做了解释，遂成定论。

史语所的办公室，一间约有三十多平米，几人合用，每人一书桌、一书架。平均占有的空间相当之大，各不相扰。记得我被安排的屋中，有劳榦、李家瑞两先生和一位书记。单身宿舍比较简陋，先在蓝家庄，后迁成贤里，我一直与全汉昇先生同屋。宿舍内不好工作，所以我晚间仍去办公室。有一晚我正在读法文，傅先生进来，说：“你将来还可以学点德文，以便看兰克和莫姆森的原著。”我当时想，这谈何容易！以后在哈佛为拿学位，学了德文，突击过关，以后不用，也就还给老师了。

所里有早晨签到的制度，考古组有一位青年名刘耀，总是蓬松头发，常常与我先后签到，相视一笑。他的姓名引起我的注意，此人即后来的尹达。所中不定期由各组举办报告会，有一次会上讨论中，傅先生对张政烺说：“你是最critical的，你对这问题怎么看？”可见傅先生对所中每人的业务情况是胸中有数的。有一次陈先生来南京开会，在所里与大家座谈。结束时傅先生对大家说，“陈先生不能在京久留，因为陈太太将要生儿子。”可惜傅先生善颂善祷的“吉言”未能实现。我还在全院大会上听过俞大维报告绥远抗战情况。哈佛大学学哲学的博士，竟成为全身戎装的兵工署长，我想是效法他的外曾祖曾国藩既能治学又能治军吧。

当时所里除历史组同仁外，与语言组的丁声树、周祖谟两位较熟，后来也都留在北京。我曾请教丁公京剧中尖团字问题。他说他的家乡河南方言里就有此区别，举出许多例证见告。我也从而悟出日语汉字读音中也区分得很清楚。如弓箭之箭与宝剑之剑、白雪之雪与红血之血。关于文字音韵方面，常常请教周祖谟。前几年研究日本新井白石，关于他所参考的明末清初字书的评价，都是得之于周公的。

史语所这一年中社交活动不多。傅先生曾邀我到家便饭，向傅老太太介绍说：“他的祖上在咱们山东做过大官。”所外史学界朋友只有陈沅远。他是燕京研究院毕业，以论文《唐代驿制考》知名，当时在水利部门工作，仍做些研究。我经常从所里替他借书，如《册府元龟》等。燕京1935年毕业班在南京约四五人，亦曾聚会。其中经济系的黄晟乃黄秋岳之子，抗战开始不久即以出卖军事情报，父子同处极刑。此外德国卫礼贤教授的儿子任国民政府顾问，其母也在京，我曾去访问她。德国老太太看见二十多年前自己哺育过的中国婴儿长大成人，异常高兴，相聚甚欢。她在所写卫礼贤的传记中记了此事。

1937年夏，我回天津探亲。抗战爆发，史语所内迁，我滞留天津租界家中，准备结婚后去内地。后有赴美机会，改变计划。

我在史语所办公室的藏书，由于傅先生的关怀，与所里藏书一起南运，在李庄曾起作用。周法高先生就曾利用过周乙量批注的《颜氏家训》。我的藏书和所中藏书一起复原到南京，后来又寄到北京。这件事使我非常感动。1946年，傅先生又有信给我，约我回所任历史组组长。我已与燕京有约，当然不能应命了。






1998年2月，周一良记，时年八十有五





纪念陈寅恪先生



我和在座的国内外诸位先生一样，抱着十分崇敬和无限怀念的心情，来纪念陈寅恪先生。我的发言，想分为三部分。一、从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认识陈先生，二三十年代一些青年学生心目中的陈先生，三、陈先生开拓的学术领域（魏晋南北朝史）的现状与发展。



一



第一，从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认识陈先生。这几句话就是：“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关于不古不今之学，汪荣祖教授在他的《史家陈寅恪传》中已有明确解释，认为是指中国历史的中古一段，亦即魏晋到隋唐这一时期。清华大学1932年秋季的学程说明中，说“以晋初至唐末为一整个历史时期”，当系陈先生所拟定。据传陈先生还曾说过，汉以前历史材料太少，问题不易说清楚，宋以后印刷术发明，书籍大量广泛流通，材料又太多，驾驭不易，所以选取魏晋到隋唐材料多少适中的一段作为研究对象。如果此话属实，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何陈先生选择了这个不古不今的段落。为什么说“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则不易理解。实际上，陈先生服膺于张之洞《劝学篇》中主张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这个理想是1898年即光绪廿四年戊戌变法前张之洞正式标举出来的。汪荣祖教授指出，光绪初年此说已经流行，所以他的《史家陈寅恪传》的第二章标题，径作“思想在同光之间”，我认为这样提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陈先生在审查报告中为何自称“咸丰、同治之世”，我猜想会不会因为曾国藩卒于1872年亦即同治十一年，所以用同治为断限？这只是毫无根据的臆测，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这句话倒是颇为清楚的，但我们今天对这句话的理解，也大有明确一下的必要。首先，陈先生说这话是在1933年，也就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的二十二年，说明陈先生之有取于曾国藩与张之洞，绝不是要在政治上效法他们，仍然忠于清室做遗老；其次，我们在80年代新中国的今天，推想陈先生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理想与实践，不能像极“左”路线流行时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把曾国藩只当做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目张之洞为力主镇压义和团的清廷帮凶，而抹杀他们两人的其他一切方面。如果这样，就无法正确认识陈先生的自述。可喜的是，我们今天已经有条件全面评价帝王将相统治阶级人物了。解放后也曾有人说过，曾国藩若不是镇压了太平天国，应当说他是封建社会中典型的完人。其实，即使如此，也应当承认曾国藩是封建社会中对儒家伦理道德能身体力行的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而张之洞呢，早年就和陈宝琛、张佩伦等并称为清流，是朝廷上敢于说话的知识分子，与号称浊流的以吏治能干见长的官僚相对立。以后他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当时仍有积极意义。在对待帝国主义方面，曾张二人固然不像徐桐之流那样盲目排外，也决非彻头彻尾投降。曾张两人都曾兴办洋务，不能否认其中有很大成分的目的是出于抗御外国侵略。中法战争时，张之洞起用冯子材，击败法军。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时，并非事事都按清廷投降意旨处理。由于他的努力，天津的地方官多少得到保全，他自己说“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正说明他民族良心未泯。曾国藩1870年教案办完后，1872年初就死去，看来跟他在天津碰上的糟心事不无关系。曾国藩之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太平天国要推翻而他所笃守的孔孟之道。曾国藩在军中不废读书，还想“以戴段钱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马之文章”。张之洞也是有学问的人。他19世纪70年代任四川学政时主持纂编的《书目答问》，八十年间一直是指导封建知识分子读书的津梁。解放后，此书仍是研究古典文献的人有用的参考工具。成都的尊经书院和广州的学海书院，都是张之洞创立的，它们在培育人才、传播文化方面，起了良好作用。我想，这就是陈先生心目中议论与之相近的曾湘乡与张南皮吧？我体会，无论做人或做学问，陈先生都是以广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为指导的。做人方面，他服膺旧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同时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及民主自由理想。做学问方面，他遵守乾嘉朴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同时吸收西方近代历史、语言科学的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政治角度来认识陈先生，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陈先生如同自来正直的士大夫一样，是爱国主义者。他关心时事政治，拥护清明的政治，痛恨腐败的政治。他热爱中华，反对对外国奴颜婢膝。在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中，各代政治所占地位极为重要，这一点大家读陈先生著作自然都清楚。但是，他本人又像历来某些士大夫那样，远离现实政治，不愿沾边。他自己明说，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在旧中国，他虽长期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历史组）主任，却始终住在清华园教书。在新中国，他坚辞第二历史所所长职务，始终不离广州。此无它，不愿居政治中心所在的南京与北京也。这可能出于他的书生气质，而这种气质之养成，很可能与他父亲陈散原（三立）先生的影响有关。徐一士《一士类稿·谈陈三立》条云：“不昔年北政府盛时，闽赣派诗团优游于江亭后海，或沽上之中原酒楼，往来频数，酬唱无虚；陈则驻景南天，茕茕匡庐钟阜间，冥索狂探，自饶真赏。及戊辰（1928）首会迁移，故都荒落，诗人太半南去，此叟忽尔北来。……此中委曲，殆非世俗所能喻。而其支离突兀，掉臂游行，迥异常人，尤可钦焉。”可见散原老人有意远离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就像他自己的诗句所说：“且作神州袖手人。”散原老人五个儿子中，只有一人从政，其余都从事文化教育，似亦可与陈先生之远离政治联系起来考察。

陈先生治史的观点，认为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等等之上。而在现实生活中，也贯彻了这个思想，这在悼念王静安（国维）先生的有关诗文中有集中反映。如《挽王静安先生》诗有句云：“文化神州丧一身。”挽词序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两年以后所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进一步阐述了文化超越政治，真理必须独立自由的道理：“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所以，陈先生在挽词中虽有“一死从容殉大伦”、“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以及“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之类的句子，表面上像是在哀悼作为清室遗老的王静安，实际上，陈先生认为王静安之死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不是一姓之兴亡（指清朝）所造成的。陈先生这种文化至上的观点始终未变。吴雨僧（宓）先生1961年重晤陈先生之后曾说，“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我看吴先生确是真知陈先生者。汪荣祖教授所著传记的“思想在同光之间”一章，以吴雨僧先生此语作为结尾，堪称史家卓识。我想海内外真正同情和了解陈先生的人，一定都同意汪荣祖教授不凡的史识。明乎此，然后可以理解两方面的现象：一方面，陈先生不去台湾，不走香港，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兴旺发达有所感受，“百花齐放听新莺”和“倍觉承平意味长”之类的句子，多少表达了这种情绪；另一方面，在解放后的诗中，又有不少低沉抑郁，愁苦凄绝不能自已的诗句，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执著依恋。这种痛苦的矛盾，陈先生自己始终没能解决，直到爆发所谓“文化大革命”。王静安先生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在形式上拖着辫子，还充当小“皇帝”的“南书房行走”，但他还有条件远离现实政治，没有参加他所不赞成的张勋复辟，且这种怀旧也没有妨碍他在中华民国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陈先生不幸而遭逢“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他虽欲远离政治而红卫兵的政治却不放过他，终于备受迫害而死。“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十二个字，可谓一字一泪，至今读之犹令人黯然神伤。汪荣祖教授所撰传记，以“废残难豹隐”五字作为全书倒数第二章的标题，真是点睛之笔。陈寅恪先生如果能活到打倒“四人帮”，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一起，迎接科学的春天，那该多么好啊！

陈先生的学术，我想用他自己描述王静安先生的话来形容和概括最为恰当：“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陈先生学问之博洽，早已有口皆碑。吴雨僧先生与陈先生在美国同学时，就“惊其博学”，以为“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杨遇夫（树达）先生1942年赠陈先生诗云，“朋交独畏陈夫子，万卷罗胸不肯忘”。我还记得唐立庵（兰）先生说过，当年吴子馨（世昌）先生同他纵论并世学人，曾作大言云，“当代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但更重要的是既博而又精，所以吴雨僧先生在“惊其博学”的四字考语之后，紧接着说了四个字：“服其卓识。”他归国以后在清华重晤陈先生，赠诗又有句云，“独步羡君成绝学”。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先生中常说“发前人未发之覆”。陈先生的每本著作，每篇文章，都可以当得起这句话。

陈先生何以能不断发前人未发之覆，他自己没有讲到过。我想，非凡的天资，其中包括敏锐的观察力与惊人的记忆力，是头一条。与天资并起作用的，是陈先生古今中外，博极群书。第三条是良好的训练，其中包括清代朴学的基础，古典诗文的修养，西方历史语言研究方法的训练，各种语言文学的掌握。最后但决非最不重要的一条，是勤奋刻苦。解放前卓然成一家的历史学大师中，完全地而不是部分地、充分地而不是稍稍地具备这四方面条件者，恐怕不多。解放以后，我粗学马列，感到陈先生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治学之道却充满朴素的辩证法，善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这也许是陈先生在解放前的史学界能够冠绝群伦的主要原因吧？陈先生不少论文处理的是小问题，但他从不就事论事，而是联系大问题来考察，亦即陈先生所说的因小以见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从微观到宏观，把两者结合起来。陈先生论述历史现象时，经常注意区别共性与个性，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他看历史问题很重视纵向观察，看源流和演变，能以几百年历史为背景来观察。正由于如此，陈先生的论著大都视野广阔而辨析精深，符合于辩证法，在讨论政治史时，无论人物、事件或典章制度，陈先生都不是就政治论政治，而往往联系到文化来考察其关系，这样就更全面而有说服力。陈先生开辟了运用文学作品阐述历史问题，又利用历史知识解说文学作品的崭新途径，左右逢源，令人叹服。陈先生渊博的梵文以及满蒙藏文知识，使他的学问具备另一特色。他不仅利用汉文以外的语言文字从对音和译义来考察汉文佛典、史书与诗文，还探索中国与印度在宗教思想以及文章体裁上的关系与影响，树立了如何深入研究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学的光辉典范。《蒙古源流笺证》由张孟劬（尔田）先生修订时，大都根据了陈先生用梵藏文字勘校所得的结果。

以上是我学习陈先生著作后试图展望的“涯岸”和试图寻求的“辙迹”，体会不深，远远不足以概括陈先生的卓越成就与丰硕业绩，希望在座诸位先生批评指正！



二



现在从我自己的体会，回忆一下30年代抗战前学历史的大学生心目中的陈先生。

我1931年进入辅仁大学历史系，那时辅仁开办不久，制度很不健全，对于低年级课程毫不重视。一年级有两门中国史课程。先秦史由驰名中外的中西交通史专家而与先秦研究了无关系的张亮尘（星烺）先生讲授，上课只是念好像根据马骕《绎史》编成的厚厚一册讲义。另一门中国近百年史，用中华书局出版陈怀所编《中国近百年史要》，教授却是柯凤荪（绍忞）先生长子、专精金石学的鉴藏家柯燕舲（昌泗）先生。柯先生不能阐发近百年史的要点，只喜欢大谈清末掌故，我当时倒颇感兴趣，但并未学到多少中国近代史。而辅仁大学中国文史方面著名学者如陈援庵（垣）先生、余季豫（嘉锡）先生、伦哲如（明）先生等，一年级学生都无缘接近，更谈不到亲聆教诲了。我感到不满足，决心转学；由于没有读过中学，所谓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师大等根本进不去，于是1932年转学到私立的燕京大学，插入历史系二年级。进燕京后头一年中国史方面的课程，有邓文如（之诚）先生的断代史和洪煨莲（业）先生的史学方法。当时燕京的断代史从秦汉讲起，除宋辽金元史由张亮尘先生来兼课之外，各段都由邓先生讲授。作为讲义用的《中华二千年史》，实际只是参考资料，邓先生讲课另起炉灶。他注重一个朝代兴亡治乱的大势和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间或讲些小典故。邓先生讲课娓娓而谈，很能吸引同学。记得邓先生开的断代史我都选修了，其中我对魏晋南北朝一段特别感兴趣。可能因为邓先生早年喜欢研究这段历史，还写过《南北朝风俗志》，所以讲课也特别精彩，我以后专搞这段历史，就是受了邓先生影响，引进门的师傅，就是邓文如先生。洪煨莲先生教的是历史系学生必修的史学方法，分初级、高级两门。初级史学方法从如何作卡片讲起，包括引书必须忠实于原文，引用前人说法和材料必须注明出处，尽量追溯第一手史料，如何写成一篇论文，如何列举参考书目，等等。对于对考据之学已略窥门径的我而言，这些内容未免显得卑浅无甚高论。但洪先生口才极好，讲课仍很引人入胜。他布置作业，让学生运用他所讲的方法试写论文，要求非常严格，这确实也是极有益的训练。以后我搞研究时的严肃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作风，是和洪先生的教导分不开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的序言，就是我在高级史学方法班上的作业。洪先生讲课内容使我长久不忘的，还有他所说：只要你掌握五个W，你就掌握了历史。五个W者，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也。

1935年我毕业后，又在燕京读了一年研究院。当时燕京有一位同学俞大纲先生（后在台湾逝世），是陈先生表弟，精于唐史。后入史语所工作。他经常向我们谈到陈先生学问既博且精，于魏晋隋唐的历史造诣尤深。1935年秋季，我做研究生比较空闲，抱着听听看的心理，到清华三院教室去偷听了陈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第一堂课讲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以及有关各种问题，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深深为之所吸引。同时从城里来听讲的，还有劳贞一（榦）先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和余让之（逊）先生（已故北京大学教授）。他们两位都从北大史学系毕业不久，当时已在史语所工作，我们都很喜欢听京戏，第一堂课听下来之后，三人不约而同地欢喜赞叹，五体投地，认为就如看了一场著名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感到异常“过瘾”。我从此风雨无阻到清华去听课，同时搜罗陈先生在各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来阅读，虽然当时对其中不少内容并不甚了了。现在回想，从劳余两位和我当时的反应看来，陈先生的讲课和北大、燕京两校老师确实不同，各有千秋。但陈先生讲课之所以使我们这些外校的学生们特别倾服，应有其原因。今天我回忆，当时想法有两点。一是陈先生谈问题总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地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就有深度，说服力更强。联想洪先生五个W之说，就觉得缺第六个更大的W即Why（为何），未免有不足之感了。当时另一点想法是，别位先生的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长期努力积累，似乎并不是办不到；而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无从着手，不可企及。这种认识当然与今天如何评价陈先生的学术无干，仅为了说明30年代的青年在心目中如何看待陈先生而已。

1936年夏间，我经俞大纲介绍，谒见了陈先生，他推荐我进了已经迁往南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先生是历史组组长，但并不过问具体事务，组内成员自由读书，选题研究。但陈先生在组内以至所内的威信极高，无形中的影响也极大。说起来可笑，当时我们几个史语所中的青年，甚至写文章引书的卷页号码，都仿效陈先生的做法，使用大写数字。回想我在燕京时所写关于魏收的史学、北魏镇戍制度的论文，明显是邓文如先生的路数。到史语所后一年中所写关于南朝各种人、宇文周种族、领民酋长等三篇论文，着眼于南北侨旧的分野、民族问题、婚宦问题等，研究的途径和成果，显然是陈先生影响下的产物了。

以后我得到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有机会赴美学习，燕京大学给我的任务，是搞日本语言文学，对此我也很有兴趣。但我对历史并不愿放弃。自己觉得，陈先生的天资及修养不能学而得之，非靠努力所能办到，但陈先生掌握的语言工具我如能略通一二，肯定有利于在历史研究上走陈先生的学术道路。因此我在哈佛大学的七年中，花了相当多时间精力学习梵文，计划以后教日本语文之余，继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1946年回国后，确也照此计划实行了。这里顺便谈一下陈先生对待朋友和后辈的态度。陈先生对朋辈的学术造诣，向来是备加推重的。他尊杨遇夫先生为“汉圣”，杨先生在回忆录中一再提到陈先生的鼓励。对于后辈，只要有一得之愚，他总不吝嘉奖，不少后辈的论著都有陈先生加以勉励的序文。我在清华中文系开“佛典翻译文学”课，系主任朱佩弦（自清）先生事后告诉我，他问过陈先生我行不行，陈先生表示赞成，朱先生才同意的。1946到1948年间，我有机会时聆陈先生教诲，同时给陈先生译读日文杂志的论文。解放以后，由于工作需要，我的任务屡变，游骑无归。再加以政治运动不断，精力分散，旧业务抛荒，新领域也未能深入下去。几十年来，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陈先生的学术道路我只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1964年我到广州，是解放后第一次也是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和先生相会，竟没有任何新成就向他老人家汇报。从那时到今天又是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来广州纪念陈先生，深感有负先生的厚望，心中无限惭愧。



三



陈先生的学问方面极为广泛，所开拓的领域很多，我只能就魏晋南北朝史发言。自己见闻非常有限，港台学术动态所知尤少，必然多所挂漏，希望批评指正！

追溯这段历史的研究，自从《三国志》、《晋书》和八书二史成书之后，头一个整理研究这四百年历史的，当推北宋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他利用正史和许多正史以外资料，审核比较，选择可信者笔之于书。他和助手们剪裁排比，把这四百年头绪纷繁的历史叙述得井然有序，体大思精，明白清楚。《通鉴》从建安元年（196）曹操奉献帝都许，到隋开皇九年（589）平陈，这一百一十五卷（占全书39％）就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成果，而《通鉴考异》则反映了研究的过程。清代学者在治经之余，有不少学者以治经之法治史。他们所考订多包括《三国志》以下诸史的史实、文字等等，如钱大昕、王鸣盛诸家。洪颐暄的《诸史考异》则专考订《三国志》、《晋书》和八书二史。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与上述各家有所不同，胪陈史事，贯串论述，也涉及这一段。此外还有各家的补表、补志等。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和吴士鉴的《晋书斠注》，汇总了清代学者对这两部史书的考订。大体可以说，清代学者在这一段的史料考订上取得了不少成绩，而在这段历史的研究上，则没有在司马光之外作出什么成就。

陈先生很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陈先生本人的著作，则在司马光之后把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陈先生把敏锐的观察力与缜密的思考力相结合，利用习见的史料，在政治、社会、民族、宗教、思想、文学等许多方面，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从现象深入本质，作出新鲜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想之外而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释。陈先生善于因小见大，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虽没有写出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那样综观全局、建立框架的论著，但除经济而外许多重要方面的大问题都接触到了。陈先生长于贯通、观察发展变化，如从南北朝分别找出唐代各种制度的渊源，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与唐史研究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五四以后关于古史的辩论很热闹，但对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的研究却异常寂寞。1928年清华改旧制为大学，陈先生应聘为中文、历史、哲学三系教授，1931年开始讲授“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专题课。而这段历史的研究，似乎也从此在史学界逐渐兴旺起来。从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陈先生逝世时，从事这段历史的研究并作出贡献的学者，不少是直接受业于陈先生的学生，如蒋天枢（文化史）、姚薇元（北朝胡姓）、谷霁光（府兵制）、杨联陞（社会经济）、汪篯（均田制）、徐高阮（《洛阳伽蓝记》、山涛论）、万绳楠（政治史）、胡守为（政治史），此外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何士骥（部曲）两人，都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但他们在清华时，陈先生主要研究满蒙梵文与汉文文献的对照，尚未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杨何两家著作中，也看不到陈先生影响。其他在此领域作出贡献而并非陈先生及门弟子者，有余逊（政治史）、贺昌群（土地制度）、武仙卿（经济史）、刘汝霖（学术史）、王仲荦（政治、文化）、马长寿（民族史）、劳榦（政治史）、唐长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方面）、谭其骧（民族史）、何兹全（经济、军事）、缪钺（政治、文化）、牟润孙（政治、文化）、王伊同（门阀）、严耕望（行政制度）等。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或多或少受了陈先生学风的影响。他们几乎都不是只研究魏晋南北朝，而是或上连秦汉，或下及隋唐，只有这样才能观历史之会通，这也是陈先生作出的榜样。其中谭其骧专治历史地理，缪钺长于文学，都兼及这段历史。唐长孺涉及多方面的三本论文集，姚薇元的胡姓考，严耕望的地方行政制度史，以及谭其骧、劳榦、何兹全的某些论文，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必读的论著。

陈先生逝世以后，特别是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以后这二十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蓬勃发展。首先是队伍扩大，形成了一些研究中心，并出版专门刊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有以熊德基、黄烈为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有关成员有张泽咸、朱大渭、童超等，出版了《魏晋隋唐史论集》。武汉大学有以唐长孺为首的3至9世纪史研究室，成员有陈仲安、黄惠贤、朱雷、陈国灿、杨德炳、卢开万等，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实际是论文集的谦称。北京师范大学有以何兹全为首的研究室，成员有黎虎、曹文柱、陈琳国等。四川大学有以缪钺为首的研究室，成员有刘琳、马德真、杨耀坤、朱大有、方北辰、吕一飞等。北京大学有以邓广铭为首的中国中古史中心，也有魏晋南北朝史组。有这方面的研究人员而未成立机构者，山东大学历史系有王仲荦、郑佩欣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有简修炜、刘精诚等；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有李培栋、严耀中等，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有蒋福亚、许福谦等。1984年成立了全国性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

这一领域的发展，还表现在断代的通史、略史的出现和史料的汇集、整理、校订、注释。全面和某一方面的通史，有王仲荦的系统巨著《魏晋南北史》，韩国磐的《魏晋南北朝史纲》、《南朝经济试探》、《北朝经济试探》，万绳楠的《魏晋南北朝史论稿》，朱大渭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李祖桓的《仇池国志》等。在若干通俗性略史中，程应镠的《南北朝史话》具有特色和深度。在史料的汇集、整理、校订、注释方面，有唐长孺多年苦心孤诣主编而成的《吐鲁番文书》，张泽咸、朱大渭的《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历史所的《柔然资料辑录》出版于1962年），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苏晋仁、萧炼子的《宋书乐志校注》，朱季海的《南齐书校议》，朱祖延的《北魏佚书考》，王仲荦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成书远在出版之前），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徐震谔的《世说新语校笺》，范祥雍的《洛阳伽蓝记校注》，杨勇的《洛阳伽蓝记校笺》（周祖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出版于1963年），王利器的《颜氏家训集解》，周法高的《颜氏家训汇注》，张忱石校点的《建康实录》等等。朱铭盘的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会要》，也在1984年以后陆续印出。

最近几年来，魏晋南北朝史领域中的专题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现在仅仅就我个人所能读到的论著，述其大概。挂一漏万，只能作为举例说明而已。

陈先生关于经济史方面谈得很少。唐长孺在这方面有所论述，他的学生高敏作了进一步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由于材料限制，难作系统概论，但高敏对某些关键问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如论定两晋的占田与名田相同，指私有土地，而课田为课税之私田；黄籍为西晋以来正规户籍，白籍为土断以前侨户之籍。其他对吴屯田、食干制、徭役、杂户制等，都提出了富于启发性的新解释，取得可喜的结论。田余庆研究东晋百年间的政治史（《东晋门阀政治》），研究“王与马共天下”的由来，区别旧族门户与新出门户，探讨东晋侨姓门阀的主要来源，肯定门阀政治为皇权政治的变态，论证门阀政治与流民的关系、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及文化面貌，从理论上指出门阀政治的暂时性与过渡性。祝总斌研究汉晋到南北朝的宰相制度（《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以这段时期皇权相权的相互关系为线索，追溯了从汉代三公到唐代三省之间的演变，把八百年间中枢政权所在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如果我们用陈先生的学风和道路来衡量，田祝两家的研究都是在对个别问题细密考证的基础上，放眼纵观东晋南朝二百几十年或汉代到唐代八百年历史，从而收到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效果。陈先生具备朴素的辩证法，田祝两家则是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处理历史问题，善于分析与联系，两家的著作中其例甚多。前者如论证司马越与司马颖分为两派，而又孕育出司马睿的江左政权；东晋诸王对待北方胡族有亲匈奴与亲鲜卑之别，因而影响政治史的发展；北府兵与政治的关系——由门阀士族控制的军队变为次等士族的军队等等。后者如辨析官职名称前后虽相同而作用已异，或者前后官职名称虽异而作用相同；结合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甚至官衙地点所在，来分析官职作用的变化等等。这样的研究能迭出新意，以至有些史学界长期笃信的说法亦为之动摇。如桓温枋头之败自来认为他政治上从此倒霉，而田书论证桓氏实际上从此在江左得势；西晋荀勖由中书令迁尚书令，说“夺我凤凰池”，自来据此语断定尚书令不如中书令重要，而祝书认为荀勖此话用意别有所在，不能据此断定中书令重要性在尚书令之上。少数民族问题为魏晋南北朝史之关键问题，近几年周伟洲的研究取得了扎实可喜的成就（《汉赵国史》、《敕勒与柔然》、《南凉与西秦》、《吐谷浑史》），曹永年结合考古资料，对鲜卑拓跋氏早期历史作了极富启发性的探讨，为北方民族史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黄烈的《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重点实际在这一段，对许多重要问题都提出了新颖的看法，尤其是在理论方面作了有益的探讨。米文平发现嘎仙洞北魏刻石及其有关论著，更为北朝史研究增添了光彩。

据我个人所看到，近几年各大学历史系博士硕士生的研究论文，也颇有涉及这一领域的。这些论文大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中不乏宏观与微观结合，颇具新意的研究成果。有的虽是老问题，如侨州郡县，研究者却能从长期以来纷纭难解的历史现象中理出头绪与规律来，从新的角度加以探讨，胜过了清代学者。有的则完全从新途径进行考察，如文化地理。我再重申一下，这里所举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只是就我个人所读到的论著，发表个人看法，主观片面肯定不免。全面的综述，请参看《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年度的概况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的有关部分。

话已经说得太长。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发展前景，我想首先是今后不能局限于这四百年，必须上下贯通，综合考察。研究方向，恐怕社会史、文化史和地区史的各种问题，都应当提上日程。当我们今天纪念陈寅恪先生的时候，我衷心希望今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把陈先生开拓的这个领域发扬光大，不断深入，继续前进！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




注　释






【1】

 184年凉州黄巾攻入四川，见《华阳国志》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





【2】

 《蜀志》卷十《李严传》注引亮答严书说：“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这是诸葛亮自己谦逊的话。是指他的才能而言，不是指经济上或社会上的地位。例如姜维是个“布衣”，而《蜀志》十四本传载诸葛亮的话称他为“凉州上士”，也与经济上或社会上地位无关。





【3】

 据《蜀志》卷五《亮传》注引《献帝春秋》，其中所记诸葛玄事迹和陈寿所记有出入。





【4】

 《太平御览》卷四五九《人事部》一百鉴戒条诸葛亮诫外生语。





【5】

 《蜀志》卷二《先主传》注引敕后主诏及罗泌《路史》注。





【6】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7】

 《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锦条。





【8】

 同上锦条引《丹阳记》：“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





【9】

 《蜀志》九《吕乂传》。





【10】

 《太平御览》卷七六三《器物部》八有一条载诸葛亮关于作部制造刀斧的指示。





【11】

 《蜀志》卷五亮传注引。





【12】

 《通鉴》卷七○黄初六年。





【13】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14】

 《蜀志》卷十三《李恢传》。





【15】

 “南中”七郡是益州（云南晋宁县地，不是指四川而言的益州）、永昌（云南保山县地）、牂牁（贵州遵义以南一带地方）、越巂、朱提（四川宜宾县地）和分出来的兴古、云南。





【16】

 以上论述主要是依据陈寿《三国志》和常璩《华阳国志》，证明习凿齿《汉晋春秋》记载的不确。常璩和习凿齿都是四世纪中叶时人，但常璩是蜀人，他关于蜀汉的记载自应比较可信。裴松之在《魏志》卷二八《王凌传》注征引《汉晋春秋》以后，加以案语云：“如此言之类，皆前史所不载，而独出习氏。且制言法体不似于昔，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表示他对《汉晋春秋》某些记载的怀疑。《蜀志》卷九《董允传》裴注注意到习氏所著《汉晋春秋》和《襄阳记》两书记述之自相冲突，下断语说：“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的也。”由此看来，我们信赖陈寿和常璩的资料，拿它来订正习凿齿的记载，应该是较合于“去伪存真”的甄别方法的。





【17】

 《蜀志》卷十二《谯周传》。





【18】

 此节主要依据《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的资料，略加诠释推论。





【19】

 张澍《诸葛忠武侯故事》卷四所引《边防记》、《述异录》、《滇记》等书，记载诸葛亮控制西南诸部族的各种手段，如所谓“穷彝法”，以及一些使彝人“终岁勤劳，弗获闲居思叛”，“号令群彝使其不敢与汉人为伍”的办法。大都系后代传说，附会到诸蔼亮身上。然而也反映出封建统治阶级控制彝人的毒恶方法。





【20】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21】

 参看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第一期记《三国演义》座谈会。





【22】

 参看日本渡部武氏《关于〈世说新语〉以前的〈世说〉传本问题》，载《安田学园研究纪要》第十七号。





【23】

 《南史》十三《刘义庆传》说：“所著《世说》十卷，撰《集林》二百卷，并行于世。”而《宋书》本传里关于义庆的著述只举了《徐州先贤传》和《典叙》，没有提《世说》。





【24】

 《梁书》三五《萧子恪传》，下同。





【25】

 语见《南史》六二《顾协传》。萧衍虽被高欢、侯景目为“吴翁”、“吴儿老公”，他自己则仍以北来侨姓门阀自命，北方高凉之语可以适用。





【26】

 《梁书》一《本纪》。





【27】

 《梁书》二《本纪》。





【28】

 《梁书》十本传。





【29】

 参看宫崎市定氏《九品官人法研究》第四章。





【30】

 《梁书》三三《王筠传》。





【31】

 《梁书》二一《王峻传》：“琅玡临沂人，曾祖敬弘，有重名于宋世。”王峻的儿子娶梁武帝之弟始兴王憺女繁昌县主，而王峻对萧憺说，“臣太祖是谢仁诅〔谢尚〕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可见王谢自视甚高而不把萧梁皇室放在眼里。





【32】

 见《梁书》一六、二一本传。





【33】

 《梁书》三七。





【34】

 《颜氏家训·勉学·涉务》。





【35】

 《梁书》、《南史》《周舍传》皆作“仪体”，当是南北朝习语。《宋书》四二《王弘传》，“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陈书》十六《刘师知传》：“工文笔，善仪体，台阁故事多所详悉。”《通鉴》一七○胡注：仪体谓朝仪国体。宋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引《本起录》，“先生于吉凶内外仪体表笔爰及笺疏启牒，莫不绝众”。仪体大约指礼仪作法，即《隋唐·经籍志·仪注篇》所列《徐爰家仪》、《赵李家仪》之类的内容。《云笈七签》一○七有陶翊《华阳陶隐居先生本起集》，当即贾嵩所引者，但作“吉凶内外仪礼表章”，体误为礼，表章的章字疑亦误。





【36】

 《隋书·百官志上》载，梁郡县“有迎新逆〔送？〕故等员”。“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并以定令”。“陈依梁制，……诸州光迎主簿西曹左奏及经为挽郎得仕。其诸郡唯正王任丹阳尹，经迎得出身，庶姓尹则不得”。似乎担任州的迎主簿与担任皇帝大丧时的挽郎一样，是一种荣誉，可以由此出身进入仕途。郡的迎主簿则只有正王任丹阳尹时，迎主簿可以享受荣誉。扬州、南徐州的迎主簿特别保留给高门子弟担任。





【37】

 日本中村圭尔氏有《刘岱墓志铭考》一文（载《东洋学报》第61卷第3、4期），根据墓志所记婚姻关系，论证南朝门阀士族中不同集团不相通婚。东莞刘氏、东海徐氏、东莞臧氏、下邳赵氏、高平檀氏、河东裴氏、乐安任氏等属于相互通婚的集团，而琅玡王氏、济阳江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河南褚氏、庐江何氏、兰陵萧氏等则与前面诸族不相通婚，只有他们彼此之间才相互通婚。希读者参看。中村氏称之为通婚集团，但作为士族中之不同阶层更妥当。因为不同阶层之间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通婚。否则徐勉就不会向王家江家求亲，而被目为寒门的范阳张氏确与兰陵萧氏通了婚。





【38】

 《梁书》三七本传。





【39】

 《南史》七五本传。朱异吴郡钱塘人，非东吴高门朱张顾陆之朱。顾欢的籍贯，《南齐书》五四本传作吴郡盐官人，《南史》本传作吴兴盐官人。陈马枢《道学传》作吴郡吴人。据《南齐书·州郡志》，盐官属吴郡。周嘉猷《南北史世系表》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谓顾荣弟徽为侍中，久居盐官。而《南齐书·顾欢传》言欢“祖赳，晋隆安末避乱徙居”。所以盐官县虽有东吴的吴郡顾氏一支，但顾欢不属于它。





【40】

 《南史》六二本传。





【41】

 《南史》八十《侯景传》。





【42】

 《梁书》三四本传。





【43】

 《梁书》三三、《南史》三一本传。





【44】

 《南齐书》三三《张绪传》。





【45】

 《梁书》三六本传。





【46】

 《梁书》二四本传。





【47】

 《梁书·本纪》及卷四八《儒林传》。





【48】

 中村圭尔氏有《士庶区别小论》一文，举证甚详，载《史学杂志》第88卷第2期，希读者参看。





【49】

 《魏书》四一《源子恭传》。





【50】

 这一节中引文皆出于《通鉴》。





【51】

 《通鉴》一四三注。





【52】

 《南史》七○《郭祖深传》所上封事语。





【53】

 《梁书》三八《贺琛传》。《通鉴》一五九系贺琛上奏事于大同十一年。





【54】

 诸书都作丁亥。《通鉴》一六○胡注认为当是丁丑。今以陈垣先生《中西回史日历》核对，胡氏说是。





【55】

 晋王珉有子名练，见《晋书》六五。《太平广记》一一○王珉妻条引《辨正论》，三二三王胡条（未注出处），三八七王练条引《冥祥记》，都叙述神异传说，说王练前世是胡僧，故其父给他取名阿练。《周书》四七有强练、李练。《隋书》二三《五行志》载大豕称沙门为阿练。大约神奇怪诞或被认为有法术的人，都可称为练。王利器先生《颜氏家训集解》以为萧衍小字练儿即《大宝积经》的阿练儿，乃取名于佛教经典。但阿练儿与阿练若、阿兰若等都是同一梵字的音译，意为寂静之地，转指佛教寺院。萧衍的小字练儿或阿练；显然来自他家世信奉的道教，似与佛教名词无关。





【56】

 见刘敬叔《异苑》，钟嵘《诗品》亦记此事。





【57】

 陈国符氏辑本，见《道藏源流考》附录。下引《道学传》同。





【58】

 荷兰的佛教史学家徐理和教授有《佛教对早期道教的影响——对经文资料的分析》一文，分析了一百二十种道经里的佛教影响。惜尚未得见。





【59】

 《道学传》孟景翼传。





【60】

 语见《道学传》东乡宗超传。宋志磐《佛祖统纪》三七载天监十六年敕废天下道观，道士皆还俗，不知何据。疑不足信。





【61】

 《艺文类聚》十四沈约《武帝集序》说宋武帝刘裕“好清谈于暮年”，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62】

 参看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第五章。





【63】

 宋人以“意思深远”称赞日本扇上所画风景，可能指意境高超。此处“意思不远”自是贬义。





【64】

 护前犹言护短、骄傲，如《三国志·蜀志》六《关羽传》，“亮知羽护前”。又《吴志》十一《朱桓传》，“桓性护前，耻为人下”。《宋书》四二《刘穆之传》称刘瑀“性陵物护前，不欲人居己上”。也称为妒前，《三国志·魏志》二三《傅嘏传》注引《傅子》，“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护前”指保护自己居前，“妒前”指嫉妒别人居前，意思是一样的。





【65】

 《魏书》五四《高闾传》载闾建议：“明察畿甸之民，饥甚者出灵丘下馆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贫，乐业保土。”据《通鉴》一五九胡注，宋白曰“代州即古阴馆城，有上馆下馆。”





【66】

 平齐户又见《魏书·释老志》。关于平齐户的错误理解，参看日本塚本善隆氏的辨正，见《北魏之僧祇户、佛图户》（《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





【67】

 据本传张彝的曾祖张幸是南燕慕容超的东牟太守，“后率户归国，世祖嘉之，赐爵平陆侯，拜平远将军青州刺史。”东牟在山东蓬莱，何以能“招引河东民，”是个疑问。卷六九《裴瑗传》说，“太和中，析属河北郡”。裴氏是河东闻喜人，所谓“析属河北郡”，不知是否与张幸的招引河东民有关。志以存疑。





【68】

 《魏书》八七《节义传》书亡，当是后人用《北史》所补。





【69】

 见《隋书·经籍志》。隋志史部著录有《汉魏蜀吴旧事》、《杂事》等书。





【70】

 见《文选》任昉《王文宪集序》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唐修《晋书》李充传删去此数语。《隋书·经籍志》称著作郎李充。《通典》二六载晋制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杜佑自注言李充为大著作。而阮孝绪《七录·序》称著作佐郎，误。且晋时名佐著作郎，宋以后佐字始移下。





【71】

 《广弘明集》三阮孝绪《七录·序》。





【72】

 《报任安书》。





【73】

 陈寿谓蜀国不置史官，刘知几《史通·史官·曲笔篇》却驳其说，但刘知几所根据的只是“蜀志称王崇补东观，……又郤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因而下结论说“斯则典校无缺，属词有所矣”。东观是国家藏书之所，秘书郎是典书之官，入直东观可以指典校图籍、从事研究，不能即定其必然修撰国史。王崇所撰《蜀书》，乃蜀汉亡后私家撰述，非官修之史。陈寿蜀人，所言当有依据。参看缪钺，《三国志选注》前言注五。





【74】

 参看作者《读邺中记》。





【75】

 裴子野《宋略·总论》有“近古之弊化薄俗”语，与下文“宋氏之成败得失”相对，近古当亦指魏晋。





【76】

 关于孙盛书，参看陈国灿、李征的《吐鲁番出土的东晋写本晋阳秋残卷》，载《出土文物研究》。刘节先生说裴书“是否编年，乃一疑问”。案：隋唐《经籍志》、新唐及宋《艺文志》皆列于编年类，自应可信。《史通·模拟篇》称，“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下文举裴子野《宋略》为例云，“叙索虏临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二字衍）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其后三年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从始末先后之言及所举例看，显然裴书是编年体。又《宋略》有总论，盖仿干宝《晋纪》的总论，亦是旁证。





【77】

 杨殿珣《中国家谱通论》，载《图书季刊》新第3卷第1、2期合刊。常建华《家族谱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对我国家族谱研究有很好的介绍。





【78】

 《南史·王僧孺传》称贾弼之书“凡诸大品，略无遗缺。藏在秘阁，副在左户”。大品疑是用佛家经典著录名称，意为大部或足本，对节本而言。《通典·食货》亦记贾弼事，言“士庶略无遗缺”。《新唐书·柳冲传》作“甄析士庶无所遗”。诸书所记各家所撰百家谱，最多者亦只三十卷，而贾弼的书达七百多卷。因此可能为全南方境内侨与旧、士与庶家谱之总结集，所以卷帙如此庞大，但亦因此而未能流行。以后的人主要注意高门世族的谱系，庶族谱牒遂无人过问了。《梁书·王僧孺传》不载贾弼事。





【79】

 赵岐书不类谱牒，前人多已指出，参看程千帆《史通笺记》。





【80】

 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陈文据家谱多属于侨姓高门，因谓谱牒之学北朝重于南朝。但从记载看来恰恰相反，此说恐不确。





【81】

 贾氏世次《柳冲传》与《宰相世系表》所载不同，参看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二。





【82】

 《南史·王僧孺传》亦载沈约上奏，但不如《通典》之详。且删去“臣又以为”云云一段，即沈约又提出的用户籍来检查、核对家谱的建议。在沈约谈晋籍宜加宝爱之后，径接“武帝是以留意谱籍”云云。实际沈约原奏“臣又以为”以下一段建议，才是与武帝留意谱籍事相联系的。目的在纠正“巧伪”的家谱，所以才需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南史》删去第二条建议，武帝“留意谱籍”的话便无所承，与第一条关于审查户籍的内容也完全不相干。赵翼《陔余丛考》十七谱学条引沈约语，误以保存在下省的晋籍是谱牒，即贾弼所撰，是把户籍与家谱混淆为一事了。《晋书·百官志》载，渡江设左民尚书，十八曹郎中有左民曹，宋以后沿晋制。贾弼之书成后迁左民曹，盖掌户籍之部门，故利用旧户籍检查家谱的任务也由其完成。





【83】

 《新唐书·柳冲传》在“贾氏王氏谱学出焉”之下，紧接着说，“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似乎早在晋宋之世已有谱局之设，不如《通典》记述正确。郑樵《通志·氏族略》则谓“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更误。





【84】

 参看陈援庵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关于佛教的目录学及各家经录，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有详细论述。





【85】

 参看陈国符《道藏源流考》。





【86】

 敦煌写本残卷有晋史书，罗振玉定为邓粲《晋纪》。





【87】

 参看作者《晋书札记·干宝晋纪总论》。





【88】

 姚振宗疑姚察的《汉书集解》一卷即《汉书训纂》三十卷的节本，见《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一。





【89】

 隋志作为驳正《史记》的著作，故随《史记》入正史类。《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入杂史类，反而不妥。





【90】

 参看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的吴语》。





【91】

 《三国志·蜀志·孟光传》称“尤锐意三史”。《吴志·孙峻传》注引《吴书》言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吕蒙传》载蒙读三史。《魏书·阚骃传》称其“三史群言，经目则诵”。《刘昞传》言昞以三史文烦，著略记百三十篇。诸例皆在范晔书之前。关于三史，参看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92】

 在大量使用口语这一点外，刘知几还称赞王劭的直笔和长于叙事，见《叙事》、《曲笔》、《杂说》、《忤时》诸篇。所谓“今之学者”对王劭的非议，当指长孙无忌《隋书》及李延寿《北史》本传中的指责如“文词鄙野”、“大为有识所嗤鄙”之类。





【93】

 关于南北朝经济，参看韩国磬《魏晋南北朝史纲》。





【94】

 参看作者《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江氏世传家业与南北文化条》。





【95】

 如章帝纪论、中兴二十八将论、桓谭冯衍传论、袁安传论、班彪传论等。





【96】

 参看兴膳宏《宋书谢灵运传论综说》，译文载《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一）。





【97】

 参看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前言。





【98】

 参看作者《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崔浩国史之狱条》。





【99】

 参看缪钺《三国志选注·前言》。





【100】

 参看《梁书·沈约传》。





【101】

 参看《晋书》卷八九《刘沈传》。





【102】

 《晋书斠注》卷六引《文馆词林》卷六九五。





【103】

 《晋书》卷六。





【104】

 《三国志·魏志九》本传。





【105】

 《世说新语·任诞篇》。





【106】

 《晋书》卷八八本传。





【107】

 《世说新语·任诞篇》注引《竹林七贤论》。





【108】

 《世说新语·任诞篇》注引《竹林七贤论》。





【109】

 《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参看《陈书》卷三三《沈洙传》。





【110】

 见《晋书》卷八二《陈寿传》。





【111】

 《晋书》卷六十《张辅传》。





【112】

 参看宫川尚志氏《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第四章“中正制度研究”。





【113】

 《晋书》卷四五《刘毅传》。





【114】

 《晋书》卷七八《孔愉传》。





【115】

 《晋书》卷七十《卞壶传》。





【116】

 《宋书》卷六十《范泰传》。





【117】

 《宋书》卷六九本传。





【118】

 《宋书》卷八二。





【119】

 《南史》卷四本纪。





【120】

 《南史》卷五《明帝纪》。





【121】

 《南齐书》卷三三《张绪传》。





【122】

 越智重明氏引《全梁文》六七所收庾元威《论书》，其中说“梁制……私吊答中，彼此言感恩乖错者，州望须刺大中正，入清议，终身不得仕。盛名年少，宜留意勉之”。文意欠明晰。越智氏理解为梁代皇帝权威超越清议之证，似得其反。毋宁看做当时士大夫对清议尚非全无顾虑，更为接近。





【123】

 《南史》本纪亦载此事，“陷异域”作“隔在异域者”，立场措辞较为客观。





【124】

 《南齐书》卷五五《崔怀慎传》。





【125】

 《南齐书》卷五九《河南传》。





【126】

 《南齐书》卷五五。





【127】

 《梁书》卷三十。





【128】

 《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29】

 《通典》一八四。





【130】

 《通典》一○四。





【131】

 《南齐书》卷二三。





【132】

 《梁书》卷二一。





【133】

 《南史》卷四八；《梁书》卷二七。





【134】

 《梁书》卷三七。





【135】

 《高僧传》卷八。





【136】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史部载记类。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所引《邺中记》，有不见于今本者，不知何所依据。





【137】

 关于江敞，参看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一三史部杂传类。





【138】

 《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





【139】

 《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以下关于石勒的引文同。





【140】

 《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





【141】

 “户四十万”疑指人口数，参看拙作《北齐书札记·户四十万条》。





【142】

 《隋书》卷四六《赵熙传》。





【143】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九。





【144】

 《太平御览》卷一六一《州郡部》河北道相州条引，当即唐张太素所撰。





【145】

 见《艺文类聚》卷八十、《初学记》卷二五。





【146】

 本书又云，“石虎御床辟方三丈”，辟方一词疑指尺寸言。崔豹《古今注》“舜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作五明扇。汉公卿大夫皆用之”。





【147】

 本书皇后浴室条也说，“沟中先安铜笼疏，其次用葛，其次用纱，相去六七步断水”。笼疏当指格子，窗上的笼疏就是窗棂。《说文》“栊，槛也。”槛即格子或阑干。疏字义为通，此处借用为《说文》疋部的
 
 字。许云“读若疏”，“门户疏窗也”。段氏注引《西京赋》薛注，“疏，刻穿之也”，及古诗“交疏结绮窗”。笼疏当即栊
 
 。





【148】

 皆见《初学记》卷二五。





【149】

 亦称《洛阳宫舍记》，隋志不著录，参看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





【150】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四章，韩国磐《谈谈石勒》（《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方亭《羯族政治家石勒》（《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于德源《论石勒》（打印本）。





【151】

 《晋书·载记》不记年月。此处据《通鉴》。《太平御览》卷一二五引《十六国春秋·后燕录》作燕元二年（385）三月苻丕弃邺奔并州，则守城不到一年。从《通鉴》的记载看来，作三月误。





【152】

 《北齐书》卷四六《路去病传》。





【153】

 以下引文见《隋书》卷七三《梁彦光传》、《樊叔略传》，卷五六《令狐熙传》，卷四六《长孙平传》，卷六三《卫玄传》。





【154】

 参看作者《隋书札记·皇后预祭宗庙条》。





【155】

 参看作者《魏书札记·郦道元条》。





【156】

 见《艺文类聚》卷六二、《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裴注。关于邺城及三台遗址的调查，请参看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期）。今天相传为铜雀台的台基，据推断当为最南的金虎台。现存台基底部，东西约70余米，南北约120米，呈长方形。台基南端略高约9.5米；北端略低，高约8米有余。从二三公里以外，即可望见，可以想见当年三台崇峻。





【157】

 《初学记》卷七《地部》引。





【158】

 曹操所储石墨，数量相当多。所以几十年后，陆云还在致陆机信中说：“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颇见之不？今送二螺。”此处的石墨石炭当即后代的煤，所谓“中人”，当指煤气伤人。温酒及炙肉皆可用石炭，见《隋书·王劭传》。《东坡题跋》卷五书沈存中石墨条言，“近世无复此物”，又说隋宫人以蛾绿画眉，亦石墨之类，则是指铅。





【159】

 作者用了“当兵”一词，实际兵役二字恐包括作战以及其他力役。





【160】

 关于桓温，请参看夏毅辉《试论桓温》，载华东师大历史系学生会编《青年史学》第12期。





【161】

 田余庆同志有《论郗鉴》一文（见《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深入细致地论述了郗鉴等流人集团及当时政治形势。





【162】

 祝总斌同志《刘裕门第考》详尽论证刘裕属于低级士族，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163】

 本文章与美国匹资堡大学王伊同教授合撰。





【164】

 Richard B. Mather, Shih-shuo Hsin-yu,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6. 726页, $35.00.





【165】

 泉企的企字当从《北史》六六本传作人字下著山字作仚，即仙字，与“字思道”也相应。《北史》称“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参看唐长孺《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北齐书》、《洛阳伽蓝记》、《通鉴》皆误为企。





【166】

 此句为《魏书》四二《薛辩传》原文。《北史》三六本传称“北海王元颢入洛，宗人薛永宗、修义等又聚徒作乱，欲以应之”。太平真君年间（440—450）下距元颢入洛的永安二年（529）已八九十年，两处的薛永宗当非一人。





【167】

 引文见《魏书·百济传》，《三国史记》卷二六文同。





【168】

 参看韩国《百济研究》第17辑所载《浅说中国正史中所见到的百济史料》。





【169】

 古时书籍每十卷为一包，称一帙，见《金楼子·著书篇》。





【170】

 大川清著《百济の考古学》，第138页。





【171】

 大川氏书第255页。





【172】

 参看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四。





【173】

 日本指定此写本为国宝。罗振玉按原尺寸影印全卷，附跋文加以考订，题为《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早稻田大学藏贵重书选图录》载有卷子头部及尾部照相。





后　记



这本书是我多年来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一些心得、成果的汇集。从30年代邓文如（之诚）先生领进门开始，六十多年来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一直是我用力较勤的方向。

本书所收论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的12篇大多写于1949年之前，极少几篇发表于其后，但构思属稿仍在以前。下编的22篇文章大都写于70年代末以后，只有《论诸葛亮》一篇写于1954年。上编的论文曾在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此书今天已很难见到）中刊出；下编的18篇论文曾在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刊出，其余4篇则散见于别的书刊中。

上编的论文属早年之作，行文格式与今天通行者多有不同。为便利读者及全书体例的统一，做了一些技术上的处理。部分论文补充了一些新发现的资料，同时订正了原文中排印及行文中的一些讹误，但文章的整体框架则一仍其旧。

本集中成文最早的论文《魏收之史学》，系作者在当年的燕园学生宿舍所撰，距今已六十多年矣！今重读此文，不禁感慨系之。






周一良



1997年4月2日于朗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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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生思想　书生本质　史家学术






——周一良教授的学术生涯





赵和平



周一良，字太初，安徽东至人，1913年1月19日（旧历壬子年12月13日）出生于山东青岛市，2001年10月23日（旧历辛巳年9月7日）去世于北京蓝旗营家中，享年88岁。



一



先师太初先生原籍安徽省建德县，建德周氏家族是近代我国有名的大家族之一。曾祖父周馥（1837—1921年）字玉山，由李鸿章的幕府起家，官至两江总督和两广总督。祖父周学海（1856—1906年）字澄之，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官至浙江候补道，心不在仕途而性喜医学，校订刊刻《周氏医学丛书》。父亲周叔弢（1891—1984年）原名暹，是近代现代实业家，“南张（謇）北周（学熙）”之“北周”系统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严于律己，思想与时俱进，去世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先师自幼即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氛围的家庭环境中。

先师八岁入塾（时已迁居天津），苦读十年，所学课程与一般私塾不同，其课业由弢翁亲自制定仿汉代旧制的课业，即以《孝经》、《论语》启蒙，继之以《孟子》、《诗经》、《礼记》、《左传》等经及《古文辞类纂》、《史记》、《尚书》、《韩非子》、《说文》、《资治通鉴》等，且按字体的发展顺序小篆、隶书、楷书习书法。弢翁所延塾师皆为有真才实学之名士，如张悫、毓廉、温肃、唐兰等。自1924年起，随日本家庭教师习日文四年，自1928年起，从英国家庭教师习英文三年。十年家馆，不仅具备了深厚的国学功底，而且打下了扎实的外文基础。

1930年赴北平求学，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唐兰先生在给当时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的容庚先生的信中说：“其人少年，学有根柢。”1932年秋，插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一代史学大家邓之诚（文如）、洪业（煨莲）、陈寅恪等，先后对一良师的治学产生过深刻影响。引进史学之门的是邓先生；治史一丝不苟的学风受益于洪先生；研究问题必探明“所以然”则得自陈先生启迪。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论文即为《大日本史之史学》，本科毕业后入研究院肄业，次年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京），以图书员名义担任助理员工作，在历史组组长陈寅恪先生指导下，专攻魏晋南北朝史。

1939年秋，由燕大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资助入美国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后改称东亚语言及文化系），从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日名英利世夫，西方日本学的奠基人）习日本语言文学，并从柯拉克（Walter Clark）习梵文，同时修习法、德等多种外语。1943年起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教日文。1944年，以《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Tantrism in China）通过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起任哈佛大学教员。

系统严格的家塾训练，开明而传统的家庭影响，完整严谨的现代高等教育，中外名师的教诲和熏陶，加之一良师的天资和勤奋，使之具备了治学的坚实基础及远见卓识。

1946年秋返国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次年秋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1951年至1952年兼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历年在各校所授课程有：日文、佛典翻译文学、中国通史（宋以前）、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历史文选等。自20世纪30年代迄今，在中国史、日本史、亚洲史、佛学、“敦煌学”、中外关系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的大部分论著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有的则开风气之先。

先师著述宏富，著《唐代的密宗》（英文，钱文忠中译本1996年）、《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亚洲各国史（上）》、《毕竟是书生》、《郊叟曝言》、《钻石婚杂忆》等书；撰《牟子理惑论时代考》、《敦煌写本书仪考》、《大日本史之史学》、《新井白石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序》、《纪念陈寅恪先生》、《我的〈我的前半生〉》等论文；译新井白石《折焚柴记》、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与师母邓懿合译）等；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与吴于廑合编《世界通史》（四卷本），任《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三卷本）常务副主编，1985年起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与文明发展史》第三卷编委会并撰写朝鲜、日本两节。与侯仁之先生共同担任《燕京学报》主编；与季羡林、饶宗颐先生共同担任《敦煌吐鲁番研究》主编等。

自50年代起，先师曾先后到法国、荷兰、摩洛哥、巴基斯坦、加纳、埃塞俄比亚、日本、美国、韩国等国讲学、访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发表演讲等，足迹遍及亚、欧、非、美，是国际著名的历史学家。



二



自1934年在《燕京学报》第18期发表首篇学术论文《魏收之史学》开始，先师在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史上着力最多，迄今已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等著作。读这三本书，不仅可以体会到先生深厚的国学基础，如对语词、名物、制度的诠释，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考证、溯源、辨析等，更可以体会到先生在中外贯通的基础上养成的深刻洞察力。

魏收之《魏书》，自其完稿之日起，即“众口
 然，号为秽史，投牒者相次”，使魏收难以招架，不得不“迴换”。自唐刘知几著《史通》讥评《魏书》，迄于近现代，诋毁者众，钻研者少，评价则多沿袭成说。先生在大学时，对邓之诚先生所授魏晋南北朝历史最感兴趣，邓先生的课引人入胜，颇见精彩，一良先生《魏收之史学》即是修完魏晋南北朝史后写的论文。这篇论文从魏收之为人说起，谓其“出乎侪类也，故恃才傲物，不矜细行，加之性褊不轻下人，好为诙诡奇谲之论，为世所指摘”；认为魏收“虽华辨过人，实非阿谀取容者”，“当文宣帝果于诛戮大臣之时，犹不忘委曲进谏”；“以名行奖掖后辈，迥异於轻薄仄媚之文人，居北齐纲纪废弛之世诚不多得者。惜乎后人不察，诬收无行，众口一词而莫改也。”然后，从今本《魏书》谈起，将《魏书》之取材于《国史》、崔鸿《十六国春秋》、《晋阳秋》及《续晋阳秋》之事实揭出，进而论及《魏书》之体例与书法，驳斥《史通》以及诸书之指摘，肯定了《魏书》符合史法，对争议最多的《魏书》之事实与论断，肯定其“《北史》事实论赞大抵全取《魏书》，惟略有删削，极少改易增添”；“《北史》删《魏书》者十之一，袭《魏书》者十之九，于以知魏收之书详略得当，近于实录。”这种不囿于成见，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层层深入的客观分析，既表现了作者的史才，又展现了作者的史识。论文发表时，一良先生年仅二十二岁。先生自云：“1981年3月，为草《百科全书》中《魏书》条，重读此文，距写时四十七年矣。文中所论颇有余季豫（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未及道者，记之以自勉。余日无多，今後之十年，务必努力，不能吃老本，须立新功也！”

1936年，一良先生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历史组组长陈寅恪先生指导下，专攻魏晋南北朝史。用一年时间仔细点读了八书二史，遇人名即查本传，遇地名就翻地理志，遇官名就检百官志，同时对照《通鉴》的记载，参考清代钱大昕等人的考证。一年下来，水到渠成，写了《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宇文周之种族》、《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三篇文章。与《魏收之史学》路子有所不同，是在陈寅恪先生影响之下的成果。在研究南朝各种人过程中，曾与时在清华的陈先生通信讨论。陈先生喜欢用明信片，有时想起一个问题或想法即提笔，往往一日数片。以后陈先生在《论魏书司马
 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前言（记于1942年9月9日于桂林良丰雁山别墅）中曾深情地忆及这时情景，他说：“噫！当与周君往复商讨之日，犹能从容闲暇，析疑论学，此日回思，可谓太平盛世，今则巨浸稽天，莫知所届，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

先师自言，“回忆六十年前在私塾中，最喜读王引之《经义述闻》和王国维《观堂集林》，对其中举证之详赡丰富，分析推理之细密周到，极为折服”。渊源有自的家学，著重小学的私塾及锲而不舍的精神，使其具备深厚的小学基础。二史八书及魏晋以降中古文献中，颇多只知其音，不知其意的习见词语，长期以来，少有学者专门探讨。从40年代末起，先生就发表了《读〈世说新语〉札记》、《读书杂识》等文章，对一些词语进行考释。70年代末，在艰难的条件下，一良先生“旧欢重拾”，撰成《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一书。《札记》一书收采宏富，正史《三国志》等十二史外，举凡后人的补编、杂史、典章制度史、文集、诗集、类书、道藏、佛经、考古成果，以至于《和名类聚钞》、《正仓院图录》等资料，只要有必要，哪怕是很生僻的，全都信手拈来，为我所用。《札记》大量参考和吸取古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所引不下数十种。对这些成果，或加采纳，或加补正。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见解，作出考证，许多是精审确当的。《札记》出版后，先师在收到样书后在扉页上自题云：“邵心恒兄挽陈援庵先生有联语云：‘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当时传诵。余之此著，则愧为乾嘉作殿军矣，可叹也。”乾嘉诸老是很少利用佛藏、道藏，更没有敦煌文书、考古报告可用，也不会使用到扶桑的《正仓院图录》，唯物、辩证二法更无论矣。《札记》中如《刘义庆传中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条，透过字里行间，揭示了刘宋集团内部斗争之激烈。《札记》包罗繁富，是治魏晋南北朝史之必备书，对其他各阶段古代史之研究，也甚有裨益或启发，如“博射”条、“风闻奏事”条等。而《札记》中所涉文学、语言、艺术、舞蹈、音乐、民俗、哲学之研究，可使读者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吸取营养。

《札记》中“崔浩国史之狱”条，在对拓跋氏早年婚姻关系杂乱之精审考证的前提下，推定北魏崔浩招祸之导火线确在所修国史“备而不典”上，补充了先生自己的修国史乃招祸之“近因”说（《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而就考证之说服力言，超过了其他学者以及周先生自己当年关于招祸之根本原因的种种推论。1980年底，一良先生将《崔浩国史之狱》及《从北魏几郡的户口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两篇文章寄请日本学者川胜义雄教授教正。次年1月7日，川胜先生用极工整的书写复函云：“自来暧昧不明之北魏初期皇亲世系，可谓从此最后解决。三长制实施之效果，可以从人口统计如此明显看出，亦非意想所及。《三国志札记》诸条中之该博之知识与精密之考证，至为叹服。要之，实痛感我辈外国人终难与本国学者相匹敌耳。”吉川忠夫则称此书“是卓越见解与渊深广博知识的精彩结晶，堪以名著相称”。川胜义雄与吉川忠夫教授的话，当然是体现其谦虚态度，但也是平心之论，是对一良师由衷赞佩的肺腑之言。

1991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则汇集了80年代一良先生的新作。如《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一文，比较东西方史学著作的发展，得出东西方史学由编年到纪传体演变的共同轨迹，启发人们去思索“人类思想的脉络”。《略论南北朝史学之异同》一文，认为“北人理胜其词，南人文过其意，这和北学渊综广博、南学清通简要的倾向，似乎也有相通之处。以佛教道教而言，北方重修行实践，南方重思索辨析，似乎并不相悖”；进而追索到南北朝时南北深义文化的差异，这种鞭辟入里的认识，非有把握文化发展史的卓识不能道出，更显示出一良先生以其中外贯通的素养治魏晋南北朝史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

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上的造诣，使他成为与唐长孺、何兹全、缪钺诸先生在这一领域齐名的大家。80年代初一良先生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里魏晋南北朝一段的主编任务，并参与撰写“南朝”等条目。孙毓棠先生去世后，又接替孙先生任《中国历史卷》（三卷）的常务副主编，而主编侯外庐先生长期卧病，后期的协调组织审阅决策工作由一良师在编辑部的协助下完成。中国历史卷全书430万字，是四十年来中国史研究成果的总检阅，也是第一部以中国历史为对象的百科全书。此书顺利刊出并受到学术界的推许，从而肯定了周先生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内的地位。



三



由于具有深厚的日本语言文学及历史研究方法的修养，日本史研究是先师用力最多的另一个学术领域。1934年，还是燕大学生的周先生就发表了《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开我国研究日本京都学派泰斗内藤湖南之先河，近年来仍受到海内外著名学者及权威刊物的重视。1935年燕京大学毕业论文即为《大日本史之史学》，此文对《大日本史》这部水户学的代表作，对其朱子学大义名分之传统史观作了深入研究，是我国在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

1939年入哈佛大学之后，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得叶理绥教授亲灸，又接触到汉和（日本）图书馆丰富的日文藏书，对日本文史的造诣则更上一层楼。1943年起在哈佛所办美国陆军特别训练班（Army Special Training Program）及海军军官培训班教日文。1944年获博士学位后，即在哈佛任日语教员，1946年归国，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设日文课，同时给燕京、清华、北大三校讲授日本史课。

1952年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之后不久，先师服从组织需要，以讲授日本史和亚洲史为主，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教学和研究的重心始终在日本史、亚洲史和世界史领域。在授课及学术组织领导工作之外，先生撰写了《日本明治维新前後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日本近代史分期兼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等重要的学术论文。1990年，先师关于日本史研究的论文集成《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刊出，书中共收十八篇论文。虽然各篇论文未编成章、节、目，但它具有构筑文化关系史理论框架的气势；内容涵盖古今；论述横贯中外；横向比较异同，纵向追根溯源；考证翔实，充分利用了中日双方资料。在《日本文化特征》一篇中，一良先生总结出日本文化的七项特征，即：（一）对于自然的亲近和敏感；（二）在日本民族衣食住行诸方面都有所体现的简单、朴素、纤细的特点；（三）与中国比较近似的家族观念；（四）日本人喜欢用“义理”，往往将“义理”与人情相对立，带有责任、义务的意思在内；（五）包容性，包容外来影响，包容自己的传统；（六）实用主义，以“需要”和“利”作为思想核心；（七）善于模仿。并且指出，“文化是个整体，各具特点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离开了哪一方面，都解释不了这个文化整体”。在《我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几点看法》一文中将日本文化的根本特征归纳为“苦涩”和“闲寂”。这充分显示一良师在日本史研究上所达到的高度。

自1990年始，先师着手翻译江户时代著名政治家和学者新井白石的自传《折焚柴记》（1998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出），1992年发表《新井白石论》，文中生动地记述了新井白石丰富多彩、波澜起伏的一生，“作为政治家的新井白石，在江户前期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多姿多彩的角色，其特立独行令人折服。作为学者的新井白石，以他的渊博知识和锐敏头脑，在历史、语言、文学各领域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江户时代学术巨星”。在《新井白石——中日文化交流的身体力行者》一文中，一良先生指出：“他吸取中国文化之菁华，浸润其中，濡染消化，把中国文化的精髓体现在他一生六十九年的事功、学术和文学创作之中。反过来，又用他写作的汉文、特别是汉诗，丰富了中国诗歌的宝藏，为中国诗人所学习欣赏。”“在几千年的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新井白石的贡献与作用是特殊卓越，难于匹敌的。”这两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引起学术界的瞩目。

一良师与师母邓懿先生合作，将美国学者霍尔（John Whitney Hall）的著作《日本——从史前到现代》译成中文（1997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给中国学术界了解西方日本史研究打开了一扇窗口。

作为中国的日本史学界与吴廷璆、邹有恒先生齐名的“三老”之一，一良先生还培育了如夏应元、沈仁安、周启乾、汤重南、王晓秋等一批日本史研究的专家。

1997年2月19日，日本大阪隆重举行了第十五届山片蟠桃日本研究大奖颁奖仪式，作为中国学者，一良师是获此大奖的第一人，他不仅以病残之躯，亲临与会，并且发表了演讲。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都作了报道。这是国际学术界对先生贡献的公认，是对先生日本学研究成果倍受日本学界重视与好评的证明，更是对先生研究日本历史文化卓著业绩的充分肯定。

由日本史而亚洲史，由亚洲史而世界史，是合乎逻辑的发展，50年代，一良师撰写了一批关于亚洲史的论文，先后出版了《中朝人民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等书；1956年开设亚洲各国史课程的上古、中世部分；1958年出版《亚洲各国古代史》上册，这些著述和课程，在我国均属首次。

一良师和吴于廑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2年初版，1972年、1980年再版）影响和培养了我国一代世界史学者。在谈到这本通史时，先生说：“写这部通史时，破除西欧中心论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也不是抄苏联的，还认为应有中国史内容，不能排除中国，当然不必写得过于具体，这部书有四个特点：一是材料要丰富，又要确切可靠。二是不搞太新奇的观点，苏联已僵化的观点也反对，采取公认的站得住脚的观点叙述。三是注意了东方；苏联强调突出西方，对亚非史注意不够；这部书破西欧中心，强调了亚洲、非洲，增加了许多亚非史的内容。四是注意全面；新增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从上古、中古到近代，均有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这部依靠集体智慧编纂的新中国成立後第一部世界通史，体现了当时所达到的水平和成就，在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良师的学术成就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1985年受聘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与文明发展史》第三卷（公元前7世纪至7世纪）编委会委员，多次赴欧洲参加编委会会议，并撰写本卷中朝鲜、日本两节。对此两节，国际学界有“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之誉。1996年11月，我在台北市郊区的中研院史语所，与应邀担任傅斯年讲座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杜希德教授（Denis Twitchett，《剑桥中国史》两主编之一，《剑桥日本史》四主编之一，英国学术院院士，大陆译为崔瑞德）晤面，时在座的有池田温先生和史语所黄清连博士。当我把与一良师合著的《唐五代书仪研究》赠与杜希德教授后，他亲切地询问起一良师的近况，并回忆他与一良师1982年在普林斯顿的会面，他说，周教授是世界级的历史学家。1992年，池田温教授任日本国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甫一到任，就邀请一良师和师母在友谊宾馆吃饭，我与荣新江得陪侍，席间的友好气氛及交谈自不必说，饭后，池田夫妇叫好计程车，池田先生亲自把老师和师母送回燕东园。这是我亲历的东西洋大学者对一良师的态度，从中我们不是更可以看到先生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吗？



四



佛教研究也是一良师毕生用力最勤的又一学术领域。据我多年来和先师的接触，他最服膺的20世纪长辈学人是王静安先生和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又是亲自指导过一良先生的父执辈，寅恪先生在佛教研究上的造诣自不必说，加之自庄严堪藏书中自有不少的佛教古籍善本，研究佛教又是20世纪前半之学术潮流，所以在哈佛求学期间，一良师便以惊人的毅力从哈佛第一代梵文教授兰曼传人柯拉克教授习梵文和佛经，并且选择了以密宗佛教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

1944年，先师以《Tantrism in China》一文通过答辩，获哈佛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此文的中文译名先师自译为《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钱文忠学长在译为中文时，征得一良先生首肯，定名为《唐代密宗》，“因此文固不止论及来华三僧也”。此文最早以英文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第8卷（1945年）第3、4号上。长期闭关自守及未开展像样的佛教研究，国内对这部重要著作竟毫无影响，正如钱文忠学长在《译后记》中所指出的：“这部发表在五十年前的论著仍然代表着我国学者研究中国早期密宗史的最高水准，迄今无出其右者。太初先生利用并校订了大量的中国、日本、印度史料，参考了代表当时最高水准，而现在似乎无法取代的英、德、法、日、中、印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唐代密宗为主要研究对象，广涉博考，左右逢源，纵横恣肆，今天读来，仍觉胜义纷陈，如入宝山。别的不说，只就范祥雍先生校点的《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而言，显然不知道此文的存在，未能利用参考，因而在《善无畏传》、《金刚智传》、《不空传》短短不到廿页的篇幅里，校勘、标点、符号等错误不下数十处之多。这固然是由于佛典历来号称难治所致，但是不也可见此文的价值所在吗？”在西方学者当中，研究密宗佛教的著作几乎都称到此文，可见此文在欧美受重视的程度。

1946年秋一良先生归国后，即在燕京大学开设“佛典翻译文学”课程，同时，继续从事佛教研究。这一时期撰有《〈牟子理惑论〉时代考》、《能仁与仁祠》、《论佛典翻译文学》、《佛家史观中之隋炀帝》、《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等多篇佛教研究论文，内容涉及佛教史、佛典翻译、宗教与政治等诸多方面，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方面的原因，除20世纪80年代后偶有涉及佛教研究的论文外，一良师再没有40年代那样专门的论著刊出，他的功力和才华再也没有得到展示。对于学术界来讲，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随着敦煌石室中数万件写本、印本及其他文物的发现，从20世纪初起就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重视，先师自云：“先父叔弢先生是著名藏书家和文物鉴赏家，我从小有机会接触敦煌写经。得闻陈寅恪先生‘预流’之说后，认识到‘敦煌学’的重要意义，也就所能见到的卷子作一些考订。”这就是今天收入《周一良集》（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第三卷中的《跋隋开皇写本〈禅数杂事〉残卷》、《敦煌写本杂钞考》、《跋敦煌写本〈法句经〉及〈法句譬喻经〉残卷三种》、《跋敦煌写本‘海中有神龟’》等文。40年代末及50年代初，先师撰有《读〈唐代俗讲考〉》、《敦煌壁画与佛经》两篇极有分量的论文，前一篇是研究敦煌俗文学的必读之作，开启了一良师50年代中参与编著《敦煌变文集》之先机；后一篇文章惜乎编《周一良集》时漏收，此文正是先师年富力强之时用壁画与佛经对照研究的力作，是研究敦煌壁画及佛经和其他敦煌文献时不能逾越的，它更开创了将文物与文献比勘研究的新方法。至于50年代中期《敦煌变文集》对敦煌文学研究的影响至深且巨，更毋庸赘言。

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于上世纪70年代末成立后，年近七旬的一良师又承担了敦煌写本书仪研究的课题，短短的几年中，先后撰写《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书仪源流考》、《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等五篇长文，对于敦煌写本书仪的概观、源流、类型，书仪中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等方面作了系统性的阐述，开创了“敦煌学”研究中一个新领域。自1984年起，笔者有幸在一良师指导下进行敦煌写本书仪的整理与研究。十几年来，一良师从宏观到微观，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既严格要求又时常鼓励，使笔者完成了对一百余件敦煌写本书仪的分类整理和初步研究，成果已汇集成《敦煌写本书仪研究》（1993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与《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199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两书虽由笔者撰写，但从体例到内容，从录文到研究，凝聚着一良师的许多心血，体现着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和促进学术研究的良苦用心。

一良师不仅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投入到“敦煌学”研究中，对这门学科的发展始终给予全面的关注并推动其健康前进。80年代初，他与季羡林先生等六十几位学者联名上书中央领导，促成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在担任北大历史系主任期间，不仅积极推动敦煌学课程的设立，还将对敦煌吐鲁番资料的研究列为中古史研究中心的主要课题之一。在可能的情况下，先师积极参加敦煌学的国际学术会议，2000年6月，首都师大召开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主办者希望先生能到会，时先生身体已很虚弱，凭轮椅才能行动，我到朗润园去接先生，并推着轮椅陪先生参加了开幕式，先生看到会议的盛况，十分高兴。对敦煌学界的后辈，先生倾注了更多的心血，据我所知，今天活跃在中国敦煌研究领域的学者，如姜伯勤、项楚、荣新江、郝春文、张涌泉、邓文宽等等，都得到过一良师的指点，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都有先师的心血。

1985年3月10日至4月6日，一良师应东京大学邀请再次东渡日本访问讲学，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由池田温先生主持的讲演会上，讲了敦煌写本书仪的类型问题；在东洋文库由榎一雄先生主持的讲演会上，讲了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的问题；在早稻田大学由长泽和俊先生主持的讲演会上，概括地讲了上述两方面内容；在京都大学由谷川道雄先生主持的讲演会上，和东海大学由藤家礼之助先生主持的讲演会上，讲了国内近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问题。在听讲演的专家学者之中，有日本著名东洋史专家山本达郎、宫川尚志、岛田虔次、西岛定生等人。稍稍具备一些日本学术界知识的学人，只要看到上述学校的校名、主持人名及所举听众名单，不难看出日本东洋史学界接待一良师的“规格”是最高的，此无他，是先生的学问得到了日本学术界的由衷佩服，山片蟠桃奖颁给一良师自然是众望所归。

说到敦煌学上的研究，这里再谈一下一良师与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先生的交往。藤枝先生在中国敦煌学界之所以著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1980年到南开大学讲学时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日本”的话，此话在80年代初曾流行于中国，甚至到2000年仍有人在提这句话。据了解，此话出自南开大学吴廷璆先生之口，传闻则成了藤枝先生。平心而论，无论此话出自谁口，它都是80年代初我国敦煌学的现状，只要不是讳疾忌医的人，都应当承认这个现实。藤枝先生在敦煌研究上成果甚丰，《归义军始末》及《汉字的文化史》虽然篇幅都不太长，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汉字的文化史》中译本序言是一良师撰写的，但此后于90年代中期，两人才得晤面。藤枝先生病逝于1998年7月，2000年6月，藤枝先生之婿北海道大学教授石塚晴通将藤枝新出遗著《敦煌学及其周围》赠给一良师。一良师看过之后不久，即口授录音，由北大教授阎步克兄整理成《敦煌写经与日本圣德太子——纪念藤枝晃先生》一文发表。文章结尾说：“藤枝先生利用他的敦煌学知识，揭穿了一千二百年来被认为是圣德太子天才著作的《胜鬘经义疏》，实际是从中国输入的经卷，被认为是圣德太子的遗像，实际是唐朝贵族的像。藤枝先生敢冒日本全国之大不韪，坚持真理，他的学术良心和独立自由的治学精神，不是很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吗？我们今天不是还有许多学者，明明知道不是事实还在那里当作历史来宣传吗？”读到这里，对80年代初的那句话，我们当会有新的认识，无论它出自于谁之口，都是事实。

一良师始终关注着敦煌研究的进展。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英藏敦煌文献研究》一书中写了《百年感怀》，重申了占有新材料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勉励中青年学者奋发努力。最后，我们抄录2000年5月17日“米寿老叟周一良”《应〈文史知识〉邀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百年而作》的诗作为本节的结束。






百年转瞬几沧桑，



洞窟宝藏天下扬。



斯、伯巧取宁足贵，



向、王深追不辞忙。



讲座东邻夸繁富，



辞典中华更擅场。



学运喜随国运旺，



“伤心”不再叹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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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或许是燕京哈佛西洋式教育的结果，或许是儒家的文化定华夷观的潜移默化，或许这几者兼而有之，一良师始终留意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几十年如一日的关注和研究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良师在中国史研究中的成果在本文第二节中已经有所叙述，在南京史语所时所撰论文是从民族问题入手，显然是寅恪先生影响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良师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更深入到了文化的高度。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1991年，北大出版社）一文的第四节，论及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发展的关系时，先生说：“最早的历史记载，大约都是依年代顺序来叙述。这符合人类思想的脉络。东西方史学著作的发展，也与此相适应。中国最早的历史《春秋》是编年体……不妨推断，在体裁上，晋国、楚国的国史大概也是和鲁国一样的编年体。汲塚发现的魏国国史《纪年》，也是编年体。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如西元前5世纪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本上是按年代顺序编写的。罗马著名史学家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的《罗马史》，更是明确的编年体史书。中国在编年体流行了约五百年之后，到公元前1世纪末，才出现纪传体的司马迁《史记》。在西方，普鲁塔克（约46—120）的列传体的《希腊罗马名人合传》，则是在希罗多德之后约六百年才出现的。”

一良师这一段由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论述引出的关于“人类思想的脉络”的灼见，启迪我们去思索历史、文化等方面人类思想发展的共性，随时注意比较中西思想的异同，开拓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设问，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中国出现了圣人孔子，南亚次大陆出现了释迦牟尼，古希腊出现了哲人苏格拉底，三位几乎同时出现的圣人、哲人，对人生、社会所做的阐释，有许多共性的内容，并且对人类社会发生了并且至今仍发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不正是“符合于人类思想的脉络”的又一证明吗？再如，中国中古社会儒家思想的趋于一尊及理学的官方化，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黑暗，而欧洲中世纪也有相当长的黑暗时期，只是比中国更增加了教会的权势。这种比较如果深入下去，找出“人类思想的脉络”，不也是极有意义的题目吗？

在《略论南北朝史学之异同》一文（《续编》，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末尾总叙异同时周先生说：“南朝与北朝文人好尚不同，文风仍各有特点，也可以与史学相比较，看出某些迹象。《隋书·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意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实用，文华者宜于
 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北史·文苑传》论亦沿用了这几句话，足见为唐人公认的定论。北人理胜其词，南人文过其意，这和北学渊综广博、南学清通简要的倾向，似乎也有相通之处。以佛教道教而言，北方重修行实践，南方重思索辨析，似乎并不相悖。我曾有一种想法，认为文化可分三个层次：文学、艺术、思想等属于狭义文化；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可算广义文化；而在一个民族的各不相同文化领域内，还可能潜在一种共同的素质，贯穿于各个方面，名之为深义文化。南朝和北朝各自在史学、文学以至宗教等领域内的共同相通之点，也可帮助证成我的看法吧？”由南北朝史学异同入手，进而涉及文学以至宗教等异同，深入追索到深义文化的差异，这种鞭辟入里的认识，非有把握文化发展史的卓识不足以道出，这也正是研究历史的目的，即史家们所说的“史识”。

一良师著有《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中朝人民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而《世界通史》中古近代的中外文化交流部分即由一良师亲自撰写。

一良师对文化的思考和见解集中体现在他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一书的《前言》中。《前言》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通过长期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所得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成就；进一步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宗教等精神文明为主要内容的可称狭义文化；典章制度、生产交换、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产生活用具等精神与物质成就为主要内容的可称为广义文化；普遍存在於各领域的、反映各民族文化本质特征、民族精神的可以称为深义文化。这种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的方法，由狭而广，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构成全面的文化定义和文化类型，在文化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引起学术界重视。在《前言》中，以日本为例，对深义文化做了进一步解说。日本传统文学艺术中崇尚“苦涩”和“闲寂”，这二者的具体表现，可以形容为简单、质朴、纤细、含蓄、古雅、引而不发，不事雕饰等等。文学作品中，俳句讲求这种意境，而日本人民所最喜闻乐见的俳句体裁本身是由五七五等共十七个音节构成的短句，当然也符合简单质朴的要求。再看宗教领域，虽然富于思辨性的佛教宗派如法相宗、三论宗等，很早传入日本，但未能长久流传。长期以来为日本人民所笃信的佛教，乃是主张顿悟的禅宗、口念阿弥陀佛即可成佛的净土宗等，都是简单质朴，与复杂思辨和繁冗仪式无干的宗派。再从广义文化来说，日本吉庆仪节之尚白色，建筑之喜本色木料不加油彩，席地而坐的房中陈设之简单朴素，用具如瓷器造型着色之古拙高雅，以至日常饮食之清淡简单等等，其间可说都贯穿着“苦涩”、“闲寂”的精神，这难道不算是日本文化从深处考察所得的一种特征或本质吗？当然，“苦涩”、“闲寂”不是日本文化所有最本质的特征，只是一部分，但这里是给出的一种由浅入深分析文化的方法。《前言》中还把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途径归纳为“通常的”、“重要的”、“意外的”三种，认为狭义和广义的文化可以互相学习、引进，在对方国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深义的文化，由于是长时期在特定的、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下所形成，成为民族精神的结晶，已经近乎民族性的东西，虽然不大容易被移植或引进，也可以互相交流学习，加深理解，作为参考。

其实，一良师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先生所从事的日本史、亚洲史、世界史、人类文明史的著述；从事的佛教研究、敦煌研究；从事的日文、佛典翻译文学的教学；培养日本史研究的研究生，指导外国留学生；出国访问、讲学；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翻译外国（日本、美国等）学者的著作；介绍和评论其他国家学者的著作；……只有丰富的几十年时间的长期体验，才能深刻体会到文化的丰富内涵及中外文化交流的真谛，非一般浅学则止者所能体会，这也正是一良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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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师的学术生涯中，做一名合格的教师是其一生最主要角色。先生以严谨的学风，诲人不倦的师德，平易近人的态度，赢得了海内外学者及门生弟子的爱戴和尊敬。2001年10月29日与先师最后告别时，自发来送行的千余人之中，绝大多数是门生弟子，从年过古稀的白发弟子到风华正茂的在校学生，在肃穆和悲伤中，他们都会忆起从先生处所学到的为人、为学之道，都会忆起先生的道德、文章。

余生也晚，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高中三年级已读完，1968年到“广阔天地炼红心”，在简单的行李中竟携带了四卷周吴本《世界通史》，在那个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对于还有些求知欲的我，认真读了全书，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周一良先生，当然，是从书本上。“文革”结束，高考恢复，我以三十“高龄”踏入了心仪已久的北大之门，巧的是入了历史系。但当时先生正在“日托”受审查，我无缘亲聆教诲。

1980年，我已在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有幸亲聆一良师所授魏晋南北朝史之专题课，这可能是周先生“重理旧业”后第一次对学生公开讲课，题目是“《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尽管上课时我认真做了笔记，但大多内容还是记不清了，可先生所讲的两个治学方法问题却深深地印在了脑子里，至今十分清晰。对第一种方法，先生说，西方人讲读书要“Read between the lines”，译成中文可曰“读书得间”，即从书本身的字里行间去探究历史的真相，才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在课上，周先生从刘义庆传中“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两词入手，分析“世路艰难”对于身为刘宋宗室的临川王刘义庆，到底指些什么？“不复跨马”与《世说新语》的关系又如何呢？从不易索解的词语入手，廓清刘义庆在宋文帝时面临猜忌诛杀的形势下以清谈图免祸的窘境，揭示了号称“元嘉之治”的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矛盾，加深了对元嘉时政治社会背景的了解，对深入研读《宋书》是大有帮助的。

第二种方法，研究历史，要掌握五个W，即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据一良先生说，这是当年从燕京大学听洪煨莲先生课时学来的，但他认为还应当加一个更重要的W，即Why（为何）。在《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史入门》，1988年中华书局）中一良师对这几个W做了解说，他说：“学习和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首先要弄清楚时、地、人。时，就是应该知道并且尽可能记住，这一时期中有哪些主要年代。主要年代记牢之后，重大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便有条不紊，了然于胸中，进一步分析、研究历史事实，才有可靠的基础。”“地，是指历史人物所活动的地理舞台，亦即空间方面。对于所研究的时代的疆域四至、行政区划的沿革等等都应当有所了解。”“人，是指活跃於当时历史舞台上的那些民族和重要人物。”“此时、地、人这样的历史框架之外，还有类似骨骼的成分，这就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这些方面的典章制度问题。”如果有志于历史研究，就必须广泛阅读掌握原始材料，同时参考国外学者的著作。他引翦伯赞先生的话说：“史料譬如一堆散乱在地上的大钱，必须用一根绳子才能把它贯穿起来，这根绳子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此外，还应当加一个最大的更重要的W，即Why，就是研究历史一定要不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只有对于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做出解释，说明它为什么如此，讲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说出个道理，解答了为什么，才能算真正抓住了历史。”先生是这样讲，这样教学生，而他也是这样进行研究工作的。

1981年初，我和同学邓文宽将合写的论文《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证》请周先生审改，因初涉“敦煌学”，我们在论文中时将“文书”、“写卷”、“卷子”几词混用，周先生在论文上批：“不能将‘文书’与‘写卷’混用，‘文书’一词英文作Document，指公文、文件、证明等具有法律效力之文件，敦煌写本中指契约、官府文书等；‘写本’或‘写卷’一词英文作Manuscript，指文稿、手写原稿，敦煌文献中的大部分可称作‘写本’，但要注意敦煌中的印本（Printed），与‘写本’不同，写文章时要注意用词，以免闹出笑话。”文宽与我对先生的教诲铭记在心，至今在做敦煌文献研究时仍小心翼翼，未出大错，皆得先生之赐。反观今日中国敦煌学界，这几个词的混用仍是司空见惯，足见先生治学之谨严及对门生弟子的负责。

佛家讲“因缘”，中国老百姓讲“缘分”，我自信不是唯心主义者，但我相信“机缘”。1984年，“机缘”光顾了我，经宁可、沙知先生及邓文宽学长的推荐，我受命协助一良师整理、录校敦煌本书仪的工作，十几年来，得以亲聆教诲，享受了一般的博士生或博士后都难以享受的十几年的连续指导，直至先师辞世。可以说，我在敦煌本书仪研究上的每一点成果都有一良师的心血，将我引领入神圣学术殿堂的是恩师周一良先生。

1984年春天，我到燕东园去谒见一良师，请教如何动手整理敦煌本书仪，如何开始这一专题，在动手过程中注意些什么等问题。先生说，敦煌本书仪的研究，前人工作做得不多，称得上研究的，以那波利贞《〈元和新定书仪〉与杜有晋编〈吉凶书仪〉》及山田英雄《关于书仪》为代表，但他们的研究不够深入。我们的研究，首先要从全面搜集资料入手，尽可能将书仪写本从大量敦煌写本中挑选出来，然后分类归纳整理，绝对不要为整理而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要首先进行个案性研究，对每一种、每一类都要深入研究，还其本来面貌，理清其源流。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归纳、分析，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找出一些对历史有影响的问题。他还嘱我要沉下心来，过细地做整理工作，这是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

在一良师的指导下，我经过两个多月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显微阅读机下逐件阅读全部敦煌胶卷，挑出书仪部分，洗成照片后开始抄写录校、拼接缀合、定名分类、考镜流变，将搜集到的一百余件敦煌写本按三种类型四十几种编成两部分书稿。做完之后，将照片和书稿抱到燕东园24号，请先生阅改。先师将所有原稿一一阅过，从释文、题解到校语，一字一句读过，写出了具体到某字应用某，宏观到总体如何把握的无数批注，我遵嘱将稿件改定，请人誊清后，将第一部《敦煌写本书仪研究》送交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在这之前，我与先生商量，师生二人共同署名，先生严肃地说：“这是你的劳动成果，理应由你自己署名。”我不死心，仍然坚持，先生说：“你可以用自己的实力打天下了，不用再借我的名字。”我哑口无言，只好说：“您看怎么办呢？”先生说：“序由我来写。”此书刊出后获1994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并且名列戴逸先生《乾隆帝及其时代》之后和罗荣渠先生《现代化新论》之前，我实在是愧不敢当。当我将此信息告诉先生时，先生平静地说：“你十年的努力，得到学术界的承认，这是好事，剩余部分一定要做好。”这时，我才体会到先生奖掖后学的良苦用心。

先师的为人和脾气学界有口皆碑，但我也受到过先生的严厉批评。1992年，我负责编《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草成几百字的“后记”，时先生适不在京，我跑到香山饭店请编委会的长者周绍良师和田余庆师过目，他们提出改动一两处，我照办了；又去燕东园拿给师母邓先生看过，师母说：“你还得让你老师看看。”我自作主张将“后记”交给了出版社，先生返京后，我拿着复印件去给先生看，先生当即指出了几处用词不当，尤其是“入大学后师从中外著名学者”一句中“师从”一词，先生说：“师就是师，从就是从，师从不能在这里连用。”我辩解道：“连有的辞书都这样用。”先生显得很不高兴，但没有发作，只是说：“反正我不会这样用。”我仍然辩解：“稿件已交到出版社，不好再动了。”先生说：“将师从改为师事，替换一字总可以吧？”当然，在看校样时我老老实实地将“从”换成了“事”，这也是我真惹得先生不高兴的唯一一次，也是对我治学震动最大的一次，永远不会忘怀。当时在座的还有历史系梁志明老师可以为证。

有人会认为我用了这么多篇幅谈受教于先生之事是否妥当，我只是想从一名弟子的“个案”说明先师是如何教导指引学生成长的。读者若有兴趣，可参看钱文忠学长《“毕竟是书生”：纪念周一良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11月10日第5版），也是弟子受先生教诲的一例“个案”。

“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从一两例“个案”当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到大师的胸怀和境界吗？

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这里的道应该理解为为人之道、治学之道，业自不必说，惑也应该理解为为人之惑、治学之惑。俗语云“言传身教”，在某些方面，应该说身教是重于言传的。一良师对于师友的诚挚感情体现在他的言论和著述之中，以下仅举数例。

陈寅恪先生与胡适之先生均是一良师所敬佩的国学大师。他们对一良师的为人、治学均有巨大的影响，而一良师在50年代“听从召唤”，又参与了批判他最敬仰的两位大师，在晚年的著述中他又批判了自己。

胡适之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适之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引入西洋的理论和方法，在组织和培养中国人文社科队伍上，在整理“国故”上……可以说，近现代文化史上，胡适之先生的作用是无人可以替代的。1990年，一良师写成《追忆胡适之先生》，深情地述及和适之先生的因缘，丝毫没有回避50年代所参与的对胡先生“批判”的事实，但有些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模糊。2001年8月，即先师去世两个多月前编定《郊叟曝言》后，在口授的“前言”中，对胡适之先生“大钱和女孩子”的比喻做了重新解说，对当年“批判”胡先生做了深刻的自我解剖；将1945年7月21日写给胡先生的信（请胡先生给新出生的二儿子启博取名）影印刊出，之后说明“我的习惯是请我父亲为孩子取名，以示对老人的尊重。胡先生与我父亲同年，这时显然是以同乡长辈来对待他，所以有此请求”。最后说：“当时我对于胡先生确实是尊敬和爱戴的。我现在年近九十，不可能再跨过海峡到胡先生墓前顶礼膜拜，去赔礼道歉了，愿以此小文表达自己诚恳的请罪的心情。”行文至此，凡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理解那“批判的年代”，先师自责如此，我辈夫复何言。

一良师与寅恪先生的关系更是海内外学术界所熟知。一良师曾祖周馥与寅恪先生祖父陈宝箴同为清末的封疆大吏；一良师祖父周学海为1892年进士，散原老人则为1886年进士；弢翁与寅恪先生之兄陈师曾、弟陈方恪是交往甚多的朋友，所以，一良师自云在寅恪先生面前称“丈”，而不敢以“弟子”自居，实则应称其为寅恪先生的“子弟”才更加恰当。非但家世相近，师徒二人都未受过现代的中小学教育而有深厚的家学渊源，都到海外受到过长期现代学术的训练；都具有掌握多种外国语的学术利器；都是天资聪颖而十分勤奋的学者……他们内心深处，跳动的是一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书生之心，无怪乎有的海外学者说，“周一良是最有希望继承陈寅恪先生衣钵的”。

“文革”结束之后，痛定思痛，认识陈寅恪先生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历久不衰。一良师从《我的〈我的前半生〉》、《毕竟是书生》开始追忆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因缘，认识陈先生。从1989年开始，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三次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一良师都有主题发言，每次的发言，都将我们对陈先生的认识，同时也是对周一良先生的认识往前推进了一步。1989年，一良师讲到陈寅恪先生何以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时说：“我想，非凡的天资，其中包括敏锐的观察力与惊人的记忆力，是头一条。与天资并起作用的，是陈先生古今中外，博极群书。第三条是良好的训练，其中包括清代朴学的基础，古典诗文的修养，西方历史语言研究方法的训练，各种语言文字的掌握。最后但决非最不重要的一条，是勤奋刻苦。解放前卓然成一家的历史学大师中，完全地而不是部分地，充分地而不是稍稍地具备这四方面条件者，恐怕不多。”这种解说，一般不会有疑义，我想说的是，一良师不也正好具备了这四条吗？没有亲身体会是难以概括陈寅恪先生取得学术成就的原因的。

1995年，一良师在《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先生》为题的发言中说：“我认识、了解的陈寅恪先生，是否可以用这样十二个字来概括：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短短的十二个字，充分、恰当地概括了陈寅恪先生。21世纪初，三联书店重新出版陈寅恪先生文集，在每本书的半护封上均印有这十二个字，可见这个概括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

1999年11月，中山大学召开第三次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一良师这时只能坐在轮椅上口授文章，由弟子们加以记录整理了。但一良师仍然寄来了发言，在开幕式上由胡守为教授代为宣读。在发言中，一良师说：“我的发言是‘向陈先生请罪’，也是向大会交待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在第一次会议或者第二次会议上早应该讲过了，但是我确实是忘记了，不是文过饰非，隐藏罪证。最近我写别的文章，翻起我旧的笔记本，发现有一个批判发言稿，而这个批判发言稿就是批判陈寅恪史学的稿子，这才想起来这件事，一定要在这次会议上及时把这个问题做个交待，不然的话，我的罪责就更重了。”这个批判发言稿产生于举国“大跃进”的1958年，是北大历史系师生“大批判”会上的发言，《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刊出的发言中没有登一良师的发言，此事就不被人们所知。一良师在1999年大会发言中详细述及批判稿的内容之后说：“我自己呢，违背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这种标准，或多或少这里或那里做了些曲学阿世的工作。比如说，我常常应报纸的请求，写一些中国与某国人民友好的文章，这些文章里面，只提友好，不提不友好的方面。但是我认为这只是常识，不是学术研究，也不能算完全违背事实，所以它不能算是曲学。至于写柳宗元封建论和诸葛亮法家思想等等，这些文章那就完全是曲其所学，阿谀世道了。而我当时还很自豪，以为用自己所学的古典文献为当前的无产阶级政治服了务。完全违背了陈先生要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导之下来做研究的教导，是完全应该接受破门之罚的。”

在大会发言的最后，谈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时说：“（写这本书）自信没有违背陈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教导。以后又陆续写过一些文章，我自信这些文章也还是本着同样的精神，没有曲学阿世，是未负如来的。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进行和谐温馨的谈话，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清华新南院和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和温馨。”这时的会场鸦雀无声，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我周围的不少朋友已经是满眶热泪，有的已经流在了面颊上，许久，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是的，一良师已经和寅恪先生沟通，现在他们正在进行着“和谐和温馨”的谈话。

我们可以从《周一良集》及《郊叟曝言》中读到一良师对洪煨莲、邓文如、郑毅生诸先生的深情回忆，也可品味他对哈佛三杰（任华、吴于廑、杨联陞）、冯秉铨、丁则良、谭其骧等挚友的深切怀念。人们可以对先生的一些被政治卷入后所写文字持有看法（这里仅指那些良知未泯的同道，不含以阿谀为生者），但我敢负责任地说：“他没有一个私敌。”（借用伟人恩格斯的话）



结束语



一良师的学术成绩是国内外所公认的。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是因为他具备了《纪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所阐述的陈先生所具备的四个方面的条件。先师常说：“事业的成功，99％靠努力，1％靠灵感。我自己的灵感不多，但努力不少。”这的确是一良先生的真实写照，他的刻苦和勤奋也是外人难以想象的。1939年入哈佛后从柯拉克教授（Walter Clark）学习梵文，一良先生虽通日语、英语并学过法语，但对像梵文那样在“性”、“数”、“格”和“时”等方面都变化多端的文字却从未接触过。梵文班另外两个研究生都有一定基础，先生显处劣势。他心想机会难得，当初唐朝玄奘和尚都学通了梵语，我不能不咬牙。第一学期结束，得了A等。柯拉克教授向一良先生的同学问起周的情况，说周“必然是拼了命”。而先生一直从柯拉克教授读梵文到1946年回国。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虽然先师有较好的客观条件，但成为学贯中西的著名历史学家则主要得益于他的勤奋，这应当是平心之论。

一良师说自己的历史研究是用“笨”办法，从基本的原始材料入手，网罗殆尽，进而尽力将有代表性的权威著述一一读过；然后才是运用各种方法、手段搞清问题。一良先生所用方法有：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法，多种材料互相参证法，语言比较法，文化心理特征的研究方法，统计的方法和考订源流的方法等。先生不仅受到乾嘉学派的深刻影响，具有良好的国学根底，而且接受了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的系统训练，并且掌握了多种语言作为工具，新中国成立后又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故而写起文章来既扎扎实实，又能高屋建瓴；驾驭材料得心应手，中外比较左右逢源。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基础及成熟的理论修养养成了深刻的洞察力。在看似平易之中发他人之未发；在一般现象之中升华出历史的结论；既能鲜明地保持和发扬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又能吸收西方文化精华，进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这使他的许多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先师自言：“我这个人由于青少年时的教养，受孔孟之道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我总觉得，他们的许多话指出了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因而包含一些起码的做人的道理。即使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因社会变化而有异，孔孟的某些教导仍然照旧有其意义与作用。我最所服膺的，是孔子所自称的‘吾道一以贯之’亦即曾参所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注更明确：‘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在人际关系上，我曾自诩有知人之明，更有自知之明。我想这是我群众关系较好的原因，实际也是忠恕之道的推衍。忠与恕的信念之外，四十年来，我逐渐树立了另外两个观点：唯物的与辩证的。我深深感到，有这四条信念‘垫底儿’，处顺境时不至于忘乎所以，处逆境时也没有疾首痛心。”这确是夫子为人、为学之道。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知人论事一说，所取标准为“道德、文章”，文章有白纸黑字在，学界自有公论；就一良师“道德”而言，遍观国内学人，向胡适之先生请罪，将未刊文章公之于众，向陈寅恪先生请罪，这样的将自己之过，自曝于天下，又有几人？如果说，这还不能称其为“日月之蚀”的话，则什么是“君子”则吾不知矣！

古代学人有为其师做“私谥”者，时代不同了，此法自然须有变通。一良师概括其师陈寅恪先生为“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颇得学界推许，我作为不成器的弟子，拟将中间四字略做调换，以概括一良师的一生，即“儒生思想、书生本质、史家学术”，不知先师在天之灵应允否？






2002年元月10日初稿



（原载《燕京学报》第13期）





再版说明



周一良教授辞世已近八年，先生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先生的学术著作维系着我们之间心灵上的交流，重新刊印先生的著作是我们纪念他和继承他的学术事业的最好办法。北京大学出版社刘方同志找到我，希望协助她编辑新版《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教授著），我立刻答应下来。之所以如此痛快，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件事是义不容辞的，其理由有四：第一，我虽然不是周先生的磕头弟子，但从1983年起在他指导下进行敦煌书仪研究，直至先生去世，十几年间师生之间畅所欲言，了无隔阂，“有事弟子服其劳”乃天经地义。第二，十二年前，仍是刘方同志编辑此书，时周一良先生已患重病，行动与书写均不便，受先生之托，协助刘方同志编辑过1997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工作起来比较熟悉。第三，此次再版，周先生哲嗣启锐同志委托我全权负责编辑，这是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辜负。第四，随着年龄的增长，学术眼光比十二年前稍有进步，自信我的工作可以让先生基本满意。因此，重新编辑工作我不仅必须做，还要做好。

这次再版，仍维持1997年版的框架，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上、下编，上编补入“评冈崎文夫著《魏晋南北朝通史》”及“《牟子理惑论》时代考”两篇，共14篇；下编补入“要从曹操活动的主流来评价曹操”、“马译《世说新语》商兑”、“马译《世说新语》商兑之余”、“学术自述”、“我和魏晋南北朝史”、“史语所一年”等六篇，共28篇；全书上下编共收入论文42篇，基本反映周先生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学术途径及全貌。为存其真，除版式体例外，正文内容一律不加改动。为便于读者了解周先生全部学术生涯，正文之后加了一篇“附录”，即笔者于2002年初所撰《儒生思想、书生本质、史家学术——周一良教授的学术生涯》一文。

作为后学弟子，不具备为先生遗著写序的资格和能力，但重新编辑先生的著作，有些事情必须要有所交代，所以写了“再版说明”置于正文之后，以志原委，尚希读者及先生谅之。






赵和平



200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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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



百济与南朝关系的几点考察



学术自述



我和魏晋南北朝史



史语所一年



纪念陈寅恪先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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